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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對抗式與協商式的勞資關係－以英國與德國為例

唐嘉駿(
【摘  要】

英國與德國同為世界經濟強國，也同為歐盟的核心國之一，在歐洲共同體的誕生及社會方面整合之需求下，須藉歐洲立法來加速整合之腳步，為了考量到各方的利益及獲得立法之公正性，因此在決策程序中，特別是有關社會政策的議題中，則必須諮詢歐洲層級的社會夥伴之意見做為參考，而這樣的社會對話（Social Dialogue）則為一種協商架構的勞資互動平台。

然而，英國與德國勞資互動的發展歷史背景是截然不同的，英國長久以來以自願主義（voluntarism）為首的行事風格、以工作場所做為首要的抗爭重地和獨特的政府非威權式的處理勞資爭議為其勞資關係中的三個特點，另一方面戰後德國建立起「共同決定（Mitbestimmung）」與「團體自主權（Tarifautonomie）」的制度，工會與雇主團體於工資等條件展開自發性的談判，而另一方面勞工也可以參與公司的營運與工作，這個制度對於勞資之間的對話、溝通及維護社會穩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德國得以在二次戰後迅速發展成為歐洲重工業大國，並發展社會市場經濟，本論文研究重點在於比較英德兩國勞資集體協商之模式與影響，以及到目前（2005）所產生的失業問題。

關鍵字：勞資關係、勞資爭議、工會、罷工、英國工會組織、德國工會組織

1、 前言

工業革命以降，勞方與資方經常被論為在拔河線的兩方，彼此較勁，爭奪有限的社會資源，在馬克斯的衝突理論中，認為勞方與資方存在著衝突，因為生產工具的擁有者藉由「偷取」勞動價值來剝削勞工
，他們付給工人的工資僅是他們自工人勞動中獲利的一部份，並且會催促工人不斷增加產量，但增加的產量卻未相應地增加工人的報酬，反而使薪資降至獲利中的更小部份。然而，在勞工工作量增加報酬卻沒增加的情形之下，必會採取行動以增加財富、權力、聲望或其他重要資源，而在原有分配體系的既得利益者（資方）拒絕的情況下，衝突便會發生。

　　罷工則是手段之一，世界凡是自由經濟體系的國家，或多或少都有罷工現象，因為政府保護這種權利。罷工本身是一種經濟手段，也是一種社會手段，罷工者可以少數的意志力，改變資方的政策或計畫，也可以少數的意志力捆綁整個社會，以便爭取社會同情，從而達到罷工的訴求目的。

　　另一方面，協商也是另一種手段，以協商的方式來降低勞資之間的可能衝突，勞資的協議不是由政府單方向的干涉而是透過勞資雙方協商出共識
，以和平的協商合作來解決彼此的衝突，而這個方式是在政府、雇主、工會三方協調的機制下，產生一種新談判機制。當勞動市場產生危機，而政府、雇主及工會三方無法達成共識時，大家一起討論的協商機制，它是一種長期的行為而不僅是短期的議題聯盟。

　　在德國，廠場間的共同決定制使勞工有相當大的自主性，而工會與雇主間的集體協定將勞資關係定調，政府只站在監督的角色，並不會干涉這樣一個自發性的協議。德國是一個社會福利國家，但在最低工時工資方面，到了2003年才開始實施，實際上是不想破壞勞動市場的自主性。

　全文之研究內容共分為四個方向：第一部份敘述勞資關係的基本理論與勞資互動模型、勞資爭議的理論與行為途徑，以及國家介入勞資協商機制與國家中立原則之概念；第二部敘述英國工會的組成與其勞資關係簡史、雇主組織與政府面向以及英國勞資爭議之處理等；第三部份介紹德國工會組織、雇主組織與政府面向、集體協商與共同決定制度及德國勞資爭議之處理等；第四部份為結論。

2、 背景理論

學者對勞資關係的定義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勞資關係認為勞資關係為一門綜合的名詞，泛指產業及廠場中的管理者與受雇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包括勞工歷史、勞工法、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集體協商、團體心理學及工業社會學，並除了基礎的權利義務事項之外，任何正式、非正式；工作、非工作性之互動，均屬勞資關係的範圍。狹義的勞資關係則僅指有組織的勞雇關係，並著重在於工會（unions）與集體協商（collective bargaining）的面向
。

勞資關係可以是廣泛的包括只要會影響個別勞動者或集體勞動者與雇主間的關係。這段期間從雇主開始面試，直到勞動者離職間，包括：退休、雇用、工作場所、訓練、工作規則、升遷制度、解雇、終止契約、薪資、工作時間、加班時間、津貼、股票分紅制度、員工教育、健康、宿舍提供、休息、休假、生病補助、意外補助、老年照顧、職業災害中失能給付規定。上述僅是其中的一個小部份，其他還要考量工會在勞資關係中的角色及地位。

勞資關係是一門獨特的研究領域，勞資關係之本質中，勞方所追求的是生活上的滿足，所得的增加及各種權利之保障；而資方以其資金投入企業經營，追求的是最少成本、最大利潤。工業革命後，西方社會對於勞資衝突階級對立所造成嚴重問題，勞資關係學者為解決此一矛盾衝突，紛紛從各自假設的經驗出發，意圖在複雜的勞資關係中建構一個合理，符合邏輯的方法，來解釋社會生活的事實。但由於勞資關係範圍很廣，包括個體勞工、集體勞工與其工會、雇主與工會及其環境的研究，因此學者對於勞資關係有不同的解釋。

勞資雙方的關係會因為客觀因素或主觀認知的變動而有變化，因此彼此關係隨時都可能會出現個別或集體的衝突，而勞資之間的衝突在於雙方的目標不同，雇主所追求的是「效率」，偏重經濟面的考量，勞工所期待的是「公平」，傾向人性面的需求。因此勞資爭議行為的產生途徑有三
：（１）勞資之間長期以來的利益衝突。（２）勞資之間對某特定議題無法得到共識，並產生敵意。（３）對於相關的團體或政黨給予激烈性的支持。

然而，極少有國家已經對勞資抗爭行為有詳細而完整的規定。一般各國對這些衝突行為的相關規定，原先不是為勞資衝突所設計而來，大多是由勞動法律與民法引伸而來。由於民主工業國家內勞資的個自影響都非常鉅大，想要由立法來界定勞資衝突的詳盡規定在現實上有相當程度的困難存在。有些先進民主國家就將勞資雙方在利益衝突時的詳細遊戲規則留給當事人去制定，在歐洲最明顯的例子為丹麥、瑞典及瑞士。當然，也有少數幾個國家如土耳其、葡萄牙及西班牙各在1970年代或1980年代特別制定了勞資抗爭行動的法案，以規範勞資雙方的行為。亦有很多先進國家將勞資雙方抗爭行動的詳細規範留給法官來加以規範，形成了所謂的“法官制定的法律”（judge-made law），例如英國及其它西方主要國家。而在以就爭議行為的正當性而言，也就是所謂行為本身之主體、目的、程序及手段，因各個國家及各個案例不盡相同，不同的社會亦會有不同的風俗習慣，而產生的效應也不一。

基於現代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資本永遠是由資本家所掌握，而勞動者是處於弱勢地位，根本沒有相當的財力和勢力能與資本家相抗衡，因此藉由政府制定勞動相關法規來要求給勞動者有最基本生活條件，是不容許資本家能夠剝削勞動者的，而相對之下就是政府給予勞動者保護。由此可知，政府的角色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政府可以說是在某種程度上地干預了勞資關係，然而各家學者在對於政府採取什麼立場有著不同的看法，但大致上都是受到三種理論的牽引
，即：馬克斯主義、多元論、菁英論及國家論。馬克斯主義學派認為政府是資本家利益的防衛者；多元論者認為政府是勞工與雇主競爭中的裁判；菁英論者認為政府為菁英利益的維護者；國家論者則認為政府代表公共利益，試圖維持經濟的穩定與工業和平。

　　一般根據學者的論述，我們可以知道政府在勞資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大致如下
：一、個別勞工基本權利的保護者；二、團體協商與勞工參與的促進者；三、勞資爭議的調處者；四、就業安全與人力資源的規劃者；五、公共部門的僱用者。

　　然而不管是直接或是間接的，經濟民生議題都會影響政府的政策與策略等，以集體協商來說，集體協商通常是由雇主與工會所主宰，雙方皆具有造成對方不便之能力，或透過爭議行為來危害社會大眾利益的能力；此外，雙方也有將壟斷的工資與價格加諸在社會大眾身上，而引發通貨膨脹的能力，在這些情況之下，政府就可能被迫採取行動來打擊爭議行為與當事者壟斷之勢力等，在民生議題嚴重受擾的情形下，國家介入也是有其必要性。

　　經濟與政治是一個糾結一起的結，本論文中所談論的兩個國家，都是自由民主已開發的國家，工會組織也發展的相當完備，社會也容許有不同的意識型態，因此利益團體可以透過選舉來獲得些許的權力，在英國兩大黨分別有各自的擁護者，保守黨為資方利益支持者，而工黨為勞方利益的支持者，然而，當各自的擁護的黨執政時，如何取捨國家利益與團體利益就變的相當重要，國家利益與團體利益間的不一致，各自的擁護者與其它公民之期待落差，使得勞資關係複雜化，英國工黨於1979年時，也因「不滿的冬季」（Discontent of Winter）而下台，這樣雙重的角色，也讓雙方了解到政治的敏感度，團體的利益也建築在政經社三方的利益之上，如何在團體利益與國家利益上巧妙地拿捏，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參、英國的勞資關係

　　自由主義（voluntarism）為主的行動原則、以工作場所做為首要的抗爭重地及獨特的政府非威權式的處理勞資爭議的方式，是英國勞資關係體制裡的三大特性
。英國人對於自由主義的信任，多數勞動條件皆由勞資協商，政府很少直接立法干預，並且相信勞資雙方產生爭議時，最好的解決方法是由雙方自行去交涉，並協調出一個兩造都能接受的辦法。因此，勞工若是單獨個別的與資方談判，可能由於勢單力薄或是財力不如資方雄厚而敗下陣來，因此，勞方惟有集結成力，才能擁有較多與資方談判的籌碼，在這個原則之下，英國的工會於是開始蓬勃發展。

一、工會、資方團體與政黨關係

　　勞資雙方的均勢是勞資談判得以運作之要件之一，因此龐大的工會組織就成為早期英國社會的特徵，早期的工會主要訴求都是較於經濟層面的，例如像提高工資、減少工時、改善工作環境及工作條件，然而也有積極直接參與政治活動的舉動，也就是「憲章運動（Chartism）」。雖然幾次的運動皆告失敗，但工會在經過初期的工人運動的洗禮下，其工人意識及組織能力都相當程度的提高。

　　而在1868年英國總工會成立之後，再也沒有一個工會能望其項背，目前（2005）其所屬之分支聯盟共有七十三個，會員共有6,700,000餘人，然而在1979-80這段期間則為鼎盛時期，分支聯盟有112個，會員有12,000,000餘人
，雖然TUC並非直接參與協商，也不是一個有實權的中央機構，但其長久的維持力與凝聚力，使其足以代表英國工會的聲音，自1918年以來，他還是代表了至少四分之三的全國工會會員
，實屬不易。

在經濟繁榮及工會組織擴及全國的因素下，工會不再只是為勞工爭取減少工時及提供醫療照顧而已，工會為了提升勞工的生活水平，開始幫工人建造住宅並提高其識字率，但在此時還是有許多不利於勞工在勞資談判上的法令，因此在勞工在漸漸得到較好的生活與教育之後，就會開始反思，如何才能改變不平等的法令，而他們想到的方法，就是加入國會。

在1865年之後，勞工積極爭取加入國會，在1867年第二次改革法案（the Second Reform Act）實施後，投票權的財產限制從原先的十英鎊降至五英鎊，使得不少城市中的勞工階級得以投票，並支持其代表進入國會，以改善有關勞工的法律制度。到1880年之前，工會已獲得政府完全的信任，不僅使其活動完全合法，並可進一步參與政治，增訂新法及修改法律；此時，英國的工會主義（trade unionism）運動已經是一個對各行業工人開放的運動了，只不過這時工會採取「高會費」及「限制工人入會」的政策
，因此社會最底層的人就被排除在外，這部份的人收入最低，工件條件最差，而工時也最長，因此在1880年代末，「低階」工人受到此時社會主義流行於英國的影響，並在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鼓舞之下，開始組織新工會
。

而這些由非技術性的工人所組成的工會抗爭手法更加地激烈，並主張透過鬥爭的方式來達到目的，他們雖然是好鬥的、有階級意識的社會主義工會，但許多加入這些工會的工人只是為了他們的生計，而不是為了這些社會理想，因此在經濟發達期間（1889-1890），他們的確嘗到甜頭，但在1890年經濟蕭條時，新工會的能力受到實疑，有不少人因此退出工會或移民海外
。

而英國工會運動在哈第於1906年所組織之工黨下，先後通過多項有利工會的法案，也讓工黨漸漸茁壯起來。至此，英國工會開始轉向產業工會發展，1915年時，英國煤礦工人聯合會（Miners’ Federation of Great Britain，MFGB，1908）與全國鐵路工人工會（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men，NUR，1913）及全國運輸工人聯合會（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NTWF，1911）簽訂協約，成立「三角聯盟（Triple Alliance）」，並以企圖以聯合行動來加強訴求，許多的產業工會開始以聲援其它工會行為為口號，對其雇主展開同情性罷工。

在1918年時，基於《工會法》（Trade Union Act of 1913）的通過，TUC透過正式投票贊成資助工黨，因此工黨得到了一個強而有力的後盾
，另一方面，由於工會會員的黨籍並非都是工黨，因此工會如此大力的支持工黨，必然會引起不小的紛爭。而保守黨政府則在1927年時以不當捐款為由，強調工會會員若沒有書面聲明願意繳納政治基金（Contracting in）則工會不能資助工黨，工會和工黨的關係直接受到打擊，這使工會會員入會的人數一路下滑。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工黨的實力大增，並在1945年的大選中，工黨獲得議會640個席次中的393個，首次在議會成為多數，並漸漸地建立起福利國家機制，有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工黨政府的帶領下，英國工會也得到了法律的豁免權，在特定的情況之下，是不受到司法所管。直到英國發生經濟滯脹（stagflation）的情形，造成了失業問題相當嚴重
，另一方面，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出口貨品價格上揚，使得自1960中期，罷工行為成為了英國的社會問題，當時許多社論甚至說英國的勞工是「傾向罷工的（strike-prone）」
，因罷工而損失的工作天也因此激增。

到了1979年5月，保守黨的佘契爾夫人贏得大選上台執政，她在競選時就公開地  責工會為「通膨脹之因(a catalyst of inflation )」，與生產力之阻礙（a barrier of productivity）」
，並於選後開始以漸進的方式透過立法慢慢減少工會在社會的地位與力量，並捨棄二次大戰後英國所採取的「凱因斯主義（Keynesianism）」改採自由市場機制，認為二次大戰後政府所採行的「充份就業（full employment）」拖垮了其經濟，因此認為工作的提供應該是從市場的需求而生，而非由政府一昧地補助或投資
。

     佘契爾夫人的改革運動為了不造成社會太大的爭議，在剛上任的前幾年任用了與工會關係良好的人士於內閣裡擔任重職
，並以幾乎每兩年的間隔，訂定新的勞工法，即為1980年的《就業法》（Employment Act，1980）、1982年的《就業法》（Employment Act，1982）、《工會法》（Trade Union，1984）、《薪資法》（Wages Act，1986）、《就業法》（Employment Act，1988）、《就業法》（Employment Act，1989）及1990年的《就業法》（Employment Act，1990），而1992年同黨的梅傑（John Major）政府也依循佘契爾夫人的政策而制定了《工會改革與就業權利法》（Trade Union Reform and Employment Rights Act，1992），而這些法令之主要內容大致如下：取消工會享有的法律豁免權（自1906年以來，首次授權給受到罷工影響者，可要求工會賠償民事責任之法案），除非獲得廠場85％的勞工以秘密投票方式通過，否則禁止以「關廠（close shop）」的方式來罷工
；禁止罷工工人到尚未罷工的廠場設置糾察站，並強迫該廠罷工；每十年工會會員必須經全體秘密投票，決定工會是否與會員收取政治基金；給予工會會員個人一系列不受工會約束的權利義務，如工會會員有權拒絕參加未經秘密投票而進行的罷工、勞工可選擇性的加入工會；任何形式的同情型罷工或罷工現場以外所發生的爭議行為（Secondary Action）皆屬非法；除非每三年有會員的書面授權文件，工會不得代扣會費（check off）；雇主得以用金錢為誘因，要求工會會員離開工會；要求雇主應於正職人員（full-time employees）的合約中明文標示其工作內容及條件
。

這一連串的改革雖說導致了1984至1985的煤爌工人大罷工，但還是無損保守黨政府改革的決心，除了以上的各項勞工政策之外，保守黨政府還大力推動國家企業民營化、降低所得稅以刺激消費和減少公共福利支出等，都看得出來英國自1979年以來改革的轉變，這樣的改變使得工會勢力薄弱化，1990年的《就業法》就如同回到1901年的塔夫谷案的水準，除非工會明確地表明工會會員之爭議行為與工會無關，否則工會還是可能遭索民事賠償責任。近年工會會員結構起了很大的變化，工會擬發起爭議行為之前必須徵得會員的多數同意
，也是一個很高的門檻，如1997-1998年一共有1,759件行為前投票，雖有75%同意爭議行為的產生，但大部份的投票行為只是為了當作談判的工具而已，從1979年英國因罷工所損失了29,500,000個工作天來看，1998年只有損失282,000天
，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雇主組織大約是在十九世紀末期工會組織開始蓬勃發展時所建立的，其主要目的是與其所相對的工會組織建立談判，並在勞資協商上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它們可以與工會協商、對雇主提出意見並且就工會所提之爭議事項與工會達成協議，並在國會發展它的影響力，如1980和1982年的《就業法》就是由雇主組織所催生的
。

　　英國最大的雇主組織為英國雇主協會（the 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CBI），建立於1965年合併的三個雇主組織，它是英國政府或是歐盟裡很重要的遊說者，它的地位與TUC一樣，為各個雇主組織的領袖，但並沒有實際地參與集體協商。基本上，雇主組織是較為偏向保守黨的
，例如經理協會（Institute of Directors，IoD）與經濟事務協會（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IEA），都在1980年代對政府提出許多政治上的意見（如IoD遊說政府不要加入歐洲單一貨幣政策）
，但這些都不見得是CBI所支持的意見，CBI是歐盟企業組織（UNICE）裡唯一的英國會員
，在1990年時英國計有250個公私部門的雇主、貿易或商業組織，約有200個組織都有加入CBI
。

　　雖然1979年之後CBI在私部門的勢力逐漸地減弱，但在公共政策上，還是與國內外的商會合作
，並著重在減少貿易上的障礙與經濟上的問題，因此還是有許多大公司願意加入，據2005年CBI的官方網站所載
，英國百大企業中有80％；而前350大企業有60％有加入CBI，就可知道其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二、英國勞資互動模式

　　根據1906年的《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不論是一般罷工或是同業總罷工，只要是為了支持任何產業工人爭取維持或改進其雇傭條件，則均屬合法，從而發生在1926年英國TUC所舉辦之唯一一次的總罷工，因其實際之目的在於支援煤礦工人致力於阻止雇主減少其工資，倘煤礦工人的訴求歸於失敗，則在不久的將來，其他工人的工資也勢必被迫降低，因此工會及其支持者都齊同稱總罷工為合法的行為。

　　然而，也有不同看法的人認為，總罷工係超乎一個行業爭議之上，必定隱含著其政治目的，極可能演變成計劃以直接或間接地引起公共問題來加以施壓於政府，如此一來，勢必造成國家一種隱藏性的政治危機
。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之間，英國毫無起色的經濟情況被稱之為「英國病」，造成的主要原因為發展過大的工會與大規模的罷工，還有其它原因如工業缺乏創新、生產技術的不足與工業投資不夠等。而到了1979年以後，由於保守黨政府利用漸進式的立法，阻擋了工會協助勞工發動罷工，並且放棄充份就業政策，這也衝擊到英國傳統產業的工會，特別是製造業，高失業率使得工會會員人數下滑，也折損了工會的強度，另一方面，新興產業（如服務業）則是傾向去工會的，且其中有很多都只是兼職或是短期的工作，這些的變遷對英國工會造成很大的改變。

　　在英國，罷工是勞工一項激進的利器，1970年代通貨膨脹是造成勞資關係僵化的一大主因
，勞工要求更高的工資，然而工資增加的部份又被高漲的物價打平，因此再這樣的惡性循環之下，雖然這段時期政府提出許多限制工資增長的政策（如1966年的《物價與所得政策》和1974「社會契約」等），但都因為工會的不滿，而終告失敗。英國政府是政策的執行者，因此這些覺得工資不公或對工作條件不滿的勞工，其怨忿自然就會發洩在政府上，而在保障就業的社會政策作崇下，低失業率助長了工會的強度，因此一旦有爭議行為的發生，就是全國性的運動，使得國家、企業以及社會都浪費了許多成本。

　　然而這些發動罷工的勞工通常只是要求增加工資或是改善工作條件，並不想與政治牽扯上，但罷工行為往往是眾多爭議行為中最有政治影響力的活動，透過影響大量群眾的訴求，必然會達到政治的效果，在民主國家中，罷工是勞工的權利，也是能去制衡勞資關係的利器，而在這段時間的工會代表或是廠場幹事，都知道能以罷工來當作武器，而且還可享有豁免權。這樣強勢的罷工在1980年代時因為許多傳統製造業的歇業或解雇，造成許多人失業，才平衡了這個情況。

罷工的起因有很多，就算在有良好的協商過程或頂尖的協商者之下，由於勞方的過度焦慮或是資方的誤判情勢，就有可能會發生罷工；而激進的廠場幹事或雇主代表都有可以煽動一場罷工。然而因為產業所提供之貨物或服務的重要性，其所發動罷工行為總是容易引發政治力的介入。

　　二次大戰後，罷工記錄雖然沒有1920年代時那麼多
，但還是有零星的罷工潮，1950年代廠場幹事明顯地增加，並在1957年到1962年間發動了許多小規模的罷工，到了1968年到1974年間，因為工黨政府的《物價與所得政策》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此外接手的保守黨希斯政府於1971年頒布的《工業關係法》，限制工會許多行為，因此這段時間出現了許多政治性罷工。在1969到1973年之間有16次因政治而起的罷工，其中罷工人數達6百萬人，而罷工損失天數達6百萬天
。希斯政府因為工人拒絕接受《工業關係法》而下台，到了1976年到1979年間，又爆發了新一波因工黨政府無法有效控制通貨膨脹而起的罷工運動。

　　1980年代之後罷工記錄驟降，而1990年代之後也趨於平靜，90年代平均罷工損失天數為66萬天，而80年代平均為7.2百萬天，而70年代平均為1.29千萬天。而1980年代的罷工記錄有三分之一為1984年鋼鐵業與煤礦業因保守黨政府限制勞工運動而起，80年代與90年代罷工的件數的確有大幅減少，回顧二十世紀，罷工記錄最少的是在1997年（損失天數為235,000天），而次少的是1999年（242,000天）
。

罷工的成因有很多種，而且是相當複雜的，一開始的起因可能是單純因為工資過低，但在其他工會聲援或是政治力介入後，訴求的焦點很容易被模糊。在不管罷工成因的複雜之下，我們分析罷工行為的初因，，1970年之後罷工起因大多為工資問題，而其他由雇主所引起的罷工也有成長的趨勢，如解雇、人員配置等，然而因為工會或廠場幹事而起的罷工行為則自1980年代起明顯地下滑；工會受到嚴格地限制，加上更競爭的國際貿易市場，可以看到1980年代起以解雇為因的罷工行為增加不少。

在勞工運動得到了法律豁免權後，罷工運動通常會伴隨著糾察行為，而罷工行為的貫徹通常需要糾察，施加壓力在那些不想罷工或是想要復工的人身上，必須使廠場內完全停工，才能形成較大的破壞力，在1979年保守黨政府上台之前，有許多的糾察行為不全是只限制廠場內的勞工，而是連要進廠內的卡車，或去相關行業的廠場前進行糾察行為
，期以強大的力量來達成訴求。

　　由於糾察行為屬於第一線的罷工行為，容易發生暴動，因此需要動員大批警力，而對社會造成負擔，1980年的《就業法》中規定勞工只能在自己的廠場內進行“和平的”糾察（peaceful picketing），並工會必須監督，不得發生違法失序的行為
。

表1 1950年至2004年英國與德國罷工記錄統計

	
	英　　　國
	德　　　國

	年份
	罷工人數
	罷工損失天數
	罷工人數
	罷工損失天數

	1950-59
	663,000
	3,252,000
	279,235
	1,966,215

	1960-69
	1,357,000
	3,554,000
	120,076
	437,657

	1970-79
	1,615,000
	12,870,000
	305,165
	1,539,014

	1980-89
	1,040,000
	7,213,000
	251,625
	680,416

	1990-99
	202,000
	660,000
	2,169,600
	3,382,700

	2000-04
	350,000
	750,000
	637,770
	561,712


資料來源：Labour Market Trends, UK statistics（http://www.statistics.gov.uk/default.asp（2005））; LABORSTA Labour Statistics Database, Laborsta（http://laborsta.ilo.org/（2005））; Chris Wrigley, “Trade unions, strikes and the government”, in Richard Coopey and Nicholas Woodward (ed.), Britain in the 1970s, London: UCL Press Ltd., 1996, p.279.; Otto Jacobi, Berndt Keller and Walther Müller-Jentsch, „Germany: Codetermining the Future?“, in Anthony Ferner and Richard Hyman (e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New Europe, Oxford: Blachwell Publishing, 1992, p.254; LABORSTA Labour Statistics Database, Laborsta（http://laborsta.ilo.org/（2005））; Statistische Bundesamt Deutschland （http://www.destatis.de/（2005））

3、 德國的勞資關係

一、工會、勞方團體與政黨關係

雖然德國工會不如英國工會發展的早，在1850年代開始才有地方性的技工工會（Gewerkvereine），但是工業化的水準卻發展的相當迅速，早期的工會組織因結合社會主義，於是受到俾斯麥（Otto von Bismark）禁止，直到1890年時此非常法延展其效期未果，因此勞工運動者與社會主義者又開始在德國合法組織，這時工會運動的發展規模已經是歐陸最大，其工會密度與工會人數都與英國可相比擬，而社會民主工黨也改名為社會民主黨（Soc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然而，自此之後，社民黨與工會因目標不同而開始分化，社民黨在乎的是政治議題，並透過國會立法來改革；而工會則將焦點集中在經濟與工業議題上，因此在1908年的斯圖嘉（Stuttgart Congress）及1912年的曼海姆會議（Mannheim Congress）之後，雙方就開始各自獨立
。

　　而在1890年之後的社會民主黨，在非常法的癈止之下，即獲得19.7％的選票，成為德國一大反對黨，而到了1912年時，更有34.8％的選民支持
，而此時的工黨已經失去創黨時的工人階級性質，其鼓吹罷工的好感也漸漸消失。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工會的組織起了變化，基本上以工會一元化（Einheits-gewerkschaft）與工會產業化（Industriegewerkschaft）的方向來發展。工會產業化指的是不管是白領或是藍領的員工，只要是在同一個廠場工作的勞工都屬於同一個工會，也就是一個廠場內只會有一個工會，並以公司的產業別來決定其所加入的工會，隨著產業分工越來越細，也產生許多新的產業，但德國工會相當團結，並透過一連串的合併，以增加彼此在社會上的地位，工會的合併造就許多大型工會的產生。

而就工會一元化來說，由於威瑪共和時代工會的分岐使工會遭受法西斯主義者的打擊，並受到納粹政權的禁止，因此1949年以工會單一化為目標的德國總工會（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DGB）成立，開放給認同民主主義的所有黨派或無黨派之勞工（共產主義者與極右派民族主義者被排除在外），結合戰後西德各邦之工會且確保在產業工會下，可以彼此溝通的平台
。而現今的DGB不只關心德國勞工的議題而已，與國外工會團體合作甚至是維持和平與對抗反民主的任何活動，都在其討論的範圍之內
，一直以來，DGB在聯邦議會的影響力就很大，因此DGB內部所擬定的工作方針往往會成為國家的政策的指標，因此工會在政治上的表現也非常活躍。

在德國，一個工會就會有一個相對應的雇主組織，雖然彼此看似相稱，但以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雇主團體並非如同工會為初級團體，雇主團體在各個廠場中的影響力較工會來的小，因為其是採取防禦地位且不願輕易改變現狀的，這樣相對保守的態度，也可以在他們的政治立場上看的出來。

德國的雇主組織約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其目的也是為了能和勞工團體保持權力的平衡，雇主組織與勞工團體因出現的時間相距不遠，到了1950年成立的德國雇主協會聯合會（Bundesvereiningung der Deutschen Arbeitgeberverbände，BDA），為一全國性雇主組織，且其涵蓋不只是工業層面，包含金融、保險、運輸、工藝、出版、餐旅業與農林業等，都在BDA的組織之下
。

德國政黨與勞資團體的互動不如英國來的明顯，政黨獲到政治捐獻的情形並不一致，與該黨較獲那個社會階層支持有絕對的關係，德國各主要政黨黨員的結構分布不一致，勞工階層在基社黨與社民黨兩黨黨員結構中，佔了很高的比例，反之在自民黨與基民黨中則偏低。而獨立業者與自由業者在基民黨黨員中佔了27％，卻只佔社民黨黨員的4％，算是相當的低，所謂獨立業者或是自由業者係指企業家、醫生與律師等行業；而勞工佔社民黨黨員的25.6%，而佔基民黨黨員的9.5%
。一般而言，勞工、職員與公務人員等階層的所得無法與企業家或自由業者相較，因此，基民黨較SPD獲得較多由雇主團體分支聯盟所提供的政治捐獻。　

　　這些分支聯盟專注在勞工與社會福利的議題上面，全國性跨產業之利益團體都是這些團體的諮詢顧問，並透過這些團體在國會或是內閣中各部會的代表先傳達其意見，並尋求制訂政策之可能性。另外，在一些雙方團體較難以調解的問題上，也可以透過這些代表，組成諮詢會議以利調解，並且政府在制訂政策之前，也能先諮詢這些團體的意見。另外，政府也會協同各邦的勞方與資方團體，組成職業訓練委員會，並安排受過訓練的勞工進入廠場，達到降低失業率、提高勞工技能並使無技能之勞工有進修的管道。職業訓練委員會的組成，是由三方同額產生，並透過1969年的《促進就業法》（Arbeitsförderungsgesetz）規定，委員會應以達到勞動市場的供需平衡為宗旨
。

二、共同決定制、集體協議與勞資爭議法制

德國的共同決定制主要出現在公司一個二元式的結構，第一元為一個小的執行董事會（Vorstände，Directors），其成員是由不負責執行的監察董事會（Aufsichtsrat，Supervisory boards）任命，並向其負責；另外一元為企業工會委員會（Betriebsrat，Work concil）。通常監察董事會的組成必須依照公司規模而有一定比例的勞工加入運作，另一方面，在1952年的《企業組織法》之下，廠場開始有企業工會委員會（以下簡稱工委會）的產生，而在1972年及1989年修正案中，更提升了工委會的地位，不同廠場的工委會可以組成跨廠場工會委員會（Gesamt- oder Konzernbetriebsrat）
，由各工委會派代表參加且工會幹部可任工委會委員。工委會是除了管理階層之外，獨立代表所有勞工的機構，凡是有五位以上勞工的廠場就一定要組織工委會，且每五年選舉一次（1990年之前為四年一任），在工委會委員任期間，除非由勞工法院裁決，勞工不得罷免其職務。 

廠場的許多決策都必需經過工委會之同意（如工時、工作條件、工作規範、休假、社會福利保險、宿舍管理、獎金與人事等），也就是說這些決策若未經過工委會之同意就實施，勞工法院可宣佈其為無效，而若雇主與勞工在某一議題上無法達成共識，則雙方同額組成調解委員會（Einigungsstelle），由雙方推舉一名公正中立主席（通常為法官、教授或是政府部門首長等）
，調解委員會所做出的決定是具有效力的，除非是對方不滿決策，透過勞工法院程序來中止決策。

另外，在《企業組織法》第74款中規定雇主與工委會有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也就是說工委會不得下令舉行罷工或利用任何的爭議行為來達成其訴求，工委會必須透過調解委員會或是勞工法院來解決爭端。這的確減緩了一些較為激進的行為，並減少勞工以罷工為達成訴求之手段。也使得工委會是工會之外，一個實際運作於廠場之內的勞工團體
。

共同決定制按照廣義的解釋，這一概念包括勞工影響經濟過程的發展和控制這一切形式。相反，按照狹義的解釋，參與決定只涉及資本方面，只局限於勞工擁有平等的、數量上均等的份額。基本上，共同決定制並非主要以改變廠場結構或是營業目標為目的，而是站在監督的角色，勞資雙方皆派代表，並互相監督，並在廠場的內部達成企業憲法
（Betriebsverfassung），以此為依據，創造和諧並製造最大的廠場利益。

根據1949年通過之《團體協約法》（Tarifvertragsgesetz，TVG）中規定，協約的雙方必須一方為代表工人的組織，另一方為單獨的或團體的雇主。在TVG之下，勞資雙方為主動參與者，而政府則為背動參與者，政府的影響力相當有限，並且團體自主權（Tarifautonomie）可以行使於單獨廠場內，或是透過全國性工會成為全國性的標準，雙方所達成之工資或工作條件之協定也具有其法律效力。然而單獨廠場的工作協定並不能凌駕於全國性工會的全業協定之上，全國性的協定或許不能完全適用於每個廠場，不過廠場內可以以全業協定為基調，利用工作協定做些微的調整（惟最低工資不得調整），因此這個層級的協商方式通常是在工會與雇主團體之間所做的全業協定，工會與個別雇主之間對於單獨廠場的協定並不多見
。

透過團體協約，工會與雇主得主動協商包括薪資、薪資之週期、給薪之方式及其它工作條件（工時、超時工作、休假等）。然而一旦雙方談判破判，則透過雙方成員同額組成調解委員會，並派中立之第三者為主委行進協調，但工會與雇主還是保有其採取爭議行為之權利，一旦協調不成，這些是可以利用的手段，雖然爭議行為是合法的行為，但它是最後的手段，也就是說要在兩次協商皆失敗之前題下才可能發生，政府在整個過程之中是採取不介入、不干涉的立場。

自1970年代以來，工委會所主導的廠場間協議相對地比工會所主導的團體協約來的重要
，雖在TVG制訂之後，有關工作條件、新技術引進等內容都是透過工會所提出並進行的團體協商，但隨著產業分工化，廠場內需要更加精準的協約，團體協約並非能完全滿足產業內的每個廠場之需求，也不見得能完全適用於每個廠場。

基本工時的實際決定權在於工委會上，使德國工會的勢力被分化，事實上，工委會原先的設計是個在工會所主導的集體協約下，次要之談判機構，也是戰後艾德諾政府為了要分攤工會勢力的做法，但工委會的委員並非只由加入工會者所推舉出而是由全體廠場內之勞工，因此工委會廠場內的重要性大於工會，在這個原則與單一廠場罷工行為的限制之下，工會只能培訓入才加入工委會，將其觸角伸入工委會，雖然工會勢力在工委會中有遞減的情況，但還是約有6成的工委會委員為工會成員，因此，雖然工委會有權可調整集體協約一部份之內容（最低工資協議除外，除非集體協議有特別允許），但一般來說工會與雇主團體所簽訂之集體協議還是居首要的
。

德國的勞資關係是由勞資雙方自主形成勞動條件的制度，在相對多層級的協商制度之下，勞雇協約當事人都負有相對和平之義務，而爭議行為只能在調解程序失敗之後才能發生，因此造就戰後德國相對安定的勞資關係，這樣「理性」的勞資關係設計，使德國的勞資爭議事件並不多見。

　　勞資雙方不管是在廠場內的工作協定或是在工會層級的集體協議中，若是無法得到共識，通常會介由仲裁來解決爭端，罷工並非為首選之手段，法院的裁決具有效力並形成判例，可補足現行法律的缺失，並鼓勵勞資雙方多設團體協議，以成為法院審理時，可供指導之方針。

而德國在爭議行為的發生有著相當嚴格的規範，必須經由調解委員會協商不成之後才能發生，而合法的爭議行為必須符合下例幾項條件：1.由具有締結協約權限之當事者（Tarifvertragsparteien，即工會與雇主）實施，因此一個別勞工不得從事爭議行為。2.勞資爭議必須遵循勞動法之基本法則，禁止資方與工委會有爭議行為。3.勞資爭議之目標必須藉團體協約達成，基於這個立場，勞動協約之當事者在協約有效期間負有相對和平之義務，並不得以協約限制事項為對象，舉行爭議行為。4.罷工與鎖廠之前，雙方之談判必經合理之途徑努力失敗後方得為之。

伍、結論

早期英國的罷工活動比德國來的多，英國長期在政府冷漠的態度之下，使其勞資關係經常以較對抗式的方法來互相牽制，而使經濟表現不佳，投資誘因也降低，反觀德國，在共同決定與集體協議之下，勞資關係長期良好，並發展完善的社會市場經濟，使其戰後經濟表現亮眼，也迅速由戰後的癈墟中重生，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之一。

德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其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反映了這個體制的3個基本理念：自由競爭、社會秩序和社會公正。之所以要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上加上社會字樣，就是區別於後來英國的自由放任經濟，在強調效率的同時，也重視人民的福利。社會保障制度被看成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減震器和社會競爭的安全網，使得經濟在增長過程中的破壞力減至最小的程度。

表2　英國、德國與法國近年經濟成長率表（％）

	
	1870-1913
	1913-29
	1929-38
	1938-50
	1950-73
	1973-90
	1990-98

	英國
	1.2
	1.5
	0.9
	2.3
	3.1
	1.7
	3.1

	德國
	1.8
	1.4
	1.1
	-0.8
	6.0
	2.4
	2.4

	法國
	1.7
	2.4
	2.9
	0.5
	7.7
	2.9
	1.7


資料來源：Stephen Broadberry and Mary O’Mahony, Britain’s 20th Century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overtry, UK: University of Warwick, p.31.　　

然而，在兩德統一後，西德用了整個90年代消化東德，耗費了大量的財力，財政赤字大增。以後德國經濟增長日趨緩慢，失業人口增多，使建立在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基礎上的優厚社會保障制度問題凸現。戰後60年的大部分時間裏，西德及後來統一的德國一直是西歐經濟的火車頭，帶動著增長，進入21世紀後，卻以近乎衰退的增長率拖累了歐盟的經濟。在德國這個勞資關係一直比較和諧的國家也開始了大規模的罷工運動。

而英國佘契爾夫人所採取的一系列經改措施，終使英國經濟擺脫病態，經濟成長速度加快，也使保守黨政府連續執政達18年之久（1979-1997）。另一方面，在野了18年之久的工黨於1997年贏得大選，由布萊爾（Tony Blair）政府執政至今，提出「新工黨，英國的新生」為口號，展開連串的現代化。

　　布萊爾政府在1999年將保守黨政府所癈止的基本工資法恢復，不僅將基本工資的訂定法制化，更擴大其適用（如獎金等），也延續了之前的失業給付或就業保護等的政策，但在放寬工會權力與運動上卻沒什麼動作，改革後的工黨刻意與工會拉開距離，認為工會在工黨就沒有特殊位置，它們與工黨的關係和其他利益團體與工黨的關係一樣，並取消了工會要角在工黨任重職等的特權，並延續著先前保守黨政府勞工政策的框架。

歐盟成員國已經相互開放各自的勞動市場，體制內一國的公民可以到另一個國家工作，那麼哪個國家社會保障體系待遇優厚，勞動力就流向哪里，就像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一樣。這會逼待遇優厚的國家進行改革，其結果就是歐盟成員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趨於同一，趨於合理化，而在歐盟深化的進展下，跨歐盟成員國之勞雇團體也可能孕育而生，進而勞資關係會一體化，因此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之中，相當值得我們研究歐洲未來勞資關係的走向，與英國和德國勞資關係之趨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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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對外援助政策研究—施洛德政府時期(1998-2005)

楊皓淳(
1、 前言

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國際政治上國際對抗模式已出現了重大改變，由於核子時代來臨，戰爭的後果難以估計，因而各國不再任意發動戰爭來推行其意志，特別是擁有相互毀滅能力的兩大超強間尤是如此，而在兩極體系的制約下，非暴力手段逐漸為國家所採用，而這之中以經濟手段最具效力，不論是在總體系上或次體系中以經濟手段做為推展其影響力的現象可說是二次大戰後的主要特徵之一
。若依David A. Baldwin在《經濟國策》 (Economic Statecraft)一書的分類，把經濟力量化為外交工具的種類為數眾多，其中的對外援助(foreign aid)是這個時代相當重要的面向
，對筆者而言是最感興趣的，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因為傳統國際政治往往著重於現實主義的觀點，過份重視高層政治(high politics)，而使其對權力的解釋往往過於狹礙而有其局限性，特別是對二次大戰後的二大戰敗國而言，如果依此邏輯來說，德國和日本因為其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其行動受到列強諸多約束，特別是在軍事上。所以這二國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應是位居低位的弱國，並且其發言及行動應無什麼重要影響力才是，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德國及日本已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之一，其經濟實力更名列世界諸強之列，透過(表一)政治學者Joseph S. Nye Jr. 在其《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一書中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出德國及日本並無核子武器，但其經濟權力資源是名列前矛的。並且這二國各在亞歐之間也成為重要的支柱，而在歐洲大陸上，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國德國居然更成為歐洲統合的重要核心力量，這不禁使我們注意到一般大家所認為政治侏儒的德國如何可以在國際社會上發揮其影響力，而筆者則嘗試以對外援助來引領大家一探究竟。

而隨著冷戰和解氣氛的來臨，全球經濟的交流日漸頻繁，國際社會相互依存度日益高漲，國際貿易的熱絡則是最佳例證，各國經濟也從二次大戰蕭條走出，而各國間的合作也更緊密及多元，如在歐洲，歐洲煤鋼共同體揭開歐洲國家合作及統合的序幕，並在經濟統合的基礎上發展至現今的歐洲聯盟，而德國也就在此一趨勢之下再度覓得其角色及不可忽視之地位，而依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中的開發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的統計資料顯示，在數十年來德國的官方援助金額一直在世界前五名之列
，而德國政府本身也將對外援助當作是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這點我們可以由其建立歐洲第一個部級的發展合作單位得知
，因此激起筆者對本文的興趣，並試圖更深入探討。而本文在個案探討方面主要對象是中國，透過圖一我們可以了解，中國是德國主要援助對象之一，而且援助金額經常名列前矛，而德國也是中國僅次於日本的重要的援助國，
因此其重要性可見一斑，是筆者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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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由於對外援助政策在德國的發展自1950年代未期就已開始，直到現今仍持續發展中，本文將透過德國對外援助各階段的發展來使大家對德國援外政策及其背景有初步了解，而主要資料來源則來自德國聯邦經濟合作及發展部(BMZ)官方網站
。並且對德國對外援助的相關官方資料及相關國際組織研究報告加以分析，找出德國對外援助之指導原則、決策因素、援助方式及成效，除了事實之搜羅外，本文將再輔以理論面之評估，以使本文能更有深度而不至流於浮濫及有隔靴搔癢之憾。

而在本文使用的理論上，首先我們要認知到對外援助是經濟國策(economic statecraft)的一種，所以必須要先對國策(statecraft)有所認識，傳統上我們將其定義為管理國家事務的技術(art of conducting state affairs)，這定義當然包括所有國內及國外領域的公共政策，但以往大家在對外政策(foreign policy)分析上往往過於強調政策的制定過程而忽視政策內容及其所採用的工具，如此將會使我們對國策(statecraft)的本質喪失全面性了解，因為在對外事務處理上如果採用的工具或手段不合理，那麼事情的發展將會難以想像，特別是軍事力量的使用須更加的小心僅慎。因而學者Harold Lasswell在其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一書中將國策工具(techniques of statecraft)區分如下：1.宣傳(Propaganda)：其主要是指透過操縱言語符號來發揮影響力；2.外交(Diplomacy)：這主要是指透過協商談判來發揮其影響力；3.經濟國策(Economic Statecraft)：這主要指透過資源來發揮其影響力；4.軍事國策(Military Statecraft)：這主要是指透過暴力、武器及力量來發揮其影響力。而這些國策工具就成為統治者在國際政治上來發揮其影響力的權力基礎，例如經濟工具用來落實經濟權力、軍事工具用來實行軍事權力等。
本文主要著重在經濟國策上，依學者Klaus Knorr在其The Power of Nations初步將經濟權力的使用有所區分，主要可分為二大類，分別是強迫性(coercion)的負面制裁(negative sanction)與獎勵性(reward)的正面制裁(positive sanction)，依學者David A. Baldwin的分類我們可以了解，所謂的制裁一般指處罰，在國際政治上這種處罰的作用或效力稱之為負面制裁(negative sanction)，反之，正面制裁是提供奬勵或酬庸等製造強烈的誘因來使受援國接受或讓步以達成援助國的目的，強化相互關係，讓受援國讓步，而本文主要研究的對外援助就是其中之一。

	負面制裁 (negative sanction)
	正面制裁 (positive sanction)

	Trade
	Capital
	Trade
	Capital

	Embargo
	Freezing assets
	Tariff discrimination (favorable)
	Providing aid

	Boycott
	Controls on import or export
	Granting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Investment guarantees

	Tariff increase
	Expropriation
	Tariff reduction
	Encouragement of private capital exports or imports

	Tariff discrimination (unfavorable)
	Taxation(unfavorable)
	Direct purchase
	Taxation (favorable)

	Withdrawal of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Withholding dues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ubsidies to exports or imports
	Promises of the above

	Quotas(import or export)
	Aid suspension
	Granting licenses (import or export)
	

	Dumping
	Threats of the above
	Promises of the above
	

	Preclusive buying
	
	
	

	Blacklist
	
	
	

	License denial (import or export)
	
	
	

	Threats of the above
	
	
	

	表一、資料來源：David A.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41-42. 


而何謂對外援助(Foreign Aid)呢？首先我們必須要有所定義，學者Klaus Knorr將其定義為一國政府讓渡資源予另一國政府，而其可以是貨物(如機器設備或食物)或錢財，政府提供的援助可以是禮物(贈予)或貸款，這與市場誘因的私人貿易及私人對外投資不同。
在文字上對外援助一詞可說是個集合名詞，分別是經濟援助(Economic Aid, Economic Assistance)、官方發展合作(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和人道援助(Humanitarian Aid)等的總合，不過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所設立之開發援助委員會(DAC)則是使用官方發展援助(ODA)，其定義為官方發展援助是由官方部門(包含國家及地方政府或行政部門)對開發中國家和多邊制度提供的贈予所組成，每個轉讓必須符合下列檢驗：1. 協助的提供主要目標是要促進經濟發展與開發中國家的福利；2. 協助是優惠性的，其贈與指數(grant element)最少需達到25%，而折現率(rate of discount)需達10%。
而對外援助的架構可分為雙邊途徑(bilateral approach)與多邊途徑(multilateral approach)，使用的方式分別為財政援助、技術援助、協助人員培訓及專家與援助人員派遺。然而經濟力量在外交政策上化為工具而使用，工具本身則是中性的，重要的應是其如何被使用的，不過這就涉及國際社會行為者其背後的動機及想法了，原則上我們可以下列透過三種基本理論模式去了解與分析，分別是自由主義、現實主義(重商主義)及馬克思主義(依賴理論)。然而由於本文主要研究時期是德國施洛德執政時期，此時有別於冷戰期間兩極體系，國際關係漸趨緩和，而南北問題也成為國際關心焦點，並在各國、國際組織與非國家行為者的合作下試圖處理此問題，因此現實主義及依賴理論的思維在對外援助上不再符合國際趨勢，加上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面對全球性議題各國政府已無力單獨應付，相反的自由主義合作共創雙贏才是此時主流，特別是國際典則(international regime)如雨後春筍般在國際社會扮演重要角色，這都是值得大家留心的。
也基於此筆者將以國際關係的新自由主義為理論基礎，試圖勾勒出此時德國對外援助的真實面貌。

新自由主義的主要論點有：1. 國際社會是有秩序的，而非無政府狀態(anarchy)，有一定的規則、規範存在於各種「問題範疇」(issues-areas)，故有國際典則的觀念
；2. 非國家行為者和民族國家都很重要，由於科技發展，國家間、人民間、團體間交往頻繁，國際關係不再是國家間關係，而是國家間關係與跨國關係交織而成的網狀關係。國際社會的行為者並非只有主權國家，尚有其它行為者，例如國際組織、非國家行為者(Non State Actor)之國際民間組織(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多國籍企業(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或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及國際恐怖團體(International Terroriest Groups)等
；3. 國際體系是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表示在世界政治中國家間或不同國家行為者間相互影響，並且相互依存有其敏感性(sensitivity)及脆弱性(vulnerability)，這種依存關係的加強造成國家不再是政經安全的有效保障者，各國間需要更多的合作與政策調協
；4. 在理性假設上，自由主義者在思想上與經濟自由主義者相同，相信貿易與交流是國際和平的泉源，是互惠互利重視絕對獲利的及非零和的(non zero-sum game)
，而馬克思主義者則強調依賴理論，以零和定律來說明核心與邊陲的關係
。有別於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須追求最大權力，事實上一國並不會追求最大權力，只有追求國家利益之滿足層次，而非極大化，而國家利益不能僅看一國之外在因素，仍須根據一國國內因素來決定。在權力概念方面，不同於現實主義對權力資源的單一解釋，自由主義者認為由於問題範疇的不同、權力資源轉換與動機不對稱的問題，所以有多少權力資源不代表有多少權力能力
；5. 在追求國際和平上，有別於現實主義使用同盟達成權力平衡，自由主義者認為集體嚇阻方法將有助於排除戰爭，故集體安全制度也就成為理想主義者之構想
；6. 由於自由主義者視國際社會為有秩序且可以合作的，而非無政府狀態(anarchy)，所以其重視國際典則，包含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原則(principles)、規範(norms)、規定(rules)、決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

2、 施洛德政府援外政策的發展及內容

一. 德國對外援助的發展及其必要性

自施洛德政府1998年開始執政以來，經濟合作暨發展部部長則由Heidemarie Wieczorek-Zeul女士擔任，新的政府當然會延續過去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外，其主要的工作重點在於全球結構(global structure)政策、對抗窮貧、消除極端貧窮國家的外債、在發展過程中強化婦女能力及將發展政策視為建立和平(peacebuilding)政策
，而如此的作為將可達到危機及衝突預防，這是首次德國在外交、安全及發展政策上有一整體的概念，因而其稱發展合作政策為最划算(most cost-effective)安全政策
。並且施洛德政府在發展合作上提出一深具企圖的政策-2015行動計劃(Programme of Action 2015)，此一政策可協調各部會及所有國內政策一致朝降低貧窮的目標來努力。

而在組織變革上，德國的援外體系本來是由許多複雜的組織及部門所組成，包含聯邦經合部所掌管的德國復興信貨銀行(die KfW Entwicklungsbank, KfW)、德國技術合作公司(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technische Zusammenarbeit, GTZ)、德國投資與發展公司(Deutsche Investitions- und Entwicklungsgesellschaft GmbH, DEG)、德國國際發展基金會(Deutsche Stiftung für Internationale Entwicklung, DSE)、卡爾·杜伊斯堡協會(Carl Duisberg Gesellschaft, CDG)、德國發展服務公司(德國發展研究所(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GDI)等，而其它參與的部會有外交部、財政部、經濟暨科技部，除此之外，邦(state)、自治市(municipalities)、民間團體與私人組織也在發展合作上扮演重要角色。但自1998年開始，為了要提高發展機構間的凝聚性(cohesion)、合理化(streamlining)及運作效率，德國一展開系列改革，如在金融合作上德國復興信貨銀行(KfW)合併德國投資與發展公司(DEG)，在訓練(Training)方面卡爾‧杜伊斯堡協會(CDG)合併德國國際發展基金會(DSE)成立德國國際培訓與發展公司(InWEnt)，在技術合作上德國技術合作公司(GTZ)在一定層級上採行分權(decentralization)並縮減組織規模(downsize)，特別是在總部方面
。

而在經合部方面Heidemarie Wieczorek-Zeul女士為了要使整個組織更合理化，其廢除一個總署(Directorate-General)、一個署(Directorate)及十個分支機構(Divisions)，同時重新分配責任，並大量使用現代管理工具使行動更為有效率，例如協調國家戰略及各部門優先策略使其和捐贈團體的需求更為契合，並透過類似國家團隊(country teams)的手段，將經合部、外交部、大使館及執行組織的成員聚集在一起，透過更緊密的諮詢及協調，增加對伙伴國家援外工作的效率，並協調不同捐贈機構的行動等。透過上述一系列措施可簡化發展工作的程序及過程並提高制度內溝通，經合部可說向新里程邁進
。

從50年代開始德國在對外援助的投入是不遺餘力，自1960年開始到2002年底，光在雙邊金融合作上德國聯邦政府共承諾向開發中國家提供515億歐元的資金，而實際到位資金共有433億歐元，同一時期，在雙邊技術合作上德國承諾開發中國家提供181億歐元發展技術合作，其中共有148億歐元到位
，以上可見德國在對外援助上的投入，而德國大力投入援外活動則是基於以下理由：

1. 德國開展對外影響力的重要手段

2. 發展政策是現代的、也是最划算的安全政策

3. 發展政策對大家都有利

4. 發展政策確保我們子孫的未來

5. 促進全球結構朝公平模式發展

二. 德國援外政策的目標：
    援外政策在德國對外政策上是一個獨立的領域，其是由德國經濟合作暨發展部(BMZ)所制定及由執行組織來執行，而其援外政策主要目光集中於降低世界貧窮(reducing poverty worldwide)、建構世界和平(building peace)及推動公平的全球化模式(promoting equitable forms of globalization)，然而政策的制定也與國際社群(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共同目標息息相關
。而德國對外援助政策的大方向上當然也深受國際社群影響，主要有：在公元2000年9月時，189聯合國會員國齊聚在美國紐約，共同發表千禧年宣言(Millennium Declaration)，就消除世界貧窮、飢餓、疾病、文盲、環境惡化及婦女歧視等重要國際社會關心議題商定一套有時限且能評估成果的發展目標，而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即源於此、蒙特瑞共識(Monterrey Consensus)及約翰尼斯堡實施計劃(Johannesburg Plan of Implementation)。德國深刻的理解這些發展目標，為達此目標，德國的方式是提出跨部會的2015行動計劃，而德國政府在2001年4月通過這計劃，奠定了21世紀初期德國援外政策的大方向
。近年來德國對外援助的目標主要優先領域為：減少貧窮、環境及自然資源保護、以及教育與訓練，另外危機預防的重要性也與日俱增。而自1998年施洛德政府執政以來援助政策的焦點及優先順序已有所異動，在2001年6月BMZ於聯邦議會的報告表示，德國發展政策在於促進所有合作國家人民的生活條件，並使其朝向和平的未來發展，當然主要的原則始終就是永續性(sustainability)，而所有的發展行動必須對合作國家的社會、經濟、生態和政治層面上有正面的效果，其主要目標如下：
	千禧年宣言/千禧年發展目標
	蒙特瑞共識
	約翰尼斯堡實施計劃
	2015行動計劃

	1. 消除極端貧窮及饑餓

2. 普及小學教育

3. 促進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4. 降低兒童夭折率

5. 改善母體健康

6. 對抗HIV/AIDS、瘧疾等疾病

7. 確保環境永續發展

8. 推動全球發展運動的伙伴關係
	1. 動員更多金融資源促進發展

2. 籌集國際資源促進發展：外國直接投資和其它私人資本流動

3. 國際貿易作為發展的動力

4. 加強國際金融和技術合作以促進發展

5. 高度負債的開發中國家應在HIPC減債計劃架構下減輕債務

6. 解決系統性問題：改革現存國際金融及貿易結構以促進發展

7. 國際發展合作工作應更佳的相互調整
	1. 在2015年時將缺乏安全飲用水及衛生設備的人口比例減半

2. 儘可能增加再生能源在初級能源消費的比例

3. 尚未批准京都議定書的國家應批准

4. 對環境有負面影響的補貼應逐漸淘汰

5.在2010年時明顯降低物種滅絕機率

6. 停止自然資源的損失

7. 在2010年時將危害人類健康和環境的化學產品之使用和製造降到最低
	1. 促進經濟和提高貧窮者的主動參與

2. 落實對食物的權利及實行農業改革

3. 創造開發中國家公平貿易的機會

4. 削減負債及資助發展

5. 保障基本社會福利及強化社會保護

6. 確保重大資源的通路及促進一個環境完整

7. 重視人權及尊重核心勞動標準

8. 促進性別平等

9. 確保窮人在社會、政治及經濟活動的參與及強化良好治理

10. 和平解決衝突    及促進人類安全和裁軍


三. 德國對外援助的區域

以往德國援外合作的主要對象很多，在1990年代德國協助大約120個開發中國家，而到1998年施洛德政府上台以來在援助策略上已有所調整，BMZ調整及集中援助對象到70個所謂的「優先伙伴國家」及「伙伴國家」，而合作的領域也設定了特定的優先領域，主要是基於經濟、生態、社會及政治的目標及利益，如此可以最大化開發合作努力及金錢投資的效率與成效。而目前德國發展合作的主要對象如下表：

德國發展合作的國家：
	區域
	優先伙伴國家(priority partner country)
	伙伴國家(partner country)

	Mediterranean Region, Near and Middle East
	Egypt, Morocco,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Yemen
	Algeria, Jordan, Syria, Tunisia

	Europe
	Turkey(scheduled until 2007/2008)
	

	Sub-Saharan Africa
	Ethiopia, Benin, Burkina Faso, Cameroon, Ghana, Kenya, Malawi, Mali, Mozambique, Namibia, Rwanda, Senegal, South Africa, Tanzania, Uganda, Zambia
	Burundi, Chad, Côte d'Ivoire, Eritrea, Gulnea, Lesotho, Madagascar, Mauritania, Niger, Nigeria

	Asia and Oceania
	Afghanistan, Bangladesh, Cambodia, China, India, Indonesia, Nepal, Pakistan, Philippines, VietNam
	Laos, Mongolia, Sri Lanka, Thailand(scheduled until 2006), Timor-Leste

	Latin America
	Bolivia, El Salvador, Honduras, Nicaragua, Peru
	Brazil, Chile, Colombia, Costa Rica, Cuba, Dominican Republic, Ecuador, Guatemala, Mexico, Paraguay

	Transition State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Status and Newly Independent Status(CEE/NIS)

	Caucasus Initiative
	Georgia
	Armenia, Azerbaijan

	Central Asia
	Georgia
	Kazakhstan, Kyrgyzstan, Tajikistan, Uzbekistan

	Others
	Russia, Belarus, Ukraine
	

	Stability Pact for South Eastern Europe

	Time scale 10 years
	Albania, Bosnia and Herzegovina, Macedonia, Serbia(including Kosovo)and Montenegro

	Time scale 5 years
	Bulgaria, Croatia, Romania

	Others
	Moldova

	Potential Cooperation Countries

	Sub-Saharan Africa
	Angola, Congo(DR), Sierra Leone, Sudan, Togo, Zimbabwe

	Asia and Oceania
	Iran, Myanmar

	Latin America
	Haiti

	資料來源：http://www.bmz.de/en/countries/laenderkonzentration/tabelle.html 


四. 德國發展合作的主要方法與途徑：

1. 官方雙邊合作：

官方雙邊合作是德國發展合作的主要方式，由德國聯邦政府與受援國政府簽署相關國際協議，通常由經濟合作部(BMZ)委託專門機構在開發中國家實行，而在受援國方面，授援國政府也會委託其國內單位作為德國的合作伙伴，共同參與其合作的項目。目前德國和開發中國的雙邊合作方式有：

1.1. 金融合作(Finanzielle Zusammenarbeit)：

由於很多開發中國家並未有足夠的財政能力來投資社會及經濟基礎建設(如教育、衛生、供水、運輸、能源及交通)，因而德國透過其金融援助架構提供無償或優惠貸款，使受援國人民生活改善，並達成結構性的調整，使其對抗貧窮，朝永續發展目標邁進，而金融合作主要執行單位是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fW)。

1.2. 技術合作(Technische Zusammenarbeit)：

由於開發中國家在醫療、基礎教育、糧食及自然環境保護上的技術與知識普遍缺乏，德國在技術合作方面主要是在幫助開發中國家提升其能力來改善其生活，在技術合作的架構下，德國派遣國家機構或非政府組織至伙伴國家提供設備和物資，並為受援國培訓當地技術人員、提供諮詢、培訓專家等，德國在技術合作上主要的實行單位是德國技術合作公司(GTZ)。

2. 非官方雙邊合作：

自1960年代起，德國教會組織或慈善機構開始投身於環保、人權、婦女問題、反腐敗及消除貧窮等社會問題及南北問題，而在現今全球化趨勢下危機預防及全球結構政策也成為非官方合作所關照的議題。目前德國共有數千個在發展合作領域的非政府組織，主要包含教會、政治基金會及其它組織，非官方組織可受德國政府委託或直接實行援助，德國經合部也對其提供必要資助，在2005年就提供了4.63億歐元，佔該部預算超過10%
，此外，政府部門和非政府組織間還經常就發展問題進行對話。

3. 多邊合作：

在發展合作方面，很多議題是國際性的，而非單一國家可以應付，並且其影響也是超越國界的，如南北問題、氣候變遷、金融危機、疾病傳播(如SARS與愛滋病)及恐怖主義等，都深刻的影響各國，因而必須在國際組織內進行多邊合作，協調各國立場及目標，並分享各國援助經驗減少錯誤及浪費發生，德國經濟合作部大約有3分之1的預算用於多邊合作
，目前其積極參與的國際組織包含聯合國及其下組織(如國際農業發展基金、糧食組織、開發計劃署、世界衛生組織等)及國際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及地區發展銀行等)。 

3、 影響德國援外政策的因素

德國援外政策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然而一國政策的制定深受內外環境所干擾，因而我們如要對德國援外政策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們有必要瞭解其影響因素。

1、 內在因素：

1. 國內經濟情況不佳：

長久以來德國經濟處於停滯狀態，自1999年來德國經濟成長平均為1.2%，今年亦不會出現快速上升，因而失業率居高不下，這都使得德國在稅收及預算分配上更加困難，近年來德國不斷增加其財政支出以刺激經濟成長，其預算赤字更連續數年超過歐盟所制定的3%的上限，而失業人口也在2005年1月創下二次大戰以來的新高，1月份德國登記失業人數為503.7萬，首次突破500萬大關，這都將對未來德國企圖增加援外支出產生莫大衝擊。

2. 聯合執政的妥協

施洛德政府是由社民黨及綠黨所組成的聯合內閣，因而其發展政策也深具雙方特色，在其聯合執政的條約(Koalitionsvertrag)中對發展政策有所宣示
，其發展政策在於持續改善經濟、社會、生態及政治條件，促進人權、民主及對抗貧窮，並且進而預防危機及衝突產生，並提高援外支出，朝0.7%GNI目標邁進。而我們由其所提出的2015行動計劃中約翰尼斯堡實施計劃，更可看出綠黨的影子。

二、外在因素

1. 國際組織的目標及角色：

德國對外援助政策的目標深受國際組織的影響，如聯合國千禧年宣言、蒙特瑞共識及約翰尼斯堡實施計劃都是形成德國2015行動計劃的主要成分，德國身為國際社會的一分子，自當有其義務為國際社會盡心力。 

2. 歐盟的角色：

歐盟的發展合作深具潛力，而德國也樂意大力支持，隨著歐洲整合的擴大，歐洲各國在援外政策勢必受到影響，因為歐洲結構基金存在，使得有新成員國加入時，歐洲聯盟給予一定金額的援助使其降低進入歐盟後的影響，並促進歐洲整合。而在歐洲整合後，歐盟扮演更重要角色，一個強大的歐盟將有助於世界貿易體系的形塑，使其對開發中國家有利，並且在安全上可有效維持區域穩定，使區域穩定發展。

3. 受援國之況狀

由於受援國的內部情況對援外的效果也是有重大影響，這主要顧慮到受援國家的內部局勢，由於對外援助往往受到一國國內政治局勢不穩定，如戰亂的產生、貪汙、國家發展目標的不一致而事倍功伴，甚至前功盡棄，因而援助對象的選擇亦是重要考慮項目。

4、 德國援外政策的執行

近年來德國援助政策中佔據最大部分的就是對中國的援助，而中國也是德國的重要伙伴國家，因而本文試以對中國援助為例，試圖了解德國的援助情形，德國對中援助最主要在經濟改革、環境保護、水資源管理、交通基礎建設及衛生保健方面。
以下將舉例說明：

由於中國正處於由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過渡期，雖然擁有高經濟成長率，但其內部經濟結構仍不穩定，特別是在其財政部門，其呆帳問題嚴重，幾乎有一半的貸款無法償還，而這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特別是在私有部門方面難以滿足其融資需求，德國復興信貸銀行與中國招商銀行在2003年8月15日簽訂價值1920萬歐元的貸款協議，用以提供中小企業融資，該計劃由中國招商銀行具體執行，而該計劃第二部分在於培訓銀行人員在處理長期貸款方面的專業培訓，於此，德國KfW提供100萬歐元的捐贈。在環境衛生上，在2004年4月1日德國和中國簽署協議，提供6500萬歐元貸款及贈款，用於衛生醫療、太陽能發電等。而在非政府組織方面，中國的環保民間組織中國自然之友成立以來，經常向國務院以及環保主管部門反映全國各地發生的嚴重環境違法事件和危及環境生態安全的事件。而該組織環境教育項目的經費，就主要來自德國的兩個環境基金會。在中國，環保NGO活動的一個特點是與政府合作而不是對抗。

在其成效方面，在環保上，德國所獲得的成效較為顯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在2005年2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上通過，並且中國承諾在2010年時將有10%的能源是來自於可再生能源(如風力、太陽能、水力等)，這可算是德國在環保援外上重大勝利，德國並捐助30萬歐元資助中國舉辦2005年世界再生能源大會
。在經濟上，雖然德國對中援助並未有任何條件，但基於禮尚往來日前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德國，並帶來一紙價值6.69億歐元的訂單，中國高  將採用德國系統，這也算是另一項收穫吧！

結論

德國對外援助政策在施洛德執政以來不論在金額或成效已有顯著的進展及成長，首先我們可以發現，國際組織對德國對外援助的影響重大，德國遵守國際社會的共同目標及規範，而施洛德政府所提出的2015行動計劃就是最佳例證，也證明了國際社會是有秩序的，並且透過德國援外我們可以發現國際體系是互惠互賴的，德國對中國提供援助而雙方的關係緊密，在經濟上的往來更加密切，依2004年5月4日中德政府發展的聲明可以清楚了解雙方將朝更深入的經濟及環保合作發展，並進一步發展法治及人權領域的對話，歡迎中國遵守世界人權宣言
。基於此我們可以確認新自由主義於此是深具解釋力，而由德國的援外經驗我們更可深刻了解世界援外的縮影，以此我們可以樂觀預見在全球化下世界將朝和平大步邁進。

歐洲整合的文化哲學：論歐洲概念的發展與形成（1914-1945）
吳長信(
第一章 緒論

歐洲的統合運動至今，已有五十年的歷史，這一路走來，歐洲在許多方面，都已經到達了過去人類所未曾達到的境界。然而，我們卻不禁要問，歐洲何以最終走上了這條道路？或許會有人說，這是第二世界大戰的結果，戰爭的殘酷不得不重新思索他們未來的道路，也因此我們看到了舒曼宣言的出現，煤鋼共同體的成立，一直到後來的歐洲聯盟，這些都證明了二次大戰對歐洲人的重大打擊與深遠影響。但是，我不禁要再提出另一個問題，在舒曼宣言出現前的歐洲，當時的歐洲人又是怎麼想的？我的重點是，在我們熟知的歐盟進化過程中，我們似乎常將歐盟建立之前的歷史忽略了，舒曼宣言不是忽然出現的，在它之前，歐洲已經經過一段的思考與蘊釀。我們在看歐洲的整合過程中，不應只是從一九五零年開始，或許，我們應該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開始，那是個民族國家概念興盛的時期，面對著民族間的衝突，歐洲當時是如何處理的？第一次大戰後，歐洲又是如何從中學習的，但後來卻又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我相信，最好的方案，都是經過許多方案的修正與重新思考，最後才得形塑出來的。我也相信，舒曼宣言之前，歐洲必然已有許多的思考，最後才能形塑出舒曼宣言。

此外，歐洲聯盟之所以為「歐洲」聯盟，主要是因為它乃基於歐洲的概念而建立的，但是，什麼是「歐洲」？這是個困擾歐洲人很久的問題了，這不是個簡單的問題。有人會從地理的角度來解釋，那麼在海外的英國與東邊的俄國，他們算不算是歐洲的一部分？有人會從精神的層次來解釋，那麼根源於歐洲的美國，又算不算是歐洲的一份子呢？也有人依據種族的區別來解釋，那麼散布在歐洲各國的猶太人，與常在歐洲游盪的吉普賽人，又算不算是歐洲人？更有人以羅馬天主教來判斷，那麼遠在歐洲之外，假定信奉羅馬宗教的日本人，也可以算是歐洲人嗎？我必須承認，這是個難解的問題，但是卻又同時極富挑戰與趣味。

總結而言，相較於二十世紀後葉的歐洲整合研究與歐洲概念研究，我將專注於二十世紀前葉的歷史，期待透過歷史的探源以及對文獻的閱讀，可對後來的發展，可以有著更深入的了解與領悟。

第二章 民族至上－歷史背景

第一節 十九世紀末－純真年代的結束

十九世紀的歐洲，可以說是一個純真的天堂，甚至有人稱這個時期為歐洲的黃金年代。但是，第一次大戰爆發後，歐洲整個氣氛，卻有了極大的改變。在戰前，在歐洲多數的國家，似乎都看好未來。報紙、電報、火車及旅行的興起，將人們愈拉愈近，整個世界也好像愈變愈小，一種四海一家的情感，在歐洲開始慢慢形成中。 這些都徹底地改變了，歐洲人們從十九世紀以來的許多生活面向，而且這樣的過程，我個人也相信，也必然會同時創造了一種「歐洲一體」的情感來，只是令人玩味的是，這樣發展的內在本質，但卻也同時矛盾地帶著一種破壞「歐洲一體情感」的本質存在！

工業化替歐洲帶來了進步的社會，歐洲人民也因此有了接受義務教育機會，以及獲得更好的通訊方式，這樣的發展，讓人們有了對歐洲地理與政治體系開始有了基本的認識，然而卻也是這樣的認識，開始破壞「歐洲一體情感」，因為，工業化的過程，和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是不可分，而這樣過程，很明顯地不但最後不會走向歐洲一體化，反而是對於民族主義，卻更是火上加油。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的末期，歐洲的民族主義高漲，帝國主義的興盛，各國在海外殖民地搶奪激烈，從這些情況，我們已經看到了政治上想法的改變了，歐洲一體的概念，在這個時候已經過時了。而對當時的知識份子而言，他們甚至不再談歐洲了。因此歐洲已不再是一個正確的命題了。

簡而言之，無論是在政治上，或者對知識份子而言，歐洲一體的概念在十九世紀末，已經不再是它們的未來了。也因此有學者認為，這是一個純真年代的結束，而同時為二十世紀開端，所將發生的戰爭埋下因子。

第二節 一九一四到一九四五的歐洲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於一九一四年，結束於一九一八年。這次的戰爭，象徵著過去的歐洲傳統戰爭，已然轉變為大規模毀滅的世界大戰。大戰之後，歐洲剩下的只有殘破與混亂，歐洲自我意識也早已盪然無存了。

一次世界大戰後期（一九一七年）後，美國的加入，不但對於戰事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同時也顯示出，傳統歐洲具有的影響力，已漸漸地由歐洲大陸轉移到大西洋地區，並逐漸發展出一股新的西方勢力。在戰後，由當時的美國總統威爾森（Woodrow Wilson）， 所提出的「十四點」原則（Fourteen points），成立了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以期保障各國家的自由和世界的和平。這樣的一個構想，雖然主要的參與國多半都是歐洲各國，但它的格局卻不只是為歐洲的未來提供一個方案而已，卻是進一步地想建立一個全球性的和平新秩序。

充滿了理想主義與和平概念的國際聯盟條約，後來也部分地，成為了凡爾塞條約（Versailles Treaty）的內容，對於當時的戰敗國德國，還是強加了許多極不利條件，可以想見的，這些條件的出發點，必然都是以削弱德國勢力為主要目的。因此，德國承擔起所有的責任，被迫支付龐大的賠償金，許多的土地也被迫割讓給了波蘭；同時，德國的軍隊規模，也被設下了嚴格的限制，以防止它再次坐大。這些對於當時德國來講，凡爾塞條約絕對不是什麼公平正義的條約。對於德國和一些當時新興的國家，凡爾塞條約帶給它們的是完全的混亂。

有句話說的好，沒有任何的朋友與敵人，當然，德國也不可能永遠都被當作敵人來看待的。當共產勢力，成功地在俄國獲得政權之後，一個新的想法之後被帶到歐洲：戰爭不是存在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而是存在於每個國家內部的階級鬥爭的。也因此，蘇維埃政體便變成了，所有的自由民主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的直接挑戰與對手了。

共產主義者認為，共產主義（Communism）是一種現代的現象，是一個提供未來方向的意識型態。有趣的是，在戰後出現，而且極端反共產主義思想的法西斯主義（Fascism），也同時認為自己是現代的現象，亦替未來提供一個方向。但這兩股相對的意識型態，卻都對自由民主主義不懷好意，在它們認為，提倡自由的民主主義，根本是一個錯誤又過時的意識形態。

義大利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在一九二二年掌權，不過還要過個幾年，他的法西斯政權才會完全的成形。在這同時，仍舊實行民主的歐洲，在這短暫的和平期間，也正處於一種尋求復原和安定的狀態。只可惜，二零年代末期的危機，讓歐洲各國經濟崩解，應聲倒地，緊接而來的，是大量的失業潮和經濟大蕭條。還沒等到這危機結束，許多歐洲國家，便紛紛地放棄了民主政權，轉而追求能夠給予它們慰藉與支持的政權。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一九三三年納粹德國的掌權，而歷史也已經告訴了我們，歐洲第二次大戰的開端，便在這裡埋了種子。

總結來說，在這段期間，歐洲主要存在著三種意識型態的互相競爭：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與自由民主主義。它們不同的意識型態，不但形塑了不同的歐洲思想，更也深深地影響著後來歐洲整合構想的發展，從算是到了今日的歐盟，我們也常常在許多計劃中，看到這過去歷史思想的影子。因此，從下一章開始，本論文將分別以兩個章節，介紹這段時期的歐洲整合計劃與歐洲概念。


第三章 歐洲計劃的構想

第一節 戰爭的衝擊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既有的歐洲意識型態有著嚴重的衝擊，十九世紀以來，興盛於歐洲的自由主義，隨著戰爭殘酷的景象，一幕一幕地展現於歐洲人民面前，似乎便被丟棄到角落去，無人問津了。而民族主義也趁機興起，民族主義者認為，戰爭提供給他們一個絕佳的機會，藉著戰爭，他們便可以實行淨化民族的活動，進而建立一個全新純淨的族群。

在那樣的氣氛與環境下，歐洲大陸自十九世紀以來，那種四海一家的認同感，似乎到此已經坦然無存了。當時許多的知識份子，為了突顯愛國情操，評論或著作中的文字語言，使用上是一個比一個激烈，一個比一個極端。對於自己母國，唯一的忠誠與效忠，是當時普遍流行於整個歐洲大陸的想法，少數對於十九世紀的黃金歲月，那種四海一家理念還存有期待的人，不是受到質疑，便是被認為不能理解。

隨著戰爭的繼續，亳無意義但卻殘酷的戰役也愈來愈多，開始有一種聲音出現：人們開始思索，有什麼東西是超越戰爭的。人們需要一個解釋，一個對於戰爭發生的完全解釋，而且時間愈久，這樣的聲音便愈強烈。

在這些情況之下，所謂「真正」的歐洲主義是否真的存在，其實還是無法確定的。法國歷史學者社羅瑟爾（Jean-Baptiste Duroselle）對此，則是簡單的一句話：從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歐洲根本不存在。（From 1914 to 1918, there was no Europe.）不過就算如此，當時還是有學者對於新歐洲充滿著期待，在本節，我們將對當時的新歐洲，所提出的二個計劃做個介紹，這兩個計劃，分別是來自戰爭前線的不同兩邊，雖然，這些計劃都明顯地懷有偏見與政治取向的，但它們卻都表達了一些理想主義的要件，至少計劃中的一部分，是超越了當時民族主義的觀點。這些計劃在當時，並不受當時政治掌權者的偏好，而且也很快地，就被放棄到角落，最後遭到遺忘。但是它們專注於歐洲中心的想法與創見，卻再過了七十年頭之後，帶著新的動能與活力，在歐洲大陸受到重新受重視與討論，並深深地影響著二十一世紀的新歐洲。

中心歐洲－諾曼（Friedrich Naumann）

諾曼認為，德國與奧匈帝國之間，或多或少的軍事聯合，很有可能最終轉變成完全的一體，而且這樣的一體，將為中心歐洲帶來一個更好的戰後秩序。他進一步認為，這「中心歐洲」將是政治上必要的過程與結果。原來戰爭的防線，將留存下來，繼續做為未來的防線，只是這個防線兩邊，將是不同的經濟合作體間的相互對抗。諾曼不認為戰爭最後的結果，將會帶給歐洲永久的和平與和諧。再者，法英兩國在當時走得很近，要在短期內，德法重修舊好，這種可能性似乎也不高。在這種情況下，他預見了戰後的歐洲，將會有二條基於經濟與軍事而形成的「長城」出現，而這兩條「長城」將由北至南橫跨整個歐洲大陸，一條將擋在德法之間，而另一條則是擋在德俄之間。

新歐洲－馬薩里克（T. G. Masaryk）

馬薩里克的「新歐洲」構想，是一個處於德國與俄國之間的長形地區，這個地區將會由許多小型的民族國家所構成，這麼的做法，不但可以實現現代化民主的民族期望，同時也是一個限制德俄兩國擴張的實際做法。此外，馬薩里克亦不斷地重申，新的歐洲秩序必須是基於民主精神的，尤其應遵守美國總統威爾森（Woodrow Wilson）所提出的十四點原則，強調合作與開放的外交政策，並且要求各國解除武裝，避免衝突。

第二節 歐洲的戰後計劃 (1923-1930)

民主的力量在戰後的歐洲開始滋長，而許多樂觀者也期望著，殘酷的戰爭與隨之而來的痛苦，可以讓所有的歐洲人學得一個教訓，並且了解到合作的重要。一九二三年之後，歐洲開始重建，許多統合歐洲的構想計劃，也紛紛地出現了，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具影響力的一個計劃，便是由卡雷爾基（Coudenhove-Kalergi） 所提出的。在本節，我們先將針對卡雷爾基的構想做個討論，進而說明，他的構想在後來，是如何因為法國政治家白里安（Aristide Briand），而具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

泛歐計劃－卡雷爾基（Coudenhove-Kalergi）

卡雷爾基的「泛歐洲」構想的最主要功能，就是在於確保和平。卡雷爾基認為，在歐洲內部應建立一個，基於強制仲裁、多邊合作與超越國家概念的框架。此外，透過削減邊界的重要性，來減少邊界衝突發生的可能。在歐洲外部，應透過泛歐洲的防護聯盟，來保護歐洲小國，免於外來的威脅，尤其是來自俄國的威脅。最後的目標，當然是希望一個統合的歐洲，可以透過大規模的武裝解除，確保全球霸權的權力平衡。

安全之外，卡雷爾基的另一個基本重點，便是經濟。他認為，在歐洲各小國之間，自我自足式的經濟想法，以及軍備競賽的白熱化，都使得歐洲處於一種危險的狀態，更使得歐洲難以恢復因戰爭所造成的傷害。但是從另一方向來看，「泛歐洲」構想讓各國大大地減少了軍備的花費，也透過一個沒有關稅壁壘的「共同市場」，刺激了經濟的成長。因此，歐洲假如統合成功，「泛歐洲」也將同時在世界的經濟體系中，占有一個絕佳的位置。

歐洲統合計劃－白里安（Aristide Briand）

白里安認為歐洲各國應先共同簽訂一個條約，建立出一個「歐洲精神」的聯盟，藉以團結所有的成員國。再進一步，此條約應規定歐洲各國政府，定期舉行會議，推動歐洲合作的進展 。同時，在每次會議結束，到下次會議開始的這段時間，也應成立一個較小型卻永久的政治委員會，成員由各國成立秘書處來組成，目的在於處理平常的一般事務。白里安對和平與安全的政治議題，他表現出了極大的偏好，他認為，只有在政治合作的層次上獲得成功之後，接下來才能進行經濟方面的合作。換句話說，想要達成歐洲共同市場的目標，假如沒有政治上的合作做為前提，是根本不可能達到的。

第三節 歐洲的極端主義

納粹的宣傳詭計

納粹主義基本上是與歐洲統合背道而馳的。不過，德國納粹在第二次大戰之前與戰爭期間，卻是不斷地使用歐洲概念，來做為他們的宣傳手段。德國在二次大戰初期的勝利，有很大部分的原因，在於德國提供了一個，將創造一個高度經濟合作的歐洲聯盟的假象，而這種假象，也使得許多被占領國家的人民相信，只要與德國合作，或是在它們的領導下，未來將會有個聯邦或是統合的歐洲的出現。這樣的宣傳，在戰爭期間，德國比起同盟國，是使用的更頻繁，也更有成效。

德國的加入

卡雷爾基和其它聯邦歐洲概念支持者，他們很清楚地知道，只要德國納粹存在的一天，所謂的歐洲聯盟願景，就永遠沒有到來的一天。一般而言，在三零年代，大眾對於聯邦主義的興趣與支持，可說是降到冰點了。

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關於歐洲統合的計劃才又有復甦的現象。幾乎所有在歐洲的反抗德國運動中，都聽到了要求統合的聲音。此外，有別於兩次戰爭之間的論調，許多要求聯邦歐洲秩序的聲音也紛紛出現了。這些聲音是基於道德與意識型態，強調克服狹隘的民族國家概念，並提出維護人權與自由的需求。

第四章 歐洲概念的形塑

在上一章，討論主要是專注於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間，歐洲主要的幾個重要計劃與構想，這些計劃不可否認地，都對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整合的進程與發展，有著極大的影響性。然而，我們必須了解，計劃的建構與構思，其背後是有著更深層的意義存在著的，因為任何計劃的產生，都和計劃者對於所謂的「歐洲」的理解與認知，有著極大的關連。自十九世紀以來，便有許多思想家對於「歐洲」有著許多不同的認知與理解，而這些認知理解，在後來也都形成歷史的重要一部分。

第一節 文化與文明之間 

在十八世紀時，所謂的「文化（culture）」與「文明（civilization）」兩個概念，基本上指的是同一個東西。但是到了十九世紀，德國對於「文化（Kultur）」與「文明（Zivilisation）」二個字詞，則開始有了明確的區分，而這樣的區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是被利用來解釋與合理化戰爭。戰後，文化與文明為不同概念的想法，延續了下來，並且經常出現在「歐洲」概念的討論之中，就算到了今日還是如此。學者曾對文化與文明做一個清楚的定義。 所謂的文化，指的乃是由猶太文化、基督文化、希臘文化以及拉丁文化所組合而成的歐洲文化基礎；而所謂的文明，則是涵概了人文主義、理性主義、科學與自由等。簡而言之，文化是先於文明而產生的。

文化、文明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德國的解讀－舍勒（Max Scheler）

戰爭的發生，對他而言，事實上是一場俄國與歐洲之間的衝突，處在歐洲的德國與奧地利，便是在這種戰爭之中，歐洲大陸共同遺產的主要保護者。他將歐洲定義為一種精神上的情感，這種情感是建立在一個，根源於西臘、羅馬與基督宗教的精神架構之上的。

舍勒認為， 世界上有許多不同的文化體，每個都是獨特且互不相容地的，並且是高度地穩定與持久的。這樣的看法，使得許多理性的思想家，重新思索了他們看待世界的觀點，因為這樣觀點是存在於文化的精神架構之中的，而不是過去所接受的物質世界觀點。換句話說，並沒有所謂「中和」的理解與認知的存在。我們歐洲人看世界，就是以我們歐洲觀點看世界，也因此舍勒認為，我們不應該談論「總體（universe）」，該談論的應該是「多體（multiverse）」才是。事實上，我們也只是能居住與工作在我們的歐洲世界之中，而這個歐洲世界也早在我們認識它之前，便存在很久了。

共產主義的解讀－盧卡奇（György Lukács）

盧卡奇認為，資本主義是文明發展到高峰時的產物，然而在這同時，資本主義卻也是一股將所有真實文化毀壞的力量。 在資本主義的文明中，人類確實不再受到自然的控制了，但人類卻開始受到了經濟的控制，而過去的美麗文化傳統，也因為資本主義的出現而消殆盡了。

西方的沒落－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斯賓格勒認為，大多數文明都必須經歷一個生命週期，因此歷史學家不僅能重建過去，而且能預言「我們西方歷史尚未完結的各階段的思想方式、時間長短、節奏、意義和成果」。 斯賓格勒對於文化與文明之間的界定，又不同於我們前幾節的定義了。就斯賓格勒的看法，「文明」不可避免的，是「文化」的到達高峰與轉化的最後階段。

第二節 戰後的歐洲

歐洲的慰藉 

在戰爭之後的歐洲，對於自由的信仰，實在談不上是個信念了。事實上，就算從技術開創與現代化的角度來看，也很難令人不去想到新興美國，而不小心就忽略了這衰老的歐洲。在這種情況之下，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零年這段還算平靜的時期，歐洲的知識份子們，採取了對文化與文明的二分法方式，希望透過界定文化與文明不同，來撫慰他們自尊受創的心情。

所謂的「文明」是很容易傳遞，就好像歐洲文明，透過征服其它的大陸一樣，輕易地到達世界各地。但是歐洲文化卻是不一樣的，「文化」是特定的而且是具有歷史性的，它是一個包含美學、倫理、以及知識的構成，而且已經存在好幾個世紀了。 歐洲總是不斷地，從它的精神之中，尋找出生活的經驗，而這也是對歐洲價值所做的一個確認。也就是說，當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歐洲價值的體現，那就表示歐洲的文化與文明已合而為一了。對當時的歐洲知識份子而言，他們認為這樣的境界，他們已經可以在西歐以及部分的中歐國家找到了。但是，對美國或蘇聯而言，雖然它們吸取了歐洲的文明，也做了調整與加強，不過，它們的文化是永遠都不可能到達歐洲文化的那種程度的。

納粹的想像－羅森貝格（Alfred Rosenberg）
他認為在血液裡，是具有一種強大力量的，任何種族的精神，都是透過其血統而表示出來的，不同的血統，將帶著不同的種族，走向不同的生命與歷史。然而，不同的血統，是不可能共融的，而且也不可能改變的。 真正的歐洲是由北歐人所組成，藉由斯堪地那維亞（Scandinavia）守護著歐洲北方；強盛的日爾曼民族則守著中歐的「生活空間」，做未來世代的核心；英國則是負責守著西方與海上；至於義大利，則由它領著地中海的盟友，共同守護著南方。

群眾的反叛－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認為，現代化的文明，以及技術的專業化，乃是造成新的野蠻主義（反抗的群眾）出現的原因。也就是說，「群眾人」不過是一種危機的象徵，而非危機的起因。因此，於其對於歐洲文化的弱點加以指責，還不如透過一個不強調科技技術的方式，以政治的層次，將整個歐洲整合為一，形成一個全新的民族國家，才是歐洲重新振作起來的唯一方式。

羅馬天主教會的兩難－道森（Christopher Dawson）

道森認為，所謂「真正」的歐洲，只有那些擁有羅馬天主教傳統的部分歐洲，才真稱的上是歐洲。他甚至對所謂西方文明做一區分，在他的定義中，當時中歐（現在的東歐地區）是不包括於西方文明的，可以想到的，德國當然也是不包含於西方文明之中的。

他對於歐洲與西方兩詞的概念，基本上指的是同一個意含，然而有趣的是，當然他提到英國或是美國時，他則將英美定義為西方文明的部分，可是，到底歐洲是否包含了英國，在他的著作，卻實在看不出個所以然來。或許真如之前所提，對英國來說，只有宗教，它們與歐洲大陸間才能有真正的關連。

第三節 歐洲的區域與邊界概念

來自東歐的觀點

本節重點的捷克斯拉夫，毫無保留地認為它是西方歐洲的一份子。早在第一次大戰之前，捷克人便早已開始努力，意圖擺脫出德國文化的禁錮，走出自己的道路。只是在這些激烈的行動之後，民族精神雖然開始開花結果，但捷克人還是不免地，掉入了一個令人困窘的處境：雖然知道歐洲所有的一切（外在），但卻也同時對它一無所知（內在）。

俄國與蘇聯的歐洲看法

俄國是不同於歐洲，它還沒有完全地背棄中世紀以來的精神，它也尚未接受資產階級的社會看法，俄國將要是肩負解救世界的責任的。透過可怕的革命過程，俄國人民將了解到他們的罪惡，並為整個世界建立模範，重新回到基督精神的懷抱。假如，基督精神後來獲得了全面的勝利，這個普世價值也將進而喚醒全世界的其它民族。

歐洲的種族與殖民地

在戰爭發生之前，以種族為基礎來定義歐洲的看法，其實是非常頻繁地被提出與討論的。這樣看法的，並不是一種禁忌，更也不是德國納粹專用的想法。至少，在解釋歐洲概念上，這也是其中一種被廣泛地拿來使用的說法。有時候，種族的概念會使用在國家的層次，有時候，則直接拿來解釋整個歐洲。

或許因為歐洲當時的環境與氣氛，都還處在這種大家看起來都差不多的情況下，有個種族便很難令人不去注意到它，那就是猶太人。雖然猶太人已經居住在歐洲超過好幾個世紀了，但對歐洲人來講，他們是一群明顯的歐洲外國人，總是提醒著歐洲人，世界還有其它部分，同時也讓歐洲人對於歐洲概念的解釋，產生了一些問題。

第五章 總結

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在這短短的三十一年間，歐洲歷經了兩次的世界大戰，政治與社會上遭逢巨變，日常生活的許多層面也有了重大的轉變。原本自信滿滿的歐洲人，在這短短的幾年之間，原本自傲自滿的態度，變得心灰意冷、氣餒喪志。對於歐洲概念，就如我們之前所看到的，雖然有各國思想家從不同角度，提出許多不同的看法，企圖對當時困境的解藥尋找解套方法。但是，當時並無任何歐洲概念的說法，是受到所有國家與民族所接受的。雖然如此，我們卻可以在所有的歐洲概念中，看到一個共同的原素，那就是民族概念。

在那個年代，民族概念決定了所有其它概念的發展，許多事件的發生，也都是導因於民族概念的興起。首先，在歐洲各國的政治領域中，民族主義一直是各國外交議題的主要考量，許多政治家所提出的議題，也多半是繞著民族主義來打轉，就算是兩次的世界大戰爆發，民族主義也扮演著絕對性的重要導火線。

再者，民族概念在歐洲人民間已廣泛地受到支持，所以戰後凡爾賽條約的訂定基礎，當然也是以民族的角度為出發點的。對於歐洲人來講，歐洲都可以視為不同文化的組合體了，歐洲為何不能視為不同民族的組合體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時的政治家對於歐洲整合的形塑，當然也是無法跳脫出民族主義的框架的，譬如白里安的統合計劃，雖然形塑出了一個類似聯邦的歐洲藍圖，但是在他的看法中，他卻從來沒有背離民族原則。

此外，對於一些反對民族原則的思想家們，譬如卡雷爾基，雖然他強調著超越國家的概念，但有趣的是，他的思想脈絡卻也同時依循著民族原則。我的意思是，在他談著超越民族國家的計劃時，不也是同時接受了民族國家存在的前提嗎？事實上，在他整個看法中，民族原則是走向超國家境界的必要中間過程。在歐洲人完全體認到歐洲一體概念之前，或許民族的概念還是有存在的必要。

在這段期間，所謂的「歐洲」，常常被視為是民族國家間，交互作用下的產物。對於超國家概念的看法，在這段期間雖然也時常可見，只是思想家們，最後總將層次提升到全球角度，而非只是局限於歐洲層次而已。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沒有民族主義的存在，歐洲概念在當時或許也不可能被形塑出來。同時，由於科技的進步，歐洲在面對於外來的挑戰，歐洲概念的形成，或多或少也是有些許的被迫。

假如我們從當時的經濟角度來看歐洲概念，或許我們也可以發現，無論是諾曼的經濟整合計劃，或是後來納粹的宣傳技倆，我們都可以發現這些說法背面，都與政治有與掛勾，事實上它們都隱藏著政治上的民族主義在裡面。因此，關稅同盟或是共同市場雖然都曾被提出，只是當時卻看不到任何犧牲部分主權，來換取進一步整合的政治勇氣，這樣想到或許一點也不奇怪了。

在二十世紀初的歐洲，雖然科技有了極大的進步，民族主義也到達了極為興盛的地步，可是這段時間，卻也同時是歐洲極為慘淡的一段時間。科技與民族主義雖給了歐洲新的方向，但卻也漸漸地破壞了十九世紀的價值。就如同西班牙哲學家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所說的，民族主義給了群眾力量，然而群眾卻對自由主義與傳統價值加以破壞；又如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說，科技雖然帶給了歐洲人更美好的生活，然而極端專制主義卻也拿此做為它們有利的工具。我們可以這麼說，民族主義就像是把雙面刄，它做為基礎的同時，卻也同時在毀壞基礎。這是當時歐洲的困境，人們無法完全放棄十九世紀以來的傳統價值，但卻也無法接受新來的專制主義，或許就如同德國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所說的，歐洲的最大危險，就是疲倦了。

同時，歐洲也意識到它們不再是世界的權力中心了，情勢的轉變，讓它們了解到所謂的「歐洲」，也不過是全球版圖中的其中一個區域而已，或許就是在這樣的害怕與恐懼的情況中，當時的歐洲概念，便是在一種追尋過去自尊與優越的過程中漸漸形成。面對著外來的挑戰，與歐洲不斷的衰弱，不死的歐洲精神，也就變為了歐洲保護自我的最佳去處了。

本論文主要將當時的歐洲概念分成二個部分來討論：歐洲計劃的構想與歐洲概念的形塑。最主要便是希望，透過將政治行為與思想概念的區分， 能將當時的歐洲概念做出比較清楚的描繪。然而或許我們可以發現，無論如何劃分，行動與思想是互相交纏在一起的。在行動之中，我們總是經常看到許多思想的影響；在思想之中，我們也總會看到某些行動的影子。當時的任何歐洲概念，便是在不斷的歷史衝突與經驗累積中，漸漸地形成與產生影響。或許，這段時間太短了，短到不夠歐洲人想出最終的解決方案，必須要等到一九四五年之後，歐洲才出現了真正可行的想法與計劃。但是我必須說，當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之後，歐洲一直到今天的發展，無論是它們歐洲整合的發展，或是它們對於歐洲概念的形塑，兩次大戰的這段期間的發展，對歐洲的未來絕對有著深遠的影響與啟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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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自由流通—數量限制與具有同等效果措施之移除

劉蘋儀(
壹、前言

歐洲在1948年開始有了經濟上正式的合作，如歐洲經濟合作組織以及成效十分卓越的荷比盧的關稅同盟都屬之，其中荷比盧三國的關稅同盟，更是鼓舞了歐洲經濟共同體落實以經濟同合為實現歐洲政治統合之基礎的手段，因此，1957年簽署的羅馬條約（即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以下稱EEC條約），主要目標之一即為共同市場與關稅同盟，但是，此階段的經濟合作主要還是限於工業產品之關稅廢除，如果是全面性貿易障礙的移除，直到歐洲單一法才落實。雖然已經成立了經濟共同體，各會員國之間對於經濟統合的發展仍有異議，因為歐盟經濟體內部邊界並無完全消除，實際仍有分割的情況，如果不消除會員國內部的邊界與市場分割情形，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經濟無法真正發展，為此，各國於1987年簽署歐洲單一法，其被視為歐洲經濟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於單一歐洲法第13條中規定「在1993年1月1日建構成沒有內部邊界的單一市場」，而1992年簽署的馬斯垂克條約，亦即歐洲聯盟條約（以下稱EC條約），更是在歐洲經濟共同體達成階段性目標後，將條約作了適度的調整，例如關稅的消除或是共同稅則的進度表則於落實後廢除，亦為今日四大自由流通法律層面的最主要依據之一。

而自從1957年歐洲經濟共同體將貨物自由流通視為四大自由之一，同時也成為歐洲共同體經濟統合核心與共同市場的目標，各會員國以及歐盟主要機構莫不致力於移除會造成貿易障礙的措施，而貿易障礙的形式除了普遍所熟知的關稅形式之外，會員國對於商品的價值或是數量有所限制也都能造成貨物自由流通的障礙，統稱非關稅貿易措施，在接下來篇幅中就將這些非關稅貿易障礙之內涵、形式與類別，以及代表性的案例逐一介紹與說明。
貳、非關稅貿易障礙

一、關稅貿易障礙與非關稅貿易障礙之概分
各國在實行貿易保護措施時，最常見到的方式有兩種：金錢措施與非金錢措施。也就是這裡所提到的關稅貿易障礙與非關稅貿易障礙。關稅障礙就是指各國政府對於欲進入本國市場之進口貨物徵收費用，藉此提高進口貨物成本，進而降低其在市場上與本國產品之競爭力；而另一種非金錢性質之措施就更為普遍，各國政府在進口貨物欲進入本國市場時，加諸許多條件限制，例如各種名義與形式的檢查、限定進口產品之數量，規定產品外包裝的形式或內容說明等數量或是條件上的限制，進而降低其產品進入本國市場之競爭力，以增加本國產品之優勢。

二、數量限制之內涵

EC條約第23到第27條所規範的內涵皆是為了移除金錢措施對於貨物自由流通所帶來的障礙，但是形成貨物自由流通障礙的並非僅侷限於金錢措施，因為許多國家還可能採用許多非金錢性質的貿易障礙，例如數量或是配額的限制（例如西班牙政府對於每年自德國進口的汽車數量有所限制），甚至是禁令（例如法國政府禁止進口英國牛肉）來達到保護本國產品的目的，此外，非金錢措施的數量限制，相較於關稅等金錢措施是較不易被察覺的，因此對於貨物自由流通所造的影響相較於前者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要達成真正的貨物自由流通，也必須將這些非金錢本質的障礙也一併移除。

不過，如何確實地定義數量限制卻是困難的，因為許多措施的實施與保護本國產品優勢沒有直接相對關係，此措施往往是為了保護其他面向之利益，例如勞工的福利、環境的維護等，歐洲法院對於不同案例所做出的解釋在此範疇就扮演了極重要之角色，這種歐盟法體系也帶來一些問題：第一，會員國法規可能違反歐體條約之可能範圍是否無止境？因為從歐洲法院某些判決中我們看到即使會員國的相關措施不具歧視性，也有可能違反EC條約第28條；第二，如何處理歐盟整合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正面與負面調和性的關係？何謂正面調和（positive harmonization）與負面調和（negative harmonization）？例如歐洲法院對於Cassis de Dijon一案所作的解釋，就可以視為是種負面的調和：即使是非歧視性的措施（例外情形除外），只要是對造成貿易障礙之事實，就都違反EC條約。在這種情況下，會員國的法令就因此而不具效力無法執行；反之，如果歐洲共同體所頒佈的法律工具能夠在歐盟境內徹底的執行與落實，就是屬於正面的調和。

第三，隨著歐洲法院判決對於數量限制定義範圍的不同，就會造成會員國某些內國法可能就在特定的議題上不能產生效力，這關係到會員國內部與歐盟法體系在立法權限上勢力消長之關係，也就是所謂整合主義與政府主義之間的關係，此種問題將於之後的案例中能有較清楚的了解。 

三、規範法源 

歐洲經濟共同體在移除數量限制與具有同等效力措施的措施適用EC條約第28與29條
 ，EC條約目的就是希望移除會員國在進口與出口上的數量限制及具有同等效力之措施，根據歐洲法院對於案例Geddo v. Ente Nazionale Risi
作出對於數量限制的解釋，條約中所提及的進口與出口，是指其本質為進出口的情況，例如再出口(re-export)或是再進口(re-import)，甚至包含了進出口的運送過程。

四、規範主體

究竟那些主體的行為將受到EC條約第28、29條的規範？依據EC條約規定，只有會員國政府為規範的主體，也就是說只有會員國政府所採取的措施會受到歐體條約的規範，私人主體所採取的措施不在此限之內，但隨著歐洲法院判決的結果不同，也擴大受到規範主體的範圍，其中包括所有形式的政府組織，不論是地方政府或是中央政府，或是有政府資助的主體，甚至是公共團體(public body)的活動、次級公共團體(semi-public body)的立法行為都受到條約的規範，在Buy Irish
一案中，歐洲法院對於何謂政府措施（state measure）做出了明確的定義：愛爾蘭政府於1987年舉辦了一項為期三年的購買愛爾蘭國貨（Buy Irish）宣傳活動，其中有兩項措施被視為有瑕疵的，第一，大力鼓吹使用購買國貨的商標於愛爾蘭產品上。第二，愛爾蘭的貨物委員會有大力宣傳並試圖影響消費者購買行為的傾向。但是愛爾蘭政府宣稱本身與這些活動措施沒有關聯，主事者是愛爾蘭貨物委員會，因此不受EC條約第28條(原EEC條約第30條)規範，歐洲法院在經過裁決後，認定愛爾蘭的貨物理事會(goods council)仍屬EC條約第28條的規範主體，原因在於此理事會形同國家的內部組織，因為其成員的組成是由政府所指派的，政府與民間資金的比例也是六比一。相似的主體還有案例Apple and Pear Development Council v. Lewis 
中提及的蘋果梨子發展理事會 (apple and pear development council)； 另外在一個較近期的Quality Labels
案例中，私人有限公司授與德國產品合格標籤 (quality label for produce made in Germany) ，雖然德國政府沒有辦法直接影響其作為，但歐洲法院注意到此私人公司不論是在財政上或是功能上，都受到公共團體的影響，因此這樣的行為也受到歐體條約第28條的規範。經由上述幾件案例，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一個主體的功能、管理層級、資金、狀態等都是決定其是否屬於EC條約第28條規範的條件。

參、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

一、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內涵：Dassonville

何種措施為所謂的與數量限制有同等效果之措施呢？透過歐洲法院在案例Dassonville所做的判決可以清楚的了解，因為歐洲法院在本案中對於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做出極為明確的定義，甚至有人稱之為Dassonville模式，此案件爭端起於比利時貿易法規規定標示產地的產品必須能夠提出產地證明，一位比利時進口酒商欲從法國進口蘇格蘭威士忌，但由於此商品在法國境內已屬於自由流通的產品，比利時酒商如果要再取得產地等相關文件是較為不易的，而此程序上的不便也會對此產品的銷售造成影響,因此向法院提起告訴，認為比利時法律違反EC條約第28條。歐洲法院的判決中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第一，所有會員國制定的貿易法規，只要是對共同體內部貿易有直接的或是間接的、實際上或是潛在的造成阻礙，就都構成了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第二，如果一項措施的執行能夠主張其合理性時，就不在EEC條約第30條(今EC條約第28條)。

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措施的範圍無疑的比單純的數量限制來的廣泛，因為有許多不明顯的、隱性的數量限制都是屬於這類的措施，而且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的措施又可以分為歧視性與非歧視性的措施，這些措施一般被認定是為了確保貨物基本的規格，例如貨物的大小、重量、內容物、材質、包裝、價格、相關證明文件，或是那些足以影響到貿易商在進出口時所獲得的利益之措施，例如對進口商品規定最低或最高販售價格、降低進口商品內在價值或提高其成本來減少其價值、進口商品付稅款的條件與國內商品不同，這些都被視為屬於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的措施，但不同於EC條約第81、82條的競爭條款所規定，會員國之間競爭所造成的影響必須是可以被估計的，數量限制或是具有同等效果的措施只要被證明確實妨礙貿易自由，就違反EC條約第28條。

二、執委會第70/50號指令(Commission Directive 70/50/EEC)
EC條約第28條同時也禁止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由於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在本質上與變化性上都是較難掌握的，不論是執委會或是歐洲法院都對此採取了一個較為廣泛的定義，歐洲法院在Dassonville案例中做出對此的定義，而執委會則於1969年12月22日頒布第70/50號指令，在這個指令中說明何種措施將被視為違反歐體條約第28條，雖然第70/50號指令屬於歐盟執委會在整合貨物自由流通過渡時期所頒佈的一項之法律工具，旦依循此指令的內容，執委會處理歐體條約第28條的範疇與目標將更為清楚，這就是為何許多專書或文章討論到貨物自由流通時都特別在提及這項指令，指令70/50中第二條規定
：即使是一視同仁地適用於本國產品與進口產品的措施，只要是實際上有對進口產品的銷售造成不利之影響時，就違反指令70/50規範，此外，對於所謂的差別待遇措施（distinctly applicable measure）也有嚴格的限制，因為這些措施是有差異性地實施於本國產品與進口產品上，其中列出的十項措施
，就是在指令70/50認定是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除了給予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限制之措施較清楚之定義外，指令70/50中也提到即使是不具有法定約束力的行為也可能構成違反數量限制的行為。

三、歧視性措施(差別待遇措施)

（一）定義

所謂歧視性或是差別待遇措施，就是只對於本國貨物與進出口貨物明顯適用不同的規定，相較於本國貨物，進出口產品是採用了較嚴苛的錯施，歐洲法院對於這些歧視性措施是十分嚴謹地審理，就是不希望有任何會員國藉由此種不平等的對待進而造成貨物自由流通的障礙，接下來提出幾種常見的差別待遇措施。

（二）歧視性措施之類別

1、對於進出口產品之限制

在International Fruit company v. Produckschap voor Grotenten en Fruit
一案中，依照Dassonville模式，凡是對於共同體境內的貨物自由流通有造成部分或是全面的障礙時，都屬於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因此要求進出口產品在產品進入會員國或是出口會員國之前持有執照是可能在EC條約第28條的禁止之下，因為這樣的法規可能造成下列幾種影響：第一，申請執照在程序上都需要一段時間，在這段期間，貨物將沒有辦法在市場上流通，因此可以算是一種禁令(ban)。第二，申請執照也有可能遭到拒絕。第三，申請執照不論是在時間上或是金錢上都是必須付出更多的成本，這些成本理所當然地將被估計在售價裡面。綜合上述幾點，歐洲法院認為要求進出口產品具備合格之執照是屬於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

Commission v.Italy
一案也是起因於對進出口產品採用具差異性措施而違反EC條約，義大利政府對於進口車輛要求額外登記的程序與資料，此外，這樣登記的程序相較於國產車輛是更為複雜與昂貴，因此歐洲法院認定此措施構成了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類似的案例還有Rewe-Zentralfinanz v. Landwirtschftskammer
與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de Besançon v. Les Sieurs Bouhelier 
 ，前者爭端起於會員國規定進口的蘋果都必須接受植物的防疫檢查，但是本國生產蘋果則不需要接受這些檢查，後者則是因為法國政府規定出口的手錶都必須接受品質檢驗，但是內國市場的手錶則不需要接受此種品質檢驗，上述兩個案例歐洲法院都採用了相同的見解，會員國的措施都屬於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並且違反EC條約第28條。

2、推廣國貨

EC條約第28條禁止會員國相較於進口產品時是較為推廣或優惠本國產品，這樣的情形也是十分普遍，最為顯著的就是當會員國舉辦推廣購買國貨的活動，案例Commission v. Ireland
就為一例，此為先前所提及愛爾蘭鼓勵購買國貨之案例，愛爾蘭貨物委員會在其舉辦的活動中，企圖扭轉消費者3％購買行為到國貨的消費上，而且其所推行的兩項措施可能觸及EC條約第28條
。如果會員國對待進口產品與本國產品有明顯的差異時，歐洲法院對於移除此類情況的決心是十分的堅定，案例Lucien Ortscheit GmbH v. Eurim-Pharm GmbH
中，德國法律禁止進口藥品在尚未獲得德國當局的銷售許可前，是不得在德國境內從事任何形式之廣告，歐洲法院認為德國政府此措施違反EC條約第28條，因為德國本國製藥品就沒有此項規範，如此一來不論是藥局或是醫生診所可能對於採用進口藥品的意願會下降，進而導致進口產品銷售數量的下降。

3、標示產地

案例Commission v. Ireland
中，愛爾蘭政府在銷售與進口法規
中要求，進口愛爾蘭市場的珠寶類的紀念品不得雕刻具有愛爾蘭象徵的圖案，例如三葉草或是狼狗之類等圖案，此外，還要求如果進口的珠寶紀念品刻有象徵愛爾蘭之圖案就必須標示其製造國或是標示進口品等字樣，就是希望可以讓消費者對其製造地能有所區分，這案例就屬於標示產地形式的不公平競爭，而歐洲法院在此案中判定愛爾蘭政府的法規屬於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並且違反了EC條約第28條。

但是，也不是所有標示產地之案例都是被禁止的，在Commission v. Germany
中，歐洲法院認為如果產品產地標示是為了讓消費者清楚特殊原料來源或是產地特有的民俗意義，此項措施就不在EC條約第28條之限。

4、大眾產品之取得

如果會員國特地保留一定比例的大眾產品需求量給本國的特定地區，以幫助發展其蕭條的經濟時
，經歐洲法院判定之後，通常會認為其阻礙貨物自由流通，在Campus Oil Ltd v Minister for Industry and Energy
 案例中，愛爾蘭政府規定進口商有義務購買35％產自愛爾蘭煉油廠的原油，而且其價格是由愛爾蘭政府所訂定，此舉也違反EC條約第28條。

四、非歧視性措施（無差別待遇措施）：Cassis de Dijon

（一）定義

上述所提到的案例都是屬於進口、出口與本國產品無適用相同的規定，也就是受到差別待遇的情況；但是當進出口產品與本國產品是公平地適用相同規定時，還是有可能對於貨物自由流通造成阻礙，指令第70/50也規定，即使是無差別待遇的措施，例如要求所有同性質產品之外包裝或是管制銷售管道等，只要其所造成之影響是不利於貨物自由流通時，也屬於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但由於這些措施是不具歧視性，因此在判斷其影響時更為困難，接下來提到的案例Cassis de Dijon（以下簡稱Cassis）就被視為是歐洲法院判定無差別待遇措施的重要指標。

隨著Dassonville模式引起的爭議增加，歐洲法院在Cassis 案例中作出重大的改變，除了區分歧視性措施與非歧視性措施外，還建立了合理性原則(rule of reason)、相互承認原則(mutual recognition)、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 三大原則，在Cassis案例之前，只要是符合Dassonville模式的措施，都會被視為違反EC條約第28條，僅能主張EC條約第30條的例外情形來解釋其合法性，但在案例Cassis建立了三大原則之後，許多非歧視性的措施只要能符合這些原則，歐洲法院就不認為其構成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簡言之，Cassis案例除了定義非歧視性措施之外，也相當程度地擴大會員國制定貿易法規的權限。
(二)案例背景

德國法律規定黑醋栗酒(cassis)的酒精濃度必須在25%以上，但是法國產的黑醋栗酒酒精濃度只有15-20%，當酒商想要進口法國產的黑醋栗酒時，因為不符合德國法律規定而無法進口，所以酒商認為德國政府的規定構成了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的措施。德國聯邦政府宣稱，制定最低的酒精濃度規範是為了維護大眾健康的利益，因為酒精濃度較低的飲料更容易為消費者接受，如果沒有加以規範最低酒精含量，將會使得酒類市場大為激增，由於德國對不同酒精濃度之飲料徵收不同的稅款，如果法國產的黑醋栗酒以較低酒精含量進口，較低酒精濃度所必須支付的稅收也較低，如此一來將使得德國產的黑醋栗酒較不具競爭力，這些規定都是同等的適用在國內產品與進口產品上，並沒有所謂的歧視性手段，因此沒有違反歐體條約；歐洲法院認為會員國可以基於維護大眾健康、商業公平交易等利益而制定一些強制手段，儘管如此，德國消費者依舊可以在市面上購買較低酒精含量的飲料，而且德國政府欲以最低酒精濃度的規定來安排市場上的酒類產品銷售，在歐洲法院的觀點是不符合比例原則的，因為酒精濃度可經由產品包裝標籤來辨識，而且這個酒精飲料已經在其他會員國合法地製造與銷售，明顯地，德國聯邦政府關於酒精最低含量的規定排除了其他國家產品順利在德國販賣的可能，因此還是構成了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的措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Cassis及其他法國酒類在標示上標明酒精含量，消費者仍是有被誤導的可能，因為這些消費者不知如何閱讀標示，有些則根本不會看標示，此時標示與消費者溝通的效用就被限制了。

（三）Cassis案例之指標性原則

1、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
Cassis案例所建立的第一個原則就是合理原則，當一項措施符合Dassonville模式，也就是構成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時，如果在共同體缺乏相關的協調性貿易規範之情況下，會員國可以自行決定行政方法或措施來防止不公平貿易行為的發生，這些由會員國自行決定採用的措施我們稱之為強制規定 (mandatory requirement) ， 就不構成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的措施，也因此，合理原則所能涵蓋的範圍將比歐體條約第30條中規定的例外情形更為詳盡，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強制規定所滿足的合理原則是在EC條約第28條範疇之下，不同於EC條約第30條所提出的例外情形。

在案例Oebel 
中，德國法律禁止任何麵包產品的製造與運送在夜間(清晨四點以前)進行，違者將課以罰金，Oebel主張德國政府的規定違反了EEC條約第30條（今EC條約第28條），德國政府宣稱這項規定的執行是為了保障在中小型麵包店工作員工的權益，是一種為了維護勞工權益的強制規定，是屬於會員國自身的社會政策規定，此外，歐洲法院認為共同體內的貿易依舊可以在其他時間順利進行，也沒有對會員國之間的貿易往來造成任何差別待遇，因此判定此德國政府此規定不適用EC條約第28條。

類似的案例還有Cinéthèque SA and others v.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cinémas français
，法國政府規定禁止銷售一年內上映的電影錄影帶，這項規定之主要目的是為了維護法國電影工業的發展，因此可以算是一種文化性質的強制規定，在符合Cassis的第一個原則之下，法國政府的規定沒有違反EC條約第28條(原EEC條約第30條)。 

2、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
比例原則是共同體法之一般原則，因此在EC條約第28至29條的規定中，會員國中制定的具有限制性之法規也必須符合其比例原則，亦即在其採取的措施使用上，應該考量到所使用的方法是否在事實上作為達成商品自由流通的內部市場之目的，以及在較小影響的方法上，是否可以達到商品自由流通的結果，案例Cassis中所建立的第二重要原則就是比例原則，一個規定的執行必須要有其必要性，唯有這個規定的執行才能達到真正要求的目標時，這個規定就符合了比例原則，雖然在Cassis中歐洲法院認為德國政府的規定是依照合理性原則，但是要達到維護大眾健康等目的還可以憑藉其他的方法，例如在產品包裝上標示其酒精濃度也可以達到相同的目的，而且這樣的方式對貿易所造成的障礙是較小的，所以歐洲法院認定德國政府的做法是不合乎比例原則。

在案例Walter Rau Lebensmittelwerke v. De Smedt PVBA
中，比利時法律規定人造奶油必須以特定形狀的盒子包裝，並且宣稱這是為了保障消費者的權益，讓消費者得以辨識人造奶油與天然奶油，但歐洲法院認為製造商可以在外包裝上清楚標示其成分來達到同樣的目的，因此比利時法律的規定就不符合比例原則。

 3、相互承認原則(mutual recognition)
內合法地製造與銷售時，就也能夠在其他會員國自由的流通。此為相互承認原則，而且在歐洲法院的認知下相互承認原則與合理性原則是不會產生衝突，因為既然一個產品已經合法的在另一會員國製造與銷售，對於進口國家而言，也必然是合於強制規定的範疇。

在案例Prantl
中，Prantl欲進口義大利葡萄酒到德國境內，而包裝這種義大利葡萄酒的瓶子與一種德國稱作Bocksbeutel的瓶子外觀極為類似，這種Bocksbeutel的瓶子在德國法律的保障之下是德國特定地區合格葡萄酒的外包裝，因此為了防止不公平的競爭，德國政府認為進口這種義大利葡萄酒是違法，在此爭端中，歐洲法院認為雖然德國法律符合合理性原則（保障消費者權益與維護商業交易的公平），但這種義大利瓶子在義大利是一種傳統，既然在義大利這種瓶子可以公平的合法的販售，在德國境內就沒有理由禁止其販售。

（四）非歧視性措施類別

1、行政措施

會員國有些行政上的措施，雖是平等地適用在所有產品上，但是如果這些措施對於進出口產品的銷售間接產生了不利之影響時，也有可能違反歐體條約第28條，例如案例Commission v. France
，英國製造商在進口郵件免蓋郵戳機器至法國時，礙於法國行政法規的限制，必須先得到法國當局的許可才可以進入市場銷售，這位英國進口商因此而延遲產品上市銷售的時間，而且法國當局還兩度退回他的許可證明，也因而控告法國政府此項行政措施違反歐體條約。

2、固定售價規定

要求產品售價的固定，也屬於十分常見的貿易障礙，先前提到的差別待遇措施中就也有固定售價的做法，只是，這樣的措施其實是更常見於非差別待遇措施中，van Tiggele一案
就是這類措施所引起的爭端，荷蘭政府給予琴酒最低售價的建議，如果經銷商沒有依照此建議價格販售商品就會遭到荷蘭政府的起訴，因此貿易商主張荷蘭政府此項規定違反了EC條約第28條而必須撤除；相反的限制可以自案例Tasca
中探討，對於那些用較高價格進口產品的進口商而言，為了不超過國家規定的最高價格販售產品，勢必使其在銷售過程獲取較少的利潤，甚至可能出現賠售的情形。

 3、國家品質標準

案例Commission v. Ireland
中，愛爾蘭Dundalk委員會在招標工程時，特別要求使用的引水管線必須符合愛爾蘭國家產品標準第188號，但是全部的廠商只有愛爾蘭國內一家有製造符合此標準的管線，所以即使其他廠商所製造的管線已經符合了世界通用標準ISO160時，還是沒有辦法為Dundalk委員會所採用，因此有製造商認為愛爾蘭政府這項品質的標準屬於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雖然愛爾蘭政府認為這項對於管線品質的要求是基於整體管線配置的問題，而且此管線的目的是提供飲用水，但是歐洲法院認為愛爾蘭政府這項要求應該可以藉由參照其他管線同等標準進而達到相同之目的。

參、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範圍之消長

一、Cassis案例之爭議

歐洲法院欲藉由Cassis判決擴大規範會員國貿易法規以及措施權限的決心十分明顯，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EC條約第28條對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措施之合法性的界限究竟在哪裡，何種程度的限制範圍才能夠恰如其份地移除造成貨物自由流通的障礙，同時能夠適當地授權會員國制定調節貿易流通或是合法地保護特定利益之法律工具，這樣的討論也出現在學界裡面，學著們對於EC條約第28條的限制範圍有著不同的意見，Cassis案例認為造成貨物雙重負擔之貿易措施或是法律工具就適用歐體條約第28條之規定，但是，平等的負擔在何種情況也會受到EC條約第28條之規範呢?到了Keck
案例時期，不論是學術界或是實務界，對於更明確的解釋平等負擔之合法性有著更進一步的需要，就連歐洲法院本身也對於平等負擔的判決也前後矛盾，缺乏一套普遍的規則，因此歐洲法院認為該藉由此案例來釐清其中的模糊地帶，並且於相關範疇採用一套共同的普遍性規則來加以規範。

二、銷售規範的產生與影響 

（一）Keck案例內容與意義

法國政府為了保障公平貿易的利益避免傾銷，立法禁止銷售低於產品購入價格的產品，而Keck與Mithouard認為法國政府的規定違反了EC條約，不過，歐洲法院對此案作出許多有利法國政府的論點：
15. 在Cassis中，歐洲法院認為在法整合不足的情況下，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是被禁止的，當一種產品因為產品規格(requirement to be met by good)而在銷售上受到限制時，尤其當這產品已經在第三會員國合法的製造與販售時，會員國的規定就必須被檢驗其正當性，即使這項規定是平等地適用在國內與進口產品。

16. 然而，與先前認知相反的是，適用在進口產品的國內法規禁止或限制某些銷售規範(selling arrangement)並不構成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因為這些措施是完全適用於一會員國境內的所有貿易商，因此不論是在法律層面上或是實際的運作上，國內產品與進口產品都是平等的。

（二）普遍規則:銷售規範（selling arrangement）之內涵

Keck案例的重要性指標就是界定產品規格與銷售規範的不同，當一項措施屬於規範產品規格時，就是在規範關於產品自身的特性，例如包裝、大小、重量、成分等，依照Cassis一案的標準這些規範違反了EC條約第28條；但是當一項措施是屬於銷售e規範時，主要是規範附加於產品自身之外的問題，與產品本身的特性沒有直接的關聯，例如產品售價的規定(Keck案例本身即屬之)或是產品銷售的方式、途徑以及宣傳的方式等即屬之，而且這些銷售規範可以不受到EC條約第28條限制，除了其主要用意不在操控貿易行為之外，也不會對進口貨物額外收取費用，此外，這些銷售規範所造成的影響以及本質都不是在妨礙進口商品進入本國市場，或是可以證明這些銷售規範不會對進口產品造成不利於本國產品的影響，也就是說這些銷售規範是一種同等負擔，而歐洲法院在Keck案例之後判決趨勢為，當一項措施屬於銷售規範並且可以證明其不論是在法律層面或是實際運作層面對於進口產品與本國產品都是一視同仁時，就不受到EC條約第28條之限制。 

三、Keck一案後期的案例

案例Verband Sozialer Wettbewerb v. Estee Lauder
中，雅詩蘭黛化妝品公司在許多國家銷售一種名為clinique的化妝品，但是唯獨在德國改採用linique這個名稱，因為如果在德國使用clinique這個名稱可能會使消費者誤認這化妝品中是含有藥用成分，因此有違反德國法律之疑慮，幾年之後，雅詩蘭黛化妝品公司基於包裝與廣告上的成本考量，還是決定將這種化妝品的名稱全世界都統一稱為clinique，包括了德國，德國方面就認為這是會誤導消費者的行為進而控告雅詩蘭黛公司，不過在歐洲法院的判決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其將化妝品名稱歸納為產品規格的範疇，因此也構成了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

在Huenermund
一案中，在德國Baden-Wuettembergru 規定藥廠不得在藥局外面從事相關產品的宣傳廣告，否則將違反德國法律規定，歐洲法院認為如果內國法規限制了產品推廣管道，例如廣告，將構成Keck一案中銷售協議的內涵，因為禁止廣告的規範並不能影響貿易，而僅只是減少推廣產品的管道，也有學者統稱這些增加產品銷售的措施為行銷技術(marketing techniques)
；相似的判決標準還有出現在Greece
與Belgapom
中，在Greece案例中，規定嬰兒食用的牛奶限定只能在藥房出售，而Belgapom案例中則禁止生產利潤極低的人造奶油，這兩個案例在歐洲法院的判決中都沒有採用Cassis強制規定的例外情形，而認定這些禁止的規定屬於銷售規範的範疇，因此如果依照Keck一案的區分原則，屬於銷售規範的法律規定將不構成與數量限制具有同等效果之措施，所以會員國的法律規範也是可被允許的。

 四、案例Keck所引起之爭議

在Keck案例以前，許多非歧視性措施通常主張Cassis中的合理原則為依據，但在Keck 一案建立普遍原則後，銷售規範就大部分的取代了Cassis中合理原則，但是Keck也受到許多司法上的爭議（尤其是缺乏準則），有看法指出，Keck模式本身就具有歧視性
，許多要求重新檢視法律準則的呼聲是來自於歐洲法院內部，其多認為Keck案例中的銷售規範過度強調會員國執行的貿易法規或是其他措施之平等性，檢視合法性的重心移回會員國之國內法律工具，但是這樣判定的結果就忽略了產品進入會員國市場相較於本國產品是否在同一競爭水平上之情形，使得銷售協議的準則有流於形式的結果，大法官S.Weatherill就曾經在文章中提到，雖然在Keck一案之前的案例，法律判定的似乎在國內市場調節與對貿易造成阻礙的兩個面向上失去了平衡，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星期天營業的相關規範，這樣的情形到了Keck判決出現後就有了大逆轉，但是，隨之引起的風險就是又過於強調國內法規調節的功能，進而傷害到EC條約第28條對於內部市場真正的貢獻，學者更進而指出，EC條約第28條之目的應該在改善共同體內部的貿易流通，而非確保共同體內部的商業自由，但是Keck的判決似乎移轉了這樣的重要性，也因為Keck途徑所引起的爭議擴大，所以在Keck一案後期，歐洲法院將重心放在檢視引起爭議的措施是否妨礙了貨物進入第三國的市場。

另一項爭議就是Keck原則中沒有清楚規定究竟哪些屬於銷售規範的範圍，哪些屬於產品規格的限制，這樣不夠明確界限的定義也造成會員國許多困擾，例如廣告是否屬於銷售規範的範疇呢？這樣的困難處在於不易劃清廣告（推廣銷售）與產品自身特性的界線，例如在案例Vereinigt Familiapress Zeitungsverlag und Vertriebs GmbH v. Heinrich Bauer Verlag 
中，奧地利政府禁止在期刊雜誌上刊登猜字遊戲或類似的競爭遊戲，雖然歐洲法院認為在雜誌上刊登猜字遊戲是為了推廣雜誌銷售量，但是這樣的理由還不足以說明其屬於銷售規範的範疇，歐洲法院認為這樣刊登的廣告也屬於雜誌內容的一部分，所以還是屬於產品規格的範圍。後來歐洲法院在許多案例之後也更確立各國的規定必須是在法律面與實際面上都公平地規範國內產品與進口產品，例如Schutzverband geg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v. TK-Heimdienst Sass GmbH 
中，奧地利政府規定麵包店、肉販、雜貨店商人只得在緊臨門外的區域販賣商品，這樣的販賣是由在此行政區擁有固定住所的貿易商所提供，而且也有限定銷售的產品種類，究竟奧地利政府相關的法律規定是否違反了貨物自由流通呢？首先，歐洲法院認為奧地利政府的規定屬於銷售協議的一種，接下來就必須判定這項規定是否在法律面與實際面上都公平地規範國內產品與進口產品，但是歐洲法院注意到這樣的規範對於進口產品造成的障礙會大於對本國產品的限制，所以不符合我們先前所提到在法律面與實際面上的平等，因此，還是違反EC條約第28條。

肆、結論

從Keck一案可以看出界定EC條約第28條是非常不容易的，歐洲法院在審理Keck一案時，認為這已經是適當的時機重新檢視EC條約第28條的涵蓋範圍，但是此舉也引起了不少的爭議，因為Keck一案本身就被質疑過於形式主義，而且要去劃分產品自身的規格與銷售規範之間的界線更是被批評其完成性的不可能，也因為過於要求劃分產品規格與銷售規範的不同，進而導致扭曲了歐體條約第28條規範的真正用意：讓所有產品都能平等地進入所有會員國的市場並且擁有相同的競爭地位。

在此，特將EC條約第28條規範的分類途徑加以整理，將對歐洲法院與歐洲單一市場建立貨物自由流通的主軸與發展架構有更清楚的認識。

第一、歐體條約第28條是為了防止直接的與實質的貨物市場接入障礙，這種途徑的優點為強調四大自由流通的政治性因素，但是在釐清是否對於市場接入造成障礙條件時，同時也產生了一些必須承擔的費用，除了內國法院必須審查案件之外，還有個體也可能質疑其行為的合法性，這些都是必須考量到的成本。

第二、當一項規定被檢驗為具有構成妨礙市場接入的影響時，主要是依照案例本身的特性作為審理的途徑。例如在Leclerc-Siplec案例中，當一項措施影響到貨物本身時，就會被假定實質上是有妨礙貨物市場接入，但是如果這項具爭議性措施屬於銷售規範的範疇並且對於所有產品是平等適用時，歐洲法院就必須再從其他的因素來判定此銷售規範對於市場接入是否具有實質的影響，例如貨物受到影響的範圍以及所造成的影響為間接的或是直接的，甚至可能必須考量到是否涉及其他相關銷售規範限制的範圍，而依照此種途徑作為檢視的模式時，還是必須區分產品規格與銷售規範之間的不同。

第三、EC條約限制的範疇還是依照Keck一案所沿用的途徑，也就是說銷售規範不在EC條約第28條的限制範圍內，可是一旦接受了重新檢視後發現其實是具有產品規格的意涵，或是在法律上或是實際執行上沒有平等適用時，仍舊會受到歐體條約第28條的規範。在第三種途徑中，歐洲法院意圖為EC條約第28條區分出一更具條理且清楚的限定範圍，這麼一來，除了讓法律體系更為明確外，也因為對於合法的貿易規範有了更為清楚的概念後，進而減少採用第一種途徑所可能引起額外的成本。

但是隨著重新檢視案例的結果指出，許多銷售規範實際上是對產品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而且這些銷售規範甚至是對於市場接入有直接的影響，所以歐洲法院對此採用的途徑有從第三種途徑轉回第一種途徑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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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律層面探討歐盟與會員國間之權限劃分

吳峻豪(
【摘  要】
一九五０年以來的歐洲統合運動是國際關係史上的創舉，在歐洲統合深化與廣化的過程中，各會員國逐步地發展內部市場、採行歐元、政治及內政間等各項議題之合作，促使會員國將其部分主權釋出，使歐盟擁有部分政策權力，藉以推動共同政策，並享有獨立財源以及歐洲法院建制，成為一個超國家組織。歐盟這樣一個多層級的體系裡，區域和地方政府都有其獨立的自主性，然而歐盟權限隨著整合程度日益擴大時，確實產生侵蝕會員國更多權限的疑慮。

本文欲探討會員國與歐盟間的權限分配，歐盟整合至今，其基礎條約中對歐盟權限並無專門條款來解釋分配的規則。歐體條約與歐盟條約僅有廣泛規範權限之授權原則，條款中並無明文規範權限之劃分與種類，故歐盟與會員國之權限劃分往往處於一種不確定之狀態，而引發出許多爭議，本文欲從輔助原則、歐洲法之效力與歐洲共同體的對外締約權中之案例，一窺其中歐盟與會員國的角力拔河。並如何透過歐洲法院從中尋求解決之道。
壹、前言

一九五０年以來的歐洲統合運動是國際關係史上的創舉，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ies）和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
既不是傳統的官方組織，也不同於歷史上的國族建造( nation-building)運動，如十九世紀德意志帝國的成立、日耳曼民族完成統一。所以歐盟這個超國家組織一直很難在傳統的法律、政治途徑上找到其正確的定位，相對的其組織權限自也是引起相當多討論。

在歐洲統合深化與廣化的過程中，各會員國逐步地發展內部市場、採行歐元、政治、內部間等各項議題之合作，促使會員國將其部分主權釋出，使歐盟擁有部分主權，藉以推動內部的共同政策，並享有獨立財源以及歐洲法院建制，成為一個超國家組織。歐盟這樣一個多層級的體系裡，區域和地方政府都有其獨立的自主性，然而歐盟權限隨著整合程度日益擴大時，確實產生侵蝕會員國更多權限的疑慮。

在歐洲整合的五十年間到底有多少會員國的政策權力已轉移至歐體的超國家組織呢？舒米特 (Phillippe Schmitter) 根據一九七○年林柏格(Leon Lindberg) 及薛令茍 (Stuart Scheingold) 所發展的概念架構，分析歷次條約修正內容中的政策管轄權，並加以歸類，從所有決定皆落在會員國 (1點)，到所有決定皆落在歐體 (5點) 予以適當評分 (Schmitter, 1996: 125; Lindberg & Scheingold, 1970)。如表二所示，二十八項政策之決定權在一九五○年全數操控在會員國手中，但到了二○○一年，如果確實履行條約之規定，則沒有一項政策是完全由會員國獨享決策權力。除了能源、醫療衛生、社會福利、公民參與，及警察和公共秩序等五項政策的大部分決定權仍由會員國掌控外，其他的政策要不是由歐盟的超國家組織和會員國共同決定，就是由歐盟的超國家組織的決定來負責。 

除了有舒米特的主觀分析判斷，我們可以用一些具體客觀的數據來間接說明會員國的政策制定權已移轉至歐體之超國家組織。假設歐體超國家組織已取得若干原屬於會員國之政策權力，則不但其具拘束力之決定數目會增加、組織功能會分化、歐盟超國家組織的內部活動會變得頻繁，而且相關利益團體數目也會增加。如表3所示，理事會所做的具拘束力之決定在一九六○年僅10個，但到了一九九○年已達618個。同樣地，執委會在一九六○年僅做出6個具拘束力之決定，但到了一九九四年已達2,461個。就超國家組織的功能分化來看，各功能理事會的數目在一九六七年僅有7個，但到了一九九四年則分化成21個功能理事會。理事會旗下的「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s) 在一九六二年僅有10個，但到了一九九四年已達263個。而歐盟超國家組織下設的委員會 (committee) 和次級委員會 (sub-committees) 的數目也從一九七五年的93個增加至一九九六年的409個。同時執委會僱用的A級公務員之數目也從一九六一年的521位增加至一九九四年的4,682位。此外，歐盟超國家組織的內部活動也變得頻繁，例如，理事會的「工作小組」及「常駐代表委員會」(Committee of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COREPER) 召開會議的場次 (sessions) 從一九六○年的602次增加至一九九四年的2,789次。同時在歐盟登記的相關利益團體數目也從一九六○年的174個增加至一九九五年的1,998個。
表5-1及表5-2所呈現的是歐盟超國家組織的職權擴充、組織分化和活動頻繁程度。從這些表徵我們可以感覺到歐體已逐漸成為「政治爭議」(political contestation) 的場所。

從法律面向觀之，現今較為可行的發展方向是將EU/EC界定為一個「沒有成文憲法和國家建造卻擁有憲政主權的政治體」
，而透過歐洲法院的歷史性判例，使得歐體自成一個法律體系，在其管轄的政策範圍內，使權限的劃分有一定遊戲規則，與大家願意服從的裁判者，而不會因為相互間權限的爭奪阻礙了歐洲統合的繼續前進。

表一 歐體及會員國之政策議題及其權威層級之分布 

	1950 
	1957 
	1968 
	1970 
	1992 
	2001 

	I. 經濟相關議題 

	財貨／服務 
	1 
	2 
	3 
	3 
	4 
	4 

	農業 
	1 
	1 
	4 
	4 
	4 
	4 

	資本流動 
	1 
	1 
	1 
	1 
	4 
	4 

	人員／勞工 
	1 
	1 
	2 
	2 
	3 
	4 

	交通 
	1 
	2 
	2 
	2 
	2 
	3 

	能源 
	1 
	2 
	1 
	1 
	2 
	2 

	通信 
	1 
	1 
	1 
	1 
	2 
	3 

	環境 
	1 
	2 
	2 
	2 
	3 
	3 

	區域發展 
	1 
	1 
	1 
	1 
	3 
	3 

	競爭 
	1 
	2 
	2 
	2 
	3 
	3 

	產業 
	1 
	2 
	2 
	2 
	2 
	3 

	貨幣／信用 
	1 
	1 
	2 
	2 
	2 
	4 

	外匯／借貸 
	1 
	1 
	2 
	2 
	2 
	4 

	收入／稅收 
	1 
	1 
	2 
	2 
	2 
	3 

	總體經濟 
	1 
	1 
	2 
	3 
	2 
	4 

	II. 社會文化議題 

	工作條件 
	1 
	1 
	2 
	2 
	2 
	3 

	醫療衛生 
	1 
	1 
	1 
	1 
	2 
	2 

	社會福利 
	1 
	2 
	2 
	2 
	2 
	2 

	教育和研究 
	1 
	1 
	2 
	2 
	2 
	3 

	勞資關係 
	1 
	1 
	1 
	1 
	1 
	3 

	III. 政治及憲政議題 

	司法和財產私有權 
	1 
	1 
	1 
	2 
	3 
	4 

	公民權 
	1 
	1 
	1 
	1 
	2 
	3 

	公民參與 
	1 
	1 
	1 
	1 
	2 
	2 

	警察和公共秩序 
	1 
	1 
	1 
	1 
	1 
	2 

	IV. 國際關係／對外安全議題 

	商務談判 
	1 
	1 
	3 
	4 
	5 
	5 

	經濟及軍事援助 
	1 
	1 
	1 
	1 
	2 
	4 

	外交與國際組織會籍
	1 
	1 
	1 
	1 
	2 
	4 

	防禦與戰爭 
	1 
	1 
	1 
	1 
	2 
	3 


資料來源：Schmitter (1996: 125-126). 

指標意義： 1=所有政策決定權皆由會員國掌控 

2=只有部分政策決定權由歐體掌控 

3=政策決定權由會員國及歐體共同分享 

4=大多數政策決定權由歐體掌控 

5=所有政策決定權由歐體掌控 

表二 歐體超國家組織的政策活動，1975-1994 

	1960 
	1975 
	1990 
	1994 

	理事會具拘束力之決定 
	10 
	575 
	618 
	468 

	執委會具拘束力之決定 
	6 
	838 
	1367 
	2461 

	功能理事會之數目 
	7 (1967) 
	12 
	22 
	21 

	理事會之工作小組數目 
	10 

(1962) 
	91 
	224 
	263 

	理事會開會節次 
	44 
	67.5 
	138 
	98 

	常駐代表委員會及工作小組開會節

次 
	602 
	2215.5 
	2128.5 
	2789 

	歐盟組織下級委員會和次級委員會之數目 
	93 
	297 
	409 (1996) 

	理事會和執委會間具翻譯的會議節次 
	2132 
	7254 
	9894 
	10647 (1995) 

	執委會A級公務員人數 
	521 (1961) 
	2087 
	3642 
	4682 

	在歐體登記之利益團體數目 
	174 
	500 
	1998 (1995) 


資料來源：改編自Wessels (1997b: 276). 

由於時間、空間的限制，筆者無法直接觀察歐洲整合過程中歐盟與會員國權限分配的變化，所幸目前網路資訊發達，可以藉此獲得歐盟官方資料與數據，故本文採文獻分析法，藉由官方文獻及中外學者相關論著，從法律層面來分析歐盟與會員國間之權限劃分。

貳、輔助原則

歐洲共同體各會員國為了謀求長遠的共同利益，乃犧牲部分國家主權及短期經濟利益，在國家之上另設一超國家組織，統合各國經濟，欲藉團體之力量以達成各會員國單獨行動所無法達成之任務。反面思之，如會員國獨自行動即可達成之任務，即不需由共同體為之，這樣的思考可以說是輔助原則的濫觴。

一、輔助原則的建立

一九九二年二月七日十二個會員國於荷蘭馬斯垂克 (Maastricht) 簽署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條約，首度將規範共同體與會員國權限分配之輔助原則(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uty)
明文規定於條約內。

實施輔助原則本身並非目的，其實質意義是在追求蘊涵其中所代表的民主價值。因為最接近民眾的地方政府單位最能有效代表民意。經由此管道所制定的法律與政策最能反映民眾的利益，對政策制定與執行之不滿，民眾也較能有效表達。讓民眾有參與機會，可增強個人在社會中自主與受尊重的感覺，也因而維護了個人與地方的尊嚴與特性，並提高地方政府的政治責任。而且藉由權力分散與下放，可避免權力過度集中，抑制政治壓迫與獨裁暴政，增加政治自由，與民主制度中之分權 (separation of power) 制衡機能相同。但輔助原則是一種垂直的分權，賦予地方權力，可隨時自主、彈性、妥當地反映情況的變遷，增強民主政府的機能。各地方社會與文化特殊性的保存，除了維持多樣化 (diversity) 本身是一種價值，而且也提供了政治實驗工具性的好處，使各地方維持競爭與合作的關係。輔助原則對歐洲共同體另一項重要價值為尊重組成分子 (包括會員國與其下區域) 達成同樣目標的能力與機會，保持了採聯邦制的會員國中央與地方原有之均勢。一般人對輔助原則這名詞也許並不太熟悉，但在實務上對其精神並不陌生，它與聯邦主義 (federalism) 具有類似的意涵
。輔助原則可作為在聯邦體制內不同層級政府權利分配的準則，上級政府只在下級府無法有效解決問題時才出面協助。聯邦主義之精神即要求下級政府之地位與責任應儘可能發展，彼此形成一個既合作又競爭的組織結構。所有決策儘可能接近民意，把根留在地方，保全地方社會文化的多樣化，更能滿足個人的需要。譬如美國與德國等典型的聯邦國家，聯邦權力採列舉主義，規定於憲法，未列舉之權力仍保留給各州或各邦。歐洲聯盟權限亦採列舉方式，規定於條約中。聯盟只擁有非常有限的部分國家主權，不像完全獨立國家擁有強而有力之中央政府，所以做了決策後，執行資源不足，大部分須靠各會員國政府去執行。在歐洲聯盟體系內，各會員國國家主權是原則，聯盟權力則為例外，於此適用輔助原則，除了可限制聯盟對會員國不必要之干預外，也同時減輕聯盟各機構的工作負荷量。

輔助原則首次明文出現在歐洲聯盟條約中。條約內提到與輔助原則有關的條文如下：第A2條：本條約於創造歐洲各民族間愈益緊密的聯盟過程中，開創一個新階段，聯盟的決策應儘可能地符合民意。第B2條：聯盟之目標應依據本條約所規定之條件與時間表加以實現，並同時遵守建立歐洲共同體條約第3b條所界定之輔助原則
第G條將歐洲經濟共同體改名為歐洲共同體，並修改其條約，新插入一3b條款，規定：「(1) 共同體應依本條約所賦予之權限及所指定之目標範圍內行使職權。(2) 在非專屬於共同體權限之範圍，共同體應依輔助原則採取行動，亦即在會員國所採取之行動不足以達成所擬目標，而基於該行動之規模或效果，由共同體來做較易達成的情況下，方由共同體為之。(3) 共同體之行動不得逾越達成本條約所定目標之必要程度。」
於此應注意的是此條款為歐洲共同體條約之條文，故對超國家體制的歐洲共同體各機構有法律拘束力。

二、輔助原則的適用

    按歐洲共同體權限分專屬 (exclusive)、共同 (concurrent) 及潛在權力potential power) 三種形式。所謂「專屬權限」即共同體條約明文授權共同體行使的權限，包括創建單一市場與貿易、關稅、交通、農業、漁業及競爭政策等事項。所謂「共同權限」包括共同體與會員國均有權行使之領域，但並非指兩者均可同時行使。共同權限與專屬權限一樣，是條約授權給共同體的權限，所不同者是專屬權限在條約生效時共同體即可行使，而共同權限被暫緩直至滿足某種實質或程序條件後才能行使。在聯盟尚未行使該權力時，會員國仍保有自由行使該權力之空間。但一旦聯盟決定行使該權限時，即等於其專屬權限，會員國即刻喪失該權力，除非聯盟授權其訂定執行細則。所謂「潛在權限」，包括原為會員國之權限，但在適當時期則歸於聯盟之權限。
輔助原則只在共同體行使共同權限時才有其適用。在共同權限範圍內，共同體考量是否要行使權力，須通過兩項標準：(1) 較佳效果試驗 (the more effective attainment test)，判斷由共同體執行任務效果是否較佳，須依社會、經濟、科技與法律性質的客觀標準來決定。較佳效果意指較令人滿意，不只是技術上效益，也包涵其他相抗衡的價值，有可能包括集權化的效益。取得價值之平衡顯屬政治判斷。(2) 超越邊境效果 (the cross-boundary dimension effect)，指任務之規模或效果超越國界方由共同體執行，是以如果國家層級之行動對會員國顯然較有效益，或者共同體層級之行動較不利於會員國，就不能通過此試驗，此標準有分權化的傾向。細究前二項輔助原則標準，其實兩者互相依存，是否有超越邊境效果即為判斷是否有較佳效果之標準。從上述標準反映出輔助原則之應用可能有兩面作用，一方面有分權化的作用，限制共同體權力，保護會員國與人民的權利，一方面又可作為共同體擴張權力的基礎，由歐洲共同體權力的介入，有助於增加會員國及人民的利益。這個原則在適用上須平衡歐洲聯盟與會員國之利益，價值的取捨並無一清楚的指標可做依憑。由於輔助原則本身意涵模糊，並無確定之內容，而政治性之考量超過法律性，應用起來相當困難，但也由於其內涵不具體，應用起來，更具有彈性空間，可隨著歐洲聯盟統合程度而做調整。

三、輔助原則的可裁判性

依歐洲共同體法，一項議題是否有可裁判性，必須先滿足三條件：(1) 法院對該事項有管轄權 (jurisdiction)；(2) 對該事項須有救濟方法 (remedy)，亦即有可能補救之行為；(3) 法院有權力 (power) 決定該事項的實質問題。

依此標準，現在輔助原則既已明文規定於條約內，歐洲法院依歐洲共同體條約第164條之規定，負有維護條約之義務，如果共同體機構或會員國違反了輔助原則，法院對其行為之合法性即有管轄權。如果會員國據之以起訴，法院只有接受，至於法院要以何種標準來裁斷該案件是否滿足後二條件，有事實問題、法律問題與政治問題，非常複雜，爭議很多，是相當棘手之案件。自馬斯垂克條約生效後，歐洲法院只處理過一件有關輔助原則的案件，FRG v. EP & Council of EU，此案於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三日宣判。
原告德國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173條
起訴，主張理事會與歐洲議會聯合頒布之指令94/19
因違反程序要件而無效。該指令要求在每一會員國領域內至少須採用一套銀行存款保證方案，以保護存款人資金的安全。在此指令之前，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二日執委會曾頒布一項建議
，要求會員國採用銀行存款保證方案，但因該建議無法律約束力，並沒有達成所欲要求之成果，故共同體機構乃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57(2) 條 (法律基礎) 制定指 令加以協調，並依據第189b條之程序頒布之
。德國指稱該指令沒有依據共同體條約第190條
之規定陳述立法理由及是否符合本條約第3b(2) 所要求的輔助原則，是以應宣告該指令無效。德國主張因為輔助原則限制共同體的權力，而法院對共同體機構行為是否越權有管轄權，所以該原則應受法院審查。法院指出德國並沒有主張該指令違反輔助原則，而只是說該指令沒有說明是否符合該原則。
法院發現歐洲議會與理事會在該指令之前言多處有作說明，因為各會員國對前執委會之建議所採取之行動沒有完全達成所欲目標，所以才由共同體頒發指令，以有效達成目標，因此法院判定歐洲議會與理事會有說明其行動符合輔助原則，故並無違反條約第190條之規定，該條文並沒有要求須明文提及輔助原則。此判例只審查輔助原則程序性之要求，並沒有實體判決如何情況才算符合輔助原則。每個法條生效後，需要經過長期之生根發展，累積行政機關之執行與司法判決之紀錄，才能看出其所發揮的實質功效。輔助原則對歐洲聯盟發展的影響力，還有待一段時間之觀察。將來不知是否會有實質的輔助原則案件發生，我們將拭目以待歐洲法院將如何對此棘手問題做實體裁判。

即使決定輔助原則可交付法院裁決，仍然解決不了政治爭議及談判的問題。歐洲統合是個動態過程，條約與共同體權力一直隨著情況變動而修正，交付法院裁決將引起共同體法很大的混淆與不確定。由於輔助原則很難化為客觀的標準及維持一致性不變，其主觀的性質屬於政策決定，法院所能作的決定有限，應更適於經由民主程序來決定。

四、小結

    由於輔助原則的內涵過於空洞，語意含糊，爭論很多。它有兩面作用，一方面可限制共同體權限，以保護會員國及其下各區域利益，同時又成為共同體權力介入的基礎，以更有效率地造福會員國的利益，也擴張了共同體之權限。幾乎每一個人都會擁護它，因為每個人都可以各依其所欲來解釋。它有許多面目，涵蓋很多複雜的現象，說它可以找到數十種解釋也並不為過。這種沒有確定內涵的特色也不全然一無是處，其模糊地帶反而成為相當的政治利益
。它能夠依據各會員國的利益、處境及情況變遷作出不同的詮釋，更不強求會員國有效地履行義務，尤其可保有各會員國自主決策權的彈性空間，因此未來並非絕對窒礙難行。總之，不論對輔助原則如何加以定義，它是個理性良善的管理原則。當各方權力衝突時，它可做為一種刺激，一座橋樑，促使歐洲聯盟之政治意識更前進一步之工具。在歐洲統合進程上，應更有智慧地應用它。

參、歐洲法的效力

本章筆者欲從會員國法律與歐洲法律來探討兩者之司法權限的競合。由於歐洲整合後的法律體系在現有法律學說中為有前例可循，不似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上下階級關係，也非國際公法層級，歐洲共同體下的司法機關——「歐洲法院」
(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只能根據共同體需要，創造出一些法律概念與原則，以填補透過條約為主的法律體系，透過一連串的案例解釋，做出了前瞻性的決策( policy-making)與立法( law-making)性質的工作
，確立了歐洲法與會員國法律之間的位階
，創造出優先適用原則與直接適用原則，使歐盟條約有內國法才有的效力，奠定法律整合的基礎規範。

1、 優先適用原則

所謂的優先適用原則，又稱至高性原則( The Doctrine of Supremacy )，係指歐洲法與會原國國內法並存且相互抵觸時，歐洲法之規定具有優先於國內法之規定而適用之效力，但是只有在歐洲法有優先效力的前提下，才有優先效力的適用。

而賦予歐洲法優先效力，在歐洲法與會員國國內法相抵觸時，方能解決適用上的困難。這個原則是經由歐洲法院的判例而衍生出的原則，在電廠國有案( Costa )
中，一位義大利電力公司的顧客和股東向義大利米蘭治安法庭控告義大利將電力公司收歸國有之法律違反義大利憲法及歐體條約。該法庭將此問題分別提起義大利憲法法院和歐洲法院解釋。義大利憲法法院認為義大利之國有化法律既經國會正式通過，其時間又在核准共同體條約之後，依後法優於前法的原則，義大利法律應修先適用，歐洲法院無先行裁決之管轄權。歐洲法院指出共同體條約與普通國際條約性質不同，會員國在簽署條約時，即已承擔了遵守共同體法律之義務。

歐洲法院首次確認優先適用原則。歐洲法院認為會員國將部分主權讓渡給歐洲聯盟，自然不能單方面制定與歐盟理念相左的國內法加以對抗，更不能賦予立法在後的國內法優先效力；若歐盟法在會員國間有不同效力時，會阻礙歐盟整合目標之達成，並損及歐盟的運作。所以在具體案例中，會員國間應該一致適用歐洲法，而不應適用抵觸歐盟法的會員國國內法。

會員國法律不論制定先後，都不抵觸歐洲法，如果有抵觸，應該修改國內法，包括憲法
，以符合歐洲法，如此才能在歐洲整合的範圍內建立一套統一的法規範。歐洲法的優先地位源於自身固有的特性，其效力不應由會員國各國憲法單方面決定。

2、 直接適用原則

依一般國際法原則而言，條約並不當然具有直接適用性，除非簽約實體將其所簽署的條約，透過立法方式成為國內法的一部份，否則該實體下之人民並不得逕行援用條約為請求權的基礎。但若一旦條約具有直接效力，則除了各會員國法院有義務援引歐體條約為判決的依據外，更必須就與歐體條約有所衝突之相關國內法為適法與否的解釋。此原則無疑將使各會員國之立法權與司法權受到嚴重的衝擊。

在歐體條約的授權下，歐洲理事會( The European Council)與歐體執委會( the European Commission)有權制定相關法令，這些法令源至於歐體條約，故有衍生法之稱，依歐體條約第一八九條的規定，這些衍生法立法有如下數種：

1、 規則( Regulation)；

2、 指令( Directive) ；

3、 決定( Decision) ；

4、 建議( Recommendation) ；

5、 意見(Opinion)。

以下就這些歐盟法律文件的直接效力的有無加以分析
：

1、歐體條約的直接效力

歐洲法院於一九六三年Van Gend en Loos一案中
，首次確立了歐體條約的直接效力。本案所爭執的重點，乃在於歐體條約第十二條貨物自由流通之規定，得否做為個人權利保障的依據。歐洲法院明確表示：「歐體條約有別於一般性的協議( agreements)，他不僅確立了締約者間的權利義務，同時也賦予個人合法的權利與義務」。

然而，並非所有歐體條約的條款都具有直接效力，他必須合乎下述的三項標準：

（1） 條約本身必須清楚而確定；

（2） 無待於歐盟或會員國機關採取進一步之立法或行政行為為補充；

（3） 不以共同體或會員國機關的判斷、裁量為條件。

此三項標準並不單就歐體條約才適用，其他如規則、指令與決定等衍生立法，欲取得直接效力前也必須合乎這些要求。

2、垂直直接效力與水平直接效力

在上述Van Gend一案中，兩造當事人分別為個人與政府機關，此種公權力機關與個人的關係，被稱為垂直的關係，相對於垂直關係者為水平關係，所以我們可以明瞭從Van Gend一案中所確立者圍毆體條約的垂直直接效力。

關於水平直接效力的爭議，在Detrenne一案
中獲的了肯定的答案，本案的原告Detrenne女士為被告Sabena航空公司的空服員，她基於同工同酬的規定，向歐洲法院控告該航空公司違反歐體條約第一百一十九條，因為該公司對同質性的男空服員給付較高的薪資。由於被告為民營的航空公司，因此被告引用Van Gend一案為抗辯，認為歐體條約僅具垂直直接適用效力，所以原告並不得援引歐體條約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但歐洲法院明白表示：「關於性別歧視的禁止範圍，並不以公家機關為限，私人間涉及規範勞工薪資給付的所有協議與契約也應包含在內。」

3、規則的直接效力

因為歐體條約第一八九條第二項規定：「規則應具有一般適用性，並具有拘束力而直接適用於所有會員國」。
故規則具有直接適用效力如同歐體條約一般，但如前述，並非所有規則皆有直接效力，仍應符合清楚、確實以及無須行政機關補正等適用於歐體條約的條件。關於垂直與水平直接效力的問題，學者則採肯定看法
，所以一旦規則具有直接效力時，將同時擁有垂直與水平直接效力。

4、指令與決定的直接效力

在所有衍生立法中，最常被採用者首推指令，依據歐體條約第一八九條第三項的規定：「指令就其待完成的效果而言，對其送達之會員國有拘束力，但就完成之方式與形式的選擇，則由會員國當局自行決定」。
由於歐體條約已明白指出指令的生效與否仍係於會員國的作為，因此等於是在指令上加諸了一項條件，而與歐體條約之直接效力產生的標準有違，故會員國多主張指令不具有直接效力。

不過由於指令乃是歐體整合的重要工具，一旦指令不具直接效力，將使歐體整合受到嚴重延遲，因此歐洲法院又藉由Grad一案，確立了指令的直接效力。在本案中原告控告德國政府並未依據歐體所發佈的指令與決定，來修正其加值型營業稅制度，德國政府主張僅規則具有直接效力，而指令與決定則必須等待會員國完成配合程序後，才具有直接效力。歐洲法院對於德國政府的看法不以為然，其認為：「若受影響之人無法援用決定所加諸於會員國的作為義務，以為主張權利的依據，則會和決定被賦予之拘束力產生衝突，同時若各會員國的人民無法在國內法院引用歐體所發布的規定，且國內法院也不能將決定視為歐體法之一部分時，決定的效力將受到嚴重的減損」。

雖然歐洲法院僅對決定為說明，但因為在本案中指令與決定互有牽連，因此通說認為，歐洲法院對決定的看法亦適用於指令，所以指令與決定皆具有直接效力。

在前述Grad一案中，兩造當事人的關係也是屬於在歐體條約直接效力中所討論的垂直直接效力，因此關於指令之垂直直接效力並無爭議，而關於指令的水平直接效力，歐洲法院則在Marshall一案中，表示否定的看法。Marshall女士引用第七六一二０七號指令，控告英國衛生當局所規定的男性六十五歲、女性六十歲強制退休制度，有性別歧視之嫌。歐洲法院認為：「既然依歐體條約第一八九第三項的規定，指令僅對其所發布的會員國發生拘束力，並不對個人直接加諸任何義務，故不得作為個人向個人主張權利的依據」。除前述的理由外，由於指令並不需要刊登在歐體之官方期刊( Offical Joural)，所以一般人無從得知，因此，歐洲法院認為指令實不宜直接加諸義務於個人。

5、間接效力原則

歐洲法院在Von Colson與Harz兩案中，創立了間接效力原則，以解決關於指令水平直接效力的爭議。兩位原告Von Colson小姐與Harz小姐的請求權基礎，乃是第七六一二０七號指令第六項，該項的主要內容是在「要求會員國將男女工作平等權，制定相關法令之中，並提供自認其工作平等權受侵害之人，有司法救濟的權利」。Von Colson小姐控告的對象是德國政府，而Harz小姐的對造當事人則為一私人公司，因此指令之垂直與水平直接效力則成為兩岸的爭議焦點，然而歐洲法院卻將重心轉至歐體條約第五條，該條要求各會員國應盡一切適宜的方式以確保其實踐對歐體的義務。依據歐洲法院的解釋，應負義務的對象包括了會員國所控制的所有公權力機關，而法院當然包括在內。因此各會員國的法院有義務解釋其國內法，以合乎指令要求。如此一來，雖然指令並非被直接適用，然而透過法院解釋其國內法的方式，等於間接地適用指令的內容，故有間接的效力支撐。

6、建議與意見的直接效力

    歐體條約第一八九條明白表示，建議與意見並無拘束力，因此建議與意見也沒有直接效力，但是會員國法院若對於建議與意見有任何疑問時，該法院仍可提請歐洲法院為解釋。但在Grimaldi一案中，歐洲法院曾主張，會員國法院在處理國內法與歐體法的爭議時，應將建議納入考慮。

直接效力原則確立後，歐洲法猶如聯邦法之地位，歐洲法的效力不僅及於會員國政府，並即於個人，歐洲法的規章可以直接適用，不需要會員國另行行政或立法為仲介作用，它可以為個人設定權利，包括垂直欲水平的效力。如此共同體會員國人民之權益才能受到比較有效的司法保護。

3、 小結

檢視歐洲法院成立以來所作的判決，猶如制定一部制定法律標準的法律，如我國的中央法規標準法，使得會員國的法律係須視歐盟法體系為上位階法，也就是將歐盟法體系憲法化、降低其條約的性質
，加速歐洲法律整合。由於歐盟本身沒有強而有力的行政機關，政策落實全靠會員國合作。會員國有自己的法律體系，兩套法律體系如何配合運作、如果有衝突時如何解決，條約並無明文規定，須靠歐洲法院折衝協調，以其智慧解決問題。歐洲法院超越其脆弱有限的管轄權
，劃定歐盟法與會員國法的界限，逐步奠定了歐洲法律整合的良好基礎。

肆、歐洲共同體的對外締約權

締結條約是一個國家的主權行為，締約權則是從國家主權引伸出來的基本權利之一。國際法上的國際協約，都必須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要件，就是締約者的「能力」問題。國際法的「締約權」上其內容主要有兩個層次：其一係指該國在國際法上「享有」締約權的主體。第二個締約權的涵義係指在國內法上能代表國家與他們進行締約程序者之謂也。
由於歐洲共同體透過其雙邊與多邊之國際往來，在現今之國際社會中已享有經濟及政治上日益重要之國際的地位，同時締約權之行使又是共同體參與國際事務過程中極為重要之一環。共同體不僅俱有國際法人格，享有締約之能力，並且普遍為國際社會接受為締約之對象。同時其締約權也隨著歐洲法院之解釋而逐漸擴張。此外就共同體締結之協定來看，其種類繁多，同時更形成共同體法完整之一部份，在共同體與會員國均可直接適用，其效力甚至直接及於會員國之國人。
 既然共同體行使了締約權，就必須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簽訂了一個對外的條約或協定，該條約或協定的內容會對會員國產生效力，那麼會員國就受其拘束，如果原有的規範與共同體簽訂的協定有相抵觸的地方，會員國就必須修正自身的法律規範。等於是會員國必須受迫於共同體簽訂協定的內容，會員國在相關規範權限就被共同體侵入、甚至移轉給共同體，這部分是筆者想要探討本文主題——歐盟與成員國權限的劃分，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以下從兩個部分締約權談起。

一、明示締約權

共同體條約明確規定共同體享有締約權的條款主要如下，

（1） 第一百三十三條關於貿易協定締結

其主要內容包括：修改關稅、簽訂關稅和貿易協定、制訂出口政策和貿易保護措施等方面，實行一致的原則。如果實行共同貿易政策過程中需要與第三國締結協定，條文明訂「由執委會
向理事會提出建議，經理事會
同意，開始必要的談判」，「談判由執委會進行」，最後由理事會經條件多數決
通過以後，以共同體的名義簽訂協定或條約。

（2） 第三百一十條關於與第三國條約的締結

共同體條約第三百一十條規定，「共同體得與第三國、國際組織締結協定，包括以相互權利義務、共同行動和特別程序之內容。」，這些協定需由理事會一致同意，並向歐洲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 EP)
徵求諮詢意見以後締結。條約明確規定，與第三方簽訂此類協定屬於共同體的職權範圍。共同體與第三方簽訂此類協定時，必須遵守更嚴格的程序，理事會內部必須全體一致同意，並且有義務與歐洲議會進行磋商。

在明示的締約權部分，成員國在加入共同體時就知道哪些權限須移轉給共同體，這部分是比較沒有爭議的。只需按照共同體條約進行。

二、默示的締約權

在國際公法關係中，主要有主權國家享有主體權利。歐洲共同體條約使共同體在一定範圍內野享有主體權利
。然而會員國一直試圖限制共同體此種權利。因此在關於共同體的締約權問題上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論。

一種理論稱為「並行主義」理論。根據這種理論，共同體的締約權，即它的對外權限，應當反映他的對內法律權利。如果在某些領域內，共同體享有對內立法權，那麼在對外關係的同樣領域內，共同體應當享有締約權，否則權責不符，將使共同體在行使其權限將有窒礙難行之處。共同體的對外締約權不僅僅限於共同體條約中的明示規範，共同體條約授予共同體在其範圍內的某些領域內享有立法權，這就意味著默示承認了共同體在對外關係相同領域中的立法權，即默示的締約權。這種權限與共同體的對內權限並行不悖，互為表裡。這種默示的權限與共同體條約賦予共同體對內立法權限的立法邏輯是相通的。

然而，歐盟成員國卻反對這種「並行主義」理論，認為只有在共同體條約明確授權的情況下，共同體才享有對外締約權。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三百條：「在本條款規定締結協定的情況下…」，這就意味著只有條約明示規定，共同體才有權對外締結條約與協定。

而歐洲法院傾向擴大共同體的權限，在司法實踐中，通過判例逐步確立了默示締約權原則。在一九七０年第二十二號案件（執委會訴理事會，歐洲公路運輸協定案）的判決詞中，歐洲法院首次就默示締約權問題闡明了自己的立場。在共同體條約中並沒有明示條款規定共同體有權簽訂公路運輸方面的協定。這個領域之前一直是由會員國管轄，一九六九年的理事會才將他納入共同體的管轄。因此本案的關鍵點在於，除了共同體條約明確授權以外，共同體是否有權簽訂國際協定與條約。

在該案中，歐洲法院認為涉及共同體締約權利的合法性問題時，除了依據共同體條約有關的實質條款以外，還需要注意法律的整體性問題，為了實施共同體條約規定的共同政策，共同體可以採取任何形式的共同規則，故此後成員國不得單獨或集體與第三國簽訂有關共同規則的協定，只有共同體獨享此權。

顯然歐洲法院贊同「並行主義」理論，主張共同體對內對外權限應該一致、不可分離，這代表著共同體的權限又進一步向會員國擴張了，不僅是對外與第三方簽訂與共同規則相關事務的權限，更將對內與共同規則相關事務的權限讓渡給了共同體。不過這個權限不會自動侵入會員國的權限領域，只有當共同體在這一領域採取共同規則，實施管轄權以後，相關領域的權限才會從會員國移轉給共同體。

一九七五年第一號意見（有關《當地價格標準協定》
）中，歐洲法院進一步發展了自己的觀點，「共同貿易政策要通對內和對外的互相結合作用才得以制訂，不存在對外措施優先於對內措施的問題」，言下之意，對外措施可以先於對內措施加以確定實施，在要求成員國制訂相關規範配合已經對外簽訂的協定。在這一案件中，歐洲法院將默示締約權的適用範圍擴大了。

小結

歐洲整合的過程，歐盟機構權限的擴張不僅是依賴會員國的同情與施捨，其本身利用條約的擴張解釋和內部組織規則的強化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們在探討會員國與歐盟的權限劃分，歐盟機構的職權擴張和組織調整與會員國主權讓與間的互動關係，往往是可以最清楚看見統合的痕跡。

伍、結論

本文欲探討會員國與歐盟間的權限分配，一個政治實體的權限乃來自其所統轄者授予之主權，「主權」是指「一般主權國家所享有的最後決定權威」，EU/EC的主權權威建立始於「舒曼宣言」，確立於一九六三年和六四年。一九六三年歐體法院在Van Gend en Loos案中明白宣示「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不僅僅止於一般的國際條約，……而是在國際法中創造了一個特殊的法律體系，在這個法律體系之下，各國在相關領域中限制了自身的國家主權權利，使得歐體法律體系不僅規範會員國，也包括會員國所轄的人民。」
一九六四年歐體法院又在Costa案中宣示，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及其衍生的法規效力優於會員國法律。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歐體法院在關於「歐洲經濟區域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 意見中表示，歐體條約已建構成一個「不亞於憲章的共同體法律體系」(the EEC treaty, ⋯⋯none the less constitutes the constitutional charter of a Community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然而，EU/EC的主權權威不是絕對的，而歐盟對會員國也沒有全面介入其法律體系的實權，歐盟整合至今，其基礎條約中對歐盟權限( competences/powers
)。歐體條約與歐盟條約僅有廣泛規範權限之授權原則，條款中並無明文規範權限之劃分與種類，故歐盟與會員國之權限劃分往往處於一種不確定之狀態，而引發出許多爭議，本文欲從輔助原則、歐洲法之效力與歐洲共同體的對外締約權中案例，一窺其中歐盟與會員國的角力拔河。並如何透過歐洲法院(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從中尋求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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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探討荷蘭經濟發展與企業經營模式—以ING集團（International Netherlands Group）為例
陳政甫(
【摘  要】
    荷蘭的領土面積不大，並且擁有低於海平面百分之六十的土地範圍，再一切天然資源貧乏的同時，卻能擁有許多的跨國企業，並且成為歐洲國家的重要成員。

荷蘭從帝國主義時代就是海上強權的國家，當時與西班牙、英國都是海外殖民勢力的霸主，並在帝國主義時期在東南亞各地都有相當的殖民勢力，荷蘭民族的商業行為也創造出當下盛及一時的顛峰時期。於二次世界大戰中首當其衝的面臨了希特勒鐵甲兵騎的侵略，並且與當時的歐洲國家一同面對了戰後的經濟復興問題，也經歷過經濟蕭條、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慘淡歲月，如今，荷蘭卻是全世界的第七大貿易國、第八大出口國，並且競爭力連續五年排名全球第五。為什麼荷蘭能以其小國的薄弱條件達成這樣的國際地位，除了國際間的相互合作外，相信其國內政府鼓勵政策的方向，與企業集團的經營模式都有一定的關係，這些都將是本論文所要討論的範疇之中。

本論文第一章節將從歷史的背景中，來探討荷蘭本身的條件與對外發展模式，並藉由其經濟發展高低的數據來探討其成功的關鍵因素。茲將荷蘭的經濟發展歷史敘述歸分成三個大階段：「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思想」、「比荷盧同盟的經濟復甦」，與「歐洲聯盟時代的角色」。在其中分別將以時間為橫軸，配合空間的國內與國外發展相關的變數，藉以探求此以研究主題於歷史中演進的脈絡，以作為分析的根據。

在歷史所呈現的數據下，進而對於每一階段荷蘭企業與國家間所產生的互動合作關係作為研究標的，輔以當時國際環境的外在影響。由於在歐洲國家整合的歷程中，我們不難發現經貿互動是振興當代經濟的主要趨勢。而這樣的趨勢最後演變成今日的歐洲聯盟，其中政治與貿易上的政策必定有其相關的重要因素。所以本論文是由時間去探討荷蘭國家對其內企業策略的變化，以空間來研究國內企業模式的演變與分析，並以荷蘭國際集團（International Netherlands Group ，ING）來作為探討的例子作為本文的論述重心。

於第二章節則是探討荷蘭企業的經營模式，以小國經營模式、組織內部結構探討、企業如何對外進行購併、以及國家與企業的互動模式。荷蘭成為歐洲市場的門戶與跳板，是在國家競爭版圖中，為自己爭取到一個獨特不可取代的位置。造就任一外國企業來到荷蘭，並非是為了荷蘭的市場，而是為了整個歐洲市場，荷蘭出口的貨物有百分之八十六轉運到其他的歐洲國家，更有一半以上的國際配銷物流公司將總部設在荷蘭。然而有計畫性的企業併購更是拓展企業發展的策略走向，在此前提中，國家對於企業相關的政策，亦是本章節所要探討的部分。

最後以ING集團作為上述資料分析的運用與研究，來說明荷蘭經濟發展與企業經營模式採取何種方向以達成功的原則。

【圖一：論文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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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敗訴國「合理期限」內 執行報告中建議 ( 第 21 條第 3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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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經濟歷程階段性研究              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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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荷盧同盟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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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策略研究


案例討論：ING集團          企業經營管理模式探討

【表一：荷蘭的十大企業】

	公司名稱
	2000年營收

（億美元）
	《財星》雜誌全球五百大排名

	1
	皇家荷蘭殼牌石油（Shell）
	1491
	6

	2
	荷蘭國際集團（ING）
	711
	24

	3
	聯合利華（Unilever）
	439
	72

	4
	富通銀行（Fortis bank）
	438
	73

	5
	荷蘭銀行（ABN AMRO）
	433
	74

	6
	飛利浦（Philips）
	350
	107

	7
	全球人壽（Aegon）
	284
	151

	8
	Rabobank
	201
	242

	9
	安科智諾貝爾化學（Akzo Nobel）
	129
	402

	10
	KPN電話公司
	121
	426


第一章：荷蘭經濟發展歷程

第一節  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思想

 (一) 荷蘭的地理環境背景

荷蘭共和國的開始大概可由1579年開始作為本文正式史料闡述的源頭；當年，荷蘭北部七省簽訂烏得勒支條約(Treaty of Utrecht)，規定各省除了在戰爭時互相援助外，平時各自擁有其自主權，其疆域面積大約相於今日的荷蘭王國。

圖1-1  荷蘭地理位置圖

荷蘭的領土有四分之一是西元1200年以後向海爭來的土地，地理位置處於歐洲大陸西北部，東南與德國、比利時相連接，西則面向北海。荷蘭的正式名稱是尼德蘭王國(The Kingdom of Netherlands)，｢Nether｣在荷蘭語的意思是低地，而尼德蘭王國就是低地國的意思。正因為是低地，荷蘭是歐洲地勢最低的國家，歐洲的河流都從荷蘭出海，相對的帶來航運上與進出口貿易的便利；萊茵河、瑪斯河與西爾德河交界的荷蘭，自古以來便是歐洲商業貿易與轉運中心，歐洲大陸有許多的國家貨物，在便利性與成本的考量下，皆採用水路方式來進行，而荷蘭自然成為最大的受惠國家，然而，這卻也同時造成了污染；德國、法國、奧地利所產生的污染與垃圾，也都順著流入荷蘭，這些都是荷蘭先天所必須面對的地理條件，與不可改變的環境挑戰。

荷蘭介於歐洲文化圈的過渡地帶，自帝國主義對外經貿戰爭以來，在境內更出現了國際性商港與多元化都市，這些外資的企業的進入，連帶帶動民族與文化間的交流與溝通。荷蘭於殖民帝國時期的殖民範圍龐大，舉凡東印度群島的爪哇、蘇門達臘、西里柏與婆羅洲等地，都有其貿易的觸角，因此荷蘭本身就當時而言，海上對外的經貿與殖民行為時期國家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基礎。

在1595~1597年間，伴隨地理大發現與新航路的開通，列強大航海時代的來臨，歐洲經濟中心從地中海沿岸轉移到大西洋沿岸。當時歐洲列強無不積極向外擴張發現新大陸與擴展自身的國土版圖勢力，海上貿易也成為當時經濟發展最主要的關鍵因素。西北歐的商業經濟與航海貿易日益發展，促進位於這一地區的工商業繁榮，尤其是依靠海的荷蘭共和國，海上的貿易更是主宰著其經濟發展的主要命脈
。

(二) 荷蘭東印度公司
的出現

自十五世紀開始，荷蘭以其優勢的地理位置，在海洋上進行多方的壟斷，從漁業的開展成為出口貿易的大項以來，對外的出口貿易是其拓展經濟上的主要方式。

十六世紀下半葉，荷蘭發生｢尼德蘭革命｣
，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十七世紀荷蘭的海外貿易發展與商業資本發達，商業資產階級的力量隨之壯大，成為當時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並走向海外擴張的道路。在這段期間內，由阿姆斯特丹出發的船隻向東航行，途經非洲好望角，而發現印尼群島。而荷蘭海外殖民擴張的最主要目標，也正是印度尼西亞群島。其東印度公司的出現，正式表現當時商業資本主義的本性與特點。
而荷蘭在東南亞地區，特別是印度尼西亞的擴張活動，引起了當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抵制，而多個荷蘭國內公司向東印度的發展又引發市場商家的激烈競爭，導致價格迅速飆漲和利潤大幅下降，為了平衡當時與國際間的競爭；與國內市場的利益衝突，舉國一致的向東印度目標邁進是荷蘭當局的選擇，因此，展開了大幅的公司合併行動。

於1602年三月二十日，荷蘭政府聯合東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世界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
，以協調北部省份和好望角以東之間的貿易，並發行新的公債劵為資本。不過，當荷蘭在國外的許多生意中居理所當然的壟斷地位之時，在國內卻不給貿易壟斷的經濟模式綠燈通行。除了東印度公司與1621年成立的荷蘭西印度公司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之外，荷蘭共和國內單一的壟斷都無法維持下去，乃是因為海外利益的龐大，若是無法妥善分配各公司的利益，則會產生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因此東、西印度公司的出現則是代表國內對外的整合與合作。然而國內其他非海外貿易的商業模式，則無法成為壟斷或是合併的市場，因此，即便在當時海外競爭如此激烈，國內仍是充斥自由貿易與貿易自由的聲浪。

荷蘭是一個擁有強大海上運輸力量的商業霸權國家，國內的商業資本也佔居優勢地位，因此對殖民地的掠奪，除了通常的暴力劫掠和強制勒索外，主要是通過它的商業公司進行「商業活動」來進行的。這種公司規模龐大、實力雄厚，由政府直接授予特權，可以擁有軍隊，代表國家，是一種具有國家職能的特殊機構。荷蘭東印度公司壟斷了荷蘭在東方殖民地的一切權益，包括強徵暴斂、使用奴隸勞動和進行強制性貿易，因此公司的收益極大，有時付給股東的紅利竟然超過了股本的金額。荷蘭在西方殖民地的事務，則是由1621年成立的荷蘭西印度公司經營的。這家公司獲得了與美洲東海岸和非洲西海岸以及太平洋島嶼進行貿易的壟斷權，同時還積極從事海上劫掠。


圖1-2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標章

海外競爭時代開始的同時，非但使得國家對外的大小戰役不斷，漁業與經濟也開始受到此以波動影響，以漁業為例，在當時鯡魚市場原為荷蘭壟斷之際，德國、丹麥、英格蘭、瑞典都在北海鯡魚魚場將荷蘭漁民趕走，而法國更制定了專門的法律來阻止荷蘭漁產的進口，即便荷蘭及時因應而出現補助漁船的政策，然卻無法挽救漁業衰退的事實。在大部分的純收入倚賴海外貿易，卻遭逢荷蘭與英國、西班牙爭奪海上霸主地位下，收入的來源由漁業等相關對外貿易轉而轉嫁到殖民地上，東、西印度公司的海外壟斷政策，使得國家的收入逐步的上升，各大都市更對其增加了許多資金的投資，如此一來東、西印度公司在殖民地的做法更是變本加厲，例如在香料的產地上，為了價格上升的哄抬，而將過多生產的香料原料焚化，使得市場需求量暴增，卻也不得不向其購買的事實現狀。

(三)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海外殖民霸權經營
東印度公司的組織嚴密，直屬於政府，接受任命授權。東印度公司可以在國外用荷蘭國家名義與外國締約，開闢殖民地，設置軍事設備與進行戰爭等任務，在當時如同荷蘭國家海外之分身。荷蘭東印度公司所佔有的地區範圍，含蓋了印度洋與大西洋中的聖赫倫那島。
圖1-2  17世紀荷蘭商業公司所佔領的土地

其公司組成，乃是由四個議事會所構成，這些議事會都代表了各自一定數量的股東，而議事會股東的來源則是各地方的資金投注為主要分類，公司在國內各大城市設辦事處，在東印度群島設立商館，其中最大的一個議事會是阿姆斯特丹的股東，而其他各都市的資金也都在其中
。然而，在荷蘭當時三級議會的規定下，各議事會的決策將取決在投注資金的多寡作為依據，因此整個公司的事務基本上都掌握在荷蘭與澤蘭兩省手中，其他地方的居民即便握有股票，但卻不能干涉公司業務的管理。每個議事會的成員只看自己特定都市相關的生意，監督並裝備每個城市獲准派出的船隻，設定總資金中按比例分配的數目，形成強烈的地方主義支配行為。

荷蘭東印度公司以重商主義為指導方針，奉行貿易即戰爭的砲艦政策，為追求壟斷海外貿易，展開了對東方殖民地霸權的爭奪。首先要對抗的就是當時海外腹地盛及一時的葡萄牙，在當時，不僅自己以其強大的軍事力量於1603年至1606年間擊敗葡萄牙，成功的取得安汶島、班達群島等香料群島；並且，荷蘭與英國採取既聯合又競爭的方式，在1619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打敗英國艦隊後，簽訂倫敦協定，主要內容大致歸納兩點；除了貿易所得以荷蘭三分之二、英國三分之一的方式瓜分外，另外為了共同抵抗葡萄牙人，而建立｢防備委員會｣，各派遣船隻成立聯合艦隊。因此，在十七世紀中葉，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南亞的勢力達到顛峰。如此，荷蘭完全取代葡萄牙成為最龐大的殖民帝國，控制麻六甲海峽、壟斷香料貿易、佔領印尼群島的大部分土地。

對廣大殖民地的掠奪，增強了荷蘭的經濟力量，促使荷蘭成為十七世紀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商業資本的優勢必然要被產業資本所替代，荷蘭的海上霸權地位終於不能維持下去。十七世紀後半期，在對英國、法國的幾次作戰失敗後，荷蘭的殖民勢力便大為衰退。到十八世紀，英國替代荷蘭成為西歐最強大的殖民帝國。

表1-1 荷蘭東印度公司於十七世紀東南亞地區戰事一覽

	相關年代
	發生事件
	代表意義

(獲取利益/殖民地佔領)

	1603
	於馬來半島海面上擊退葡萄牙艦隊。
	荷屬東印度公司成立後首次擊敗海上霸主葡萄牙。

	1605
	於香料群島競爭中再次擊退葡萄牙。
	奪取安汶島，成為荷蘭日後擊退東印度地區葡萄牙商館的前線基地。

	1606
	與班達群島締約。
	規定當地所產香料不得運送至荷蘭以外的國家。

	1617
	佔領印度尼西亞的爪哇。
	於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建立荷屬東印度的首府與統治中心，之後陸續征服印尼各封建王國。

	1619
	打敗英國艦隊，同年7月簽訂倫敦協定。
	1. 規定公司在香料群島的香料收購比例為；荷：英=2：1。

2. 成立防備委員會對抗葡萄牙，各派十艘船組成護衛艦隊。

	1624
	奪取葡萄牙殖民地。
	獲得台灣。

	1640
	圍攻葡萄牙人盤據的麻六甲並佔領成功。
	控制通往歐洲的海峽要道。

	1648
	與西班牙締結條約。
	1. 西班牙承認荷蘭於東南亞殖民利益。

2. 以摩鹿群島以東17度為界，劃分雙方勢力範圍
。

	1652
	奪取葡萄牙殖民地。
	獲得南非開普敦。

	1658
	奪取葡萄牙殖民地。
	獲得錫蘭。

	1667
	出兵佔領印尼的亞齊。
	獲得印尼亞齊部分領土。


(四)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衰落

東印度公司基礎雄厚，但是英國漸漸形成威脅，即便至十八世紀初，公司仍然處於發展上升時期，貿易跟殖民事業皆比繁榮，然而公司的財政狀況日趨惡化，至十八世紀末，公司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由於國內對於亞洲貨品的需求量大減，也導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經濟出現危機，這不僅僅是公司內部所產生的問題，其國際大環境的民族意識變化、國內市場經濟體系、工業革命的文明演進，都是造成荷蘭東印度公司衰亡的原因，茲將其具體的原因歸列為以下四點論之：

1. 英國競爭的威脅：

    在前文有提到，一直以來，英國與荷蘭的關係時而競爭、時而合作，然而在整體比較下，英國一直無法與荷蘭披靡，然而如同十六世紀荷蘭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成為海上霸主一般，其競爭對手永遠會是不會消失的敵人。荷蘭的確在商業上市擁有霸權地位，然而其工業技術並沒有得到相對的發展，完全是一個商業國家，英國人不僅取法荷蘭人的制度與商業技巧、制定了航海法以獎勵航海貿易之外，更在工業技術上大幅超越荷蘭，使得海上艦隊軍備上佔絕大的優勢地位。在經過產業革命後，工業技術迅速發展，加上經濟基礎雄厚，使得在爭奪海上霸權的四次英荷戰爭中，工業資本帝國的英國屢屢擊敗商業殖民帝國的荷蘭，尤其是在英荷第四次戰役中，荷蘭喪失了東印度群島的貿易壟斷權；並在1784年的巴黎協定
中，英國獲得再印度洋上的自由貿易權，並佔得蘇門達臘西海岸，如此一來，荷蘭在印尼群島的統治地位也受到威脅，引起反彈。

2. 殖民地的反彈

    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統治之下，奴隸掠奪與販賣盛行，於1617年佔領的巴達維亞總部成為奴隸買賣最大市場。荷蘭對印尼的奴隸政策尤為最烈；其殖民掠奪政策使得公司獲得極大的利潤，公司股息不斷增長，成為當時荷蘭本國最大的經濟來源收入之一。然而這樣的政策一來沒有對殖民地本身形成發展的助益，二來其殘酷的手法遭到當地民眾的反抗；以印尼為例，從十七世紀中葉開始就發生了多起的抗爭活動，在1674年到1753年間，共發生了四次重大多起的抗爭活動
，不僅公司要花費更多的經費在軍備上以維持秩序，維持大量的駐軍和裝備作戰的艦隊等，皆耗費了巨大的資財，在殖民地當地的商業行為也受到相當的阻撓。這些抗爭都對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統治造成沉重的打擊，也是造成公司衰落的另一項主因。

3. 公司壟斷性經營不當與弊端

    走私行賄的屢禁不絕，讓公司陷入破產的危機。長久以來，東印度公司與荷蘭本土的帳務系統相互獨立，雙方擁有自己的財務與營運計畫
，這樣的制度在兩邊都有盈利的情況上，不但能相安無事，更因不需要一再的溝通協商與確認的情況中，能有最快速應變當地變局的能力。然而一但發生問題，荷蘭本土卻無法獲知虧損的具體情況而作出對策因應，因此會讓荷蘭本土投資東印度公司的股東發生無法填補財務的巨大缺口。即便如此，在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中為預防本土股東拋售股票導致更大的虧損，仍然不願意將帳務透明化，並仍然發放公司紅利粉飾。

印尼當地的員工在公司經營虧損的情況下，不僅未對公司的情況作出努力，甚至是直接將公庫通私人口袋，在外地仍然享受奴隸政策下的奢華生活。荷蘭本土也有經由內線交易購買公司貨物的情形發生，造成公司內部利潤的大幅滑落。

4. 歐洲政治環境的激變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垮台，除經濟因素之外，歐洲的革命政治思潮也是關鍵的一個因素。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1793年荷蘭在法國的支援下由共和派發生政變，1795年在拿破崙的佔領下建立｢巴達維亞共和國｣，當時的荷蘭國王威廉五世流亡英國，1798年共和國政府接掌東印度公司，宣布承擔其債務，解散公司董事會，並成立｢東印度貿易和殖民地事務委員會｣取代，統治印尼群島中的殖民地
，最後在1800年的1月1日政府正式運作下，荷蘭東印度公司正式結束。

(五)小結

東印度公司統治時間約兩百年(1602年~1800年)，荷蘭的殖民統治與政教合一且封建專制的葡萄牙、西班牙統治方式有所差異；荷蘭是透過私人貿易股份公司成為資本來成為殖民擴張強而有力的工具，在貿易壟斷公司的支配下，重商主義的商業殖民主義一覽無疑，其特徵在於壟斷貿易、控制航線、強徵暴斂、賤買貴賣等的掠奪政策。以商業資本為基礎的荷蘭，雖然在十七世紀盛及一時，然而卻仍有其侷限，在十八世紀由盛轉衰，荷蘭東印度公司走上窮途末路。然而荷蘭人的貿易與商業精神由其中以可看出端倪；筆者大致推論出幾項要點，來作為本節研讀後的研究：

1. 荷蘭民族早已認知本身位處小國，即便有大部分的疆域位處海平面以下，然其必須向外進行貿易卻是國家經濟的命脈，能夠在大航海殖民時代積極向外擴展的精神，也是一般小國所必須學習的，因此也造就日後荷蘭人在貿易行為上擁有一定的模式。

2. 因為荷蘭本土各企業對殖民地原料的供需，形成市場性不良的競爭，荷蘭政府能以輔助的方式資助東印度公司的成立，不但代表國家大力支持商業貿易的政策，也代表政府因應當時其他增進國家歲入的方式受阻下的最佳反應。而壟斷的商業行為，造就了公司間的合併，這也就是目前我們可以看到的荷蘭企業結構大多處於合併的前身。

3. 殖民主義與跨國公司的連結性，即便是為了殖民而設立方便統治的公司，然而其真正的效能還包括便其商業行為的目的，我們可以假設跨國公司的由來是可以由此推斷之。

4. 全球競爭的衝擊是不會甘於現狀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雖盛及一時，然卻敗在工業革命成功的英國，當初為了彌補其漁業與相關國家產業的低迷而有其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出現，國家卻沒有在期間善用其獲得的利益在其他產業作開發與資助，這是缺乏遠景的政策思維。不僅全球化的腳步不會停止，經濟與政治的脈動也不會保持一定，為了保持甚至要經濟發展獲得更大的空間，積極的行為是必要的考量。

大海磨練出荷蘭人堅毅的個性，也教給荷蘭人風險意識，這是做長久生意的一個很大的重要原則。早在中世紀，荷蘭的船商就懂得分散風險，船商並不擁有幾艘船，而是擁有幾艘船的  股份 ，因此當有意外發生時，損失可以減少，也因此，船商之間既是競爭對手，又是合資夥伴。
因此，我們不難可以從這點發現，身為小國的荷蘭，自中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始，除了已經明白必須往外拓展貿易，更要以合作共生的方式，來創造最大的利益原則，這點我們可以當做下一節所提到的比荷盧經濟同盟（Benelux）窺之具體之成效。
表1-2 荷蘭東印度公司相關重要發展歷史年表

	相關年代
	發生事件

	1602年
	3月20日成立。 

	1603年
	公司船員韋麻朗經由麻六甲海峽由巴達維亞抵達澳門，與葡萄牙的戰爭失敗。 

	1604年
	8月7日抵達澎湖，但12月15日被大明帝國的軍隊驅離。 

	1607年
	荷蘭東印度公司由葡萄牙手上攻下安汶(Ambon)島，並設置商館。英國隨後也在此設立商館。 

	1619年
	在爪哇的西達維亞成立東印度地區的總部。 

	1622年
	荷蘭東印度公司再度佔據澎湖。 

	1623年
	荷蘭東印度公司殺害安汶島英國商館的10名館員。 

	1624年
	大明帝國軍隊與荷蘭經過8個月的戰爭後，荷蘭人退守台灣。 

	1638年
	日本鎖國，葡萄牙人被日本趕走，荷蘭東印度公司壟斷日本貿易 

	1641年
	荷蘭東印度公司佔領葡領麻六甲 

	1648年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西班牙承認荷蘭獨立 

	1652年
	在好望角成立殖民地。 

	1661年
	鄭成功佔領澎湖並以之為據點，開始攻打台灣的荷蘭人。 

	1662年
	荷蘭投降。退出台灣 

	1704年
	第一次爪哇戰爭（～08年） 

	1719年
	第二次爪哇戰爭 （～23年） 

	1740年
	巴達維亞華人起義 

	1749年
	第三次爪哇戰爭（～55年） 

	1795年
	法國革命軍佔領荷蘭 

	1799年
	12月31日解散。


第二節：比荷盧同盟(Benelux)期間的經濟復甦

(1) 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的挑戰

    自十九世紀開始，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開始從自由走向壟斷，對銷售市場、原料產地、投資場所的急劇需求，引起分割世界的鬥爭更加尖銳化；英國、法國、美國、日本等列強將原先的殖民範圍更加擴大、而荷蘭雖然經歷東印度公司的失敗，以及政治環境的變化，然而對於殖民地的需求卻一如往常。荷蘭國小力弱，資本主義發展比較緩慢，海外殖民地除了成了本土宗主國所需糧食及工業原料的供給者之外，並且也成為其必然的銷售市場。人口的調節與資本的投放也在殖民地中落實起來，尤其東印度(印度尼西亞)仍是荷蘭不可或缺的生命線。

    在上節有提到，英國因為工業革命的成功，而將荷蘭所擁有的殖民地一一佔領，而英、法、美對爭奪北婆羅洲的激烈，使得荷蘭將觸角往尚未征服的地區擴展統治，到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荷蘭殖民者最主要的殖民區域大致在東印度群島。所以當時的荷蘭國家經濟的主要重心點，仍然是在海外殖民與商業貿易的主軸中，而荷蘭的國內經濟狀況也與殖民政策關係密切，在當時，適逢國內經濟不景氣，加上印尼當地反抗殖民政策的活動不斷出現，荷蘭政府於此耗資巨額，為了改善國內經濟，只好變相對殖民者再行｢強迫種植｣ (Cultuur Stelsel) 政策
，也就是強迫當地耕地面積的五分之一來種植荷蘭所規定的作物。此舉增加了爪哇地區農作物的輸出，提供荷蘭在國際貿易與船運的利益，於1830年到1870年，增加了殖民地政府八億四千萬荷蘭盾。但由於受到當地人的不滿與自由主義思潮的發展，荷蘭不得不在1870年停止這項農耕制度，然在強迫種植的政策的廢止下，導致市場貨源突然減少，荷蘭經濟再度陷入癱瘓，所幸十九世紀末，由於農業技術的改良
及農業種植型態的改變
，添彌了不少經濟上的損失。而原本倚賴殖民地輸入的傳統產物，改由發展工業所必須的錫、橡膠取代之，提供荷蘭在經濟轉型上所缺欠的原料物資。

比利時的獨立，造成了荷蘭歷經十年的經濟蕭條期，由於本身缺乏天然礦產資源，經濟上向來都是倚靠農、商、航運為主，工業化的速度也較比利時為慢，加上1840年國內農作物欠收，造成糧食短缺而引起社會騷動，但相較於同一時期的歐洲各國而言，荷蘭的經濟仍歸屬於繁榮的評比中。

(2) 兩次大戰中的經濟危機

    一次世界大戰歐戰的爆發，是荷蘭遭受的第一波經濟危機。即便荷蘭當時已經宣佈其身為中立國的立場，然因英國封鎖了海域及進行艦艇海戰的影響，荷蘭在經濟上倚重的商航貿易受到極大的衝擊，進而引發國內食物短缺，民生基本需求受到限制，政府也迫於實行食物配給制，來控制因物資短缺而引起的社會失序。而一次大戰後，全球性的經濟大恐慌也對荷蘭社會造成衝擊，失業率節節升高，經濟陷入最低迷的時期。

    二次大戰的開戰，讓荷蘭的中立國地位在一夕之間被德國納粹摧毀，不像一次大戰的幸運，在無軍事裝備與軍事訓練下的荷蘭，被德國強佔，當時的荷蘭女王威廉明娜(Wilhelmina，1880~1962)與其政府被迫流亡英國。戰爭期間，在德軍佔領下的荷蘭人民，物資極度缺乏，食物的配給在有限度的限制下造成兩萬多人的餓死，不僅造成荷蘭經濟的停擺，且德軍欲將統治區域的人民納粹化的精神洗腦做法，更成為荷蘭人重大的心靈創痛。在戰後，荷蘭人記取這段嚴重的歷史浩劫，也在悲傷之餘思索未來的發展，用積極的重建來取代心中的傷痛。

(3) 比荷盧同盟的出現

政治環境的變遷也對荷蘭作出了嚴厲的考驗。自荷蘭脫離奧匈帝國獨立後，在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將荷蘭的尼德蘭(Netherlands)與以前奧匈帝國的尼德蘭(即現在荷蘭的部分與比利時)聯合為一個國家，由於比利時與荷蘭間的種族與語言均有差異，因此比利時是否獨立成為一個國家，是當時討論的重要課題。在法國七月革命的帶動下，比利時在1831年獨立，但是自久以來的國家意識，雖然時有衝突發生，但兩國間的相容力仍然存在。同年的1月27日，對於比利時的疆域提出問題，即比利時不得包括林堡(Limburg)與盧森堡(Luxembourg)，而後在斷續的國際利益爭奪中，認定盧森堡大公國的疆界，並與荷蘭聯為一個君合國體制，受荷蘭的統治。從歷史意義來看，三國的同盟並非沒有前兆，三國間的歷史與種族、疆界分合中，都一再的強調了三國間的密切關係。1830年的比利時獨立，迫使荷蘭領土減半，工業資源減縮的狀態，更重要的是，荷蘭必須認知自己已脫離十七世紀的黃金殖民時代，看清自己只是處於列強中的小國，同時也必須調適與剛獨立出來的比利時之間的國際關係
。

早在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盧森堡大公國基於經濟發展因素，欲找尋合作的夥伴，原本欲向當時具有強大經濟實力的法國示好，但是法國隨後撤出談判，因此轉向經濟結構類似的比利時尋求結盟
，在1921年7月25日簽訂｢比盧經濟聯盟條約｣，有效期間為五十年，到期後可在延續，在次年的五月一日起正式生效。這也成為往後比荷盧經濟聯盟的孕育者。

在當時，不論經濟與財政，金融與社會的立法皆未稱完善的同時，該條約中的某些內容實為往後的比荷盧經濟聯盟條約與歐洲經濟整合畫出藍圖；例如：兩國間關稅障礙的掃除、建立共同的對外關稅、人民遷徙與就業的自由、聯合對外經貿談判等等。其實這裡我們就可以發現單一共同市場建立的初步意義與重要性。於後，更陸續增添多項協定，達到融合一體的共同市場。

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三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重破壞，由於國土相聯近等前述歷史因素，1943年10月21日，比盧經濟聯盟與荷蘭簽訂一項貨幣協定，其主要內容是以荷蘭的貨幣來調整比利時法郎的匯率，來初步的調整國與國間的金融差異
。三國流亡政府遂於1944年9月5 日於倫敦簽訂｢比荷盧關稅聯盟｣(Benelux)。此項關稅公約，成為之後三國間多項協定與公約的基礎條約，而在當時西歐經濟與政治統一運作的先驅中，這是最具有歷史意義且最早的國際組織整合
。這關稅協定的主要目的仍是促進三國於經濟、財政、社會方面的合作，掃除三國間的關稅，以達境內市場的自由流通；對外建立共同的關稅，達到外界貨物於三國市場內交易的便利原則。隨後於1947年3月14日簽訂過渡性的議定書，詳細規定相關的實施細則，這項協定於1948年1 月1日生效
。

然而三國間的財政政策依然有其差異所在；荷蘭本身實行計劃經濟制度，控制物價與薪資水準，以直接稅為主要財政收入；而比、盧正好相反，採取自由貿易政策，以高薪制度刺激物價與消費，課徵間接稅為國家收入，雙方背道而馳，但為實行條約目的的實現與減低三國間的經濟水平差異，逐步的廢除稅率、建立對外稅率、廢止進口的限額。

在1950年簽訂農業議定書，主要內容在後來的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可見當時的相關規定，例如：促進技術進步及農業生產資源的最適利用、提高農業生產、增加農業收入，提高農民生活水準、穩定共同市場、確保農產品的供應與制定合理的產品價格等
。1953年財經政策獲得協調，1954年7月，於布魯塞爾簽訂同意各國間資本自由移轉；1956年允許勞工的自由遷徙，這兩項於建立共同單一市場亦往前了一大步；最後終於在1958年2月3日於海牙簽訂｢比荷盧經濟同盟｣條約，一般則視為1944年關稅協定的擴張與完整版，更是確立了共同市場的最終完整目標
。

其中，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建立在起初未能達到最大的成效，但有鋻於荷比盧三國間的經濟合作，有效的達到社會與經濟的復甦，在短時間內以各項協定與合作模式，來達成最快的經濟起飛；三國間的貿易合作與障礙掃除，進而帶動生產力與貿易額的增加，刺激日後歐洲的整合；因此歐洲各國隨後擴張煤鋼共同體的思想，建立原子能共同體、歐洲經濟共同體，更在1967年合併三個共同體，至此，歐洲整合乃是依循荷比盧三國的模式來運行，直到現今歐盟的運作與擴張，都是基於市場利益原則進行，所以，比荷盧的經濟同盟，實在可稱之為歐洲整合的先驅。

(4) 小結

荷蘭是北海登陸地，是歐洲戰役發生時期各國侵略軍隊所必須經過的地方，荷蘭的戰略位置不僅重要，更在政治事務間有一定的緩衝能力。

1958年1月1日羅馬條約生效後，由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德國、義大利六國所組構而成的三個共同體組織，於1965年簽訂合併條約，歐洲共同體（EC）正式出現，期間，以英國為首的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於1959年成立。原本歐洲貿易協會是用來對抗歐洲共同體經貿體系的結成
，更以廢除區域關稅為主要目的，姑且針對廢除關稅部分不做討論，我們可以清楚發現於二次大戰後，經濟的蕭條與衰敗是歐洲各國所必須也當務之急來面對與處理的主要國家課題，但單憑自身的資源與經濟能力來迅速的恢復國民水平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就是必須仰賴外來的援助，並以互相貿易流通來造就其經濟水平的回升。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起始，實則來自於國家與國家間的經濟合作，以企業的角度來觀之，則稱之為企業合作（或併購）。這類的情形不只發生在歐洲內陸國家，其他全球規模較小的國家都接而有經濟或是其他方面上的考量。對於歐洲本體而言，也正是造就了日後所發展出的歐洲聯盟。尤其在EC的整合之中，荷蘭與比利時、盧森堡三個規模較小的國家，對於經濟上的降低關稅障礙與建立共同市場自然格外的積極，又由於三國的地理位置身處於西歐中心的地理優越，今日歐盟的各重要機關，或是全球與歐洲有經貿關係往來的企業體系，都將其事業總部設置於其國境之內。

荷蘭在貿易面上擔當作為歐洲對外貿易的大門角色。最大的港口鹿特丹可說是歐陸面向大海的開口，自1992年以來以鹿特丹最為起點的萊因馬蘭多瑙運河正式開通，這條橫斷歐洲大陸直達黑海的三千五百公里的內陸水路，不僅對東歐等內陸國家的運送上大為增長，於經濟上更是處於關鍵性的成長與擴張，以此水路而衍生的經濟範圍，是歐洲自往昔以來貨物與人力的主要交易地區，因此在歐洲文化與傳承上亦有重大的影響。此外，在阿姆斯特丹旁的主要荷蘭機場－斯奇波爾機場，在兩個小時的航程之內即可到達西歐的各主要城市。如此一來，更加速了勞力、資金、貨物與服務的四大流通，對於建立單一共同市場而言，更是跨出了重要的一大步。因此荷蘭有目前的經濟以及文化上的種種因素，不可不討論的就是其交通的便利與地位上的重要樞紐關鍵。

即便荷蘭在當時擁有外貿與港口的優渥經濟利益，但荷蘭本國的景氣仍嫌低迷，不過以其國際企業總公司的成立，以及荷蘭本身在酪農業與鮮花等農產品的輸出，都仍佔荷蘭本身主要的經濟指標，並且在國際市場上具備一定的競爭能力。再加上阿姆斯特丹在成為世界性金融市場中積極的推動與計畫的盤整，觀光業亦有重要的提升與成長趨勢，因此在與一般皆經歷過大戰摧殘之下的國家相比，荷蘭迅速以對外的合作來發展本身的國內優勢，這也是荷蘭在戰後迅速復興的關鍵因素。戰後，荷蘭的經濟地位更顯重要，以德國而言，所有貨物都必須經過荷蘭的口岸才能達到海外市場，相對的海外的貨物資源亦是必須通過荷蘭本土才能進入德國等內陸國家。

    位於西歐南北向香蕉帶｣(Banana Zone)
中心的荷蘭，不但具有全歐洲最繁密的鐵公路交通網，並且經由阿姆斯特丹與鹿特丹兩大門戶，貨物可以在最短的時間送達西歐所有重要城市，加上EU的整合下，各國間疆界的去除與海關規則的簡化，荷蘭更有其重要且穩固的經濟優勢
。由於關稅政策協定是荷比盧的主要成功關鍵，而這項的關稅協定，在後來的歐盟更是重要的依據指標
。

表1-3  比荷盧時期相關大事一覽表

	相關年代
	發生事件

	1921/07/25
	比利時與盧森堡簽訂「比盧經濟條約」。

	1943/10/21
	比盧經濟同盟與荷蘭簽訂「貨幣條約」。

	1944/09/05
	比荷盧三國流亡政府
於倫敦簽訂「比荷盧關稅同盟」（Benelux）。

	1947/03/14
	三國政府簽訂一項過渡性的議定書
。

	1948/01/01
	比荷盧關稅協定生效。

	1949
	荷比盧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1950
	比荷盧三國簽訂「農業議定書」。

	1950/05/09
	舒曼宣言，建議成立煤鋼共同體。

	1951/04/18
	荷比盧德法義六國外長於巴黎簽訂成立煤鋼共同體之條約(ECSC)。

	1953
	比荷盧三國財政政策協調。

	1954/07/08
	比荷盧三國於布魯塞爾簽署同意各國間資本自由移轉議定書。

	1956/06/
	比荷盧三國簽訂允許勞工之自由遷徙協定。

	1957
	比荷盧三國解除一切障礙，幾乎達到完全之自由貿易。

	1957/03/25
	六國於羅馬同時簽訂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ATOM)與歐洲經濟共同體(EEC)條約。

	1958/01/01
	羅馬條約正式生效。

	1958/02/03
	比荷盧三國於海牙簽訂「比荷盧經濟聯盟」條約。

	1959/01/01
	歐洲經濟共同體第一階段降低10%的關稅行動。

	1959/07/21
	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成立，於1960年5月生效。

	1962/01/01
	歐洲經濟共同體第二階段加速減稅決定。

	1965/04/08
	六國簽訂三個組織的歐體合併條約，於1967年7月生效。

	1968/07/01
	共同體關稅同盟成立，實施對外之共同關稅制度。


第三節：歐洲聯盟時代的角色

如果歐洲聯盟本身有一個核心存在，那不可避免的就是德國、法國與荷蘭，在經濟規模的考量，於前一節已詳述有關其不得不往外作經濟合作的重要性，本處將不多做贅述。本節主要是敘述荷蘭於戰後的經濟發展，並探討其身為歐洲聯盟的主要創始會員國，是如何看待各會員國間的合作模式，並且探討其如何善用政經的地位來協助完成整體歐盟的整合。
(1) 經濟型態的轉型

    在戰後的三十年，直到全球性的石油危機之前，荷蘭的經濟復甦有穩定性的成長。在美國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的援助下，歐洲經濟上各產業受到很大的重生。而荷蘭因為荷比盧關稅同盟的成立，對歐洲境內的貿易更形擴大。國內生產的成長率達到百分之六，不僅刺激了投資的熱絡，早先落後於比利時的工業，也開始走上工業化的現代消費型社會。即便當時荷蘭所屬的東印度群島殖民地皆已獨立，不過就如同上節所述，反倒是刺激了荷蘭經濟的轉型；之前的殖民公司與銀行等相關產業，轉而向歐洲大陸進行貿易往來，而荷蘭對東南亞的投資，也在私人投資者的維持中持續下去，這也成為日後荷蘭跨國公司能比其他國家發展更為迅速的關鍵因素之一。

    自1973年以降，荷蘭的經濟再次的向下滑落，一方面是由於國際性的石油危機，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社會的現代化，薪資結構影響物價的上揚，形成通貨膨脹；又因為環保主義意識的抬頭，對於工廠的排放有嚴格的規定，對農牧業所使用的化學肥料也有所管制，如此一來限制了工業產品與酪農業等其他產業的大量盛產，形成另一波的高失業率。社會問題連帶興起；倒閉與破產的公司如雨後春筍般一一出現。荷蘭政府為此，實行｢國營企業私有化｣的政策，此舉不但可以減少國家的赤字，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生產；如荷蘭皇家航空公司、郵政公司的股份都賣給了私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此國營企業私有化的策略，不僅舒緩了當時的經濟危機，對日後的企業也立下了良好的基礎，這點將在本文後半段章節中另外作細部的探討與說明。

    在1982年，荷蘭經濟衰退了1.2%、失業率高達10%，通貨膨脹率7%，過多的福利造成社會上產業活動的弊病，所有福利國的後遺症通通出現在荷蘭，當時被稱之為｢荷蘭病｣
。當｢荷蘭病｣入膏肓之際，工會領袖
、雇主代表、政府，三方決定合作談判共同渡過危機，也就是之後所稱的｢瓦聖那協議｣(Wassenaar Agreement)。結論大致可以歸結如下：

1. 勞工方面：自願未來幾年不調薪資，來換取雇主減少工時但不裁員的承諾。不調薪在高通貨膨脹的經濟情況中，讓勞工成本顯得相對的低，然而這讓企業跟員工擁有更多的選擇空間。如此一來，工作機會大增，不僅兼職工作的機會增加佔全部就業機會的三分之一
，擁有小孩的婦女也能重回職場，荷蘭女性就業率大大提高。

2. 政府方面；保證彈性工時的勞工擁有完整的社會福利。不過在另一方面，在失業給付的額度上也做了相對了調整減少，所以在此次的談判中，各方勢力在其中都有得有失，同時這也奠定了荷蘭勞工結構的轉型、也扭轉了政府財政惡化的趨勢，也是荷蘭經濟重新出發的基礎。

如此的共識協商模式，被稱之為｢波德模式｣(Polder Model)。波德也就是海埔新生地的意思；在海埔新生地上，風車必須不停的抽水，以防被海水滅頂的危機，因此大家必須合作、有計畫的努力工作，因此西方社會又稱荷蘭經濟奇蹟為｢共識經濟｣(Consensus Economy)，或是｢協商經濟｣(Consultation Economy)，這也是荷蘭人為了生存必須團結起來的經濟基礎。之後，政府、勞方、資方建立了一個協商的機制，什麼事情都要三方坐下來來達成共識。

荷蘭的經濟制度基於取得共識。荷蘭具有悠久的談判傳統，在工會、雇主團體和政府間所進行的密切而定期地溝通中，這一傳統得到充分地體現。雇主和雇員間也保持定期的溝通，政府盡可能對此不予干涉。

達成共識是增加競爭力的方式，荷蘭開放的經濟和觀念使得它成為一個擁有數百年歷史的貿易大國。荷蘭人是經驗豐富的旅行者，他們精通各種語言，擅長貿易談判，常常能夠出奇制勝地完成項目。作為一個開放的經濟體，荷蘭容易受到國際貿易發展的影響，尤其是最近幾年的全球經濟衰退、股市下跌、911 事件、伊拉克戰爭和 SARS 的爆發使這一狀況更為惡化。 儘管如此，荷蘭在 2003 年仍是世界第八大商品和服務出口國。荷蘭 750 萬的就業人口中有四分之三從事於服務業。平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約為 27,900 歐元，失業率為 5.3%。荷蘭在公共事業、教育和醫療保健方面增長迅猛。荷蘭 GDP 有一半以上來自國際貿易。荷蘭進出口商品中有一半以上是食品、化工產品、機械設備，和大量的電腦及電腦配件。包括電腦在內的大部分進口產品將轉運到其他國家。這些產品幾乎不再需要進行加工就直接轉運出口，荷蘭的角色如同一個物流中轉站。

表1-4   2003 年度各項經濟活動所佔 GDP 的份額

	經濟活動
	所佔 GDP 百分比

	農業和漁業
	3%

	提煉業
	2%

	工業
	36%

	服務業
	50%

	公共事業
	9%

	總計
	100%


資料來源：荷蘭統計局（2003）
在1980年代末期，經濟狀態反轉，早期及存在的荷蘭大企業公司都開始發展為跨國公司的型態，如皇家殼牌荷蘭石油(Shell)、聯合利華(Unilever)、飛利浦電器(Philips)、安科智諾貝爾化學(Akzo)、荷蘭銀行(ABN)。並且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驅使下，荷蘭企業網遍佈全世界，成為國際間最重要的經濟產業國家。
(2) 荷蘭外貿經濟的成長

荷蘭在1993年時遭逢二次大戰後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在當年，荷蘭國內的經濟成長率只有0.2％，然而在歐盟成立後，經濟成長率卻一直比歐盟其他國家的平均國家經濟成長率為高，促成此種高度經濟成長及經濟繁榮的主因大致可以歸類為兩項；一為利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來積極發展外貿。其二為善用區域經濟的特長及荷蘭地理位置的優勢、完善的交通運輸網路、以及與歐盟各會員國之間的互免關稅、匯率統一的優點，來加強外貿的發展。因此，外貿的蓬勃發展可說是荷蘭促進經濟繁榮發展的最重要因素。

荷蘭的地理位置與海港、機場設備的良善，使得運輸業發達，讓荷蘭成為歐洲交通的樞紐，無論是海運或是空運的貨品，都可以利用鹿特丹(Rotterdam)與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兩重要的海港，或是利用西浮機場(Schijakar)來作輸出或輸入，此舉不但可以節省鉅額運輸的費用，提高運輸的效率，因此在地理位置的關鍵點也讓荷蘭成為歐洲、美洲、亞洲貨物進出口的門戶。

而在荷蘭的外貿策略中，荷蘭不僅大幅的在1988年到1999年間提高其對全世界進出口的總額，而在對外貿易區域的對象上，更加把總對外貿易額的80%以上的貿易集中在歐洲區域(參表1-4)，三分之二的荷蘭出口商品將被運到下列五個國家：德國、法國、比利時、英國和美國。24％ 的商品去往德國，德國是荷蘭最大的貿易伙伴。2004 年 5 月 1 日，歐盟迎來了 10 個新成員國家。像以前一樣荷蘭將從歐盟的擴大中獲益。荷蘭與新成員國的貿易已經開始迅速增長。從 1993 年到 2002 年，荷蘭出口到這些國家的商品以 17％ 的速度增長。這種策略很能符合區域經濟的原則，所以才能以外貿的發展推動了經濟的成長。荷蘭的外貿所以發達就是能善用其地理位置的適中，成為歐盟國家進軍歐美區域的橋樑，因此也造就了交通的發達與工業的先進，進而擁有財經基本面的健全與實力的雄厚，奠定了良好的經貿發展基礎。

表1-5 荷蘭1988年至1999年間對外貿易額比例

	對外貿易額地區
	對外貿易額比例

	歐盟國家
	78.4%

	其他歐洲國家
	6.7%

	北美地區
	4.6%

	其他地區
	6.3%

	總計
	100%


(3) 加入歐盟對荷蘭的優勢

    作為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創始國之一，荷蘭在促進歐盟一體化與倡導歐洲密切聯結方面起重要作用。作為一個小國，它從一個牢固的歐洲法律秩序中獲益匪淺。像歐盟這樣的組織，受共同利益而不是國家利益驅動，給小國提供了保護。荷蘭主要依靠出口的經濟，從歐盟成員國身份中獲益良多。荷蘭的農產品和工業製品現在更易到達其歐洲客戶手中。
荷蘭自1957年就已經加入歐洲共同市場機制，而在加入歐盟之後，各會員國之間登可享受共同市場的互免關稅利益，使得相互之間的貿易減少了成本上的支出，也代表增加相對的利益。而荷蘭在1999年加入歐洲貨幣同盟之後，物價與匯率的維持穩定也讓荷蘭的經濟體制有一定的基礎與避免以往的風險，這樣的物價平穩提供了廣大的消費市場，荷蘭的發展外貿也增添了利益。歐元的貶值對荷蘭的外貿也產生了一定有利的因素；歐盟國家經濟的穩定也對投資有利。在2000年，荷蘭的對外直接投資已經達到730億美元，外國對荷蘭投資也到550億美元，這兩項直接投資的數據都在全世界前十名之內
，尤其是海外的投資獲利比例最高。對外投資增強了荷蘭經濟的優勢，也增加了經濟的效益。

為了繁榮和安全，歐盟進行了擴大，歐盟的合作需要讓歐洲的民眾實實在在地看到，如在自由和安全等方面。荷蘭將歐盟看作是一個穩定、民主和持續繁榮的框架。荷蘭將一如既往地為歐洲一體化作出貢獻。荷蘭認為歐洲一體化進程對保持繁榮和促進穩定極其重要。 2004 年 5 月 1 日，歐盟迎來了 10 個新的成員國。這一歷史事件結束了因冷戰而導致的歐洲分裂。歐盟的擴大將不僅僅是具有歷史意義，荷蘭相信這也將不會對歐盟造成削弱。

表1-6  2002 年度世界十大出口國

	國家
	出口總額（十億美元）

	美國
	957

	德國
	692

	日本
	480

	法國
	409

	英國
	384

	中國（大陸）
	358

	義大利
	309

	荷蘭
	295

	加拿大
	288

	中國（香港）
	243


資料來源：IMD（2003）
(4) 小結

｢核心歐洲｣(Kerneuropa)
的概念是以歐洲文化中的價值體系所建構出的歐洲認同。荷比盧三國，不僅在疆域上相比鄰，其文化、民族性也息息相關，在一起歷經了戰後的經濟蕭條，彼此間的經濟往來促成了比荷盧經濟同盟的聯合，而這不僅是在經濟上的攜手，在政治、文化與其他國家間的統一認同，也在歐洲聯盟加以逐步實現。因此，荷比盧三國與法、德被歐洲知識份子點名為｢核心歐洲｣的一分子。荷比盧三國在日後有關國際組織的加入，也多是三國同一步調進行之；像1998年荷比盧三國加入歐洲貨幣聯盟(EMU)、2002年宣布以歐元(EURO)為唯一固定貨幣，這些都可以看出三國的不可分割性。對於歐洲地區的整合與團結，在荷比盧上看到了成功的例證，而低地國在歐洲聯盟中的角色扮演，日後將會是如何的走向，是繼續帶領歐盟的擴大，而或是形成歐盟間重要的決策角色，這在未來都會形成另依重要的探討課題，然而我們在這裡是不能諱言的證明，荷蘭的發展的確是給予歐體、歐盟一個很重要的先驅。
第二章：荷蘭企業經營模式探討

第一節  小國經營理論

在小國經營理論中，不可或缺的是結合其他國家的能力與資源，不論是自身的天然資源豐富或是貧泛，經濟能力與外貿能力都將是全國經濟體系的命脈。荷蘭努力成為歐洲市場的門戶與跳板，是其在國家競爭版圖中，為自己爭取到一個獨特不可取代的位置。造就任一外國企業來到荷蘭，並非是為了荷蘭的市場，而是為了整個歐洲市場，荷蘭出口的貨物有百分之八十六轉運到其他的歐洲國家，更有一半以上的國際配銷物流公司將總部設在荷蘭。

密密麻麻的運輸交通網路是創造小國迅速經濟發展的另一個主因，繁榮始自於交通的發展在一切的都市發展理論都是被肯定的。

第二節：企業對外策略結合的運用

第三節：組織內部資源整合的探討

第四節：國家與企業間的合作關係
荷蘭這個小小的國家有許多舉足輕重的跨國企業集團，如ING集團、皇家殼牌石油、飛利浦、聯合利華、荷蘭銀行等，而且企業家精神也落實在官僚體系當中。從中央政府開始，荷蘭的經濟部每兩年，都會主動出版荷蘭經濟的評等報告。厚達三百頁的報告，包括荷蘭的總經和財政、人力資源、創新環境、硬體設施、市場環境、資本市場六個層面，和比利時、美國、紐西蘭、日本、丹麥、英國、德國、奧國八個荷蘭視為競爭對手的經濟強國詳盡比較。此等評比不但用數據清楚呈現荷蘭的經濟特質，也同樣對競爭對手的實力一覽無遺，印證了荷蘭人對蒐集情報縝密計畫的特性。

「客戶需求導向」是荷蘭國家和企業最主要的經營方向，不論是政府部門或是企業都是將這樣的企業經營精神一路貫穿，而且國家與企業間的合作模式更是密切，例如：「鹿特丹市發展公司」聽起來像是一家民營的地產開發公司，實際上是市政府的都市發展計畫處，名字上的轉變只是為了避免一般的官僚心態出現，造成可能的舞弊或是不利於外商公司投資和國內發展。

第三章：案例討論—ING集團的企業經營模式

本章節將由ING集團的歷史發展背景開始論述，琢磨於發展過程與相關策略，並在其中尋找筆者研究的荷蘭企業經營模式，來做相互的印證。

第一節  ING集團的發展背景

昂首闊步環繞全球的ING集團，以2003年95,893.3百萬美元的營業收入名列全球500大企業之第17名，較2002年成長近9﹪。並名列全球第二大上市保險公司、荷蘭第一大企業。同年，獲知名商業雜誌富比士(Forbes)全球2000大企業第12名的排名。荷蘭國際集團（Internationale Nederlanden Groep N.V.，簡稱ING）目前全球有超過10萬名的員工，提供全球65個以上國家
、超過5000萬名客戶，憑藉著廣大的區域分布、多角化的經營模式、嚴格的成本控管，分享全球性的行銷通路，提供多元化的金融理財服務。截至2000年底，ING集團資產總額高達7150億歐元，市值更由1991年的50億歐元成長近16倍，達7500億歐元，為全歐第5大金融保險集團。隨著經營規模的不斷擴大，ING集團已成為提供全球整合性金融服務的先趨。在其多角化經營策略下，尤以金融服務、保險規劃及投資管理獨具心得，而壽險事業更是集團之核心事業，近年積極經營發展的重點，並且在全球各地區皆有優異表現，透過資源分享、行銷管道分享，協助各區成功快速發展。
代表ING集團的「獅子」標誌，隨著國際化腳步的日益加深，遍及全世界。舊地圖上的荷蘭像極了一隻獅子，自古以來，荷蘭軍隊的盔甲便以獅子為標誌，並且取其地位卓越。ING集團以獅子為商標，期望自己在全球的金融服務市場上，能像獅子般成功取得領導地位。ING荷蘭國際集團是由荷蘭最大保險公司(Nationale-netherlanden)與荷蘭最大的郵政銀行(NBM)合併而成，已有155年歷史。ING荷蘭國際集團歷年來財務績效表現優異，稅後純益每年成長10~12﹪，總資產在五年內
成長超過三倍，並且2000年前三季之盈餘即高達100億歐元。

ING集團由於長期多角化的經營，再加上其嚴格的成本控管，使得ING集團歷年來的財務績效表現優異。從下面的圖表可以觀察出近五年來，ING集團不論在總資產的累積，獲利上均有明顯的成長。

ING集團分支機構遍及全球，其中設立銀行機構的國家有61國，保險機構有27國 ，資產管理機構有41國，其中有25國兼具銀行、保險及資產管理機構。

表3-1 ING集團近年來總資產一覽表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年1~9月

	總資產

(單位十億歐元)
	179.8
	220.7
	281.5
	394.9
	492.8
	612.5


美國商業周刊所公佈的2004年全球100大品牌，ING集團以28億6千4百萬美元的品牌價值, 名列全球100大品牌第88名。由美國商業周刊發表的年度全球100大品牌，乃是以品牌所創造的營利淨值做為評比標準，ING集團以黑馬之姿入榜並超越Starbucks、海尼根等世界知名品牌，百大品牌中並無其他保險集團入榜，足以證明ING集團已成為世界認可的全球頂尖金融機構。
表3-2  ING集團於全球的分支機構

	北美洲
	
	歐洲
	
	非洲
	

	加拿大
	◎□＃
	奧地利
	◎
	布隆迪
	◎

	墨西哥
	◎□＃
	比利時
	◎□＃
	剛果共和國
	◎

	美國
	◎□＃
	保加利亞
	◎
	埃及
	◎

	南美
	
	海峽群島
	◎＃
	摩里西斯
	＃

	阿根廷
	◎□＃
	捷克共和國
	◎□＃
	盧安達
	◎

	巴西
	◎□＃
	芬蘭
	◎
	南非
	◎＃

	智利
	◎□＃
	法國
	◎＃
	辛巴威
	◎

	哥倫比亞
	◎
	德國
	◎＃
	亞洲
	

	古巴
	◎
	希臘
	◎□＃
	巴林
	＃

	厄瓜多爾
	◎
	匈牙利
	◎□＃
	中國
	◎□＃

	荷屬安的列斯群島和阿魯巴
	◎□＃
	愛爾蘭
	◎＃
	中國香港
	◎□＃

	巴拉圭
	◎
	義大利
	◎□＃
	印度尼西亞
	◎□ 

	祕魯
	◎
	盧森堡
	◎□＃
	伊朗
	◎

	烏拉圭
	◎＃
	摩洛哥
	＃
	日本
	◎□＃

	委內瑞拉
	◎＃
	荷蘭
	◎□＃
	哈薩克斯坦
	◎

	澳洲
	◎ □＃
	挪威
	◎ 
	黎巴嫩
	◎

	紐西蘭
	＃
	波蘭
	◎□＃
	馬來西亞
	◎

	
	
	葡萄牙
	◎
	菲律賓
	◎□＃

	
	
	羅馬尼亞
	◎ □＃
	新加坡
	◎ □＃

	
	
	俄羅斯
	◎＃
	南韓
	◎ □＃

	
	
	斯洛伐克
	◎ □
	台灣
	◎ □＃

	
	
	西班牙
	◎ □＃
	泰國
	◎＃

	
	
	瑞士
	◎＃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

	
	
	烏克蘭
	◎＃
	越南
	◎

	
	
	土耳其
	◎ 
	
	

	
	
	聯合王國
	◎＃
	
	


（附註：◎代表銀行機構 □代表保險機構 ＃代表資產管理機構）
ING集團的歷史緣起可以由1845年在荷蘭海牙成立的荷蘭保險公司(The Netherlands insurance Company)說起，在當時只是一家單純提供國內保險的一般公司，在保險觀念尚未健全的年代，其實其公司的營運單純的只能靠微薄的收入來源來支撐。其在1963年與國民人壽保險銀行(National Life insurance Bank)合併成為荷蘭國民保險公司(National-Nederlanden)，開啟了首要與銀行體系相結合的合併。在1973年以降，由於當時荷蘭遭受到經濟的滑落，國際性的石油危機與通貨膨脹，造成了一波失業率高漲的熱潮期間，因此在荷蘭政府提倡的｢國營企業私有化｣政策下
，眾多的公司開始進行合併與和政府企業作合作，而後來所誕生的ING集團也正是其中所受到影響的一例。荷蘭郵政銀行(Rijkspost-sparbank)於1881年成立，在1986年與荷蘭票券暨匯款金融機構(Postchequeen Girodienst)合併成為郵政銀行(Postbank)，這是荷蘭政府企業的金融化，而隨著政府國營企業私有化的推行下，並且在荷蘭國民保險公司於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地的大小併購與組織的成長，在當時發展成為荷蘭最大的保險公司之際，於1991年3月4日與荷蘭第三大銀行—NBM郵政銀行集團(NMB Postbank Group)
合併，正式定名為｢荷蘭國際集團｣(ING Group)，同日，集團的股票也在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上市。

起初，在1986年其他金融集團仍然在本國或美洲市場開發的同時，荷蘭國民保險公司已將觸角延伸至亞洲，並且在1989年於台灣及南韓成立壽險公司。在2000年集團成立十年的同時，取得中國大陸市場的執照許可，由於目前ING安泰人壽與太平洋保險公司合資成立的太平洋安泰保險公司在上海已成為第二大外資壽險公司，因此被視為亞洲策略發展的重要關鍵，而壽險也是目前ING集團在亞洲與太平洋地區的核心事業。

九十年代初期，歐洲財經環境隨著歐盟的推動開始有所變遷，許多銀行與保險公司開始涉足對方的領域。在1990年1月以前，荷蘭尚未立法通過銀行與保險兩個不同領域的公司合併，但在ING集團預測歐洲貨幣的統一、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將帶領歐洲進入新的金融服務領域，整合性金融服務將成為趨勢。因此，ING集團開始積極透過聯盟、併購，藉以成立強而有力的全球性金融集團。在1990年1月，透過波德模式談判下，荷蘭政府通過了金融體系的合併法案，允許不同領域的公司可以進行合併的方案，於此，不但能減少企業的赤字，更能刺激工作機會的競爭，減低因通貨膨脹下的失業率。但是當時並沒有企業在保險與銀行兩者之間作結合，而因是在於保險公司所承受的風險過大，銀行體系給予人民保障的承諾，兩者在市場觀念上的衝突，在當時並沒有現在金融整合的思潮出現情況下，未被看好。

而在1993年，在外界普遍不看好且抱持猶疑態度、觀望的情勢中，ING集團嘗試在歐洲將銀行與保險兩個不同領域的金融服務合併，1995年，收購英國霸菱集團，同時，也積極進入新興市場
，持續日本、中歐、拉丁美洲市場的開發。這樣的選擇在當時是被稱為｢過於積極｣的合併策略，若是合併的成效未能被市場機制所接受，則相對的必須承受倒閉的危機。然而事實證明當時集團的合併策略與評估是成功的，其選擇合併的標的對象也皆選擇金融集團的公司體系中，我們不難發現，其實如此的運作早已有很完整的藍圖存在。

荷蘭公司         國民人壽          荷蘭郵政          荷蘭票券暨         NBM銀行

1845年成立       保險銀行          儲蓄銀行         匯款金融機構       1927年成立

The Netherland    1836年成立        1881年成立         1918年成立       Netherlandsche

                National life       Rijkspost-sparbank      Postcheque-       Middenstandbank

Insurance bank                         en Girodienst                              

                                        


荷蘭國際保險公司                   郵政銀行 Postbank

1963年成立                        1986年成立



NBM郵政銀行集團

1989年成立

荷蘭國際集團                                              NBM Postbank

ING GROUPS

1991年成立

                                     安泰全球金融服務公司

  1995年收購                             安泰國際公司

1853年成立Aetna

霸菱集團        2000年收購

1762年成立

ReliaStar保險公司

圖3-1  ING集團發展史

資料來源：安泰菁英網，http://agent.inglife.com.tw

表3-3  ING集團成立十年大事紀

	1991 併購年

The Year of the Merger
	2月25日，Nationale-Nederlanden和NMB Postbank Group宣布合併，正式揭露荷蘭國際集團(Internationl Nederlanden Group)，同年3月集團股票上市。

	1992 獅子年

The Year of the Lion
	集團首次公佈1991年的財務數字；淨利總額為荷幣15億。宣布投資義大利財務集團(Sviluppo Fianziaria)

	1993 新組織年

The Year of the

New Structure
	執行董事會提出｢管理組織的主要架構｣，將集團分成四個執行中心；ING荷蘭中心、ING投資中心、ING國際中心以及ING房地產中心。

	1994 新策略年

The Year of the

New Strategy
	4月提出新的管理組織；處理有關保險業與銀行業的合作。5月前往中國作業務拜訪。10月提出新的策略方向；集團應將事業重心轉往至國際市場，繼而進行組織調動。年底，集團於墨西哥取得執照，開設保險公司、銀行、投資銀行相關業務。

	1995 霸菱銀行年

The Year of the 

Barings Bank
	3月，英國霸菱銀行因員工Nick Leeson再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的巨額虧空被迫讓售股權，而集團於五日後宣布併購英國霸菱銀行，在國際上聲名大噪。

	1996 豐收年

The Year of the Awards
	ING Direct bank 在加拿大取得執照。

	1997 主要併購年

The Year of the 

Major Acquisitions
	1月，集團市值超越500億荷幣，較1991年增長四倍。

7月，宣布接管美國保險公司Equitable of lowa，此舉讓集團在美國的壽險市場擴增了兩倍。並以四億兩千五百萬宣布購併美國投資銀行Furman Selz。

11月，集團以荷幣90億正式開價購買比利時布魯塞爾銀行(Bank Brussel Lambert，簡稱BBL)。

	1998 歐元年

The Year of the Euro
	3月11日，取得Allgemeine Deutsche Direkibank 49%的股權。

	1999 歐洲大陸年

The Year of Europe
	完成歐元市值的轉換。

淨利盈餘較前年增長84%，3450億歐元總資產讓集團成為世界前20大資產管理者。

	2000 美國年

The Year of America
	5月，宣布接管美國保險公司Reliastar。

7月，以77.5億美元接管安泰集團旗下金融服務公司與安泰國際公司，成為北美第十大保險公司。

	2001 整合年

The Year of Integration
	透過整合劃分，將近幾年的收購行動後新組織切分為新的四個執行中心；歐洲、美洲、亞洲與資產管理。


第二節： ING集團的企業併購策略

10年來，ING集團在策略及財務上已相當成功，ING集團10年來成長快速，主因來自結合銀行、保險及資產管理三大金融體系的全方位合作及若干大型併購案的成功。2000年，為擴大亞洲與美洲的經營服務規模，陸續購併美國保險集團公司ReliaStar、安泰金融服務公司（Aetna Financial Service）及安泰國際事業公司（Aetna International），成為全美前10大保險公司（壽險及年金保費收入第1名）、亞洲第2大壽險集團。同時，也是全球第11大資產管理公司，充分利用遍及全球之行銷服務網，集團下分支機構亦經常性的交換資訊、結合相互行銷、服務通路，增加銷售機會及服務管道，達到成本降低並創造最大商機。亦透過併購相近產業，(如銀行、保險、金融服務等公司)、並在區域表現具相當之水準(包含收益、成長或排名)、有行銷通路且擁有固定之客戶群之公司，使其快速擴充版圖。

在目前投資理財已經重於風險轉移的同時，ING安泰卻能將兩者合併為一，將其集團方針往全方位的的金融理財公司邁進，實為日後保險業所必須學習的標竿。然而安泰能在各方面都以領先的姿態帶領同業往更為客戶設想的方面，更是金融服務業所必需兼備的特點，也是最重要的人性點。

在集團經營原則上，不僅是在以各地的在地化為最主要的考量，例如，在亞太地區就以亞洲人為主宰的方式來經營。更是著重於當地的風俗民情與人才的培訓；在安泰大學中，不僅是在壽險業的專業能獲得最大的充實，在組織或是業務品質，甚至是e化的資訊上，都能讓員工獲得學習上的滿足。這次以人為本的企業最重要的地方，如此的善待員工，才能讓員工本著相同的心態來面對客戶，提供更為人性且無隔閡的金融理財服務。
第三節： ING集團內部政策與資源整合

經濟環境瞬息萬變，對任何企業都是莫大的考驗，處在如此多變的環境中，ING集團以五大策略目標為依歸--打造堅固的財務基礎、提供集團經營效益、以多元通路及產品為客戶創造價值、持續發展專業能力以及有效降低營運成本，以求在競爭激烈的財務服務領域中成功佔有一席之地，並不斷發揮五大核心價值--回應客戶需求、企業家精神、專業、團隊合作及誠信，將完美的產品與服務傳遞給所有客戶。

(一)集團基本策略目標：
1. 滿足客戶需求的全面性金融理財服務：

多角度的經營模式，全面性的規劃產品與提供服務，提供所以客戶(個人、公司、法人機構)最適切的商品，透過全面性的行銷方式、服務管道，贏得全球金融保險服務業相當高之市場佔有率。

2. 員工是集團最重要的資產：

因為深信優秀的人才是推動企業理念、傳遞服務的重要關鍵。ING集團不斷為員工創造最好的工作環境，給予員工在職訓練，藉由國際性的訓練課程，強化同仁對全球多元的金融服務的專業及視野，提昇個人的專業成長在工作上有最好的發揮，這正是ING集團成為全球經營成功集團的原因之一。

3. 風險分散：

因廣大的區域分布及多角化的經營模式，避免了因為區域因素(如當地政局不穩)或某一特定產品虧損而影響整個集團的運作，因此在獲利上一直能有穩健的表現，此項特點不僅是ING荷蘭國際集團的經營策略，更是成功的主要因素。

4. 嚴格的成本控管：

本著穩健的經營文化，採取嚴格的「成本控管」政策，藉由改善成本費用率以提高整體的淨利率；另一方面，以「收益成長高於費用成長」為原則，在保險營運方面，使保費成長大於費用成長，在銀行方面使收益成長大於支出成長，使獲利維持穩定。

(二) ING集團企業核心價值：

1. 客戶服務導向 (Customer Service Focus)：

瞭解顧客的需求，並以實際的行動提供滿足或超越顧客需求的服務。

2. 企業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

ING集團永續經營的根基在於長期優質的獲利，其中之要素為組織及其所有的員工在執行業務時能有動力與創意。

3. 團隊合作 (Teamwork)：

重視團隊合作在活動中會與所有夥伴群策群力，共達目標。

4. 專業 (Professionalism)：

ING集團在所有的環節上都非常重視專業，且視其為最高層次顧客服務之 必備要件。 

5. 誠信 (Integrity)：

ING集團承諾在其所有的事業經營上，符合誠信及高道德標準準則。

6. 投資於人 (Developing People)：

員工為公司最重要資產，ING安泰願意投資最大資源創造一個終身成長的環境。
第四節： ING集團的海外競爭模式

壽險是ING集團在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核心事業，並輔以其他資產管理事業，如：基金、退休金等，同時以變額壽險商品和投資性商品，滿足客戶需求。近來，ING集團更積極強化客戶關係管理(CRM)，希望透過網路顧問服務、職團開拓、直效行銷、電子商務等多元化的管道，提供顧客更多元化的選擇，使ING集團成為亞太地區金融服務業的領導者。

2000年ING集團在亞太區進行了多項業務重組和增進生產力的計劃。在安泰人壽加入後，ING集團已成為亞太區第二大國際壽險集團，以壽險保費收入計算，現在ING在台灣排名第四大、馬來西亞排名第四大、香港名列第五大 、日本則是排名第二十四壽險公司。

· 台灣：

購併安泰國際後，由於「亞洲最佳壽險公司」台灣安泰人壽的加入，使ING集團已迅速搶得市場占有率第四名的位置，並以ING安泰人壽為名，持續為客戶服務，台灣安泰的傑出表現、驚人的保費成長，更讓ING集團成功進入了亞洲重要的保險市場。台灣地區的整合計劃，不僅使ING集團在台灣的保險市場得以快速成長，更得以整合雙方豐富的資源，包括：基金、房貸、信用卡等業務，全面提供客戶全方位的金融理財服務。

· 大陸：

　在全球注目的焦點市場中國大陸，ING集團也在2000年取得中國大陸的執照許可，加上目前安泰人壽在上海已是第二大外資壽險公司，ING集團在大陸的發展指日可待。 

· 香港：

購併香港安泰後，ING集團在香港成為第五大壽險公司，同時也成為政府新的強制公積金計劃的提供者，首次為ING進入香港壽險和退休金市場，提供了卓越的保證。

· 日本：

從營業額的大幅成長，導致稅前淨利倍增，可看出ING集團2000年在日本的驚人成長。ING集團積極強化在日本提供各種的金融服務，而與Principal Financial Group的合資案，也使ING集團正式加入經營退休金市場，銷售退休金商品。並且，ING集團在2000年亦推出了多種變額壽險產品，使商品更為多樣化；而ING在日本的基金公司，也透過銀行和ING集團以外的銷售管道合作，銷售基金產品，強化ING集團多元化的行銷管道。

· 韓國：

ING集團在韓國的壽險事業體，在過去兩年被公認是韓國市場上成長最快的壽險公司，也是第一家能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的國際公司，服務範圍包括：銀行、保險、證券和投資信託管理。ING集團與H&CB的策略聯盟，也為ING集團在韓國開發更多金融商品的銷售機會，並打下堅實的基礎。

· 澳大利亞：

ING集團在澳大利亞的資產規模正持續大幅成長中，充分反映了ING集團壽險產品和基金管理業務的高成長。另一方面，ING集團在澳洲的經營重心，是透過創新的技術開發、成本控制及增進營運效率，來達到企業的高度成長，並鞏固壽險經營的領導地位。

· 馬來西亞：

購併安泰國際後，ING集團在馬來西亞擴展了知名度，在安泰提供了ING集團重要的壽險和健康保險資源，並提昇了ING集團的市場競爭力。現在ING集團已是馬來西亞保費收入前四大的壽險公司之一。

　  2000年，對ING集團在亞太地區的營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成長年。安泰國際的加入已大幅擴展了ING集團的營運，讓ING在金融市場成長得更快。目前最大的挑戰是整合旗下的企業，並使每一金融事業體成為最佳客戶導向之企業。未來，ING將以在亞太區的優異營運表現為基礎，成為一個提倡客戶導向，並提供全方位金融理財服務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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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環境政策演進之研究

宋晉頤(
【摘  要】
    本文假設歐洲（從歐體到歐盟）環保政策是一種鬥爭與妥協的產物，是經濟發展的既得利益者與環境保護的推動者兩者之間的鬥爭，經濟發展的既得利益者包括政府與企業，而環境保護的推動者則包括學界與環保團體。本文將探討歐洲環保思潮之形成，及其如何影響歐洲環保政策之制定，造就歐盟現存的環保政策成為舉世公認最進步的楷模。當代盛行的「永續發展」概念從本文的觀點來看，是歐洲政府與企業在無法抵擋來自公民社會的環保壓力下，要求世界各國共同以政治力量干預經濟活動，一體增加經濟發展的成本，以便保持歐洲各國或各企業的相對競爭力。 

關鍵詞：歐洲共同體、歐洲聯盟、共同環境政策、環境行動綱領、永續發展

1、 前言

    工業革命以後，人類活動的經濟規模有了躍進式的成長，雖然人們的生活與過去相比是更加的平穩與舒適，但各種開發活動所衍生的環境問題，也讓各國付出慘痛的代價。一九三O年代全球性的經濟大恐慌後，經濟成長成為各國政府一致追求的目標，人們相信透過資源持續不斷供給，所能創造出的科技進步，可為人類帶來無止境的經濟成長，並能增進全人類的福祉。這種以經濟為首要目標的觀點，乃主導了許多國家政策執行的方向。然而，隨著世界人口的大量成長與工業化需求的增加，所造成的工業污染也日益嚴重，環境污染問題因此逐漸受到環保團體、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的關切。


然而，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在先天上是兩個不相容的議題。注重環境保護必然會增加經濟發展的成本，不利於產品的競爭力與市場的拓展，因此，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環境保護的議題往往成為資本家的負擔，而以資本主義掛帥的政商關係，對於環保議題也往往採取漠視或拖延的態度，關切但不熱衷，口惠但實不至，有程序的共識但缺乏實質的共識。


因此，環保思想的實踐並非易事，若非有來自公民社會和輿論的壓力，環保的理想恐將被束之高閣，成為口號。對環保議題最積極倡議與推動者，除了學界以外，首當環保團體，它們的鼓吹與動員在公民社會形成一股力量，這股力量可以影響投票行為，尤其在後工業化的歐洲社會，對物質文明的反思，加速了這股力量的茁壯，歐洲各國的綠黨興起即是這股力量的具體化表現。


本文假設歐洲（從歐體到歐盟）環保政策是一種鬥爭與妥協的產物，是經濟發展的既得利益者與環境保護的推動者兩者之間的鬥爭，經濟發展的既得利益者包括政府與企業，而環境保護的推動者則包括學界與環保團體。本文將探討歐洲環保思潮之形成，及其如何影響歐洲環保政策之制定，造就歐盟現存的環保政策成為舉世公認最進步的楷模。當代盛行的「永續發展」概念從本文的觀點來看，是歐洲政府與企業在無法抵擋來自公民社會的環保壓力下，要求世界各國共同以政治力量干預經濟活動，一體增加經濟發展的成本，以便保持歐洲各國或各企業的相對競爭力，就像政府為了避免資本主義市場自由競爭所帶來的惡果可能引發革命，而規定最低工資與最高工時一樣，增加所有企業的生產成本但並不改變其相對競爭力。
    身為世界三大經濟體之一的歐盟乃是經濟掛帥的區域組織，它除了是一個以經濟為主的組織外，也是世界上最重視環保的一個區域，而歐洲的環保規章及政策，目前乃是國際上公認最進步的。而歐洲社會在早期環保意識是如何凝聚共識引發環保思潮？在國際環保議題逐漸受到重視與環保意識逐漸抬頭之下，歐盟在其歷次環境行動綱領(Environment Action Programme)中，一步一腳印的累積與發展環境政策，進而成為全球環保趨勢下重要的國際環保領導者，其背後的誘因倒底為何？是爲了環保而環保還是有其他經濟因素的誘因?本文藉由分析歐盟環境政策的制定及發展，以便透析為何歐洲比起其他區域更重視人所生存的環境。

2、 西方環保思潮的興起

1、 國際環保思潮的興起與過程

    西方直到一九五O至一九六O年代，人類才開始對環境問題有較深刻的認識，並提出解決的辦法。
一九六O年代是環保意識的精英啟蒙階段。一九六二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卡森(Rachel Carson)發表了極具爭議的經典著作《寂靜的春天》 (Silent Spring)。
她以大量的事實論證了工業污染對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包括人類自身的損害，陳述了工業技術革命的生態破壞後果，揭示污染對生態環境影響的深度及廣度，第一次就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向全世界敲響了警鐘。卡森《寂靜的春天》拉開了「生態學時代」的序幕。
    一九七0年代是環保意識的動員和形成階段，主要事件是羅馬俱樂部的活動和各國政府和聯合國的回應。
一九七二年，羅馬俱樂部提交了它的第一個研究成果《成長極限》（The Limit of Growth），對正處於高增長、高消費的“黃金時代”的西方世界發出了關於「人類困境」破天荒的預言，指出經濟成長與環境品質不能並存，經濟發展所消耗之自然資源將危及自然生態。而羅馬俱樂部關於「只有一個地球」的口號成為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的重要背景，並通過〈人類環境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而一九七九年聯合國大會也正式通過了國際發展策略，強調環保與經濟發展雙方面並行之重要性與必然性。
    一九八O年代是群眾性廣泛的環保抗議運動階段，主要事件是一九七O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工業污染事件引發的環境抗議運動和矛頭指向冷戰雙方、與反戰反核等和平運動相結合的大規模群眾性綠色抗議運動。而一九八七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提出「布蘭特報告」（The Brundtland Report）
，提出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此報告的重點在於打破環保必須以犧牲經濟發展為代價的迷思，企圖提供出整合環境與經濟發展的新架構。世界銀行在八0年代以後也逐漸將環境保護列為其放款條件參考因素之一，以促進經濟、社會、自然生態之合諧發展
。八0年代也為開發中國家綠黨活動最活躍的階段；八0年代是全球環保意識型態的群眾性普及階段。學界、媒體全面介入環保話題，綠色生態環境問題從六O、七O年代鮮為人知到八O年代成為婦孺皆知、家喻戶曉的常識，環保意識型態也成為當代意識型態的一環。

    一九九O年代以後，環境保護議題走向國際政治化階段。與前20多年相比，九O年代的環保運動呈現一特點︰國際政治行為，環境與經濟發展問題已成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一個重要方面，尤其是在環保與貿易間出現層出不窮的問題。在當時聯合國積極推動全球性環境保護，於一九九二年六月在巴西里約(Rio)召開了「聯合國環境暨發展會議」也就是俗稱之「地球高峰會議」(Earth Summit)，通過了「里約宣言」
(Rio Declaration)以及「二十一世紀議程」
 (Agenda 21)等重要文件，具體顯示人類對地球環境之共同關懷。

2、 歐盟環境政策之進程

從歐洲的歷史來看，過去十九世紀中業至二十世紀中業工業發展迅速，當時經濟活動因為地理與經濟因素，一般來說都集中在某些區域，並未考慮到對生態的影響。但事實上，每一項人類活動與工業發展都會影響到自然環境，引起大氣、水、噪音等污染，甚至會造成某些地區與鄉村的破壞。百年來的環境破壞到了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更到了嚴重的地步，有三個主要原因：1、城市迅速發展；2、經濟急遽擴張；3、不當使用新生產技術及石化工業產品。
六十年代後，歐洲才開始認真考慮環境政策，原因是他們必須面對兩項因經濟成長所帶來的障礙，其一是無法再使用的資源日益匱乏，另一方面為自然生態逐漸造成危害。各國政府為避免事情惡化，乃積極倡導環境政策。

(一)、一九五O年代(重經濟、輕環保)

    歐洲工業界在過去一個世紀(1860~1960)發展迅速，並未考慮到對生態的影響，五十年代歐洲並沒有環保的關切，對當時的共同體而言，羅馬條約指出擴張經濟與提升生活水準是首要目標，對於環保問題較不重視與關切，因為他們尚未意識到任何共同威脅，一九五七年德、法、義、荷、比、盧六國簽署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時，也並未規定環境政策。若遇到一切與有害的污染或是特殊工業，只是採取個別措施與控制，各成員國採取各自不同的措施，對環境污染的處理也是各負其責。但國際性的環境污染問題並不能按一個國家的政策水準來自行解決。尤其是成員國的環境措施和環境導向的產品有時導致了貿易壁壘。此時的共同體法律考慮的是產品的質量標準和工業環境，如何保證商品自由流通和保護消費者利益。

(二)、一九六O年代(環保議題萌芽)

    歐洲各國到六O年代末期，才有較明確的環保政策。六O年代以來，由於經濟顯著的成長，環保議題的重要性逐漸變為重要。在國際上尤其是酸雨的議題，在英國及德國製造大量放射物質，帶給北歐國家相當大的影響。因此環保團體不斷向北歐政府遊說，促成一九七二年六月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舉辦的「人類環境會議」(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揭示環境品質為人權的重要內涵；以及同時期的羅馬俱樂部(The Club of Rome)所提之「成長極限」(The Limit of Growth)報告，都吸引當時歐洲人對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生態問題引發注意。

(三)、一九七O年代(環保行動綱領出現)

    於一九七一年，國際自然保育與自然資源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在瑞士召開歐洲環境保育教育會議（European Working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Education），對環境議題做了一次重大的環境宣言。該宣言呼籲：在日趨嚴重的環境問題下，環境保育教育成為歐洲各國迫不及待的工作，以保護人類對環境與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並減低受環境污染的危害。隨著一九七O年代瑞典人類環境會議及上述各個引發環境保育關切的議題發生後，這也間接帶動共同體六國開始思考歐洲自然生態的保護。以一九七二年十月巴黎高峰會隨即作出回應，與會政府與國家首長除了決議要加強合作工業發展外，更認為歐洲要有一套共同環保政策，因為只有經濟發展是不夠的，經濟發達必須出於生活品質及水準的改善，而環境的惡化是不可能促成生活水準的提升，所以最後指出，經濟成長的本身不是目的，它是需要共同體人民生活與工作情況的改善加以配合
，因此共同體當時在環境方面的政策是朝向協調各個會員國環境政策的一致化。因此在一九七三年執委會首次提出第一個環境行動綱領(Environment Action Programme)，至今已有六個關於環保的行動綱領，來做為歐盟對環保的規畫，將在下一節敘述。

(四)、一九八O年代(環保有法源依據)

一九八O年代最重要的莫過於歐洲單一法(Single European Act)的制定，將環境保護列入共同體的任務之一，確立其制訂共同環境政策的正當性地位，自單一歐洲法生效時起，此後歐洲共同體的環境政策有明確的法源依據與目標，而過去以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第100條與第235條作為法律基礎的重要性
，將被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第130條(R)到130條(T)所取代，以及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第100條增列到第100條(A)，為界定共同體在環境保護的任務與決策方面等重要條文。

(五)、一九九O年代(歐盟環保權限擴大)

    在一九九二年的「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中，繼歐洲單一法再度擴大歐洲共同體在環境政策上的職權，並且繼續在一九九九年五月通過的阿姆斯特丹條約(Treaty of Amsterdam)中得到強化，將「條件多數決」(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適用在環境立法上，並以「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環保概念為條約原則；同時保留一部分國家行動的自由裁量權，即指令(directives)的使用，並允許會員國採取較歐盟層次更嚴格的標準。

三、小結

    美國著名學者卡森《寂靜的春天》出版，向人類敲響了生態危機的警鐘。十年之後，羅馬俱樂部於一九七二年出版《成長極限》，不論歐洲或美國，在世界各地引起了注目。這兩本刊物的問世，在人們面前打開了一個在過去實際上被人們擱置許久且攸關人類生存的嚴肅問題。人口爆炸、土地沙漠化、資源枯竭、能源危機、環境污染這所有的一切已經使人類陷入了生存的困境。面對不斷惡化的生態環境，西方國家的學者和中產階級人士，都在思考如何以一場人類自身的革命，來擺脫人類的困境，從環保意識的動員形成及群眾性的環保抗議運動階段；一路到環保議題走向國際化階段，他們逐漸從過去注重經濟和物質生活的理念中領悟出來，樹立現代生態平衡意識，建立公正、平等、和諧的社會新秩序，確立生態原則為核心的經濟發展策略。當時的歐洲共同體雖以經濟發展為優先考量，但也感受到了此一國際環保思潮所帶來的震撼，體會到生態環境的可貴，乃爲歐體的環境政策啟了開端，奠定了日後發展環境政策的基石。
參、歐盟環境政策之實踐：歐盟環境行動綱領(Environment Action Programme)
歐洲環保意識在七O年代也隨著萊因河與地中海的汙染、酸雨及森林破壞等問題而逐漸意識環境問題的重要性。歐體在一九七二年巴黎高峰會首次重視歐洲日益惡化的環境問題，認為歐體要有一套環境政策，於一九七三年提出了「環境行動綱領」以整合與環保相關之法規
，包括經社、能源、交通、消費者保護、野生動植物及其他自然資源之保護等廣泛領域。基本上，這些環保行動綱領除了表達一般原則外，還提出特定的執行措施，作為共同體參考的架構，只是一種政治性宣言，而宣示性文件僅是決策的一個步驟，政策計畫是需要被制訂及執行的。行動綱領是促使歐盟將環境任務納入政策的主要手段，至今一共有六次環境行動綱領：

一、第一個行動綱領(1973~1976)：

    由理事會與各會員國代表發表對於環保的歐體行動綱領宣言，表示共同體開始著手共同環境政策，並致力於直接消除突發性的環境損害。由下述幾個原則開創共同體環境政策：

1.預防活動      

從最初起，針對避免污染或危害的產生，而不願意在事後才制止這些污染與危害作用。

2.污染環境者付費原則(use the polluter pays principle)

　　1973年的行動綱領中，最重要的原則之一就是「污染環境者付費原則」，由危害的預防與消除措施所造成的費用，原則上必須回歸到污染環境者的身上。此一原則要求污染者負擔開銷(expenditure)與費用(charge)兩項。

3.國家與共同體均需致力於環境保護與改善生活品質

　　環保並不是各個國家之內政事務而已，因為污染是無國界的，必須由全共同體以及成員國來全力維護。 

2、 第二個行動綱領(1977~1981)：

第二個行動綱領可主要是第一個行動綱領的延續，也是由理事會與各會員國代表作成決議，在強調污染控制中增列新的項目，主要是掌握區域的環境特徵，以便去協調各成員國的法令，並提供各國作為環境發展之參考，以突顯共同體發展環境評估的決心。

三、第三個行動綱領(1982~1986)：

　　第三個行動綱領主張將環境考量整合至其他政策領域，執委會也呼籲政策整合
，認為此整合是建立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關鍵。並於此次綱領中公佈337號準則
。

四、第四個行動綱領(1987~1992)：

    一九八七年的第四個行動綱領，一九八七年歐洲單一法生效後，同年執委會也將其擬定的第四個行動綱領，依據歐洲單一法新增加環境條文提出環保原則。依歐洲共同體條約130條(R)規定，共同體環境政策的目的在於(一)保存、保護及改善環境品質；(二)保護人類健康；(三)確保自然資源的合理、謹慎的使用；(四)推動國際方案，以應付區域性或全球性環境問題。在具體的環保計畫當中，則有以下三項原則：1整合環境政策至共同體其他政策領域
，2污染者付費及承擔賠償責任，3自污染源頭及早預防環境破壞。在第四個行動綱領中，並提議成立歐洲環境局(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自一九九四年起才開始運作，以作為歐洲共同體補充機構。歐洲環境局主要任務：對來自所有會員國的環境資料作收集與監督，以作為執委會監督各會員國執行環保之依據。

五、第五個行動綱領(1993~2000)：

　　一九九三年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生效實行時，執委會提出並經部長理事會通過的第五個行動綱領。該計畫的中心課題是在防止內部市場統一後的經濟成長所造成的環境破壞並強調「永續發展」的概念。然而環境保護之目標設定無法單獨由歐盟層級來完成，只有藉由社會各階層的協調合作，並透過各個參與角色的深度對話，才能夠達成此一目標。因此強調各層次的行為者都應該以積極的態度介入，以發揮成效，並不在像以往環境行動綱領著重各種環境成分，例如：空氣、水等的污染解決措施。改而強調各項活動與部門的合作，該行動綱領特別強調，將把環境的關切納入其他政策領域，特別是工業、能源、交通、觀光及農業
。 

六、第六個行動綱領(2001~2010)：

　　第六次行動綱領以〝Environment 2010：Our Future , Our Choice〞作為標題，該行動計劃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歐盟國家人民的生活質量，讓人類生活在一個更加清潔和健康的環境中。歐盟執委會採用了一項在未來10年關於環境的新行動條款。這項計畫包含了四項重要的環境議題和其他要如何實踐這四項行動的方法，
以及用來實現環境對新挑戰方法之提出，為目前最新的環保行動綱領。。

4、 歐盟推動環保之因素

   全球環保趨勢下推動之環保策略，若是區域間或國與國之間有差異性的存在，那將影響經濟利益、市場開拓等問題，那麼將不會有國家希望去實行具有差異性之環保政策，相同的歐盟也不願意樂見此情況發生在歐洲地區，甚至是美洲及亞洲地區，唯恐因環保標準不一所帶來經濟上的損失。然而歐盟在推動國際環保不遺餘力可贏得國際環保者之美名，但其背後的意義卻是以經濟利益為出發點，以獲取經濟利益。

1、 國際環保潮流的影響

    歐體存在的最初幾年中，環保並未列入歐體的關注項目。原因有二：(一)、一開始並未規劃環境政策；(二)、國際政治中的環境議題在當時並不顯著。一九八O年代，國際形勢因冷戰結束而趨向緩和，世界經濟全球化、貿易投資自由化等，國際間安全議題重要性下降，經濟發展與隨之而來的環境污染問題重要性大幅上升，全球對環境惡化的關懷也高漲。而環境議題登上國際議程的趨勢開始於聯合國一九七二年在斯德哥爾摩所舉行的「人類環境會議」。二十年後其繼承者，里約地球高峰會的成果構思出「二十一世紀議程」為永續發展的藍圖，並提供歐體「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FCCC)及「生物多樣性公約」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的簽署舞台，歐體環境政策也就是因此隨著國際環保議題逐漸受重視之下登上國際舞台，以提供歐盟鼓吹環保，闡揚有利其經濟發展的環境保護策略，將全球的環保議題與國際公約納入一個共同的架構當中，歐盟借助這股國際環保的趨勢，對歐盟產生正面影響。

2、 第五次行動綱領永續發展的推行

    聯合國在一九八七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所提「布蘭特報告」中，提出永續發展的概念。而此報告也間接影響一九八八年歐體高峰會議於一項「環境宣言」(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之決議，歐體認為永續發展必須是一項優於其他共同體政策的目標。這顯示了歐體在「布蘭特報告」提出後，歐盟便開始推動「永續發展」策略，並成為第五次環境行動綱領的主要規畫內容之一。而到了一九九二年馬斯垂克條約時，第五次環境行動綱領計畫開始實行「永續發展」提出要與社會、經濟成長的聯繫，將環保的主要目標設定為提供現在及將來世代最理想的社會、經濟及人類生存，永續發展增列至當時歐盟及未來在環境政策的目標之一。聯合國於一九九二年六月在巴西里約召開之「地球高峰會議」，通過了「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以及「二十一世紀議程」兩個綱領性文件，也都揭示了全球永續發展的理念，與歐體決定發展「永續發展」的理念相呼應，這不但證明了歐體推行永續發展具有前瞻性，更顯示了歐盟第五次環境行動綱領與國際環保潮流接軌。歐盟也經由聯合國大力推動「永續發展」的概念，將「永續發展」的理念付諸實行於第五次行動綱領及未來規畫環境政策的事項之中，聯合國也無形中幫助了歐盟宣揚其背後的意義，也就是希望世界各國為環保共同努力，建構出一無差異性的環保規範與各項環保公約，置入一體之中，因為若只有歐盟來維護環保將無形的提高生產成本，降低市場上的競爭力。

3、 歐盟以援助合作推動各國環保

歐盟負有發展為一個積極區域角色的義務：(一)、歐盟自身環境政策的表現；(二)、歐盟與鄰國有著密切的生態互賴(close ecological interdependence)；(三)、會員國政府的期待與要求。歐盟做為一區域性環境行為者，將對其鄰國產生影響力，換言之歐盟的相關政策與標準亦將發生影響力至其鄰國。例如中東歐國家(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CEEC)與地中海國家的關係：

1、中東歐國家

  前蘇聯時期的蘇聯及東歐國家皆較不重視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其中最令歐盟會員國震撼的是一九八六年烏克蘭車諾比核子爆炸事件，造成的輻射塵遠達歐洲最西部。後冷戰時期歐盟立即針對東方鄰國所做的環境政策主要部份就是財政與科技的援助，企圖改進核子反應裝置的安全性
。歐盟對前蘇聯地區所做的環保援助及資金補助，不但是爲了降低車諾比核子爆炸事件對西歐所帶來的生態浩劫及預防類似嚴重危害生態的事件再度發生，對此區域技術性的援助更是無形中將歐盟的環保理念與標準植入中東歐地區，使歐盟推行與其相同標準之環保政策能暢行無阻。歐盟環境政策將間接影響鄰國，成為區域間環境標準的指標，進而也可以影響歐盟成為區域環境議題的先鋒。 

2、地中海國家

    「地中海國家短中期行動計畫」(Short and Medium Term Action Plan for the Mediterranean, SMAP)，此計畫是「歐地夥伴關係」(Euro-Mediterranean Partnership) 
的一部份，是於一九九五年巴塞隆納會議中通過的計畫，代表歐盟長期以來促進國際合作活動來改善受威脅的地中海生態。計畫涵蓋五項優先行動領域
：

1、整合水資源處理(Integrated water management)；
2、廢棄物處理(Waste management)；
3、處理重污染所在的重點區域(Hot Spots);
4、規畫整合海岸區(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5、對付沙漠化(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地中海國家短中期行動計畫包含歐盟及十二個地中海夥伴，此行動計畫促進歐體在下列各種領域經驗的移轉，即財政技術與立法、環境監控及整合環境關懷至所有政策中，這也間接使歐盟環境政策中的控管機制與環境政策整合至其他領域的影子出現在地中海地區。歐體區域環保援助的推行雖是爲其周邊的生態環境做維護，以免遭受池魚之殃；以及推動區域環保的合作，其背後的意義說穿了無疑是爲了推動與地中海國家形成自由貿易區，但這些國際間的行動都可將歐盟的環境政策理念與作為，無聲無息地成為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歐盟環境標準”，使區域與區域間不致於有太大的環保標準差異以維護歐盟經濟上的利益。

 伍、結語

    縱觀歐盟的環境政策，它經歷了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歐盟的環境政策從無到有，從漠視環保到開始注意環保；從成員國關心各自的環境保護到關注整個歐盟的環境問題；從注重自然環境保護到強調整個生態系統的維護和永續發展；由建立歐盟環境法規和相關機構到以歐盟的環境政策影響國際社會、推展全球環境的改善，一點一滴將環境政策趨於完善，以致成就出國際上最先進的環保規章，也成為國際間環保議題上不可缺少的角色，歐盟的環境政策視野從歐洲地區擴展到全球，最重要的是將環境與經濟成長結合起來，走上了一條永續發展的道路。但在背後是否真是為了珍惜可貴的地球環境而做出對環保的努力？本文結論採懷疑的態度，所謂「永續發展」是因環保團體、學界與歐盟妥協下的產物，可視永續發展為工業化國家所制訂的遊戲規則，表面上推行環保，但實際上是維護其國內產品之競爭力，倘若只有部分國家參與環保的行列，無疑的這些國家只是徒增其生產成本，降低在市場上的競爭力而已。如此以經濟掛帥的歐盟將也是最大的受害者，導致歐盟積極推動將國際環保議題納入共同的框架當中，防止搭便車的環保行為及確保推動環境保護不是只有歐盟的責任，更是全球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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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民黨政府之歐盟政策(1996-2004年)

楊婷琪(
第一章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西班牙喪失了參與歐洲初步經濟統合之契機，成了日後須採以低姿態來申請加入，而加入歐盟後的西班牙政府又須處理西班牙與歐盟間之關係。阿茲納政府時期，在政治方面，西班牙在歐盟條約的協商中，爭取其在體制中的地位與補助基金的分配；在外交與防禦上，西班牙推動歐盟與地中海國家關係以扮演聯繫角色，提高其在歐盟中的重要性，又於美伊戰爭中與歐盟表現不同立場以突顯國際聲望。此引發筆者對西班牙在外交上一直為提其國家發展與國際地位努力以及其種種政策、作為產生興趣，亦為此報告之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在資料蒐集方面，由於與此方面相關之國內研究資料較少，多為西班牙之其他議題（如：經濟、政黨政治、產業、區域族群…等）或關於早期西班牙之研究與本文相關性較低。在時間方面，為避免過於龐雜，本論文在探究當代西班牙對歐之外交政策時，將時間範圍限定於目前執政黨─人民黨之阿茲納政府時期，即1996年至2004年。研究範圍則限定於政治、外交與防禦面向。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文以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作為研究方法與理論。研究西班牙在國際體系中，其強調國家角色的表現，並將其內政與外交相聯之行為，以維持在歐盟結構中的權力平衡。

在研究架構方面，本論文將以David Easton之「系統理論」（System Theory）來分析其政策之外交政策。其中包含了：影響外交決策之環境因素制約、決策者理念、政策產出、效果與影響等角度來審視對歐政策。本文首先將在第二章大方向地回顧西班牙對歐政策，時間範圍為自佛朗哥時期─中間民主聯盟時期─社會勞工黨時期─人民黨。並另闢第三章研究其針對歐盟議題所作出之政策，分為政治、外交與防禦三面。如歐盟體制中權力與財政補助的分配擴大、在歐盟外交與防禦政策上的參與，並以地中海政策與支持美國反恐戰爭為例。繼之，於第四章探究關於人民黨時期對歐政策之基本理念與決策機制。第五章就影響其政策之利益與因素(意識型態、國家主權與國家認同、經濟層面、國家利益、國際地位)及以影響政策的角色進行探討。在第六章，討論此歐盟政策對西班牙及歐盟之影響。藉由西班牙在歐盟中之職務與席次，以及擔任輪值主席國來探討西班牙對歐盟之影響。在第七章評估與展望與第八章結論，從新現實主義之角度進行評探討西國是否因而有了實質明顯的國家成長與地位提昇，以及其政策的缺失。

第2章 西班牙歐盟政策之發展背景

第一節   佛朗哥將軍時期（General Francisco Franco）時期1936-1975年
一、被孤立於歐洲統合之外

歐洲初步的一連串軍事與經濟統合過程中時，西班牙均被拒於門外。主要原因為其一直認為佛朗哥政權乃係違反自由民主原則之法西斯國家，其極權獨裁體制與西歐民主體制之對立。

二、申請加入歐體

一九六二年西班牙依照羅馬條約第二百三十七條規定首度向歐體提出申請加入，於1970年依據羅馬條約第一百一十三條獲得歐體簡單之優惠協定(Acuerdo Preferencial entre la CEE y España)。

三、美西防衛協定之簽訂

一九五三年簽訂美西防衛協定之簽訂。有助西班牙加入北約與共同市場。

第2節 中間民主聯盟時期（Unión Central Democracia, UCD）1977-1982年

一、政黨及其理念介紹

蘇瓦雷斯領導之中間民主聯盟，成功且和平地引導西班牙走進民主憲政之道路
。

二、歐盟政策

其外交政策之重大目標即讓西歐民主國家對西班牙產生認同，進而邁入歐洲統合之行列。並於1977年11月，成為歐洲理事會之一員，並簽署歐洲人權保護之基本自由公約。1981年12月，又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第三節  社會主義勞工黨（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PSOE）執政時期1982-1996年

一、政黨及其理念介紹

總理為岡薩雷斯(Felipe González)，該黨理念為中間偏左，採行溫和的社會主義。

二、歐盟政策

社工黨政府的歐盟政策目標即現代化與歐洲化
，使西班牙由歐陸邊陲走向歐洲核心。

(一) 加入歐盟

西班牙於1985年6月12日簽訂入會條約，次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為歐體之一員。

(二) 加入後之歐盟政策

其態度為「親歐」(pro- European) 
，並傾向歐盟聯邦主義觀點。90年代由於經濟危機與歐盟擴大，使其轉變為防衛國家利益的新態度。

1. 政治面

將討論西班牙在馬斯垂克條約與阿姆斯特丹條約協商中對於議會席次、票數分配、決策機制、補助基金之分配與關於歐盟外交政策之提議。

2. 外交面

將討論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並以西班牙推動地中海政策與歐盟防禦政策為例。

第3章 人民黨政府時期歐盟政策

第一節 政治面

在協商阿姆斯特丹條約的政府間會議期間，雖然在西班牙在1996年更換為人民黨政府執政，但其態度大致未變。
一、尼斯條約
尼斯條約中「加強合作」的部分，西班牙同意「加強合作」，並希望成為先行整合的國家。由於歐盟擴大，尼斯條約希望簡化理事會的投票使之更為有效率。西班牙在理事會中僅得27票，在歐洲議會中少了14個席次，且只有一個執委會代表。最終協議的分符合了西班牙的期望。

二、歐盟憲法

歐盟召開歐洲制憲大會(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CFE)， 針對起草憲法條約而決定展開討論歐洲未來。西班牙傾向支持政府間制度，因此擔憂歐洲未來將有聯邦主義的趨勢。在理事會票數分配上，西班牙與波蘭拒絕犧牲它們的投票權，希望能維持尼斯條約的27票。因此拒抵制憲法的通過。

此外，西班牙支持設立一常任的歐洲理事會主席與歐盟外交部長。西班牙亦推動歐洲安全暨防禦政策的危機管理，並引進反恐作為歐洲安全暨防禦政策之目標。

三、歐盟廣化

西班牙支持歐盟的目標：簡化加入歐盟的談判、在2002年完成與較符合加入條件的候選國之談判。並支持Gotemburgo所提出的擴大的日期與暫定之目標。補助基金方面，西班牙擔心歐盟擴大會影響補助基金對西班牙的分配。西班牙將不再具凝聚基金接受國的資格，而其在財政上的地位將是淨支出國，因此西班牙希望增加歐盟預算，且由富有國家來負擔此支出。

第二節 外交

一、共同外交安全政策

地中海政策

2002年4月在西班牙瓦倫西亞（Valencia）召開歐盟─地中海國家外長會議，加強巴塞隆納進程，並扮演歐盟與地中海國間的橋樑，而提昇其在歐盟國家中的地位。並訂定「行動計畫」(Action Plan) ，加強安全與穩定、經濟與財政，以及社會與人文三方面，西班牙提議將反恐議題加入歐盟與地中海地區關係。此外決定設立歐洲─地中海議會大會(Euro-Mediterranean Parliament Assembly)、「歐洲地中海發展銀行」(European- Mediterranean Development Bank)與文明對話的「歐洲─地中海基金會」(Euro-Mediterranean Foundation)。

二、歐洲安全暨防禦政策
1996年政府間會議上，西班牙表達西歐聯盟整合至歐盟並發展歐盟行動能力的想法。1999年6月Colonia高峰會推動歐洲安全暨防禦政策之形成，西班牙表達成為核心國之想法，並支持索拉納擔任西歐聯盟的秘書長。1999年12月赫爾辛基高峰會，決定發展彼得斯堡任務。西班牙皆予支持推動。此外西班牙亦參與歐盟之國防工業。
打擊恐怖主義

西班牙採支持美國的立場。阿斯納在西班牙議會上表示重新討論歐洲安全暨防禦政策的必要性，並將之納入此政策的主要目標中。塞維亞高峰會中西班牙推動建立歐洲安全暨防禦政策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成為對抗威脅歐洲安全的重要角色
。歐洲制憲大會中，西班牙提議修正歐盟條約第17條，將打擊恐怖攻擊與其他相關活動，包括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使用，納入此條約中。

第四章  人民黨(Partido Popular)政府時期歐盟政策之內涵與決策機制

第一節  歐盟政策之內涵

一、政黨及其理念介紹

阿斯納接任黨魁，目標為使人民黨更為年輕與現代化。(阿斯納將人民黨理念帶往中間偏右。

二、歐盟政策之內涵

其政策非常重視國家利益。歐洲政策的特徵為：1.改變夥伴聯盟。2. 轉為大西洋主義。3. 經濟自由化
。
政治面

西班牙希望歐盟的發展以政府間方式，並成為「多速歐洲」中的核心國家。在歐盟體制的權力分配中，西班牙積極爭取獲得大國的地位。在補助基金上，希望成為接受補助的國家。

外交面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成為其改善歐盟政策目標的工具。阿斯納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上強調加強歐盟在國際上政治與安全角色的必要性，且重視傳統的地中海與拉丁美洲地區，以及增加新的跨大西洋關係。

地中海政策
西班牙結合雙邊與多邊機制，並扮演歐盟與地中海地區之聯繫角色。

歐洲安全暨防禦政策

其政策為：1.訂定共同安全全暨防禦政策。 2. 透過北約提供集體防禦，同時支持發展歐洲安全暨防禦認同。 3. 參加多國籍軍隊以實行彼得斯堡任務。將西班牙國內議題加入歐洲議程，如跨大西洋關係與對抗恐怖主義，並展現西班牙能獨立於法國與德國，在國際上表達聲音。

打擊恐怖主義

如布來爾首相，阿斯納採傾美政策。西班牙將國內議題加入歐洲議程，如跨大西洋關係與對抗恐怖主義。並展現西班牙能獨立於法國與德國，在國際上表達聲音。

第二節 決策機制

探討西班牙總理、外交部等行政部門、及其特別為歐盟政策設立的機關與派駐歐盟的機關與人員，其彼此間對歐盟政策的決議與執行過程。

第5章   影響人民黨政府歐盟政策之因素

第一節 影響因素

一、意識型態

人民黨政府持較持新現實主義。

二、國家主權與國家認同

西班牙即政府間主義者。其中社工黨為聯邦模式傾向，而人民黨為國家模式傾向。西班牙並非歐盟主要角色，而是由德國與法國主導，西班牙僅為次要行為者，且須接受其他強國的主張。在此條件下，西班牙遺失了國家主權與國家認同。
三、國家利益

西班牙政府基於國家利益，爭取在歐盟的地位，並將國內利益與歐盟利益相連接。基於國家利益，支持美國反恐戰爭與歐盟擴大。

四、經濟層面

歐盟的體制與財政補助使西班牙經濟成長，然與其他會員國，勝制歐盟擴大後將面臨財政補助與各經濟領域發展上的競爭。

五、國際地位

歐盟─地中海政策、支持美國反恐戰爭與單人歐盟輪值主席等，皆可提高西班牙的國際聲望。

第二節 國內其他角色的態度與意見
一、 國內主要反對黨為社工黨
反對人民黨：1. 政府朝政府間合作方式。 2. 懷疑政府忽略西班牙社會利益。
二、地方政府與政黨
歐盟被認為是遙遠且垂直式的權力，地方與國家才更能維護他們免於遭受全球化之不確定性。

三、民意
      除了農漁業政策外，人民高度的親歐，如支持歐盟擴大與歐盟憲法、反對西班牙參與美國反恐戰爭。

第六章  人民黨執政時期歐盟政策對西班牙及歐盟之影響

第1節 對西班牙之影響

加入歐盟使西班牙政治民主化、外交國際化、經濟與社會現代化。然在政治上遺失部分主權、外交上與法德軸心關係的意見分歧。

第2節 對歐盟之影響

一、西班牙在歐盟體制中之職務與席次

二、西班牙擔任輪值主席

西班牙在歐盟擔任三次輪值主席國，分別為第一次─1989年上半年、第二次─1995年下半年與第三次─2002年上半年。其中第一次與第二次皆為社工黨執政時期，第三次則於人民黨執政時期。
擔任第一次輪值主席國時，西班牙最重要的關心議題及歐洲政治合作與推動共同外交安全政策制度化。擔任第二次輪值主席國時：推動歐洲安全暨防禦認同、地中海政策。擔任第三次任輪值主席國時：召開巴塞隆納與塞維亞高峰會，討論歐盟擴大與未來，召開瓦倫西亞會議推動歐盟─地中海政策，歐洲安全暨防禦政策上，推動「歐洲能力行動計畫」並將反恐議題納入此政策中。
第七章  評估與展望

第1節 事實評估

一、政治面
從修改歐盟條約，可看出一國防衛其國家利益的的外交政策。西班牙歐盟政策的固定特徵即在歐盟體制中捍衛西班牙的大國角色。
歐盟擴大

歐盟擴大改變西班牙歐盟政策的態度，包括財政與補助基金的分配，且為維護其在體制中的地位，推動地中海政策以平衡地緣政治上的不平衡勢力、防禦其投票權力，並尋求更多元的聯盟以替代傳統支持法德軸心的聯盟。
二、外交面

其政策為「歐洲化現實主義」，以政府間主義為方法，以漸進主義為過程。西班牙在共同外交安全政策中，成為一更主流且具影響力之地位，但仍非主要核心國家。(西班牙推動多項事務，此結果顯示出西班牙在外交上的成功，更使其再次確認共同外交安全政策是提昇在歐盟地位的有利工具。

地中海政策

西班牙努力引導將地中海地區成為歐盟的對外關係的優先領域為。藉著歐盟提供政治影響力來支持西班牙所訂定的策略與概念。使西班牙加強其與第三國間的國際角色，並反饋於歐盟政策的制定
。

歐洲安全暨防禦政策

西班牙基於國家利益，在歐洲防禦上提出許多倡議與達成協定。然缺乏軍事力量的西班牙仍不是歐洲軍事舞台上的核心國。
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爭

雖然使西班牙的國際聲望頓時提高，卻造成了西國國內的分裂，分為政府行動與民意兩派。在歐盟方面，顯露了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能力不足與失敗，缺乏共識、共同立場與一致聲音，造成了歐盟共同外交安全政策之分裂為國家利益親歐與親美且支持布希政策兩派。

三、擔任輪值主席國

西班牙任輪值主席時期將國家計畫與意識形態的偏好與歐盟議程的設立連結。西班牙輪值主席的計畫具相當的延續性以及如之前任輪值主席的親歐特徵。西班牙的輪值主席不僅使西班牙獲得國際聲望，亦改善其他國家認為西班牙防衛國家利益的想法。

第二節 理論評估
人民黨政府自1996年上台採「新現實主義」及成為中等強國之計畫。傾向在歐洲整合的體制下防衛其國家利益，以獲得權力平衡。

第三節 展望

面臨歐盟擴大，西班牙應試著發展與此區國家的共同利益，加強與新會員國的交流與貿易往來，才不致受歐盟跨大而邊陲化。且在地中海政策上應維持在多邊機制上，改善與摩洛哥關係以及在特殊議題上與法國競爭。軍事防禦上，西班牙應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如此方能於國際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第八章  結論

目前西班牙非歐盟四大國，但卻是第五大國。西班牙自1986年加入歐盟後，歷任政府歐盟政策的基本目標為爭取大國地位與區域基金接受國的身分。阿斯納認為目前的聯盟是基於利益的相符、意識形態的接近與阿斯納個人的認同感。

其政策偏向跨大西洋關係，較遠離法德核心的歐盟，而與英國、義大利與葡萄牙關係較為親近。西班牙與英國立場常一致而結盟，而義大利與葡萄牙有時會加入此結盟，如對伊拉克戰爭、歐盟東擴皆面臨邊陲化之可能。如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將歐洲分為新歐洲與舊歐洲，西班牙、英國與一些中東歐國家被定義為新歐洲，而法國與德國則被定為舊歐洲。

歐盟可說是西班牙延伸其國家利益的舞台，發展成為中等強國的理想工具，且於歐盟中有增加其國家利益之趨勢。Torreblanca強調「鑒於加入歐盟前，西班牙需面對廣大而繁雜的外交議程、缺乏經濟資源與沒有國際聲望之情勢。使用歐盟作為工具，提供一國加強外交能力與國家目標的機會
。」歐盟廣化的方面，西班牙支持中東歐與地中海候選國家加入歐盟。

西班牙可透過歐盟的整合，發展其國家實力與地位。在歐盟整合之過程中，如何在各國之國家利益與整體聯盟之發展間取得平衡與協調，仍為一大課題。此外在未來歐盟東擴的廣化發展下，西班牙應更致力於經濟實力的發展與國際地位的提昇，以免於被邊陲化，畢竟國家實力之提昇，方能真正有助於一國之外交。西班牙促進歐盟的改革亦將有利會員國之一的西班牙，因強盛的歐洲使西班牙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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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歐洲憲法條約論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發展

鄭鈞元(
一、 前言

二00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歐洲聯盟( 以下簡稱歐盟 )25個成員國於羅馬簽訂了歐洲聯盟憲法條約( 以下簡稱憲法條約 )，為歐盟整合歷史開創了重大的里程碑。歐盟政經體制的發展進度，在外交安全政策上整合步調始終落後於經濟上的整合，由於成員國顧忌到，一旦歐洲整合涉及外交安全領域，歐洲固有的國家主權意識將被侵犯，更別說是更為敏感的軍事安全議題，因此各國多半缺乏意願進行外交政策上的整合，不但沒有建立常設性政治對話架構，同時在所有關於外交政策上的討論也都僅只在歐洲共同體等正式機構外部來進行。

在二０００年尼斯高峰會中附帶的「歐盟之未來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future of the Union )，揭示歐洲將針對四項重要議題進行廣泛深入的辯論。隨著辯論進行，成員國政府意識到，將此跨國辯論加以組織，作為具體改革歐盟條約與制度的重要性，因此在二００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的萊肯高峰會中正式宣布，歐盟將針對未來所面臨的挑戰成立「歐洲聯盟未來大會」( the 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an Union，又稱制憲大會 )。就歐盟各項改革，如何因應東擴之後的局勢，以及歐盟是否要制定一部憲法展開為期一年的討論，同時任命法國前總統季斯卡擔任大會主席。

在經過意見交換，協商討論之後，大會主席在二００三年七月十八日將制憲大會的成果—憲法草案( the Draft 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 )提交給當時義大利歐盟輪值理事，到二００四年上半年愛爾蘭輪值主席期間，歐盟各國對憲法草約達成最後共識，終於在二００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歐盟二十五個成員國在羅馬簽訂了歐盟憲法條約，立下了歐盟整合歷史新的里程碑。最後，歐盟全體成員國必須依國內憲法相關規定選擇透過國會方式或公投方式完成憲法條約批准程序，憲法條約才能正式生效。

半世紀以來，歐盟整合過程，隨著版圖與成員國不斷擴大增加，因經濟上在國際舞台發揮的影響力而受到舉世矚目。隨著歐盟整合的深化與廣化，經濟方面，從關稅同盟到共同市場，最終發展到單一貨幣的實施，整合階段可說已趨成熟。但在政治上的整合腳步，和經濟方面相比，明顯落後許多，尤其是外交安全方面，由於牽涉到了各國最在乎的國家主權讓渡問題，長久以來，在外交安全方面的議題上，各國之間彼此維持著一種矛盾的共識，在屬於軍事層面的安全防衛政策更被視為閉口不談的禁忌。這種情況隨著冷戰結束，歐盟成立，在期間國際上發生的重大區域安全事件威脅，讓在外交安全議題上維持一貫冷處理的歐盟各國開始思考，政治上進一步深化整合的可能。同時，面對成員國數目逐漸增加，尤其是第五次，也是歷次以來成員國數目最多的一次擴大，歐盟在增加地緣政治主導地位，近一步提升國際戰略地位之餘，也必須思考其所帶來在軍事安全議題上的影響。

面臨東擴後的新局，安全威脅的型態轉變，以及區域安全意識提高，以政府間主義方式進行的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在制度上，政策工具，以及決策過程該如何因應，同時憲法條約整合了以往的歐盟三大支柱架構，歐盟整合最終的型態( open finalité )將如何發展。綜觀上述問題，本文試圖以尼斯條約簽署之後的歐盟制憲過程為時間點，分析各國在軍事安全政策議題上立場分歧因素與協調過程中的背後意涵，並就條約內容探討政策未來執行上可能達到的成效與面臨的問題，同時配合過去政策發展的檢視，希望藉本論文之研究分析，提出個人研究心得，以勾勒出歐盟共同外交安全政策在歐盟新架構下的發展與願景。
二、歐洲聯盟制憲背景

歐盟主要是依據過去五十年來所修訂的幾大基礎條約作為治理及指導原則，建立歐洲共同體的三大創始條約為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 1951 )、歐洲共同體條約( 1957 )以及原子能共同體條約( 1957 )。1992年馬斯垂克條約則建立了歐洲聯盟。上述四個重要條約又在不同時期透過其他條約進行修訂：合併條約( 1965 )、單一歐洲法案( 1986 )、阿姆斯特丹條約( 1997 )以及尼斯條約( 2001 )，尼斯條約已在2003年2月1日正式生效。2000年12月，成員國元首認為，一旦尼斯條約中的機構改革提案批准之後，歐盟將會作好迎接新會員國的準備，故萊肯高峰會及其成果，即萊肯宣言，實際上可追朔到2000年尼斯高峰會的決議。尼斯條約後面所附上的最終法案第23項聲明中指出，基於東擴所需的機構改革基礎上，應該要就歐盟未來的發展作更深入，更廣泛的辯論。據此，要求下一年度理事會輪值國，即瑞典以及比利時，積極鼓吹展開討論，同時更明確要求，在2001年12月舉行的萊肯高峰會上，各成員國元首應該就延續此一過程的行動所屬宣言達成協議與共識，同時更進一步規定，在完成上述準備程序之後，將在2004年舉行政府間會議進行相關條約修改
。聲明當中還明確規範了其他改革所應涉及的範圍以及努力的方向，包括了：

ａ﹒如何在輔助原則之下更精確地界定歐盟與成員國之間的權限。

ｂ﹒尼斯條約公佈的歐盟基本人權憲章所屬地位。

ｃ﹒如何在不改變現存條約所代表的意義為前提下簡化條約，讓條文更清楚且易於理解。

ｄ﹒國內議會在歐盟架構之下的角色。

2001年下半年比利時接任輪值主席，首要推動的工作重點，便是如何在尼斯條約的基礎上使成員國在年底的萊肯高峰會中，就歐盟進一步改革的雄心壯志宣言達成共識。具體的主要作為包括了組成專門小組負責宣言的起草工作，同時盡力協調各方的立場，前後總共歷經了六次的修改，最後終於讓宣言在相對些微更動之下在會議中得以通過。直得注意的是，面對高峰會中針對其他一些討論並不十分順利的技術性議題，例如機構所在地選定等，為了維護各國領袖團結一致的形象，主席毅然宣布會議的結束，這也相對突顯出萊肯宣言的重要性。

宣言中指出，在歷經半世紀的整合過程，使歐盟的存在成為事實，並確保了歐洲的和平與繁榮，但是由於內外情勢轉變，目前歐洲正處於時代的十字路口，對於存在已久的歐盟未來發展定位問題，歐盟急需一個不同於以往的整合模式，否則難以面臨即將到來的挑戰。因此宣言中指出了歐盟發展目標以及改革方向。宣言中強調，歐盟改革目標應該是朝向更民主，更透明，以及更有效率來進行。同時，將尼斯高峰會中所訂的改革範圍作了部份調整，更明確細分了至少五十六個具體的問題，要求之後針對問題作出明確答覆或選項，同時力求參與者的廣泛性和過程的開放性，這有別於過去歐盟締結條約時所採取的特別代表途徑，由高階長官或各國各自指派的部長，連同部份執委會及歐洲議會議員共同召開類似準外交設計的非公開談判﹔更不同於在1952到53年間，為了起草歐洲政治共同體條約所採取的精英途徑，由有限人數的技術專家及意見領袖或政治家組成，針對各自專長領域提供分析，同時提出解決之道
。

由於此次條約的特殊性異於以往，所以成員國在之前就已對條約的修改方式達成共識。而最重要的創新，則是決定設立專門的會議。為了盡可能達到廣泛和公平原則以便讓接下來的政府間會議順利進行，同時顧及過程的緊湊與彈性，萊肯宣言提出成立為期一年的制憲籌備委員會，名為歐盟未來大會( 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f The EU，以下簡稱制憲大會 )。制憲大會除了與歐盟相關機構保持溝通之外，同時透過成立論壇的方式，廣泛與歐洲的各工商界，NGOs，學術界等達到意見交流的目的，論壇意見也將成為制憲大會中參考的依據，論壇內容及所有相關正式文件將完全公開透明。此外，萊肯高峰會也確立了制憲大會主席與副主席的人選，這將關係到制憲大會的組織與進行過程是否順利。此外，會中也就制憲大會的其他技術性問題作了規定。

經過廣泛的討論和意見交流，制憲大會結束時將起草一份最終文件，提出選擇性或最終的意見，若無法達成協議時，則列入各方不同意見以及支持度作為參考，而這份文件將連同各成員國對歐盟未來發展模式辯論的結果，交給2004年召開的政府間會議作為討論的基礎。由萊肯高峰會的召開，到萊肯宣言的發表，可看出歐盟已為此次革命性的改革作出了初步的安排，不論涉及內容的廣度及深度都是歐盟發展半世紀以來所覲見。

歐盟憲法條約各國批准進程：

	成員國
	批准方式
	批准進程

	比利時
	國會
	參眾院及社區議會，行政區議會分別在4月及7月間通過，唯獨剩下Flemish政府尚未決定通過時間。

	法國
	公投
	否決(29 May 2005)

投票: 69.34 %，反對: 54.68 %

	德國
	國會
	通過(眾議院12 Mat 2005參議院27 May 2005)

	義大利
	國會
	通過(眾議院25 Jan. 2005，參議院6 Apr. 2005)

	盧森堡
	國會+諮詢性公投
	國會一讀通過(28 Jun. 2005)

公投(10 Jul. 2005)贊成票: 56.52 %，反對票: 43.82 %

國會最終以57票贊成, 1票反對通過(25 Oct. 2005)

	荷蘭
	國會+諮詢性公投
	否決(1 Jun. 2005)

投票率63%，反對票61.7%

	丹麥
	公投
	原定2005年9月27日舉行決定延期，日期未定。

	愛爾蘭
	國會+公投
	公投延期，2005年9月發表白皮書。

	英國
	國會+公投
	政府宣布國會批准過程暫停(6 Jun. 2005)

	希臘
	國會
	通過(19 Apr. 2005)

	葡萄牙
	公投
	原定2005年10月與國內選舉同時舉行，政府決定延期，日期未定。

	西班牙
	國會+諮詢性公投
	通過

公投(20 Feb. 2005投票率42.3%，贊成票76.7%)

國會通過(眾議院28 Apr. 2005，參議院18 May 2005)

	奧地利
	國會
	通過

(聯邦國會11 May 2005，邦議會25 May 2005)

	芬蘭
	國會
	原定2005年秋天國會舉行討論並於年底舉行公投，現在決定先針對公投過程提出評估報告。

	瑞典
	國會(現階段不考慮公投)
	原定2005年夏天提出12月舉行公投的議案遭到擱置。

	塞普勒斯
	國會
	通過(30 Jun. 2005)

	捷克
	公投(未確定)
	延至2006年底

	愛沙尼亞
	國會
	預計2005年秋天，唯表決之前應先舉行公開討論。

	匈牙利
	國會
	通過(20 Dec. 2004)

	拉脫維亞
	國會
	通過(2 Jun. 2005)

	立陶宛
	國會
	通過(11 Nov. 2004)

	馬爾他
	國會
	通過(6 Jul. 2005)

	波蘭
	尚未決定
	國會中決議採用公投方式遭到反對，將延至下一會期再行決定。

	斯洛伐克
	國會
	通過(11 May 2005)

	斯洛維尼亞
	國會
	通過(1 Feb. 2005)


3、 盟憲法條約在制度上的革新
歐盟高峰會

歐盟憲法規定將歐盟高峰會機構化，此後歐盟高峰會成為一個完整機構，獨立於理事會之外
。取消以往的理事會主席輪值制度而改為常設主席制，高峰會成員以條件多數決選出主席人選，任期２年半且可連任一次，高峰會決議的普遍原則將採取共識決方式進行。

高峰會負責推動政策方向並定義政策的優先性，但是將不再具有立法功能，雖然政府間會議時曾針對歐盟高峰會在犯罪司法合作上的角色產生激烈的爭論，最後還是確保了此原則。

常設理事會主席的主要任務為讓機構運作更加專業化，並促進一致決的效率，和歐盟外交部長一同處理對外政策，這個設計淺藏著二個職務之間未來可能產生的職權衝突。

部長理事會

憲法條約規定創設對外事務理事會，由同樣是新創立的歐盟外交部長指揮，和一般事務理事會作區分。一般事務理事會在常駐代表執委會(COREPER)協助下將繼續確保理事會商議的凝聚性。過多部長層級理事會將使歐盟決策及行動過於零散，為了達到改善效率的要求，設計特殊的部長理事會會議將分為二部分，一個負責立法協商，另一部分負責非立法部份協商。

理事會的工作組織在政府間會議時造成激烈的爭論，多數成員國支持在不包含對外事務理事會之下，維持原本的輪值主席制度，最後憲法規定，依照歐盟高峰會定義的由前任，現任，和下任輪值國組成理事會主席團，理事會將維持公平輪值方式運作。理事會秘書處由最高代表，政策計畫評估小組組成，同時軍事幕僚委員會處理涉及安全防衛政策的事務。

歐盟執委會
憲法條約將執委會的立法提案權作了明確地陳述，然而制憲大會中有關執委會組成的提案到了政府間會議時並沒有被採納，最後達成的共識是，在2014年之前執委會由每個成員國派出一名代表總共25人組成，之後執委會人數將減為三分之二成員國數，成員國之間依照公平輪流制各國派出一名代表。

歐盟執委會可以視為是歐盟機構中的核心，半世紀以來不僅監督歐盟日常運作，也引導了許多關於歐盟走向的議題，但是近十年來，執委會逐漸失去它的可靠性，種種欺騙的主張及貪污醜聞等負面舉動讓執委會的光環蒙上了陰影，疲弱的領導力機上缺乏有效的管理甚至侵害到了其他例如部長理事會等由成員國所掌控的歐盟機構。歐盟需要一個有效且健全的執委會，尤其在10個新成員國加入歐盟之後，如何在歐盟跟成員國之間維持政策的延續性，在保護小國權力與約束大國之間如何取得平衡等，皆突顯出此項訴求的重要性。部份成員國認為減少執委會成員數將有助於運作效率的提升，但是若配合提升執委會主席的領導力，將能有效減低對於執委會人數過多容易導致內部陷於混亂的疑慮。執委會成員中包含各國具有領導力的政治人物可望提升執委會在歐洲人民心中的合法性以及信賴度。

歐洲議會

如同前幾次條約修定，這次政府間會議再度重伸歐洲議會地位，並擴大了歐洲議會職權，和部長理事會將共同掌握立法權並檢視以及審查歐盟年度預算案，同時擁有政治控制以及諮詢功能
。

立法權擴大方面，共同決定(co-decision)程序將成為制定歐盟法律及架構法的一般立法程序(ordinary legislative procedure)
，並進一步擴大到內政司法範圍中。

選舉權方面，歐盟執委會主席在歐盟高峰會經過條件多數決通過人選，同時考慮選舉結果後，向歐洲議會呈交提案，由歐洲議會依多數決選出執委會主席人選，全體執委會成員也需經由議會同意後始任命
。

歐洲議會席次將縮減到750席，關於各國席次分配憲法條約並沒有明確規範，不過憲法條約I-19提供了歐盟高峰會一個法律基礎，同時在歐洲議會提案並同意之下，決定2009年下一任歐洲議會大選之前各國席次分配，並根據”比例遞減”公民代表的原則基礎，設立至少6席最多96席的門檻。(制憲大會中的門檻則是最少4席最多無上限)。

歐盟外交部長的創立

憲法條約在制度上重大的革新要算是歐盟外交部長的設立，由歐盟高峰會以條件多數決任命，同時經執委會主席同意。未來將領導外交事務理事會，指揮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此外，由於身兼執委會副主席，所以必須向歐洲議會負責，歐洲議會有權對它行使同意或否決權。在分跨執委會與理事會的雙重身分(double-hatted)之下，歐盟外交部長將負責貫徹歐盟整體的對外政策。

歐盟部長擁有提案權，並單獨或偕同執委會，在歐盟對外行動部的協助下，對外代表歐盟在國際社會發言。歐盟對外行動部將由理事會秘書處以及執委會中的相關部門官員組成，包含成員國國內的外交部門提供支援。在歐盟外交部長設立之後，他如何在雙重身分之下，居中協調執委會與理事會之間權力的均衡，同時因為他握有提案權，未來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走向很有可能受外交部長的個人特質影響，所以外交部長人選將變的非常重要，目前傾向將由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Javier Solana出任。

當論及歐盟在外交安全政策領域中的對外權力，將涉及到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歐盟是否擁有締結國際協議的權力。歐洲共同體條約第281條明文規定，歐洲共同體應擁有法律人格，同時在其他條文中也規範了締結國際協議的相關細節，不過早在1970年AETR判例,歐洲法院的觀點已經認為共同體具備了法人地位所擁有的實質內涵。
反觀歐盟在馬斯垂克條約(即歐盟條約)制定時,條約中沒有任何關於歐盟法人地位的描述或規定,也不曾就此部分討論過。有人認為歐盟法人地位是被刻意謹慎地保留住的，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條約中未曾提及只是一時勘漏
，不過也可以將其解讀為是因為在此議題上各成員國無法達成共識所導致的結果。也因為在歐盟條約中並無明文規定，導致歐盟在成立之後有長久一段時間，許多時事評論家否定歐盟擁有法律人格。一方面聯合行動和共同立場等政策工具並無國際法人能力的要求，而且歐盟被視為是各成員國之間，基於鬆散政治合作基礎的政府間合作型態。然而，隨著在共同外交安全政策發展，歐盟逐漸感受到在國際間能力的欠缺。憲法條約明定歐盟擁有國際法人地位，將有助於歐盟外交部長對外代表歐盟締結協議，並扮演顯著角色。

四、安全防衛政策的彈性設計

加強合作(Enhanced Cooperation)

制憲大會提出了加強合作的修正條款以適用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除去了尼斯條約中關於加強合作條款與聯合行動(Joint Action)，共同立場(Common Position)之間的連結屬性，以利日後在政策工具上的有效運用。由於憲法條約中將共同安全暨防衛政策歸為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下的一部分
，因此加強合作也同樣適用於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不過條約中並沒有對安全防衛政策的適用範圍作出明確的規定。加強合作條款無疑提供了成員國一個廣泛的合作選擇機會，成員國可以藉此提出外交政策議案，防衛合作計畫，或是任何在結構合作及相互防衛規範之外的合作目標。但是，結構合作的提案程序應該要作出明確的規定，可惜在憲法草約中並無發現。

結構合作(Structured Cooperation)

在結構合作款中,憲法草案建立了先前定義過的軍事能力彈性化版本。成員國有意願，同時能夠滿足較高的軍事能力標準並執行較具有約束性的任務。這提供了各國在安全防衛事務上彈性合作的可能性，但相對可能產生的問題是，在不等速的發展下，軍事安全領域不同於單一貨幣區，申根協定等整合範例，成員國擔心，一旦無法達到標準將可能被排除在安全防衛體系之外，而這種疑慮又多半來自新加入的中東歐成員國，對日後整合可能造成負面影響。

五、美歐戰略立場

美歐之間立場分歧源自於國際體系中各自身處不同等級的立場，對各自在大西洋聯盟角色中的不同理解，而這種理解則跟雙方長期間行為，文化，態度差異息息相關。

美國常將自己視為捍衛西方價值利益的領導者。歐洲習慣透過多重機構間的謹慎規劃面對國際體系，相對於歐洲的和緩步驟，美國一但意識到國家利益安全受到威脅時通常毫不遲疑的採取單邊主義式的強權政策應對。

雙方對安全的認知顯然也有相當差異，美國以支配性的權威地位看待全球安全，美國副總統前尼在談論對抗恐怖主義時就表示，美國擁有朋友及聯盟的支持，但是只有我們能帶頭領導，將成就推向成功
，而英國以外的歐洲通常是較區域性的，以歐洲內部及鄰近區域作為考量前提
。

對安全上的認知差異同時也影響了雙方對威脅的認知，美國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所謂流氓國家，及恐怖主義視為主要威脅來源，歐洲關注的則是中東歐國家，俄羅斯，以及地中海國家，包括種族衝突，政經局勢不穩定等問題，同時非地域性議題，如貧窮與低度開發等容易導致難以控制的移民潮也是關注的重點，而上述雙方認知差異，充分表現在面臨安全威脅時所選擇採取的應對方式。

六、結論

　　冷戰結束，歐盟基於國際現實政治發展而加速整合的腳步。制憲不僅反映了因應東擴之需，同時也希望從經濟成功的整合範例進一步跨越到政治以及軍事上，藉此改善為人詬病已久的民主赤字，決策效率緩慢欠缺透明等。

歐盟憲法條約明確規劃各機構間的權責，擴大條件多數決適用範圍，設立歐盟外交部長等革新，都說明了歐盟朝向更深化整合的意圖。

有關條件多數決擴大至部分外交安全政策決策機制中，增加了歐盟決策效率，不過在共同安全暨防衛政策中相關彈性化設計仍保有相當程度的政府間主義色彩，這說明各國雖然雖然有進一步整合的共識，但是主權讓渡等敏感議題仍舊無法達成共識。同時，憲法條約本身被視為是各方妥協之下的產物，也可從政府間會議時關於部長理事會票數席次的爭議看出。

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發展一向是採取邊作邊學(learning by doing)的方式進行，而在執行成效上困境往往是促使它更進一步發展的動機，各國將政策面臨執行困境視為發展更加緊密的安全政策的理由，長遠看來，除非遇到外在強烈的威脅壓力，歐盟在軍事安全政策的整合上仍將緩慢。

歐盟憲法條約批准過程目前因為法國荷蘭相繼公投否決而陷入反省期( period of reflection )，部分國家將批准程序暫停，而６月高峰會英法關於財政議題上無法達成協議更惡化了目前低迷的氣氛，日前執委會副主席提出了所謂D計畫，試圖透過積極對話的方式來挽回民眾對歐盟的信心，成效如何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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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後斯洛伐克的政治經濟轉型

鄭如釧(
【摘  要】

斯洛伐克共和國（The Slovak Republic）於1993年元旦正式成為一個獨立的民主共和國，也經由努力，順利的在2004年加入歐盟（European Union），成為歐盟25個會員國之一員。在獨立之前，地理上曾經是匈牙利的一部份：政治上，更是曾與捷克(Czech Republic)組成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因為這種種的因素，使得斯洛伐克早期在經濟上以重工業及國防工業為主，依據中央統籌計畫，實行東歐經濟互助會（COMECON）貿易義務。在獨立之後，政府為了向歐體靠攏，政府對於經濟政策作了調整，以求實現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促進本國貿易發展及鼓勵外資投資。本文將就斯國於冷戰結束獨立建國以後，政治及經濟的轉型發展逐一討論。

關鍵字：歐盟（European Union）、捷克(Czech Republic)、斯洛伐克共和國（The Slovak Republic）、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

1、 前言

斯洛伐克共和國（The Slovak Republic）為中歐內陸國家，東臨烏克蘭，南接匈牙利，西連捷克、奧地利，北毗波蘭，位居歐洲中心點。斯洛伐克人與捷克人族源相近，都是西部斯拉夫民族的分支。早在九世紀時，斯洛伐克境內建立了普裏賓公國，後來與波希米亞、摩拉維亞組成大摩拉維亞帝國(Great Moravian Empire)。10世紀初馬劄爾部族侵入多瑙河平原，大摩拉維亞帝國崩潰，斯洛伐克與波希米亞分離，成為匈牙利的一部分。直到1918年才和捷克組成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法西斯利用斯洛伐克和捷克之間的民族差異和矛盾，採取「 分而制之 」的策略，宣佈斯洛伐克為「獨立國家」。1945 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解放，恢復了共同國家。1989年末，隨著冷戰結束，柏林圍牆倒塌，捷克斯洛伐克在沒有鎮壓的情況下，學生和反對者在布拉格示威遊行，帶動其它城市的跟進。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共產政權宣布下台。經過三年的辯論後，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決定於1993年元旦正式分為兩個國家
。且於2004年5月1日起，正式成為歐盟的新會員國。而斯洛伐克為了要加入歐盟，也加緊速度在政治的民主化與經濟的自由化，更在社會內部做了所必須的調整。

2、 背景

1、 冷戰背景

（1） 何謂冷戰

兩國或兩個國家集團之間除直接軍事交戰以外的一切敵對行為的總稱。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西方之間尤其是美蘇之間的對抗狀態
。1946年2月22日美國駐蘇使館代辦喬治肯南
（George Kennan，1904-2005）向美國國務院發回一份長達8000字的電報，主張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實行「遏制」政策，以阻止共產主義影響的擴大。2月28日美國國務卿貝納斯（James Francis Byrnes，1879-1972）在演說中公開表明了美國政府的冷戰方針。同年3月5日英國前首相丘吉爾
(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發表的富爾頓演說
和次年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 (Harry Truman，1884-1972)提出的國情咨文（被稱為「杜魯門主義」)，標誌著冷戰時代的開始。

（2）冷戰發展       

     這時的冷戰表現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力量與以蘇聯為首的東歐、亞洲新興的社會主義力量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對抗；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以蘇聯為首的華沙組織之間在軍事上的對抗；西方對東方進行的政治顛覆、滲透、經濟遏制，與東方的反顛覆、反滲透、反遏制之間的對抗等等。二次世界大戰後，兩次柏林危機、兩大軍事集團的成立、美國的麥卡錫主義以及大規模的軍備競賽等都是冷戰的產物，嚴重對峙在部分地區升級為戰爭，如朝鮮戰爭。50年代中後期朝鮮停戰，史達林逝世後，赫魯曉夫謀求美、蘇共同主宰世界，西方也寄緩和希望於蘇共領導人。這種種原因使得冷戰逐步降溫。

（2） 冷戰結束

    70年代由於國際格局的變化，美蘇進入緩和時期。70年代末蘇聯對外擴張、入侵阿富汗、美國雷根政府對蘇聯推行強硬政策、美蘇關係再次惡化；80年代初期，美國提出「星球大戰」計畫，在歐洲部署新式中程導彈，被稱為「新的冷戰時期」，80年代中期戈巴契夫上台後，調整蘇聯的外交政策，1987年12月美蘇簽訂中程導彈條約；1989年5月12日美國總統布希提出「超越遏制戰略」，以調整與蘇聯的對抗，改善美蘇關係。1990年東歐形勢驟變，10月東西德正式統一。同年11月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巴黎首腦會議宣布戰後歐洲衝突分裂的舊秩序最終結束。美蘇也原則同意削減50％戰略核武器，表明東西方關係的冷戰時期結束
。
2、 獨立背景

西元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奧匈帝國戰敗而解體，斯洛伐克脫離匈牙利，與捷克共同組成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但為期不久，即產生矛盾與衝突。1938年德意志的納粹主義抬頭，希特勒利用協約國的姑息，在未經捷克人同意下簽訂非正式的慕尼黑合約，藉此取得捷克-斯洛伐克。接下來幾年，希特勒將捷克與蘇台德地區、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合併，另將斯洛伐克分出，成為匈牙利管轄下的半獨立國家。二次大戰德國戰敗，捷克-斯洛伐克終於脫離納粹統治，開始實行工業化政策，致力發展經濟。西元1946年，以高華德(Klement Gottwald)為首的共產黨，開始了捷克-斯洛伐克40多年的強硬派共產政府。

1968年，共產黨秘書杜柏卻克(Aleander Dubcek) 回應「布拉格之春」遊行時人民的要求，希望能建立人性化的社會主義以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然而，結果是蘇聯強力的鎮壓「布拉格之春」。蘇聯進而扶植胡薩克(Gustav Husak)政權，以更保守的方式統治捷克-斯洛伐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斯洛伐克同意在「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完全平等」的原則下，重新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1960年後期，發生「布拉格之春」事件
，以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軍隊，鎮壓捷克-斯洛伐克的爭取自由遊行。1989年末，冷戰結束，柏林圍牆倒塌後，捷克-斯洛伐克在沒有鎮壓的情況下，由學生和反對者在布拉格示威遊行，帶動其它城市的跟進。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共產政權宣布下台。經過三年的辯論後，捷克和斯洛伐克決定於 1993 年元旦正式分為兩個國家，而兩國財產根據聯邦議會通過的法令，按照人口比例一分為二。
3、 國家概況

（1） 政治上

獨立十多年的斯洛伐克歷經幾次的改革開放選舉，現行政府是由四個政黨在2002年10月所共同組成的聯合政府，而其四個政黨依照其所佔席次（MPs）
分別是：斯洛伐克民主基督教聯盟黨（the Slovak Democratic and Christian Union，簡稱SDKU）22席、匈牙利聯盟黨（the Hungarian Coalition Party，簡稱SMK-MKP）20席、基督教民主運動黨（the Christian Democratic Movement，簡稱KDH）15席及新公民同盟（the Alliance of the New Citizen，簡稱ANO）12席
。

現任總統為伊凡加什帕羅維奇（Ivan Gasparovic）2004年6月到2009年6月，任期為5年，由人民直接投票選出。現任總理為朱林達（Mikulas Dzurinda
），屬於斯洛伐克民主基督教聯盟黨（SDKU），為此政黨的創立者。中央政治體制為實行議會內閣制，議會名稱為民族議會，為一院制；地方行政則實行單一制，在1996年6月將地方劃分為八個州，分別是：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州（Banska Bystrica）、布拉提斯拉瓦州（Bratislava）、科希策州（Kosice）、尼特拉州（Nitra）、普雷索夫州（Presov）、特倫欽州（Trencin）、特爾納瓦州（Trnava）、日利納州（Zilina），州長為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一任四年。
（2） 經濟上

斯洛伐克已經從中央計畫經濟轉變為一個現行的市場經濟。朱林達政府在2001年到2004年期間於總體經濟穩定與體制改革上獲得極大的進展。主要國營事業差不多都已民營化，銀行業務也幾乎轉為外資，也因為政府的支持，使得外國投資因商業友好政策（business-friendly policies）變得容易而更興盛，例如勞工市場自由化和19%
的低稅率等。儘管歐洲整體經濟呈現下滑的現象，斯洛伐克的經濟在2001年到2004年的成長甚至超過期望值。斯國在經濟上的唯一弱點就是在2003年到2004年的失業率仍居高不下，達到17.8％（表一）。即使與中東歐其他九國的失業率相比較，斯國失業率仍然偏高（表二）。

斯國GDP的成長率也從1998年的4.2％增長到2004年的5.5％，人民的平均月收入更從1998年的284美元成長到2004年的491美元（表三）。目前斯國所使用的貨幣為斯洛伐克克朗(Slovak Kurona，SKK)，根據世界銀行最近所公布的報告指出，斯國可能在2007就能達到「馬斯垂克條約」訂定的標準，並於2009年之前加入經濟與貨幣同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EMU）。一旦斯國加入歐元體系，將比鄰國波蘭、捷克及匈牙利提早，後三國可能在2010年才能加入歐元體系
。
（3） 人文上

           斯洛伐克位居歐洲中心，國土面積49035平方公里，人口數543萬1363人（2005年6月）。首都布拉提司拉瓦，人口45萬，位於斯國西部，靠近奧地利維也納，面臨多瑙河，是斯國首都，也是斯國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市內鐵路及公路發達，皆可通往鄰近國家，為進出東歐一個重要的轉運站之一。斯洛伐克正處於邁向西方民主化的轉型期，具有眾多種族社會的色彩，其境內居住了相當的少數民族及宗教群族，而其組成的種族以斯洛伐克人佔大部分，85.8％的比例，匈牙利人佔9.7％，羅馬人佔1.7％，捷克人佔0.8％，Ruthenian和烏克蘭人佔0.7％，以及其他民族佔1.3％人口比例。在宗教上也是多元性，將近百分之七十的人口為天主教，大約8%為東歐正統基督教，另也有不少的猶太人口。

3、 斯洛伐克的政治發展階段

斯洛伐克共和國在1989蘇聯解體到1993年成為獨立國家，在歐盟東擴的十個國家之中，其政治體制的發展顯得格外引人注意。獨立短短十餘年，其政治體制從未獨立前的共產體制到獨立後的民主集權體制，以及現在的完全民主體制。

一、斯洛伐克的政黨角色 

在非民主體系裡的社會轉變和轉型過程中，政黨角色是無可替代的，是隨著政黨實行民主政治體制的基本功能而來的。在轉型社會中，政治角力不只集中在可獲得的權力，甚至是決定社會更進一步的體制上的改革。內在特質，例如意識型態、人事背景、和國際間政黨的約束力等，在這些社群裡格外重要。不過，他們的改個潛力更是重要，特別改革的能力︰ 

（1）將必要的系統組織概念化； 

（2）得到專家的幫助及參與改革策略的發展； 

（3）獲得充分的民意支持可以鞏固他們在政府組織系統內的地位，並且賦予他們實踐改革策略的能力與方法； 

（4）建立更大的政黨團體（聯盟，結盟關係）創造更足夠的條件來實現改革； 

（5）從重要的非政黨角色(非政府組織，自治體制，傳媒等等)獲得對改革的支持； 

（6）在某些地區有限時間內做到改革的實踐。

二、政治體制改革的三個時期：

從共產極權垮台到現在，斯洛伐克體制改革的完成可以分為三大時期︰ 

1.基本政治轉型期，創造建設經濟轉型的條件(1989年底到1992年中)。 

2.停滯期，政治民主化過程的停滯，並且在社會經濟方面所選取的實踐改革手段也受到限制，或是所謂的反常的形式，符合建立一個半極權政權所需的支持(例如以"全國性為目的"的民營化改革) ，(1992年/1993年到1998年，有一段其中也一小段間隔從1994年的3月到9月)。 

3.恢復政治民主化過程期，並且實踐在社會經濟方面的改革步驟以符合一個自由民主政體的基本架構 (從1998年到2003年)。 
     （一）1990~1992：共產時期
一開始，比較而言(僅兩年時間)，在「聯邦」時期的轉型期間，多元政治體系與自由市場經濟是根據經濟原則所建立的，而政黨體制則仍在「萌芽」與「孕育」階段。政黨則在1990年初開始存在，但是因為專業不足，無法在長期持續的意識型態體系過程中成長，甚至時常面臨內部瓦解的危機。在1990年國會選舉之後，其中一些政黨：公民反暴力黨Public against Violence (VPN)、民主基督教運動黨Christian-Democratic Movement (KDH)和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DS)，在共產政權崩潰之後，建立了一個瞭解實現基本體制改革的政治責任的聯合政府主政。以下所列的社會因素，在這一時期內，對國家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1）斯洛伐克重要經濟部門基本建設的方法及手段的必要性，尤其是基本工業和軍事工業； 

（2）為了改變自蘇聯時期國際經濟和軍事政治集團分裂之後，對外經濟束縛的目標需求； 

（3）創造對於經濟自由化和開始實踐體制改革的有利條件； 

（4）大部分的人民不贊成徹底激進的社會經濟變遷； 

（5）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期間，雙方關係變得尖銳； 

（6）描繪出對實現體制改革的敵意的反改革政治力量的輪廓； 

（7）為了要加強民族主義的力量，將焦點擺在斯洛伐克從捷克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分離獨立，以及斯洛伐克人對於斯國境內少數族群的治理； 

（8）創造一次壯烈的國家獨裁主義的民粹運動。 

在轉型初期發生了兩件削弱以改革為目的的政治因素。 

首先，一些分離的族群因為上述政治因素而成立組織，並且加入反改革力量。因此削弱了支持改革的政黨的潛能。因為從原本支持改革的執政政黨(公民反暴力黨Public against Violence，VPN)所分離出來的反改革力量(民主斯洛伐克運動黨，Movement for a Democratic Slovak，HZDS)所造成的內部差異，使得斯洛伐克變成中歐唯一的後共產主義國家。

其次，支持改革的政黨已經失去了在1990年第一次自由選舉時讓他們贏得主政地位的大量選票。失去這些選票的主要原因可歸咎於大部分選民對所謂的聯邦轉型模式的不滿，除此之外，也沒有足夠的民意支持改革步驟。這些都會威脅到主政政黨的社會地位，並且也與公民團體的價值觀念意見相左。

政黨有義務實行社會自由化政策，並且為轉型過程奠下基礎。然而主政政黨地位式微，使得反改革力量在接下來的時期獲得優勢地位。因此，反改革力量所採取的方法與手段與原先促進社會自由化的想法是互相矛盾的。 
     （二）1992/1993~1998：民主轉型時期
在1992年的國會選舉，支持改革的政黨落敗，贏得選舉的政黨則成為國家民主集權的執政黨。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也因此形成允許社會轉型過程中發生的特殊情況。將焦點著重在一個新國家的建立。在一開始，對於一個新國家的建立是在下列的條件情況下所進行的︰ 

（1）人民對自己國家認同感的薄弱。雖然是合法建立國家，但是對於政治菁英沒有舉行公民投票就做成的決定存在著極大的疑慮； 

（2）執政聯盟是由擁有共同手段的政黨來治理 (特別是實際上對自由民主原則的否定)，卻有著不同的社會經濟政策的觀點-這觀點來自於公開反改革和反體制的斯洛伐克工會黨 (ZRS)，對仇視外來種族的斯洛伐克民族黨(SNS)而言，則是拒絕參與斯洛伐克在現代經濟整合的過程；對執政黨（HZDS）來說，則是接受遵守權力集中而實行的經濟自由化改革步驟； 

（3）民主集權的逐漸成型是基於政黨-經濟的侍從主義
，民族主義思想體系和偏執的政府內閣（逐漸破壞憲法的合法性，違反國家所賦予公民的政治權，反對少數派政府政策，政治上反對在野黨的政治活動等等）。此種趨勢在1994年的國會選舉後，開始在社會上普遍； 

（4）國家在歐洲-大西洋的整合過程中並無資格，執政的政黨聯盟正因為問題關係到國家政治的發展，而無法做到宣稱外交政策為優先考量的實踐，(民主活動的受限制，政府的統治手段與認為斯洛伐克應該整合編制成為歐盟和北約的一員並不相容)。 

在1994-1998期間，支持改革的政治力量，雖說在前一個時期對於民主社會和市場經濟建立有奠基的功效，但卻喪失了影響區域內體制轉變的政策特質。因此，他們將焦點放在抵抗主政聯盟的非民主體制，盡維持開放的政治競爭的可能性，以及阻止過度分裂來加強鞏固他們的地位。政治體制的民主框架的維持是最重要的。這個事實在民主反對黨因為不同的意識型態以及對於體制改變的強烈需求的不同觀點之間，建立了合作的條件。 

在1994-1998這一時期，一方面緊跟著執政聯盟所缺乏的改革方針而來的是無所謂真正的改革；另一方面，來自於他們的執政，使得國家被捲入歐洲-大西洋在特定地區所實行的有條件的改革的整合過程中。由於實際上忽視在1994-1998的選舉期間所尋求的客觀改革的必需性，在某些社會階層中出現了慢慢累積的問題，甚至更嚴重，而且在接下來的時期裡，因為改革步驟使得累積的風險也慢慢浮現。

而且，在1994-1998的選舉期間，斯洛伐克的政黨體制可以用不同的內在特質區分為兩個不同的群體。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區分不只影響政黨體系本身，也影響執政聯盟的組成，因此也影響到實行改革的特徵性。 
     （三）1998~2003/2003~2005：新民主與歐洲整合時期

        （1）在1998年的國會選舉之後，政黨輪替為實踐日後必要的改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非獨裁政府建立，而其政治形式與內在特質和自由民主社會體制是相容的。然而，這些政黨不同的是對某些範圍內的體制改變的態度有所不同：龐大的左派聯盟由斯洛伐克民主聯盟黨(SDK)、民主左派黨(SDL)、匈牙利聯盟黨(SMK)，以及公民協議黨(SOP)所組成。在2000年，基督教民主運動黨(KDH)成為聯盟的第5個政黨。聯合政府快速的在法規、民主、憲法和外交政策的優先性等達成協議，並且掃除在前一時期的失敗的改革。政府內閣著手準備以及實行改革的方法，但是所組成的聯合政府對於改革手段的程度則有所限制。

與1994-1998年時期的情勢相比，很顯然的在1992-2002年這一時期內的改革手段的特性在程度上是有所選擇的。不過，這選擇性無關執政黨對改革手段是否有利於黨的利益的考量。更確切的說，這選擇性似乎是來自於龐大的執政聯盟的共識所決定的。一個肯定的事實是，獨派聯盟黨的政治人才和清晰的改革概念要提供給聯合政府所運用。然而，另一方面來說，許多改革的準備和實施常伴隨著與政治口角和衝突，也因此會影響到所採取手段的效率。如果將與歐盟和北約的整合視為斯洛伐克極重要的事項，則多數黨認為維持政府的穩定才是政治上的最優先考量。這個事實影響到改革手段的強烈與否。有時候聯合政府甚至認為某些需要改革的區域可以維持現狀，因此而放棄對這區域的改革。然而，一般而言，龐大的右派聯盟很成功的負責國家改革方向的維持。也因為這個事實，使得斯洛伐克在這選舉年結束時達成加入歐盟與北約的標準。

在2002年的國會選舉之後，中間路線(保守派與自由派)的執政聯盟－斯洛伐克民主基督教聯盟黨(SDKU)、新公民同盟（ANO）、匈牙利聯盟黨（SMK）、基督教民主運動黨（KDH）－成立。從進程方向來看，這些政黨對於社會經濟領域的市場走向政策與基本自由民主價值的維持是有助益的。目前聯合政府的計畫是在短期內提交出各個政府部門改革的雄心計畫。

在現今政府執政聯盟建立建立之後一年的時間，可以肯定此聯盟政黨對於改革的能力。也仍然有強烈的企圖心來實踐體制改革，同樣的，對於重要政府部門改革的手段也存有共識，因此沒有嚴重的政治衝突發生。聯合政黨即使在2003年底的國會選舉中無法成為多數派政府，卻仍然在重大改革事項上共同行動。 

欠缺公平的是，在聯合政黨中的衝突關係也已經影響到改革政策的效率。自從政府在2002年10月成立以來，有一些特殊的聯盟也在某些執政聯盟政黨之中成立。這些聯盟的組成情況不一，主要都與政府治理方面相關(部分與聯盟黨派計畫的優先性有關)。聯合政府的缺點是缺少治理國家的經驗，尤其是意識型態與政策優先性方面的差異，時常導致政黨聯盟的協商與妥協。在互信接受解決方案的過程中，觀念意見的相左是常有的事。但是，因為聯合政府對某些議題所持的不同意見所引起的對立（例如終止合作關係），程度上還不至於危害到政黨聯盟的存在。 

以政黨做為改革工作的重要角色的整體評估來看，姑且不論執政黨的政治責任一定來得比反對黨大的事實，斯洛伐克在2002年國會改選之後也應該考慮到反對黨的政治角色。在2003年，反對黨的態度主要在於否決由SDKU-SMK-KDH-ANO所組成的聯合政府所追求的改革。國會（及在野黨）對於政府的社會-經濟政策持反對態度，或許會被公開批評。但是質疑的是，經由反對黨(HZDS, Smer黨以及斯洛伐克共產黨)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否就能作為全面性的改革策略及政府的替代方案的構想。

透過國會議員對改革法案通過的分析來看，在2003年由專家所成立的中歐經濟與社會改革協會(INEKO)，證明了執政黨與在野黨所持的意見方法是無法相容的。同時，也證明了在斯洛伐克政治角色中缺乏「改革共識」。這將不可避免的會影響到獨派實際利用聯盟效力的可能性。經由INEKO所做的詳細分析來看，證明了政治家對於相信經由其他政黨所組成的聯盟，比在2002年國會選舉之後所成立的聯合政府來的有效率的觀點，純粹只是推測性想法
。

        （2）2003～2005

在2005年7月到9月之間，在三黨決定終止與第四政黨－新公民同盟（ANO）的合作關係之後，由三黨組成的聯合政府治理的情況之下，將會全面影響到斯洛伐克的政治發展，即是SDKU、SMK、KDH三黨聯合政府。三黨聯合政府對ANO態度的轉變以及造成對ANO態度的轉變的原因，是因為ANO主席和經濟部長Pavol Rusko的個人經濟活動所牽扯到的醜聞，並且對他的政黨內部有破壞性的衝擊。Rusko對媒體聲稱是財政上的義務，但其實是他企圖掩飾醜聞的託詞，而這反而激起媒體施壓要Rusko向大眾解釋清楚。這個事件引發了一連串的反應：第一，基督教民主運動黨（KDH）要求Rusko辭掉現在的職位；第二，ANO內部出現了一個反對黨；第三，三黨聯合政府決定終止與ANO的合作關係。同時，三黨聯合政府決定繼續運用在ANO黨內佔有多數席次的議員，並且也宣示對聯合政府的忠誠，來協助幫忙治理國家。聯合政府（執政黨聯盟）內部重新改組的風險是因為失去一些副手造成執政黨聯盟本身在國會之中地位的削弱，而且在任期結束之前，將會降低了現任執政者的權威性。 

（四）小結 

在國家獨立的第一個十年末， 斯洛伐克共和國與其他正在改革中的中東歐國家一起加入了歐盟。雖然在改革的前幾年，斯洛伐克的「改革熱度」與其他三個V4
國家相較之下有所差異，但是支持改革的力量最後終於成功的趕上鄰國。而這也相當程度的影響了斯洛伐克從1993年到2003年政黨體系的發展，此外，也影響到執政角色對於實行體制改革的態度。在加入歐盟之後的斯洛伐克政治體制，將會成為構成歐洲共同政治空間的一部分。在對歐盟的正式加入之後斯洛伐克共和國的政治體制將成為普通歐洲政治空間的組成部分。而經由國內政黨在實行改革過程中，可以證明所得到的經驗對其他國家來說是有意義的。

4、 斯洛伐克的經濟發展階段

一、經濟轉型

「轉型是指：一個團體或組織由某一個既定的互動模式轉為另一種模式。而社會體既定的互動模式通常是一種具有規律性的系統化型態（regular form），一般將其稱之為制度。換言之，制度是社會團體互動模式中的系統模式，因此轉型通常包含著制度變遷（institutional change）之概念。所以，所謂的『經濟轉型』（Economic Transition）即是指一個社會經濟制度之轉變，也就是社會體中經濟行為互動模式的轉變
。」洪美蘭博士也將各種形式的經濟制度歸納為以下三種：市場經濟制度（market economic system）、中央計畫經濟（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和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在斯洛伐克獨立之初，其經改仍按照原來聯邦時期的計畫進行。當時經濟改革方案是一克勞斯的理念而來，也就是快速的由中央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結構過渡。主要有三項內容：（1）市場及價格自由化（2）私有化（3）總體經濟政策的控制，企圖迅速的同時建立基本的市場體制結構
。經濟轉型指的是由原來的以指令性計劃為主的計劃經濟向以市場調節為主的市場經濟轉換。一般把轉型的主要內容概括為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有的還加上「穩定化」和「制度化」。所謂自由化，具體就是指放開價格、放開市場、實行貨幣自由兌換。放開價格意味著取消政府對價格的補貼和對價格的控制，讓商品和勞務的價格隨著市場的供需情況自由浮動。私有化，指原國有企業轉變為私人企業，或是把原國有企業承包給個人或集體經營，以及實行股份化，皆稱為私有化。市場化，主要是指建立和完善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而穩定化，是指宏觀經濟實現穩定
。以自由化來說，自由化即「為了要使市場正常且發揮功能，則必須撤除所有的價格控制與補貼，雖然實際上由於失業與生活成本等不利因素的影響而無法全然做到。其目的是為了要使市場資源得以平均分配，且使價格符合供需情況而非由政府規劃決定。採取實質利率則是為了反應借貸的機會成本，並導入以往未曾有的財物基礎設施
。」

二、經濟轉型概況

早年斯洛伐克為農業區，基本上沒有工業，是捷共執政期間在斯洛伐克逐步的建立了鋼鐵、石化、機械、食品加工、及軍事工業，因而縮小了與捷克在經濟上的差距。斯國在獨立前為捷克聯邦的成員之一，當時的經濟發展是依據中央統籌計畫、執行東歐經濟互助會（comecon）貿易義務，造成經濟結構的嚴重不平衡。

1993年獨立之初，政府為了謀求與歐洲共同體靠攏，對經濟政策作了調整，實行「市場經濟」，加強調整產業結構，鼓勵出口，引進外資，建立市場基本架構。但是卻也因為中東歐市場有發展的潛能和豐富的勞動力，也使得中東歐國家的投資魅力也日益顯現。中東歐國家普遍來說，經濟或產業都比西歐先進國家落後許多，人民生活品質低落，在加上前共產國家的控制手法，使得人民在脫離共產專政之後，似乎也只能聽命行事，認為政府要加入歐盟，而只要人民同意也就能獲得經濟上立即的改善。

    在斯洛伐克共和國獨立十年後的社會經濟改革過程，根據Eugen Jurzyca
的觀點來看，可以以下列所列舉的三項不同的「遊戲規則」來說明社會經濟內部的改革觀點︰

（1）在目前所討論觀點中的相關性； 

（2）過去10年改革過程的「可行性」； 

（3）其他相關議題的預期「互相配合度」 (自由化，利益集團的角色)，並且持續研究替代方案。 

要在一開始就確定這些觀點並不容易，但是在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進化論
裡可以發現到三大支柱－差異性
、物競天擇與進化。而斯洛伐克在獨立十年後，可以以三種觀點來看社會經濟改革的內部特徵：
    （一）觀點一︰核心改革與相互關連 

同樣的，對社會來說與社會主義要素相關的可能性又要被熱烈的討論。根據某幾個相關政黨的觀點來看，社會主義也有需要被保留的優點。絕無惡意，但是在承諾任何措施之前，在兩個不同社會經濟體制之間，這些要素並不能任意轉移，一定要經過討論。改革的支柱確實緊密相關，一旦移動任何一個支柱，將會危及到其他支柱。

從1948年到2003年的主要改革如下︰ 

（1）國有化--在遠遠落後的市場經濟背後鋪下長期經濟發展的基礎；  

（2）開放邊界--對於在斯洛伐克城鄉之間生活水準鴻溝加深的社會回應； 

（3）價格自由化—開放邊界無可避免的結果，就是讓外國人能夠在斯國境內以補貼價格來購買商品，也因此造成透過許多斯國納稅人的錢來資助外國人的現象； 

（4）私有化--廣泛使用的模式，在國營企業的主管部門內，可以以低價將貨物銷售到同類的私人企業，接著以市場價格將同一批貨物銷售出去－在解除對價格管制的條件裡，國家失去了捍衛自己與民眾對抗的資產管道的能力； 

（5）提出新改革(稅率，津貼，社會) －為了吸引和支持私人投資的一個必要步驟︰私人投資者可能退出或者根本選擇斯洛伐克。因此必須想出可以吸引他們的辦法。 

經濟和政治論理學經由下列階段驅使體制改革︰國有化→開放邊界→解除價格管制→私有化→提出新改革。如果有任何階段被忽視，則將會走回頭路。如果國家取消現階段的改革，並且回頭走向失序的情況，將會開始失去在斯國的私人投資者，而國家也將要負起各式商品與服務的提供責任。許多國營企業無法在解除價格管制所造成的經濟條件之下被控管。因此，下一步將與全球標準價格相關連。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孤立和政治壓迫將是兩個極可能發生的現象。

然而這情況不太可能發生，但是必須花費長時間商討圍繞在改革支柱修正的危機仍然繼續存在著。我們對私有化，解除價格管制和降低國際貿易壁壘的基礎都會持續存在著質疑。 

（二）觀點二：在正常和非正常規則的改革路徑之間的差異 

過去的歷史(不僅共產政權)已經明顯的影響到我們的思考模式。在過去的14年之間，一方面在民主和市場經濟的正常規則之中，存在著不平衡的現象，而且我們公正和倫理社會的想法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消除。 

（1） 大社會的規範(市場)表示對小社會無法以價格機制來保障眾多(匿名)的私人企業利益而負責。在一個小社會裡(例如家庭)，才能與其他優勢，以及工作和其他「不利條件」，可能基於關係到個人行為與「信用」的多數意見（或極少數）為根據而分散。在一個擁有眾多人口但彼此互不認識的大社會內(例如城市或者國家)，是不可能是用上述的標準。例如，沒辦法有效或迅速的將股票市場依據喜惡來平均分配。中央控制經濟已經試著將小社會規章適用於大社會。公寓，土地，花園和其他利益被少數掌權者根據信用狀況來分配。工作與否主要並不是取決於消費者，而是在於行政決定。市場規章(假設適用在正確的地點與時間)上的道德觀並不亞於傳統家庭規範，或社會主義期間的合法規範。在1989年11月之後，已經看得見更廣泛的接受大社會規範的情況。 

（2） 基於等級制度而建立的組織是對無法保障個人自由與私人利益而負責的。為什麼個人要建立組織？他們為什麼選擇合夥，但是要避免在以契約為基礎而工作？他們為什麼建立公司，政黨和組織？這原因早已存在(其中的關連性不可能被所謂完整的契約所隱藏住)，在層級制度之中比合作平行制度更能有效解決問題。在過去常被中央所控管的社會，群眾相信在1989年之後的改變已經把自由引進組織裡面。直到現在，仍並不完全瞭解紀律是政黨和其他組織合法的一部份。同時民眾也無法認同老掉牙的笑話︰在共產主義體制下，大街小巷與所有組織皆享有自由。現在，大街小巷與所有組織皆享有自由。當然「所有」的範圍是基於不同的各式組織。 

（3） 降低重新分配的範圍不需成為右派的政策；這與議題進程是相關連的。左派的觀點比右派只著重在社會發展的向下紮根更企圖達到更大程度的重新分配。然而這些計畫的推動者，無法接受該由誰來做重新分配，以及誰將會得到重新分配的利益為唯一重要因素的事實。斯洛伐克現行的津貼制度為勞工階級到機會主義者，而非從富人到窮人提供了重新分配的說明。津貼的總額則取決於這時年中最好的五項工作。這個體制對於當時絕大部分的非法勞工，以及在退休之前找到工作是有助益的。因此，壞處則是在職場上辛勤工作的人，在最後卻消耗殆盡。而這個沿用的體制（相似的體制－社會福利、無限制的失業津貼、醫療津貼等）則成為左派的政策。更確切的說，這只是個基於無知或民粹主義的政策，因此政策的目的是不正當的。在這些體制的規範被建立之後，未來窮人與富人之間團結一致的程度，將取決於時間上。在1990年代，人們注意到原來斯洛伐克的神話，也就是所謂的左派政策。

（三）觀點三：對於公共財
範圍的重新定義 

為公共財下定義是基於以下所存在的原則－任何一個人都可以使用、公共財是無法被分割的，例如燈塔及路燈。政府應該為公共財設下範圍。政府應該要提供何種商品及服務？在社會主義時期，社會的觀點認為大部分的商品都歸於公共財範圍內。國家宣佈有法定數量的小孩的家庭，享有足夠的居住處所的權利。另外，民眾享有牛奶、啤酒、建材、運輸和其他事項的津貼補助。在過去14年來，明顯的降低了公共財的範圍。以現在來看，公共財的範圍明顯的狹隘了許多。 

不過，根據目前的討論，公共財與私人財物的區分是相當重要的。當社會為某種公共財下了定義，就得負起提供此公共財的責任。假如麵包是私人財物，那麼麵包師負責是在沒有國家經濟支柱下志願製作麵包的。相反的，當社會宣佈麵包是公共財（二次大戰後的德國），供應麵包的人則必須由國家提供資金與被國家所控管的。麵包師傅的裡潤是不需要被控管的，但是店員的薪資則需被控管。售貨員不需要被通知銷售他的或她的貨物，但是店員則需被告知。當前改革值得注意的一部份就是，試圖在公共財與其他物品之間做區隔，是為了使個別的條例規章更有效率。假如國家給予醫療補助的服務，但是卻沒有為此公共財下明確的規範，則國家將會給予百萬富翁不必要的醫療津貼，例如水療。對於食品的津貼，如果沒有清楚的範圍區別，則將會有相同的後果。從1989年起，斯洛伐克就一直爭取在公共財和私人財務之間更清楚的區分。就這方面來看，當前的改革已經達到一個顯著的進程了
。

三、小結 

斯國獨立前幾年讓我們知道並沒有簡單的「數學公式」可以看出經濟成長。托爾斯泰
（Leo Tolstoy，1828～1910）所寫的安娜‧卡列妮娜（Anna Karenina）裡寫到：每一個不幸的家庭都有一個特殊的原因所造成。同樣的，失敗（或不幸的）的國家也有個別不同的原因理由。然而，個別獨立的線性關連並不能用來解釋斯洛伐克的發展。不管之前所提及到的社會運動的複雜性，斯洛伐克仍然證明了這些社會運動是相當成功的。 

5、 結論

斯洛伐克座落於歐洲中心點，環伺四週，與其他歐盟國家相較之下，略顯狹小。但是在經過共產專制及兩階段的民主轉型期和經濟改革後，從獨立到現在，短短12年中所達到的成就，或許可說是十個中東歐國家中表現比較亮眼的。轉型並非只是一個階段的過程，而是長久持續在發生的過程；任何一個政黨或政府政策都隨時會改變轉型的過程或手段，甚至影響到未來的轉型結果。從斯洛伐克的轉型來看：政治上，實現完全民主制度，建立聯合政府，人民也享有充分的權利義務；外交上，於2004年加入了歐盟與北約，成為會員國，而這對斯國的外交安全無疑的是一種絕對的保障。經濟上，實行市場經濟、自由化、私有化與自由競爭，提升企業的競爭力；更積極努力改善政府財政赤字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如果以完成加入歐元體系所需的條件來看，據世界銀行最近公佈的報告指出，斯洛伐克可能在2007年就能達到「馬司垂克條約
」訂定的標準，而於2009年之前加入經濟暨貨幣同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EMU）。屆時將會比波蘭、捷克及匈牙利三國稍早加入歐元體系。

表一、斯洛伐克歷年失業率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失業率（％）
	12.5
	16.2
	18.6
	19.2
	18.5
	17.4
	18.1


資料來源：1.SLOVAK 2004:A Global Report on the State of Society, Grigorij Mesenznikov and Miroslav Kollar editors.

          2.筆者自行整理。
表二、中東歐國家歷年失業率

	 
	2000
	2001
	2002
	2003

	歐盟
	7.8
	7.4
	7.7
	8.0

	賽普勒斯
	5.2
	4.4
	3.9
	4.4

	捷克
	8.7
	8.0
	7.3
	7.8

	愛沙尼亞
	12.5
	11.8
	9.5
	10.1

	匈牙利
	6.3
	5.6
	5.6
	5.8

	立陶宛
	15.7
	16.1
	13.6
	12.7

	拉脫維亞
	13.7
	12.9
	12.6
	10.5

	馬爾他
	7.0
	6.7
	7.5
	8.2

	波蘭
	16.4
	18.5
	19.8
	19.2

	斯洛維尼亞
	6.6
	5.8
	6.1
	6.5

	斯洛伐克
	18.6
	19.2
	18.5
	17.4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



表三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GDP成長率
	4.2
	1.5
	2.0
	3.8
	4.4
	4.2
	5.5

	平均月收入（USD）
	284
	259
	247
	256
	298
	390
	491


資料來源：1.SLOVAK 2004:A Global Report on the State of Society, Grigorij Mesenznikov and Miroslav Kollar editors.

2.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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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子產業因應歐盟東擴之探討－以鴻海在捷克投資案為例

林鴻龍(
【摘  要】

鴻海集團選定捷克為其歐洲營運總部與捷克加入歐盟之後所帶來的相關商機與市場機會及其本身的條件作一個結合，來作為本論文的研究主題，第一個探討的焦點是鴻海集團的全球佈局策略為何？第二個則是捷克憑藉著什麼條件得以讓鴻海在眾多國家與城市之中脫穎而出，成為該集團的歐洲營運總部？以上就是本文所想要探討的重點。

壹、緒論

西元2002年4月18日，對台灣民營第一大製造業鴻海集團來說，可說是在全球商業版圖之中獲得了一個具備戰略地位的據點，選定位於捷克首都布拉格東方的帕多比采（Pardubice）為其集團的歐洲總部，為進軍歐洲市場奠定基礎
。

就這樣，外界開始對於捷克這個前共產國家開始產生了好奇，相關媒體也因為鴻海集團的這個動作也製作了許多報導，讓外界能夠對捷克有更多的認識。捷克自從蘇聯垮台冷戰結束之後就掙脫了共產主義的箝制，投向自由民主的懷抱，也開始發展有別於以往的自由市場主義，捷克的發展到目前為止也是有目共睹的。

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題在於探究捷克之所以成為鴻海集團歐洲總部的條件與該集團的全球佈局策略，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是採取歷史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從企業全球策略及海外直接投資理論出發，針對鴻海企業集團因應全球化的佈局與策略考量。另因為該集團海外據點眾多，加上身為歐洲研究所的研究生，因此想將鴻海企業集團與歐洲及即將到來的第五次擴大的世紀工程作一個結合，故以捷克進行個案研究，探討在歐盟第五次擴大的框架底下對捷克所產生的影響及效益。在文獻資料的處理上，筆者將所蒐集的資料以仔細整合的方式，對捷克部分及與該集團間的關係作有系統的整理，期能在整體論述當中作一個清楚明白的交代。

文獻探討

筆者撰寫本論文的資料來源主要是以國內針對鴻海集團所出的相關書籍、重要國內外期刊（如天下雜誌、Business Week、The Economist、德文Manager Magazin等）、歐盟與捷克的官方網站、出版品以及文件。

國內與捷克相關的投資介紹有由我國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所編之捷克投資環境簡介，其內容主要是以捷克的自然人文、經濟概況、賦稅、我國企業在當地經營之狀況等作為捷克投資環境的基本介紹。

至於國外與捷克相關文獻則有世界銀行（World Bank）針對捷克在加入歐盟的整體分析報告，另外還有捷克官方所設之促進投資的網站，上面詳列前進捷克投資的理由與相關獎勵措施與基本的基礎建設介紹。

貳、企業全球佈局策略類型與海外直接投資理論探討

根據Barlett及Ghoshal兩位學者把多國企業所採行的全球化策略區分為下列四個主要的類型（Barlett and Ghoshal 2000）：

【圖1-1】世界性企業的類型

	全球策略

（Global Strategy）
	跨國策略

（Transnational Strategy）

	國際策略

（International Strategy）
	多國策略

（Multi－National Strategy）


 高


低


低                                              高
 滿 足 當 地 需 求 程 度

資料來源：取材自＜無國界管理＞，巴利德與戈夏勒著，李宛蓉譯。

多國策略（Multinational Strategy）

採用這種策略的企業通常面對的是相互之間有差異性的海外市場，也因此就會針對不一樣的市場採取不一樣的策略。企業所強調的是差異化的產品或服務以迎合不一樣的市場需求。採取多本國策略的企業在決策方面也因此而採行所謂的分權式的決策管理模式，既然是面對不同的市場，唯有身在第一線的經理人才能對市場上的各種變化與消費趨勢作出最適當的決策，而總公司的決策者也完全授權於海外分公司的經理人，相信他們的專業判斷，並傾全力提供各項資源來達成目標。所以這樣的企業經營優勢就在於能夠融入各地，充分掌握當地市場的需求，快速的對市場作出回應，提供差異化的產品與服務能夠賺取較高的利潤，同時能夠減少政治上與匯率上的波動風險。如圖1-2所示，各地分公司與總公司之間的關係其實在職權上重疊性相當高，總公司對於各分支機構的掌控並不嚴密，反而是充分授權進行在地化。

國際策略（international strategy）

由於近來科技產業的發達加上各國貿易往來日益頻繁，於是就形成了一個全球性的經濟體系，對於企業而言也出現了許多商機龐大的國外市場。那採行這種策略的企業多半是因新科技的出現，掌握關鍵重要技術，而能夠不斷的創新，面對日漸飽和的國內市場，因此透過在國外市場中設立子公司來行銷自家的產品。但這種產品在市場是具備差異化而形成的競爭優勢，但是不見得能夠迎合當地市場的需求與消費者，所以說他們並不會針對個別市場進行產品的調整。既然這種企業只是把海外市場視為其產品的行銷處的話，假如面對來自競爭者的強烈競爭的話，他們並不會從產品本身著手，而是將製造活動轉往成本更為低廉之處。通常這種企業多半都有一個龐大的國內市場來經營，因此許多產品的產生多半都是在國內進行研發與在市場上銷售，等到在國內該產品的生命週期過了高峰之後，再將此一產品轉往國外市場進行第二次的銷售，企圖延續產品的生命週期。當這些企業不斷的將產品的製造移往海外的同時，也必須加強在產品方面的研發活動，開發出更好更新穎的產品推向市場。

叁、鴻海企業集團

一、個人電腦產業快速蓬勃發展
在1981年的時候，IBM採用開放式架構來推出第一部個人電腦，也就是說所開發出來的成果與技術可以廣為流傳，因此大量的廉價相容電腦有如洪水潰堤一般湧向市場，將個人電腦產業帶向快速擴張的境界
。

由於國際貿易的自由化與全球化，加上與國際廠商有緊密的業務往來，這些客戶的目標市場都是以全世界為主要的標的，很快的就在美國與世界各地設立工廠與營運機構來服務客戶。而在個人電腦產業當中，一個企業如何能夠以最有效率與效能的方式進入全球生產體系當中將決定成功或者是失敗的命運。凡是不能夠跳脫傳統國界的制約，將其產品推向國際市場的企業，將無法獲得快速的成長，以規模經濟的獲取來降低日益上漲的生產製造成本，回收巨額的研發成本，最終走向失敗一途
。因此，郭董事長體認到這樣的一個趨勢，於是在80年代中期首先在美國設立分公司，後來因應大陸的改革開放以及台灣成本的日漸升高，如果不把全球資源納為己用的話將很快的就無法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立足。後來鴻海在全球化的考量之下，決定到大陸設立製造基地來強化公司在成本上的競爭力，在業界取得規模經濟的優勢。

全球策略（Global Strategy）

採用這種策略的企業也是以全球市場為其目標市場，主要是以銷售大量且標準化之產品到全球各地，來達到規模經濟的目的。主要的資源與決策制定與研發工作都是集中在總公司所在的母國，由於採取集中化的管理模式，希望能夠擴大產能降低邊際成本，在出口外銷上取得競爭優勢，而且同時集中資源與自數創新之上，在技術上取得領先地位，又不斷利用新技術開發出新產品，使得品質與成本維持在一定的水準。因為價格是決定產品銷售成績好壞的因素之一，因此取得規模經濟是此類多國企業所追求的目標之一，所以對於各國市場的需求與回應並不是相當重視，認為只要價格夠低就足以滿足顧客的需求。這種策略也與國際策略相類似，主要的價值活動都是集中在總公司，而海外子公司或分支機夠在總公司的心目中只是為了達到全球經濟規模而派到海外市場達陣的工具，海外分支機構的角色只限於銷售與服務。

跨國策略（Transnational Strategy）

全球化代表的是全方位的競爭，也就是說多國企業必須具備多元化的競爭優勢才足以在市場上取得一席之地，而這樣的情況也符合學者的研究結果
。由此觀之，綜合以上的幾種策略的優點，如多本國策略中有差異化為其競爭優勢，國際策略中以不斷的創新研發來取得競爭優勢，以及全球策略終將全球資源納為己用而獲得在成本方面的競爭優勢，唯有融合這三種競爭優勢才得以存活，而擁有這三種優勢的策略就稱為跨國策略，採用這種策略的企業就稱為跨國企業
。

二、全球生產體系

根據傑森德崔克＆肯尼斯格雷曼這兩位學者的觀察歸納出三種技術創新所造成的：半導體標準化、個人電腦的模組化設計、以及系統架構的改變
。在大型主機的時代當中，一部電腦的體積可能就得佔用到一間大型房屋的空間，而且價格又高，實在不是一般人所能夠負擔得起的。不過因為半導體標準化的出現，大大減少了電腦的生產成本與體積，比起以前所用的組件來得更輕薄短小。第二個就是模組化的設計，這意味著零組件與週邊設備都能夠在公開市場上以最低的價格以及最好的效能雙重考量之下，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夠輕鬆取得。最後就是系統架構之改變，在過去由IBM所壟斷的大型主機時代中，所採用的是封閉式架構，也就是說與其他各家廠牌所生產的電腦都不相容，一旦顧客選擇了一種品牌的電腦產品之後，如果要轉會使用其他廠牌的產品就會產生相當昂貴的轉換成本。不過在IBM大力推行開放式架構之後，在產品相容以及操作上面產生相當高的同質性，任何產品的製造均依照一個共同標準，這也就代表著各家具生產製造能力的廠商都可以根據此一標準製造出運作穩定的零組件與周邊設備而不會產生所謂的排斥現象。以上三種創新導致個人電腦大廠以及成千上萬的零組件製造商紛紛出現，在個人電腦產業當中形成諸子百家爭鳴的盛況，也大大的推動了個人電腦的普及與發展。

三、鴻海快速成長之核心競爭能力與經營策略

一地設計的概念其實就是在重要策略聯盟客戶所在地附近直接設立包括研發設計、工程測試、快速樣品製作能力的基地，以便能夠與客戶共同進行產品的設計開發，使得產品能夠在最短的時間進入市場，這就是所謂的「一地設計」
。三地生產的策略從鴻海的整個佈局看來，在歐、美及亞洲都設有包括採購、製造、設計、工程與品管能力的製造基地，能在第一時間依照客戶要求與市場預測，正確無誤且快速的將產品生產出來交給客戶推向市場，而且有能力隨時準備應付突發的狀況，隨時配合客戶的需求提昇產能全球出貨可說是鴻海進行全球運籌最佳例證。這種全球運籌產銷模式的出現乃是如先前所提及的低價甚至免費電腦的出現背後所反映出來電子硬體設備的價格崩壞，在市場價格一路走跌的情況底下，利潤空間勢必遭到壓縮而進入所謂的微利時代。那在一個買方市場中賣方對價格並沒有掌控的能力，因此為了要維持企業的生存並賺取利潤，因此就轉而從降低生產成本著手來維持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所以各國際大廠紛紛開始專注於價值鏈當中有較高附加價值的活動，包括客戶即時服務、快速交貨、強化全球生產供應體系等等提昇本身在價值鏈中的定位，那承接這些國際大廠訂單的台灣電腦代工業者如鴻海等等，除了就生產、組裝據點進行全球佈局之外，國際大廠更會要求必須擔負起運籌服務的角色，因而造就了全球運籌。
四、跨國經營策略

在Bartlett教授的著作「無國界管理」（Managing across borders）中認為全球企業之所以會開始進行全球性的整合，主要的推動力就是在於對於全球效率的需求，而這正是歐美許多產業中的公司所面臨的重大問題
，卻是日本企業勝出的關鍵，也因此他們的管理方式相當的集中。而歐洲企業則是相當不集中，他們是以彈性應變來競爭，每個國家都不同；美國則是在最大、最有錢、科技最先進的市場中，來進行創新，當三方競爭的時候，也開始互相模仿。這就是國際企業的三大模型，Bartlett教授稱日本企業為「全球化企業」（Global）；歐洲企業為「多國籍」（Multinational）
；美國企業為「國際化」（International），這三種模式結合成一種「跨國化」，這不只是策略心態，同時也是組織能力
。

【表2-1】跨國企業的組織特質

	組織特質
	多國企業
	全球企業
	國際企業
	跨國企業

	資產和能力的配置
	地方分權及各國自給自足
	中央集權及全球規模
	核心能力的產生來自中央集權，其他的地方分權
	分散廣泛，互相依存、專門化

	海外據點的角色
	體察並利用當地機會
	執行母公司的策略
	調整母公司能力，再加以運用
	來自各國的差異化貢獻，組成了全世界整合的運作

	知識的推廣與發展
	每個據點自行發展、保有知識
	由中央來發展及保有知識
	由中央發展知識，再移轉給海外據點。
	世界各據點共同開發與分享知識


肆、歐盟第五次擴大

【表3-1】歐盟五次接納會員國一覽表

	
	時    間
	成   員   國
	總人口數

	源起
	1957年

羅馬條約
	6國（創始會員國）

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
	2億2千5百萬

	第一次擴張

9個會員國
	1973年
	英國、愛爾蘭、丹麥
	2億9千萬

	第二次擴張

10個會員國
	1981年
	希臘
	3億8百萬

	第三次擴張

12個會員國
	1986年
	葡萄牙、 西班牙
	3億5千8百萬

	第四次擴張

15個會員國
	1995年
	奧地利、 芬蘭、 瑞典
	3億7千萬

	第五次擴張

25個會員國
	2004年5月1日
	10國

中歐：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   

波海：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  

巴爾幹：斯洛維尼亞

地中海岸：馬爾它、 塞浦路斯
	4億5千5百萬


歐洲聯盟因應後冷戰的國際情勢而有了接納前共產國家加入此一前所未有的大型政經整合工程的構想，期望能夠藉由這些中東歐國家的加入使得歐洲整合更形完整與壯大。其實歐洲整合在過去半個世紀當中已經歷經了四次的擴大動作，才有目前15國的規模，而此次的擴大規模以及差異性是較之前4次的擴大要來得更大，因此歐盟也就面對了更大的挑戰，內部也對此次擴大產生諸多的討論與爭辯，也產生許多必要的結構性改革來因應此一前所未有的整合活動。

1989年柏林圍牆的倒塌其實正是此次跨大最重要的導火線，若沒有蘇聯的解體，那歷史可能會改觀，也就不會有此次的動作。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後，中東歐國家陸續的脫離共產主義的統治，回歸到民主自由的法制體系，並且在經歷共產計畫經濟無法達成國家繁榮的目標之後，加上見識到比鄰而立的歐洲共同體在經濟整合上所獲得的傲人成果，這些國家相當的羨慕，再加上歷史上無法切割的種種淵源，因此才興起重新回歸歐洲、加入歐洲共同體的政策作為。

在此次擴大的過程之中其實是包含了種種協商過程與階段作為，其中在本章所比較想要突出的重點是在於中東歐國家轉形成為市場經濟體系的重大意義。歐體為了儘早促使中東歐國家融入歐美市場，在考量之後決定與這些國家進行新的貿易談判，此一談判決議的名稱為歐洲協定（Europe Agreement），目的在於此次「歐洲協定」是有別於歐體與歐洲以外的國家所簽署的貿易協定，而這些與歐體簽訂歐洲協定的國家變成為歐體的「聯繫國」
。

從經貿的角度來看，歐洲協定透過撤除所有的關稅以及數量限制以促進了工業產品的雙邊自由貿易，而且在歐洲協定當中還規劃了中長期單一市場所提倡之四大流通，包括人員、資金與服務等等。因此，在這樣的架構底下，歐體在中東歐國家經濟轉型過程中是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也為日後這些國家加入歐盟預作了完善的準備，並提供清楚明確的指引方向。歐洲協定在經貿的意義來看，主要的初期目的是在於創造雙邊的自由貿易區，透過雙邊貿易的往來與互補共同創造經濟福祉，提昇產業水準，協助中東歐國家能夠達到加入歐體的種種規定與標準。

雖然在歐洲協定以及日後哥本哈根高峰會議上確立了中東歐國家最終加入歐洲聯盟的終極目標，但是由於歷經了半個世紀中央計畫經濟毫無效率的資源利用與錯置導致經濟表現一踏糊塗，經濟實力落後西方國家有相當的差距；政治方面共產主義的統治缺乏民主自由法治的觀念與制度，對於市場經濟運作的基本要素如完善的法令規章、人民權利義務、相關的保障等等都付之闕如，根本無法支持市場經濟正常運作，官僚體系貪污腐敗、人民相互缺乏信任，而信任則是資本主義運作的基礎、法規朝令夕改，缺乏一致性以及連貫性，在這種種的負面因素之下，歐體認為無法立即的作出接納中東歐國家的重要決策，因此以歐洲協定作為強化雙邊政治、經貿、文化、社會交流合作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由歐洲共同體扮演導師的角色，定出改革的進程時間表以及必要的改革作為，施以定期的監督並作出相關的評估報告，來作為正式加入的決策依據。如此一來，透過中東歐國家本身以及歐洲聯盟的共同合作之下，一步一步的朝向加入歐洲聯盟這個終極目標邁進。

伍、歐盟擴大對企業經營所產生的影響

在2004年5月1日之後，中東歐國家包含賽浦路斯及馬爾他正式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的歐洲聯盟，屆時歐洲聯盟的成員國也將擴大為25國，形成龐大的區域經濟體。從歐盟內部來看，對於歐盟的企業由於市場規模的擴大以及新成員國在生產成本方面較西歐國家來的低而具備優勢，兩者結合形成一個互補的生產體系，可以抵擋目前主要是以成本高低作為競爭優勢來源的市場趨勢。不過，一項嚴重的隱憂慢慢的浮現出來，那就是形成區域壁壘，歐盟內部已經成為具備4大流通的單一市場，但是對外卻仍舊保持著一致的限制措施，產生對內更形開放，對外卻仍就是壁壘分明。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對於台灣這叢爾小島來說，主要的經濟來源相當大的部分是來自外銷方面對經濟所作的貢獻，面對目前區域整合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發展的情況之下，對於處於壁壘之外的台灣形成一個不利的狀況。

在前面也提及到歐盟與中東歐國家之間的貿易型態已經形成所謂的產業內貿易（Intra-industry trade），對於外國廠商外銷到歐盟單一市場的產品形成進口替代的效應，這會排擠到外國從事外銷業者的生存空間。

在單一市場擴大之後，與新成員國的技術貿易障礙都將去除，對維持公平競爭的要求也相對提高，在中東歐國家陸續加入歐盟之後，相關法令將會更嚴格的執行，第三國產品輸往歐盟或在歐盟內轉銷、或第三國在歐盟內進行投資事業均將受到限制
。舉凡壟斷、不當價格協議、傾銷、仿冒等不公平行為，將是歐盟嚴密監控的重點，如被認定為傾銷或者是無法通過歐盟的安全標準的話，則將課徵高額的反傾銷稅或遭全面禁售
，此舉將嚴重削弱其貿易夥伴所進口至歐盟市場產品之競爭力。

陸、鴻海於捷克設置區域營運總部的探討

在「一地設計、三地生產、全球交貨」的策略底下，所牽涉到的是如何在各個地區有效整合資源和協調營運，有效掌握需要彼此協調的工作事項，對於成本控制才發揮出最大的功效，也才能維持成本領先。這也就是營運總部的功能所在，捷克不單單只是大量生產的組裝工廠而已，在鴻海的規劃之下，更擔負起統整指揮協調的企業功能。因為電子產品的價格快速的下降，因此速度是決定制勝與否的關鍵。因為成本的意義，不僅只限定於實體的機器設備、土地廠房、原材料、勞工，還包括了所有組裝、物流、人員訓練等等
。

捷克緊鄰世界第二大資訊市場

歐洲市場最主要的成長動力是以中小企業對於資訊產品的需求、政府配合歐盟的政策推動資訊化教育以及對資訊進行大規模的投資、網際網路不斷的普及，在這種種的因素底下都不斷的吸引廠商進到這個市場。

根據EITO（Europe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bservatory）的統計，歐盟資訊產品市場將成長3.1%，相較於世界其他主要市場而言成長率是稍嫌不足，不過仍舊是一塊不可輕忽的市場。在2003年當中，資訊通訊產品市場全球總產值為2兆2130億歐元，而歐洲市場包括東歐佔全球的比率為29%。

【圖4-1】歐洲在全球ICT市場規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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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ITO 2003。*歐洲市場包含東歐。

【圖4-2】歐洲資訊通訊市場2000~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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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市值（10億歐元） [image: image5.png]


 市場成長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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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ITO 2003。

結論

對於腹地狹小的台灣來說，面對全球化變化的衝擊，如果要能在激烈競爭之下繼續生存下去乃至於成長茁壯，必須要能夠專注於自己所擅長的項目。生產製造向來是台灣廠商所自傲的部份，但是台灣在這方面的成本優勢已經被中國大陸所取代了，但如此並不代表台灣就此喪失整體優失，反而應該更積極利用此一獨特的資源來強化本身的競爭力。

因此在2004年5月1日起成為歐盟會員國的中東歐國家，對於以生產製造的台灣廠商而言，在進口關稅、地理位置以及生產成本比較優勢之下，已經成為台灣廠商下一步前進設廠的可能據點之ㄧ。

歐洲在資訊通訊市場中不但是無線通訊技術的發源地，同時也是屬於各大國際企業兵家必爭之地。對於亟欲擺脫純綷生產代工的角色網微笑取限的另一端：品牌來邁進，歐洲不啻為一個台灣廠商要生依各相當好的發展地區。誠如宏碁（Acer）在與鴻海攜手合作之下，已經成為在歐洲市場桌上型電腦的領導品牌，而鴻海所提供的就近生產、一次購足的服務則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這些大廠的進駐底下，為這些中東歐國家引進了更先進的技術與管理觀念與做法，聯貸的提高了這些國家的製造生產技術水平，人力素質也更為提升。有了這樣的優良條件，能夠在未來台灣廠商佈局全球的腳步當中提供更多的競爭優勢。

從鴻海於捷克設廠動作來看，乃是為了將營運效率與快速回應往下一個階段提升，從而創造自身與客戶的最大化經濟效益。雖然歐盟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內部市場，但是這些國家在語言、民情風俗、消費習性等等都大不相同，因此實質上仍舊是一個多元的市場，並不能以單一眼光、單一策略、單一產品設計來經營此一市場，對於產品的需求更多元化，因此具備彈性、少量多樣的生產能力才能快速的滿足歐洲市場的需求。所以在歐洲設置區域營運總部來統合運用集團與區域的資源，將研發，生產，物流配送等在區域平台上做最佳化的配置，以將資源效益做最大化的發揮。

深究鴻海的經營策略，不外乎彈性生產、快速反應並回應客戶的需求、以及全球運籌能力的建立與強化，對於鴻海身處之專業電子代工服務產業均是無法輕易取代的競爭優勢。在另外一方面，鴻海不斷的整合相關關鍵零組件產業，提供一次購足（one-stop shopping）的服務，並參與客戶各項計畫，不再僅僅是提供低階的組裝服務，更將服務向上提升到激化的初期構想階段，提供各種工程上所可能遇到的問題並加以解決，化被動為主動，積極成為客戶的主要夥伴，這才是鴻海得以成功的要素，也值得台灣其他企業效法與學習的。

歐盟從去年起整合為25個會員國，所形成的態勢是建構一個泛歐生產體系，同時具備地理位置以及比較成本的優勢，再加上區域經濟體系的成型，中東歐國家已經逐漸的邁向西方經濟體系。因此，中東歐國家在陸續脫離共產主義的箝制、相繼擁抱自由開放的過程當中，為這些企業提供了一個相當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無論是在地理位置、相關的人力素質與成本方面，都可以相當程度的符合企業的需求。另外，歐盟整合其實反映出目前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的趨勢：經濟區塊的成型，諸如目前的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以及東協。區域經濟一旦形成，對外來產品勢必會有若干限制，如配額、關稅及環保規定等，對我國產品輸歐將造成不利之影響。歐盟在完成內部市場的整合之後，在貨物流通方面將不再設限，在歐盟內部設廠生產的企業，將享受低關稅甚至零關稅的優勢，未來產品出口至歐洲將不如直接在歐洲投資設廠，一方面可享區域經濟帶來之龐大市場，另一方面又可免除許多限制及有效降低成本，增加競爭力，因此為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政府應儘早協助相關廠商赴歐洲投資設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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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與歐洲聯盟貿易爭端解決研究

張良印(
【摘  要】

隨著國際間産業內貿易與産業間貿易不論垂直或水平貿易不斷盛行，其中各國間所發生的貿易爭端和保護貿易政策仍然存在，因此為有效改革現階段的國際經貿政策之秩序下，國際間將利用貿易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DSB），做為貿易國間的貿易爭端的有效解決手段之一。此不但與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時代，各國趨向尋求體制外之解決方式顯著不同;且隨著各國間經貿依存度越來越頻繁，欲利用國際多邊貿易合作之需求也日趨增加如：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f Orgenation,WTO）之國際性經貿組織尋求經濟發展之合作與貿易爭端之解決組織也是因時勢所趨孕育而生。

在今天WTO和一群龐大的區域貿易組織，利用雙方簽訂貿易協定組成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系，目前WTO有148個會員國，且目前不斷增加中。而像歐洲聯盟（Eurpean Union,EU）的區域性貿易協定或自由貿易區的組織自19世紀以來以如蜂湧般的增加。其中最具影響力之一的區域性關稅組織就是-----歐洲聯盟。她正逐漸增強和WTO的談判能力;另一方面在其區域內消除EU會員國間的貿易爭端，因此EU不須經由第三國來參與斡旋、調停或調解既可自行解決。所以現在EU內貿易總量佔有3/4是由域內會員國産生的。所以EU組織輿論曾批評說:將來我們還需要WTO嗎
?

自1995年WTO成立以來，EU在國際間接受WTO的爭端解決機制(Dispute Settement Mechanism,DSM )。在泛大西洋貿易爭端中EU常是扮演控訴國的角色而非被指控國
。且自1995年迄今在WTO的DSM下有330件貿易爭端事件發生，其中大多的控訴國都是與WTO會員有關的案件有185件，有117件是和其它已開發國發生的。且有超過100件是由WTO會員內的開發中國家所提出的。而EU活躍的參與WTO的爭端解決機制中，27個爭端案中有15個是和美國發生爭端，這大部份的案件都是利用WTO的爭端解決機制所完成的
。

因此，透過對國際經貿活動主要爭端解決機制之研究，對跨國藉企業在WTO多邊貿易體制下與歐洲聯盟從事雙邊或多邊貿易時可供做參考;而對國內相關行政或立法等機關於研擬相關經貿政策、法律時，亦可藉此瞭解國際貿易之爭端解決機制如何運作，以利貿易國間順利進行貿易自由化，創造貿易國間福利最大化。

一、前言

由於國際經濟之成長，國與國之間經貿交流日益頻繁，例如：國與國之間的「産業間貿易或産業內貿易」往來增多，使得貿易順差國因貿易盈餘而獲利。貿易逆差國因貿易赤字而使該國國際收支發生赤字。由於各國為促進本國自身利益，常實施各種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政策。例如：關稅保護政策、數量配額限制、自動出口設限、非關稅障礙等，導致各國貿易爭端遂孕育而生。國際經貿關係亦是國際關係所衍生的一種外交關係。國際金融經貿秩序的穩定亦是各國政情穩定的要素之一。所以國際貿易爭端的發生並非各國所樂見之事。鑒此，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在國際貿易中逐漸扮演維持穩定國際經貿秩序的重要角色。但是;各國貿易爭端仍是無法避免。那麼透過WTO爭端解決機構及貿易政策檢討機構（Trade Policy Review Body）之運作，使各國願意共同遵守的程序加以解決，則是維持國際貿易秩序的最佳方式;此即為爭端解決機制設立之目的。

然而，國際間由於自由貿易的盛行，各貿易國為相互間的利益而盛行「區域貿易協定」的産生。例如：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s, NAFTA)、東南亞國協自由貿易區(ASEAN Free Trade Areas, AFTA)、南美洲的南錐自由貿易區(Mercosur)、歐洲聯盟(EU）……等等如雨後春筍的興起。其目的:促使區域內國家的經貿關係相互受益，如同賽局理論中的相互勾結，合則兩利;反之兩者受害或是一方有利或一方受損。本文目的在於對區域經濟組織的成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所産生的貿易衝突如何解決;且完整有效的將衝突國間的經貿秩序妥當處理。

本文藉由經貿學者的分析與文獻、判例、案例等資料訪查方式，探討現行國際經貿爭端解決機制如何規範。如WTO自由貿易下多邊體制下貿易爭端解決機制、EU組織下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其兩者之間的競合關係如何解決，且對區域外第三國雙邊關係或對WTO成員國等多邊貿易爭端解決的方式如何運用等作有效探討。最後並藉由經濟學原理和國際貿易理論有關關稅和配額與數量管制等經濟分析爭端國間的福利效果，以供參考。

二、國際貿易爭端之源由
自人類始有以物易物之原始貿易以來，隨著時代進步及人類文明的持續發展由早期的石貝貨幣到金本位體的黃金兌換交易等持續更替貿易交易方式。時至今日國際經貿關係在全球國際關係中是謂最頻繁、最複雜的國際關係之一。在某些場合，還牽涉到國防或外交關係。是故國際經貿關係業已由單純的貿易行為，亦即産品間的流動，提昇至較為複雜的資金直接投資行為或生産要素流動等行為;如物品、人員、資金、技術、資訊等的流動
。

自二次大戰後國際社會中，已經存在有許多國際經貿規則，不論他們的涵蓋是多邊自由貿易化或區域自由貿易化或經濟實體或組織，其主要的目的大抵在於確保並加速貿易的自由化，並減少關稅或其他形式的壁壘，期能推動物資、資金、技術、人員、資訊等重要因素（或是生產要素）能在國際經貿活動中快速流通，並減少遭遇到國際關係上的障礙與不公平競爭。

現今交通之發達，亦促成國際貿易之快速發展，國際貿易上貨物、人員等交流之頻繁，已非前人所能想像。在市場經濟的原則之下，為確保國際間貨品、勞務等物資可無障礙地流通，不論是1947 年所簽訂之關稅暨貿易總協定，或於1995 年正式成立之世界貿易組織，無非是朝此目標邁進。近年來，國際間發展出以國際貿易組織來規範彼此之貿易行為，因此所產生之國際貿易爭端，亦由個人間的爭端，演變到國與國之間，或是兩個或數個經濟體間的爭端。尤其我國已於2002 年1 月1 日正式成為世貿組織之一員，我國國內市場的開放度自然提高許多，所有因為從事國際經濟貿易活動致生的摩擦、爭端或爭執事件必然與日俱增
。職是之故，國際經貿爭端的解決方式與程序，對於國際經貿社會和我國都非常重要。為此，對於此等糾紛究有何等之解決方案或機制，而得和平解決，避免爭議擴大導致國際貿易往來之阻礙，即為本文所探討之重點。

1947年GATT第23 條內容及其實務運作因缺乏效率，容易遭到特定國家或貿易爭端會員所杯葛，且爭端解決報告書在經由締約會員（Contracting Parties）大會採認後，相關締約會員國或有未遵守之情形。因此，烏拉圭回合談判就爭端解決機制，做了大幅度的改進，並制定了「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瞭解書」（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以下簡稱ＤＳＵ），對於爭端解決程序規定有相當的變革，使得GATT時期為人批評之缺點獲得改進
。

三、GATT時代之爭端解決機制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之前身：國際貿易組織（(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ITO）乃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為防止世界因經濟因素而再度發生戰爭事件，且為戰後各國之經濟重整而提出的重建構想。尤其是1930及197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各國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因此各國均認為亟需建立一套國際經貿組織，以有效管理國際間經貿問題。有鑑於此，各國除同意成立聯合國外，並進一步建構所謂之「布列頓森林機構」(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e)做為聯合國之特別機構
。1944 年在美國新罕布夏（New Hampshire）州召開之布列頓森林會議（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目的係在處理貨幣與金融之問題；當時並決定成立國際復興暨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of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又稱「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以及國際貿易組織，以便促進戰後各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惟後來因美國政府將成立國際貿易組織之條約送請國會批准時因當時各國保護主義盛行，而遭到反對，致使該組織未能成立。故目前布列頓森林機構僅有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兩個組織。

因關貿總協之適用法律基礎係臨時性質，且僅係一多邊協定，且無國際法上之法人團體人格地位，但卻是自1948 年以來唯一管理國際貿易之多邊組織
。 由於關貿總協並非國際組織，故其決策之做成由「締約國整體」（Contracting parties，亦有譯為『締約國大會』）以共同行動（Acting Jointly）之方式為之。關貿總協在事實上所發揮之功能，恰好彌補國際貿易組織之不足，且其亦在成立後四十餘年內，成功的扮演規範國際貿易並促使全球貿易自由化和關稅減讓重要角色。然關貿總協所涵蓋之範圍仍然有限，即限於有形之貨品貿易而不包括無形商品貿易（主要係服務貿易），且原先對於有形貨品貿易之規範，在長年的運作下亦顯現其不足之處。故1986年第八回合「烏拉圭回合談判」於會後結果成立世界貿易組織以取代關貿總協在組織方面之功能，並彌補其不足。其他會議最終文件簽署國也相繼接受該議定書。因此，關稅暨貿易總協定自1948年1月1日至1995年1月1日止由世界貿易組織所替代，共存續47年。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時期：

依據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22條及第23條規定所達成之爭端解決或依關稅暨貿易總協定所進行之仲裁判斷，締約國均有通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理事會之義務。其目的:為有效發揮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下各項協定之執行，且為使各項措施達到所謂「透明化」（Transparency）之目的，乃規定締約國各方所發生之貿易爭端，或是任何締約國對他締約國間之貿易爭端，也均得向締約國大會提供意見。1979 年東京回合談判結束後，締約國大會於同年11 月28 日通過一瞭解備忘錄（Understanding Regarding Notification, Consultation, Dispute Settlement and Surveillance）。依該備忘錄第一條規定，締約國大會重申，依據GATT 第22條「賦予締約國就爭端要求諮商之權利」及23條「提起爭端解決之要件」處理爭端之決心，且為改善並強化關貿總協機能，締約國同意在通知、諮商、爭端解決、監視及技術協助各方面做諸多改善。該文件主要內容如下：

第22 條：

對影響本協定實施之任何案件之其他締約國之意見，每一締約國應予合情之考慮，並提供充分之磋商機會。

任一案件經依本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磋商如無法獲致協議，「大會」依一締約國之請求，得與任何有關締約國磋商。

第23 條：

任一締約國如認為其依本協定直接或間接可得之利益已被取銷或受損，或本協定任何目標之達成，因下列原因而受阻：

其他締約國怠於履行本協定所定之義務。

其他締約國所施行之符合或違反本協定之任何措施，或其他任何狀況之存在。

該締約國為謀問題之圓滿解決，得向其他締約國或其認為有關之各締約國提出書面意見及建議，其相對締約國應對之予以慎重之考慮。

對前述爭議，如有關締約國間於合理期間內未達成協議，或為前項第三款所指原因，得將其提交「大會」解決，「大會」就所提案件應迅予調查，並向其認為有關之各締約國提出適當建議，或為適當之裁決。「大會」如認為必要，得與各締約國、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及任何適當之國際組織磋商，如「大會」認為情況急迫且必要，得授權一締約國或有關之數締約國停止履行依本協定對其他締約國或有關數締約國之減讓承諾或其他義務；惟其相對締約國亦得於其後六十日內，將其退出本協定之意思表示，以書面通知「大會」執行秘書，自送達後六十日生效。

依據上述條款，可知GATT爭端解決機制並未規範實質的爭端解決程序與爭端解決主體，亦即相關規定並不完備，雖然在甘迺迪回合（1964-1967 年，第6 回合）及東京回合（1973-1979 年，第7 回合）談判之後，GATT於會後達成若干決議之方式，希望改進若干爭端解決程序
，但爭端解決程序仍備受批評，主要原因包括以下3 點：

1.依據GATT1947 條文，第22及23條有關貿易爭端解決的規定，因該等條文缺乏詳細之爭端解決程序之規定，且其實務運作亦缺乏良好措施;在執行上較難落實且爭端國間未能得到雙方滿意的解決方式。緣此在1979 年東京回合結束談判後，所簽訂9 項協定中有5 項協定分別規定不同的爭端解決程序
，會員可在面臨爭端之際，利用GATT1947 條文與東京回合談判所獲得共識規範間有重覆競合之情形，爭端國間可選擇競合對自己較有利之爭端解決方式，規避對自已不利的方式;因而導致爭端不能妥善解決。

2.在GATT1947 條文及東京回合各協定間有如此「彈性」空間，亦導致爭端解決小組之成立遲緩，不利爭端之迅速處理；在GATT1947 條文規範下，爭端解決小組就爭端所作成之報告，必須經GATT締約國大會以「共識決」加以採認，但在「共識決」機制下，小組報告容易遭到利害關係國杯葛，導致無法被採認。例如:自1948年至1987年間締約國共有178案件向會員大會提出尋求爭端解決，其中有93件經由理事會指定成立裁判小組，但其中又有70個案件無法獲得解決，因大部分締約國採用配額導致他國受損害
。
3.爭端解決小組報告書在經採認後，相關締約國遵守的情形有未盡理想之處。針對上述缺點，烏拉圭回合談判就爭端解決的程序，做了大幅的改進。於完成談判後，制定「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瞭解書」（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以下簡稱DSU），除針對GATT的缺點有所改進外，對於爭端解決程序規定亦有相當的變革。改進後之WTO爭端解決機制有別於GATT舊有規範，相對於前述GATT時期爭端解決規範之缺失，DSU有獨到改革之處，這些特點均有助於確保WTO所轄各項協定能夠有效落實，並使得爭端解決結果得以有效執行。
以下列示為參考1979年東京回合談判達成「通知、諮商、爭端解決及監視瞭解書」條文內容：
1979年「通知、諮商、爭端解決及監視瞭解書」

在1979年東京回合談判結束後，締約國大會於同年11月28日通過「通知、諮商、爭端解決及監視瞭解書」，依該瞭解書第一條規定，可察知GATT總理事會在締約國大會上重申依據GATT 第22條及第23條處理爭端之決心，為改善並強化GATT機能，締約國同意在通知、諮商、爭端解決、監視及技術協助各方面作諸多改善。

因該文件為會後決議的重點，下列即概述其重點如下：

1、通知(Notification)：指謂締約國再度承諾依據總協定有關公佈與通知之既存義務，將盡最大可能對於影響總協定運作所採取之措施應通知締約國大會。並且應在執行之前通知，如果確實無法在事前通知，亦應在事後儘速通知。

2、諮商(Consultation)：指謂締約國再度承諾謀求加強及改進諮商之功能以期締約國對於他造要求舉行諮商應儘速回應;並應儘速謀求達成雙方相互能夠接受之協議。且任一方要求進行諮商時均應附具理由說明，並在諮商過程中，對於開發中國家之特別問題或利益均應賦予特別注意。

3、爭端解決(Dispute of Settlement)：締約國應遵守GATT 爭端解決之慣例，承認制度之有效運作並依據本瞭解書賦予尊重之意願。所謂慣例(Usage)，包括GATT1966年甘迺迪回合談判的締約國大會所達成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爭端解決程序，此一規定仍為開發中國家所樂意引用。如果締約國爭端無法經由諮商途徑解決，則宜要求適當機構或個人居間斡旋（Good offices）。假如開發中國家對已開發國家要求諮商而無結果時，開發中國家得要求GATT 祕書長斡旋。祕書長為執行此任務，得與締約國大會主席討論。要求調解（Conciliation）或運用GATT 第23條第2項進行爭端解決程序不宜被認為是好爭訟行為，如發生爭端，所有締約國均應依誠信原則參與此一程序，以謀求解決爭端。締約國大會處理該一爭端，締約國大會應考慮有無需要作成決定，亦得作成決定成立工作小組（Working party）。早年成立工作小組解決爭端，50年代以後成立專案小組（Panel）負責處理較為常見。至於「專家小組」或「工作小組」則有所不同。

4、專家小組（Panel）之設立：祕書長應與有關締約國討論，或由三人或五人組成，主要視案件繁簡而定，提交締約國大會通過。專家小組成員宜儘量為政府官員。爭端當事國之人民不宜獲選為專家小組成員，專家小組應儘速成立，通常不得遲於締約國大會決定成立後三十日。爭端當事國對於祕書長提名之專家小組成員如有意見，應在提名後七日內提出，除非有特別理由，不得拒絕此一提名。為便於專家小組之組成，祕書長宜有具備一份包括政府官員與非政府官員名單以供有關締約國討論參考。成員應具備與GATT 事務有關，在貿易關係、經濟發展等領具有專長者。各締約國均得在每一年度開始，推薦適合擔任此一工作者名單一至二人給祕書長備用。專家小組成員以個人能力提供服務，非代表其所屬國政府或組織。故締約國政府並不得給予任何指示，亦不得企圖影響小組成員處理案件。專家小組成員應立於超然地位，並且宜來自種不同背景，且具有廣泛之經驗。任何締約國對於該一爭端事件如有「實質利益」（Substantial interest），得通知理事會，以便有機會在專家小組聽訟。專家小組有權要求任何個人或機構提供資訊或技術諮詢。專家小組所擬取得資訊，屬於他國所有者，應通知該資訊所屬國家政府。如果該資訊，專家小組認為必要且正當，任何締約國應儘速答覆，並充分提供。至於機密資料，如未得到提供資訊締約國正式授權，專家小組不得加以披露。依該瞭解書第16條規定，專家小組之功能在於協助締約國大會依據第23條第2項之規定履行義務。對於爭端事件應作客觀評估，包括案件之事實經過，GATT 條款之適用，並且基於締約國大會之要求，調查事實，.以協助締約國大會作成「建議」（Making the recommendation）或「決定」（Giving the ruling）。依此，專家小組通常需要與爭端當事國諮商，給予適當機會，以期得到相互滿意解決。如爭端當事國無法獲得相互滿意之解決，專家小組應以書面提出調查報告。專家小組報告所發現之事實或建議，通常均需附具理由（Rational）。如該一爭端之解決，雙方已獲具共識，則小組報告得僅作案情摘要，並將達成之解決提出報告。對於特殊案件所需時間不同，專家小組考慮締約國為儘速解決爭端，盡量依限提出報告。對於緊急案件，應自專家小組成立之後三個月內提出調查報告。締約國大會對於專家小組提出之報告，應在合理期間（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內採取適當行動。對於由開發中國家提出之指控案件，締約國大會採取行動前，必要時得特別召開會議討論。締約國大會應將貿易措施範圍及對開發中國家經濟之影響，一併列入考慮。值得注意者，依該瞭解書第22條規定，締約國大會對於其所建議或裁決，應繼續保持監視，如該項建議在合理時間內未能獲得執行，爭端締約國一方得求締約國大會致力於尋求適當解決。依此條規以觀，傳統GATT 爭端解決程序，其執行力及執行效果，往往取決締約國之配合意願，如果未能配合時，其執行力勢必遭到相當嚴重之挑戰，此所以往往未能發揮太大效用，此為GATT爭端解決之功能不彰之根本原因所在。

5、 監視(Surveillance)：締約國大會同意對貿易制度之發展作正常與制度化之檢討，凡影響GATT 權利與義務之發展，影響開發中國家利益，依本瞭解書貿易措施之通知、諮商、調解及爭端解決程序，均將賦予特別注意。

6、 技術協助(Techical assistant )：基於開發中國家之請求，GATT 祕書處願意提供技術之服務，以協助與本瞭解書有關事務。

四、世界貿易組織之爭端解決機制

現行國際公法實踐中，聯合國下常設國際法院是具有特色之爭端解決機制；但目前在國際上最具有執行自由貿易規範效力者，應屬於國際貿易體系下之爭端解決程序機制
，例如世貿組織之爭端解決機制。除國際法院和世界貿易組織外，國際上仍有許多不同功能的國際性經貿組織或區域性的自由貿易組織。例如:歐洲聯盟項下隸屬之歐洲共同體組織(Eurpoen Community,EC)或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等。此外，區域性之貿易爭端解決機制亦常分屬不同之區域性機構之管轄，目前最具成效者乃屬歐洲聯盟所設之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of Justice,ECJ），其判決對於會員國亦具執行效力。以下即對各具有代表性之國際性貿易組織之歷史與其爭端解決機制之規範予於說明。

（一） 世界貿易組織之歷史發展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TO）前身為「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s，以下簡稱GATT)，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第8 回合，1986 至1994 年）於1994年12 月15 日達成最終協議，決定成立WTO；各國部長乃於1994 年4 月在摩洛哥馬爾喀什集會，簽署「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蕆事文件」（Final Act Embodying 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及「馬爾喀什設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ＷＴＯ遂依上述協定於1995年1 月1 日正式成立
。1995 年正式成立的世貿組織，自規劃到目前之施行，從最初的國際貿易組織、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到世貿組織正式成立，經歷將近七十年的歷史。下面就其歷史背景做一介紹。

1、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成立

由於關貿總協是屬多邊國際協定之組織，自1948 年成立以來，迄今共舉行八次回合談判，其中以第七次之東京回合談判及第八次之烏拉圭回合談判最為重要，因該二回合之談判除包括關稅談判外，亦對其他之貿易規範進行廣泛討論
，如關稅減讓，或降低非關稅障礙政策等。在1986年9月各國部長齊集於烏拉圭之東岬（Punte del Este）做成「烏拉圭回合部長宣言（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f the Uruguay Round）」，並因而展開烏拉圭回合談判。烏拉圭回合談判，可以說是關貿總協多邊貿易談判回合中參加方最多、歷時最長、成果最大的一次談判
。在烏拉圭回合宣言中雖提及欲強化關貿總協之監督功能、改善其整體效率及決策等等與組織機構有關之改革方向，但其並未提及設立新的國際組織的想法。不過，由於烏拉圭回合談判主要內容之一為服務貿易自由化，而服務貿易並非關貿總協組織架構所能涵蓋，故成立新的機構以便能夠容納服務貿易之談判結果，即成為無法避免之事
。至1993 年12 月15 日，烏拉圭回合談判達成最終協議，1994年4月15日，一百二十五國中大多數國家的部長齊聚於摩洛哥之馬拉喀什舉行會議，簽署馬拉喀什最終臧事文件（下簡稱世貿組織憲章），烏拉圭回合談判正式結束；1995年1月1 日，世貿組織正式成立，取代關貿總協，成為現今最大的國際貿易組織。依照世貿組織憲章第8 條之規定，世貿組織具有國際法人格。

2、世貿組織爭端解決之架構

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之設計，最大特色即在於成立所謂之「爭端解決機構」。爭端解決機構主要之職權是受理並解決世貿組織會員間相關的貿易爭端案件
。而世貿組織之爭端解決小組程序（Panel procedure or panel process）係該組織在爭端解決瞭解書下最主要之爭端解決方式。因為爭端之當事國若無法透過諮商
解決爭端，亦不願選擇斡旋、調停、調解
或仲裁
之解決方式;或已選擇上列方式但仍無法解決爭端，則相關國家必須依照爭端解決小組之程序解決爭議。所謂爭端解決小組程序，係指爭端解決機構依照爭端解決瞭解書之規定設置爭端解決小組（panel，下簡稱『小組』），以及常設性之上訴機構（Appellate body），由小組進行調查及認定事實與適用法律，並做成小組報告（Panel report），再交由爭端解決機構通過
。因此基本上，小組係協助爭端解決機構達成其任務
。為確保國際規範之被遵行，許多國際規範本身均設有執行該規範之程序性規定，以使相關國家在認為其他國家之措施有違反規範之情形時，得以訴諸該程序規定而維護自身在該國際規範下之權利或利益；而該程序性之規定亦使得受指控之國家得以有正常之管道提出反駁
。自關貿總協成立之初，即對爭端解決有所謂「爭端解決機制」之設計，以配合此種需要。至近年之烏拉圭回合談判，為將關貿總協之設計更加明確化、制度化，訂定了「爭端解決程序及規則瞭解書」，來處理世貿組織成員間所產生之貿易糾紛。

世界貿易組織，自1995 年1 月1 日成立以來，全球的注意力大多集中於全新設計的爭端解決機制。爭端解決機制解決爭端的能力，攸關WTO 能否在全球貿易體系中建立威信。WTO 會員利用爭端解決機制確保自身權益，使得貿易爭端案件急速增加。最為重要的就是將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規範和運用程序加以利用，以期待能減低控訴國之損害。

對於關貿總協時期之爭端解決機制，除了各階段進行時程沒有明確之時間規定，其專家小組成員亦多為政治人士組成，欠缺具備法律或經濟、貿易等專業人士加入，故其小組報告常為人詬病。其次，其小組報告在1950 年代後需經過締約國大會以一致決通過，這將使小組報告無法順利經過採認程序，使小組報告無法執行，降低爭端解決機制設置之意義。並且，小組報告通過後，如爭端會員對小組報告不服，並無其他管道提供類似在二次審查之申訴機會。故於烏拉圭回合談判中，對於爭端解決機構功能與設計之調整，訂定了爭端解決瞭解書，以強化爭端解決之功效，於世貿組織成立後，亦展現另一番新的氣象。針對關貿總協時代之缺失，除以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瞭解書做更細部之規定，並成立常設之爭端解決機構，分為第一審的小組與第二審的上訴機構處理會員間之貿易爭端，並取消需經由締約國大會通過的採認程序，而是以小組成員之「負面共識決」採認之，以降低不當之政治干預。世貿組織總理事會負責爭端解決事宜。由世貿組織成員組成的爭端解決機構（爭端解決機構），執行總理事會，各專門委員會決定和執行本協議制定的規則程序，並按有關專門委員會的授權解決爭端。當成員之間出現貿易糾紛並且透過雙邊談判仍無法解決時，再進入爭端解決機制尋求公平之裁決。爭端解決機構負責成立小組，通過專家小組和上訴機構的審案報告，監督裁決或建議的執行，或授權中止減讓義務
。在世貿組織中，參與爭端解決的主體是各成員政府，而非企業，但是，政府間的爭端是由一方企業受到他方貿易立法、政策和措施的不公平待遇引起的，因此，政府是代表該國企業出面交涉，訴諸爭端解決程序，以維護該國的經濟利益
。爭端解決原則是依照國際經濟貿易法和習慣規則，澄清、解釋世貿組織各協定、協議的規定；促使某些成員撤銷與世貿組織有關協議不相符的立法和政策措施，若馬上撤銷有困難，當事方可尋求補償救濟辦法，最後才是爭端解決機構授權中止減讓義務或進行報復行動。凡是侵害世貿組織有關協定規定的權利的行為，即可初步推定構成他方利益的損害或喪失。爭端解決原則的宗旨在於為多邊貿易體制提供保障和可預見性，維護世貿組織成員權利義務的平衡
。爭端解決瞭解書中主要即規定，世貿組織成員所享有之權利遭受其他會員之損害時，應如何藉由運用爭端解決機構下所設之小組（Panel）及上訴機構（Appellate Body），來解決彼此間之貿易爭端。以下即介紹世貿體制下爭端解決的先行程序及專家小組之設立與上訴機構之運作程序。

3、 WTO的爭端解決先行程序

先行程序，係屬政治性質之爭端解決程序，包含諮商、斡旋、調停與調解等。

(1)、諮商

諮商係以友好和解（Amicable settlement）之方式解決紛爭，係屬世貿組織提供給爭端成員雙邊非法律程序的自行解決之機會。爭端解決程序的第一步即由當事國間先行採取雙邊諮商。原則上，被指控國應在收到請求諮商國提出諮商要求的十日內予以回應，並於三十日內舉行諮商
。若被指控國未採行任何回應行為，則請求諮商國可逕行向爭端解決機構要求成立小組(Panel)。另外，如被指控國未能在收到諮商請求後六十日內解決爭端，或當事國認為諮商無法解決爭端時，指控國得要求設立小組
。

(2)、斡旋、調停與調解

世貿組織機制提供一項彈性之空間給予爭議之成員，爭端當事國得在任何時間要求進行斡旋、調解或調停程序，亦得隨時終止上開程序
，完全由其自行裁量利害得失。爭端解決瞭解書第5 條第1 項規定：「如爭端當事國同意，得自行約定採取斡旋、調解及調停之程序。」故該程序亦屬自願行為，而世貿組織秘書長亦得依其職權提供相關程序之協助工作
。此等程序既係在雙方合意之前提下進行，故由爭端單方國家片面提出要求，經對方同意得實施之。且當事國在程序中所採取之立場，均屬秘密，相關當事國負有保密之義務
。再者，斡旋、調解與調停之程序不得損及任一當事國在此等程序下再行採行任何後續程序之權利
。此項程序之和解結果如簽定協議書，將有拘束成員之效力。如一方未遵守，當事國得尋求其他爭端解決方式，進一步解決爭議。

4、 爭端解決小組與一般程序

若爭端會員間無法以諮商、斡旋、調停或調解等政治性的手段解決彼此間的貿易爭端，世貿組織另外設計法律性較強的小組，提供會員另一個解決衝突之途徑。並且亦設置上訴機構，採取法律審查之方式，提供會員於不服小組裁決時，有再一次的救濟機會。要求成立小組的提案，於第二次列入爭端解決機構會議議程時，除非會員全體以「共識決」一致反對成立小組，否則應依法通過並成立小組。原則上，小組由三名成員組成，該等成員應自爭端解決機構所通過的成員列舉名單中選任，且不得由爭端當事國的國民擔任。小組並應在六個月內完成其審查工作，必要時得延長三個月；在緊急個案中，其審議期間應縮短為三個月。

控訴國提出要求之爭端解決時間，如控訴國提出要求，則小組最遲應在控訴國提出請求後十五日內召開爭端解決機制會議，開會通知至少應於十日前發出
，其步驟如下：

(1)小組之成立

依照爭端解決瞭解書第6 條第2 項之規定，指控國成立小組之要求應以書面為之，並述明是否曾進行諮商、引起爭端之措施、並提供指控事項之法律依據摘要，以充分陳述其問題。如請求成立之小組具有標準職掌範圍以外之職責，則書面請求並應包括所提議特別職責之內容。故提出成立小組之書面資料，應包括已進行諮商之情形，並表明該事實及法律爭點。若控訴者並非採用標準之授權條款而要求成立小組，則其書面需包括該授權條款之建議內容
。

(2)小組授權條款

基於當事國之授權條款(Terms of Reference)，小組才得已成立，並由於該授權確定其處理之權限
。而小組處理案件之法律依據，係依照爭端當事國所引用之「內括協定」為準
。然爭端解決機構在成立小組之前，亦得授權其主席於徵詢當事國後，草擬標準授權條款，俟該授權條款擬定後，應傳送全體會員；若雙方訂有非標準授權條款，任一會員國均得於爭端解決機構對此提出意見
。

(3)小組之成員資格

小組成員之資格攸關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能否公正處理並解決會員間之貿易爭端，而能同時獲得當事國之信賴。依照爭端解決瞭解書第8 條等規定，小組之成員係由合格之官方或非官方人士組成，原則上由三人擔任，除非當事國在小組成立十日內，同意以五人組成
，且爭端解決機構並應就小組之組成，立即通知會員。另外，秘書處應先向當事國提議成員，除非當事國具有極為堅強之理由，否則不得反對提名人選
。若小組成立二十日內，尚無法就小組成員達成共識，則經任一當事國之請求，世貿組織秘書長於徵詢爭端解決機構主席以及其他相關委員會或理事會之主席後，應依照相關「內括協定」，或爭端所涉及之內括協定之任何相關特別或附加之規定或程序，並與爭端當事國諮商後，指派其認為最適任之人選，以決定爭端解決小組之組成
。原則上，會員國應容許其政府官員擔任小組成員，而非以會員國政府或任何機構團體之代表行使代表權。故會員國不得就小組所審議之案件，給予小組成員任何指令或企圖影響之
。

(4)、小組之工作時程

小組之作業時程，依照爭端解決瞭解書附錄三之「作業程序」第12 條之規定，基本上，為達成有效處理爭議，規定小組應於六個月內完成其審查工作，必要時得延長三個月，但無論如何整個審理時程不得超過九個月。而緊急個案中，其審議期間應縮短為三個月
。

(5)、小組之審理原則

爭端解決瞭解書第14 條第1 項規定：「小組之審議內容應以保密。」而世貿組織爭端解決瞭解書附件三「爭端解決程序瞭解書作業程序(下簡稱『作業程序』)」中，就爭端解決小組之審理程序及其時間，除依爭端解決瞭解書之相關規定外，還包含審理不公開原則，且爭端解決小組會議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
。爭端之當事國以及利害關係國，僅在受到爭端解決小組邀請時，方得出席會議
。另外，爭端解決小組所進行之討論以及當事國所提出之文件，應受到保密
。但並不禁止當事國將有關自己立場之主張對外陳訴
。若會員國將其所提之資訊註明為機密文件時，則其他會員國亦應予以保密；但若經其他會員國要求，爭端當事國所提之機密文件已送至爭端解決小組時，則應另外提供，包含該文件中得以對外公佈之非機密性資料摘要
。

(6)、小組期中審查

期中審查（Interim Review stage）是爭端解決小組之特殊程序，其設計目的在於減少小組報告發生錯誤之機會
。爭端解決瞭解書第15 條第1 項規定：「小組於衡酌所接獲之答辯意見及言詞辯論後，應提交其報告初稿中有關陳述部份（事實及辯論）予爭端當事方。在小組所設定之期間內，當事方應提出書面意見。」依同條第二項規定，若在期限內，當事國並未向小組提出意見，則期中報告應即視為最終之小組報告，並立即送達各會員國。

(7)、小組報告之採認

爭端解決瞭解書第16 條第4 項之規定，「在向會員分送小組報告後六十日內，除爭端當事方一方正式通知爭端解決機構其決定上訴或爭端解決機構以共識決議不予通過小組報告外，爭端解決機制應於其會議通過該報告。」爭端解決機構以「負面共識決」來決議報告之採認，故除非所有會員一致反對，否則該決議應可於爭端解決機構收到報告後六十日內獲得採認。爭端解決小組應將審查結果做成爭端解決小組報告書
，並送交爭端解決機構採認；除非有「共識決」一致反對（即所謂之「負面共識決」），否則該機構至少應於收到該報告書後六十日內採認。惟爭端當事國若對該報告書的法律認定不服者，得於收到該報告書後六十日內向上訴機構提起上訴
。

5、 上訴機構與上訴程序

在前述之小組報告採認之情形，若當事國不服，得於收到該報告後六十日內向上訴機構提出上訴。

(1)、上訴機構之組成

爭端解決機構設有常設上訴機構
，由七人組成，每一案件隨機由三位成員審理，並於六十日內完成報告書，必要時得再延長三十日
。

(2)、上訴機構報告之採認

該上訴機構報告書應送交爭端解決機構採認，且爭端當事國應無條件接受
。

6、 爭端解決程序中其他解決糾紛程序

為解決爭端，對當事國提供彈性之選擇，故即便在爭端解決機構程序下，仍可選擇下列方式解決爭端。

(1)、雙邊諮商（Consultation）

「諮商」係以和平方式解決紛爭的重要方法，而爭端解決機制亦樂見發生紛爭的雙方能透過諮商的方式，尋求解決方案來處理貿易糾紛，但是有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協議解決的方案，必須是符合世貿組織的規範
。此外，如貿易紛爭發生後，已經正式提出諮商的要求，或是已進入爭端解決的程序中，則嗣後雙方如達成合意的解決方案時，亦必須將該方案提交爭端解決機構，及其他相關委員會等機構備查
。另外，會員國在其領域內所實施的貿易措施，如有影響世貿組織所轄協定的運作，而被其他會員國對之提出意見時，應予以認真考量，並提供充分的諮商機會
。

(2)、斡旋、調停及調解

「斡旋」係指藉由第三者介於爭端的雙方會員國之間，避免諮商破裂，而試圖說服雙方維繫談判的順利進行，或是提供紛爭會員國間另外的溝通管道，以利諮商的進行。「調解」係第三者經一方授權將解決爭端的提議或方案，轉交給另一方，並基於雙方會員國所提出的資訊，作成非正式的建議方案，以尋求爭端的解決。「調停」則係由發生爭端的會員國一方或雙方提出請求，通常由特定的機構進行認定事實、審查各項主張等工作，最後提出非拘束性的建議以解決紛爭
。發生爭端的會員國得在任何時間開始斡旋、調解或調停的進行，亦得在任何時間終結，如經雙方同意，亦得於爭端解決程序進行中，同時繼續該等程序的進行
。

(3)、仲裁

依照爭端解決程序瞭解書第25 條規定，爭端解決機構允許爭端會員以仲裁做為爭端解決的方式，而且受仲裁之會員應遵守仲裁判斷
。同時，為加強仲裁判斷之效力，也準用關於爭端解決小組裁決之執行等規定
。為此，就會員間之貿易爭端，不若私人契約會預先訂定仲裁條款，故只要爭端會員間同意進行仲裁即可。而仲裁所適用之準據法，爭端解決程序瞭解書中並未加以規範，僅表示雙方會員必須對仲裁程序有所協議，遵守一定程序
。而實體法部分，則以該爭端所涉及之相關協定內容，做為判斷之基礎
。

7、 爭端解決小組裁決之效力

爭端解決小組或上訴機構之報告書一經採認後，敗訴國應表明接受與執行該裁決之意向（Intentions），若確有困難而無法立即遵守時，則可要求一合理期間以緩衝執行
。爭端解決機構將長期監督其執行情形，直到該案確實執行完畢。若被告國未能如期執行，則爭端解決機構應授權原告國進行貿易報復。報復項目原則上應儘量針對同一或同類產業別，但亦可擴及至其他產業別
。

(1) 裁決之一般效力

為使締約國整體會員大會就爭端事項做出之裁定及建議事項，能夠迅速有效地執行，爭端解決機構應負監督執行之責；除非爭端解決機構另有決定，應於採用爭端解決小組調查報告六個月後，就執行情形予以檢討，並將繼續監督，直到該爭端解決案件解決為止
。

爭端解決瞭解書有關報復之規定，原係企圖給予敗訴國實質的壓力，促使修正違反規範之措施。實務上，在大多數案件中均收到實效，亦即被告會員之特定措施，經裁判違反規範，並經爭端解決小組採認後，率多提出符合規範之修正案，並據以修正執行。

(2) 裁決之拘束力

就爭端解決小組之裁決，基本上只對爭端當事國產生拘束力，其他相類似之案件，並不會產生類似判決先例（Stare decisis）拘束的問題。爭端解決瞭解書第3 條第2 項規定：「世貿組織之爭端解決制度係提供多邊貿易體系安全性及可預測性之核心因素。會員咸認此制度旨在維護其於內括協定下之權利義務，並依國際公法之解釋慣例，釐清內括協定之規定。爭端解決機構之建議及裁決，不得增減內括協定所規定之權利義務。」因之，爭端解決小組所做成之裁決，原則上僅對與該個案相關之會員具有拘束力，對其他世貿組織之成員並不具備拘束力。然參考本條項之規定，爭端解決機構所做之裁決，基本上應對會員提供安全性以及可預測性，故依照爭端解決小組歷年所處理之案件中，都曾出現引用先前裁決之狀況，因之雖於規定上無類似判決先例之效力，但實質上卻有相似之效力
。

表一 GATT 與WTO 時期爭端解決程序之比較
	
	GATT 體制下爭端解決之缺失
	WTO 爭端解決體系之改革

	專家小組成員組成


	專家小組由國家作為組織之主體，各組成國家則指定代表該國之個人，故出席須受該國之指示，因此在GATT 的運作中可能較偏重政治與實務的考量，較不具中立性。並次缺法律、經貿等專家人才。
	爭端解決小組由3~5 人組成，此等專長係以個人之身份參與，而非以國家政府代表之資格，因此較具中立角色。



	小組之成立


	在GATT 第23 條規定中，爭端解決小組的成立，係由理事會所決定;提出控告的當事國並無要求理事會必需成立爭端解決小組的權利。直到1992 年GATT之瞭解書始明白承認提出控告之國家有權要求成立爭端解決小組。
	WTO 之爭端解決瞭解書第六條延續1992 年的規定，第一項之內容規定「應」成立專家小組審查，故會員國有權利要求成立小組甚為明確。



	報告審查時間
	就一般情況下，小組報告應於3~9 個月內完成，程序時間未有明確規定。


	為了使小組程序更具效率，小組所應進行審查的時間，原則上不得逾九個月。程序時間有明確規定。

	報告的祕密性式
	締約國提供專長小組調查的文件未經授權即被公開，專長小組報告未經通過表決即被公開。
	小組的工作程序亦明文規定審理不公開的原則：爭端解決小組之審理應不對外公開，爭端當事國及利害關係國僅在受邀時始得在場，小組所進行之評議以及當事國所提出的文件應受保密。

	報告通過之方式
	GATT 活動主要採共識決原則，故任一締約國（包括爭端當事國）皆可杯葛報告之採認，而阻撓小組報告之採行，因而降低爭端解決機制的功能。
	小組報告通過之方式採負面共識決原則。只要非全體出席成員一致同意不通過小組報告，則小組報告即被視為通過，此模式提升了爭端案件確實被解決的可能性。

	解決方式的複雜性
	在GATT 體制下，爭端解決當事國大多以妥協方式來解決問題。（外交導向）
	以爭端解決瞭解書的規定為實施依據（法律導向）

	小組報告的執行
	在GATT 體制下，爭端解決制度並未能夠以統一的機構加以規範與監督，並執行小組報告。


	在WTO 體系下，根據「爭端解決程序瞭解書」設立常設性的DSB 負責就解決爭端案件加以規範、監督與執行。

	條款的適用性
	在GATT 體制下，東京回合的若干協定中均有獨立的爭端解決爭端解決小組，使得控訴國可任意選擇爭端解決機構，使得爭端案件無法整合。(保護主義)
	在WTO 體系下，以「爭端解決程序瞭解書（簡稱DSU）」建立單一之爭端解體系。(自由化貿易主義)



	上訴機構


	無
	有，一、爭端解決小組

    二、上訴機構


資料來源：黃立、李貴英、林彩瑜合著《WTO 國際貿易法論》，台北：元照出版社，頁245。

表二、WTO 爭端解決程序流程表

（ 自小組成立至報告採納之總期間，未上訴時為九個月，上訴時為十二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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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TO祕書處及作者自行整理

目前國際貿易領域裡，最受器重的多邊主義架構，當屬WTO；而它的爭端解決機制則廣
為各國（尤其是歐盟、美國）所利用（見圖），原因在於具有效率性、強制性及法律效果。

WTO 會員國利用「爭端解決機制」的比率是有增無減。

 (1995-2000) WTO Members' Share of 187 Complaints  Filed美國30% 歐盟26% 其他44%

來源：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Jun. 2000: 8 & 10) 

五、歐洲聯盟之爭端解決方式

（一）歐洲聯盟（EU）

1957年03月25日，法國，德國聯邦、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在羅馬簽定了「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以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兩約統稱為「羅馬條約」，於1958 年1 月1 日正式生效。其後於1987年訂立單一歐洲法(Single European Act;1987)、歐洲聯盟條約(馬斯垂克條約)(Treaty on Eruopean Union;1992)、阿姆斯特丹條約(Amsterdam Treaty;1997)等修訂，並已於馬斯垂克條約之後改稱「歐洲共同體」。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正式成立，連同先前成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三者統稱為歐洲共同體。目前，歐洲共同體成員國除上述六國外，還包括英國、愛爾蘭、丹麥、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奧地利、芬蘭及瑞典，共十五國。歐洲共同體即為歐洲的區域性組織，亦屬區域性的經濟組織。歐洲共同體的主要宗旨是：加強各成員國在經濟上的聯合，制定共同體的經濟政策，消除成員國之間的關稅壁壘，並逐步實現商品、人員、勞動和資本在共同體內部的自由流動，以保證各成員國經濟的穩定增長、貿易平衡和公平競爭，爭取實現各成員國的經濟和社會進步，為歐洲各國之間更加緊密的聯合奠定基礎。為了推動歐洲整合一體化，歐洲各國領袖於1986 年2 月17 日在盧森堡簽署歐洲單一法（The Single European Act），於1987 年7 月1 日生效，以確使歐洲於1992 年12 月31 日完成內部經貿市場之統一，對於商品、人員、勞務與資本、技術等無關稅和貿易障礙，跨國界自由流通之目標。隨後歐洲共同體會員國於1992年於荷蘭馬斯垂克（Maastricht）簽訂「馬斯垂克條約」，即歐洲聯盟條約。1993 年11 月1 日，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EU，簡稱『歐盟』）正式成立，自此歐洲統合進入一個嶄新的局面。但依據歐洲共同體法第281條規定共同體具有國際法上的法律人格。既有法律人格，是國際法上的國際組織，享有國際法上的行為能力和權利與義務
的主體。歐體與歐盟最主要差別之不同在於:歐體依據歐洲共同體法第281條具有法律人格對國際法主體，又依據歐洲共同體法第281條規定，共同體在會員國內享有國際私法上的權利與能力，具有國際法人格，可享有對外締約權;反觀，歐洲聯盟並不享有法律人格，也沒有對外締約權所以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際法人主體，所以無法履行國際法上的權利和義務。因依據1992年2月7日，歐體(歐洲共同體(Eurpoen  Community,EC)12個會員國在荷蘭馬斯垂克簽署「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並改稱為：「歐洲聯盟」
後，依據歐洲聯盟條約第47條規定前述三個共同體條約其修正或補充條約及法規之法律效力持續存在，並不受歐洲歐盟條約的影響;且歐洲聯盟條約並未明文規定歐洲聯盟對內及對外享有國際法人格和地位，仍只能由歐洲共同體或其會員國履行國際法上的權利和義務
。。歐盟的主要機構有部長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歐洲審計院（European Court of Auditors）以及其他組織機構，例如歐洲中央銀行、歐洲投資銀行、歐洲發展基金等等。歐洲法院設在盧森堡，1987 年增設初審法院（Court of First Instance）。歐洲法院對會員國貿易糾紛案件逕予裁決，具有終審之效力，會員國間不得再行使用世貿組織之爭端解決機制，因歐洲共同體及歐盟之成員皆為世貿組織之成員，依世貿組織協定第2 條之規定，其所屬之各種協定，包括附件1、2 及3 均為世貿組織協定之一部份，拘束所有會員國。因之，歐洲共同體（EC）亦受GATT1994 之拘束。依歐洲法院1/94之意見:歐洲共同體享有簽訂商品貿易多邊協定之獨占權，一旦簽訂條約，即成為共同體法之一部，其位階高於其他共同體法，歐洲法院過去否定GATT1994之條款強制規定，可自動在歐體產生直接效力，但GATT1994性質完全不同，係屬永久性之公約，任何國家不得提出保留而加入，故直接對歐體產生適用之效力。但是此種情況不包括歐洲共同體之間所發生之案件，依1996 年Portugal v. Council 一案之判決，歐洲法院仍認為由於世貿組織協定之彈性條款與互惠原則等規定，不宜直接在歐洲共同體產生法律之效力
。同時，依照歐洲共同體法之規定，世貿組織各項相關條約規定係屬於「先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簽署的協定
」，故世貿組織之規定亦屬於共同體法之一部分，對於歐盟之會員國具有拘束力。歐盟之會員國產生爭議時，向歐洲法院提起相關之訴訟，故就會員國間適用世貿組織規定而產生貿易爭端時，亦向歐洲法院提出訴訟解決之。例如:1996年德國Chemnitz水果貿易公司依據WTO規則向歐洲初審法院(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f European Communities;CFI)控告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案、1996年Portugal v. Council 案葡萄牙依據WTO規定向歐洲法院控告歐盟理事會違反WTO「紡織品與成衣協定」、1999年Case T-18/99 Cordis V.Commission
.案等都是由歐盟會員國依據WTO協定向歐洲法院提出控訴，而非可直接向WTO爭端解決機構提出控訴。
所以為歐洲解決經貿糾紛案件之終局判決司法機構。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220 條之規定，歐洲法院的任務，在解釋與適用歐洲共同體條約時，確保權利的維護。歐洲共同體亦包含法制國原則中的三權分立，完全由歐洲法院行使傳統的司法權。歐洲法院只得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之規定，行使司法權。因此，歐盟的成員國之間，若發生爭端，主要依據歐洲法院之規定與程序，請求法院為裁判。亦即歐盟之會員國將司法權移轉給歐洲法院，歐洲法院的判決在法律範圍內，對個人的權利將產生直接的影響，故歐洲共同體要求歐洲法院做更嚴格的法規審查
等事項。

(二) 歐洲聯盟成員間在世界貿易組織架構下所生爭端之解決機制

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歐洲法院代表三權分立中之司法權，不僅管理歐盟及歐體架構下之案件，同時亦管轄歐盟會員國與他及國際組織相關之案件，例如會員國違反世貿組織憲章及其相同之條約下之義務
。歐洲法院是歐盟的司法機構，因之，比起其他國際性法院有較大的實質之審判權，法院由十五位法官組成
。其主要職能是：負責解釋羅馬條約、馬斯垂克條約和歐盟法規、規則或指令等，確認歐盟法規的合法性；解決各會員國之間、歐盟各機構之間、歐盟與各會員國之間、法人之間和個人之間涉及歐盟事務的爭端，並行使歐盟行政法院的職能；通過其做出初步裁決的權利，對歐盟法律在會員國國內法律秩序中的實施進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根據有關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受理仲裁案件；應部長理事會或委員會的要求，在歐盟同外國或其他國際組織簽定的協定生效之前，提供諮詢意見，以保證協定符合羅馬條約和馬斯垂克條約的有關規定
。因此歐洲法院對貿易自由化之實現和促進公平競爭之決定共同體對國家法律適用關係，有重要之貢獻功能。所以，各會員國政府與歐盟之間有法律直接適用之關係，各會員國不得主張其本國的法律優先而拒絕歐盟或共同體法律的適用
。

世界貿易組織與歐洲聯盟爭端解決相互之法律關係

世貿組織下設之爭端解決機制，包含小組與上訴機構，是目前最大之全球性國際組織的爭端解決機構，其處理之案件係屬世貿組織架構下之案件，但歐盟之歐洲法院，則是處理違反羅馬條約以及其他歐體貿易法之相關案件。其中一部分亦已包括世貿組織實質之規定。前已提及，歐洲法院的判決效果，將對個人權利產生影響，故與世貿組織之爭端解決機制，或是其他國際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都有所不同。世貿組織之爭端解決機制，僅成員政府可為當事人，對國家產生法律效果。另外，世貿組織著重在貿易爭端之解決，故其小組或上訴機構之裁決，僅與會員國內國之經貿法律政策產生連結或影響；而歐洲法院得審理之案件，包含甚廣，除會員間之經貿爭端外，對於會員國之內國法律如有違反共同體條約之規定時，亦得審理，而其他如會員國之國內競爭政策、環保議題、教育政策等等，亦得受理該等案件。而這更彰顯歐盟之超國家性質
。就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與歐洲法院之法權相互關係而論，事實上可分為下列幾種關係模式：

第1、 歐盟會員國個人上訴之經貿案件，以歐盟其他會員國違反世貿組織相關之規定。此種案件歐洲法院應可處理之。

第2、 歐盟會員國或個人向歐洲法院控告第三國違反世貿組織之規定。歐洲法院將處理此種案件，因為GATT1994 之規定如與歐洲共同體規範相牴觸時，包括世貿組織之規定，但此種狀況僅限於局部性與個別案件，即屬個別會員國者，否則將由歐盟代表全體會員國向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提出控告。

第三、歐盟會員國或個人向歐洲法院控告歐洲共同體機構違反世貿組織之規定。

1996 年葡萄牙控告歐盟理事會一案（Portugal v. Council）認為世貿組織之協定對歐體而言無直接效力，仍舊維持早先判例所持之立場。歐洲法院認為，GATT1994 協定雖與1947 年不同，但世貿組織下之體制仍給予當事成員以協商解決問題相當大之空間與重要性。此外，歐洲法院認為，世貿組織協定並未決定適當之法律方式，以保障該案在簽約成員之法律體系下可以被誠信地適用。亦即世貿組織下各項協定在歐盟成員國國內並無直接效力，同時亦否定歐盟織成員國有權引用世貿組織之規定或條款來挑戰歐盟立法機關所訂定法律之合法性
。

所以，歐洲法院強調，依世貿組織協定之性質與結構，歐洲法院原則上法院無須審查共同體機關所通過之措施的合法性。但是歐洲法院並不禁止會員國引用世貿組織之保障條款，對其發生嚴重損害時禁止其進口第三國產品大量進口，以致絕對的或相對的對其同類產品造成威脅，導致其嚴重之損害。

第四、歐盟會員國向世貿組織控告歐體違反世貿組織之規定。因為歐體已於1995 年成為原始的世貿組織成員，歐盟會員國已無法律基礎向世貿組織控告歐體。

六、小結

自1930年至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為平衡國際收支逆差及穩定國內經濟，競相採取各種貿易保護措施，使得國際經濟秩序當混亂。世界貿量大幅萎縮。這種保護主義抬頭導致世界經濟惡化如：1930及197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各國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因此有1947 年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和1995 年世界貿易組織的産生，目的無非是欲建立一套國際經貿組織，以有效規範及管理國際經貿問題。

依據Busch-reinhardt(2003)比較WTO 與GATT的爭端解決機制，結論是:富國抱怨在WTO程序透明化的改善下指控國贏得完全的減讓或讓步;反觀，窮國埋怨兩者的差距是不大的。但依據(Horn-Mavroidis-nordstrom,1999;Bagwell-Mavroidis-Staiger,2004)在WTO項下很多批評者的意見認為，WTO有「偏袒」或「袒護」的行為，因為已開發國家包括：原本的G4:加拿大、歐體、日本和美國等國都有超過60%對WTO的抱怨。例如:依據(HOLMES-Rollo-Young,2003)提出質疑WTO偏袒開發中國家的事證:如砂糖案(Australia-DS265;Brazel-DS266;Thailand-DS283;EU’s出口砂糖補貼案)等和棉花案(巴西對美國，DS267對高山地區棉花補貼)等是開發中國家或新興工業國家是最近利用WTO的爭端解決機制下成功的案例
。

世貿組織的成立是在促進世界自由貿易的發展更自由化，上述案例既是大國和小國之解決不公平貿易的最佳案例。創造雙邊貿易國的福利極大, 依國際經濟學理論所産生「福利效果」，其中又包含「 貿易創造效果」及「貿易轉向效果」，且依據貿易自由化之經濟效果分析，包括「靜態效果」和「動態效果」分析都可印證自由貿易可促進全世界資源配置效率與福利極大化
。但「歐體」和「歐盟」的成立不外乎也是為了促進區域內關稅同盟之經濟貿易體的更加無障礙流通，創造區域內經濟福利極大化之目標而設立。因此個人認為:當「世貿組織的多邊貿易自由化」對上了「歐體的歐域經濟組織—關稅同盟」時，尤其是有關貿易爭端問題的衝突發生時，要如何有效配置爭端後之利益或有效減讓貿易障礙、減少貿易報復?等課題不單全然要使用法律面的解決機制，政治面的諮商談判或斡旋、調停與調解等應化干戈為玉帛的友好雙贏、雙邊策略才是正確爭端解決之道和本研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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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廉價航空之研究

蔡承築(
【摘  要】

對於身處在台灣的我們，廉價航空還只是一個非常模糊的詞彙。然而相比起美國或是歐洲地區，這種既有的商業模式不僅歷經了多次的演變，也深刻的影響著當地居民的生活。究竟廉價航空是什麼？顧名思義就是以低廉的票價提供旅客來搭乘的航空業者；而這些業者之所以能將票價降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在既有的航空業操作模式中，找出了新的經營手法。這種發源於美國的商業模式在90年代初期被引進歐洲，並隨著歐盟在1997年開放天空之後有了蓬勃的發展。而有別於美國廉價航空的經營策略，歐盟的業者因為初期的競爭多集中在英國與愛爾蘭地區，因此更呈現出細化的風貌。由於考量到航空業對於一般大眾可能較為陌生，因此本文在撰寫上將會依序介紹航空市場的特性、西南航空的發展歷程、廉價航空的特性與歐盟廉價航空的發展。希望以此循序漸進的方式，讓讀者能更加容易的掌握本文的核心。

關鍵字：歐盟（European Union）、廉價航空（Low-Cost Airline）、低成本航空、預算航空（Budget Airline）、西南航空（Southwest Airlines）

第一章 前言

2004年12月16日，捷星亞洲航空（Jetstar Asia）正式開通台北往返新加坡的航線服務，並喊出單程僅需1788元的口號，不但震撼了我國的國際機票市場，也代表近年來風行於歐美的廉價航空（Low-Cost Airlines or Budget Airlines ；英文簡稱LCA，中文又稱之為低成本航空）正式進軍台灣。廉價航空所能提供的價格到底有多便宜？這邊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從台北到高雄的單程機票價大約從1900~2021元不等，
而搭乘捷星亞洲航空前往新加坡卻也是差不多的價格，但兩者的飛行時間卻足足相差了5倍之譜（50分鐘的飛行時間與4小時20分鐘）！相似的例子在歐美就更是多的不勝枚舉，這也就是為何廉價航空近年來能在航空市場中獨領風騷的主因，也是本篇文章所企圖去探討的主題。

　　而相對於廉價航空業者，一般我們所熟知的航空公司都是屬於傳統航空的類別。這兩者之間的競爭，對消費者而言如同是價值與價格的抉擇；所謂的價值就是代表傳統的航空公司，而價格自然就是新崛起的勢力--廉價航空公司。舉凡我國的華航、長榮，或是歐洲的英國航空、法國航空等都可以歸類到傳統的航空公司之中；而廉價航空公司以歐洲為例，比較著名的包括easyJet、Ryanair等就是箇中翹楚。不論是美國或是歐洲，由於廉價航空已經歷經了一段時間的發展，因此不但在當地的航空運輸市場佔有一席之地，更甚者還進一步將國籍航空公司逼入倒閉的困境之中。
究竟廉價航空業者們有什麼訣竅，能在航空業這個競爭激烈，所需資金龐大且風險難以掌控的市場中擊退傳統的強敵們而佔有一席之地呢？
這些都是文章中會探討的核心所在。

由於本篇論文的主題具有相當程度的專業性，因此本人在撰寫這篇文章的同時，除了會盡力以淺顯易懂的方式來介紹文章的主題，也會簡略的說明航空業的概況，以求讀者能掌握本篇論文的核心。論文共分為六個章節，第一章為前言，接續是對航空市場的特性做一個簡單的介紹；第三章則以美國西南航空為例來界定廉價航空、第四章則是透過前段的敘述為廉價航空整理出他們的特性；第五章主要是探討歐盟廉價航空的發展與展望，最後則是本篇論文的結論。期許讀者在閱讀本篇文章後，能對廉價航空產生新的體會與認知。

第二章 航空市場的特性分析

在正式介紹「廉價航空」之前，本文先就航空市場的特性來做一個觀念的釐清。由於航空公司不論是航線、機場起落的時間或是機場航廈的使用權都受到政府分配的影響，因此除非該國政策鬆綁，否則該國的航空市場自然會形成不完全競爭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縱使有新的業者希望打破此一僵局，但受限於市場准入的障礙，也無力去改變既有的型態。
也因為航空業者容易受到外部條件的限制，因此前述的市場型態普遍存在於尚未開放天空的國家之中。
因此，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審視，航空業可以歸類到不完全競爭中的寡占市場。究竟航空市場有什麼特性？大致可以歸類為以下四點：

一、資本密集
航空公司的運作必須仰賴飛機的實際營運才能獲取經濟效益，然而飛機不同於其他運輸工具，具有高精密度、高單價與製造工期漫長的特點。因此，每一家航空公司在選擇營運的機型時，審慎而精準的評估就顯得非常重要。歷史上有許多大型的航空公司，就是因為在評估未來所需的機型時誤判情勢而招來倒閉的命運。
而除了機型的評估必須要有相當程度的前瞻性之外，由於公司的經營不論是維修、員工成本、燃油等都面臨很大的變數，因此航空公司除了要有充足的資本外，充裕的現金來面對突發事件也是不可或缺的。

二、航權不易取得

由於國際間普遍認為航權是一個國家主權的延伸，因此各國在基於保護本國航空公司與國防安全的考量下，航權的簽訂必須透過雙方協商來決定。因此該國的國力強弱與否，很容易左右其航權取得的難易程度。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我國：由於台灣的定位在國際間尚有爭議，每當我國民航局的官員在與他國就航權進行談判時，就非常容易遭受中國的打壓而無法順利進行；雙邊航權無法簽訂，連帶的造成即便雙邊空運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場需求也無法直接對飛的窘境。

三、管制性產業
雖然航空業可以歸類到服務性質產業，但因為社會大眾對於航空公司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安全，為了確保這個理念得以落實，因此公眾自然賦予政府對於航空公司監督的權力。然而，確保飛行安全所牽涉的層面很廣，舉凡機務、航務、營業地區甚至公司的財務狀況都有可能會對飛安產生影響，因此無形中促使政府對於航空公司的經營有著莫大的監督權力。也因為航空公司在經營上受到來自政府的諸多限制，所以會產生一些在正常市場環境中不會出現的現象。例如政府要求業者經營賠錢的航線來換取日後分配高營利航線、政府指定業者向某家飛機製造公司購買其機種等等。

四、經營充滿變數
由於航空公司的經營與世界景氣繁榮與否息息相關，因此業者除了要接受來自政府的管制之外，自身必須要有強大的風險應變能力。例如911事件的發生，業者就被迫在短時間內面臨旅客流量大幅減少、航空公司保費調高、政府提出更高規格的安檢措施等等；而SARS的爆發也衝擊了各國的民航業者，特別是對於身處疫區的航空公司。此外，近年石油價格的一路攀升，對於體質不佳的業者無疑是雪上加霜的打擊。

在上述四項特性中，其中以政府的管制與本文的主題--廉價航空之間有最深的關係。因為一個充滿限制的市場，對新進業者來說是無計可施的。因此不論是美國廉價航空的始祖西南航空（Southwest Airlines）或是歐洲廉價航空的先鋒瑞恩航空（Ryanair）都是因為法規的鬆綁而有一展長才的機會。也就是說，如果要評估一個市場能否出現廉價航空公司，管制較少的市場顯然會比高度管制的市場容易出現廉價航空業者。

第三章 廉價航空公司的發展與特性—以美國西南航空為例來探討

雖然目前學術界並沒有為廉價航空下一個很清晰的定義，但如果從原文還是可以看出其根本的意涵：也就是提供旅客低廉票價的航空公司，或是減少其成本支出的航空公司。雖然廉價航空熱潮的興起不過是近10多年來的事情，但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初期就已經出現了第一家廉價航空的始祖--美國西南航空公司。也因為該公司的經營模式在長期實踐後證實是有效的，因此業界普遍認同西南航空就是廉價航空公司的代名詞。換句話說，如果要界定廉價航空的本質，就必須要了解西南航空的歷史與營運模式。本章就是透過介紹西南航空公司的發展來為廉價航空定義，以接續下一章界定出廉價航空的特性。

第一節 西南航空公司的成立背景

如同第二章所述，航空業因為公共服務的性質與安全的顧慮，必須接受政府的管制，來維繫此一市場的運作。因此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在1938年通過了民航法案（Civil Aeronautics Act）來規範包括航空公司的成立、航線經營或退出的條例與票價的訂定等事項；並在隔年成立了航空運輸委員會（Civil Aeronautics Board ，CAB）來對國際與州際航班的票價、航線、貨物的運費以及與航空安全有關的所有項目進行管轄。在CAB嚴厲的管制之下，造成自1939年到1978年這40年間沒有一家新成立的航空公司得以取得骨幹航線的經營權，這變相的使得航線的經營權成為既有的航空業者用來獲取利益的談判籌碼。也因為CAB認為航空業的票價如果不加以約束會形成對公眾利益的損害，因此削價競爭在當時的美國並不常見。

　　西南航空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於1971年正式開展商業飛行的業務，
他們的營運方針很簡單，就是專門經營短程的航線，意即營運德州內部往返於休士頓（Houston）、達拉斯（Dallas）與聖安東尼奧（San Antonio）三個城市之間的航班。當時美國大型的航空公司都專注於長程航線的經營，因為不論是經營長程還是短程航線的航線，所需付出的經營成本都相差不多（除了燃油的消耗會增加之外，其餘成本大致相同），因此利潤豐厚的長程航線自然會形成一般航空公司的業務核心；西南航空挑選短程航線來營運不但可以避免直接與大型的航空公司正面交鋒的風險，更重要的是，因為州內航班的營運可以不受CAB的管轄，因此西南航空自然可以訂出比競爭對手便宜的機票價格。

第二節 西南航空公司的營運方針
在正式營運的第二年，西南航空就將公司的營運基地從休士頓國際機場（Houston Intercontinental Airport）搬到離市中心比較近的休士頓荷比機場（Houston Hobby Airport），這樣除了可以減少旅客通勤時間與金錢的浪費之外，在次級機場建立基地意謂著更低廉的機場使用費、具有更彈性的航班時間安排。這是因為美國由於幅員廣大，大小城市林立，因此各大航空公司都是採用「軸輻式網路系統；Hub-And-Spoke」來拓展飛航網路。
這種飛航網路的建立有助於降低公司的營運風險，卻又可以吸納中小型城市的旅客而在當時廣受各航空公司採用。然而，隨著旅客的增長這種模式也出現了許多弊端。例如一個希望往返於兩個中小型城市間的旅客至少就要轉機一次；而為了讓軸輻式網路系統發揮最大效益，擔任中心軸的機場時常會出現某一時段湧入大量旅客，而其他時段卻空無一人的景象。這種現象會讓中心軸機場因為瞬間旅客量超過機場負載而出現運作效率低下的困擾。因此西南航空將基地搬到荷比機場除了可以將機場使用費用降低之外，最重要的是小型機場因為航班量少，運作上自然不容易發生延誤的情形。

除了透過使用次級機場，專飛短程航線來降低成本之外，西南航空也著手簡化艙內服務來進一步減少營運支出。由於公司營運的航線飛行時間平均都只有1個半小時左右，因此他們決定不供應機上餐點，也不提供空中娛樂服務。
不提供空中餐點代表將可以減少空服員的工作量，也意味著每班班機所需要配置的空服員可以減少，這就能節省人事支出的費用；而減少旅客在飛機上用餐也代表班機在落地後不需花太多時間就可以完成清潔的工作，這代表飛機可以縮短停留在地面的時間。最重要的是，機艙內的廚房可以被真正能賺錢的座椅取代，進而增加每一個航班的營利。

而西南航空也針對了他先天的弱點加以強化：由於公司初期都是經營短程航線，所以如何提高飛機的利用率就成為很重要的一門課題。賀伯．凱勒赫（Herbert D. Kelleher）認為，飛機停留在地面的時間是無利可圖的，唯有讓飛機能在空中翱翔才能獲利。因此他們先針對傳統的登機流程做一個簡化。首先，飛機的座位不使用指定的方式，而是以「先到先選位」的模式來吸引旅客提早登機。他們將機艙簡單的分為三個區域，旅客登機後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來選擇；這樣一來就能改變旅客堵塞在機艙裡而浪費時間的狀況。其次，他們讓員工的職務範圍互相支援：機師在飛機停妥後會去幫忙搬運行李，如此不但行李進出機艙的時間加快，無形中又減少了對搬運工的需求。而空姐也不同於傳統的航空公司會在艙門口微笑目送旅客下機，而是跟在旅客後面，在旅客離開機艙的同時就開始整理機艙內部，迎接下一批的旅客到來。此外，由於他們揚棄了傳統的「軸輻式網路系統」而改採點對點(Point-To-Point)的直飛模式，因此西南航空每一個航班都是獨立的，不像傳統的航空公司因為有航班彼此銜接的需求而必須互相等待。因此西南航空的班機平均只需要15分鐘就能完成轉場（Turn-Around，飛機落地後旅客下機到下一批乘客登機並起飛的流程）的動作起飛，但傳統的航空公司卻需要40分鐘才能完成。節省了每一個航班的轉場時間就代表飛機能實際飛行的時間增長，當傳統的航空公司每架飛機一天平均只能飛行8個小時，西南航空卻能達到12個小時的水準。

當然，西南航空在營運初期也曾面臨大型航空公司的挑戰。由於航空市場提供的服務具有同質性高的特性，因此當西南航空的票價大幅低於同業時，價格戰自然無法避免。傳統的大型航空公司總是在新的競爭者加入時藉由公司相對充裕的資本，利用削價競爭來逼迫對手退出。但西南航空革新的營運方針讓他在與對手進行價格戰的同時卻還能持續保持獲利，最終讓傳統的航空公司放棄與他對抗的念頭。

隨著公司業務的逐年增長，1979年西南航空的業務範圍終於跨出了德州而提供與鄰近四個州的飛航服務。
此時他們也在公司規模擴大之際決定了另一個重大的營運方針：機隊的規劃維持單一性。由於不同的機種有不同的操縱與維修規定，如果僅使用單一機種來營運，不但飛行員的相互調配將可以避開不同機種的困擾，而且也能節省航材儲備、維修與員工訓練的成本。
僅操作單一機型這個概念經過了長期的實踐證實了不但能大幅降低航空公司的營運成本，也成為日後所有廉價航空必備的方針。

經過了30多年的發展，今日的西南航空公司已經成為全美第一大的廉價航空業者；他們擁有近400架波音737型飛機，在全美59個城市提供每天約2800個班次的服務。該公司也曾創下許多傲人的紀錄，包括自1973年開始每年都保持獲利至今（即便遭逢911事件依然能維持獲利）、五次贏得年度航空公司三大桂冠獎（最佳準點、最佳行李服務與最少旅客抱怨）、超過30次贏得當月三大桂冠獎等殊榮。
這些獎項與事蹟不但代表著旅客對他營運的肯定，更重要的是他為航空業界所帶來的革新--廉價航空的營運模式就此奠定。

第四章 廉價航空公司的特性

透過前文對西南航空的介紹並與現今世界上其餘廉價航空公司來對比，本文為所謂的廉價航空整理出10項特徵，這包含了：

一、以次級機場為營運基地或航點

這種現象適用於擁有兩個以上機場的城市。選擇飛航次級機場的好處包括減少機場相關費用的支出，在航班的營運上有更好的彈性以及與競爭對手不至於正面衝突等。而到了後期更被歐洲的廉價航空龍頭瑞恩航空加以發揚光大：他們不但選擇次級機場為營運基地，更進一步要求這些機場能提供額外的補助款給航空公司。因為在美國與歐洲，很多次級機場因為無法與核心機場競爭而面臨經營困難或荒廢的命運，大型廉價航空業者的進駐代表著大量人潮將會因此而流入該地，這不但能改善這些機場的經營狀況，更能繁榮機場週遭地區的相關產業。也因為業者與機場兩者間這種微妙的互利關係，許多廉價航空業者選擇次級機場來營運就變成一種理所當然的策略。

二、機型保持單一性

廉價航空業者大多操作較小的機型，因此以波音的737系列與空中巴士的A320系列最被普遍運用。這種載客量介於150人左右的機型具有省油、維修方便與大小適中的優點。因此當一家廉價航空公司選定其營運的機型時，不論公司成長多麼快速，大致傾向增加同機型的數量而非操作載客量更多的機型來營運。例如西南航空與瑞恩航空就只操作波音737型客機、easyJet則選擇A320為機隊主力。單一機型的優點包含了飛行員在調配上的便利性、能節省航材儲備、維修與員工訓練的成本，同時空服組員的工作環境永遠都是為他們所熟知（這又意味著工作效率的提升）。

三、削減不必要的開支來節省成本
傳統的航空業者在競爭上，能左右消費者選擇搭乘與否最大的關鍵，除了價格，就是服務品質。因此包括機上的娛樂系統、用餐品質、甚至抵達機場後一系列貼心的服務都是業者互相較量的重點。但高水準的服務意味成本的增加，而廉價航空業者則認為既然這些服務不是人人都享受的到，當中更有些是不必要的項目，乾脆直接取消回饋在票價上。因此這些業者不會租用機場貴賓室、不負責轉機旅客行李託運的問題、登機證改採可回收的材質、機上不提供免費的餐飲、沒有個人娛樂設備、不供應免費的報紙與雜誌等等。透過這一系列的措施，不但公司的實質支出能因此而減少，空服組員的數量也可以因此而降低。

四、盡可能提高每架飛機每天的使用率
這主要表現在降低轉場所需的時間；包括如何讓旅客在短時間內進入機艙就坐、快速的卸下與完成託運行李的裝運、強調航班的獨立性，不需要為了顧慮航班銜接的旅客而在機場裡等待。除了摒棄一般航空公司為旅客劃位造成登機時間的浪費外，增加員工工作所負責的項目（例如機長幫忙搬運行李、空服員幫忙收拾機艙）與前段所提及削減服務的內容都是讓廉價航空得以維持短時間轉場的訣竅。一般廉價航空公司都是在20分鐘內完成轉場，而傳統的航空公司平均約為40分鐘。每一個航班節省5分鐘一天下來就能多飛行一個班次，這也是為何廉價航空的班機一天都有運行10~12個小時的能力，而傳統業者平均只有8~10個小時的原因。

五、專注營運飛行時間短的航線

廉價航空公司由於削減許多服務的項目，所以不適合經營超過三個小時以上飛行的航班。對一個旅客而言，如果三個小時沒東西吃、只有免費的白開水可以喝、必須自己帶本書或是打個盹來消磨時間或許還能忍受，但比這更長的時間就變的讓人惱火。因此廉價航空先天上就不適合經營長程航班；再者，簡化了服務的內容就可以將機艙內部分具有服務性質的部分加以刪除（例如廚房、衣櫃等）而增加座位的數量；也因為飛行時間不長，所以廉價航空的座位通常都比傳統的航空公司小，將機艙內部的座位數極大化自然就代表著收入的增加。最重要的是，廉價航空最擅長的地方就是能以短時間完成轉場，如果飛行長途航班意味轉場次數的減少，如果不能將轉場省下來的時間用來增加飛航班次，那無疑是自廢武功的作為。

六、僅提供單一艙等服務

傳統的航空公司至少會提供經濟艙與商務艙兩種艙等，而長程航班上可能還會增設頭等艙來吸引高消費能力的顧客。然而艙等的複雜意味著旅客進出機艙時間增長、空服員工作量增加、相關設施開銷的增加等等（例如機場貴賓室、專用的櫃檯等）；因此廉價航空公司大多都只提供經濟艙服務來降低工作內容的複雜性。

七、減少機票代銷的開支，降低機票銷售成本

傳統的航空公司在機票的銷售通常是以機票代理人的模式來進行，也就是航空公司本身不負責機票銷售，而是交由簽約的旅行社或是代理人來處理。因此每張機票就必須付出一定比例的佣金給代理者酬庸；廉價航空一改這種機票銷售模式，透過自行設置訂票中心或是鼓勵顧客上網訂票來降低銷售成本。這些做法讓機票的銷售成本由以往約5美金大幅減少到1美金左右的價位。當然，這種特徵在不同地區就會呈現不同風貌。例如在網路比較發達的地區，網路售票就是比較被鼓勵的方式；而其他地區則是透過便捷的電話訂票中心來進行機票的銷售。
此外，一般的廉價航空多不參與傳統航空公司較常使用的電腦定位系統（Computer reservation Systems ，CRS）來降低成本的支出。

八、革新票價結構，確保每班飛機的載運率
機票本身可以視為有價債卷的一種，航空公司銷售機票給旅客後，在機票有效的期限內就負有搭載乘客的責任。這種模式雖然帶給旅客很大的便利（行程具有很大的彈性），但也增加了航空公司在掌握航班載運率的困擾。於是，可能同樣的航線就會出現某一天一位難求，隔天卻乏人問津的現象。於是廉價航空在機票的規則上也做了一番變革：同一天同一條航線可能會因為航班的不同、訂位時間的不同而有極大的價差。一般來說，越早訂位的旅客能購買到的機票價格就會越便宜；而訂位後不得改期的機票或是改期但要收取高額手續費的機票就會比正常機票便宜許多。這麼做能讓航空公司更精確的掌握每一個航班大致的載客率，從而能對於載客率不高的班次進行促銷。這種操作模式近年來也逐漸的被傳統的航空公司採用，同時操作的技巧也越來越細緻。

九、專注於公司自身的業務

航空業因為是一個產物鍊的型態，因此除了提供飛航的服務外，包含飛機的維修、空中餐點的設計、機場地勤的運作等都是相關的營運核心。廉價航空業者近年來有逐漸將這些以往認為公司必備的營業項目外包的趨勢，地勤工作與空廚的業務交由機場或是其他航空公司代理、而昂貴的飛機維修也同樣讓其他公司去負責。這樣一來，公司在成長的初期就可以專注於客源的拓展而不必擔心這些無助於賺取資金的工作。此外，約聘人員的減少就可以避免公司日後面臨傳統航空公司的困擾：高額的退休金。這種策略加細了航空相關產業的分工，卻又能提供更高質量的服務因此也逐漸的被傳統的航空公司所採行。然而要注意的是，將機務維修、地勤等業務外包對於在經營初期的航空公司雖然可以降低很多的資金與人事壓力，然而隨著公司的成長，外包不見得會比自行操作來的節省成本。例如前文所提及的西南航空公司就是自行設立機務維修工廠，而僅將發動機的部分外包給GEES（GE Engine Service）來負責。
 

十、有別於傳統航空公司的文化型態

廉價航空公司在盡力刪減成本的同時，卻也必須去維繫乘客的心理感受；如何讓每一位旅客即便無法享受到高品質的服務，卻又樂於搭乘公司的航班就成為很重要的課題。因此各廉價航空公司有別於傳統航空高貴而優質的形象，盡力的以詼諧、幽默的態度來讓旅客印象深刻。西南航空就是這方面的佼佼者，他們充滿驚奇的服務內容，讓旅客無形中增進了對他們的好感，久而久之就成為公司忠實的顧客。
除此之外，廉價航空的領導者也總是喜歡扮演離經叛道、挺身與大型企業相抗衡的角色。因此他們會故意在公開場合以挑釁、或是諷刺的口吻來攻擊對手，藉此獲得大眾的注目。每一家成功的廉價航空公司幾乎都有自身其獨特的文化，而這種文化也是讓這些業者能在面對越來越充滿競爭的航空業中得以生存的關鍵。

上述幾點大致為廉價航空共有的幾項特徵，然而因為地區的不同、文化的差異、公司相異的營運方針而在操作上呈現不同的面貌。例如丹麥的馬斯克（Maersk Air）航空就希望能維持低票價外，依然提供優質的服務。因此他們的機艙提供三個艙等的服務，同時也免費供應咖啡與紅茶；
美國的廉價航空業者藍色噴射航空（JetBlue）以紐約的樞紐機場—甘迺迪國際機場（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為營運基地，同時在機艙內也提供旅客個人電視的服務。
因此評估一家航空公司是否為廉價航空時，並非硬將上述這些特點一一比對，而是要先明白這間公司的核心價值，再審視他們個別採行的方案。

第五章 歐盟廉價航空公司的發展

第一節 歐盟廉價航空興起的背景

相較於美國的廉價航空公司，歐盟的廉價航空一直到了90年代中期以後才有了比較實質的發展。這主要是由於90年代以前歐共體各成員國之間的航班是以跨國飛航的性質來界定，因此受到各國相互簽訂的協約所約束。而歐共體各國除了少部分國家（德國、法國或英國等等）有較強的空運需求外，其餘各國的國內空運市場都過於狹小。因此，雖然80年代陸續出現過幾家廉價航空業者，但最終都面臨倒閉；這種狀況一直到了90年代後才獲得改善。當時因為美國推行「開放天空政策」獲取了龐大的國際利益，而歐共體也必須在1992年前完成單一市場的目標，因此要求開放歐共體內運輸市場的呼聲就越來越強烈。歐共體部長理事會在1987年頒布第一次包裹法案（First package），內容主要是利用折扣的規定讓運費訂定有更大的彈性以及改變傳統50％：50％的交通分享法則，提供承載上更大的彈性。這次的法案實質貢獻不多，因部分規定已在會員國簽訂的雙邊協議中實施；然而此一機制的設立使得空運自由化的理想不再那麼遙不可及。

隨後，部長理事會在1990年頒布第二次包裹法案，其內容主要是提供更廣泛的運費折扣、50％：50％的交通分享法則進一步修定等。基於此一包裹法案，

空中運輸的完全自由化可說開始受到重視。1993年部長理事會頒布第三次包裹法案，內容包括：

（1）在安全無虞與財務健全的情況下會員國間相互認可彼此發出的飛航執照。（2）歐共體內的跨國航線開放給各會員國認可的航空公司。

（3）歐共體的航空公司可以自由的決定航線與價格，放棄對貨運費率的管制以及廢除所有對包租契約費用的限制。

此外，為了達成空運自由化的目標，歐盟也首次就自由化的施行訂出明確的時間表：也就是在1997年之前必須廢除所有妨礙空運發展的限制，以實現空運自由化的目標。而在此一背景下，隨著歐盟各國對空運的限制逐漸解除，各國的廉價航空業者終於盼到得以讓他們自由揮灑的舞台；而97年後空運的自由化更是歐盟近年來航空業快速發展的關鍵之一。

第二節 歐盟廉價航空的發展與沿革

1985年，一家總部設在愛爾蘭的航空公司—瑞恩航空開始經營都柏林到倫敦之間的航班，他的目的很簡單，希望能打破英航（British Airways）與愛爾蘭航空（Aer Lingus）在這條航線壟斷的局面。由於成本控制不當，公司在90年代面臨倒閉的局面；公司在同年改組高層，並參考西南航空的營運模式，將公司的航線集中成以都柏林為樞紐的型態，一年後開始轉虧為盈。

瑞恩航空的成功給了很多企業家一個夢想，新的廉價航空在歐洲各地開始如雨後春筍般的誕生。但真正能與雷恩航空的成就相提並論者，僅有easyJet一家。1995年，希臘船王斯洛特．哈吉羅（Stelios Haji-Ioannou）在英國倫敦的Luton機場開展了空運業務，由於成功掌握廉價航空的經營要素，公司的業績逐年成長，他們成功的站穩在歐洲空運市場的腳步。

這兩家廉價航空的興起讓傳統航空業者感受到威脅，於是他們開始思索反擊之道。1997年英國航空公司對easyJet提出收購的要求未果後，遂成立自家的廉價航空公司---Go Fly；而包含英國維珍航空（Virgin Airlines）設立的維珍快捷航空（VirginExpress）、德國漢莎航空（Lufthansa）的漢莎快捷航空（LufthansaExpress）與荷蘭皇家航空（KLM Airlines）附屬的KLMUK設立的嗡嗡航空（Buzz）等紛紛開始角逐廉價航空市場。但經營廉價航空公司顯然不是這些傳統老牌勁旅所擅長的項目，於是除了維珍快捷航空依然能在這個市場生存外，
嗡嗡航空在2003年4月被瑞恩航空併吞，而Go Fly也在2002年8月被easyJet收購。

傳統的航空公司轉戰廉價航空市場不如人意，除了證明經營廉價航空與經營傳統的航空公司需要完全不同的管理模式外，有很大的比重是因為他們所設立的子公司很多時候只是用來捍衛母公司既有航線的工具。設立子公司既可以保持母公司辛苦建立起來的形象不至於遭受破壞，而又能在這個市場與廉價航空競爭。然而，這些「披著狼皮的羊」並沒有專注於廉價航空生存的關鍵---也就是低成本與高效率兩個因素。因此這些公司雖然在財務與營運上能獲得母公司很多的資源，但反而阻礙他們的良性發展；相對比廉價航空業者專注謹慎的管理，他們的失敗終究是可以預期的。

經過了10多年的發展，歐洲廉價航空市場的版圖目前大致底定；瑞恩航空與easyJet分別在廉價航空業界中獨占鰲頭，而包含維珍快捷航空等其他中小型的廉價航空業者則緊追在後。然而，在這兩家廉價航空公司光環的背後，其實代表著更多失敗的案例。許多希望能仿效他們的廉價航空，由於迷失在公司的腳色定位，或是成本控管不佳，在人們還不習慣他們的存在之前就已經成了歷史；更多廉價航空業者就猶如曇花一現般的殞落。然而部分還沒站穩腳步的新興廉價航空業者，近年來也積極的透過策略聯盟的方式來增強自身的競爭力；例如德國的柏林航空（Air Berlin）與勞達（Lauda Air）航空達成協定，柏林航空擁有後者的子公司Niki Air 24％的股權，負責市場和航線的具體經營；勞達航空則提供客機與相關維護來支援柏林航空。
此舉被業界認為是歐洲第一個廉價航空公司聯盟，同時也代表廉價航空未來新的營運模式。

此外，去年5月歐盟的東擴也再度為看似平靜的航空市場投下了新的變數；中東歐10國充沛的人口與豐盛的旅遊資源，自然會成為廉價航空業者新的戰場。Sky Europe，這家位於斯洛伐克的廉價航空業者積極的搶攻市場大餅，希望能在這一輪競賽中拔得先機而站穩腳步；其他業者自然也不會袖手旁觀，包括匈牙利的Wizz Air、德翼航空（GermanWings）、柏林航空、Niki航空等廉價航空都積極的搶攻這個新興市場。而歐洲廉價航空龍頭之一的Easyjet也在2003年的7月間開闢了此一區域的新航線。也因此這產生了歐洲廉價航空業的一個有趣的現象：也就是相對平靜的西歐與進入群雄紛起的中東歐市場。可以預見，未來中東歐地區將會興起如同之前發生在西歐地區慘烈的價格廝殺，或許這個地區終將會被廉價航空的兩大龍頭攻佔，但也有可能創造出新的霸主反攻回去。

第三節 廉價航空對歐盟的衝擊

雖然廉價航空對歐盟航空市場的影響已經逐漸平息，但不可否認他們的確為歐盟的航空業帶來許多改變，而部分的改變到現今依然持續發酵著。大體來說，廉價航空的興起對三個不同的層面產生了影響；而這三個層面分別可以歸類為傳統的航空公司、歐盟的空中管制系統與次級機場的再生。究竟廉價航空業者為他們帶來什麼樣的變革？以下就是內文的分析：

一、歐盟航空市場的重新洗牌

廉價航空由於以價格做為公司唯一的武器，因此傳統航空業者很容易陷入被動的防衛之中。雖然這些傳統業者曾經嘗試以設立子公司的方式來面對廉價航空的挑戰，但事實證明除非他們能放手讓子公司適應市場的競爭，不然反而會招致被對手併吞的窘境。當然，這些傳統的航空公司挾著資本與長年的經驗擊敗過許多廉價航空，但面對如瑞恩航空或easyJet這類同業中的佼佼者也只能拱手稱臣。這就讓歐盟許多老字號的航空公司，例如比利時航空、瑞士航空等陷入倒閉的絕境。而廉價航空對於次級機場與中小型城市的偏好，更是對歐盟為數眾多的區間航空業者產生直接衝擊。這群昔日與傳統航空公司相安無事的區間航空被迫陷入兩種選擇：要就轉型為廉價航空公司來彼此競爭，不然除了皈依到大型航空公司的旗下他們很難生存下去。而即便是擁有龐大資源的大型航空公司，也因為不堪廉價航空的騷擾而彼此相互合併；例如2003年成立的法航—荷航集團、
2005年底即將形成的德航—瑞航集團等，
有很大的因素就是為了避開廉價航空公司的追擊。因此，廉價航空的出現等於讓歐盟的航空業重新洗牌一次，未來的歐盟航空市場將會形成由超大型航空聯盟、大型的廉價航空公司與中小型區間與廉價航空業者所共同把持的態勢。

二、促使歐洲單一空域（Single Sky Initiative）的發展

由於廉價航空快速的興起，讓很多原本搭不起飛機或是沒有出行打算的人們樂於享受他們所提供的廉價服務；空運旅客快速的成長讓歐盟原本已經相當繁忙的空域更加擁擠。因此，重整歐洲空域的工作就變的刻不容緩：位於布魯塞爾的歐洲管制中心（Eurocontrol）就提出四大措施以求能達成抒解空域目標，包括了：

（一）衛星導航：雖然航空科技發展至今已經相當進步，但民航機的導航依然運用過往地面導引所規劃出的航線；這種航線往往並非是兩地間最短的途徑。透過運用已經相當成熟的衛星導航將可以讓每一架飛機能更快速的到達目的地。

（二）減少垂直間距：因為飛機所航行的航路是固定的，因此將方向相異的飛機彼此交錯的方式就是規定他們各自在不同的高度飛行。以往因為科技的限制，因此將垂直間距定訂為60公尺；隨著今日科技的進步，飛機只需保持30公尺的間距就能確保安全無虞。垂直間距的縮小代表可使用的空域增加，這自然能消除現今空域不足的情況。

（三）結合軍事管制與民航管制：由於各國都留有部分空域作為軍事訓練或確保國防安全，在面對特殊情況時（例如軍事演習）還有可能削減民航空域的使用範圍；因此開展與軍方的合作，將兩者空域範圍與管制體系加以整合來提升運作效率。

（四）流量管制：透過電腦的輔助來為特別繁忙的空域計算出最佳管制的方式，不但能提升效率也降低了航管人員的負擔。
這些項目到目前為止都還依然持續著，而空域管制的重建進度也攸關著各廉價航空未來的發展。 

三、次級機場的再生與城鄉均衡發展
如同前文所敘述，傳統航空公司慣用的軸輻式網路系統對於擔任中心軸的機場雖然能起到很好的成長效果，但對於次級機場而言他們確有被邊緣化的險境。隨著廉價航空進駐這些次級機場，不但幫助他們覓得經營上的第二春，機場周遭的地區也往往會因為人潮的湧入而得以繁榮。以瑞恩航空在法蘭克福的Hahne機場為例，該機場在2001年僅處理約46萬旅客，但從2002年開始旅客人數就直線攀升；2002年與2003年的旅客量每年都以壹百萬為數值在成長，2004年總人數更突破了四百萬的大關。旅客人數的成長連帶的造就機場的繁榮，這包括機場內部商家與周遭停車場的建立；而協助這些旅客轉運也為當地的運輸業者創造出新的商機。

如果將這種模式建立在大型城市與中小型城市的比較就可以發現，廉價航空喜好以中小型城市來建立根據地的策略無形中也扮演了城鄉均衡發展的推手；中小型城市因為這些業者的進駐而促進了運輸的繁榮，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自然吸引一些有通勤需求但不喜歡居住在大城市的企業或民眾選擇遷入。居民人數的增加有助於城市爭取更多的經費來改善交通，而隨著交通的便捷化又形成人口增加的誘因。因此，不論是對次級機場或是中小型城市而言，廉價航空的興起都為他們帶來顯著的好處；也因為這種利益關係，無怪乎這些次級機場所在地的政府樂意提供資金來吸引廉價航空業者的進駐。

第四節 廉價廉價航空業者的隱憂
雖然部分歐盟的廉價航空業者在激烈的航空市場中殺出一條血路，也逐漸的站穩腳步，但現實並沒有給他們太多喘息的機會，這主要從兩個案例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一、瑞恩航空因違反公平競爭而被起訴

如同前文所提及，廉價航空業者一般喜好從偏遠的二級機場作為他們的營運航點，不但航班時間具有彈性，最重要的是可以獲取機場的額外補貼；但這種模式在未來可能無法繼續運作下去。歐盟委員會在調查瑞恩航空接受比利時夏洛霍機場（Charleroi）發放的1500萬歐元補貼的案例中裁決瑞恩航空違法，必須退回30%的金額；歐盟委員會的理由是該機場收取瑞恩航空的費用過於低廉，這對使用其他機場的航空公司產生不公。這筆金額對該公司來說自然是無關痛癢，但值得關注的是此一由來已久的運作模式是否會就此瓦解?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廉價航空業者在使用樞紐機場與傳統業者競爭時，由於機場對他們收取的使用費是相同的，但傳統業者因為與機場已經有了長期良好的合作關係，因此不論是在航廈的位置或是起降的時間帶上都比廉價航空業者有競爭力，在收取成本相同但機場設施無法與之競爭的情況下，廉價航空的票價在這些樞紐機場將會喪失其優勢。如果就連次級機場的優惠都被剝奪，那麼廉價航空的業者們將會面臨很大的危機。

二、競爭日趨激烈

歐盟的廉價航空雖然近40家，但彼此間直接的競爭並不多見，透別是廉價航空的兩大龍頭之間。然而隨著各自市場範圍的逐漸擴大，未來的競爭態勢必會形成。此外，那些經歷廉價航空多年來挑戰依然能存活的傳統航空公司在移植了部分他們降低成本的方針後，其實已經能在部分航線的票價上與廉價航空業者們一較長短，但他們卻又能提供完整的服務與從樞紐機場出發的便利，這就意味著廉價航空業者的優勢逐漸消失當中；這場新一輪的廉價航空業者與傳統業者的對決有可能再度浮上檯面。最後，由於歐洲不同於美國，這裡有著發展久遠且密集的高速鐵路網，並且高速鐵路網的服務範圍還在持續的擴大之中。對於旅客來說，直接由市中心的火車站往返另一個城市會比搭乘這些廉價航空來的方便。因為這些業者不論是出發或是到達的機場離市區都還有一段距離。因此除非是飛行距離超過500公里以上的航班，不然他們最終會被迫退出這塊市場。

三、服務素質有待提升

美國的廉價航空業者不但能提供便宜的票價，同時也能讓消費者對於他們的服務感到滿意。但歐盟的廉價航空從幾次的問卷調查之中可以發現旅客對他們滿意度逐年下滑，其中雷恩航空更在全球最權威的航空評鑑組織—Skytrax中被認定是一間與中亞非洲等地航空公司同等級的業者。
而EasyJet 也好不到哪裡去，2002年他就遭受歐盟勞工委員會與安全委員會的調查，因為有旅客舉報他們的飛行員存在著超時工作的現象。歐洲的廉價航空總喜歡把票價當成他們打擊對手的武器，但他們卻忽略了除了價格，其實旅客對這些業者的基本要求並非只有便宜。不論是飛航安全還是搭機者的心理，歐洲的廉價航空業者如果不能盡力追求一個更高的標準，他們很快的就會被市場所淘汰。

第五節 歐盟廉價航空的展望

雖然上一節提及了幾項廉價航空的隱憂，但以實際情況來看歐盟的廉價航空業者依舊保持著良好的成長態勢。依據歐洲廉價航空協會（European Low Fares Airline Association；ELFAA）
在2005年所出版的年度報告中指出，如果單以該協會的成員來計算，他們在2004年載運了約六百萬旅客，約佔歐洲整體空中運輸量的16％；而如果將全部的廉價航空業者納入來計算則大約佔有24％的比重。至於未來的發展，他們預估在五年內該協會的成員將會載運歐洲整體空中運輸量的35％；到了2010年此一數據將會成長到約40％左右。此外，為了維繫這種強勁的成長模式，光以瓜分現有的航空旅客並不足以達成；因此在研究中發現，搭乘廉價航空的旅客僅有37 ％是從既有業者所吸引而來，約60％都是都是新創造出來的市場需求。
他們樂觀的預估顯然與業者實際的判斷相差不遠，因此即便自911事件發生後各國航空業陷入一片蕭條的處境時，瑞恩航空依然向波音訂購了155架飛機，而easyJet也不惶多讓的向空中巴士下了120架飛機的訂單。

然而，這並非意味著這兩間航空公司從此就主宰著歐盟內部的航空市場。如同前文所述，他們如果不能做到向西南航空一樣，既能提供低廉的票價但又不失優質的服務，那麼遲早會被新的廉價航空業者所取代，甚至是被削減成本有成的傳統航空公司所擊潰。「物美價廉」畢竟是每一位消費者心中的最愛，能在價格與價值中取的平衡的業者才能長久的生存下去。

第六章 結論

廉價航空不論是在歐洲或是美國都對當地造成了深刻的影響，也讓航空業在近10年來中面臨史上最劇烈的變化。代表價格的廉價航空是否就真的是消費者心中的首選?傳統的航空業者是否就只能在短程的區域航線中節節敗退?經過了整篇文章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未來能在市場長存的廉價航空必須既能提供價格的優惠，也能讓消費者感受到他們的選擇是有價值的；而傳統的航空業者也在捍衛自身的價值時，慢慢的往價格取向中靠攏。因此我們可以相信，價格與價值的抉擇在未來將不會是難以取捨，而傳統與廉價也將會逐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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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對中國武器禁運政策之初探

蔡信義(
【摘  要】

歐盟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問題近來廣受各界討論，因應全球化效應，加上鄧小平的成功經濟改革政策使得中國大陸綜合國力大幅提升，晉身為世界經濟強權力之一。在歐盟與中國雙邊關係上也出現大幅的改善，不論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對話都處於一個良好的狀態。本文則著重在歐盟對中國武器政策之背景以及歐盟欲對中國解除武器禁運之原因等兩方面的主軸對此一議題作為探討。

關鍵詞：歐盟、中共、天安門事件、武器禁運

壹、前言

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爆發天安門事件，中共派軍鎮壓主張改革的學生與民眾，造成了數千人的傷亡，此一不尊重人權的事件震驚了全世界，也讓世界各國對中共政權的價值體系產生極大的不安與憂慮，歐盟國家於是一致決議對中共實施禁止出口武器以作為制裁。然而近年來，中國成功的經濟改革不僅使得中共的綜合國力大幅成長，更讓中共晉身世界主要經濟強權之一，歐盟與中國不論在經濟或是政治層面上的雙邊關係，也出現大幅度的改善，而中共亦不斷對歐盟國家進行遊說與施壓，希望歐盟能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歐盟主要國家對此武器禁運政策之態度已然鬆動，歐盟一旦解除對中共武器禁運，不僅將影響中國-歐盟-美國三邊關係之平衡，更將衝擊台海現今不穩定的局勢，為此，本文擬對歐盟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的背景與政策作一分析，首先分析學者對此問題的看法，其次討論歐盟對中國武器禁運政策之緣起與後續發展，最後則分析歐盟欲解除對中國武器禁運之原因。

2、 文獻檢閱

二零零四年一月歐洲聯盟各國外交部長於比利時布魯塞爾檢討對中國解除武器之問題，使得歐盟面臨最有爭議性的武器輸出問題，同年十一月底俄國決定售予中國S300PMU2地對空飛彈及一批蘇愷30MK3轟炸機，讓歐盟實施對中國武器禁運問題受到廣泛的討論。

台灣學者們目前分別有不同看法與立場；學者郭秋慶（2004）認為武器禁運解除成員國各有不同立場：在二零零四年一月歐盟成員國各外長在布魯塞爾檢討解除對中國禁運武器問題，但在其中又有其不同態度；法、德、英為贊成，瑞典、芬蘭與荷蘭反對，還有條件式的支持國；如奧地利、比利時及以其它未表明立場的加入國的中東歐國家，其解除武禁的原因：歐盟與中國在國際地位的配合密切，中國對進口武器的須求，同時法國又遇到國防工業的產值及出口比率下降，中國與歐盟貿易關係的建立，但假設開放後又必須遵守指導原則，操作規定原則。
學者湯紹成（2004）則是以歐盟與中國雙方關係主導地位為基礎提出其看法立場。在經貿利益－在歐盟的資料中，二零零三年歐盟與中國的貿易額高達一千三百四十八億歐元，中國為歐盟第二貿易夥伴，同時歐方有約伍百五十億的逆差，此一逆差額為歐盟在所有與單一國貿易中逆差額度最高的案例。因為雙方貿易的合作關係假設歐盟欲對中國軍售，經濟利益則為重要考量之一，但對於假設開放後歐盟中國武器管制的政策也與有和學者郭慶秋有者同樣的看法，認為歐盟雖有一套武器輸出的規範準則，但並無拘束力，重點是歐盟的決策機制是一制決，各國的立場更為重要，在歐盟、中國、美國三方中，雙方都有其考量的經濟利益，但是因為戰略因素的差異，假設歐盟於未來軍售武器給中國，雙方的戰略合作關係會影響到美國其霸權地位，美國為了其世界霸權地位不受影響，積極反對歐盟對中國解除武器禁運，所以美國才是真正防阻歐盟解除禁運的最重大因素。

學者鍾志明（2005）則是對於歐盟未來是否對中國解除武器的問題，在歐盟中的大國，如德、法聯手於歐盟內部裡遊說應對中國開放軍售，後來因為中國制定了反分裂國家法，讓歐盟開放軍售給中國增加了很多不確定性，再者，歐盟對外機制、還有歐盟國家對中國實施武器禁的初始，加上歐盟武器輸出準則，包含了主要武器輸出國對中國出口之現況，美國與日本的立場，都是為影響歐盟是否開放軍售於中國的重要因素之一。假設開放軍售後的影響，又有些許學者提出了一點見解，吳萬寶（2005）認為關於歐盟欲軍售於中國的的問題，並不是有關於商業利益而已，應包括美國的立場，北歐各國加上新加入歐盟等中東歐國家都是抱持著反對的態度，又因為八零年代以來中國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奏效，中國的經濟快速的成長，在軍事方面更實施軍事現代化，主要武器輸入技術國家為俄羅斯，中國國防預算每年都在提高中，所以造成中國為新世紀最大的武器進口國，俄羅斯便是最受惠的國家，在德、法方面也因為這個強大的經濟利益市場，支持歐盟國家解除對中國武器禁運，但這個問題實際上則會關係到美國、歐洲、台海兩岸，進而影響到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
設假開放後首當其衝受其影響便是台灣，學者吳志中（2005）認為台灣方面一定會受到強烈的不安，對於東亞地區則為一個重要安全問題，並提出在新世紀世代的來到，歐盟國家不再是以民主人權導向作為對外政策的原則，而是用地緣政治的平衡做為外交政策主要考量的因素，所以實際上己經造成東南亞地區人權民主發展的危害，在同時也會建立起一個新的東南亞情勢，所以歐盟欲對中國解除武器禁運的政策更為新關注的要點。
歐盟對中國武器禁運的問題，在中國官方的態度也是一個重要之觀點，學者章勝華（2004）則認為目前中國積極尋求歐盟對其軍售的原因有三：

（1） 國際地位的象徵：因為自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中國一直被貼上不重視人權的標籤，藉由歐盟對中國解除武禁，必可提升中國在國際間的地位，顯示中國在人權方面有所提升。

（2） 歐盟與中國戰略關係的提升：開放軍售後，建立起雙方戰略夥伴的關係，來抵制美國世界強權的地位。

（3） 增加對俄羅斯施壓的籌碼：假設中國從歐洲也能取得武器，可以跳脫傳統由俄羅斯方面輸入武器及技術方面的依賴。

在歐盟大國中，德、法表示贊成開放武器禁運，但也有反對解除武器禁運的國家，如北歐的瑞典及丹麥，還有新加入歐盟等中東歐國家，這些國家都以中國人權情況惡劣及中國取得歐洲武器後會對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平衡為由，便提出了反對對中國解除武器禁運，美國也是反對歐盟對中國解除武器禁運的強力之一，因為美國認為一旦歐盟對中國解除武器禁運，必將破壞台海情勢及美歐之間的關係，使得中國的人權情況繼續惡化；俄羅斯反對乃因擔心歐盟國家會變成輸入武器至中國的競爭者；日本亦也擔心其軍事安全地位也會受影響；至於台灣方面積極規劃文宣資料與反對解除武器禁運之國家合作，向歐洲議會及歐盟官方進行游說，因為假設歐盟軍售於中國後，台灣在軍事安全將會受中國打壓影響，對台海之間的安全構成威脅，所以台灣官方的態度則是反對在未來歐盟對中國解除武器禁運。
綜合上述國內學者的看法，大都為針對目前歐盟對中國解除武器禁運的發展狀況為主，並未對當時歐盟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的原因、國際輿論以及歐美後續的制裁作為討論，這也就是本文要探討的重點。

3、 天安門事件的發生與國際輿論

歐盟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始於天安門事件
，一九八九年春天，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去世，北京的大學生為了悼念他，在天安門廣場示威抗議，為六四事件揭開了序幕。此後中國大陸集聚了數十萬的學生於北京天安門進行大型的民主運動，要求共產黨實施推動民主政憲，並改革內部的貪瀆，示威學生在四月底發表公開聲明，爭取民主和自由，並要求與政府直接對話。五月中，兩、三千名學生在廣場上展開七天絕食，中國政府迫不得已與學生對話，但談判破裂。接下來兩星期，示威群眾由十萬人增加到五十萬人，近三十個城市也紛紛響應，北京當局於是宣佈戒嚴，封鎖通訊網，並警告學生退出廣場，否則將探取武力掃蕩。

同年的六月四日中國出動軍隊來鎮壓，並驅散民運人士並造成前無所有的傷亡，導致成為史無前例的慘劇
。中國大學生為了爭取民主，遭到解放軍血腥鎮壓，震驚全球，北京當局也因此，引發國際社會嚴厲譴責。解放軍兵分三路，朝天安門廣場推進，但遭民眾攔截，被迫撤退。數萬名解放軍再度進攻，靠著坦克和裝甲車開道，對毫無武裝的群眾開槍掃射，刺刀殺戮，天安門廣場頓時成為人間煉獄，歷經七小時，解放軍控制了天安門廣場。六月五號，解放軍繼續鎮壓抗議群眾，手無寸鐵的北京青年王維林、隻身阻擋坦克的畫面，震撼世人。這次大屠殺至少造成三千人死亡，數萬人受傷
。六月十號，北京當局下令通緝民運領袖，民運人士紛紛逃往海外避難。

中國血腥鎮壓，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國際間反應便是議論紛紛，北京政府表示這是中國的人內政事務，外界不須干涉，引起全球強烈譴責，西方各國終止和中國的經貿合作和高層往來，導致中國對外關係陷入低潮，直到幾年後才逐漸恢復正常。但是北京當仍辯稱，六四事件之鎮壓是為了維持安定，具有正當性，並刻意壓制國內外媒體的相關報導。外界不應該給予高度的關切；然而中國利用暴力鎮壓人民已經嚴重的破壞到基本人權、違背國際道德，因此引起全球的輿論與反應。

一、亞洲國家的反應：

在所有援助中國的國家中，日本一向是中國最大的外援提供國，自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日本只表達了對天安門慘門表示震驚及關切但是不考慮制裁中國表示過度的制裁措施會招玫不利的影響與後果，使北京在世界中更形孤立。日本首相並在一九八九年的六月七日接見中國大使楊振亞，表示日本政府對天安門事件感到遺憾，日本方面己採取四項緊急措施，包括醫藥援助中國大陸及彈性處理中國留學生簽證，並在六月初凍結一筆在一九八八年由當時首相竹下登承諾援助中國五十八億美元的貸款，這筆貸款預定自一九九零年開始撥付。但繼續為維持與北京官方的商業利益，日本政府暗示日援停止只是短暫的，並只保持著慎重態度並提出警告
。

南韓外交部發表聲明，南韓當時和中國官方沒有外交關係即指無官方的立場，但是韓國時報社論則表達出對於天安門事感到震驚，在道德的的規範上絕對不能自圓其說，並且指出中國的領導人應該認知到出動軍隊暴力的鎮壓一定無法受愛好和平的人士支持，它更進一步指出中國近年來為國家實質利益而採取的對外開放政策會大幅倒退
。

共產國家北韓則是指出美國己經干預到了中國的內政，支持解放軍有權使用武力
。越南對中國行表示贊同，菲律賓、新加坡以及泰國則表示感到震驚，並對北京官方行為感到哀傷，然而卻未指責批評中國政府。印尼政府則表示和中國的關係還是一個正常化的狀態，但是在雅加達郵報的社論中則是表示中國大陸不再是過往的中國大陸了。當局殘酷鎮壓民主，以及大陸各地對天安門事件的反應，基本上己經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成份，該社論甚至嚴厲的評論鄧小平及李鵬危害到中國人權的行為
。

二、歐洲國家的反應：

西歐方面，法國政府迅速作出反應。受到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紀念氣氛的激盪，法國總理羅卡德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宣布，凍結和中國的一切關係，包括停止法國總統、總理以及召回在中國所有外交人員。總理羅卡德並呼籲國際社會對中國增加壓力，以中止血腥鎮壓人民，財長貝赫戈瓦主張西方民主國家以具體行動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
。

同年七月十三日，當七國的高峰會在巴黎舉行時，法國總統密特朗和其它各國領袖共同發表聲明讉責中國的暴行。

德國與中國建交以來，兩國在政治關係上根本沒有存在利益的衝突，更沒有歷史的遺留問題，兩國對一些重大的國際問題不斷向深度和廣度發展，政治交往內容不斷增加，雙方的關係不斷的朝著友好的方向發展，所以當時的東德表示支持中國，並警告其它國家勿干預中國內政，然而統一後的德國便把人權問題視為與中國外交關係上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九八九年中國政治風波之後，德國是作出強烈反應的西方國家之一。在以後對中國穩定和發展的現實不得不先後取消對中國的制裁的西方國家中，德國則後最後一個
。

英國的泰晤士報則是指出天安門事件的發生中國領導階層所獲得的只是中國內部人民的恐懼、唾棄，以及全球各國的鄙視而己
，雖然當時中國官方一再的保證不會用軍隊對付人民，但是還是了違背信用，使用暴力。中國和英國在達成了一九九七年把香港交由中國統治的協議，但是天安門事件的爆發使得香港人不再對中國政府具有信心，另一方面則是要求英國宣布檢討香港前途協議，並宣布立即終止與中國北京進的香港基本法談判
。

在歐洲共同體方面；在天安門發生的當天便指出取消了次日與中國代表團舉行的部長級會議，並共同發表八項聲明
。

（一）．主要是有關在國際性的會議中，對中國北京政府提出對人權的迫害報告。 

（二）．要求北京官方給予民運人士的審判旁聽以及探視被收押者。

（三）．禁止對中國軍售與軍援，而且停止與中國所有軍事相關的合作。

（四）．雙方高層官方也給予中止一切的對談與會議，確實凍結中國的高層互訪。

（五）．表示關切的態度，但支持中國官方的政策。

（六）．無限期給中國留學生在歐盟會員國停留時間，延長歐盟會員國簽證時間。

（七）．文化交流和科技合作程度限制到最低限度，除了對中國人有利時才進行。

（八）．建議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暫停對中國提供新的貸款或貸款保證。

其它歐洲國家如；匈牙利政府公開表示譴責中國以武力來對付其人民，成為歐洲第一個共產陣營中反對中國實施武力的國家，並以社會主義與人道的名義要求中國停止武力鎮壓的行為，因為匈牙利過去的民主革命活動可以作為中國的借鏡
。

瑞士則是宣佈停止中止與中國簽定的軍售合約；挪威方面則是取消了王儲海拉德夫婦訪問中國大陸的計畫；瑞典總理在六四天安門發生當天則抨擊中國屠殺人民暴行的行為；國防部長以及國會議長相繼取消訪問中國，宣布凍結與中國一切外交事務，並取消了對中國並公開說明中國政府的行為是暴力政權，並保證中國留學生可無限期居留；丹麥國會財政委員主席霍夫曼也在當日取消了率團訪問中國大陸，並在天安門發生的同年六月九日取消輸往中國大陸之火力發電廠合約。當時的西德則是呼籲中國停止血腥鎮壓民運並在天安門事件次日宣布一切正式接觸，國會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通過決議案，要求聯合國討論並讉責中國迫害人權的行為，比利時、義大利為宣佈凍結官方對中國的貸款，並停止新貸款，荷蘭國會致通過與歐市齊一步調凍結一切與中國的接觸，葡萄牙則是無意中止將澳門交給中共的協定。

英國方面宣布停止軍售給中國，查理王子訪問中國計劃取消，但在柴契爾夫人表示不會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

三、美國的反應

對中國採取最強烈的手段及態度的國家即為美國；在一九八九年春夏季節交替的季節，美國政府企圖全面性干涉中國內政，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布希政府在白宮會見四名中國留美學生，並進行了四十分鐘的會談。在美國議會眾議院以四百零六票贊成，零票反對通過“譴責北京鎮壓事件，支援布希總統採取行動斷絕同中國軍事合作的決議”
，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美參議院以一百票贊成，零票反對，通過一項要求總統對中國政府實行國際制裁問題的決議，包括：呼籲美國進出口銀行和海外私人投資公司重新檢討給同中國的貿易提供資金的問題，強烈要求美國負責放寬辦理向中國銷售的出口許可證手續的機構于作決定時考慮中國目前的局勢；強烈要求美國之音電臺立即增加華語節目
。 同日，國務院新聞發言人瑪塔特懷勒在新聞發佈會上宣佈，美國政府准許所有旅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在其簽證到期後繼續留在美國，而不改變其身份。當時大約有四萬五千零八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滯留在美國。七日，由於中國戒嚴部隊向外交人員公寓開槍，美國大使館下令外交人員家屬全部從北京撤離，一百二十五人離開中國。同日，紐約市長郭德華宣佈中止同北京的姊妹城市的關係，並建議市政委員會命名紐約市第四十二街和第十二大街的交叉路口為天安門廣場
。六月二十日美國政府宣布採取對中國進一步的裁制措施：美國將尋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一些國際金融機構之合作延向向中國提供新的貸款；中止美中雙方官方的訪問及高級官員的接觸遲美國白宮發言人宣佈，美國政府將要求國際金融機構推遲考慮向中國提供新貸款，以抗議北京繼續鎮壓持不同政見者，並已爭取其他西方國家暫停對中國的多邊貸款的努力
。

同年七月十五日，在西方七國家的元首會議之會議期間，美國又要求其中七個國家對中國發表政治聲明，並參加由美國發起的對中國經濟制裁。
綜合上述在天安門事爆發之後世界各國的反應大致可以分為六種類型
，如下：

（一）．強烈譴貴中國的暴行，並同時採取了制裁措施。

（二）．譴責中國暴行但不對其實施制裁。

（三）．表示不同意中國鎮壓的作法，態度上較緩和。

（四）．不表示立場，靜待中國情勢的變化。

（五）．表示關切的態度，但支持中國官方的政策。

（六）．表示天安門事件為中國的內政事務，要求其它國家不必介入。

表一：各國輿論反應與制裁類型

	強烈譴貴中國的暴行，並同時採取了制裁措施。
	美國、歐洲共同體、英國、法國、瑞士、義大利、丹麥、荷蘭、比利時、西德、瑞典。

	譴責中國暴行但不對其實施制裁。
	日本、匈牙利。

	表示不同意中國鎮壓的作法，態度上較緩和。
	葡萄牙、菲律賓、新加坡、泰國。

	不表示立場，靜待中國情勢的變化。
	印尼、南韓。

	表示關切的態度，但支持中國官方的政策。
	北韓。

	表示天安門事件為中國的內政事務，要求其它國家不必介入。
	越南、東德。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4、 歐盟、美國後續制裁行動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歐洲共同體發表關於中國局勢的聲明，其聲明為下：對於痛受折磨的北京人民遭到鎮壓表示遺憾。如果中國政府的政策開始走上一條使迄今為止奉行的開放和改革政策有夭折危險的道路的話，這種合作有永久性地受到影響的危險，歐體並取消預定六月六日中國經貿部長鄭拓彬前來共同主持共同體中國聯合委員會的高級磋商會議
。歐洲共同體十二個成員國發表公報，強烈地譴責對和平的示威者採取的造成大批人員死亡的武力鎮壓，對中國發生的悲慘事件極為震驚，並指出嚴重的動亂仍在繼續。呼籲中國當局停止對北京和全國的沒有武裝的老百姓使用武力，立即著手尋求目前衝突的和平解決辦法。聲明中強調，同級人士之間的會見已經取消，共同體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將中斷
。同年在歐體馬德里高峰會〈Madrid European Council〉
上，禁止對中國軍售則是其中之一項重要政策。此政策大約可以八項措施
；

（一）．主要是有關在國際性的會議中，對中國北京政府提出對人權的迫害報告。 

（二）．要求北京官方給予民運人士的審判旁聽以及探視被收押者。

因為在天安門事件其間，中國官方於二個月內，對超過二千名的知識份子發出通緝令，有多數人遭到撤職和拘捕，如民運人士吾爾開希以及電視劇「河殤」主要作者蘇曉康，還有當時的中國文化部長王蒙都被讉責為天安門事件的理論提供及營造反黨製造者，其中王蒙更被中國政府撤職
，所以在事件發生後，歐盟各國便聯合要求北京官方旁聽民運人士的審判以及開放探視收押者。

（三）．禁止對中國軍售與軍援，而且停止與中國所有軍事相關的合作。

（四）．雙方高層官方也給予中止一切的對談與會議，確實凍結中國的高層互訪與對話。

中國與歐盟的雙方會晤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五月於北京召開會議，前後一共有八次的高峰會晤
，大多數會議集中於九零年代之後，對於八零年代的政治對話僅是一九七八年四月三日當時的歐洲共同體與中國在布魯塞爾簽定歐洲共同體與中國貿易協議，這個協議包含了創立歐洲共同體與中國混合委員會，一九七九年第一屆歐洲共同體與中國也於北京進行會晤，一九八零年六月歐洲議會和中國人大代表團在斯特拉堡舉行雙方議員會議，一九八五年歐盟執委會主席德洛爾訪門中國，最後在天安門發生前年即為一九八八年歐盟執委會正式於北京設立代表處，但次年便發生了六四事件，雙方的高層對話於是宣告停止
。

（五）．中止現行合作案，停止對中國的新開發援助方案。

歐盟成立後，歐盟對中國發表五份的政策白皮書為歐盟對中國關係之基礎，其中五份政策白皮書為「新亞洲戰略」、「中歐關係的長期政策」、「1997後的歐盟與香港」、「與中國建立全面伙伴關係」、「執行與中國建立全面伙伴關係之評估報告」，
這五個白皮書都為九零年代所簽定，所以在八零年代，即六四事件時期的合作案，仍然是以一九八五年《歐盟—中國貿易和經濟合作協定》為主，該協定涵蓋了經濟和貿易關係，以及歐盟與中共的合作計畫，並取代了一九七八年的一項協議。所以在六四事件發生後，歐盟官方立即宣立中止此項合作案
。
（六）．無限期給中共留學生在歐盟會員國停留時間，延長歐盟會員國簽證時間。

六四事件對中國高等教育及文化活動的衝擊甚深，當時在美國及日本約有七萬名的中共留學生和訪問學人，當時受過最佳訓練的科學家、工程師和專攻社會人文科學的優學者，對於中國官方的疏離並且不拒絕回到中國，這個行動應視為中國文化教育的悲哀。相對來看國際文化也受到極大影響，自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國建交後，雙邊學術教育與交流關係良好，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間，有一萬九千人的中國學生和學者於美國留學進修，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學年中，全美國共有八千名中國留學生及四千名訪問學人。根據當的的估計在八零年代中國海外學人之人數，接近中國本身科學、工程研究與開發人員的百份之十
，因為中共當時的海外學人甚多，所以當時的歐洲共同體會員的也仿效美國的對中國海人學人的保護與優惠，對中國留學生在歐盟會員國停留期間給予無限期的的停留時間並且延長其簽證。

（七）．文化交流和科技合作程度限制到最低限度，除了對中國人有利時才進行。

中共與歐盟最早建立有關文化及科技合作的基礎，是從一九七八四月三日起當時的歐洲共同體與中國簽署了第一項貿易協定，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並在同時成立了中歐經濟貿易混合委員會。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前，由於長期貿易良好的合作關係，雙方於一九八五年的五月二十三日在原來的貿易協定的基礎之外，又簽訂了貿易和經濟合作協定，在內容大約可以分為四大章及十八款之相關規定，雙方同意在工業、農業、科技、能源、交通運輸、環保、發展援助等領域發展合作、對合作生產、合資經營、合作開發、技術轉移、金融合作、技術支援、人員受訓與交流等主要內容，並且是以經濟及科技合作以達相互所需交換利益。但天安門事件發生後雙方的科技及經濟合作關係陷入一個分水嶺
。
（八）．建議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暫停對中國提供新的貸款或貸款保證。

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對中共影響最深的便是來自於世界銀行的經濟制裁，在當時美國以及西歐各國推動下，世界銀行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正式宣佈對中國中止七億八千萬元美金的貸款。自一九八一年以來，世界銀行是中國主要的資金來源，在貸款金額達到了八十五億美元，在其中的三十四億四千萬元美元是免息貸款，五十億九千萬美元是低利貸款。在貨款之分配比例上，開發能源、運輸、通信、工業、農業為三分之一，其餘用於教育、文化和社會福利上。世界銀行中止這貸款對當時資金不足的中共是一個重大的打擊，美國和西歐國家等外資企業便紛紛撤離，代表企業如IBM、全錄以及杜邦，都將非中國籍的員工撤離北京或關閉辦公室。
美國總統布希發表聲明，指責中國武力鎮壓的行為，並且宣布對中共制裁為下；

１．停止雙方軍事人員互訪。

２．停止所有對中國軍售。

３．優先考慮對大陸學生延長居留。

４．對大陸人民提供醫藥和人道援助。

５．檢討雙方關係。

綜合而言之，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緊接而來的不只是國際輿論而己，而是歐盟與美國的強烈制裁，雖然這些制裁讓中國與歐盟、美國的外交頓時凍結到了零點，所以六四天安門事件是影響自中國與歐盟、美國建交以來最大的關鍵。在天安門事件未發生之前，歐盟與中國貿易狀態是一個良好的合作夥伴關係，當時雙方貿易呈現上升的狀態，歐盟對中國不論是在直接投資或是外移技術的轉移都是繼續的擴展。

六四事件後，世界各國對中國發表不同的輿論與制裁，頓時讓雙方關係處於緊張與停擺。一九八九年來，由於歐洲國家受困於長期的經濟低迷不振，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持續擴大，中國的消費市場持續增長等原因，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零年中國出口產品到歐盟國家，貿易額由二十二億五千八佰萬美元增至五十六億一佰萬美元，增加的幅度超過了一倍，可以顯示歐盟與中國雙方的經貿關係並未受大甚大的影響
。表面上來看歐盟對中國制裁的實際效應似乎很大，其實並不然，由上述的例子可以觀察出，歐盟對中國的制裁就經濟層面來說其實不大，反而是政治效應層面大於經濟層面。

圖一：歐盟對中國武器禁原因之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表二：中國與歐盟雙方貿易額（1975－1993）

　　　　　　　　　　　　　　　　　　    　　　　　　　　單位：億美元

	年份
	雙方進出口總額
	中國對歐盟進口
	中國對歐盟出口

	1975
	24.0
	….
	….

	1981
	53.0
	27.2
	25.3

	1982
	44.2
	22.2
	22.0

	1983
	59.3
	34.1
	25.2

	1984
	58.8
	35.3
	23.5

	1985
	83.6
	61.1
	22.5

	1986
	116.5
	76.6
	39.9

	1987
	111.5
	72.6
	38.9

	1988
	128.7
	81.5
	47.2

	1989
	225.1
	147.5
	22.5

	1990
	221.0
	128.4
	56.1

	1991
	116.1
	62.4
	53.7

	1992
	174.0
	98.0
	76.0

	1993
	261.0
	144.1
	116.9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統計，http://www.customs.gov.cn/。

5、 歐盟欲對中國解除武器禁運的原因

歐洲議會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四日，四佰三十一票對八十五票以及三十一票廢票，以中國人權尚未改進，加上通過反國家分裂法理由，仍然未能仍對中國解除武器禁運之措施
，使得未來歐盟是否對中國解除武器禁運增加許多不確定性。但是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在未來歐盟解除運軍售於中國是必然的，本文將以層次分析
切入探討歐盟欲對中國解除武器禁運的原因。

一．國際層次意涵：

對中國而言，冷戰的結束使得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無法抵擋，中國也受其影響，對西歐國家來說；西歐地區為冷戰終結最大的受益者，加上中東歐國家的回歸，在多極化的背景下，世界經濟更加成為一個整合的網絡，全球各國，各地區之間經濟的相互依賴與相互影響，歐盟執委會更指出，經濟全球化是一個全面的的流動，包含了商品、勞務、及技術等層面，不同國家之生產及市場正日益變得相互依賴。綜合言之；冷戰的結束相對降低了中、歐對外政策取向中的戰略安全要素，使得雙方都可以與美國及蘇聯的派生性關係中解脫出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加強為中歐雙方政策中經濟利益的取向，但最終的取向決定於歐中雙方，在雙方所有的契合點，就是共同的經濟利益
。

在全球化的效應，安東尼吉登斯所提出的第三條道路觀念，他指出，在二十世紀中國家所面對最大的轉變是『全球化』，包含全球市場並非是傳統式的市場經濟，它的本質有了變化，這此變化即是金融市場主導了貨物與商品貿易，此與歐盟與中國經貿關係息息相關。因為中共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現在是世界工廠，凡舉；電子產品，成衣，鞋子，都是製造於中國較多，甚至德國名車BMW都至中國設廠投資，這些情況就是因為經濟全球化的效應，中國提供了廉價的人力成本，是吸引歐盟之重要因素，又歐洲各國的人力成本高，導致歐洲國家紛紛前往中國設廠投資，在歐洲本國設立全球營運中心，再者，歐洲內是全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在歐洲國家內積極投資於自家公司員工的再教育，訓練，這個情況就是所謂的知識經濟工作者的培養，歐洲國家將製造轉移至中國，由這些情況來說，確切地符合了歐盟與中國受經濟全球化效應之影響
。

二．國家層次意涵：


中國利益訴求：在中國的利益訴求上，則是以中國的外交政策為導向，就中國而言可以區分為國際以及國內兩層面。國內因素上，中國自從鄧小平主張以改革開放為主軸以來，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體制，中國國力因此的大幅的提升，但是因為經濟的發展，中國可能受到一些內部存在問題；如國有企業改革、金融改革，貧富的差距、工人失業以及政府官員貪污的問題。就以目前對中國內部的瓶頸主要是來自於內部經濟改革後效應的挑戰以及如何完善的處理這些負效應。在國際因素方面，則是因應經濟全球化與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外部環境的影響，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效應各有優缺點，因為全球化與多極化並列，視為國際和平穩定力量的來源，所以中國必須與國際全面接軌，積極參與國際多方之體制
，所以在鄧小平積極發展現代化政策後，急需經濟改革，然而中國本身又加強與歐盟的關係，因為歐盟整合之成效見益，其綜合實力雄厚經濟及貿易總額及人民的收入均到達世界之首，再則西歐國家為市場經濟國家，中國則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雙方各有其經濟特點及優勢，就以中國本身的利益來看，中國與歐盟故具有較強的經濟互賴性，容易形成互利與合作的關係
。綜合上述得知，不論中國內與國際的利益上，始終和本身的經濟安全戰略脫不了關係，所以極積的加入經濟全球化與世貿組織是目前中國實現經濟安全的戰略選擇，對國家利益而言，也意味著經濟安全上的提升。

歐盟利益訴求：歐盟之利益：從歐盟深化及廣化的的角度來看；一九七三年歐體往西方擴大，一九八一、一九八六年往南歐擴大以及一九九五年北歐國家加入，二零零四年伍月歐盟再納入十個中東歐與地中海國家，會員國數目從十五國增加為二十五國，總人口達到四億伍千萬人。面積從三佰二十六萬增至四佰五十萬平公里增加了三十七點八百分比，包含的範圍很大，北起波羅的海，南至地中海，東南延伸到西亞地區與俄國接壤。二十五個會員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己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貿組織。正因為如此歐盟在全球的經貿地位為深化及擴化的重要目標，當然歐盟不會錯失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需求。再者充分利用中國發展提供的機會，歐盟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競爭，全力維護自己的經濟安全，保持並提高歐洲的經濟實力，是歐盟謀求大力發展對中國經貿關係的基本要點
。

另一面則是從歐盟發展對關係的方向來探討，歐盟目前對外關係的本質還是以經濟的結盟為主要考量就歐盟整個行為主體來看，其對外關係的原則是在促進歐盟本身的利益，歐盟經濟政策的運行仍在於從自由化與多邊性的世界經濟秩序加構中發展出來。就以歐盟與中國自從建立外交關係以來，雙方的貿易額在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六年增加了十四倍，一九九六年更是達到四百四十七億ECU，同時自一九八零年代以來中國就享有歐盟之貿易優惠待遇。從歐盟中國利益的議題而言，一九八七年歐盟對中國還有快三十億歐元的盈餘順差，在一九八八年則被逆轉為十二億ECU的逆差。貿易赤字在其後三年分別成長九十一％、一百二十％、一佰八十七％，金額分別達到一九八九年的二十二億ECU、一九九零年的五十三億ECU、一九九一年的九十三億ECU，但當時歐盟己為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加上當時的GATT的成員國都一致認為中國是未來一個強大的經濟體，與中國建立良好貿易夥伴關係也是歐盟經濟政策運行的原則之一
。

6、 結論

綜合上述得知，歐盟實施對中國武器禁運的原因起源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這個事件造成實際傷亡的人數，因為各方統計的數據不一，加上中國官方對新聞自由限制，死傷人數至今尚無確定的答案。六四事件引發各界效應甚大，首當其衝的便是中國北京政府所面對的國際輿論反應，當時主要的國際輿論來自於美國、歐盟、亞洲、歐洲等國家，將之分為強烈譴貴中國的暴行，並同時採取了制裁措施、譴責中國暴行但不對其實施制裁、表示不同意中國鎮壓的作法，態度上較緩和、不表示立場，靜待中國情勢的變化、表示關切的態度，但支持中國官方的政策、表示天安門事件為中國的內政事務，要求其它國家不必介入等六大類型。而歐盟及美國也連抉採取制裁行動，包括歐盟對中共所提出的八項制裁，以及美國的五項制裁。因為美歐的制裁，頓時間讓中共與美歐之間關係凍結到最低點，然而歐盟對中國制裁的影響看似甚深，實質意義上卻是政治意涵為作主導，對經濟面的影響並非外界想像中的嚴重。
綜而言之，歐盟對中國解除武器禁運只是一個時間點的問題，因為雙方互相具有著一個經濟利益的交集點，但歐盟須關心是將武器輸出準則具體化，使其具備有個強大的拘束力，但假設不能使其具有強制力，各歐盟國家須自我約制，再者假設開放軍售於中國後首當其衝的便是對台灣的影響，其次則是整個亞太地區安全穩定之影響。在主軸方面；牽涉到另外二個重要的國家：美國與日本。所以美國也扮演著一個重要的影響角色，歐盟對中國開放軍售對中國意涵為總體、國際形象、軍售意涵，這又和歐盟與中國的長期合作夥伴關係有絕對的關係，固然如此，台灣當局應快以外交手段來影響這個事件的發生，在國內，也應加速武器採購的進度，使台灣及整個國際政治處於一個穩定的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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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聯盟人權政策之探討

羅志宇(
【摘  要】


歐洲是人權思想的發源地，從封建社會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時人權理念越是高漲，而人權保障的範圍亦是隨時間而不斷地演進，從第一代、第二代一直進步到現今越受重視的第三代人權，即集體的權利。


基本人權保障亦是歐洲聯盟的核心價值之一，歐盟實踐保障人權亦不遺餘力。本篇論文主要是在探討歐盟人權政策法制規定的演變與實踐。歐盟人權政策實踐必須要有法源基礎，才符合歐盟法治國原則的基本核心價值，關於人權政策的法源基礎規範，本篇論文從歐盟基本法、歐盟一般法律原則及歐盟基本人權憲章來切入，而關於歐盟人權政策之實踐，則以歐盟在「人權外交」這塊領域上來探討，試論歐盟人權政策在人權外交的實踐上，是透過哪些方法在哪些地區來實行，最後專論歐盟在人權外交上實際所遭遇到的困境。
關鍵詞：歐洲聯盟、基本人權、法治國原則、歐盟基本法、一般法律原則、歐盟基本權利憲章、人權政策、人權外交。

1、 前言

歐洲是人權思想的發源地，文藝復興時期為人權思想帶來嶄新的一面，封建制度的崩解，資本主義的興起；神權思想的沒落，個人主義人文精神的湧現。許多學者如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格勞秀斯（Hugo Grotius）、洛克（Locke）都發表「天賦人權」，發表人權是自然權利的哲學觀。而隨著時間的演進，人權涵蓋的內容亦由第一代的公民政治權利，發展至今強調的第三代人權，即集體的權利。
平等、民主、尊重基本人權與自由及法治國原則係歐盟最基本之核心價值。

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以下簡稱歐體）初時成立時主要是著重於推動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為目標，經由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的努力，人權保障才逐漸成為歐體之法律原則，並將其納入「歐洲共同體條約」和「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f European Union）之中。從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以下簡稱馬約）、阿姆斯特丹條約（Amsterdam Treaty，以下簡稱阿約）至尼斯條約（Nice Treaty，以下簡稱尼約），本文要從以上所述歐盟基本法來發現，歐盟在人權政策實踐上其所依據的法源基礎之內容與演變為何？並試著發現歐盟在人權政策上以「人權外交」來實踐時，其實踐的工具為何？在哪些地區以人權來達到外交的目的？
然而，由於歐盟和中國的關係在國際政治、經濟上的互動亦是緊密，中國之人權紀錄是殘破不堪的，歐盟對中國以人權作為外交手段時，係透過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CFSP）的運作以協調方式取得共同政策，但其成效如何？中國人權是否因此就可加以改善或是好轉？且在國際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影響下，歐盟在中國推行人權改革與保障，是否遇到困境，此些即是本論文所欲探討之問題。
2、 歐洲人權之背景與發展
在此將試論歐洲人權思想形成的背景與發展，並作一探討。

1、 歐洲人權思想形成的背景 

人權是社會生產方式、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下的產物，在不同的社會與不同的歷史的發展之下，當會產生不同的人權。伴隨著社會文明與社會實踐的過程，人權的主體、內容與範圍都是會隨之而改變的。我們如果要了解歐洲人權思想的發展趨勢，當然要從歐洲人權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來討論為何歐洲人權思想會如此的蓬勃發展。本節將會把歐洲人權思想形成的背景，從其形成之原因與基礎來做討論：
(1)、 形成之原因

人權觀念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臘羅馬時代的斯多葛學派，
綜而觀之，其學派之基本理念就是「順應自然」。其認為人類的自然本性就是宇宙本性的一部分，而宇宙的本性就是理性，因此理性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上帝的意志。人類必須要服從以理性為基礎、具有普遍性質的自然法，也就是服從宇宙中不能改變的規律及必然性，等言之，服從理性就是服從自然法也就是服從上帝。
因此當人都受到同一個根本的「自然法」統治的時候，人類就當無貴賤之分，且皆應當同具理性來過自己合理的生活，彼此都有相互的權利與義務，換句話說，人皆是平等的，都是受「自然法」的統治，都是受同一個上帝的統治。但是此時的人權觀念，仍承認奴隸制度與農奴的合法性，和現今的人權觀念相比之下顯得微不足道。直至文藝復興時期，人權的思想才有嶄新的一面；此時最具代表的人物就是但丁。
其強調「上帝創造萬物給予人類最大的恩賜即是人類的自由意志，人類只有依憑意志自由才能享受如天堂般的快樂，而要使人的才智充分的發揮，實現和平與正義的王國，就必須以人權為基礎」。
其對君主權力來自教皇的觀點提出嚴重的抗議，是文藝復興運動期間第一次提出「人權」概念的人，
也接著對近代人權思想的興起產生了微妙的化學變化。

文藝復興時代是人權思想發展開始嶄新一面的時代。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當時封建制度下對君主專制的反動，因為在當時的封建制度下，其制度下的中心內容就是要維護封建土地所有制，確認農民對封建地主的依附關係，而此種依附關係表現在下列兩方面：一是封建等級制度和等級特權的正當性，由當時的法律制度就可以明顯看出，封建主與農民以及封建主內部各等級之間的不平等，例如「官官相護」、「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不平等情形比比皆是；二是封建主的暴行和掠奪行為之合法化，如此一來，被統治者階級飽受凌辱和壓迫，人身自由即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
當時的封建時期採用了許多殘酷的刑罰，例如有所謂的絞刑、肢解、四裂、焚刑等等。

當時封建制度下的人民，可以說是過著沒有基本尊嚴的生活，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為了要脫離如此水深火熱，受到極端壓迫的生活，為了要尋求個人的自由、地位的平等，人們開始把焦點由神轉到人上面，開始以人道反對神道、以理性反對信仰、以人權反對神權，強調人的理性能力並且呼籲要正視人的現實需要。強調人的理性能力就是要擺脫教會對人類思想的枷鎖，反對神權對人權的壓制；呼籲要正視人的需要就是包含人的自由、尊嚴、價值、平等、幸福等等源自於人類本性的需要。
更由於文藝復興時代也是資本主義興起的期間，生產形式的改變與進步，加上十五世紀新大陸的發現，使得商品貿易、貨物交易方式有了很大的轉變。資本主義的方式是建立在雇傭關係之上，生產自由、貿易自由、財產私有化都是資本主義所創造出來的制度，勞動者與資本家在雇傭關係之下，其地位漸趨於平等化，勞動者付出勞力換取報酬，資本家給付報酬換取勞動者為其生產商品，一切皆以等價原則來進行。此時，封建時代的經濟關係已經成為了資本主義興起的絆腳石，打破封建的生產關係，建立符合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生產關係是整個歐洲社會發展的新趨勢。也由於資本家的興起，使得社會組成的結構也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封建時代農民和地主之間依附的關係已消失匿跡，取而代之的是雇用人和受僱者因簽訂契約而產生的自由與平等。
恩格斯曾說：「社會的經濟進步，一旦把擺脫封建的枷鎖和通過消除封建不平等來確立權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這種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擴大其範圍…由於人們不再像生活在羅馬帝國那樣的帝國之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並且處在差不多相同的資產階級發展階段的獨立國家所組成的體系中，所以這種要求很自然地獲得了普遍的、超出個別國家範圍的性質，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為人權」。

封建制度的崩解，資本主義的興起；神權思想的沒落，個人主義人文精神的湧現，其促使舊有貴族與教會必須揚棄舊有的制度，因為他們再也抵擋不了自由、平等時代趨勢的潮流，若是執意蠻幹，也勢必被淹沒在此洪流之下。文藝復興時代為近代人權的發展奠定了堅固的基石，也是人權思想的啟蒙，此後的歐洲啟蒙運動也相繼而生。

(2)、 形成之基礎

如上可知，封建時代的瓦解，文藝復興時代的興起，資本主義的躍動，使得近代人權的發展有了初步的萌芽，然而，瞭解其形成的背景猶如只得到了一顆華麗蘋果的表皮，其形成的基礎就如蘋果的果肉與核心，因此筆者在此將試著將近代人權形成的基礎，其最核心的部分介紹如下：

近代人權思想是以自然法為核心，以天賦人權為基本精神，以人類存在的自然狀態為理論前提。
近代人權形成的基礎就是「天賦人權」，所謂的天賦，就是天生賦予的意思，而「賦予」就是由上天、造物主、自然所信託，是人類生來既有的意思，
天賦人權的核心價值即是資產階級對平等和自由的要求。這種政治主張的出現直接起源於近代的自然法學派。
自啟蒙運動以來思想發展的準軸，人的價值以自我為中心為出發點來加以肯定，也就是以人作為人的價值的主軸。君權神授的觀念蕩然無存，以「自然法」重新建構的政治理論，成為了近代國家理想形態重要基礎之一。而自然法成為最重要且歷久不衰之理論，乃受兩項理念所啟發：第一、係規範所有人類之一普遍規範；第二、即個人不可剝奪之權利。
至此，我們可以知道近代人權理論乃是從自然法觀念演化而來，以自然法為實質內容，但若是因此認為人之權利係因自然法或觀念而生，就犯了很大的錯誤，因為人之權利係自始存在，非由他方衍生而出的，這兩者不同的地方是需要小心辨明的。

人之權利是自然而生，係自然權利論的宗旨。當時很多歐洲的哲學家就提出人權是自然權利的哲學觀，例如格勞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洛克曾說過，人類天生皆是自由、平等與獨立的，若沒有得到本人的同意，不得將任何人置於此種狀態之外，或被另一個人的權利所控制住。此外，平等權、自由權、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此等權利皆是人類與生俱來，當不可任意剝奪，亦不可任由自己意志讓渡而出，人人皆有權保護這些權利不受外力侵害，假若權利被侵害，就有權利報復、懲罰和反抗他人。洛克的見解將自然權利說更有系統的闡述而出，形成了完整的古典人權觀。
 

而另一個人物，盧梭，其主張的「社會契約論」對天賦人權有進一步的解釋，其提出了人生而自由、主權在民的觀點，認為這些都是不可剝奪、不可轉讓、不可摧毀的。人雖天生具有權利，但人類為了要讓這些權利受到更好的保障，於是就透過社會契約的方式建立了國家，當人與人發生爭論的時候，就會出現一個仲裁者，人因此不會失去保障，避免於必須常常採取自力救濟的手段，將部份的權利轉讓予國家，讓國家來扮演保障人權的角色。換言之，國家的存在是有條件的，是一種目的性的工具，如果國家侵犯了人們的權利，人民即有權廢約，故也因此推論出主權在民的觀點。

不管是自然權利論或是社會契約說，其對於人權的見解的最終奧義皆是「天賦人權」的概念，也都對近代人權的發展起了奠基的作用。天賦人權不僅打破了君權神授的迷思，其所確立的人們具有不可剝奪、不可轉讓的生命、自由、財產的權利的觀念，亦對人權發展史的演變扮演著執牛耳的地位。

2、 近代人權思想形成之發展
自從文藝復興時代、啟蒙運動的發展以來，人權的概念的提升有如水漲船高，然而，人權是由於人類不停努力奮鬥而所得的，雖然天賦人權是人權思想的中心價值，主張人之一切權利皆係人天生所具有的，但如此一來人權保障之內容卻有過於抽象而無具體之虞。因此，從古至今，由人權保障的內容與歷史角度而言，人權保障的內容是逐步地在擴張，且人權的發展亦是經歷了不同的階段的。在資本主義到來以前，古代社會的人權內容與形式都是極其簡單與殘漏不全的。在漫長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時期，人類不僅沒有明確的人權觀念，更無有系統的人權理論。到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有些學者才明確的提出明確的人權概念與創立有系統的人權理論，賦與人權明確的內容和完整的形式。法國法學家瓦薩克（Karek Vasak）其對近代人權思想的發展提出了三代人權的概念，
其強調人權是一種具有演化的（evolutionary）、動態的（dynamic）的特質，使人權不會被侷限在某一時空的範疇中，從而可以建立出與社會變遷相呼應的人權觀及其保障制度。而依「聯合國人權公約」的內容為基礎，依人權演進的歷程，亦可將人權劃分為三代，
因此本節即以「三代人權」的觀點來看近代人權發展的趨勢，茲就各代人權發展的情勢略述如下：

(1)、 第一代人權

第一代人權主要發展的時期係於16、17世紀直至19世紀，其係以公民的政治權利為主。此一時期正值民權對抗君權的時代，人民對於君主的壓迫已感到厭倦，人民要求要政治上的平等、民主與自由，並且其生存與財產等權利皆需要被保障。於18世紀下半時，美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皆為人權運動來發聲，其主張的權利更包括了個人有發表意見的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言論和出版自由、集會與結社自由、遷徙與居住自由、不受任意拘押和通信不受干擾的權利，尤其更是強調財產權的不得侵犯，另外也要求公民參加選舉與「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權利，由於這些權利皆是作為政治主體－「公民」的權利，因此也被稱為「公民和政治權利」

觀察此一時代的人權，其仍是強調自然權利的觀念，在反抗強權的統治，要求個人有「做他自己願意做的事情」的自由，且國家不得干涉之。而自由，即是貫穿此一時期人權思想的主要觀念。再而，此一時期所肯定的人權內容都是屬於個人的權利，多以消極的免除權利為思考點，而較少以積極的增進權利來詮釋人權，並尚未涉及群體、眾人、民族或國家等集體權利。

此階段人權所代表之人物如格勞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霍布斯（T.Hobbes,1588-1679）、彌爾頓（John Milton,1608-1674）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傑佛遜（T.Jefferson,1743-1826）、彌勒（J.Mill,1806-1873）等，而具體的人權文獻則包括了1628年英國的「權利請願書」，1689年的「權利法案」，1776年美國的「維吉尼亞權利法案」、「獨立宣言」，1789年法國的「人民與民權宣言」等。

(2)、 第二代人權

第一代人權大約經過了一百多年的時間與發展，尤其是在19世紀與20世紀初的那一段時期，開始進入了人權第二代的階段。大約係從社會主義的思想開始形成，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從這一段時間來看人權發展的經過，可得知其主要係受到社會主義革命思潮的影響，其主要的內容集中在於有關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權利的擴張，稱之為第二代人權。

西方當時的資產階級的興起，雖然將封建時代依附關係的經濟制度給徹底的瓦解，爭取到了公民與政治的權利，但卻也帶來了負面的問題，因為資產階級的富裕並不代表全體人民的富裕，位於勞工階級的工人其生活是貧困的，並且經常受到資產階級的剝削，此時的勞工似乎只是由封建時代的農奴的角色轉換到現今勞工的位置，但其被壓迫的工作條件與生活環境似乎無太大的進步，由於工業革命造就高度資本主義發展之後，資本主義唯利是圖的法則，導致勞工權益受到嚴重的剝削，貧富差異日益增大，社會問題也因此衍生而出。例如景氣循環、生產機械化、自動化、以及企業經營改革等等均造成了許多失業的問題。當時許多社會主義思潮的人物如法國的聖西門（C. H. R. Saint-Simen,1760-1825）、傅立葉（F. M. C. Fourier,1772-1837）、英國的歐文（Owen,1772-1837）和德國的馬克思（Karl H. Marx,1918-1983）等人，他們皆對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所存在的剝削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等的現象提出討論。他們最具代表性的論點即是認為：「那些佔社會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儘管其具有許多的才能，對社會勞動力的參與與貢獻也最多，但卻只能分享整體社會資源很小的部分；而那些居統治與主宰地位的資本家，儘管其才能低劣，他們不必辛勤勞動，卻可以掌控著政治權利與分享整體社會的絕大部分資源。」
可以此論點對於那些存在於自由經濟體制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產生的貧富懸距、階級壓迫的現象開始進行反省和批判。

因為人權無論就其內容或是形式都是不停的發展與變化的，是逐步的演進的。職是之故，此時的人民對於人權紛紛提出新的要求，要求政府妥善地規劃社會資源的配置，要求國家必須介入處理失業與尊嚴勞動基準的主張，保障勞工的工作與生活權益，解除勞逸不均、貧富懸殊的問題，並且要爭取社會的平等。

與第一代人權相比較而言，其特點係已由個人權利的追求，轉化到了要求群體、眾人的權利。其內容以「經濟及社會人權」為主要的內涵，此時的人權除了包含各項的公民與政治權利之外，甚至將範圍擴張到了工作權、休息權、醫療保健權、受教育權、維持適度的生活水準權、組織工會權、組織與參與政黨權、團結權
、普選權、階級權、民族權等。且人權保障的對象也擴張到了許多一般的無產階級，「世界人權宣言」中之第22到27條就有規定許多這方面的權利。而第二代人權的特性亦是要求國家要採取積極的行為，來促進這些權利的實現。例如英、美兩國分別於1906年、1914年分別通過刑、民事免責的「勞動爭議法」、「工會法」，德國首先於1919年威瑪憲法中，明文列入勞工團結權，以及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德、法、義、日等國家的新憲法分別明文保障相關的勞工基本權。由於高度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弊病，以及大環境的不景氣，皆造成了許多負面的影響與損失，但也是因為此時的契機，反而促進國際社會的深切反省與檢討修正，紛紛改採取更積極保障人權的規定，甚至列入國家憲法的保障層次，成為拘束所有國家權力機關的法源基礎。
 

(3)、 第三代人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亞非國家開始興起了反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使得人權的焦點，開始由個人而民族、國家，再超越國家，有了範圍更寬廣的人權主張，這就是第三代人權。此時的人權主體，不僅僅是單獨的個人，其更是由個人組合而成的集體，因此也稱之為「集體人權」。
檢視第三代人權的內容，其幾乎都是有關於集體的權利，並可發現這些權利都是建立在社群、集體的連帶關係與同胞愛的基礎之上，
其權利所涵蓋的範圍，已從人身權、階級權、民族權、國家主權，發展到人與自然、人與宇宙，由人類本身到一切物種間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了社會權、環境權、抵抗權、隱私權、知的權利、人格權、國際和平與安全權、民族自決權、發展權、繼承人類共同遺產權、人道主義援助權等，德國法學家Scholler甚至提出「自我實現與發展」的觀念，
 由此可知第三代的人權之內容，是跟的上時代潮流，具有時代性意義。

3、 歐盟人權政策法源基礎之建立
在此欲將歐盟人權政策制定上，各會員國之立場與歐盟人權政策實踐所依據之法源基礎作一介紹。

1、 歐盟會員國保障人權之立場
歐盟會員國將人權保障置於其本國憲法最高性之法律位階，並將之趨於國際化的保障。

(1)、 憲法最高性的保障
從世界人權保障的歷史上而言，西歐各國為捍衛人權之先鋒可說是當之無愧，西元1215年英國「大憲章」就明文規定政府不得無故拘捕、監禁人民或剝奪其財產，亦不得傷害無辜人民或將其流放海外，西元1628年「權利請願書」更再次確認了「大憲章」中所列舉的人權基本權利。西元1676年制定「人身保護法」，再次進一步強化保障個人身家安全，以上所述，嗣後亦皆成為英國憲法之一部分。
法國於1789年大革命之後，於同年立即制定其史上第一部人權宣言，將人生而平等的普世價值明文落實於文字之中，更保障個人財產、自由、安全與反抗壓迫等自然不受侵犯之權力。從其序言：「不知人權，忽視人權或輕蔑人權是人民不幸與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以及宣言之主要目的：「將自然、不可剝奪的神聖人權闡明於此宣言，以便此宣言可以經常落實在社會各成員之中，使他們可以瞭解他們的權利和義務，以便立法與執行機構的決議能適時調整」。從其序言與主要目的可以發現人權保障的重要性。人權宣言對法國本身與全世界對於人權保障的影響實是甚鉅。法國於1791年順利完成其第一部憲法，將人權宣言置於篇首，開宗明義的宣示人類不分階級且生而平等。
從表一可以清楚地發現，歐盟大部分之會員國在基本法理上，對於基本人權保障有相當篇幅的規範，對其國家之公民、政治權利及社會、經濟和文化權提出具體之保障；少部分者雖未以專章來明文保障基本人權，但卻也以列舉的方式在憲法中說明該國人民所享有之權利。因此，就歐盟成員國憲法來看，其保障基本人權之精神已納入各國憲法之中，歐盟會員國對於基本人權保障之立場在基本而言是相當明確的；另一方面人權保障能落實於國家憲法之中，受到憲法最高性的強化，更可發現各會員國對基本人權保障之重視。
表一：歐盟各成員國人權條款比較表

	國家
	宣言或條約名稱
	通過時間
	基本人權保障內容

	英國
	大憲章
	1215/6
	不得無故拘捕或監禁人民或剝奪其財產，不得無辜傷害人民或將其流放國外。1628年3月「權利請願書」再次確認上述權利。1676年「人身保護法」強化個人安全的法律保障，1918年的「國民參政法」及後續的「國民參政男女選舉平等法」則規定男女平等的政治參政權利。

	法國
	人權與公民宣言（人權宣言）
	1789/07/09
	確定人類不分階級且人生而平等的基本原則。並於同年9月3日公佈第一部憲法，以此宣言為其篇首，同時作為憲法基本原則。

	西班牙
	第一部憲法（加的斯憲法）
	1812/3
	推行義務教育和廢除部分貴族特權。1978年憲法之第一章，從憲法第10條至第55條，明文列出人民基本權利和義務，以及各項經濟和社會權利。

	荷蘭
	憲法
	1814/03/29
	1983年憲法於第1條至第23條明列出人民的各項基本權利，並重申1972年的人權條款為有效條款。

	希臘
	憲法
	1830
	1975年憲法於第二篇第4條至第25條明列人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和義務。

	比利時
	憲法
	1831/02/07
	於憲法第二章，第4條至第24條，列舉關於比利時國籍和國民的權利。

	義大利
	阿爾伯特憲法（1848年憲法）
	1848/03/04
	明文規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出版及集會結社自由。義大利憲法於第一篇，第1條至第54條，明列人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和義務以及經濟、社會與政治權利。

	奧地利
	保障人身自由法及保障住宅權利法
	1862/10/27
	1929年憲法於總則中，列舉人民的權利和義務。

	盧森堡
	憲法
	1868/10/17
	國家保障公民的勞動權、就業權、言論、信仰、出版及集會結社自由。1956年憲法於第二章，第9條至第32條，明文規定盧森堡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葡萄牙
	共和國第一部憲法
	1911/08/21
	保障出版和信仰自由。1982年憲法於第12條至第79條明列人民的基本權利、義務，包括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各項權利。

	丹麥
	憲法
	1915
	確保婦女選舉權。1953年憲法以列舉方式保障人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和義務。

	芬蘭
	憲法
	1919/07/17
	1919年憲法於第二章，第5條至第16條，明列公民的一般權利及其法律保障。

	德國
	威瑪憲法
	1919/07/3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1949年憲法則於第一章，第1條至第19條，詳細地說明及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

	愛爾蘭
	憲法
	1919/01
	1937年憲法於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第40條至第45條，規範人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以及經濟、社會的權利。

	瑞典

	第一部憲法（政府組織法）
	1809
	憲法第二章，第1條至第20條明文保障人民基本權利與自由。

	捷克
	憲法
	1992/12/16
	在憲法序言中明文保障對人權之尊重，第四條明列基本權利和自由受到司法保障，第十條規定捷克批准並且頒佈關於人權和基本的自由的國際協議優於其法律。

	波蘭
	憲法
	1997/04/02
	憲法第二章，第30條至第86條分別將基本權利之一般原則、個人自由與基本權利、政治自由與權利、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及保障人民基本權之救濟方法明列規定。

	拉脫維亞
	憲法
	1922/02/15
	1998年10月增加基本人權修正條文。憲法第八章，第89條至第116明文保障其國民之基本人權。

	立陶宛
	憲法
	1992/10/25
	憲法第二章，第18條至第37條明文保障立陶宛國民基本權利。

	斯洛維尼亞
	憲法
	1991/12/23
	憲法第二章，第14條至第65條明文保障斯國國民基本權利。

	匈牙利
	憲法
	1949/8/20
	憲法第一章總則，在第8條即開宗明義將人權界定為神聖且不可讓宇的權利，並在第54~70E條針對各項人權有詳細的規定。

	馬爾它
	憲法
	1964
	其憲法第1條在原則上就強調對個人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尊重，第14條強調男女工作上的平等，第32至47條專章針對人權有明文化的保障。

	塞浦路斯
	憲法
	1960
	憲法第5條明文規定塞國應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合於歐洲人權公約的規定，於第二章第6至35條針對平等和基本權利有詳細規定。

	愛沙尼亞
	憲法
	1992/6/28
	憲法第8至55條對人民基本權利有明文保障。

	斯洛伐克
	憲法
	1992/9/1
	憲法第11至50條對人民基本權利有明文保障，且強調被斯國批准且頒布的國際人權保障條約亦和憲法有相同效力。


資料來源：筆者參閱 洪茂雄、陳隆志，行政院外交部計畫，歐洲聯盟人權外交執行方式及其成效之探討— 兼論對台灣人權外交的啟示，（民國90年12月），頁26~28；及立法院網站：http://glin.ly.gov.tw/glin/ch/global/world01.jsp?mt=31，（accessed on 2005/10/6）
(2)、 國際化的保障

將人權保障趨往國際化發展是歐盟各會員國另一立場。歐盟會員國除具有歐盟大家庭一份子之資格外，其亦是歐洲理事會之會員國之一（參見表二），法國、比利時、丹麥、義大利、盧森保、荷蘭、愛爾蘭、英國及瑞典九個國家同時亦為歐洲理事會之創始國。將歐盟和歐洲理事會之會員國作一交叉比對
，可發現歐盟會員國皆同時擁有歐洲理事會會員的資格，自然而然兩個國際組織在某些議題上就會出現重疊的現象。從歐洲理事會條約第3條：「所有歐洲理事會會員國都必須尊重民主法治的原則，以及所有會員國人民在人權及基本自由上所享有法律的保障。」可看出歐洲理事會對人權的重視，以及其可以此條文為法源依據，將其行為擴及至保障人權的議題上，監督、確保歐洲理事會會員國有落實人權保障，使其人民權利不受侵害、壓迫。
歐洲理事會人權保障的法源基礎係歐洲人權公約（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以及歐洲社會憲章（The European Social Charter），  公約提供公民權及政治權的保障，憲章則保障經濟及社會的發展權，故歐洲理事會常被視為捍衛人權的歐洲系統（The European System）。

歐洲理事會也是建立在自由、民主、法治與尊重人權的基礎上。其主要目標有下列幾點：

1、 確保人權、法治以及民主的多元性；
2、 促進及鼓勵歐洲文化認同及其多元性發展；
3、 有效解決歐洲的社會問題例如不公平待遇、仇外、環保、複製人、愛滋病、
毒品與組織犯罪；
4、 藉由政治、立法或憲法改革的方式來強化歐洲民主化的穩定性。

歐盟各會員國在人權議題上除透過歐盟作出一共同的立場和政策外，歐洲理事會對其亦是有相當影響，透過歐洲理事會保障人權的機制，歐盟會員國所關心的保障人權議題就不只限於歐盟，更要包含符合歐洲理事會的政策，職是之故，歐盟會員國將會有更大的國際舞台，其保障人權的議題亦會更增加其長度與寬度。
言而總之，歐盟人權政策之運作與歐洲理事會之結合，可在國際舞台上得到更寬廣的發展，更可將人權保障國際化的具體目標落實。歐盟人權保障透過和歐洲理事會合作更可得到下列兩種實益：
1、 國際政治方面：當其以維護人權為由，要求他國實行或改善某項政策或法令時，
可以避免被指責干涉他國內政。
2、 人權保障條款制定方面：歐盟和歐洲理事會合作並互相協助，不僅讓歐盟在人權保障趨向國際化的實踐上得到強化，更讓歐盟在未來對於人權保障相關之宣言、決議或條款，能有更寬廣的發展空間。
表二：歐盟各成員國加入歐洲理事會時間一覽表

	法國

(1949.5.5)
	盧森堡

(1949.5.5)
	瑞典

(1949.5.5)
	葡萄牙

(1976.9.22)
	丹麥

(1949.5.5)

	比利時

(1949.5.5)
	荷蘭

(1949.5.5)
	希臘

(1949.8.9)
	西班牙

(1977.11.24)
	愛爾蘭

(1949.5.5)

	奧地利

(1956.4.16)
	英國

(1949.5.5)
	德國

(1950.7.13)
	芬蘭

(1989.5.5)
	義大利

(1949.5.5)

	波蘭
(1991.11.26)
	捷克(1993.6.30)
	愛沙尼亞(1993.5.14)
	塞普勒斯
(1961.5.24)
	匈牙利(1990.6.11)

	斯洛文尼亞(1993.5.14)
	拉脫維亞(1995.2.10)
	立陶宛(.1993.5.14)
	斯洛伐克(1993.6.30)
	馬爾它(1965.4.29)


資料來源： http://www.coe.int/T/E/Com/About_Coe/Member_states/default.asp，（accessed on 2005/10/6）
2、 歐盟人權政策相關之法律基礎
不管是歐盟機關或是會員國在為行政、法律行為時皆需要有法源之依據，如此才能符合法律保留原則，達到民主化國家法治國原則之目標。而歐盟法之法源主要包括有：（一）歐盟各會員國共同簽署之憲法性條約；（二）歐盟或會員國通過之法律；（三）歐洲法院確認之一般法律原則；（四）歐盟與第三國簽署之國際性條約，以及（五）歐洲法院之判決等。此五種法源中，以憲法性條約之法位階性最高。
另外尚有規則（regulation）、指令（directive）、決定（decisions）、建議（recommendation）及意見（opinion），此又稱之為次要法源或派生法源。歐體條約第249條規定，規則應具有普遍使用性（general application），並且具有完全拘束力及在所有會員國具直接適用的效力。
指令則為要求完成事項上，對於任何會員國具有拘束力，惟指令於完成此事項的方法與形式得由會員國機構自行制定。
決定則應在每一方面對於接受決定者具有拘束力，建議及意見則無拘束力。歐盟在人權政策的執行上，定須有法源基礎，其行為才正當且合法。在此筆者只針對歐盟的基本人權法典來做敘述。

(1)、 歐盟基本法

1. 馬約時期相關之人權條款：

（1）. 馬約第一部份總則

A  第B條：該條約說明歐盟應致力於發展的目標，其中特別提到藉由歐洲公
民權的建立，加強保護各成員國人民的利益和權利；

B  第F條：此條款重申

· 歐盟對於根據民主原則而建立的政府體制的各成員國，應尊重其國家人格；

· 歐盟尊重各項基本權利為共同體的一般法律原則，這些基本權利是1950年11月4日於羅馬簽訂的「歐洲人權及基本自由保護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所保障的，以及根源於各成員國共同之憲政傳統。

（2）. 馬約第二部分建立歐洲共同體之歐洲經濟共同體增修條款

A 第三條：規定共同體之活動及目標，包括廢除會員國之間有關人員、勞務、
貨物及資本自由流通的障礙；

B 第八條：確立歐洲市民權的條款

· 確立歐洲公民權的建立，任何持有任一會員國國籍者，均屬本聯盟之公 

民；

· 本聯盟之公民得享本條約所賦予之權利並負擔其所加諸之義務；

C 第八a條：說明歐洲市民自由遷徙與居住的權利

· 本聯盟之公民，除在本條約及其施行細則規定之限制與條件外，尚包
括各個成員國境內自由遷徙與居住的權利；

· 部長理事會的制訂相關條款，以便前項條款能順利實踐，除本條約另
有規定外，部長理事會就執委會之提案，經歐洲議會同意後以一致決
方式表決通過；

D 第八b條：說明歐盟市民參與政治的選舉與被選舉權

· 任何歐盟之公民，凡居住非其國籍之會員國內者，得在其所居住之會員國國內享有與該國國民平等之投票權與其它地方自治選舉之候選人資格。該權利應由部長理事會就執委會之提案，經諮詢歐洲議會後，以一致決方式於1994年12月31日前制訂方式實現之；該制訂之方式對會員國有特殊困難時，得作例外規定；

E 第八c條：說明歐洲市民於第三國的政治庇護權

· 任何於第三國領域之歐盟公民，凡其國籍未於該第三國設置代表處者，皆得享有其他會員國之國民於該第三國境內所得享有之外交或領事保護，會員國並得於1993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所需之內部相關立法並展開確保此項保護所需之國際談判；

F 第八d條：確立歐洲市民向歐洲議會請願的權利；

G 第八e條：確定執委會每三年就歐洲市民權部份的條款（第八條、八a條、
八b條、八c條以及八d條）報告一次；

H 第一三０U條：關於合作發展

· 共同體於合作發展領域之政策應和會員國所追求之政策互補，同時應致
力於：

1. 開發中國家的經濟自主與社會發展，尤其是其中處境最者；

2. 開發中國家能順利並持續地融入國際經濟；

3. 解決開發中國家之貧窮問題；

· 於本領域內共同體的政策應促成民主與法治的發展和鞏固及尊重人權
和基本自由；

· 共同體及會員國應依此承諾行事，並就其於聯合國和其他相關國際組織
中已批准之條約的目標加以考量；

（3）. 馬約共同外交暨安全條款

A 第J1條：此條款說明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涵蓋的領域及目  的，其中關於人權領域的目的為：

        — 維護歐盟之共同價值、基本利益及其獨立自主；

        — 發展並鞏固民主與法治、尊重人權與基本自由；

B 第K.1條：為實現聯盟之目標，關於人員自由流通之目標，於無損共同體之權限下，各會員國應將下列規定之事項視為其共同利益，其中關於人權議題的有：

· 庇護政策；

· 有關管制人員往來各會員國間邊界之規定及其相關控制方式；

· 移民政策；

· 第三國國民入境與遷徙與各會員國的條件；

· 第三國國民居住於各會員國境內之條件，包括家庭成員團聚與雇用人員之居留權；

C 第K.2條：補充說明第K.1條的施行遵循方向：

· 第K.1條之規定事項應遵循1950年11月4日簽訂的「歐洲人權及基本自由保護公約」，並應尊重各成員國給予政治受難者之保護；

· 本篇之規定不得影響各會員國維護其法律、命令及內部安全防護措施之責任。
2. 阿約時期的補充及說明

阿約中將原本馬約各條款的順序重新編排之內容可參閱表三：

表三 馬約至阿約時期人權條款之比較
	
	馬斯垂克條約（被阿約取代之條文）
	阿姆斯特丹條約（取代馬約後之條文）

	第一部分歐洲聯盟條約
	總則第B條
	第2條

	
	總則第F條
	第6條

	
	共同外交及安全條款的第J.1條
	第11條

	
	共同外交暨安全條款的第K.1條
	第29條

	
	共同外交暨安全條款的第K.2條
	第30條

	第二部分歐洲共同體條約
	歐洲經濟共同體增修條款之第3條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3條

	
	歐洲經濟共同體增修條款之第8條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17條

	
	歐洲經濟共同體增修條款之第8a條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18條

	
	歐洲經濟共同體增修條款之第8b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19條

	
	歐洲經濟共同體增修條款之第8c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20條

	
	歐洲經濟共同體增修條款之第8d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21條

	
	歐洲經濟共同體增修條款之第8e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22條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之。
阿約中，歐盟強化了關於人權的相關條款，不僅擴大其範圍，同時也將其相關權限擴大，將其作為歐盟計畫和執行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基礎。茲將阿約關於人權條款較重要的修正和補充說明分析如下：

（1）. 阿約中關於歐洲聯盟條約部分

A 第二條：取代改為原馬約第一部份總則的第B條，也同時延伸馬約的精神，除延續原馬約保護各成員國人民權利的精神外，更補充說明歐盟的目標之一在於建立一個「持續發展成一個自由、安全與公平（security and justice）」的聯盟；

B 第六條：取代原馬約共同安全暨外交條款的第F條，新條款關於人權的內容修正如下：

· 歐盟建立於自由、民主、尊重人權、基本自由和法治的原則，這些原則同時也是各成員國共同的基本原則；

· 歐盟將如歐洲理事會1950年11月4日簽訂的「歐洲人權及基本自由保護公約」一樣尊重人權，同時這也是各會員國共同的憲政傳統以及共同體法的一般原則；

C 第十一條：取代馬約共同安全暨外交條款第J.1條，僅再次重申馬約之精神；

D 第二十九條：取代馬約共同安全暨外交條款第K.1條，並強調共同體的計畫在於提供市民諸如更為自由與安全的生活，同時結合各成員國在內政與司法上合作，並防止種族歧視與仇外活動的發生；

E 第四十九條：該條款第一段規定任何歐洲國家只要遵守上述第6條對於自由、法治與尊重人權的規定，即可向部長理事會提出申請加入歐盟的要求，在諮詢執委會之後及經歐洲議會以一致決方式（unanimously）通過後，乃成為歐盟一份子。

（2）. 阿約中關於歐洲共同體條約部分

A 第三條：涉及本條款之所有計畫，共同體得致力於排除男女之間不平等的狀況，努力促進兩性平等；

B 第十三條：阿約中此條款賦予歐盟特別的權限，讓其具備適當的權限及計畫以消除因性別、種族、宗教或信仰等因素引起的不公平待遇；

C 關於「歐洲市民權」條款部分：

阿約中僅將其重新編排順序，以第二部份歐洲共同體條約第3條取代馬約第二部份建立歐洲共同體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增修條款之第3條，第17條取代馬約第二部份建立歐洲共同體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增修條款之第8條，第18條取代馬約第二部份建立歐洲共同體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增修條款之第8a條，第19條取代馬約第二部份建立歐洲共同體之歐洲經濟共同體增修條款之第8b條，第20條取代馬約第二部份建立歐洲共同體之歐洲經濟共同體增修條款的第8c條，第21條取代馬約第二部份建立歐洲共同體之歐洲經濟共同體增修條款的第8d條，第22條取代馬約第二部份建立歐洲共同體之歐洲經濟共同體增修條款的第8e條，其餘則無新的規定或宣示，僅延續馬約的精神。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落實人員的自由流通，阿約中首度將申根協定（Schengen Agreement）以議定書的方式，附錄於阿約中，並宣示加強歐洲市民在第三國的政治庇護權。

D 第六十三條：此條款涉及庇護、流亡及移民議題；

E 第一三六條：基於歐洲社會憲章以及共同體的基本勞工社會權利憲章（The Community Charter on Basic Social Rights of Workers）的原則及精神，歐盟的權限將擴及到勞工議題、勞工工作環境以及社會保護議題；

F 第一七七條：基於發展與合作的目標，依此條款歐盟的一般發展目標政策需考慮到民主、法治以及尊重基本人權的原則。

3. 尼約時期之補充及說明

2000年12月7日歐盟在尼斯舉行的高峰會後，由歐洲議會、歐盟高峰會以及執委會主席聯合發表「歐盟基本權利憲章」（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尼斯高峰會除討論歐洲安全及防禦政策、批准「歐洲社會日程」（the European Social Agenda），歐盟體制改革、經濟政策的調和、消費者的健康與安全、環保政策、自由、安全與司法、文化等議題外，會後並將上述議題的政治協商結果和相關意見以議定書的形式（political agreement）發表於尼斯條約中 
，該條約並於2001年2月26日簽署。

尼約修改了阿約的第一部份「歐洲聯盟條約的部分」和第二部份「歐洲共同體條約」（amending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ies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其中關於人權條款修正的部分，則僅修改歐洲聯盟條約第29條，並於歐盟條約第7條新增第1項，
修正後的尼約以更簡潔及清楚的文字表達原本阿約中關於內政司法合作的意涵，強調加強各成員國相關機構及透過歐洲司法合作單位（the European Judicial Cooperation，Eurojust）的協助。

(2)、 一般法律原則

歐洲法院確認之一般法律原則係歐盟基礎法源之一。歐洲法院於1960年的Stauder
一案中，確立了基本權利構成了歐洲法院所保護的歐體法律之一般原則
，發展出了歐體規範人權保障的判例；此案係執委會決定將過剩牛油以優惠價格廉售給符合社會救濟資格人士，但須提供身分證明，但此一決定之德文版本卻規定要求出示姓名，德國老人Stauder認為此一行為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並侵害其人權，德國行政法院（Administrative Court in Stuttgart）提請歐洲法院先行裁定該決定是否不符合共同體法之一般原則（General principles of Community law）而無效。歐洲法院發現其是德文版翻譯錯誤，原本並無出示姓名之要求，所以本訴變為無必要，但歐洲法院卻在附帶意見中說明基本權利構成共同體法一般原則，為該法院所保護。
再者，由馬約第215條第2項規定明白表示共同體應依「會員國國內法之一般原則」為損害賠償之法源依據
。可知，各會員國基本法之一般法律原則，實際上也是共同體法之一部分。由前述可知歐盟大部分會員國皆已把保障基本人權的原則納入最高性憲法中，以強調人權保障是普遍性原則。職是之故，會員國國內法基本人權保障的普遍原則係會員國之一般法律原則，也是歐盟基本法之一般法律原則。
(3)、 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

2000年12月7日歐盟尼斯高峰會上由理事會、執委會及歐洲議會三個機關的首長，共同公布「歐盟基本權利憲章」。欲藉此促進歐盟維持與發展民主、法治原則而建立人性尊嚴、自由、平等和團結等不可分割之普世價值。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的制定，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是第一次將歐洲市民的公民權、政治權、經濟權、社會權及文化權納入歐盟體系之中
。該憲章主要是淵源於各成員國憲政傳統、歐洲理事會的歐洲人權公約和歐洲社會憲章以及共同體勞動者基本社會權利憲章而制訂。憲章內容共計54條條文，分為前言及七個章節，巨細靡遺的規範各種基本權利和義務，分別為：
 一、尊嚴（Dignity）；二、自由（Freedom）；三、平等（ Equality）；四、團結（Solidarity）；五、市民權利（Citizens' rights）；六、正義 （Justice）；七、一般條款（General Provisions）。
執委會主席Romano Prodi公開發表意見表示：「歐盟的機構及委員會將在所有議題、所有政策上考量及尊重該憲章，同時歐洲市民也可以完全信賴執委會，執委會將保障該憲章一定會得到重視」。
 歐洲議會主席Nicole Fontaine女士則認為憲章將被視為議會所有活動、計畫的法律導引。

歐盟基本權利憲章探究其本質雖只是一份政治性宣言，無法律強制拘束力，但歐盟在之後人權議題上先透過宣言、憲章的方式來確定共同之立場，進而再透過修法、立法或以議定書以及簽署條約的方式，以擴大歐盟保障人權的法源，係不疑置否的趨勢；2004年5月1日由歐盟25個會員國共同簽署之「歐洲憲法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其內容之第二章即係將原有的「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納入，假以時日，歐洲憲法條約通過之時
，歐盟將會擁有一部完善且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人權清單。
3、 歐盟人權保障相關機構之角色與功能

歐盟執委會、歐盟理事會以及歐盟高峰會在歐洲整合的歷史上，一直扮演著基本且重要的角色，在許多牽涉到歐盟重要性的議題，皆須透過此三個主要機構之協商，來達到問題解決的功效。在人權議題上，則不能輕忽歐洲議會和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所扮演的角色，此二機構對於人權議題投注的關懷和前所提及之歐盟執委會、歐盟理事會以及歐盟高峰會相比較之下更是直接。

(1)、 歐洲議會

自從1993年馬約、1997年阿約以及2002年尼斯條約正式運作以來，歐洲議會的權限可說是逐步的增加與擴大。
在人權議題上，歐洲議會被視為歐盟制訂和實踐人權政策重要的機制，特別在於與第三國簽署合作條約時，歐洲議會都會特別評估其人權狀況。
歐洲議會現今23個經常性委員會中（Standing Committees）關於人權事務可分為下列四種類型，
分別是：1、外交事務、人權及安全防衛委員會（Foreign Affairs, Human Rights, Security and Defense）；2、市民自由及內政司法委員會（Civil Liberties,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3、發展委員會（Development）；4、婦女權利及兩性平等委員會（ Women's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另外，編制於歐洲議會下的歐盟行政監督機構－歐盟監察使（Ombudsman of the European Union）也是歐盟的人權保障機構之一。現將其分述如下：

1、 外交事務、人權及安全防衛委員會

此委員會主要係掌握歐洲議會的外交事務，歐盟一切對外政策都係其相關的管轄範圍，可說是歐洲議會在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最高的代表，其可代表議會行使諮詢權、參與決策權等。其主要職責為下列五點
：

(1)、 針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FSP）以及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ESDP）

(2)、 保持和歐盟其他機關、團體以及聯合國組織、國際團體之關係與運作；

(3)、 強化和第三國之政治關係；

(4)、 開放、監督以及提供歐盟和各成員國之協商；

(5)、 人權相關之議題、對少數民族之保障以及在第三國家推行民主之價值。

在上述諸多職責之中，委員會的人權焦點鎖定在第三國家推行民主以及對少數民族之保障，並且對人權相關之議題皆相當關注。

2、 市民自由及內政司法委員會

相對於外交事務、人權及安全防衛委員會，此委員會對於人權議題的關注更為直接，其負責之職務包括：

(1)、 對歐盟地區市民權、人權以及基本權利之保障，保擴對少數民族之保障，其標準不得低於歐盟基本權利憲章中所規範之內容；

(2)、 於勞工市場中，禁止有性別歧視的存在；

(3)、 關於保護個人之事務；

(4)、 建立一個自由、安全及正義的地區；

(5)、 關於毒品防治與預防仇外活動；

(6)、 斷定一會員國嚴重違反全體會員國共同原則之明顯風險。

3、 發展委員會

發展與合作委員會主要是在與第三國的合作與發展事務，依據共同體條約第177條至第181條有詳細之規定，
該委員會之職責在於：

(1)、 提倡、監督以及實踐歐盟發展暨合作政策，特別係…民主價值、善治及人權在發展中國家的提升；

(2)、 處理有關歐盟和加非太國家之間協定之事務；

(3)、 在選舉觀察團任務執行方面。

4、 婦女權利及兩性平等委員會

歐洲議會在關於婦女議題主要是透過婦女權利及兩性平等委員會來運作，這個委員會就婦女議題方面，主要在於：

(1)、 保障、提升婦女在歐盟中的權利；

(2)、 提升在第三國家中婦女的權利；

(3)、 兩性平等就業政策；

(4)、 促進兩性平等之發展；

(5)、 實踐有關婦女權利之國際性條約及宣言；

(6)、 婦女資訊政策（Information Policy on Women）。

5、 歐盟監察使

為了充分保障人權，歐盟公民或境內的居民，除了享有請願權（right to  petition）向歐洲議會請願之外，還享有訴願權（right to complaint）。

依據歐體條約第7條和第195條第1款規定，歐洲議會應任命一位監察使負責受理歐盟公民，或其住所或依其章程所在地在任何一個會員國內的自然人（natural person）或法人（legal person），針對歐體各機構
之不當行政（maladministration）所提出之訴願案件。

歐體條約第195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可直接向監察使提出訴願案，或委託一名歐洲議會議員將訴願案轉交監察使處理。監察使收到案件之後，將在其職權範圍內，進行審查。除了接收案件進行審查之外，監察使亦可主動針對不法情事，展開調查。
同款並規定監察使應將年度工作報告（Annual Report）送交歐洲議會審查。

歐體條約第195條第3款規定，監察使在歐洲議會選舉產生新議員之後任命之，任期五年，得連選連任。當監察使無法勝任其職務，或當監察使有嚴重行為瑕疵（serious misconduct）時，歐洲議會可訴請歐洲法院免除其職務。

歐體條約第195條第4款規定，監察使在行使其職權時，絕對超然獨立，不受任何外力干預。監察使在其任內，不得兼任任何有給職或無給職工作。歐洲議會在諮詢過執委會的意見和經過歐盟理事會同意之後，制定歐盟監察使職權行使規則。

職是之故，可知歐盟監察使主要任務在於監督歐盟機構及其所屬單位之行政作為，以避免其相關之行動或計畫，因行政弊端而導致歐洲市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受到損害。

6、 其他：沙卡諾夫人權獎

1970年代適值冷戰時期，於蘇聯境內仍有不少異議份子遭到迫害。1980年代歐洲議會取得當時被蘇聯流放在高爾基（Gorki）的異議份子沙卡諾夫
（Andrei Dmitrievich Sakharov）之同意，將原本歐洲議會每年頒布的「思想自由獎」於1987年改為「沙卡諾夫獎」。歐洲議會藉由此獎項，鼓勵個人或團體來捍衛人權，並藉由媒體的報導，令人權不彰的的地區或國家受到輿論之壓力，其可說是歐洲議會重視人權最直接的具體作為，得獎名單可見表四。
表四：沙卡諾夫獎得獎名單

	年
	姓名
	國籍
	重要事蹟

	1988
	曼德拉（Nelson Mandela）
	南非
	南非獨立運動領袖

	
	馬爾臣科（Anatoli Marchenko）
	蘇聯
	蘇聯異議份子

	1989
	杜柏契克（Alexander Dubcek）
	捷克
	捷克民主改革領袖

	1990
	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
	緬甸
	緬甸民主改革領袖

	1991
	德馬希（Adem Demaçi）
	阿爾巴尼亞
	領導科索沃民主改革

	1992
	五月廣場的母親（Las Madres de la Plaza de Mayo）
	阿根廷
	阿根廷人權協會

	1993
	歐斯洛柏日報（Oslobodjenje）
	波斯尼亞
	捍衛言論自由

	1994
	娜斯琳（Taslima Nasreen）
	孟加拉
	孟加拉詩人、作家

	1995
	札娜（Leyla Zana）
	土耳其
	前土耳其國會議員

	1996
	魏京生（Wei Jinsheng）
	中國大陸
	人權鬥士

	1997
	葛沙莉（Salima Ghezali）
	阿爾及利亞
	國家日報主編

	1998
	路戈瓦（Ibrahim Rugova）
	塞爾維亞
	領導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爭取獨立

	1999
	吉斯馬歐（Xanana Gusmão）
	東帝汶
	捍衛東帝汶民主人權

	2000
	巴斯塔雅組織（Basta Ya）
	西班牙
	主張和平反暴力的非政府組織

	2001
	珮蕾德（Izzat Ghazzawi）
	以色列
	倡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對話

	
	卡沙威（Nurit Peled-Elhanan）
	巴勒斯坦
	倡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對話

	
	康文和（Dom Zacarias Kamwenho）
	安哥拉
	倡導和平、解決安哥拉內戰

	2002
	巴亞（Oswaldo José Payá Sardiñas）
	古巴
	捍衛古巴民主人權

	2003
	聯合國秘書長暨所有工作人員
	聯合國
	表揚因公殉職的聯合國工作人員

	2004
	白俄羅斯記者協會（Belarusian Association of Journalists）
	白俄羅斯
	倡導白俄羅斯之新聞自由

	2005
	白衣女人團體（Ladies in White）
	古巴
	對抗古巴非公平正義之監禁

	
	記者無疆界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法國
	保障新聞自由

	
	歐瓦伊卜拉伊姆（Hauwa Ibrahim）
	奈及利亞
	人權律師，對抗伊斯蘭法律，保障人權自由


資料來源：梁崇民，歐洲議會與人權保障：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歐洲人權學術研討會，（台北：中研院歐美所，民國93年10月），頁17；European Parliament, News, http://www.europarl.eu.int/news/public/default_en.htm?language=EN（accessed on 2005/11/3）.

(2)、 歐洲法院

初期之歐洲共同體因專注於經貿方面的發展，其並未制定出正式的人權典章，也沒有正式採用歐洲人權公約成為共同體法律，因此當時歐體法制內的人權保障機制，實際上仍係靠歐洲法院以判例來建立一套保障基本權利的不成文法（unwritten law）在運作。歐洲法院扮演積極主動的角色，先以解釋來發展法律，作為歐體行政的基礎法源，適時地保障基本人權，最後再由修改條約來追認。

歐洲法院係根據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而設立，為該共同體之司法機關，負責審查各行政機關之措施有無違反條約，並也受理各會員國及各企業公司所提起之訴願或訴訟。歐洲法願設置於盧森堡，於1952年12月開始運作。此法院兼任當時三個共同體之司法機關。法院之任務，依各該條約之規定，係在保證條約之解釋與適用應遵守法律原則。

早期歐洲法院幾乎完全沒有處理人權問題，從1959年最早的一個有關人權案件Stork、
1960年Geitling案
及1965年Sgarlata案
中皆可發現，歐洲法院在此時期對於會員國憲法傳統已有之人權保障觀念，係完全置之不理的，共同體法未規定之事項，法院一律將原告之訴訟案件駁回，令原告只好轉而向本國法院求助，造成會員國和共同體法院適用法規之衝突與危機。

直到1969年之Stauder案，歐洲法院在附帶意見（obiter dictum）中說明基本權利係共同體法之一般法律原則，為該法院所保護；共同體法之一般法律原則亦為歐體法之法源基礎之一，基本權利在歐體法中始有法拘束力。此案件主要內容與過程於前已有敘述，於此不再敘明。

由表五可見，歐洲法院初期認為共同體法具有至高性原則，
各會員國之憲法亦須低於共同體法，無法始侵害人權之共同體行為失效；造成會員國法院挺身而出，為保障其人民之基本權利與歐洲法院抗衡，引起會員國違抗共同體法令之危機。直至Stauder一案，才開始確立基本人權亦是共同體法之一般法律原則，並令之後許多基本人權以判例法方式，化為一般法律原則，成為其法源之一。
表五 歐洲法院基本人權保障之案例

	法拘束力
	案件名稱
	案件內容

	基本人權在歐體法中尚缺法拘束力，歐洲法院皆駁回當事人之訴。
	Stork（1959）
	人格發展權及自由營業權受到高級公署侵害

	
	Geitling（1960）
	私有財產權受到高級公署侵害

	
	Sgarlata（1965）
	義大利果農認為歐體條約第230條，有關訴訟當事人之規定侵害其基本權。

	基本人權始在歐體法中成為一般法律原則，有法拘束力。
	Stauder（1969）
	行政處分違反比例原則，侵害基本人權。歐洲法院始認基本人權為歐體法之一般法律原則。

	基本人權持續以判例法（Case law）方式，在歐體法中具有法拘束力。
	International Handelsgesellschaft（1970）
	重申尊重基本人權係共同體之一般法律原則，進而聲明人權保障雖係源自會員國憲法傳統之啟發，但須與共同體之體制及目標相配合。

	
	NoldII（1974）
	自由營業權，財產權受執委會侵害，法院重申Stauder原則，進一步聲明會員國憲法及會員國所參與之國際人權公約所承認之人權都會受到保護。

	
	Rutili（1975）
	法院提及歐洲人權公約之條文作為指導方針來解釋歐洲經濟共同體行為之效力。

	
	Prais（1976）
	原告根據歐洲人權公約條文向歐洲法院起訴主張其權利。

	
	Hauer（1979）
	法院採用歐洲人權公約、德國、義大利與愛爾蘭之憲法對財產權之限制，成為共同體之法律秩序而作出判決。

	
	National Panasonic（1980）
	原告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直接起訴執委會之行為侵害到其家庭生活隱私權。

	
	Commission v. Germany（1989）
	法院判決承認歐洲人權公約所要求之尊重家庭生活隱私權，具有歐體法之法拘束力。

	
	Wachauf（1989）
	審查會員國在執行共同體行為時，是否違反人權。


資料來源：筆者參閱王玉葉，歐洲法院與人權保護，當代公法新論（下），（台北：元照，民國91年），頁1031~1035；筆者整理後繪表。

且1976年2月4日執委會向歐洲議會及歐盟理事會提出歐盟第一份人權報告，內容指出歐洲法院已將歐洲人權公約視為基本指導方針後，共同體內部人權保護的基本共識乃更為明顯。

歐洲法院在歐盟人權保障的領域上貢獻良多，透過歐洲法院的判決，逐步奠定歐盟人權保障的基本原則，其功實不可沒。

4、 歐盟人權政策之實踐及其困境

在此將會對歐盟人權政策在人權外交上的實踐與面對的困境作一介紹。

1、 歐盟人權政策之實踐：以人權外交為例
此部份將歐盟實踐人權外交所依據的法源基礎與其實踐的區域範圍對象及政策工具作一介紹。

(1)、 歐盟實踐人權外交的法源基礎
依據歐洲聯盟條約第6條第1項與第2項之規定：

1、 聯盟以自由的原則、民主的原則、尊重人權與基本自由的原則，以及法治國原則為根據；這些原則在所有會員國亦為共同的原則。

2、 聯盟應尊重如同於1950年11月4日在羅馬簽署的歐洲保障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所保障的，與由會員國共同的憲法移轉而來作為共同體法一般原則的基本權利。
由以上規定可知自由、民主、尊重人權與基本自由的原則及法治國原則已成為歐洲聯盟基本的核心價值，並也成為會員國所共同努力之方向。第2項規定要求聯盟要尊重之基本權利就如同歐洲人權公約
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及會員國憲法所移轉所產生之基本權利。職是之故，歐盟不僅約束所有的會員國必須遵守人權、民主與法治等基礎原則；更希望將這些所謂的普世價值推展到東歐準加盟國
、亞洲地區、非加太國家、中南美國家，甚至於全球各角落。人權議題為聯盟推動其外交政策主要之考量依據。歐洲聯盟條約第11條至第28條規範了歐盟該如何推動其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聯盟在不同的法律條文或是其他文件中亦對其「人權外交」有所規範。歐盟實踐外交政策主要依據就是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法源基礎，因此在探討人權外交如何運作前，必須先對支撐歐盟的三大支柱之一「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法源依據有相當的瞭解，
才有助於對歐盟人權外交的探討。為避免與前一章節內容重複，本節將省略從最早演變至今的歐盟條約及歐體條約部分。
1、 歐洲聯盟條約
歐盟條約之序言、第2、6、7、11及第49條為規範歐盟「人權外交」之主要依據。

(1)、 序言
歐洲聯盟條約其序言特別強調，確認締約的各個會員國對自由、民主、並尊重基本人權、基本自由原則及法治國原則（rule of law）之信念。歐盟條約借由其序言開宗明義強調了尊重基本人權之原則，這對歐盟在各領域行為之影響性之大，不言可喻。
(2)、 第二條

此條第2款：「在國際層次，堅持其一致性，特別是藉由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並依據本條約第17條逐步達成採行共同防衛政策」。此一條文提供了歐盟在未來對外政策行動之應一致性的法源基礎，令歐盟在人道救援與關切他國人權狀況之行動趨於一致。

(3)、 第六條
此條第1、2項（如前所述），直接規範歐盟應尊重人權以及應尊重保障人權之「歐洲人權保障與基本自由公約」。
(4)、 第七條
此條第1項規定：「由會員國三分之一、歐洲議會或執委會基於合理之提議，理事會於徵得歐洲議會同意後，得以五分之四之多數決，確認某一會於國明顯存在嚴重違反上開第6條第1項所揭示原則之虞，並向該造會員國提出適當建議。理事會於作出此項確認決議前，應先聽取該造會員國對相關事項之說明，並得依相同程序請求獨立人士，於一合理時間範圍內提交該造會員國相關事項之報告」；並於第2項規定：「依前項規定作出確認之決議後，理事會得以條件多數決決定，停止該造會員國行本條約所賦予之特定權利…」。職是之故，此條賦予了歐盟對於侵犯基本人權之預防與制裁機制之法源基礎。
(5)、 第十一條

此條第1項明定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目標為「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原則，維護聯盟的共同價值、基本利益、獨立性與完整性…發展與加強民主及法治國家，以及尊重人權與基本自由」；第2項：「會員國應積極的、無條件忠誠，與相互團結的支援聯盟的外交與安全政策…」。由此得之，此條直接賦予各會員國進行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合作之義務，並且要遵守聯合國憲章與尊重基本人權之原則。此一條文直接提供了歐盟推動「人權外交」之法源。
(6)、 第四十九條

此條提到：「任何一個遵守歐盟條約第6條第1項所列原則的歐洲國家，均得申請成為歐洲聯盟的會員國…。」職是之故，只要遵守自由、民主、尊重人權與基本自由及法治國之基本原則的歐洲國家，都有資格申請成為歐盟之一份子，歐盟亦將他國是否尊重人權視為接納其為會員國之最主要的決定因素之一。
2、 歐洲共同體條約

歐體條約提供會員國實地參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法律基礎，其相關條文計有：第60、133、177、300、308以及第310條。
(1)、 第六十條

其第1項規定：「在第301條所規定情形，若認為必須由共同體採取行動時，在與相關第三國的資金與支付流通領域上，得由理事會依據第301條
之程序，採取必要的立即措施」。此條提供歐盟及會員國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架構下，可針對他國違背基本人權原則時，實施必要之經濟制裁。
(2)、 第一三三條

此條是對歐盟推行共同貿易政策之規範。其中第2項規定：「執行委員會向理事會提出草案，以施行共同貿易政策」；第3項：「在與一個或數個國家或是國際組織談判締結時，…理事會應授權執行委員會，以進行必要之談判…」。由此可知，與第三國或是國際組織之貿易談判屬執委會之職權，而藉由貿易手段來達到歐盟推動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係必然之事。因此，此一條文亦應是歐盟推動其「人權外交」之重要法源之一。
(3)、 第一七七條

在此條第1項規定：「在發展合作共同領域上，共同體之政策…應促進開發中國家經濟與社會之持續發展；…逐步將開發中國家納入世界經濟體系…；在開發中國家防制貧窮。」；第2項：「在此一領域中，共同體之政策應致力於追求持續發展、鞏固民主與法治國家的一般目標，以及維護人權為基本自由之目標。」此條文主要是規範歐盟推展與開發中國家發展合作關係之主要規範，並加強歐盟與開發中國家之發展合作關係上要關切其人權狀況，以維護人權與基本自由為目標。
(4)、 第三○○條及第三一○條

歐體條約第300條及第310條為對歐盟與第三國或國際組織進行談判或是簽署協定之相關規定，其中仍包含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之參與程序。
(5)、 第三○八條

此條是針對歐盟執委會以及理事會在必要時，且是在諮詢歐洲議會的意見後，制定適當的法規，職是之故，歐盟在面對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中，才有擬定因應措施的法源依據。
(2)、 歐盟實踐人權外交的區域對象及政策工具
1、 區域對象

歐盟對於開發中國家或是第三世界人權議題相當注重，在此以不同性質之地區，來劃分歐盟實踐人權外交的國家對象：

(1)、 加盟國家
主要是指欲加入歐盟，成為會員國之一之中東歐國家，目前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預定於2007年加入歐盟，而土耳其是否能加入歐盟亦在談判階段中，由於這幾個國家必須符合歐盟所規定的入會標準，即1993年制定的哥本哈根(Copehhagen criteria)標準，才得申請成為加盟國，因此歐盟對這些國家的民主、法治與人權發展採取相當嚴格的標準，需達到與歐盟現有會員國的水準才行；當中土耳其之人權問題，更是歐盟關切主要議題之一。

(2)、 非、加、太國家

與非加太國家的「柯多努協定」（The Cotonou Agreement），這項協議主要是歐體、歐盟會員國與77個非、加、太區域國家於2000年6月23日所共同簽訂的，效期為二十年，該協定之基礎為「尊重人權、民主原則及法治及善治。」（respect of human rights, democratic principles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good governance）。
歐盟在協議的前五年階段提撥給這些國家一百三十億五千萬歐元（euro）的經費援助。歐盟藉此項協議與非加太國家進行政治對話、貿易與投資以及發展合作等各項關係，並以此來要求這些國家對基本人權之重視與保障。
(3)、 拉丁美洲

歐盟與拉丁美洲國家關係(EU-Latin America relations)，主要藉由召開高峰會議的方式，由歐盟與拉丁美洲國家來進行政治領域議題的討論，包含人權的保護與提昇以及民主、法治國家體制發展等各項主題。
2004年5月29號歐盟和拉丁美洲關於人權保障之會議在墨西哥舉行，並發表一份對於人權保障之宣言。

(4)、 中國

針對中國(China)當局，歐盟則從1997年開始與中國進行特殊的人權對話機制，藉此督促中國提昇婦女權利與當地的民主發展。歐盟與中國建立人權對話之主要目的為：透過雙方之合作，支持中國能夠順利地跨過過渡時期，建立一個開放且以法治為基礎之社會，進而可因此改善中國之人權。

(5)、 亞洲

歐盟對於亞洲區域團體，亦經常由政治對話來與東南亞國協的成員，針對保障基本人權與鞏固民主的目標互相協商，冀望東南亞國協能達到既定的目標。

(6)、 西部巴爾幹地區

歐盟在此地區是透過經濟與政治的合作機制來達到保障基本人權的目的。西部巴爾幹地區主要包含了阿爾巴尼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克羅埃西亞、南斯拉夫聯邦、馬其頓共和國等五國。這些地區由於處於內戰頻仍與種族複雜的背景下，境內局勢相當不穩定。因此歐盟和這些地區透過簽定穩定與夥伴關係的協議，來藉此協助西部巴爾幹地區國家能朝向制度化與法制化發展，並特別強調少數民族、基本人權與民主之保障。

(7)、 地中海國家

歐盟和地中海地區國家亦是透過定期的政治對話管道，來針對人權、民主、良好的政府治理與法治觀念等各項議題來協商。歐盟希望藉此來督促地中海國家的人權發展。

(8)、 獨立國協

歐盟分別與俄羅斯(Russia)、白俄羅斯(Belarus)、亞美尼亞(Armenia)、亞塞拜然(Azerbaijan)、喬治亞(Georgia)、哈薩克(Kazakhstan)、吉爾吉斯(Kyrgyzstan)、烏茲別克(Uzbekistan)等新興獨立國家簽訂「夥伴與合作協定」（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s, PCA），希望藉此來協助這些國家的人權、民主、法治與良好的政府體制等各項發展。

2、 政策工具

根據歐洲聯盟條約第12、13、14及15條的規定，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應以共同策略(common strategies)、共同立場(common positions)與共同行動(joint actions)為主要的法源工具，有相當多數的措施集中於人權、國家民主化或是控制人權的重要原則。然實際上從歐盟所提出的2003/2004年二份歐盟年度人權報告書(EU Annual Report on Human Rights)中，可窺探出歐盟人權外交的工具及實際運作方式其實早已超越條約所規定的範圍。
本文將之歸納後，主要可區分為：一、共同策略、共同立場、共同行動；二、採取外交措施(demarches)；三、政治性對話(Political dialogues)；四、針對特殊政策所採取的行動；五、與第三國以協定方式簽訂人權條款；六、區域倡議(Regional initiatives)與伙伴協商(partnership arrangements)；七、派遣選舉觀察團及提供協助；八、其它的行動等八大項目。
(1)、 共同策略、共同立場及共同行動

依阿姆斯特丹條約修改後之歐盟條約第12條規定
：「歐盟應依下列辦法，追求在第11條所列舉之目標…」，其所稱之方法之一即為「共同策略」。其係由歐盟高峰會（European Council）來作成決議，主要目的在於加強聯盟行動政策上的統一性（coherence）。至今，歐盟已提出多項「共同策略」，包含對俄羅斯、烏克蘭及地中海地區等國之「共同策略」。

歐盟條約第15條規定：「理事會應採取共同立場。在共同立場內，對於地理或主題種類的特別問題，應確定聯盟的概念。會員國應注意其政策應符合共同立場」。歐盟會員國必須確定其國家政策有遵守共同立場的規定，在歐盟2004年人權報告中，其對西巴爾幹地區、緬甸、非洲、盧安達、索馬利亞、辛巴威、剛果共何國、奈及利亞、利比亞、安哥拉及古巴在人權方面皆制定出特定的共同立場，以令歐盟會員國遵守。

「共同行動」是指歐盟對國際上所發生之事件，用特別的方式來表達其關切，並且有可能在一定的時間將此關切付諸行動。
而歐盟條約第14條亦規定了採行共同行動之程序。歐盟在共同行動上關於人權議題亦作出許多行動, 
針對他國嚴重違反人權時，歐盟亦經常在經貿方面禁運或是制裁措施的共同行動，提升其壓力以及對他國的影響力。

(2)、 採取外交措施

歐盟雖不是一單一國，但卻與是上絕大部分國家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歐盟對第三國當局採取外交措施及發表宣言之方式，是歐盟重要的外交工具。其被廣泛地運用在傳達人權保障之觀點上。採取外交措施時，通常由歐盟的三巨頭（Troika）即現、前、後三任輪值主席國外長或是當任輪值主席來執行，甚至有時是以秘密的方式(confidential manner)來進行。

(3)、 政治性對話

直接的政治性對話係歐盟推展CFSP之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並也是很快能得到成效之政策工具。
歐盟目前與全球48個國家及區域團體進行這項政治性對話會議。這些政治對話，有的為定期舉行，例如歐盟與中國之間的政治對話，每一次均少不了人權問題；2003年11月13、14日在北京舉辦第十六屆歐盟和中國人權對話，2004年2月26、27日在都柏林舉辦第十七屆對話，兩次會議皆針對了死刑、自由和宗教等等基本人權議題作討論。

(4)、 針對特殊政策採取的行動：以死刑為例
歐盟在外交特殊議題上會採取一些行動，例如廢除死刑。全球廢除死刑的這項政策已被全體歐盟的會員國所接受。1998年6月29日，歐盟將廢除死刑這項政策納入為其人權政策的一項重要部份，並制定了針對死刑的歐盟指導方針(EU guidelines on the death penalty)。指導方針的內容主要定義了一些方法，用以強化歐盟在國際活動上反對執行死刑的行動。
(5)、 派遣特使
對第三國或是某一區域派遣特使亦是歐盟外交行動上一有利之工具。針對人權問題，歐盟派遣特使進行調解，藉此突破與第三國的外交關係。而為維護朝鮮半島之和平及改善北韓之人權狀況，歐盟就曾於2001年5月派遣當時輪值主席瑞典總理柏森（Goran Persson）、CFSP高級代表索那拉（Javier Solana）與歐盟執會委員彭定康（Chris Patten）等人赴平壤，洽談飛彈管制與人權改善之問題
。
(6)、 在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上投一致票
歐盟創始會員國自1970年代進行政治合作以來，在國際組織或是國際會議進行中，表決以前均會先行協商，討論出一致的立場，並投下一致票。此一現象，到了推展CFSP時代更為明顯。歐盟現今會員國已多達25國，並逐步擴大中，這在國際組織或是國際會議中，其所採取的一致立場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力。職是之故，其在國際組織或是國際會議中，對人權議題所發揮的影響力，不言而喻
。
(7)、 派遣選舉觀察團

歐盟為了使衝突地區政治能迅速步上軌道，趨於和平；為避免有侵害人權之事發生，使選舉結果具有公信力，歐盟會派出選舉觀察團來提供協助。此對於許多國家進行第一次多黨選舉時有莫大的幫助，歐盟並派遣許多選舉觀察團到全球不同領域中，例如2004年印尼議會選舉，歐盟即派出歐洲議會的英國議員福特率領的231人觀察團，係歐盟歷來派遣的規模最大選舉觀察團，前往觀察；
2005年9月18日阿富汗議會選舉，歐盟亦派出選舉觀察團對之進行監督評估，並對議會選舉提供財政支持。

2、 歐盟人權政策實踐遭遇之困境

此部份將試論歐盟人權外交在實踐上所遭遇到的困境，並特以中國為例。

(1)、 歐盟與中國在人權議題之歧見：以天安門事件為例
1989年4月15日，在北京的大學生為了悼念因辭職下台而病逝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而開始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集會，其結果越集越多，最後演變成為向中共統治者爭民主、爭自由的群眾運動。此一民主化運動讓北京當局備感壓力。為瓦解此一反抗勢力，中共於1989年5月20日宣布北京戒嚴；二個星期之後，中共開始派軍隊進入北京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展開鎮壓行動，結果造成許多的傷亡。這就是所謂的「天安門事件」。此後中國統治者還對逃脫的民運人士展開一連串的搜捕迫害行動。此一作為令當時歐體各個成員國相當不滿與抗議，其於是年6月26、27日兩天的西班牙馬德里高峰會議上強烈的譴責中國之血腥鎮壓行為，並且同意對中國採取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包括凍結軍事合作與武器禁運、終止部長及官員及其他高層之接觸、延遲新合作計畫、減少文化、科技與技術交流以及延長大陸留學生之居留簽證，並要求延遲對中共新的信貸保證，以及世界銀行貸款等。
此外，歐洲議會也通過了一連串的譴責案，使歐體與中國之關係因人權問題而降到了冰點。
(2)、 歐盟對中國侵害人權採行之制裁：以武器禁運為例
歐盟對第三國的制裁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為了執行聯合國安理會依據憲章第七章所通過的制裁決議，另一則是歐盟會員國自主發動的共同強制性措施。就後者來說，歐洲聯盟可採取強制性措施包括：
外交制裁，如驅逐外交官、中斷外交聯繫或是凍結官方互訪；凍結與第三國之合作；杯葛體育及文化活動；貿易制裁、金融交易、或限制出口信貸與投資；航禁與限制入境等。
然而，歐盟對中國大陸解除武器禁運的制裁措施於2004年元月下旬，排入歐盟執委會會議議程，雖然有歐盟官員表示，如果解除禁運，將引用歐盟於1998年修定之「歐盟武器輸出行為準則」（EU Code of Conduct on Arms Exports）
，嚴格監督所有出售於中國之武器與科技，保證會嚴格把關。但值得注意的是，此一「行為準則」缺乏法律拘束力，許多關於武器和科技產品出口，未全面管制，而且未透明化；許多國家未據實申報，以逃避管制。因此，歐盟對中國武器及軍事科技產品出口，只會增加不會減少，由已申報之歐盟資料，歐盟國家對中國物資及技術出口，已由2001年的五千四百萬歐元，提升到2003年的四億歐元，即可證明之
。
且歐盟會員國一直未援引歐盟條約第228a條規定，將對歐盟武器禁運轉化為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下之共同立場或共同行動；中國大陸在聯合國的地位與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亦是歐盟無法輕忽的。歐盟即在市場經濟與政治影響的因素下，很快地和北京恢復政治對話，到九○年代中期，除了敏感的高性能武器外，歐盟會員國對中國各項制裁措施幾乎已解除殆盡。

(3)、 歐盟對中國「人權外交」之影響因素： 
歐盟自從2004年5月1日歐盟擴大為二十五國後，歐盟則已經超越日本和美國，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而中國本身也是僅次於美國的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2004年歐盟與中國的貿易總額達到1773億美元，較2003年成長了33.6％，因此歐盟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可說相當的緊密。

由表六可以發現，中國對歐盟的進口成長率從2004年到2005年的1月份到7月份作比較，已成長了21%，而歐盟對中國的出口成長率反而降低1%，歐盟對中國的貿易是呈現赤字成長。從表七可發現歐盟會員國之中，德國是中國最大的進口國，佔了歐盟會員國對中國進口總額的44%，次而是法國（11%）及義大利（9%）；中國對歐盟會員國中最大的出口國家依序是德國（22%）、英國（16%）及荷蘭（15%）。職是之故，德、法兩國因其對中國有相當大的貿易經濟利益，故其於歐盟武器禁運的態度是表示贊成的；
另一方面，如愛沙尼亞、塞浦路斯、立陶宛、拉脫維亞等與中國經貿不密切的國家，對於中國武器解禁皆持反對之立場。
表六 歐盟和主要貿易夥伴貿易比較表
單位：億 歐元

	
	出口
	進口
	貿易平衡

	
	1~7月2005
	1~7月2004
	成長率
	1~7月2005
	1~7月2004
	成長率
	1~7月2005
	1~7月2004

	美國
	141.0
	136.5
	3%
	93.2
	93.6
	0%
	47.8
	42.9

	中國
	28.3
	28.4
	-1%
	83.0
	68.6
	21%
	-54.7
	-40.2

	俄羅斯
	29.8
	24.5
	22%
	57.6
	43.8
	32%
	-27.8
	-19.2

	瑞士
	46.7
	43.2
	8%
	37.6
	35.6
	6%
	9.0
	7.6

	日本
	25.0
	25.1
	-1%
	42.2
	43.9
	-4%
	-17.2
	-18.8

	挪威
	19.4
	17.5
	11%
	35.2
	31.5
	12%
	-15.8
	-14.0

	土耳其
	22.7
	22.0
	3%
	18.8
	17.3
	9%
	3.9
	4.8

	南韓
	11.6
	10.3
	13%
	18.1
	17.1
	6%
	-6.5
	-6.8

	印度
	12.1
	9.8
	23%
	10.9
	9.3
	18%
	1.1
	0.5

	加拿大
	13.2
	12.8
	3%
	9.5
	9.5
	1%
	3.7
	3.3


資料來源：Eurostat
取自：Statistic in forcus – Theme 6 - , 132/2005；20 Oct. 2005.
表七 歐盟會員國與中國貿易比較表

單位：百萬 歐元

	
	出口
	進口
	貿易平衡

	
	2004
	2005
1~6月
	2004
	2005
1~6月
	2004
	2005
1~6月

	歐盟25國
	48 165.7
	23 491.8
	127 100.5
	69 744.9
	-78 934.7
	-46 253.1

	比利時
	2 354.5
	1 168.7
	6 758.4
	3 888.3
	-4 403.9
	-2 719.6

	捷克
	220.4
	111.5
	1 885.5
	676.5
	-1 665.2
	-565.0

	丹麥
	798.9
	406.0
	2 160.7
	1 286.8
	-1 361.8
	-880.8

	德國
	20 994.8
	9 440.1
	28 558.4
	15 233.2
	-7 563.6
	-5 793.2

	愛沙尼亞
	28.4
	12.5
	232.8
	125.0
	-204.3
	-112.5

	希臘
	58.4
	30.8
	1 419.3
	772.0
	-1 360.9
	-741.2

	西班牙
	1 151.1
	:
	7 143.7
	:
	-5 992.6
	:

	法國
	5 363.8
	3 050.7
	11 645.9
	6 374.3
	-6 282.2
	-3 323.6

	愛爾蘭
	638.8
	414.7
	1 293.2
	643.2
	-654.4
	-228.5

	義大利
	4 444.9
	2 201.5
	11 827.0
	6 827.9
	-7 382.1
	-4 626.3

	塞浦路斯
	1.8
	2.1
	180.3
	89.1
	-178.5
	-87.1

	拉脫維亞
	8.7
	4.1
	71.9
	39.9
	-63.2
	-35.8

	立陶宛
	9.4
	4.6
	237.0
	124.2
	-227.6
	-119.6

	盧森堡
	96.6
	62.2
	2 022.2
	935.1
	-1 925.7
	-872.9

	匈牙利
	320.9
	130.2
	3 398.5
	1 782.4
	-3 077.6
	-1 652.1

	馬爾它
	15.6
	6.5
	65.8
	25.0
	-50.3
	-18.5

	荷蘭
	2 335.8
	1 171.6
	18 828.7
	11 111.6
	-16 493.0
	-9 940.1

	奧地利
	1 153.0
	734.1
	1 517.9
	1 005.0
	-365.0
	-270.8

	波蘭
	450.8
	210.3
	2 328.9
	1 094.2
	-1 878.1
	-884.0

	葡萄牙
	101.1
	:
	458.6
	:
	-357.5
	:

	斯洛文尼亞
	30.4
	18.8
	238.1
	87.4
	-207.7
	-68.5

	斯洛伐克
	62.5
	45.8
	367.6
	149.8
	-305.2
	-104.0

	芬蘭
	1 970.6
	777.5
	1 372.7
	813.5
	-597.9
	-36.0

	瑞典
	2 072.3
	954.2
	2 548.0
	1 394.5
	-475.7
	-440.3

	英國
	3 482.5
	1 807.2
	20 539.3
	10 705.7
	-17 056.8
	-8 898.5

	貿易總額
	969 070.8
	501 577.7
	1 031 069.6
	547 414.7
	-61 998.8
	-45 836.9


:Data not available
資料來源：Eurostat
取自於：Statistic in focus – Theme 6 - , 109/2005; 2 Sept.2005

(4)、 對歐盟對中國「人權外交」之評析

由以上可知，歐盟雖在中國天安門事件後，對其侵害人權之種種惡行感到厭惡與抗議，並也對其採取多樣制裁，以懲罰之。但因國際貿易經濟利益的考量，歐盟在人權保障與經濟利益上的取捨，似乎已開始動搖。
1、 由歐盟CFSP運作之功效加以觀察
由歐盟CFSP運作對中國「人權外交」之功效而言，其成果係成功的，因歐盟能透過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運作且對歐盟各會員國利益衝突不大之前提下，協調出一致性的外交政策，對外共同採取相同立場與作為。

第1、 無直接利害關係：對大部分歐洲人而言，中國對其而言似乎太遙遠，中國人權狀況是如何，對其而言並無直接利害關係，例如愛沙尼亞、塞浦路斯、立陶宛、拉脫維亞等國，但若能利用中國此一缺點，在外交上逼中國在某方面的讓步，何樂而不為，因而其對中國較易協調出一致性之致策。
第2、 無須花費大量金錢：歐盟對中國在人權外交上的實踐，常以提案譴責或是外交對話的方式來達到其所要的效果，並不需要以大筆金錢來作外交，各會員國對此政策之推動更是樂見其成，故所收之成效亦較佳
。

2、 由歐盟利益加以觀察

所謂歐盟利益，在此係指經濟與政治上的利益。在經濟方面，歐盟當然傾向加強對中國大陸之出口，為其帶來更多的經貿和投資機會，使獲益增加。尤其是德、法兩國，其係與中國經貿十分密切的大國，更希望能從中國賺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在這點歐盟各國之立場應十分一致。

在政治方面，歐盟最大目的即在於使中國成為歐盟在國際上的合作夥伴，並進一步促進亞太地區之安全與和平；並靠中國在聯合國和國際事務的影響力，在國際政治上能獲得更大的利益，就此而言，從歐盟與中國之接觸，已提升至最高層級，並且定期會談的情形觀之，歐盟之目的已達到並也符合歐盟之政治利益。

3、 由對中國促進人權保障之功效加以觀察

中國大陸對外政策一向標榜主權獨立，不容許外國干涉其內政問題。因此除非是中國遭受到極大國際輿論壓力或是面臨極大國家損失下，才有可能讓步。由此可看出為何中國在天安門事件後，雖遭遇到國際上許多制裁與譴責，但是依然不為所動，仍繼續搜捕嚴懲民運人士，到最後反而是實施制裁的各國，已成效不佳為由而提前解除制裁措施。

因此歐盟在中國之人權外交似乎對中國人權保障之改善並無助益，其影響的層面亦十分有限。雖然歐盟對中國高舉著「人權外交」的旗幟，高喊「基本人權保障」的口號，但一遇到實際之政、經利益時，歐盟人權政策在中國的實踐上，馬上遇到侷限性與選擇性，這亦是標榜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國原則為基本核心價值之歐盟，遭遇到的現實困境。
5、 結論
人權概念的誕生起源於歐洲，隨著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興起，基本人權保障之思潮更加茁壯。基本人權所涵蓋的範圍，亦隨著時間的前進而擴展及增加，由第一代人權所關心的公民與政治權利演進為第二代人權所關心的社會、經濟與文化，更演進為現今適值我們年代的第三代人權，即集體的權利。
歐體初期成立之時，其功能雖著重於經濟焦點上，但隨著其不斷的深化與廣化運動之下，從其憲法性條約有關基本人權保障的條文內容演變上觀察，可知歐盟對於基本人權是更加重視，其保障內容範圍更有擴張性。
然而，歐盟強調基本人權保障的地區不只限於歐盟會員國現今25個國家已矣，其以人權為外交手段，達到維護與保障他國人民基本權利，亦是不遺餘力，特別是以歐盟第二支柱所代表的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FSP）之運作，在歐盟人權政策之實踐上，更是貢獻良多；以協調方式，和各會員國制定出一致的立場，對外採取相同的態度與作為，因此，就CFSP而言，歐盟對他國人權政策的實踐上，例如對中國之人權外交，應是成功的。但歐盟人權政策的推動對於中國人權之改善似乎助益不大，雖平等、民主、尊重自由及基本人權與法治國原則是歐盟之核心價值，亦是其實踐人權政策的崇高理想，不過在面對實際國際現實利益時，人權似乎被加上了侷限性、選擇性的枷鎖。面對基本人權保障此一核心與普世價值，和現實利益的考量，歐盟如何來抉擇，應是其人權政策實踐上遭遇到最大的困境。

解決巴爾幹半島紛爭問題之研究

邱雅萍(
【摘  要】

巴爾幹半島位於歐洲南部三大半島的最東邊，與義大利半島一樣伸入地中海，在歷史上一直是世界政治動亂的地區。本區因為種族、語言、宗教和文化的紛歧，並且地理上沒有統一性等因素，產生許多怨恨而爆發紛爭，進而威脅本區、歐洲、甚至是全球的安全。這樣的紛爭不斷一定有其原因，為了找出紛爭解決方式，以下主要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希望整理分析有關巴爾幹半島地區紛爭的背景原因；第二部分探討歷史上紛爭的經過情況；第三部分則分成內部外部兩方面來探討解決紛爭的嘗試；最後介紹進行中的解決方式，例如：東南歐穩定公約、巴爾幹半島國家高峰會議等，藉以了解至今解決的程度。巴爾幹半島紛爭發展至今。
關鍵字：巴爾幹半島、東南歐穩定公約、巴爾幹半島國家高峰會議
壹、前言

巴爾幹半島位於歐洲南部三大半島的最東邊，與義大利半島一樣伸入地中海，在歷史上一直是世界政治動亂的地區。巴爾幹半島國家主要是指東南歐的阿爾巴尼亞、波黑、保加利亞、希臘、馬其頓、羅馬尼亞、土耳其和南斯拉夫聯盟八個國家，本區因為種族、語言、宗教和文化的紛歧，並且地理上沒有統一性等因素，產生許多怨恨而爆發紛爭，進而威脅本區、歐洲、甚至是全球的安全。
從歷史上來看，一直到近代狄扥掌權的前南斯拉夫聯盟之前，巴爾幹半島幾乎是一個殺戮的戰場，不管是從兩次巴爾幹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因和發生的地點都與巴爾幹半島地區脫離不了關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開端是從巴爾幹地區而起，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各種的因素，巴爾幹半島地區仍成為戰爭爭奪的目標。

這樣的紛爭不斷一定有其原因，因此本文主要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希望整理分析有關巴爾幹半島地區紛爭的背景原因，來了解造成紛爭的各種因素，藉此找出解決紛爭方法；第二部分探討歷史上紛爭的經過情況；，第三部分則分成內部外部兩方面來探討解決紛爭的嘗試。本文認為要解決紛爭，是要巴爾幹半島內部外部兩方面都進行努力，才能達成一定的成果，這邊指的內部外部方面，對內指的是是巴爾幹半島的國家自己對於內部紛爭的看法、願意平息的意願以及已經做的努力；對外指的是國際上各國家和國際組織的介入調停，因此本段將分別探討這兩方的態度，來討論出解決紛爭的可能性。最後一部分則是希望藉由前面所做過的努力，來找出解決紛爭的未來方向。因為關於研究巴爾幹半島紛爭的文獻資料非常多，本文希望將重點放在紛爭的背景原因，以及爲了解決紛爭已經做過的努力和未來可能的努力方向。

貳、造成巴爾幹半島國家紛爭之原因

一、民族複雜

    在民族方面，從歷史源流來說，西元六世紀時，有一部分的斯拉夫民族越過了喀爾巴阡山，遷居巴爾幹半島定居，在和當地的民族通婚之下，形成了新興的民族，這是南斯拉夫民族的由來。但是在歷史上，南斯拉夫民族要成立一個統一的國家是頗困難的，除了曾經建立過塞爾維亞王國和克羅地亞王國的短暫統一之外，不是成為其他種族的附庸，就是遭受滅亡。除了斯拉夫人以外，還有其他的少數民族，例如：阿爾巴尼亞人、波士尼亞人、克羅埃西亞人、馬其頓人等。而在斯拉夫人本身，也有分不同的部分，例如：西斯拉夫人（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東斯拉夫民族（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等，種族問題除了血緣關係之外，主觀的認定和文化也是重要的因素，就算是這些血緣相同的斯拉夫民族也因為住落在不同區域而發展出不同的文明。位於東南歐的國家事實上，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由完全單一的民族所組成。以前南斯拉夫聯盟為例，以國家名稱來看，「南斯拉夫」指的就是「斯拉夫民族在南部的土地」（Land of Southern Slaves），因此基本斯拉夫人占了85%，但在同為斯拉夫民族之下，又能分成六大不同的支派，這六個支派分別為占36%的塞爾維亞人、占百分之19.7%的克羅地亞人、占百分之8.9%的波士尼亞人、占8%的斯洛文尼亞人、占6%的馬其頓人以及占百分之2.6%的蒙地內哥羅人。
除了以上提到的民族之外，還有非斯拉夫民族的阿爾巴尼亞人7.7%和匈牙利人占1.9%。其他的少數則也有許多，例如：保加利亞人、捷克人、日爾曼人、義大利人、羅馬尼亞人等。所有的民族經過統計約24種之多。從這些情況看來，複雜的種族是造成了巴爾幹地區衝突的原因之一。更甚的是，種族還可以成為政治上執政者野心的操作，例如：1990年12月蒙、塞兩共和國首次舉行多黨選舉，在選舉的競爭之下，社會黨（前身是共黨）的領袖米洛塞維奇以民族問題宣稱在前南斯拉夫聯盟境內的阿爾巴尼亞人事實上是埃及人的後代，希望藉此達到分化有投票權的阿爾巴尼亞人，由上可知，民族複雜的問題可以做多方面的延伸，造成紛爭的開端。

二、語文不同

    語言不同也會導致較多紛爭，本區語言也十分複雜，大致上可以分成7種語言：分別是阿爾巴尼亞文、保加利亞文、希臘語文、塞爾維亞‧克魯特語文、斯洛凡尼亞文、羅馬尼亞文和馬其頓文等，各個民族使用自己的語言，以前南斯拉夫聯盟為例，憲法給予各民族可以在學校、法院和商業行為時使用自己的語言。

除了以上所說的語文本身不同之外，還有語同文異的情況，例如：塞爾維亞和斯洛凡尼亞都使用同樣的語言（塞爾維亞‧可魯特語文），可是在使用文字方面，一個是使用西瑞里克（Cyrillic）的字母寫；另一個則用羅馬字母寫，語文的差異造成互相明顯的歧異。

三、宗教分歧

    在宗教方面，信仰不同宗教各有不同的起源，不容易產生融合。此地為基督教文化（包括天主教、東方正教）和回教文明接觸的地方，除了以上提到的三個宗教以外，還有猶太教徒和其他的新宗教，例如：基督教徒，在此地為回教徒的後裔較少，主要是改信回教的新和舊基督教徒的後裔。之中，信仰東正教的是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人，他們進入了拜占庭控制的東巴爾幹地區；克羅地亞和斯洛凡尼亞人則遷入了中歐和亞德里亞海沿岸，以及羅馬帝國的勢力範圍內；而在1054年羅馬教會和拜占庭帝國正式分裂，從此之後一個地區兩個文化圈的分別就更加明顯。在此之外，黑山人和阿爾巴尼亞人的信仰則是以回教為主。

    另一個嚴重的情形是這些不同信仰的民族是混雜的居住在一起，在許多某一的行政區域中，居住著許多各式各樣不同的民族，民族混居也是造成紛爭的原因之一。

四、地形不利交流

    巴爾幹半島的地理結構有山脈和丘陵的自然屏障，不利於彼此之間交通。以前南斯拉夫共合國來說，境內的地形以山脈和丘陵就占有四分之三的面積，以東南─西北走向為主，在這些群山之間夾雜縱谷和河流，不平坦的地形不但阻隔了交通，也使得此地難以形成一個單一主權國家，在東部和東南端的山脈相連進入希臘、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這樣地形的隔閡優點是抵擋外敵入侵的天然屏障；缺點則是造成分裂的局勢，例如：以在山脈同一邊的波士尼亞及更遠的塞爾維亞與另一邊面海的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來比較，後者與地中海的先進文明國家的聯繫當然較方便。

五、地理位置重要，列強勢力介入

    本區為歐亞大陸的連結處，是東西間必經的主要貿易路線，地緣上也是各大文化的交會點，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半島上的國家由於本身的國力並不強，在國際上較並沒有很大的實力，因此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和提高影響力，達成民族統一、形成國家等的目標，所採取的方式就是與一兩個主要的強國結盟。

相對的來說，這些列強為了得到和擴大本身在這裡的影響力和利益，於是以半島上的各種情勢為爭奪利益的藉口，藉由爭端來達到自己想要的目的，因此對於巴爾幹半島上的紛爭，各國多少曾參與其中。

參、紛爭之過程

由前一部分的討論，我們知道了巴爾幹半島地區紛爭的因素，藉由下列各段的敘述說明巴爾幹半島紛亂的各個例子。依照歷史上時間的先後，巴爾幹半島前後發生了多次重要的紛爭，例如：巴爾幹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間以及近現代的爭執。 

（1）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1、 兩次巴爾幹戰爭

    世界各強權因為巴爾幹半島地區位置的優勢，展開相關的利益爭奪，而半島本身的國家，也希望透過民族獨立達到自己想要的目標。在強權介入方面，首先是德國在20世紀加入爭奪巴爾幹半島，其他的小國家則依利益關係尋求靠攏。
此時德國是因為國力的增強，進而要求希望得到更多的勢力範圍，想得到這個中歐和中東的通道；俄國則也是希望在巴爾幹半島地區得到更多的權力，將黑海變成向外聯絡的區域，俄國並運用民族的因素拉攏巴爾幹地區國家的民族自主，自稱是斯拉夫民族的領導人；奧匈帝國將巴爾幹半島地區視為貿易經濟商品的重要來源地方，於是巴爾幹半島地區在這些國家的爭奪下，進行民族解放運動，展開了一連串的衝突危機。

    1912年10月，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希臘進攻土耳其開始了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土耳其節節敗退，之後土耳其與巴爾幹半島各國在倫敦展開談和會議，俄國和奧地利等其他國家也在倫敦舉行大使會議來關心情勢的發展，但因為各國的利益這次的和談並未成功，於是又產生了第二次巴爾幹戰爭。

    第二次巴爾幹戰爭於1913年6月29日，基於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之後，保加利亞認為希臘與塞爾維亞分得的利益較多，於是進軍這兩個國家，而這兩個國家也組成了同盟對抗保加利亞，戰爭最後保加利亞戰敗割讓了大部分土地。在這樣的局勢之下，造成各國之間的緊張情勢，造成了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2、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的遠因起於歐洲各國家之間關係和態度的轉變。在法國和德國方面，從1970年代以來，法國因為所遭受到的侵略對外有反抗的感覺，例如：為了亞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兩省而與德國的爭執。而英國也從孤立政策轉變成願意參與歐洲事務，最後，當英國面對德國對外的侵略野心時，採取的姑息政策，也對此時的局勢有很大的影響。

    此時德國採取的結盟方式，德國首相俾斯麥的想法是將這個同盟結構視為保護，主要是希望團結並且壓抑法國，於是他首先拉近俄國和奧地利與德國結為結盟關係，希望努力促成巴爾幹半島的和平。於是在1881年結成俄、奧、德「三帝同盟」（Three Emperors Alliance），目的是干預所有巴爾幹半島的事務，之後1883年成立新的「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加入了羅馬尼亞。

    在以上的背景之下，因為德國對外的侵略性，形成了一個與德國對抗的集團，這些強權國家實際形成了兩個敵對的陣營，此時新歐洲的重新組合方式已經不是舊勢力的消長和平衡，變成在這些勢力當中建立堡壘，更重要的是這些強權在這樣的形勢之下，爲了保障自己而開啟了使用武器的機會，這也是造成了戰爭的原因。

    一般認定戰爭的開端為1914年，主張以鬆散聯邦方式結合各個民族，重建王國的奧國王儲斐迪南大公因為他主張的政策，遭到激進的斯拉夫民族主義份子暗殺，兩個集團對立開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3、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巴爾幹半島上的紛爭並沒有因此結束。一九二一年，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結合半島外的國家捷克組成聯盟，稱為「小協約國」；一九三四年，希臘、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土耳其組成了巴爾幹公約國，想對抗的是保加利亞，在各國都有想得到的利益的情況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此也有了變化。

之後巴爾幹半島地區上的國家在戰爭中無一倖免，許多國家受到戰爭的波及，為列強所侵略，例如：德國相繼侵略了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在進軍南斯拉夫失敗後征服了希臘。德軍的勢力進入巴爾幹半島後，與蘇聯的勢力相衝突。巴爾幹半島地區到到此時的形勢，英國的勢力退出了巴爾幹半島地區，使得德國和蘇聯成為直接的對立衝突，第二次世界大戰到此局勢轉變，進入一個新的情況。

（2） 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九０年代之後－前南斯拉夫、馬其頓、波士尼亞

1、 前南斯拉夫衝突的背景和原因

    在前面提到的各項問題，例如：民族複雜（種族淨化之類的，各民族希望成為該地的多數）、宗教分歧、風俗習慣等自然有所不同，加上歷史種下的仇恨較難化解，要建立共同的國家意識也非易事。在政治、經濟兩方面的潛在因素。在東歐興起的民主改革風潮之下，各國想要從南斯拉夫聯盟中獨立出來造成內戰，各國想要自由民主；各共和國對南斯拉夫聯邦未達成共識，步調不一。例如：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埃西亞主張南斯拉夫改成鬆散的聯邦；但在另一方面，塞爾維亞則認為南斯拉夫應該成為現代化的聯邦國家，
在以上的這些因素之下，面對克羅地亞共和國、斯洛凡尼亞共和國兩國想要獨立的情況，當時執政的米洛塞維奇政府反對主權分割、領土分裂並有以武力維持的主張之下，爭端一觸即發。

2、 馬其頓共和國

（1） 馬其頓歷史背景

    馬其頓民族的歷史相當輝煌，以下簡略敘述馬其頓歷史經過，於西元前六世紀建國；之後亞歷山大大帝於西元前336年即位後，建立了一個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到了亞里斯多德的年代武力征服到雅典，之後整個希臘地區都歸羅馬帝國統治；直到1453年被土耳其奧圖曼帝國征服；最後於1912至1913年巴爾幹戰爭結束後，奧圖曼帝國式微，舊有馬其頓的屬地也告一分為三；在19世紀後半葉馬其頓已經經過一段爲了領土爭奪的歷史。

馬其頓會有紛爭的原因與巴爾幹半島情勢相同。馬其頓因其地理位置自古為亞、歐必經通道，成為各方必爭之地；在另一方面，馬其頓國內一樣處於民族複雜的情況
，民族問題仍成為造成紛端的原因。 

（2） 經過

    在馬其頓的獨立過程當中，最有意見的是希臘，這是有以下幾個因素的，希臘是反對馬其頓獨立以及反對馬其頓使用「馬其頓共和國」為國名最為強烈的國家，最主要的原因是希臘境內已有「馬其頓省(即愛琴海馬其頓)」，而在「馬其頓省」邊界另一頭不應再有一個馬其頓共和國，以免混淆不清。希臘同時指控全國人口僅有210萬人的馬其頓存有佔領希臘「馬其頓省」的野心，日後可能越界攻打人口多達1100萬人的希臘。在歐盟會員國方面，因為並沒有重大的利益關係，採取不反對馬其頓獨立的態度。

希臘剛開始要求馬其頓以首府斯科普里(Skopje)為國名，遭受馬其頓拒絕。到了1993年4月，聯合國決議以「前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的名義同意馬其頓加入聯合國。1994年，美、俄承認馬其頓，又再度遭到希臘反對，並對處於內陸的馬其頓實施貿易禁運，直到1995年，兩國的同意關係才走入正常化。

3、 波士尼亞

（1） 歷史背景

在1908年發生的波士尼亞危機，這時是因為奧匈帝國兼併巴爾幹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兩省，引起了國際上列強因利益問題而起的嚴重緊張局勢。此時俄國支持塞爾維亞，抗議奧地利的兼併，並要求奧地利把其中的部分地區割與塞爾維亞。但是，德國支持的奧地利，則聲言如果塞爾維亞堅持自己的要求，則要入侵塞爾維亞。在這樣的情勢下，俄國因為不敢同時得罪奧匈帝國和德國而貿然開戰，只有默認兼併。雖然這次危機沒有立即引起戰爭，但是仍未解決問題終究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2） 衝突經過

爭端開始於1990年南斯拉夫解體，之後在1992年公民複決後，歐洲聯盟承認波士尼亞獨立。這造成了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反應激烈，於是衝突開始，塞爾維亞人占領了波士尼亞三分之二的土地、攻擊塞拉耶佛，並對伊斯蘭教徒及克羅埃西亞人採取恐怖行動，實施了集中營、集體強姦、即時處決，因此1993年的和平計畫無法獲得支持。之後在波士尼亞的克羅埃西亞人與波士尼亞政府激烈戰鬥之後，國際壓力迫使雙邊簽訂停火及邦聯的協定。歷經遭到否決的和約、攻擊和反攻、四個月的停戰、進一步的多向進攻、密集轟炸之後，1995年列強國家逼迫他們在俄亥俄州達頓商討最後的停火。

最後，在三年半的時間超過20萬人死亡之後，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終於可以成為兩個分立實體而高度自治的單一國家、塞拉耶佛被分配給邦聯，而其他細微的議題留待國際仲裁。現今，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在實際上有三個單一種族的政治實體、三支分立的軍隊和警察，以及極弱的全國政府。政府權力集中於強硬民族主義派手中。
以上為源於種族的戰爭，波士尼亞擁有多種族人口（44%為伊斯蘭教徒，33%為塞爾維亞人，17%為克羅埃西亞人），於是種族問題仍是造成紛端的原因。

4、 小結

由上可知，巴爾幹半島地區因為位置身處列強之間，加上列強為了自身的利益，在本區展開爭執；在另一方面，巴爾幹半島地區內部各國之間也是充滿各自的衝突點，上述的科索沃和馬其頓同樣是爲了種族問題、追求民族獨立造成紛爭，在這樣雙重的因素之下，造成此區戰爭不斷的結果。

肆、解決紛爭之嘗試

在解決紛爭方面，由內外兩方面都努力，可以達成一定的成果，這邊指的兩方面，一方面是國際上各國家和國際組織的介入；另一方面則是巴爾幹半島的國家自己對於內部紛爭的看法和願意平息的意願，因此在本段，將分別探討這兩方的態度，來討論出解決紛爭的可能性。

1、 巴爾幹半島內各國
解決紛爭之嘗試

一直到20世紀末，以巴爾幹半島外的情勢來說，巴爾幹半島鄰近的局勢（列強各國在地中海的對抗和中東的緊張情勢）也可能造成巴爾幹半島內的新衝突。以內部來說，半島巴爾幹地區內部各國間不穩定因素仍然很多，例如：希臘和土耳其因塞浦路斯問題和愛琴海諸島的歸屬關係緊張、馬其頓和希臘因國名問題發生的爭執仍沒有結果、希臘和阿爾巴尼亞之間因少數民族問題而潛伏危機和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聯盟之間存在著科索沃問題等，要如何處理好上述問題直接關係著巴爾幹半島地區的穩定，以下分別依各個國家相關關係及所做的努力加以介紹。
（一）南斯拉夫

在巴爾幹半島的國家內，首先是南斯拉夫致力於改善與許多巴爾幹鄰國（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的關係，對於因為境內的多民族性產生存在已久的民族紛爭，南斯拉夫成為促進巴爾幹半島國家合作的領導者。在上述的認知之下，南斯拉夫做了以下幾點的努力：第一，南斯拉夫希望藉由歐洲各國因地處鄰近，認為巴爾幹半島的安定與歐洲安全是脣齒相依，有相當的關係，來得到歐洲各國的力量幫助解決境內的紛爭，在另一方面，南斯拉夫並認為消除中東的其他地區和地中海才能使巴爾幹半島地區有持久的穩定。第二，有感於蘇俄對於巴爾幹半島的侵略野心，南斯拉夫極力加強與羅馬尼亞的關係，希望能合作，對於共同的安全利益而努力。

（二）羅馬尼亞

所有國家之中，羅馬尼亞最展現出對與南斯拉夫關係和多邊關係的努力，主要是為了反對蘇俄，因為如果羅馬尼亞的態度是與蘇俄親近，這對於南斯拉夫的安全是一種威脅，因此這兩個國家感受到他們彼此之間安危與共的情況，互相願意合作，然而這兩個國家所採取的方式不同，羅馬尼亞希望強權國家（美國和蘇俄）能表明維持巴爾幹半島地區和平的態度；而南斯拉夫則對於多方面的合作較沒有興趣。

（三）保加利亞

在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的關係上，主要的爭執在於對於馬其頓的民族問題，保加利亞認為馬其頓人是保加利亞的民族，保加利亞雖然願意放棄對馬其頓領土的野心，並在政治上承認馬其頓是南斯拉夫的，可是保加利亞對馬其頓的野心仍然存在，在民族問題難解的情況下，南斯拉夫擔心與保加利亞的馬其頓問題仍存在，對於巴爾幹半島地區安全是一個紛爭的因素。

（四）其他國家

    在其他國家方面，希臘也是對合作強而有力的支持者，在1975年8月希臘建議召開一個討論能源、交通、觀光、文化等各方面合作的副部長級巴爾幹國際會議，雖然會議召開之後，因為各國保守的態度並沒有太大的成效，但此會議仍成為重要的創舉，成為之後合作的開端。在土耳其方面，土耳其因為只是名義上的巴爾幹半島國家，對於相關事務不太注意，一直到土耳其入侵塞島使得土耳其發現身處於孤立的情況，從此土耳其增加了對巴爾幹半島事務的關心。而阿爾巴尼亞也因為國際情勢的轉變，從守舊逐漸轉向與外界合作。

（五）小結

    從以上我們可以知道巴爾幹半島國家對於密切合作，以及區域主義想法的成長，但因為前面提到的紛爭因素，成為了發展安全體制的障礙。從以上我們知道半島內各國的努力，但是從政治層面來說，不外乎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任何的結合都展現出參與國各種不同的為了利益而結盟，因此，最新的期望主要是在非政治的方面經濟、交通運輸和觀光等方面，來增進區域間的合作。

2、 國際上各國和國際組織解決紛爭之嘗試

（一）歐盟方面

1、嘗試解決紛爭方法

在以上的情況下，歐盟仍嘗試以以下兩個型式來減少並解決巴爾幹半島紛爭：

（1）東南歐穩定公約

東南歐穩定公約（Stabiliy Pact for Southeastern Europe）的背景開始於在歐盟的提議，邀請了相關國際組織和相關國家參加1999年6月在德國科隆舉行的歐盟高峰會以及薩拉耶佛舉行的國際高峰會共同制定了「東南歐穩定公約」。此公約不同於歷史上以大國為主的調解方式，而是邀請了與巴爾幹紛爭有相關的各國參加會議，希望藉由「幫助者」和「被幫助者」互相溝通達成共識。此公約成為國際社會集體協助東南歐地區的合作方式，希望能完成在十年前就應該做的工作，因此公約的制定完成，是國際體系多元方式運作的一個開端，具有深刻的影響。

公約目的希望透過國際社會的協助，解決東南歐國家發展結構性的弱點與問題，來加速此地區長久的和平和民主化，尊重人權及經濟福利發展，使不同民族能和平共存，達成整個區域的穩定。因此為了達成以上這個目的，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是終止或者避免這個地區的衝突和緊張狀態，於是藉由原有的國際組織為實施的機制，簽訂雙方或多邊的協定，並以各國內部存有的組織來解決現在存在的衝突問題，這是可行的方式。

實行內容分成以下三點：第一，是民主政治的實踐，具體的方式是成為有法治的國家、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以及進行公平公開的選舉。第二，在經濟上，維持市場經濟體制架構之外，透明有效的貿易和資本市場的擴大以及促進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是努力的目標。第三，社會穩定和難民安置問題。恐怖主義、組織犯罪和戰爭中的迫害方式都是不被接受的。公約進行以全東南歐地區為主以及剛結束戰事的科索沃地區。「東南歐穩定公約」是歐盟新巴爾幹政策的主軸，將原本不穩定的國家，轉化成為「歐洲家園」整合過程中的努力。

在科所沃的事件上，希望將巴爾幹國家納入北約和歐盟範疇，是歐盟各國和美國早就想達成的目標。科索沃危機爆發之後，西方各國加快了與南聯盟鄰國制定協調的步驟，以有條件地從經濟上援助巴爾幹半島國家就是「東南歐穩定公約」重要的一步。

「東南歐穩定公約」執行的時程，在1999年7月30日，第一次的高峰會議在波黑首都召開，除了南斯拉夫聯盟以外的所有東南歐國家、歐盟國家、美國、俄羅斯、加拿大、日本等4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都出席了會議。會議的目的主張了一項聲明，要求防止發生難民危機和新的戰爭。這次會議最重要的議題是制定重建巴爾幹計劃，宣示了促進東南歐和平、安全與繁榮的目標，要求建立一個「不可分割的、民主的與和平的歐洲」。但這次會議卻以南斯拉夫聯盟總統米洛塞維奇拒絕《東南歐穩定公約》的基本原則，將南斯拉夫聯盟排除在外。

之後的第二次及第三次會議，逐漸訂出了內容及執行目標。第二次《東南歐穩定公約》會議在羅馬尼亞首都舉行，時間是2000年10月25日至26日，在這次會議中，南斯拉夫終於被正式接納為該公約全權成員國。 第三次會議於2001年10月25日至26日，「東南歐穩定公約」成員國在同一地點舉行，與會者就以下幾點：加強經貿合作、武器走私、非法移民等問題展開討論來達成共識。

（2）區域性行政管理

區域性管理從1993年9月德國建議各國應討論在波士尼亞南邊的城市莫斯塔（Mostar）設立歐盟管理機制開始，主張作為未來歐盟協助巴爾幹地區人民和平共處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歐盟各國外長也決議將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架構下採取共同行動，於是透過財政補助方式。

    實際實行之後有相當的困難，例如在財務管理的狀況，會出現補助款編列不及使得運用無法及時；另一方面則是歐盟行政管理機構和西歐聯盟的事務管轄權互相不協調，造成行動無法一致的情況。從上可知，歐盟第一次建立行政管理機制沒有達到相當的成功，但首次的經驗值得鼓勵和參考。

2、無法有效解決因素

歐盟對巴爾幹衝突的影響和評估，在實際的情況下，歐盟無法有效制止衝突，有以下的相關原因。

    面對巴爾幹半島的紛爭，歐盟會員國各有各自的國家利益考量下，「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根本無法實行，各個國家利益仍是主導國家行為最主要的依據，一旦歐盟整體利益和國家利益有所不同時，國家利益超過歐盟整體利益，造成難以實施的問題。歐盟各國低估南斯拉夫內複雜的情況，遠超過歐盟大部分會員的估算，使得問題發展到最後的階段，未及時制止，並且各國之間存在不同的意見，例如：在面對巴爾幹的紛爭時，英國和德國支持不同的民族，
但都希望巴爾幹半島各國自行解決紛爭，不想以武力介入，採取消極的態度；法國則堅持應由歐洲國家解決，反對美國介入，由以上可知，歐洲各國面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態度不同，而實際作為也是無法協調，缺乏解決問題決心。

    在以武力介入方面，馬斯垂克條約中希望讓西歐聯盟成為歐盟的防禦部分，並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歐洲的一個支撐點，但是並非所有歐盟會員國都是西歐聯盟的會員國，兩者的組織架構不同，運作上有不容易克服的地方，真的要動員武力有實際上的困難，因此西歐聯盟只扮演了溝通、諮詢的角色。

（二）其他國家及國際組織態度

    其他國家以美國為主，在美國的態度方面是消極的，美國認定南斯拉夫戰亂是歐洲內部事務，和美國國家利益沒有直接關係而不願意派出武力。對美國而言，在內部方面因為輿論的壓力和經濟問題；對外則是美國希望藉由巴爾幹的紛爭平衡勢力減少德國勢力在巴爾幹地區擴大，另外對於與俄國的關係，美國若以武力介入紛爭將會影響到美國支持的葉爾欽政權的地位，由以上幾點原因來看，美國採取了消極的態度。

    國際組織方面則是因為層級不明，或者是關係重疊造成沒有明確的功能劃分，可能會有同一批軍隊受不同國際組織的指揮，或各國政府不同層級的限制，在這樣綁手綁腳、互相牽制的情況之下，執行事務無法有相當的效力。

伍、目前狀況與未來展望

    在目前狀況方面，以南斯拉夫聯盟為例，前南斯拉夫共和國是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之後在民主化的聲浪之下，共產黨因為內部民主化的浪潮而分崩離析，不是變更內部，就是另立一個新的黨派，此時紛紛形成許多黨派。此時南斯拉夫聯盟的民主政治發展有兩個原因影響：第一個原因就是「民族主義」，在前南斯拉夫共和國時期為一黨專政，政治上充滿壓抑，民族主義者若有所行動會受到相當程度的壓制，到了南斯拉夫聯盟時代，爲了減少採取一境內民族劃分行政區域的方式，又因為採取民主的形態，自然會給予民族主義者相當程度的自由，如此一來，一些人數較少的少數民族就希望把握機會爭取脫離、追求獨立，例如：科所沃的阿爾巴尼亞人、馬其頓人、斯洛文尼亞人等，這無疑對境內的多數民族的領土和主權是一個挑釁，企圖以武力鎮壓，由此民族問題再次成為爭端的來源。在第二個原因方面，取決於執政的政治人物想爭取職位的權力的野心，這些執政者大多也是以民族主義情結為操作的籌碼，當中使用的最得心應手的以米洛塞維奇最為厲害，爲了得到權位，對內他敢以民族主義為號召，以追求塞爾維亞利益的口號來拉攏塞爾維亞人，挑起民族的情勢；對外則以此為國際社會擔心緊張的因素，藉此得到相當利益。

    由上可知，雖然此時巴爾幹半島國家情勢的發展，努力朝向自由民主的方式邁進，但在以上各較少民族和政治人物以民族主義為方向的利用局勢，將會使國家再次不穩定，走向紛爭的局面。

在巴爾幹國家會議方面，從1991年前南斯拉夫共和國解體和1992年4月波黑戰爭爆發後，巴爾幹國家就區域合作問題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也是首次在沒有外來勢力介入的情況下，為消除巴爾幹地區爭端而召開的一次歷史性會議。於是在1997年11月3日至4日，第一次巴爾幹國家高峰會議 (Balkan Summit) 在希臘克里特島舉行，會議中發表了一項聯合聲明，強調八國政府決心以國際法及聯合國憲章為準則，在和平、安全、睦鄰友好、穩定和平等互利的目標內加強區域合作，合作將巴爾幹半島建設成一個合作與繁榮的地區。聲明說：『巴爾幹半島國家將加強在基礎設施、能源、交通、通訊、科技教育、文化和體育等領域的合作，並將在打擊毒品走私、非法移民和恐怖活動方面協調行動，認為文化與宗教的差異不應成為對地區合作與安全的威脅，而應被看成鼓舞力、創造力及推動力』。會議還決定，八國外長今後將每年至少舉行一次會議，進行政治協商，來促進這一地區在穩定與安全問題方面的合作。在這樣的局勢之下，希臘和土耳其兩國總理會面後表示，雙方同意透過繼續接觸與政治對話來逐步消除彼此間的分歧；南聯盟總統米洛塞維奇和阿爾巴尼亞總理納諾也舉行了四十年來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首次會面。

之後各次的會議時程達成了不同的內容和目標。第二次巴爾幹半島國家高峰會議於1998年在土耳其舉行首長會議。第三次巴爾幹半島國家高峰會議於1999年7月29日在波黑首都舉行首長會議，它是第一次《東南歐穩定公約》首長會議的組成部分。第四次巴爾幹半島國家高峰會議於2000年10月25日，在馬其頓首都斯科普裏舉行非正式首長會議，並得到歐盟的支持。馬其頓、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聯盟、羅馬尼亞等五國總統以及希臘和土耳其總理參加了這次會議，波黑和克羅地亞的高級官員則是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除此之外，東南歐穩定公約特別協調員、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及歐盟官員出席了會議，會議主要議題是巴爾幹地區局勢及合作進程問題，這次會議在討論科索沃地區地位問題時出現了嚴重分歧。會議透過一項聯合聲明，承諾各國將本著平等、相互諒解和睦鄰的精神，為解決過去遺留的所有問題而繼續進行建設性合作。

最近一次巴爾幹半島國家高峰會議於2001年2月23日，在馬其頓首都斯科普裏舉行首長會議，本次克羅地亞以觀察員身份與會。會議原定的主題是討論地區經濟合作，尤其是能源合作以及如何吸引外資的問題，但由於此時科索沃以及塞爾維亞南部地區局勢緊張，會議於是仍討論地區安全與民主前景、東南歐地區的穩定等問題。會議透過一項聯合聲明，聲明說：「巴爾幹半島地區在經歷了十年的戰爭和衝突之後，現在具備了實現本地區經濟和社會進步的共同目標的可能，希望透過地區經濟合作的行動計劃，規定了地區合作的優先領域」。本次會議的貢獻是吸收波黑為東南歐穩定公約正式成員，恢復南斯拉夫的東南歐穩定公約成員資格而馬其頓也和南斯拉夫簽署了邊界協定。

陸、結論

    關於如何解決巴爾幹半島紛爭有許多探討和努力，如本文內容所討論。要解決爭端，應該先了解關於紛爭的諸多複雜因素，在這些相關因素中，尤其是民族主義更是最難解問題，對於狂熱、激進的民族主義份子而言，沒有理性的達到他們要的訴求遠比任何協調討論才更是他們想要的，這造成了武裝衝突不斷在巴爾幹半島出現。關於解決類似爭端，較樂觀者會認為會有一定的解決方法、設立何時達到何目的的時程
或是當紛爭發生時，先停止戰爭之後坐下來和平的協調討論，以上這些方式可能可以達到某些程度的效果，但本文認為除了民族主義以外，大多是爲了利益而產生的爭執，因此若能找出對各方都達成利益的平衡，給予利益得到互惠，相信能有效的減少紛爭。

    在巴爾幹半島國家中，有三個因素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就是之前提到民族問題，在這些複雜的民族之間，互相是否會再度挑起民族主義仇恨，是紛爭是否再次發生的重要因素；第二，這些國家的政治情況是否真的達到民主，各國民主化的程度不一，仍是值得注意的部分；第三，就是經濟問題，能達到經濟穩定，自然可以減少紛爭發生，關於以上幾點加以改善，希望能記取歷史教訓，邁向一個更和平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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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與美國在科索沃事件外交立場之比較

廖玉穎

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研究生

【摘  要】

巴爾幹半島種族衝突是存在久已的問題，而南斯拉夫共和國的自治省科索沃發生種族衝突，主要是境內塞爾維亞與阿爾巴尼亞民族在歷史因素與文化上有嚴重差異，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為防止科索沃獨立採取鎮壓及種族淨化政策，招致北約軍事干預。歐盟與美國在處理科索沃問題上有其考慮因素與利益關係，該如何從中取得平衡，並避免類似之種族衝突的加劇。
關鍵詞：族國主義者、科索沃事件、種族衝突

1、 前言

巴爾幹半島因種族、宗教、語言、文化錯綜複雜，素有「歐洲火藥庫」之稱，該地充斥著不同種族、敵對的宗教信仰以及數百年來歷史恩怨。
在兩次世界大戰後，南斯拉夫雖然在強人狄托（Josip Broz Tito）鐵腕統治之下，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出現激烈的衝突，但隨著東歐蘇聯共產勢力的瓦解及冷戰結束，使得存在已久種族衝突問題又再度爆發。而本文討論的科索沃（Kosovo），由於該國處於巴爾幹半島幾個情勢都不穩定的小國間，任何動向都會影響到巴爾幹整體情勢的安定，如果巴爾幹半島是歐洲傳統的火藥庫，科索沃就是火藥庫的核心。

科索沃為南斯拉夫南部的一個自治省，由於南斯拉夫內政問題演變成國際問題，招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簡稱北約）進行武力干預。科索沃事件原為歐洲事務，對歐盟而言，前有波士尼亞之例，照理說處理科索沃問題上應有其良好的危機處理應對措施或一系列政策，但歐盟處理科索沃事件卻無法發揮一定之成效，導致北約未經聯合國授權而直接對南斯拉夫採取武力攻擊。

2、 種族衝突

族群衝突是國際政治探討的重要議題之一。根據學者Gurr及Harff之研究，目前族群衝突主要分為四種類型，每一種類型都有其獨特意義，包括（1）族國主義者（Ethnonationalists）；（2）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s）；（3）社群競爭者（Communal Contenders）；（4）族群階級（Ethnoclasses）。

族國主義者，大抵指涉一群地區集中的民族，曾經有一段政治獨立和自治歷史，而今重新尋求獨立或擴大自治範圍的行動。若他們所希望的是完全獨立，則可以稱為分離主義者；原住民是指某區域內被征服的原始居民後裔，通求共同政治目標的過程；社群競爭者則是在多元社會中出現（成員）要分享更多的政治權力而產生競爭。且因社群競爭者的主要為政治訴求，並不是追求自治權力，是想要求在現代國家的中央政府體制中分享應有統治權力。
族群是指有共同經歷與文化特徵的人民組合，分享著獨特與恆久的集體認同。不管是自己認定，或是由別人認定，大都或多或少有以下共同特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語言、外貌、居住區域、傳統職業與被不同文化民族征服或壓迫的共同歷史。
本文所探討科索沃地區阿爾巴尼亞裔人，要求重新尋求自南斯拉夫獨立或擴大自治範圍所產生之衝突是屬於族國主義者。

3、 科索沃事件的歷史地理與人口背景

1、 南斯拉夫地理環境與人口背景

（一）南斯拉夫歷史與地理簡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南斯拉夫聯邦於一九二九年成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係由塞爾維亞（Serbia）、蒙特內哥羅（Montenegro）、斯洛維尼亞（Slovenia）、克羅埃西亞（Croatia）、馬其頓（Macedonia）、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Bosnia-Herzegovina）等六個共和國，以及科索沃、弗依弗丁納（Vojvodina）兩自治省組成，其主導權向來由塞爾維亞控制。
而科索沃亦被納入前南斯拉夫聯邦之中，不過擁有自治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ㄧ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宣告成立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一九六三年改稱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二年，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馬其頓四個共和國相繼宣佈獨立。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南斯拉夫議會通過新憲法，宣佈塞爾維亞和黑山兩共和國聯合成立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FRY，簡稱南聯）。

現今南斯拉夫地理位置是位於歐洲巴爾幹半島的中北部。西部與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接壤，北部和東北部同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為鄰，東部與保加利亞交界，南鄰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

（二）南斯拉夫種族分佈

根據一九九九年的估計，南斯拉夫人口總數為一千一百二十多萬人，是多民族國家，其中百分之六十二塞爾維亞族血統，百分之十六為阿爾巴尼亞族人，百分之五為黑山族（全名黑塞哥維那），百分之三為匈牙利族人。官方語言為塞爾維亞語，主要宗教是東正教。
塞爾維亞人視科索沃為宗教戰爭聖地，在一三八九年時被卾圖曼土耳其帝國（The Ottoman Turkish Empire，以下簡稱土耳其）的穆拉德ㄧ世（Murad I, 1360～1389）在科索沃大敗巴爾幹諸國聯軍
，塞爾維亞在科索沃立場上不承認阿爾巴尼亞的歷史主權說，
因此在科索沃歷史的認知面，雙方也各有堅持。

2、 科索沃的歷史地理

（1） 科索沃簡介

科索沃是前南斯拉夫塞爾維亞共和國的一個自治省。長期以來，科索沃分離份子一直要求成立「科索沃共和國」，並與阿爾巴尼亞合併。八○年代，科索沃局勢動盪不安，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

科索沃為塞爾維亞族發祥地和政治文化中心，十四世紀末，土耳其帝國擊敗塞爾維亞，予以併吞，在以後數世紀，塞爾維亞人離開此地區，阿爾巴尼亞人蜂擁而至，成為科索沃主體族群。科索沃境內百分之九十居民為阿爾巴尼亞裔，不學習說塞克語，且信奉是伊斯蘭教而非希臘正教。
（2） 地理位置

科索沃位於塞爾維亞共和國的西南部。科索沃西部與同屬南斯拉夫聯邦的蒙特尼哥羅共和國交界，西南部與阿爾巴尼亞接壤，東南部則和馬其頓交界，總面積約為10887平方公里，首府為埔里斯提那（Prishtina）。

就科索沃地理位置探究，可以發現其位居於鄰近巴爾幹半島的中心位置，四周群山環繞，形成天然屏障，並位於歷史上兩條主要道路的關鍵位置，其中一條是可通往阿爾巴尼亞西北方的貿易重鎮塞克達（Shkodra），另一條是長距離的道路，向西可以通到亞德里亞海(Adriatic Sea)沿岸。

如果控制科索沃便可以進入波士尼亞與阿爾巴尼亞，也可控制塞爾維亞經由馬其頓通往愛琴海的道路，因此控制科索沃就等於控制巴爾幹地區，這也証明為什麼當初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要進入巴爾幹半島就先攻佔科索沃，因為土耳其一直認為科索沃為最關鍵地區。就像一六八九年時，奧匈帝國就先控制科索沃後，再進一步占據波士尼亞，所以科索沃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早期科索沃是農、礦業發達，經濟發展良好富庶之地，使得科索沃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3） 宗教信仰

塞爾維亞人主要信奉東正教，期間雖有短暫時間動搖，但一直到土耳其統治時期，伊斯蘭教傳入才慢慢的改變科索沃居民的信仰。
土耳其在一四五九年正式兼併塞爾維亞，對於巴爾幹半島國家而言，受到土耳其統治是一種屈辱，這也是巴爾幹地區第一次受到外族統治。在土耳其統治巴爾幹半島的早期，所採行政策在宗教上十分寬容，一開始並未強迫人民信奉伊斯蘭教，也未禁止其它宗教，只是其它宗教成為次級體系，地位在於伊斯蘭教下，這也使塞爾維亞信奉的東正教得以延續。

土耳其到一七一六年，奧國的天主教力量投入戰爭後，才開始反對天主教，但是卻已經逐漸改變科索沃的信仰結構，使科索沃的主要信仰也由東正教轉變為伊斯蘭教，造成後來居住於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裔改信奉伊斯蘭教，和塞爾維亞信奉的東正教不同，使得宗教問題是造成科索沃事件的因素之一。

（4） 種族
巴爾幹地區由於所居住的族群眾多，各族群利益不同，常常有所爭執。所以每當巴爾幹半島發生衝突事件時，族群問題通常為衝突的重要因素。科索沃人口約兩百萬，其中百分之九十為阿爾巴尼亞族人，其他多為塞爾維亞人，另外有少量的黑山人、波士尼亞人和馬其頓人。但是早期居住在科索沃地區，主要的族群是塞爾維亞人，阿爾巴尼亞人是後來才移居到此，在歷史上科索沃的人口結構有著很大的變化。

4、 科索沃事件的歷史背景與近因

一、背景

如同前節所述，科索沃是歷年來是民族、宗教較為複雜的地區，對塞爾維亞與阿爾巴尼亞人來說，科索沃都是個極為重要的地方。直至十五世紀前，塞族人與阿族人在科索沃和平共處了數百年，甚至在一三八九年與土耳其進行的科索沃之戰中還曾並肩作戰。但在後來土耳其的統治當中，皈依伊斯蘭教的阿族人藉助土耳其之力對塞族人進行迫害，並將東正教教堂改為清真寺，塞阿兩族結怨從此開始。

南斯拉夫聯邦的建立，其間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但科索沃的阿族一直處於受壓制的地位。在「大塞爾維亞主義」盛行時期，阿族人屢屢遭到鎮壓，兩族之間的隔閡加深，形成難以化解的民族宗教仇恨。

一九六八年，科索沃的學生舉行大規模示威活動，首次要求自治，並喊出成立「科索沃共和國」的要求。
在狄托時期，賦予科索沃很大的自治空間，尤其到了一九七○年代，南斯拉夫頒佈新憲法後更是明顯，根據新憲法，塞爾維亞分為三個憲政單位，塞爾維亞是加盟共和國的地位，科索沃和弗依弗丁納定名義上是塞爾維亞的自治省，實際上的權利與義務卻無異於其它加盟共和國。更重要的是，這兩個自治省有權否決塞爾維亞邦憲法修正案，但是塞爾維亞卻無權干涉這兩個自治省的內政。
所以嚴格來說，在於狄托統治下，科索沃是享有很大的自治空間。一九八○年狄托逝世之後，南斯拉夫失去一位權威性領導人物，科索沃民族勢力迅速的抬頭，阿爾巴尼亞族與塞爾維亞族關係迅速的惡化。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當時擔任塞爾維亞副書記的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在巡視科索沃後，宣示充滿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言論，廣受塞爾維亞人歡迎，之後成為塞爾維亞總書記，因此塞爾維亞對科索沃問題的態度轉趨強硬，並意圖改變一九七四年的憲法，造成塞爾維亞統治權分散。一九八九年米洛塞維奇成為塞爾維亞總統後，塞爾維亞在處理科索沃族群問題的態度就更加強硬。

塞爾維亞為壓制阿爾巴尼亞民族主義的蔓延，相繼關閉阿爾巴尼亞語的媒體、學校，更把所有學校課程改成塞爾維亞的系統，塞爾維亞的行為只是為掌控科索沃，其實並不能徹底解決科索沃的族群問題。這些措施可說是單方面的採行高壓的手段，就算塞爾維亞成功控制科索沃，阿爾巴尼亞裔民眾卻不能接受，總有一天問題還是會重新爆發出來。

一九八九年，塞爾維亞共和國總統米洛塞維奇通過修憲，收回科索沃大部分的自治權；一九九○年七月，塞爾維亞共和國議會，解散主張分裂的科索沃議會並徹底收回其自治權，以維護南聯的統一，而科索沃的阿族人則強烈反對。
一九九一年，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成立「科索沃共和國」，隨後並建立自己的政府和議會，並拒絕承認塞爾維亞共和國政府任命的合法權力機構。
一九九二年所成立「科索沃共和國」立刻得到阿爾巴尼亞的承認。阿爾巴尼亞的公開支持科索沃的獨立運動，造成科索沃民族問題日益激化。

南斯拉夫內戰爆發，原屬南斯拉夫之斯洛維尼亞及克羅埃西亞先後宣佈獨立。
一九九五年有關前南斯拉夫波黑問題（波士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戴頓協議（Dayton Agreement）簽訂後，內戰期間一直保持低調的科索沃，其阿爾巴尼亞裔政治領袖非常清楚意識到，塞爾維亞人不可能放棄該省以及該地區古老的塞爾維亞東正教教堂，於是自一九九七年起，主張分離的阿爾巴尼亞裔游擊隊開始對塞爾維亞的警察局與公家機關展開攻擊，而塞爾維亞也展開鎮壓行動。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科索沃解放軍（UCK）
襲擊塞爾維亞警察，造成四名警察和十六名阿爾巴尼亞裔人死亡，導致塞爾維亞派軍隊入科索沃鎮壓，造成流血衝突，引發科索沃危機。

二、科索沃事件之敘述

科索沃事件發生，是因米洛塞維奇有計劃將阿爾巴尼亞人逐出國境，之所以會如此做，是依據塞爾維亞人與阿爾巴尼人在科索沃的關係史。爲要達成此目的最簡單及迅速解決方法就是種族清洗，以武力鎮壓，並實施「種族淨化」迫阿裔離境，還原科索沃一塊種族乾淨地，加上米洛塞維奇表明堅定立場，反對任何國家企圖將科索沃問題國際化，但科索沃族群衝突已經影響到週邊國家的安全。於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1160（1998）號決議，決議中明白表示接受六國聯絡小組（Contact Group）
和歐洲安全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OSCE，簡稱歐安組織）的建議，對南斯拉夫採取禁運行動，安理會在決議中也表示科索沃是擁有自治權和自治省的地位，而且仍屬於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此舉除企圖讓米洛塞維奇接受國際調停，也同時表明國際社會不支持科索沃獨立的態度。
但米洛塞維奇仍然拒拒國際勢力介入，因此米洛塞維奇宣稱南斯拉夫經過公民投票後，南斯拉夫民眾不同意接受國際介入調停科索沃問題。

西方國家不排除使用武力解決科索沃事件，但先決條件是如果無法透過外交手段，化解科索沃的族群衝突危機，就需要採取軍事行動去解決，不過此時西方國家主要採行以戰逼和的策略，希望南斯拉夫能儘快接受西方所提的和平方案，並非是要立即採行武力。
除此之外，歐安組織通過218號決議，決定在科索沃和阿爾巴尼亞邊境設置觀察站。
這些都顯示國際社會意識到科索沃族群衝突的嚴重性，是否太晚？
但於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五日發生拉恰克（Racak）村莊屠殺事件，有四十八名平民喪生，爆發出阿裔遭塞爾維亞安全部隊集體屠殺事件，震驚國際社會。歐安組織觀察團團長華克（William Walker）對拉恰克村的聲明發表之後，美國等西方國家借機發難。
美、英、法等國紛紛譴責南聯的「暴行」稱塞爾維亞員警部隊的行動嚴重破壞一九九八年十月達成的有關停火協議。加上南國總統米洛塞維奇下令驅逐歐安組織科索沃停火監督團的美籍團長華克，北約組織與南斯拉夫的關係陷入緊張僵局。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未經聯合國的授權下，對南斯拉夫一個主權國家發動軍事攻擊，使主權原則再度遭受嚴重威脅。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北約盟軍宣稱為人道主義而戰。北約組織秘書長索拉納（Javier Solana）向北約組織聯軍最高司令克拉克將軍（General Wesley Clark）下達空中攻擊南聯的軍事行動命令，這是北約組織成立五十年來首次決定單方面向一主權國家攻擊。晚上八時（台北時間二十五日凌晨三時）展開第一波空襲行動，轟炸南聯，當天北約組織向南聯出動四百二十架次飛機大規模空襲五十多個軍事目標，這可以說是北約組織近三十年來第一次對主權國家主動攻擊。
而三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九日中持續七十八天的空襲行動，造成數十萬阿裔難民逃離家園，南國經濟損失約六千億美元。
在空襲這段期間，南斯拉夫宣佈與美、法、德、英、阿爾巴尼亞斷絕外交關係。米洛塞維奇曾宣佈片面停火，但北約堅持南國必須接受所提的五項停火條件。四月中旬南斯拉夫拒絕聯合國的和平計畫，反而與俄羅斯提出和解計畫。此段期間北約的誤炸事件頻繁不斷，聯合國國際刑事法庭以謀殺等違反人道罪名起訴南斯拉夫總統米洛塞維奇，這是國際刑事法庭首次以戰犯罪名起訴一位現職的元首。南斯拉夫總統米洛塞維奇表示願意接受八國和平協議，並於六月三日宣佈此決定，最後北約與南斯拉夫達成協議：南國軍隊於十一日內撤出科索沃省，北約停止空襲。

聯合國十五國組成的安理會，表決和平方案，以十四比○通過；其中中共因為使館被炸、不滿北約空襲行動而棄權。南斯拉夫聯邦塞爾維亞正規軍與特警部隊自科索伏撤出。

5、 美國與歐盟在科索沃事件中採行的外交策略

科索沃引起歐洲國家緊張與不安，由於前兩次世界大戰之教訓，使歐洲經濟落後幾十年，因此它們希望能藉由「歐洲整合」，使歐洲大陸國家能有休戚與共的心理，避免自相殘殺的錯誤重蹈覆轍，但是科省動亂可能加劇種族間的分離主義，影響歐洲的安定，例如：若科省境內的阿裔人民獨立，之後與阿爾巴尼亞結盟，如此一來也許助長馬其頓內五分之一阿裔人民的分裂傾向，或希臘北部三十萬阿裔也可能參與所謂的「大阿爾巴尼亞」圈。

科索沃爭端受到國際重視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塞爾維亞迫害科索沃境內阿爾巴尼亞裔居民的事例及嚴重程度逐漸升高，南斯拉夫對科索沃省阿裔人民的血腥殺戮，使國際社會回想起一九九二年三件波士尼亞獨立事件中，南斯拉夫所採取的武力鎮壓行動，造成二百五十萬流離失所的難民，加上晚近種族衝突中，阿裔居民包括婦孺在內頗有死傷，此種現象不僅激起國際公憤，同時勾起國際社會關於波士尼亞內戰中種族清洗罪行不快回憶。
國際社會決定及早採取行動，減輕平民傷亡。北約組織秘書長索拉納表示，「不容一九九一年在波士尼亞發生的悲劇重演。」第二，出於自利動機，西方國家試圖妥善處理科索沃問題，避免科索沃成為點燃「歐洲火藥庫」的導火線，而一旦危機升高，外國干預與危機擴散的可能性不容忽視。

1、 美國之立場與角色

（一）美國與巴爾幹

南斯拉夫危機爆發時，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抬頭，因而，儘管南斯拉夫危機不斷升級，但美國一直「放手」讓歐盟自行處理。但在波黑戰爭爆發之後，美國在一九九三年以預防波黑衝突蔓延至馬其頓為由，派出兩百名美國士兵進駐馬其頓，這標誌著美國開始直接介入巴爾幹事務。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又在美國的壓力下，南聯總統米洛塞維奇、克羅埃西亞總統杜季曼（Franjo Toudjman）和波黑總統伊澤特貝哥維奇簽訂實現波黑和平的戴頓協定。為順利執行戴頓協定、進一步鞏固東南歐的和平形勢、恢復經濟，一九九六年底，美國提出「東南歐合作倡議」。

美國對巴爾幹事務的這種從旁觀到極的介入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既是上述的戰略考慮之使然，亦與其在新美歐關係中的雙重心態有關。這種矛盾心態的表現是：既承認歐盟獨立與相對平等的地位，又不放棄美國在美歐關係中既定的領導地位。

冷戰期間，美國及其歐洲盟國面臨共同的共產集團，
但在東歐劇變、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和歐洲統合的不斷深化，致使美國的歐洲政策發生較大變化。
一九九○年十一月，美國與歐體及其成員國就雙方在冷戰後的相互關係發表一項聲明，確定美國與歐體相互關係的基本原則。
但美國並未由此而放棄長期以來在美歐關係中的美國的領導地位，並強調北約是處理冷戰後歐洲國際關係的主要機制，北約今後依然是北美與歐洲相互支援的基礎。

（二）美國初期的政策

實際上，美國早在波黑戰爭平息後便開始關注科索沃問題。一九九七年，美國就在蘊釀著被西方稱之為用以解決科索沃問題的「第二個戴頓協議」。
一九九八年科索沃危機再度加劇後，美國以強硬的態度譴責南斯拉夫，認為南斯拉夫當局一昧奉行強硬政策和使用武力造成科索沃形勢的惡化，要求南斯拉夫立即停止使用武力同阿爾巴尼亞人談判，通過賦予科索沃更多的自治權來解決危機。對美國而論，科索沃問題是一個國際問題，不能只把它看成是南斯拉夫的內政。因為科索沃問題具有爆炸性，有可能引起整個巴爾幹半島的動盪。所以，外部力量有必要對科索沃問題進行干預，必要時北約可以動用武力解決危機而無需通過聯合國的批准。美國一方面敦促聯合國解決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聯絡小組召開會議，另一方面聯合英、法、德等西方國家推動聯合國對南斯拉夫實行武器禁運和經濟制裁，同時，美國還敦促北約制定對科索沃軍事干預的計畫。

（三）美國出兵的理由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以「侵犯人權」為由，發動對南斯拉夫的戰爭。美國總統柯林頓聲稱此舉目標有三：一是表明北約支持科索沃實現和平的決心；二是制止南聯繼續對科索沃平民的進攻；三是要摧毀南聯進行戰爭的軍事能力。
表面看目標似乎非常有限，僅僅是屬於對付南聯的個案，但兩極體系結束後，世界體系一方面朝向多元化發展，一方面美國所顯示的單極體系也有明顯之趨勢。因此，美國領導北約在南斯拉夫的作為，不免讓人聯想其主宰世界霸權的企圖。

（四）美國的戰略目標：柯林頓主義

學者克雷（Klare）認為北約轟炸除對米洛塞維奇懲罰外，還隱藏美國三個更大的戰略目標：「第一，由於美國人對於今日的安全環境抱持悲觀態度，所以認為個人及國家的利益受到地區紛爭、叛亂恐怖活動、暴力犯罪及種族衝突等威脅；第二，由於美國握有全世界規模的經濟利益，所以非常關心國際社會安定與否的問題。為此，美國必須單獨或與其最佳伙伴－北約合作，共同維護國際社會的安定；第三，為確保全球的安全，美國必須在全球維持可以應付數個敵人的軍事能力。另外也要修改目前同盟國和美國的關係，讓同盟國能夠支援美國的海外出兵行動」，克雷並將此次的轟炸取名為「柯林頓主義」（Clinton Doctrine），是一種「維持區域安定的，不使不安定因素擴散的最佳手段」。

2、 歐盟之立場與角色

（一）歐盟與巴爾幹

在南斯拉夫解體引發的東南歐形勢急劇變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歐盟沒有明確和連續的巴爾幹政策（不同於對中東歐的政策）。
如果說歐盟對南斯拉夫危機有什麼政策的話，它至多是一個或幾個主要成員國東南歐地區政策的結果。對南斯拉夫解體造成的東南歐地區危機的反應和處理方式，顯現出歐盟對東南歐地區外交政策中的三個特點：第一，成員國之間的利益差異導致歐盟決策過程緩慢且缺乏前瞻眼光；第二，歐盟的共同防務與外交政策尚處於初級階段，成員國之間缺乏協調；
第三，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歐盟對東南歐的政策一直是雙邊的，而不是多邊的。

歐盟對南斯拉夫解體所引發之危機非連續性的反應導致東南歐地區的衝突未能得到及時的遏制和管理，衝突不斷升級，給相關國家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造成嚴重損失。持續不斷的種族衝突和由此引起的戰爭以及貧困化、移民潮和政治動盪，不僅威脅到東南歐地區的穩定與和平，也威脅到歐盟成員國的安全以及歐洲統合的進程。隨著戴頓協定簽訂和波黑實現和平，歐盟借此良機開始考慮如何在東南歐地區鞏固這來之不易的和平，進而從根本上解決整個地區的問題。也正是從戴頓協定簽署時才開始，歐盟開始逐步形成針對東南歐地區的政策。

雖然簽署戴頓協定，但威脅和平的因素並未減少，東南歐地區的和平依然脆弱。因此，歐盟早期東南歐地區政策的主旨在東南歐實現政治穩定與和平，基本作法由外部促進東南歐政治民主化，鼓勵前南斯拉夫地區新獨立國家之間恢復和保持正常關係並建立信任，針對加強東南歐國家的安全，防止在歐洲「後院」出現混亂。

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七年，歐洲聯盟開始以區域方式審視巴爾幹地區。一九九八年十月，歐盟正式提出「西巴爾幹」的概念，因巴爾幹是指除斯洛維尼亞以外的前南斯拉夫繼承國和阿爾巴尼亞。西巴爾幹的用法給人一種印象，似乎這些國家是歐洲之外的國家。

（二）歐盟初期對科索沃的策略

英、法、德、義等西歐國家雖然在原則上表示支持美國的立場
，但是又有他們不同於美國的「歐洲考慮」。一方面它們希望儘快解決危機，以防止引發周邊國家的問題，從而導致大規模的難民潮湧向西歐國家，為此需要向南斯拉夫施加以經濟制裁為主、軍事手段為輔的壓力，促使南斯拉夫的合作；另一方面，它們不願意在波黑問題上美國所發揮的主導作用繼續擴大到科索沃，希望將科索沃問題完全納入歐洲自己的事務中加以解決。

在一九九八年三月的倫敦會議
上，美國的強硬態度沒有得到歐洲盟國的回應，會後，西歐國家的領導人頻繁訪問貝爾格勒（Belgrade），力圖在美國插手前促成和平解決。六月八日，歐盟十五國外長會議決定對南斯拉夫實行經濟制裁。在十二日的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聯絡小組會議上，西歐大國在軍事干預問題上與美國的主張形成對立，德國、法國和英國都表示對科索沃問題的軍事干預必須得到聯合國的授權。十五日的歐盟高峰會議在譴責南斯拉夫和米洛塞維奇總統的同時，向米洛塞維奇提出四點要求：一是立即制止治安部隊對阿爾巴尼亞族平民採取的一切行動，撤出用於鎮壓阿爾巴尼亞族平民的治安部隊；二是保證國家機構在科索沃進行有效和連續不斷的監督；三是為難民和流離失所的人全部返回家園以及人道主義組織進入科索沃提供方便；四是同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領導人的談判要迅速取得進展。會議要求南斯拉夫立即按照上述要求採取行動，否則國際社會將採取更加強硬的性質完全不同的行動，包括要求聯合國安理會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規定的內容給予授權，實際上就是軍事干預。同時，讚揚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領導人魯戈瓦（Ibrahim Rugova）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危機的態度的同時，要求他明確表明拒絕暴力攻擊和恐怖活動，否則歐盟將制止境外的金錢和武器流入「科索沃解放軍」方面來發揮作用。

整體上歐盟的立場強調通過對話與合作，實現穩定的和平，但可惜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尚不夠豐富，激勵尚不夠強有力。

（三）歐盟在科索沃後的省思

科索沃戰爭後，歐洲開始認真思考北約第一場戰爭的潛在後果，美國可以隨時從巴爾幹脫身，而歐洲則不可能擺脫巴爾幹，衝突和戰爭的後果還要由歐洲承擔。這場戰爭使歐洲人意識到，歐洲不僅在政治決策，而且在軍事能力上都依賴於美國。在科索沃戰爭後，歐洲加快在北約之外建立沒有美國參與的歐洲防務聯盟計畫的實施，美國與歐洲在歐洲安全與防務上的矛盾進一步暴露。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召開的歐盟赫爾辛基高峰會議決定建立五萬至六萬人的快速反應部隊，以便在美國不願干預時歐洲能應付本地區發生的危機，這表明歐洲獨立的防務計畫的初露端倪。雖然目前歐洲還難以擺脫對美國的防務依賴，在空中力量上難以應付類似科索沃的危機，但看起來他還是著眼於二十一世紀，為二十一世紀沒有美國的歐洲做準備。
科索沃戰爭給歐洲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戰。科索沃戰爭對歐洲的教訓是：巴爾幹是歐洲的一部分，如果沒有巴爾幹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就沒有歐洲的和平、穩定與繁榮。

（四）歐盟在科索沃後對巴爾幹的努力

歐洲聯盟在冷戰後面臨著三重挑戰，一是歐盟內部的制度改革，二是歐盟向中東歐的擴大，三是巴爾幹的穩定。歐洲聯盟將中東歐視為歐洲擴大的條件，而對於巴爾幹則缺乏一種長遠的戰略。冷戰結束初期，歐洲聯盟在處理與巴爾幹關係上的記錄非常糟糕，特別是歐洲對巴爾幹國家解體、民族衝突和人道主義災難等問題手足無措，疲於應付。直至科索沃危機從根本上改變歐洲對巴爾幹的看法，歐洲開始將巴爾幹視為未來大歐洲的組成部分，從而為巴爾幹的歐洲化開闢新的前景。

科索沃戰爭後，歐盟的地區立場具有全面性，實現歐盟既定目標的手段也更加豐富。除常規的政治手段之外，更強化經濟的作用，加大經濟援助的力度。最重要的是，歐盟放棄以往在歐洲統合中不重視東南歐地區的做法，向東南歐國家昭示：同中東歐國家一樣，它們也有加入歐盟的光明前景。

歐盟的地區立場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第一，除具有與美國相同的政治立場之外，歐盟利用自身的經濟優勢，提出各種通過發展與東南歐地區國家的關係，特別是向巴爾幹國家提供經濟援助、發展經貿關係的建議和措施。第二，在科索沃戰爭之後，歐盟加快其南擴的步伐，在「東南歐穩定公約」中，明確將歐洲統合與巴爾幹的歐洲化聯繫在一起，表示東南歐國家滿足人權的基本條件，歐洲也準備吸納這些國家加入歐盟。歐盟的意圖很明顯，用正式成員國的前景督促東南歐國家鞏固和平，迅速實現政治和經濟轉型，按西歐的價值觀和制度重塑巴爾幹，使之遠離動盪和混亂，最終加入歐洲統合的主流，使歐洲真正成為統一與和平的歐洲。
由此，歐盟鞏固與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關係、並從一九九五年底起不斷提出穩定東南歐局勢（主要針對西巴爾幹地區）的倡議和地區立場，試圖通過這些措施來穩定東南歐的形勢，為歐洲統合剷除後顧之憂，並最終將東南歐地區納入到統合進程和結構中來，真正實現「完整和自由的歐洲」的夢想。歐盟先後出現的地區倡議有：魯瓦約蒙進程（Royaumont）、一九九六和一九九七年出現的兩個地區立場（政策）、一九九八年提出的對巴爾幹的共同立場、一九九九年提出的穩定和聯繫進程、以及科索沃戰爭之後由歐盟提出（其他西方國家支持）的東南歐穩定公約、二○○○年提出的東南歐夥伴關係進程等。在這當中，魯瓦約蒙進程、穩定和聯繫進程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東南歐穩定公約的影響最大。

（五）科索沃戰爭對歐盟政策的影響

在科索沃戰爭期間，德國宣導並得到歐盟支持的東南歐穩定公約正式出現，表明歐洲開始將巴爾幹納入歐洲的框架之中。二○○○年下半年，歐洲聯盟形成對於東南歐的共同戰略。

科索沃戰爭後，巴爾幹地區在歷史上首次出現歐洲化的可能性，歐盟已將巴爾幹地區歐洲化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歐盟政策的變化表現在以下方面：（1）歐盟使用「東南歐」、而不是「西巴爾幹」的提法表明歐盟承認該地區是歐洲的一部分，巴爾幹的問題是歐洲的問題，因此該地區任何可行的解決方案必須都是歐洲的解決方案；（2）巴爾幹任何的解決方案都是與歐盟的擴大相聯繫的。巴爾幹國家已被列為歐盟擴大的潛在對象。從長遠看，歐盟將把巴爾幹納入歐洲的政治、經濟和安全結構之中；（3）目前歐盟對巴爾幹同時實行兩種戰略，一是遵循區域化原則的東南歐穩定公約，二是以條件性為特徵的穩定與聯繫過程。歐盟對於巴爾幹國家的期望是首先加強地區合作，然後實現與歐盟國家的制度趨向，加入歐盟；（4）歐盟將米洛塞維奇統治的南斯拉夫排除在穩定公約之外，但歐盟重申南斯拉夫一旦實現民主化，將在穩定公約及其他與歐盟的制度聯繫中找到其位置。

考慮到巴爾幹地區國家間有著長期敵對和衝突的歷史，而且巴爾幹各國家並不具有共同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價值，因此巴爾幹的歐洲化是一個長期的進程。但是無論如何，在科索沃戰爭後巴爾幹歐洲化的可能性已經開啟，歐洲已將巴爾幹的歐洲化作為其長期戰略的組成部分。

3、 美國與歐盟之外交策略缺失

南斯拉夫發生內戰，並瓦解為五個國家，在這期間原本以為只是歐洲或南斯拉夫內部的事務，而欲經由歐洲的共同安全政策，以和平方式解決衝突的意願竟然無法達成，並先後導致聯合國與北約的軍事介入，前有波士尼亞－赫塞哥維那，後有科索沃。這兩次的危機使得有「歐洲火藥庫」之稱的巴爾幹半島又再度成為冷戰後歐洲動亂的根源，同時也使歐洲安全與穩定面臨挑戰。

其實不僅是歐洲地區有種族衝突的產生，在目前現今世界上種族衝突時無時無刻在發生，只不過有的地區是備受注目的，有些則是冷漠的對待，無視衝突情況的加劇。如何要避面其衝突的加劇，國際組織就扮演相當大的角色。

而國際組織的阻止衝突加劇的手段與策略，一般而言國際組織可以採取下列八種手段的運用，來避免衝突的發生加劇。

（一）對迫切的或逐漸升級的衝突，發布早期預警評估
；（二）呼籲該政府與其反對者（團體）共同尋求和解
；（三）譴責故意侵犯國際法的行為
；（四）對侵犯國家或政府撤銷外交承認
；（五）使用有限的和局部的武力展示
；（六）開始選擇性的使用武力
；（七）使用集體的軍事干預
；（八）建立一個過渡的、國際支持託管機制
；
畢竟一個國際組織如果能適時把握機會避免衝突危機的加劇，甚至是化解衝突的本源，這樣將能避面更多生命財產上的損失，也能維持基本的人道。

6、 結語


歷史因素所造成種族問題在巴爾幹半島是久已存在的，因各族群的雜居，彼此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更應互相包容各族之間所發生的摩擦，且絕不是採用一刀了斷方法來解決的。畢竟種族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不管是哪一個國家，都應該以種族和諧為原則，做到互相尊重，才能和平共處，謀取共同的利益。如果各族之間老是互相排擠、迫害，無不以除去對手而後快，那麼種族之間仇殺就永遠是冤冤相報，沒完沒了，國家也永遠陷於動亂之中，不僅沒有安寧的日子，也說不上建設和發展。這不只是存在著種族問題的國家應銘記在心，插足其間的強國也更應審慎行事。

對南斯拉夫這個國家而言，現今全球化時代中，每一個族群都有其優勢所在，如一昧地實行種族淨化政策，容易造成族群間衝突，反對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有更大負面影響。如果能夠接受彼此之間文化上差異，就能避免因文化衝突而產生的戰爭或暴動，才能使國家得到最好的國家利益。

阿爾巴尼亞人如能夠適著接受塞爾維亞人的文化與語言，且塞爾維亞人也同樣接受阿爾巴尼亞裔的文化與語言，本研究相信這是有助於種族之間和諧。

從另一方面來看科索沃危機，如美國、歐洲國家與歐盟及北約組織及早注意並關心科索沃問題，或許可以阻止悲劇發生或擴大。塞爾維亞對科索沃的犯罪性質與規模，很容易可以察覺出來，因美國與歐洲都掌握著有關巴爾幹豐沛的資料與情報，只要用一點點的想像力或知識，構思、如何拯救阿族人的工作，就可能避開危機的嚴重性，更何況在一九九○年代初期，西方強權力量就可令塞爾維亞大大減緩對科索沃非人道的犯罪規模，因為那時的塞爾維亞，正忙著應付克羅埃西亞及波士尼亞一赫塞哥維納分離主義之內戰問題，
會對美國及歐洲聯盟在科索沃問題方面作讓步或妥協。

所以本研究認為，如國際組織在第一階段就能有效地運用，這樣可以避免更多不幸的事情發生，但也因這一項是相當困難達成的任務，所以如何促進國際間合作，各國政府間的相互協調與共識建立，就顯得相當重要。畢竟歐盟再遇到此類事件時，如果更能主動出擊與事前預防，那樣會使衝突減少發生可能性，也能適時避免類似於種族滅絕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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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勞工政策——以西班牙勞工政策為例

游惠婷(
【摘  要】

地處歐洲西南邊陲伊比利半島的西班牙，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九年西班牙發生內戰，佛朗哥( Franco)將軍接受來自德國及義大利的軍事支援，打敗西班牙第二共和取得政權，開啟佛朗哥近四十年的獨裁統治。在佛朗哥時代，西班牙政府在失業救濟金花費甚鉅，為了失業勞工基本生活的保障的確有所幫助，但在預算排擠效應下，反而使的西班牙政府未在創造就業機會上多所著墨，使的失業狀況陷入惡性循環，而沒有根本性的解決。在加入歐洲共同體後，在歐體的幫助下，西班牙的失業率大幅降低，除了給予大量的經濟援助外，歐盟的共同社會政策影響下，西班牙的勞工政策必須有相對應的轉變，西班牙正因此在歐盟的政策壓力下，改善了原本錯誤的社會福利政策。本文欲瞭解西班牙政府如何面對這個問題，從社會福利、失業保險、失業救濟，及勞工政策、職業教育等各個層面切入，希望能從中找出解決失業問題的方法，讓西班牙可以從一九九六年的18.1％高失業率下降至最低的二００一年的10.6％，提供各界作參考而有實際成效。

關鍵字：失業率、勞工政策、西班牙、歐盟社會政策

壹、前言

地處歐洲西南邊陲伊比利半島的西班牙，一四九二年，隨著哥倫布發現新美洲新大陸，西班牙可以說是歐洲新一代的龐大帝國，美洲新大陸的航海與殖民為它帶來無盡的財富，不僅佔領了亞洲的島嶼，同時活動範圍擴張至中南美洲殖民地，部分亞洲的島嶼也被西班牙佔據；雖然如此，在一五八八年西班牙無敵艦隊為當時英國擊敗，西班牙霸權就開始動搖；在一八九八年西班牙美洲最後一個殖民地古巴獨立之後，西班牙的勢力完全退出美洲；關島(一五二一年—一八九八年)、波多黎各(一五０八年—一八九八年)、及菲律賓(一五九五年—一八九八年)也在此時割讓給美國。西班牙不得不承認其國力大衰的事實
。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西班牙發生內戰
，佛朗哥將軍接受來自德國及義大利的軍事支援，打敗西班牙第二共和取得政權，開啟佛朗哥近四十年的獨裁統治。二次大戰之後，西班牙在對歐政策上產生矛盾的情況：政治上受西歐國家的孤立
，而經濟上須要西歐國家的幫助。首先，西歐國家鮮明的反佛朗哥獨裁政權，意味著西班牙與西歐的任何聯繫，都可能威脅到佛朗哥政權的穩定，在政治的緊箍咒束縛下，佛朗哥很難突破西歐國家的封鎖。

然而美西共同防禦條約生效，西班牙答應美軍使用西班牙軍事基地以交換美國的援助，在美國財政、技術援助下，西班牙經濟快速發展，造就該國在六十年代的經濟奇蹟。五十年代期間，西歐已成為西班牙最大貿易夥伴，對西歐國家的經、貿依賴，西班牙在一九六二年提出加入歐體的申請，但很快遭到歐體內部反佛朗哥獨裁人士的拒絕，使得西班牙只能轉向歐洲經濟整合。這正是西班牙歷史上的黑暗時間。

佛朗哥政府時代，西班牙的失業率甚高，在加入歐洲共同體後，在歐體的幫助下，西班牙的失業率大幅降低，除了給予大量的經濟援助外，歐盟的共同社會政策影響下，西班牙的勞工政策必須有相對應的轉變，西班牙正因此在歐體的政策壓力下，改善了原本錯誤的社會福利政策，在佛朗哥時代，西班牙政府在失業救濟金花費甚鉅，為了失業勞工基本生活的保障的確有所幫助，但在預算排擠效應下，反而使得西班牙政府未在創造就業機會上多所著墨，使的失業狀況陷入惡性循環，而未沒有根本性的解決。

參加歐洲統合有助西班牙經濟體系現代化，雖然西班牙要付出的代價也不小
，西班牙須放棄以往經濟發展的保護措施，採取自由市場的經濟政策，以符合歐體整體經濟發展。儘管西班牙預期在加入歐體短期之內，其產業將面臨會員國內部強大的競爭，促使政府採行有效的經濟政策，使西班牙市場更開放與更具競爭力，以長遠眼光來看，對西班牙經濟體質改善有其正面的幫助。西班牙無論在經濟發展水準，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各方面與其他西歐國家仍有一段差距，在一九九四到一九九九年期間，西班牙接受來自歐盟三百四十億歐洲貨幣單位(ECU)
的援助，幫助西班牙改善經濟結構及南北經濟差異。西班牙人民普遍認為，加入歐洲統合行列，有助該國趕上歐洲先進國家的經濟水平，不管在國家基礎建設、金融貨幣體質或者是社會政策方面如失業率、社會保險等結構性問題都是層層煩冗的燙手山芋，都非常需要歐體的協助，充實基礎建設、平衡經濟結構的差異、健全金融貨幣制度與擴大就業等解決社會問題，都經由當初的歐體的大力協助，為西班牙的十年成長經濟定下厚實的基礎。

但在加入歐體的共同社會政策後，正好給了西班牙政府轉變勞工政策的契機，改善了施「小惠」式的勞工政策態度，把大部分的精力與金錢轉而改善經濟，刺激產業創新，而有大量的就業機會。在整合的過程中，以達成人員、資金、勞務以及貨物流通之最終目標，歐盟對西班牙失業問題的協助解決方針，主要表現在失業給付方面、青少年與婦女失業問題方面外，也欲尋求改善西班牙失業問題主因的對策，包括經濟成長趨緩、結構性失業問題與沈重的福利制度負擔。
當前我國經濟成長的低落影響到所有人，我們的退休金、薪資與我們的生活水平都會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工作機會、經濟成長、生活環境與適當的社會福利網絡，這些議題雖然都只是我們生活的一小部分，但這都是與我們切身相關的。希望對此加以深入研究，先從失業率相當高的原因著手，瞭解西班牙政府如何面對這個問題，再從社會福利、失業保險、失業救濟，及勞工政策、職業教育等各個層面切入，希望能從中找出解決失業問題的方法，讓西班牙可以從一九九六年的18.1％高失業率下降至最低的二００一年的10.6％，雖然相較西歐諸國失業率仍是較高的水準，但是這樣的下降的幅度，仍是令人十分敬佩且值得加以研究學習。

本文欲就西班牙降低失業率所做的努力加以研究，提供各界作參考而有實際成效。所以希望能獲得西班牙的就業情形、產業結構等詳細數據、資料，以及歐盟共同社會政策下的勞工方面走向，西班牙與歐盟在勞工問題的互動關係為何？

此外亦將透過下面各項因素，討論歐盟共同政策下的勞工政策及其影響，本文的目的如下：

一、以西班牙為例討論歐盟整體及各會員國的勞工問題。

2、 研究歐盟在共同政策下的勞工政策。

3、 研究西班牙所面對的失業問題以及其如何於過去十年改善其嚴重的失業問題。

4、 研究心得可為苦心於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各國提供實際有效的政策參考。

貳、研究方法與文獻探討

一、研究方法

本論文將係以歷史研究方法與內容分析法進行研究。

（一）歷史研究方法

所謂的歷史研究方法（historical method）是指有系統地客觀收集與客觀的評鑑與過去發生之事件有關的資料，以考驗那些事件的因、果與趨勢，並提出準確的描述與解釋，進而有助於解釋現況與預測未來的一種歷程。

本文係西班牙加入歐洲統合前之討論開分析起，對西班牙加入歐洲統合前的國力作比做綜合的評比，如國民生產毛額、政府財政赤字、國家進出口貿易數據、失業率與公共基礎設施等等，再與加入歐洲統合後加以比較相同的項目，譬如農工業就業人口比例在加入歐體後的變化、進出口產業在加入歐體後的轉換，是否有外資的進入、新技術的引進而可能帶來西班牙的經濟繁榮，進而探討是否為西班牙勞工問題與失業率帶來的效應，以及目前及未來西班牙要在降低失業率的道路上如何配合歐盟與其龐大各會國的資源配合自身的努力而更加精進，希望在本文中做出更精確的研究分析

（二）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意義：「客觀、系統及定量的敘述明確傳播內容之一種方法。」
內容分析的文件資料室極為多元化的，包括正式文件、數量記錄與其他文件，甚至包括私人之作。內容分析法重視系統性、客觀性的分類，不只分析所載的內容，尚且根據研究目的、設計假設來收集資料，予以分析結果、證實，也可能是推翻原本假設。

本論文將以西班牙官方文件、資料與歐洲聯盟的文件、資料為主要根據，輔以國內外相關歐盟與西班牙相關著作與論述，作整理、分析及歸納的工作，包括國民生產毛額、政府財政赤字、國家進出口貿易數據、失業率與公共基礎設施等確切數字的分析，以及各部門人口比例在加入歐體後的變化、進出口產業在加入歐體後的轉換，是否有外資的進入、新技術的引進的新數據前後比較，以作為西班牙參加歐洲統合而帶來國力進步的佐證。而進一步能夠改善失業問題、也使其勞動市場更加健全。

（三）研究限制

從西班牙歷經孤立到參加西班牙統合，及其對經濟與勞工問題的影響，並討論談到西班牙現今的勞工問題與歐盟各國今日經濟層面遇到困境。

由於本文涉及經濟層面甚廣，而且資料蒐集因時間與空間的差距，僅能從有限的的文獻資料作分析，且西班牙社工黨(PSOE)新總理薩巴得羅(Rodriguez Zapatero)自二００四年，所率領新政府執政能不夠長，其勞工政策還有一段摸索期間，尚無法正確評估其成效如何，所幸目前網路資訊發達，可以藉此獲得歐盟官方及西班牙官方相關數據，對本文有莫大助益。雖有上述的限制，筆者仍力求詳盡嚴謹，疏忽在所難免，希望各位師長不吝賜教。
二、文獻探討

本文將蒐集台灣國內與外國學者曾發表、撰寫的著作與文獻資料，與國內有關西班牙的論文，並利用各種網路資料庫與網際網路的資源，此外歐盟及其西班牙所出版的相關資料也是參考重點。

一、Jimeno, Juan and Toharia, Luis. Unemployment and 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 Spain.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1994.

「Unemployment and 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 Spain.」藉以西班牙失業與勞工市場僵化為研究主軸，依照時間順序分析每段時期勞工是場所面臨的問題和所產生的失業情況。依其之看法，佛朗哥統治時期獨裁地政市場運作，造成市場流動率降低，市場僵化的影響延續民主化後，社工黨政府雖然加速自由化，但是僵化的勞工市場和國際經濟危機的重創，使西班牙經濟更陷泥沼。

二、卓忠宏。在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歐洲聯盟研究論壇所發表之文「西班牙與歐洲統合」中，二００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讀西班牙與歐洲統合這篇文章時，其中針對於這篇內容提出以下四個問題來和大家分享討論之，筆者希望藉以這幾個問題提出好讓大家更明白西班牙和歐洲統合關係。

1、西歐國家為什麼排斥佛朗哥領導的西班牙參加歐洲統合

西元一九三六年佛朗哥發動軍事政變引起西班牙內戰(Civil War，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 這場內戰也影響全世界的意識型態之爭，德國、義大利兩國支持佛朗哥，提供軍事上的援助，打敗西班牙第二共和取得政權，歐美和蘇聯則選擇幫助政府軍對抗法西斯主義，但是好景不常，不久政府軍少了國際奧援之下，在西元1939年佛朗哥將軍攻下馬德里，內戰結束，開始佛朗哥進四十年的獨裁統治。戰後，佛朗哥對反對人士所實施的政治迫害，這幾乎和整個西歐國家的民主體制完全迥然不同，所以這就是為何進行歐洲統合的人不喜歡佛朗哥之原因吧！

2、佛朗哥對西班牙的貢獻為何，西班牙與美國的友好是否是佛朗哥的一手促成？

佛朗哥統治初期，在佛朗哥政權建立下，於是大量採取肅清異己的活動，一些頂尖科技人才、卓越的作家和藝術家、知識份子都被流放或暗殺，沒有文學創作自由，嚴格的書籍審查，極端的專制，使得這時期的文化變得黯淡許多然而，在其統治期間，也不完全在佛朗哥專制下都沒有供獻，一九五一年佛朗哥重組內閣，引進兩位來自教會的政治人物：擔任教育部長的路易斯希梅內斯( J. Ruiz Giménez)和負責外交的瑪爾丁( A. Martín Artajo)。其中瑪爾丁在對外開放有重要貢獻，使得西班牙孤立外交局勢有所轉變。首先，在一九五三年和教廷簽署《宗教協議》，讓佛朗哥政體在世界天主教組織中被接受。之後，同年和美國簽定軍事協約，允許美國在西班牙境內設立軍事基地，並在一九五五年在美國支持下進入聯合國組織，接著並加入其它世界政治經濟組織，讓西班牙再次回到國際舞台，因此，佛朗哥在西班牙和美國之間扮演著良好互動，進而取得很多美國的援助，這提供西班牙經濟成長關鍵的力量，這剛好與台灣早期大量接受美國援住的狀況類似的情況很相似，在美國的經貿支持、軍事同盟下，西班牙逐漸走出二次大戰後國力困窘與人民貧苦的尷尬處境。

3、為什麼西班牙要先爭取泛地中海國家支持，尤其是法國？

應該這樣來看這個問題，西班牙和法國就地理位置相鄰外，歷史上也有密切關係如菲利普四世( Felipe IV)的女兒嫁給法國的路易十四( Louis XIV)，卡洛斯三世( Carlos III，西元1759─1788年)，和法國聯合協助美洲殖民地抵抗英國尋求獨立。再加上歐洲戰後迫切需要人工，因此吸引許多西班牙人到歐洲共同市場的國家(主要是法國)工作，由此西班牙的外匯存底也增加了。然而，西班牙在針對較爭議性的議題，幾乎會先爭取地中海會員國內的支持，尤其是法國，因為在法國有許多西班牙裔的勞工和長期以來，歐盟的主要力量是法國和德國，其他國家都是跟著走，所以西班牙也不例外，常常會拉攏法國。另外法國與西班牙同屬在共同市場上獲有淨受益( net beneficiaries)的國家，在利益上有共同的目標與走向，所以西班牙會想在許多議題上先取得與法國一致的立場。

4、現今的西班牙

    歐盟的預算支出除了共同農業政策外，最大支出就是區域基金的補助(二００二年佔預算30.7%)。歐盟現有十五個成員國中，南歐三國(希臘、西班牙、葡萄牙)不論在國內生產毛額或國民平均所得都低於歐盟的標準，長期透過區域基金援助拉近南北經濟發展的差距，以歐盟二０００年到二００六年的年度預算分配，南歐三國仍是歐盟補助最大受惠國。歐盟東擴後，希臘、西班牙、葡萄牙三國經濟狀況將重新定位，從最貧窮國家升為中上水平的國家，將喪失區域補助的資格。故歐盟東擴後，西班牙最擔心莫過於預算的排擠效應，放眼二００七年二０一三年的年預算分配上，結合現有受益國(葡萄牙、希臘、愛爾蘭)，防止各項補助的權益被挪至新會員國。

三、IDS European report. Government faces hard choices on economy. IDS employment Europe. London :no.509,2004,pp.8-10

在馬德里爆炸事件被控制後，社會勞工黨( POSE)取得大選的驚奇式勝利。但缺乏國會絕對的優勢，為了組成執政團隊，他們需要獲得小檔的支援，主要是Catalan and Basque regionalist and nationalist parties。隨著巴斯克民族黨( PNV)、加泰蘭匯合黨( CiU)和加泰蘭左派共合黨( ERC)的堅持與轉型，社會勞工黨將更難獲得支援、也更難維持現在的局勢。在國際情勢上，因為西班牙政府決定撤回參與伊拉克戰爭的軍隊，而與美國政府有了重大的歧見，所以西班牙政府必須積極挽回與拉丁美洲和北美的關係。至於在歐盟方面，西班牙外交部長Morations指出，因為尼斯條約給予新闊大加入的波蘭在歐盟機構中不成比例的投票比重，西班牙願意同意這項措施，而是這項同意為「收穫」。這將使歐洲憲法協定的形成降低困難度。新政府將為西班牙的政治至少帶來一項新的改革——十六個政府部門中將有八位首長會是女性，現在有教育、發展、住家建築、環境和農業部門由女性擔任正或副首長。

負面的消息，貿易平衡的數字，二００三年有三千八百一十八萬九千九百萬歐元的入超，表示西班牙商品低競爭力的恐懼(儘管西班牙的商品價格比起他們在歐盟的某些競爭對手低了20％)，和政府沒有提供足夠的出口附加價值。

在二００四年三月通貨膨脹率跌到2.1％，這是五年來最低的水準，這部分歸因於歐元的強勢，這也減輕了西班牙在進口石油上的負擔。二００三年的總結公開報告：GDP順差平衡到0.4％的結餘，這是第一次順差的紀錄，而且從一九九五年的5％的赤字逐步穩定的改善。這大部分得歸功於服務業在這些年創造了四十三萬七千個新工作機會所帶來的社會安全收入的提升。而製造業與農業的就業機會持續萎縮。

    二００四年工業生產的下降，個人消費被保持上漲，倚靠工作機會成長的樂觀，仍可以保持成長的效應、個人所得稅的減少按較低的通貨膨脹率。這些因素將有助於因為抵押貸款而來得家庭負債。而生產設備的投資，工業生產和海外貿易應該將有所成長以回應改善的歐盟國際貿易前景，出口預測成長值將稍微限縮到2.4％，未來兩年將更成長。GDP值預計在二００五年有3.3％的成長。

對二００四年三月歐盟東擴後對西班牙衝擊的相關關注到處遍佈，與東歐同樣屬於低價值型的經濟型態的影響衝擊著西班牙，歐盟的區域與結構平衡基金調整從每年六百億歐元為每年七百億歐元也可能因為東歐國家而降低。一個研究預測到了二００七年，歐盟的區域與結構平衡基金的削減將使西班牙的GDP值下降2％。

跨國公司到西班牙增設分公司趨勢的停止，而遷移到東歐(東歐的薪資水準只有西班牙的七分之一)、中國等其餘地區是去年主要分攤勞力工作的地區。二００三年產業普遍失去九萬五千個工作機會。在過去三年因為遷移一萬個工作機會消逝，而設備效率的提升更進一步的使得五千個工作機會喪失。

在巴塞隆納( Barcelona)附近的傳統產業區、動力機械工業和紡織業尤其深受打擊。Nissan公司近來已經宣布裁減在他們加泰蘭( Catalán)廠區的六百個工作機會，Alcatel公司裁減兩千五百個工作機會、Lear公司裁減一千二百五十個工作機會、Lucent公司裁減一千個工作機會、Puigero公司裁減一千五百九十五個工作機會。

一份勞工聯盟( CC.OO)
近期所作的研究估計西班牙將在未來五年失去10％的製造業工作機會，主要可歸因於產業遷移。尤其在紡織業、製鞋業、玩具製造業與電子產品領域。沿岸的工作型態也影響著西班牙，如同電話服務的工作機會轉移到摩洛哥( Morocco)或阿根廷( Argentina)，這些成是的消費屬於西班牙第三層級。

    勞動力成長到2.7％，二００三年有一千九百萬勞動人口，其中有一千六百八十九萬人實際就業，這是十九年來最高的比例。總計二００三年有四十三萬個新工作機會被創造，其中一般來自歐盟，但有疑慮認為過去八年的工作創造率只有比二００三年縮小0.9％，只有很少工作才是長期性的工作。西班牙的勞動率在歐盟層級來說是屬於低的。

    地方性的失業率的差距仍然相當大，失業率從那瓦納( Navarra)的5.5％到安達魯西亞( Andalucia )的18.6％
，因此會產生為了尋找工作機會而非自願遷移。

    大部分新創造的工作是臨時性且低薪資。儘管暫時性工作的影響力已從一九九六年開始下降，但是有報告指出目前有30.6％的勞工仍是暫時性的就業，這個數據是歐盟平均的兩倍之多，而暫時性的工作平均只有十個工作天。目前透過派遣工作的公司的工作合約平均有二十五個工作天；每年其中只有30％到35％的勞工轉為長期性的工作。二００三年新簽訂的勞動契約只有8.7％是長期性的工作。

    以上的引述資料由歐盟執委會而來，這樣的不穩定的勞動力結構主要因為西班牙的低出生率。然而畢業生的就業情況有好轉。打工性質的工作機會佔8.2％，大概只有歐盟平均的一半，其中女性充當打工性質的工作的80％。

    現在有一百九十七萬七千九百四十四個登記的移民，大約是西班牙總人口的5％，這個數字是一九九六年的三倍，這些移民其中有三分之二來自歐盟以外的國家。這可歸咎於准許沒有登記文件的移民合法化的大赦。

    整個農業領域和建築業都依賴廉價（通常是非法）的移民勞工，他們的工資是每小時2.50歐元。在馬德里( Madrid)和瓦倫西亞( Valencia)拉丁美洲是主要的移民來源，而在加泰隆尼亞( Catalonia)和安達魯西亞( Andalucía )則以非洲來的移民為多數。

參、西班牙加入歐體前的勞工政策與國內就業狀況分析

西班牙勞動人口接近四千萬人。在佛朗哥統治時代，政治壓力壓迫西班牙進入一個封閉的經濟系統，沒有公司可以進入國外的市場，造成了西班牙勞動市場的僵化。七０年代有了重大的轉變，西班牙籍公司開始往國外做生意，鎖國政策不再，使得西班牙脆弱的經濟體質受到嚴重的挑戰，於是產生了經濟危機，而且導致了高達25%的失業率。在西班牙，有關勞工的法律體系非常落後。受僱者常常未簽訂勞動契約而提供勞務。直到今天，西班牙在歐盟國家中，仍然是高失業率國家
。

一九八二年社會勞工黨執政後，主張實行參與的混和經濟，包括公營經濟、私營經濟與合作經濟。在市場運作基礎上建立對國民收入再分配的公共機制和社會監督機制。其提出的經濟復甦方案，主要有兩項：一是改變佛朗哥政府一向主導的角色，開始從旁輔助衰退產業；二是資源分配由扶持成熟產業轉向推動新興產業。

在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間，西班牙經歷了長期的景氣低迷，除了兩次石油危機之外，還包括西班牙本身的問題，如產業結構不健全、勞動市場僵化與公共部門的效率不彰等。雖然當時政府採用產業合理化政策，幫助受衝擊較大的產業，如紡織、鋼鐵和造船工業，但是工會不配合與民間不敢承接產業調整後所負荷的風險，成效不大。此外社工黨政府除了在財政政策與勞動市場等方面持續改革，為解決嚴重的失業問題，一方面在工業革新計畫中主張裁員，以提高工作效率，於一九八三年宣布在三年內至少裁員六萬五千人，並於一九八四年又宣布裁撤國營事業中的一萬零五百個工作機會，遂引起工會的不滿。另一方面，工會對於一九七七年以來所訂定的工資規範妥協，期待能換取就業、社會安全救濟與經濟福利措施，但是勞工仍然面臨不斷萎縮的市場，以及持續下降的薪資所得，導致接連罷工事件的發生。

概括這段期間西班牙政府對失業問題提出的策略具有社會主義的色彩，此時執政的社會勞工黨具有中間偏左的政黨風格，故西班牙政府此時將大部分的重心著眼於福利措失上，大部分的國家預算用於社會福利的支出，為填補這個無底洞造成了國家沈重的財政負擔，這樣缺乏考量實際經濟情況的施政使的國家財政雪上加霜。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在這段期間並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可見要解決失業問題除了完善的福利制度之外，仍須在整體經濟架構與積極的就業輔導等多方配合下，才有可能使西班牙長年的高失業率逐漸緩和下來。

肆、西班牙加入歐體後的勞工政策之轉變

歐洲整合從歐洲煤鋼共同體開始至今日的歐洲聯盟勞工政策之形成是一個相當漫長而複雜的過程，其所涉及的課題內容，也是極為廣泛，目前雖尚未無法對歐洲聯盟在勞工政策形成上的表現加以具體評估，但從馬斯垂克條約
改革條款之內涵觀之，它要協調出共同之勞工政策，卻應較其前身之歐體更有發揮的空間。

以下就一九八九年社會盟約所列舉之十二項勞工基本社會權利，來探討歐盟勞工政策之具體內容。

(一)遷徙移動之自由( freedom of movement )

 (二)有關就業及報酬( employment and remuneration )之規範：應涵蓋歐盟條約前言所揭諸之禁止歧視原則，還包括公平( fair )及平等( equitable )薪資報酬之原則，並將所謂部分工時( part-time )及臨時勞工( temporary workers )也包括在內
。目前，歐盟執委會共曾提出兩項訓令，來設法保護這類「非常態勞工」( atypical workers )。至於在所謂基本或最低工資部分，由於此一事項較為敏感，因此，執委會在一項通訊( communication )中指出，應委由各會員國來加以執行較佳。

(三)生活及工作條件改善(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之權利，一九八九年社會盟約第七條及第九條中明確宣示在發展歐洲內部勞動市場之過程中，必須改善勞工之生活及工作條件，並採取相關措施來處理集體資遣之問題，賦予勞工週休及特別休假之權利；同時，應在法律、團體協約或勞動契約中，明確規定雇用調等事項。

(四)社會保障( social protection )之權利，根據一九八九年社會盟約第十條之規定，會員國之所有勞工均享有足夠之社會保險給付，而在失業時也應獲得充分之資助及社會救助( social assistance )。一般而言，由於各會員國之社會及文化背景極為歧異，因此，歐盟及其前身對此一問題通常都是委由各會員國自行處理，而從未直接涉入，根據執委會在同年所頒布的一項通訊，也認為歐體不應在這方面從事任何立法之工作。

(五)結社及集體談判交涉之自由(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雖然一九八九年社會盟約第十一條至第十四條，對歐體勞工所享有的這些權利再度明確加以宣示，但它通常也是委由各會員國本身以國內法來加以執行。在此要特別加以說明者，是執委會特別強調勞顧雙方領袖對話( dialogue )之重異性，因此它曾準備一項通訊，希望能釐清各社會夥伴在集體談判交涉中所扮演之角色，尤其是解決勞資糾紛之途徑等。此外，該盟約還特別鼓勵勞資雙方進行歐洲層級( European-level)之集體談判交涉，而在一九九一年，歐洲之雇主聯盟也主動希望採取這種作法，藉以事先防止規範這方面事務統一性立法之制定。

(六)職業訓練之權利( right to vocational training )，一九八九年社會盟約第十五條強調生涯職業訓練之重要性，事實上，歐體本身一向都極為重視這種訓練。舉例而言，根據羅馬條約所成立歐洲社會基金( European Social Fund )，即是以訓練勞工為主要任務。除私人贊助之職業訓練外，執委會也重視由歐體所主導之職訓方案，在一九九０年十二月，歐體特別引進名為Euroform之訓練計畫，來加強技術變更後之專長訓練，而在次年，部長理事會甚至還通過一項有關於Petra計畫之決定，以擴大跨越國界之青年勞工職訓計畫。

(七)男女兩性均等待遇之權利( Equal treatment between men and women )，一九八九年社會盟約第十六條明確宣示就業上的性別歧視( sex discrimination ) 為違法之舉，事實上，早自一九七五年起，歐體本身即已制定有關這一方面的一系列訓令，而自一九九０年起，執委會更進一步提出多項訓令草案，使的此項權利之保障，成為歐體新興勞工課題之一。

(八)資訊、諮商及勞動參與者( information, consul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之權利，一九八九年社會盟約第十七條至第十八條賦予勞工廣泛之參與經營權，可說是較具爭議之條款，而為資方所激烈反對。如前所述，在八０代初期，有關這類立法之提議往往是無疾而終，而在一九九０年十二月，執委會又提出一歐洲工廠委員會( European Workers Council,簡稱EWC )之訓令草案，希望在雇用員工達一千人之事業單位，建立一套完整之勞動參與者參與制度。其次，在一九九一年七月，執委會也提出一項有關受雇者分紅之建議草案，最後，執委會在一九八九年八月，即已提出一項有關歐洲公司規則草案，並附隨一有關受雇者參與之訓令草案。

(九)工作場所安全衛生( health protection and safety at the workplace )之權利，一九八九年社會盟約第十九條保障勞工在工作場所安全衛生之權利，如前所述，歐體在這方面之表現一向甚為積極可觀，而自從本盟約通過後，由於勞資雙方在這方面立場及利益一致，因此，由執委會所提出之相關訓令及建議草案可說為數甚多。一般而言，這些草案大多對原先通過之指令加以更新或補充而已，由此可見歐體過去在這方面所做之規範頗有建樹。

(十)對兒童與青少年、老年人及殘障者之保障(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the disabled )，一九八九年社會盟約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五條，以及第二十六條，分別對兒童與青少年、老年人及殘障者等弱勢團體，提供特別之保護規定。一般而言，這三類人員之就業情況，在過去並未是歐體勞工政策特別注目之對象，而是委由各會員國以國內法來自行加以規範，社會盟約及社會行動方案現在則賦予更為積極保護( affirmative protections ) 之義務。在兒童及青少年部分，主要是有關於薪資報酬及職業訓練之加強，而執委會在一九九二年一月，提出一系列之改革方案，希望能禁止十八歲以下青年夜間工作、禁止十五歲以下青少年從事輕便以外之工作、禁止十三歲以下兒童從事娛樂業以外之工作，以及限制在學青年的工作時數等。至於在老年人部分，則主要偏重在接受國家所提供之基本供養之權利，而不是對就業之保障限制等，因此，其重點僅在於退休養老給付之問題而已，對雇主影響較小。有關殘障者保護之部分，社會盟約所注重者也與就業問題較不相關，而只在於如何協助他(她)們及早融入社會中而已。

西班牙參與歐洲統合後，其勞工政策必須調整原本的方向，而一定程度配合甚至遵守歐盟的共同勞工政策，其產業政策強調下列四個方向
：1、技術現代化；2、鼓勵廠商從事商品多樣化與迎合市場需求；3、推動產業國際化與產業合作；4、建構以企業需求為導向的值能訓練體系。

不同於前一階段西班牙政府控制通貨膨脹、抑制物價的作法，此時的西班牙政府已經由民眾黨執政，其首要任務是增加就業機會、改革勞動市場，主要有下列幾項對策：

1、 短期聘僱契約

政府將現有固定工作改為部分工時工作，使失業者能利用部分工時工作獲取就業機會，如此一來一份每人每天工作八小時的功做，將可供應三個人以上，藉此增加就業機會。

八０年代之初，勞工地位贏得許多重要性，例如「固定工時」。但是隨者經濟的成長，勞工的法律仍然是不足的。另一方面，短期雇用公司
開始活躍起來。這個情況導致許多申請勞務的問題。在西班牙短期勞動力系統，勞工習慣在沒有勞動契約也沒有享有社會福利的情況下而提供勞務。西班牙政府警覺到，必須為勞動力系統制定一切需要的規則。

然而，西班牙政府這樣的舉動引發了許多反對，人們也開始認為短期雇用公司必須為失業負責。雖然短期雇用公司創造了就業機會，人們也接受這樣的就業機會。當某人被公司雇用時，卻是向短期雇用公司領薪水。企業界寧願花錢向短期雇用公司包勞務外包給他們，而不願直接雇用勞工。造成勞工無法享有長期約僱的社會福利，與較優渥的薪資，長期來看，勞工更必須承擔這種雇用的不穩定性。這當然與西班牙的產業性質有相當大的關係，西班牙的房屋建築業與觀光業興盛，這兩個產業需要的是短期聘約性質的勞務，長期雇用對他們並不利。這樣的結構也不利工會的發展，對於現代化的勞動環境來說，勞工無法藉此爭取自己的福利。然而，西班牙仍然濫用短期雇用公司這樣的勞動力系統。西班牙政府目前提出的因應方案是，建議勞工與短期雇用公司簽訂集體與長期的勞動契約，藉此給予公司壓力，保障弱勢勞工的權利
。

2、 減少超時加班

民眾黨秉持自由化、民主化的理念，認為就業機會的增加需要經濟的繼續成長、就業市場的改革，並且用彈性的方式增加部分工時契約、減少超時加班，來代替減少每週工作時數的策略。

3、 降低勞工遣散費

西班牙政府為保障勞工權益，制訂高額遣散費，使雇主不得任意解雇勞工，立意雖然良善，卻帶來負面效果致使勞動市場的流動率偏低，然而雇主也不願意雇用全職長期性的勞工，為了避免日後解雇時蒙受的損失。

民眾黨政府在勞資雙方利益衝突的情況下，召開政、資、勞三方會議，結果保障了雇主賦予勞工非志願離職最低四十五天薪資的遣散費標準，並重新列出雇主可依法解雇勞工的條件和雙方的義務，使勞工志願性或非志願性離職標準更明確客觀，以減少勞資雙方在認定是否為合法解雇而爭議。

4、 鼓勵自我聘僱

在失業率高漲、謀職不易的情況下，自己創業、自我聘用不施為自我救濟的最佳方式，尤其是西班牙產業結構中的服務業所佔的比例最高，是創業者最佳的選擇。

5、 增加就業預算

為增進就業，西班牙政府在兩千年的預算中，提撥共有八億五千多萬西幣用於就業促進上
，可以看出來一九九八年的預算增加了將近一倍，增加最多的是社會安全補貼，高達1837％，由此可見，政府在必須嚴格控制預算赤字，無法用擴大公共投資建設來增進就業。

伍、西班牙勞工政策之具體成效

民主化之後的西班牙，「社工黨」
執政的十三年間，經歷西班牙歷史上的重要轉變期間，為求脫離受到西歐各國孤立的命運，積極參與歐洲事務，該黨改變其原本積極反對續留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的競選訴求，也順利如願加入歐洲共同體。面對現實挑戰，迫使其修正原有偏左的經濟政策，以降低通貨膨脹為優先，解決高失業率問題則排到後續的問題之列。不過八０年代的西班牙遭逢六０年代嬰兒潮後的青年大量投入就業市場，以及婦女在民主化之後爭取社會地位平等，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等雙重影響，產生了勞動市場供過於求的現象，也成為失業率居高不下的主因之一。九０年代初期的西班牙，在欣喜面對一九九二年「再出發年」的各項國際性活動
後，政府及民間的大量投資卻遭逢一九九三年的歐洲經濟危機的衝擊，除了經濟上產生前所未見的負成長外，失業率更在一九九四年達到歷史上的高峰。此後雖然有逐漸復甦減緩的趨勢，但是與歐洲聯盟各會員國相較，西班牙的失業率高出其他歐盟會員國。

    一九九六年「民眾黨」
上台，在經濟政策上力求達到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實施單一貨幣的標準，縮減政府赤字預算，雖然在經濟成長以及失業人口統計數字有所建樹，但是解決失業問題仍然是西班牙公共政策中的主要工作目標，更是西班牙人民關注的焦點。

西班牙失業人口在一九九九年使兩百六十多萬人，到兩千年減至兩百三十八萬多人，雖然失業率已呈現下降的趨勢，民眾黨整府更進一步推動新的就業計畫謀求失業率的下降，主要的方針如下：

1、 促進就業能力

民眾黨政府以就業訓練為主要的手段，針對不同失業族群給予不同的輔導，主要施以職業訓練與就業社會津貼為主，並鼓勵自行創業。

2、 鼓勵中小企業創業

鼓勵中小企業聘僱常期失業人口，而給予一定優惠，如稅收的減免、社會福利的補助。此外為創造就業網絡，將計畫就業資訊的製作透過電訊的除撥，以增進人力資源的就業能力。

3、 鼓勵雇主和企業聘用僱工

民眾黨政府曾經多次與資方進行集體協商，希望達成勞工組織現代化和彈性化、工資和工時的調整、合約型態的更新、職業訓練以及增補僱工的目標。

4、 促進兩性工作機會均等

增加女性進入勞動市場的保障，並將焦點集中在工作與家庭的協調以及為重返職場的工作者建立一套實際的職業訓練評估。民眾黨政府預算共編列九億零三百萬西幣，在下列兩大項目：(1)鼓勵女性創業，藉以經濟上的支持並授與訓練 (2)促進女性接受新科技訓練，達到工作需求。

包含就業保障，社會勞工黨承諾改善勞動階層的生活水準，藉由停用提早退休金的獎勵、四年內提升每月最低薪資從四百六十歐元到六百歐元和不再過度使用暫時性勞動工作機會。當時的勞工與社會事務部長Jesus Caldera提出也希望有更好的社會協商制度、降低工作場所的意外、改善提供給年輕人的勞工和住屋市場、普遍提供較好的前景給女性、殘障人士和移民。透過友善家庭的社會方法，將創造四十五萬個增加的保育三歲以下的育嬰場所，和對於上了年紀的受扶養階層更好的照顧。

這段期間，西班牙與歐洲統合仍然持續緊密發展，經濟部長Pedro Solbes從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六年擔任歐盟執委會的經濟事務委員回到西班牙的社會勞工黨政府擔任公職。他曾負責歐元的推廣，他的施政將會以緊密的倚靠歐元經濟政策的預算制度，以及強大的生產力來生產以進行國庫改善。
二００三年的西班牙國民生產毛額率是2.4％
，主要得感謝房屋市場的繁榮帶來建設工作機會增加，和顧客需求的成長。但是出口呈現疲弱的狀態。過去公司利潤樂觀，非金融服務業公司享有15％的收益成長，相形之下，二００二年只有1.2％。服務業這個區塊持續成長到4.7％，工業的成長則保持適度的2.1％。在薩巴得羅( Zapatero)任期之初，經濟成長的確達到3％，領先其他歐元區域的經濟。

陸、結論

事實上西班牙政府從一九九六年起便已開始由歐洲議會主導的經濟政策廣泛導覽計畫，
政府相當注重社會整體所扮演的工資增加和工時彈性的仲裁者角色，並進一步支持商品和勞務市場現代化的策略，以便達到創造促進經濟成長的要件，也可以在維持物價穩定的同時考量失業率的減少。勞動市場和經濟現況的配合度是不可忽視的，尤其是所有勞方的工作伙伴必須有接受在職或技能訓練的機會，以便於更新或增進自己的技術，來應付勞動市場實際需求。

西班牙的經濟競爭力仍然相對偏低，而製造業的水準也只有歐盟平均的90％。這是低經濟水準準備提升和改革的證據，自由化的緩慢步伐，少的可憐的投資在R&D
組織的數據，甚至缺少投資環境的政策方針。

    政府收入花費在教育與培訓是一個重要的方針。目前西班牙的教育花費只有歐盟平均水準的71％，而勞工有保持終身學習率只有4.7％，而歐盟的領域平均有8.5％。而短期學習的盛行正是缺乏職業訓練的解釋之一。最近一個研究建議，比照德國提供勞工一年五十個小時的職業訓練，西班牙應該至少提供勞工平均一年四十八個小時的職業訓練。這個研究也指出35％的西班牙勞工是在從事反覆的機械性工作，在歐盟國家中是最高的比例。除此之外，廿歲到廿四歲這個階層學歷跌落到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六年的平均以下。勞動力的失業壓力已經連續三年提升，達到11％
。女性失業率(15.9％)幾乎是男性的兩倍。女性勞動力維持在相當低的43.9％。

    目前西班牙政府在這方面實施了許多訓練方案，包含加強教育與職能的學習，並增加對人力資源的投資，來因應今日資訊與科技掛帥的時代。期望能培養更有效率、更適應時代的勞工，畢竟有準備的勞動力是降低失業率的不二法門，同樣也是增進經濟成長的良方。

附件

一、本文基本架構如下圖：

圖一：本文基本架構圖





二、表一、西班牙一九六一年至二００五年失業率

	年代
	西班牙失業率

	1961-73
	8.0％

	1974-85
	8.2％

	1986-90
	15.4％

	1996
	18.1％

	1997
	17％

	1998
	15.2％

	1999
	12.8％

	2000
	11.3％

	2001
	10.6％

	2002
	11.3％

	2003
	11.3％

	2004
	10.9％

	2005(至第一季)
	10.5％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EUROPEAN ECONOMY 2004 Number4 pp.276-277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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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加入歐洲聯盟後社會褔利政策之演進

許沛煜(
【摘  要】

北歐是全球社會褔利制度的典範，而瑞典國家的社會褔利制度更是北歐的代表，「瑞典模式（Swedish Model）」的成功是眾人所皆知的，並且受到世人所稱羡，其「從搖籃到墳墓（from womb to tomb）」緊密而完整的社會照顧制度，使得瑞典人民從出生到死亡皆能享有完善的照顧，高度的國民生產毛額（GNP）及低度的失業率是「瑞典模式」成功的主要因素，該模式是被世界各國所稱許的，並譽為社會與經濟制度的實驗室，瑞典國家在實施社會褔利制度的經驗更是成為各國在實行社會褔利制度及相關社會政策立法的借鏡與仿效的國家。

在面臨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歐洲整合（European Integration）的雙重影響之下，瑞典褔利國家（Welfare State）面臨到諸多的挑戰，自1970年之後，瑞典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在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中的國家排名就不斷的下滑，而瑞典國內亦面臨到經濟及政治的危機，在面臨高失業率的問題及政府財政赤字的不斷擴大…等因素的影響下，使得瑞典國家開始思考並對其獨特的瑞典模式進行檢討，其中包括了年金成本的控制、失業津貼、幼兒津貼、所得稅率的調整、社會保險費用支出相關問題…等，並進行相關社會褔利政策的改革。在1990年之後開始減少社會褔利不必要的支出，以減輕國家財政的負擔，避免政府財政赤字的持續擴大。瑞典政府在1991年有意提高失業補助金的額度，卻引發了大量資金的外流，使得失業問題更為嚴重，而社民黨在同年的大選中，遭遇了第二次的敗戰。

1994年社民黨重拾執政權之後，根據現行的社會褔利制度開始進行檢討其缺失，相關的統計數字顯示出瑞典經濟的不景氣，在強大的經濟壓力下，迫使政府對社會褔利制度開始進行逐步的改革，而瑞典政府也一改其原先反對加入歐洲聯盟的立場，並於1995年正式加入歐洲聯盟（EU），此舉使得瑞典的社會褔利制度產生了相關的變動。其中加入歐盟的考量因素眾多，是否包含了其它的用意，瑞典藉由加入歐洲聯盟來擴大其消費巿埸，進而改善瑞典國內的經濟問題，而加入歐洲聯盟之後，瑞典國家在經濟、政治、社會、外交、環境、褔利…等政策議題上，都必需要有某種程度的配合及遵守會員國之間的共同約定，歐盟社會政策的制定及相關政策的變動勢必會影響到瑞典國家內部的社會福利制度。瑞典社會褔利制度在加入歐洲聯盟之後所產生的相關變動，以及在歐盟東擴之後，東歐十個新的成員國的加入，是否會造成歐盟社會政策的調整及相關社會預算的負擔，進而影響到瑞典的社會褔利制度，而加入歐盟之後其社會褔利政策的調整及發展方向，是本論文主要的探討重點。

（一）、人類社會是屬於一個互助的社會，主要互助方式有互助組織、社會救助與社會保險三種型態（請參照圖0-1）。社會救助（紅色區塊）與社會保險（藍色區塊）二者共同組合成的社會褔利，是政府所積極介入的範疇，所以以社會救助及商業保險為社會褔利光譜的兩端，其居間所延伸出來的連續光譜都可算是社會保險，雖然這樣的定義並不明確，但確能反映出其多元化的特性。瑞典的社會保險即是社會褔利，也是社會保障
。

（二）、社會褔利國家模式：西方社會安全制度中的社會保險，是為推行社會褔利政策的重要制度，常常被區分為兩大實施模式：一為俾斯麥模式，另一則為貝佛里奇模式，前者重視社會保險精神對保險人所得的重分配，而後者則是傾向以普及式的方式來提供保障。瑞典為北歐社會褔利國家中社會民主褔利典範之一，其獨特的運作模式也為社會褔利制度提供了第三種模式以供世人參照，這三種模式會在下例分別說明之。

１、俾斯麥模式（Bismarck Model）：俾斯麥模式發源於德國，其主要的特色就是强制性，在1880年代所建立的社會保險制度是以所有的勞工為對象，並強制性的將其納入保險的範圍之內，同時亦決定給付額的多寡，是屬於一種具有公共性質，而並非由國家直接管理之社會保險制度，只要是勞工階級者，無一例外皆可納入承保範圍，保障其生老病死之風險的產生。保險費的支付為其主要的財政來源。其保險年金的特色為：（1）社會問題的產生是勞動者的問題而非貧民問題。（2）國家具有主動介入社會各個階層及建立保險制度的權力。（3）年金保險制度的運作主體為國會、行政機關及保險人。（4）社會互助組織之體制的建構，需與社會經濟相互配合。（5）財務管理方式，是以1889年基金制度為原則，1957年建立動態的年金調整機制，是以準備提存方式為原則，1969年至今已導入動態年金調整機制，以隨收隨付為原則。（6）法律、年金與人口結構三者之間要相互配合。

２、貝佛里奇模式（Berveridge Model）：貝佛里奇模式源自於英國，在1942年由貝佛里奇爵士所提出的「社會保險與聯合服務」報告書之後所衍生出來的模式。該模式是屬於普及式的模型，其社會保險所強調的是均一費率及均一給付，意即所有勞工（由雇主與政府分攤）及自雇者皆繳納同等的保險費率，而保險給付也是相等的，但是其實施的成果顯示出所得重分配的成效偏低，其財源主要是來自於一般稅收，不足的部分是由國庫來負擔。

３、瑞典模式（Swedish Model）：社會安全制度為瑞典國家主要的施政核心之一，瑞典模型是以社會安全制度、積極的勞動巿場政策及龐大的公共事務部門所形成，為普及式的社會安全制度，財源的籌措方式主要是來自於一般稅收，這個也是瑞典高褔利制度之下所產生高稅收的原因之一，一直到1990年瑞典才被視為社會褔利施行成功的典範，例如：失業率相較於其他國家低，國民所得也較為平均。

　　社民黨於1933年上台執政，社民黨對於瑞典國家的社會褔利發展功不可沒，但由於時代的變遷、國內經濟發展的停滯不前及失業問題等因素的困擾之下，使得執政期間長逹44年之久的社民黨於1976年下台，這也意味著瑞典的社會褔利制度須做適度的調整。
　1976年社民黨的下台，象徵著瑞典的社會褔利制度的轉型。而社民黨在經過了長達6年的思索及政策方向的調整，重新以「保障褔利、重振經濟」的訴求，於1982年重拾執政權。（請參照圖1.1）重掌政權的社民黨以克朗（Krona）的大幅貶值刺激出口貿易及提昇國際間的競爭力。社民黨雖然於1982年重新執政，但是執政之後並未徹底的解決失業問題及提升經濟發展，使得社民黨於1991年再次下台。之後於1994年再度執政，社民黨新思維的社會政策，對於往後的社會褔利發展的影響才正式開始。

瑞典社民黨在1976年至1982年間，首次失去其長達四十四年的執政權，其失去政權的主因是所謂的「瑞典病」
日益嚴重所造成的。由於瑞典高度經濟發展的背景，創造了瑞典完善的社會褔利制度，政府對於那些無法工作的失業者提供了補助金以維持其生活品質，但由於不肖的失業者卻利用了政府的美意，在不工作的情況下又能維持一定的生活品質，多數人都寧可選擇失業，使得政府財政加速惡化，人民對於政府的信心日趨降低，間接造成社民黨下台的原因之一。在1982年重新執政的社民黨為了根治瑞典病，提出一連串的改革計劃，由於效果不佳並無法完全根治瑞典病，使得社民黨在1991年的大選再次失敗，此次為社民黨的第二次下野。縱觀這兩次社民黨的下台原因，有其共同之處，就是當時的經濟發展減緩，再加社會褔利預算的支出持續增加，在收入減少，支出增加的窘境之下，使得國家財政失衡人民生活品下降，使人民對於政府的執政信心大受影響，進而導致社民黨的下台。

　　1994年的秋天，社民黨以45.3%的得票率取回了執政權，但是在面臨前兩次的選舉失敗，使得社民黨開始思考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針對過去的政策在不適用今時今日情況的部分，逐步的加以修正，其中包括了社會褔利政策、外交政策和社民黨黨綱的修正。

社會褔利政策的調整

　　瑞典人民所享受的社會褔利是與個人所繳納的稅額息息相關的，在1956年提出全民附加年金（ATP）的法案，其中經過了1957年的全民投票及1958年國會的表決通過，最終於1962年實行了該法案。1991年由保守黨等四個政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在上台之後，立即取消了雇佣投資基金，但是在後來社民黨於1994年重新執政後，並未繼續推行先前政府的政策，而是改採用科技褔利社會主義。由於1990年以來，全球興起高科技產業，瑞典社民黨認知到科技的創新及產業技術提升的重要性，是國家競爭力維持的必然抉擇。

　　但是由於瑞典在90年代初期的經濟成長減緩及因為社會褔利的龐大支出，使得國家的財政收支失衡，於是社民黨於1994年重新執政之後，為了降低政府支出，好因應國家在科技方面的投資，並進行一連串的社會褔利政策的變革，其中包括了：1996年通過稅收對於社會褔利支出所佔的比率，雇主為25%，受雇者為5%。對於失業者不接受政府所推薦的工作，最多只能提供六十天的失業補助金，以杜絶瑞典病的再度發生。1999年一月一日，新的社會保險年金制度實行。在其它方面的改革，則包括了國家社會褔利部門的改革，管理權力由原先的中央統籌管理改為由地方的縣級政府負責，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政府的協助是以提供財政資助的方式為主，實質的管理權力仍然是屬於地方政府的，由地方自行決定課稅的稅率，稅率大致都在29%~33%之間，縣級政府負責醫療、公共交通等方面的開支及褔利服務的提供，將企業化經營模式運用到社會褔利政策，透過自由化的競爭方式來提升效率，此舉亦可減輕政府財政的壓力及達到較為完善的社會褔利制度。

    社民黨於1994年上任以來對於社會褔利政策所需的支出，一直是以節少支出及縮小給付範圍為其主要的指導方針，將多餘的資金轉移到高科技產業的投資，因為社民黨深深的體會到，未來是科技產業的時代，政府必須大力的提升科技研發能力及產業結構的調整，並做為其日後施政的方向，於1997年瑞典在科技方面的投資佔了國家GDP的比例為世界首位，在2000年的時候更是達到了38%。先前以自由化、民營化及結構調整為重點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使得瑞典的經濟雪上加霜，同時再加上世界經濟的不景氣，使得瑞典在1991至1993年間的經濟出現戰後首次的負成長，三年間下降了約5%。失業率同期由1.5％快速上升到了8％。政府的財政收支由1990年的盈餘（相當於GDP之4%），迅速轉變為1993年的赤字（相當於GDP 之12.3%）。國債的部分佔了GDP的比例，由1990年的42.3%上升到了1994年的77.9%。這是近六十年來瑞典歷史上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使得人民改革的期望更高，也使得社民黨在1994年大選的得票率提升到45.3%，增加7.6個百分點。社民黨下定决心繼續其自1990年開始的政策調整。新政府决定在四年的任期内把降低財政赤字作為其首要的政策目標。

    　因此，政府提出了四年内增加收入及節省支出1180億克朗（相當於GDP之7.5%）的施政計畫。在宣布提高資本税和財產税的同時，亦將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率由現行的20%提高到25%，改變了先前政府把整治國家財政的負擔，放在全體國民身上的作法。政府大力減少公共支出，並在1996年開始改革預算的審議程序。為了控制未來支出費用的增加，政府決定一次提出在未來三年的公共部門預算支出總額的計畫，並提交議會討論批淮之後，不得任意再提高任何預算支出的上限。同時決定把政府預算支出也區分為27個領域。議會在決定每年支出總額的同時需確定每個領域内的支出。在任何領域内的新增支出須以減少本領域内同額支出為前提。政府並決定每個經濟周期内公共部門財政總收支必須要有一定的盈餘，並要求各部門落實每個年度的節約金額。1998年政府確立該經濟周期内的財政總收支盈餘目標為GDP的2%，並根據當時的經濟發展情況，把2001年政府財政開支盈餘的目標定為GDP的2.5%。

　  但是苦於社會福利的支出仍然居高不下，社民黨不顧工會的强烈反對，更進一步的對社會福利制度來加以改革，把社會保險的補償程度由原先的80%往下調降到75%，養老金、兒童補貼，房屋補貼等其它福利措施也都全部往下調降，改變了以往社會福利預算只增不減的窘境。政府要求失業者得隨時準備工作，對於不接受所推薦的適當工作或自行離職者，保險部門得扣發其20至60天的失業保險金，以規避不當離職的事件產生。政府還提高了住院費、掛號費和藥劑費等，同時又規定醫藥費的總開支在一年之内超過2200克朗（约合270美元）之後全部免費，以照顧社會的弱勢者。政府努力維護其社會福利制度的架構，强調醫療、教育和老幼護理等民眾基本需求是不能由巿場機制所主導的。政府繼續提高福利資金的個人承擔比例，2000年每個職工需將其收入的7%作為個人養老保險金上繳國庫。

　　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政府大力進行產業結構的改革及積極投入科技領域的研發，使其科技研發的支出佔GDP比例大大的提升，自1997年起位居世界首位（2000年更達GDP之3.8%）。政府大力支持電信技術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對於社會上及學校採取擴大電腦相關學習的措施都給予補助，並對於企業採購電腦給予員工進修及學習者給予減税優惠。為了提高勞工素質，政府在1997年决定為10萬名失業青年補上高中教育。政府徹底解除了對民航、鐵路、電信、郵政和電力等領域的國家控制，並資助地方政府在其主管領域内引入競争機制，以促進及激勵產業及個人在競争的環境中發展。為了因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1995年瑞典正式加入了歐洲聯盟。

    　社民黨也取消了先前政府所提出民營化的計畫，主張政府應作為一個「積極的管理者」，加大國有企業的改革強度，推動國有企業的營利提升。政府先後制定了《國有企業管理人員雇用條件》、《國有企業員工獎勵措施》、《國有企業董事會内部工作條例》和《國有企業對外經濟報告指導方針》等，以強化企業管理效率及資金管理，並提升核心產品品質及增加運作透明度等目標的改革。　　　　　

      社民黨在政策方向的大調整，為瑞典工業帶來了巨大的競爭力。根據美國商業部的統計，1989年至2000年瑞典工業生產率提高了59%，在西方國家中位居第一，而位居第二和第三位的法國和美國則分别增加了50%和49%。同期瑞典的工業產量增加了49%，也是位居世界首位，而第二和第三的美國和加拿大則分别增加了47%和38%。經過調整之後，其企業的經營成本下降，比德國、美國、英國分别都低於30%、20% 和15%，巿場的規模化和政府廉潔程度的不斷提升 ，使得瑞典因此成為最受外資歡迎的歐洲國家之一。在經過大規模的改組之後，國有企業的總利潤，由1989年的57億克朗激增到2000年的204億克朗。國有企業在瑞典經濟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國内營業額最高的十大企業中在2000年國有企業就佔了七個，國有企業的產值達到瑞典企業國内產值的將近四分之一。政府也成為斯德哥爾摩股市的最大股東。同時電信技術的提升及全國電信使用程度的快速普及，使得瑞典在2000年首次超越了美國，成為世界上電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　

      1995年至2000年瑞典GDP的年成長率約為3%，大大的超過1974年至1994年二十年間的平均成長率（1.5%）。通貨膨脹率也下降到2%以下,失業率減半。國際收支的經常帳目連續五年的順差。政府財政狀況獲得極大的改善。政府財政收支由1994年的赤字(相當於GDP之10.8％)轉變為2000年盈餘(相當於GDP之4.1％)。同期瑞典國家債務佔GDP的比例也從由原先的76.2%下降至55.6％，公共支出佔GDP比例也由67.3%下降到55.4%。社会福利支出所佔的GDP之比例也由1993年38.6%下降到1999年的32.7%。社民黨由此完成了瑞典史上最大規模的國家財政整頓行動。由於社民黨採取了富者多勞的政策，20%的最高收入者都承擔了調整費用之43%，而20%的最低收入者僅承擔費用之11%
。　　

　    　根據統計，1989年至2000年間瑞典藍領工人家庭實際收入成長約為 由1991年的0.363 增加到1999年的0.493 。經過社會福利和税收的調節（其再分配率37.3%）之後，可支配的收入差距（基爾系數）由同期的0.228升高到0.252。如果考慮到由國家補貼的大量社會服務所發生了平衡作用，1999年瑞典社會差距系數實際上是0.203，大致回升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水平。學者估計，瑞典目前的社會差距大約相當於美國的60%及英國之75%。

     同時瑞典人的財產差距也持續擴大，最富有的1%家庭佔總財產的比例由1970年的23%回升到1999年的29.8%。1997年僅23%的家庭是直接持有企業股票，其中1%的最富者持有62%的私人股份。 

     瑞典民眾對於社民黨的政策發展在社會福利方面，原先是以增加社會褔利預算進而轉向為削減社會福利預算及限制社會差距。在1994年的失業率超過10%的情况下，社民黨卻把減少財政赤字作為政府最重要的政策目標，當時的多數的民眾都認為社民黨背棄了原先的政治理念。有些人甚至退黨。在1998年的大選中，社民黨遭遇到了自三十年代以來最大的挫折（得票率僅為36.4%）。大批工人轉向不支持緊縮政策的左翼政黨，使其選票增加了近一倍之多（到達12%）。社民黨在左翼政黨和環境黨的支持下才得以繼續執政。

    　隨著經濟的好轉，政府決定從1998年1月1日起將其社會保險補償額度調回到80%。並通過集體保險的方式，讓大多數勞工的醫療保險金可到達生病之前工資的90%。2000年政府又決定退還個人所繳納的保險金的一半，在恢復社會福利金基數全額的同時，還提高了補充養老金、提前退休金、兒童補貼（每月950克朗）、房屋補貼和没有參加社會保險失業者的現金補貼等。也使得這些社會弱勢者的經濟條件開始有所改善 。政府降低托收費用的决定，特别受到低收入者的歡迎，政府在將部分財政盈餘用於償還國債的同時，也增加了對地方的撥款（1996-2000年200億克朗，2001年又增加45億），以改善小學、幼兒園、老人院和醫院等公共部門的服務品質。2001年社民黨在其預算報告中又提出了到2004年要將成年人的就業率，由當時的77.2%提高到80%，以及將長期依靠社會救濟的家庭（1999年為11.5萬人，約佔家庭總數的5%）減半做為其施政的兩大目標。隨著經濟的好轉及勞動人民的生活改善，社民黨的影响力也開始逐步回升。

        瑞典經濟的快速回升，以及政府在2001年的911事件後的堅定立場和在擔任歐盟主席國時的表現，使得社民黨赢得了大多數民眾的信任。    大選之後，社民黨先後與左翼政黨和環境黨，就新政府的施政方針達成了協議，為其繼續執政的局勢赢得了多數支持。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社民黨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沈痛反思及政策調整，使其經濟發展的結構及政策得以面對經濟全球化和社會資訊化的挑戰，持續穩健的發展進而提升國家實力和國際競争力。        
附件一：　社會褔利光譜

	
	商業保險

（互助團體）
	社　會　保　險
	社會救助

	參　　與
	志願性
	                        
	強制性

	給付條件
	繳交保費（弱勢者）
	
	行政規定

	財務來源
	保費（捐款）
	
	一般稅收

	資金運用
	專款專用
	
	統籌運用

	管　　理
	民間
	
	政府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附件二：  瑞典政黨執政年代表

	年  代
	執 政 的 政 黨

	1945-1951
	社　會　民　主　黨

	1951-1957
	社會民主黨/中間黨（農黨）

	1957-1976
	社會民主黨（保守黨）/自由黨

	1976-1978
	中間黨/溫和黨（保守黨）/自由黨

	1978-1979
	自　由　黨

	1979-1981
	中間黨/溫和黨（保守黨）/自由黨

	1981-1982
	中間黨/自由黨

	1982-1991
	社　會　民　主　黨

	1991-1994
	溫和黨/中間黨/自由黨/基督民主黨

	1994-1998
	社　會　民　主　黨

	1998-2002
	社民黨/左翼黨/環境黨

	2002-2005
	社　會　民　主　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附件四：瑞典國家目前共有七個主要的政黨，分別如下：
（１）、社民黨（Sveriges Socialdemokratiska Arbetarpartiet）：1889年成立，現為瑞典的第一大黨，黨員約為16萬人，主張維護和發展社會褔利，積極促進國際之間的合作。

（２）、溫和黨（Moderata Samlingspartiet）：又稱之為保守黨，於1904年成立，主張民營化及企業減稅，積極參與國際活動，支持加入北約。

（３）、自由黨（Folkpartiet liberalerna）：又稱之為人民黨，於1934年成立，主張寬鬆的移民政策與巿場的自由競爭。

（４）、中央黨（Centerpartiet）：於1913年成立，早期原名為農民黨，於1958年改名為中央黨，代為農民利益，反對加入歐盟及北約，反對中央集權，主張環保。

（５）、基民黨（Kristdemokratiska Partiet）：於1964年成立，堅持基督教的價值觀，重視家庭。

（６）、左翼黨（Vänsterpartiet）：於1917年成立，原名為共產黨，1990年更名為左翼黨，主張縮短工時、重視婦女權益、反對加入歐盟。
（７）、環境黨（Miljopartiet de Gröna）：1981年9月成立，環保訴求，主張關閉核能發電廠，反對加入歐元。

（目前瑞典政黨共有七個，因為每位學者的政黨翻譯不同在此先行說明，中間黨又稱為中央黨，溫和黨又稱為保守黨，自由黨又稱之為人民黨。）
附件五： 瑞典社會褔利政策發展歷程

1686－1862年----社褔概念之萌芽到成型

1862－1913年----相關社會褔利制度之開創期

1913－1933年----國民年金法之通過、社會褔利制度之發展期

1933－1945年----社民黨上台執政進行國民年金的相關改革

1945－1975年----二次世界大戰，瑞典社會褔制度發展的全盛時期

1976年-------------因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及失業問題致使社民黨下台

1980年-------------新社會褔利法公布，1982年實行

1982年-------------社民黨上台，試圖解決失業與年金問題並提昇經濟發展

1991－1994年----改革未見成效，社民黨再度下台

1994年-------------社民黨執政，進行社會褔利政策的調整，此時期為瑞典社會褔利制度第二次改革的開端

1995－2005年----加入歐盟之後所面臨的限制與變化及全球化的影響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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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台灣NB產業在歐洲的品牌行銷策略 – 以宏碁(acer)經驗為例
黃泓堉(
第一章 緒論

第1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企業以製造起家，藉著低廉的製造成本取勝替國際大廠代工(OEM/ODM)，得以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但近年來隨著土地及工資成本上揚，國內製造環境的低成本優勢漸被大陸及其他如東南亞等國家取而代之。臺灣廠商在代工客戶不斷流失的情況下，往往得從新思索生存之道。由於台灣的市場太小，往往不足支撐高科技企業產生經濟規模(Scale Model)，因此放眼國際市場既是趨勢也是宿命。近年來，許多台灣的科技業廠商更積極開始進行自創品牌，以期降低環境改變帶來的衝擊。但經營海外市場談何容易！會面臨到的挑戰更是不勝枚舉，舉凡(民情風俗、語言文化的不同、各國地理環境和經濟背景的因素差異以及消費習慣的不同。台灣企業在70~90年代不是不敢跨出去，要不就是白忙一場，最後鍛羽而歸。當時以施振榮為首的Acer泛宏碁集團便是當中的例子。雖然不斷試圖打進歐美等國際市場，但可說是屢戰屢敗，付出許多慘痛代價與學費。也因而讓當時其他的台灣企業對於’遙遠的’歐洲市場望之卻步。

究竟宏碁宏碁前幾次進軍國際失敗的原因為何?

2003年正式以自有品牌搭配著幾項’關鍵戰略’進軍以德國為首的歐洲消費市場，acer這次終於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並讓acer躋身成為全球第四大PC業者。2005年的6月7號，明基( BenQ ) 更以併購名列全球百大企業的德國西門子手機部門，宣示成為世界知名品牌的決心。至此，台灣產業主對於經營全球市場和建立品牌又開始充滿了信心與期待。

本研究期望從台灣自創品牌的高科技廠商在歐洲的行銷策略中探索出其成功之模式，提供未來有意從事自創品牌的廠商做為參考。更希望擴大延伸出運動行銷或歐洲通路模式等相關議題，以對歐洲市場的關注了解和通曉歐洲語言文化之便出版專書，貢獻心力。

第2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本論文所採用之研究方法分別如下：內容分析法及個案研究。

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為了掌握對此兩家科技公司在歐洲的最新行銷活動與相關消息，筆者持續大量蒐集資料。透過本身通曉的歐洲語文優勢，定期瀏覽acer與BenQ公司之官方網頁與國內發布之正式相關訊息和新聞，並透過各式相關網站與論壇(如手機網站)蒐集產品使用者的使用心得與滿意程度調查。並從國內外相關期刊與媒體訪談紀錄中比對分析其內容。

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個案研究是以一個個體、組織（例如：一個部門、一個年齡層或是一個區域..等）(特定事件為其研究對象，進行研究某項特定行為或問題的一種方法。個案研究偏重於探討當前的事件或問題，尤其強調對於事件的真相、問題形成的原因等方面，做深刻且周詳的探討。筆者使用本研究法觀察兩家公司，針對其品牌行銷採取的策略與決策模式做深入探究，試圖歸納出成功的模式、施行之成效檢視與未來展望評估。並採取焦點訪談，藉由實際參與公司相關人員出席之公開演講問答或進行深入訪談，以進一步佐證品牌行銷及通路經營對經營歐洲市場成功的關鍵性。

研究摘要

本篇論文係以品牌與行銷策略為主要發展路徑，除第一章之緒論和第五章之結論外，暫定分為三章(將視議題的擴充性增加章節)：
第二章先對相關企業經營策略、國際行銷策略分析等相關文獻做引申闡述，由於acer與BenQ雙雙採以贊助歐洲運動當今最風行的兩項運動賽事－足球與一級方程式(F1)來打響其品牌知名度並藉此進軍國際市場，因此本文特地針對此兩大歐洲體育市場做介紹並對acer與BenQ的作效益分析比較。
第三章的指出acer之所以先後能在西歐與泛歐市場勢如破竹，、並得以躍升成為全球第四大PC品牌的獲得空前的成功原因－致勝因素為

1.行銷通路與新經銷商模式的成功佈建 

2.透過贊助法拉利提昇acer品牌與形象

3.靈活的行銷策略

4.運用多產品戰略

本章並將對acer的「三一三多」中行銷戰略與事件行銷、贊助等三大議題探討。的品牌定位與應該搶市佔率或力爭毛利率等議題提出觀察與看法。

第四章以BenQ的品牌建立過程，探討市場定位塑造品牌權益(Brand Equity)與為探討重點。配合最新情勢與產業脈動發展做分析。並將嘗試論述歐洲消費者對高附加價值的設計產品的認同接受度如何(透過問卷或焦點訪談)。此外，BenQ因為創新的設計贏得年輕世代的歡迎，也成功掌握住了目標顧客和產品定位，在品牌的建立上可說已獲致初步的成效，但除了品牌之外，品質的追求? 收購西門子手機部門等於為BenQ開創出一個比acer還要大的國際品牌舞台(如:拉丁美洲與南歐市場)，並藉此踏板堂堂登上國際品牌之林。

第五章結論:本研究以2001年底以自有品牌進軍歐洲的宏碁(acer)與明基(BenQ)作為個案探討對象。以個案探討作探索式研究，最後希望能歸納出宏碁(acer)與明基(BenQ)在進行歐洲行銷與發展品牌過程中其經營策略和關鍵成功因素，以作為其他發展自有品牌企業未來決策之參考。當中BenQ的國際併購成敗經驗絕對值得作為往後國內外其他欲購併國際品牌品牌企業之借鏡。

第二章   進入歐洲市場

第1節    藉運動贊助打響名氣
在IT領域，以運動行銷方式提高品牌影響力，已成為近年來一個新興的品牌推廣方式，例如：西門子贊助西班牙的皇家馬德里，沃達豐(Vodafon)贊助英國曼聯、三星(Samsung)贊助奧運會等，無不是一些經典的案例。

施振榮表示，運動是具有普遍性的活動，可以跨越文化與種族的藩籬，引起大眾的關心與興趣。宏碁參與支持體育活動，著眼在體育競技富有活力的特質，正好反映宏碁的品牌形象，而運動競賽時所強調的速度、敏銳、耐力，以及團隊合作精神，也契合宏碁的企業理念。

第二節   標的選擇
歐洲人最喜愛的兩種運動，賽車與足球，皆是收視率極高的兩種運動，正因為如此，要藉由運動行銷的方式入主歐洲市場，這兩種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跳板。而賽車等級最高的，就是F1。贊助運動時，首先要考慮的就是收視群，收視率越高的運動，曝光的機會越多，贊助的效應越大；而F1在2003年巴西站的全球站收視人口高達5600萬人，成為2003年全球運動轉播收視人口的第三名（表一）﹔

2003年9大最多人看運動轉播的賽事
[image: image12.emf]
            資料來源：itv
由於可在短期內讓品牌大量曝光，因此明基BenQ除在歐洲盃外，更率先業內在大陸認養新浪獅籃球隊，並在05年宣佈成為職棒兄弟隊贊助商，並於11月宣佈與將西門子共同贊助西班牙皇家馬德里至2010年，贊助金額高達一億歐元。

明基試圖將體育運動的快樂、激情、活力等元素與BenQ欲傳達的「享受快樂科技」結合，讓BenQ品牌獲得運動愛好者族群的青睞與好感。

然而，如何從各類賽事中選出適合的賽事投入、球隊甚至球員，以擴展品牌知名度、讓消費者從對品牌產生好感、到促進成為實際購買，以提昇品牌本身價值，這便和品牌性格與定位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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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年底acer開始與法拉利車隊簽約合作。此次的合作，終於讓acer再經歷多次失敗後首嚐甜美的果實。

acer充分把握這個結盟策略，以平均一年推出兩樣以法拉利為名的acer產品 （商品），且造型創新 與結合策略藉此提昇的知名度及塑立國際品牌形象;藉由推出週邊商品，成功吸引全世界F1法拉迷的目光，獲得高度市場認同並成為市場注目焦點，創造出許多話題。

雖然無法確切估算宏碁贊助法拉利車隊的實質效益，但宏碁幾年間陸續在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等歐洲六國勇奪筆記型電腦銷售冠軍，同時在歐洲整體排名躍升至第二，運動行銷確實扮演其中關鍵因素。

誠泰銀行執行副總林致光（2001）指出，企業贊助要的就是實質的宣傳效益，如何能讓效益加倍，才能更加強贊助企業的信心。

芮家楹 (2003) 在活動與事件行銷漸成為行銷組合的主流選項時，廠商跟進之餘，得先思考如何讓自己的活動與事件有較多的成功元素，以期脫穎而出。

第三章    acer在德國市場的行銷策略

第一節 歐洲區消費市場概況:
acer宏碁電腦集團簡介： 

acer宏碁電腦集團於1976年成立，主要從事資訊行銷服務業。成員包括：宏碁、元碁、太碁、安碁、展碁、網際威信、樂彩、華瞻、客服網際與全國電子等。acer目前是世界第四大電腦品牌廠商，業務範圍遍佈40多個國家。

acer於1997透過購併德儀NB部門，獲得其技術與行銷資源，成為當時地全球第六大NB廠商，也確保其國際地位。有趣的是，在2003年acer在歐洲否極泰來之前，專家幾乎認定此一購併是失敗的。但是acer能在市場上獲得成功， 原屬德儀的人才(蘭奇)、產品品牌(Travelmate)與相關專利當時能順利的轉換到acer，其實也是今日acer能成功的另一關鍵。

Acer新行銷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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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有效的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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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三一三多」的策略，即「一個公司、一個品牌、一個全球團隊」，以及「多供應商、多產品線、多通路」的營運模式 ， 有效提升企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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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足以和直銷模式分庭抗禮的「經銷營運模式」 ， 積極整合供應商與通路夥伴的資源外 ，本身也掌握品牌、行銷、技術與產品、全球運籌、服務能力，以及了解消費者需求等優勢。 

	[image: image17.png]



	積極拓展創新的經銷營運模式到歐美以外的地區， 健全落實全球化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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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精準的執行力驅動下，發揮行銷智慧 (Marketing Intelligence) ，並創造出更高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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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營業費用與低資本支出。 


根據IDC於2005年第二季度的報告顯示，宏碁公司05年第一季筆記本電腦銷量居歐洲13個國家之首！特別是在俄羅斯、波蘭、匈牙利、捷克與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的新興市場，宏碁的筆記型電腦銷量更是全部躍居第一，acer再往前躍居全球成為第四大廠商，增長率更是各品牌冠！可以說是在東西歐市場均告捷。

對acer品牌經營策略的建議為：

（一）強化與零組件廠商的維繫

（二）對於各國的網站內容加強，增加顧客體驗互動區

（三）打造對顧客權益，包括：

以願景使命定位為專業資訊服務、以服務價值傳遞品牌特性、並以服務策略實現品牌承諾。

第二節 品牌價值

品牌有許多重要功能，譬如：

1. 品牌名稱可以用來確認產品或服務

2. 可成為消費者指定、拒絕或推薦的代號

3. 消費者可透過品牌名稱了解品牌或產品本身欲傳達的理念與訊息

   （訊息應包括 產品的功能性與對消費者的使用利益）

4. 品牌名稱可以還是一種具有法律效力的財富 

品牌擁有者可將它用來投資 保障名稱受法律保護 從而避免被侵犯盜用

品牌經營策略之四項建議：

（一）打造品牌形象、塑造感性體驗；

（二）強化品牌識別，展現專業品牌；

（三）顧客導向的執行力是品牌經營之動力核心；

（四）樹立品牌的獨特性並設計整合行銷。

（五）緊固顧客關係，重視顧客權益。

根據施振榮的「品牌價值＝Σ（品牌定位×品牌知名度）i」公式，acer利用法拉利的品牌定位，成功提昇宏碁的品牌定位及其品牌知名度，相乘之下就拉高了宏碁在歐洲的品牌價值。

第四章 BenQ在歐洲的品牌建立

明基原為泛宏碁集團中的一員，原名為明碁電腦，其後由於通訊產品線的加入，更名為明碁電通，2001年自創品牌後再度更名為明基電通 (BenQ)，並以享受快樂科技為訴求，在多元化產品策略的引導下，以發展消費性電子產品為核心。

四大領域主要產品簡介如下： 

􀂄 視訊事業群：液晶顯示器、映像管顯示器、智慧型顯示器。 

􀂄 網通事業群：GSM/GPRS/CDMA行動電話、PDA、智慧型手機、SOHO路由器、無線通訊模組家庭網路產品、無線區域網路產品。 

􀂄 數位媒體事業群：數位投影機、電漿顯示器、數位電視、Digital Hub、MP3 Player、隨身碟。 

􀂄 影存事業群：掃描器、數位相機、光儲存產品、彩色印表機。 

對於一個尋求國際化的新興品牌而言，BenQ選擇投入歐洲「第一運動」足球做行銷與品牌知名度建造工程是很明智的作法。但能否把握並善加利用資源，是運動行銷能否奏效的關鍵。

根據歐洲杯組委會公佈的數據，2000年歐洲杯的現場觀眾人數達到110萬人次，全球電視觀眾則達到70多億人次，而2004年BenQ參與的葡萄牙歐洲杯，光在決賽前30場比賽的觀眾人數便到達個數字，成為史上第六多，緊位在1964年西班牙、1968意大利、1984法國、1988年前西德、1996年英格蘭歐洲盃之後。 
藉由贊助2004年的歐洲國家盃(Euro 2004) BenQ成為當年歐洲國家盃獨一的IT服務合作伙伴。且經由全球性媒體的實況轉播而大大提高該品牌的曝光率，打響知名度。並將創新、愉快的品牌形象訊息強力傳播到全世界。

接觸點有效地增加後，如何使品牌在消費者腦海留下良好印象、深刻印象呢?

經觀察，acer平均一年推出兩樣以法拉利為名的產品，從筆記型電腦、PDA到最新推出的液晶顯示器（TFT-LCD），每每以特殊創新的外型組合，讓消費者印象深刻。 反觀BenQ只是簡單的在其光碟機的產品盒上貼一個offical 的標籤，但產品本身造型卻與其他市面產品無異。 向來引以為傲的創新及獨特的工業設計卻意外的並沒有在產品本身上展現出來，只能說在這個利基市場上，宏碁與明基有著不同的表現。BenQ運用運動行銷推出比較為人印象深刻的週邊商品最多就是以足球及籃球作為壓印封面的光碟燒錄片。由於沒有做好行銷延續，因此在05年第三季前表現明顯不佳，唯在九月開學潮帶動下，低價NB出貨稍有增加。

因此，對BenQ品牌經營策略的建議為：

1.及早找出殺手級產品與品牌強項

2.善加沿用來自siemens在國際市場的資源

3.產品線必須適時適度的豐富
4.對於產品品質需要再加強提升

5. 塑造感性的品牌形象

6.大手筆的行銷支出需量力而為

結語：

高科技產業成為台灣極為重要的產業，而代工業務始終在台灣高科技產業佔有重要的角色。台灣未來產業要升級、並發展成為科技大國，除了要注重研發能力，更需要加強行銷能力，尤其是品牌的經營。台灣在建立國際品牌的經驗方面相對美日企業並不豐富。acer與BenQ若能在自創品牌順利成功，對於未來其他廠商就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也提供有心進入歐洲市場的廠商提供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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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在歐洲市場之競爭力分析

張文凱(
第一章、緒論

第1節、 前言

台灣目前有為數眾多的上市上櫃公司至歐洲投資設廠，或是從事市場行銷等工作，為一般人所耳熟能詳的不外乎是鴻海精密在捷克的設廠、明基電通在英國的生產線、大同公司在荷蘭的設廠，以其得以使製造出來的產品再最短時間內送到歐洲各地。除了在國內各大科技廠商在歐洲設廠以外，宏碁走的是另一條不一樣的路。

宏碁於1997年併購德州儀器在歐洲筆記型電腦部門後，在歐洲區總裁Gianfranco Lanci的領導下，宏碁於2002年起成為歐洲PC第一品牌，甚至宏碁總公司的年度盈餘有三分之二係由歐洲地區所創造。究竟宏碁何以在短短五年之內在歐洲市場上取的領先的優勢地位，宏碁現今在歐洲具有高度競爭力的關鍵成功因素為何，宏碁在歐洲的成功經驗是否適用於其他地區，是否可以作為我國其他高科技廠商之標竿，皆為本論文所亟欲探討之重點。

第2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 研究動機

宏碁自從施振榮先生於1976年創業以來，經歷過數次組織改造過程，每一次的企業改造結果，也將宏碁帶入另一個嶄新的領域。宏碁於2001年時進行第四次組織改造，明基電通與緯創資通分別以BenQ及Wistron為其品牌名稱，成為獨立的公司，第二次企業改造後的「新宏碁」則以品牌行銷為其主要業績來源。

宏碁在1997年併購德州儀器在歐洲的筆記型電腦部門後，宏碁於2002年取得歐洲筆記型電腦第一品牌的地位，歐洲部門甚至成為整各公司主要獲利來源。究竟宏碁在2002年成為歐洲筆記型電腦第一品牌之關鍵因素為何，宏碁現今為歐洲筆記型電腦第一品牌之地位是否可以維持，宏碁在歐洲之成功經驗是否可以運用於大中華市場與美國市場，藉由宏碁在歐洲取得競爭地位關鍵成功因素之探討，以期貢獻一己棉薄之力，希冀得以成為我國廠商全球佈局決策過程中之參考。

(2) 研究目的

宏碁在歐洲的競爭力具有優勢地位，究竟宏碁取得競爭優勢之關鍵成功因素為何，宏碁是否得以維持現今在歐洲之競爭優勢地位，為本論文所要探討的兩個主題，茲就上述二個主題分別說明如下：
1、 宏碁在歐洲市場取得競爭優勢之成功因素

2、 宏碁能否維持現今在歐洲之優勢地位

第3節、 研究定義與範圍

(1) 以「新宏碁」為個案探討對象

一般而言，在市場上總是習慣把宏碁股份有限公司(Acer)、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BenQ)、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Wistron)視為泛宏碁集團（ABW Group）。然而，明基電通於2001年12月份以BenQ為自有品牌，不再與宏碁共用Acer的品牌；宏碁股份有限公司於2001年進行企業第二次轉型，並將原先從事代工之部門從企業分割出去，於2001年5月以簡易上市的方式成立緯創資通；在明基電通與緯創資通獨立之後的宏碁則以「新宏碁」自居，將本身產業定位為流通業，專心從品牌行銷與資訊服務等業務，不再以代工業務為其收入來源。本文僅就2001年經歷第二次轉型以後的「新宏碁」，探討「新宏碁」在歐洲取得競爭力之關鍵成功因素，於2001年獨立成為新公司的明基電通與緯創資通，在歐洲市場的表現、是否具有競爭優勢則不在本論文探討範圍之內。

(2) 宏碁在歐洲市場從事行銷的時間界定

宏碁自第1996年進行第三次企業轉型後，於1997年併購德州儀器在歐洲的筆記型電腦部門，現任總裁Gianfranco Lanci也隨著德州儀器於1997年加入宏碁，並成為宏碁在歐洲地區的總裁，幫助宏碁在歐洲從事市場行銷的工作。自2001年Gianfranco Lanci接掌宏碁歐洲地區的總經理開始，宏碁對於歐洲市場之經營有逐漸嶄露頭角之趨勢，從義大利市場開始，逐漸在歐洲市場擴大其產品佔有率，並於2002年起超越戴爾電腦(Dell)、IBM、2001年合併康柏(Compaq)之後的新惠普（HPQ）等國際大廠，成為歐洲筆記型電腦的第一品牌。因此本文主要還是以2001年企業進行二度改造後的「新宏碁」作為個案探討的對象。

(3) 宏碁在歐洲市場從事行銷的地區界定

宏碁在歐洲之經營，主要係以西歐國家為主，在西歐國家的從事市場行銷的時間也較其他地區來的長，宏碁在西歐市佔率也較歐洲其他地區表現良好，因此，本文也將以宏碁在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等西歐國家之競爭力為主要研究地區，並輔以宏碁在南歐市場的現況、東歐市場的將來可能發展，探討宏碁限於歐洲市場取得競爭力與領先地位的關鍵成功因素。

第4節、 研究限制

以本論文之研究過程而言，由於部分客觀不能之因素，以致於在資訊取得上面將受到些許限制，例如宏碁企業年齡與戴爾電腦等廠商而言算是相對年輕，在歐洲市場之資歷更是如此；其他諸如第一手資料取得受到空間與經費上面的限制、財務報表資訊揭露上面的限制、訪談過程中來自於訪談者的限制等因素，皆為本研究於進行過程中所可能碰到的客觀不能因素，分別說明如下：
(1) 宏碁於歐洲市場之耕耘時間，與其主要競爭廠商幾十年之經驗相比，顯然是相對短的，也因此造成取樣與觀察年限不足之現象。

(2) 台灣與歐洲於空間上有萬里之遙，受限於經費不足，加上論文完成有其時間上之限制，欲針對宏碁在歐洲之營運據點進行實地走訪，確有其客觀上之不能。因此僅能從相關文獻與報導進行探討與分析，並藉由與宏碁內部相關人士之訪談結果為佐證，使研究結果得以最接近真實情況。

(3) 宏碁在歐洲的營收佔企業獲利三分之二以上，欲藉由相關財務報表分析宏碁在歐洲之財務、經營、獲利、管理等方面將有其困難度，分析出來的結果也可能與實際情況有所出入。此種情形，不論宏碁或是相關競爭對手如IBM、HP等公司皆然。

(4) 訪談過程中，關於公司之經營策略，甚至是將來可能之佈局與發展等更為深入之議題，皆可能因觸及公司商業機密，是否受訪者因此有所保留，最後造成訪談結果實與一般坊間之相關報導相去不遠。

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1節、 競爭力理論

國內外對於競爭力理論之論述有如過江之鯽，本論文在進行文獻探討時係從國家競爭力、產業競爭力、企業競爭力三個方面予以探討，限於篇幅，茲將競爭力理論列表說明如下：

	
	作者
	理論名稱
	定義與衡量方法

	國家競爭力
	高希均
	國家競爭力
	1. 競爭力係一個國家在市場上能創造出每人平均財富的能力

2. 經濟性因素或非經濟性因素、硬體或軟體、有形或無形因素皆可對國家的競爭力造成影響

	
	蔡進丁
	MERSI企業大環境健檢表
	從政治與法律環境、總體經濟與實力、個體產業與企業經營環境、社會文化環境、科技實力五個方面以了解一個國家的產業政策與環境是否適合企業發展

	
	波特
(Michael Porter)
	國家競爭力

(鑽石理論)
	一個國家競爭優勢係由下列四個因素組成，

1. 廠商策略

2. 產業結構與競爭

3. 要素條件

4. 需求條件與關聯性

	
	洛桑管理學院(IMD)
	1996年年報
	一個國家創造資源附加價值，並增加全體國民財富的實力，其中包括三項要素：

1. 資產(asset)與過程(progression)

2. 內隱性(attractiveness)與外張性(aggressiveness)

3. 全球性(global)與地區性(proximity)

	
	世界經濟論壇(WEF)
	1996年年報
	1. 使一個國家的經濟得以穩定且高度成長的動力，亦即使每個人國民所得得以快速成長所需的原動力。

2. WEF從開放程度、政府職能、金融、基礎建設等八大類，每年針對全球49個國家進行競爭力評比，並將評比結果公布。

3. 由於WEF認為國內經濟為國家競爭力增加後的結果，因此國內經濟不在WEF的評比項目中。

	產業競爭力
	波特(Michael Porter)
	1. 五力分析
2. 鑽石理論
	1. 五力分析從下列五個方面評析公司在該產業中是否具有競爭力：

(1) 潛在新進入者進出之難易度

(2) 產品替代性的高低

(3) 對供應商議價能力

(4) 對客戶議價能力

(5) 同產業中其他公司的競爭

2. 鑽石理論

	
	台灣經濟研究院
	產業技術白皮書1996
	台灣經濟研究院將文獻歸納整理後，對產業競爭力提出下列看法：

1. 提高產業競爭力的方法可能因為經濟發展階段而有所不同

2. 除了成本、薪資費用、天然資源等因素外，法律政治、總體經濟、科技發展、環境品質等為影響產業競爭優勢之關鍵

3. 政府製訂適當的產業政策有助於產業競爭力的提升

	
	蔡進丁
	MERSI產業健檢表
	除了法政狀況、經濟環境、社會發展等項目外，產業供需狀況、全球競爭力、品牌與通路優勢、內部創新與企業活力皆為 MERSI產業健檢表之評估項目

	企業競爭力
與核心競爭力
	Nitin Noria
	4+2方程式
	將企業取得競爭優勢地位的因素分為四個「必修項目」與四個「選修項目」，當必修項目全部達到標準，選修項目至少兩個達到標準，則企業取得競爭優勢地位

1. 必修項目：策略、執行、企業文化、組織

2. 選修項目：人才、領導、創新、合併合作

	
	William Joyce
	
	

	
	施振榮
	競爭力方程式
	1. 經營企業隨時要創造價值，減少成本，即可增加本身的競爭力，簡言之，競爭力為為價值與成本之函數，亦即競爭力 = f ( 價值 / 成本)
2. 企業在市場上的定位對企業所創造的價值產生直接的影響，定位錯誤甚至使企業產生負的價值，使企業的競爭力由正轉負

	
	
	企業競爭力
	企業競爭力為企業個項活動所產生的競爭力加總，可以下表示之：

企業競爭力 = Σ f ( 價值 / 成本 )

           = Σ 競爭力 

	
	蔡進丁
	MERSI
	企業的競爭力取決於理念(M)、環境(E)、實力(R)、策略(S)、執控(I)五大要素，換言之，企業競爭力為五大要素之函數，可表示如下：

m = f( M, E, R, S, I ) 

	
	C.K.Prahalad
	核心競爭力(1990)
	以最短的時間、最少的成本建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可為企業取得長期的競爭優勢地位，尤其對多角化經營公司而言，可以核心競爭力做為是否應該進入該市場重要考量。

	
	Gary Hamel
	
	

	
	Long 
	核心競爭力
	核心競爭力的取得係由下列三種能力所組成

1. 門檻能力      3. 關鍵能力

2. 前瞻能力

	
	Bicker-Koch
	
	

	
	吳思華
	策略九說
	從企業核心資源的觀點，探討企業如何利用本身的現有資源以製訂適當策略，以增加企業本身的優勢地位。在「策略九說」一書中從價值、結構、效率、資源等九個方面，探討企業核心資源如何影響企業策略的製定。

	
	George S. Day
	競爭優勢與核心競爭力
	1. 企業的事業能力與獨特能力對企業競爭優勢的取得有直接性的影響

2. 企業的獨特能力除了受到事業能力的直接影響外，也受到事業核心競爭力的間接影響

	
	大前研一
	關鍵成功因素
	企業在現在或未來在營運上取得競爭優勢地位的主要因素，企業的研發能力、製造流程、企業文化、經理人能力皆可能成為企業的關鍵成功因素。

	
	Robert Kaplan
	平衡計分卡
	從財務、顧客、企業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四個面向探討企業的競爭力，其中四個面向彼此互相影響，四個面向與核心競爭力也有互相影響的關係。

	
	David Norton
	
	

	
	天下雜誌
	全國1000大企業評比
	依據經營績效、財務狀況、前瞻能力、企業文化與企業的公民責認等10項標準，每年對國內1000大企業進行調查與評比，並在每年五月以特刊的方式將結果公布

	
	Fortune雜誌
	全球500大企業評比、美國500大企業評比
	每年針對全球500大企業、美國500大企業進行評比，並將調查結果於八月份以專刊發行。


第2節、 本論文之定位

從「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中觀之，以宏碁為個案研究的論文中，以宏碁的競爭策略、全球運籌、轉型策略、品牌策略等方面作為研究之重點，至於宏碁在歐洲如何提升競爭力、採行那些策略，只有一篇從資源基礎的觀點來探討宏碁在法國子公司的經營策略，其它可謂付之闕如。

本文採取蔡進丁老師「十字管理法」的觀點，從歐洲的總體環境、企業文化、全球的總體競爭力等外在環境因素，加上宏碁內部的理念與企業文化、對外所展現的企業管理實力、競爭策略的採行、策略執行的執控等方面，探討為何宏碁得以在歐洲取得競爭優勢地位。此種由外而內，兼顧總體環境與企業個體，並依此進行全面性的探討，即為本論文之價值所在。

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1節、 研究架構

本論文從競爭力理論、MERSI十字管理法、競爭力的衡量方法等文獻開始探討，從「理念」、「環境」、「實力」、「策略」、「執控」五個面向分析宏碁如何在歐洲取得競爭優勢地位，並將使宏碁在歐洲取得競爭優勢地位的通路策略或是商業模式與Dell電腦、IBM、HP等宏碁主要競爭廠商比較，如此將可以突顯出宏碁在歐洲現行策略所造成的優勢，也可以歸納得出使宏碁在歐洲取得競爭優勢地位的因素，在最後一章除了針對宏碁在歐洲取得競爭優勢下結論外，也從宏碁的個案分析中提出在管理學上面的意函，並提出後續研究的方向。

第2節、 研究流程

本論文就競爭力、核心競爭力、MERSI十字管理法等相關文獻資料開始，以施振榮先生所著的「再造宏碁」、「宏碁的世紀變格」、「全球品牌大戰略」關於宏碁的專書為主軸，並輔以期刊、雜誌之相關探討與研究後，予以歸納整理。

在文獻探討之後，在探討宏碁在歐洲取得競爭力的因素時，除了相關資料的引用外，也輔以訪談法，將訪談的結果與文獻閱讀結果互相驗證比對，在結合訪談結果與文獻探討結果後，將可歸納出宏碁在歐洲取得競爭力的關鍵成功因素。

第3節、 資料收集方法

(1) 文獻資料分析

由於宏碁在歐洲取得競爭優勢為近年來的事，因此對於宏碁在歐洲市場表現的相關研究也相對少很多，因此本論文在探討宏碁在歐洲的競爭力時，只能從競爭優勢與核心競爭力等相關研究開始探討，並輔以先前宏碁整體表現之相關研究，做為文獻分析的素材。

(2) 相關人員訪談

藉由對宏碁總公司內部相關人員的訪談，將之與研究報告驗證，將可以收到畫龍點睛之功效。除了針對宏碁內部相關人員的訪談外，如能與宏碁的經銷商，甚至是宏碁的競爭廠商進行訪談，相信更能得到全面的觀點。

第4節、 研究方法

(1) 個案分析法

本論文主要係以宏碁為研究的個案，從MERSI十字管理法的觀點，即「理念」、「環境」、「實力」、「策略」、「執控」五個面向，探討宏碁在歐洲如何在眾多競爭廠商中脫穎而出，取得第一的市場佔有率與競爭優勢地位。

(2) 比較歸納法

本論文以Dell電腦、IBM、HP等全球市場佔有率在宏碁前面的廠商，從MERSI十字管理法的觀點，就「實力」、「策略」、「執控」等面向與以比較，以規納出宏碁在歐洲及其競爭對手之優勢所在。

第四章、宏碁在歐洲取得競爭力分析

第1節、 新宏碁的商業模式

宏碁從1997年併購德州儀器筆記型電腦部門後進入歐洲市場，雖然歐洲也有許多國際級的大企業，歐洲市場比美國市場適合發展像宏碁這樣的中小型企業。我們從後來宏碁策略發現，宏碁在歐洲採「第五型」藉由本身的「利基」以增加公司競爭力的商業模式，而不採取「第一型」商業模式直接與歐洲當地的國際大廠競爭，從義大利開始，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逐步經營，以品牌行銷與服務為宏碁在歐洲的主要業務。

「第五型」商業模式具有「利基商品」、「創造品牌」、「台商主導生產」、「產業外包」、「物美價廉」等特性，茲就宏碁在歐洲採「第五型」商業模式說明如下：

(1) 創造品牌：「品牌」為「第五型」商業模式中所必要的要素之一，沒有「品牌」，「第五型」商業模式將無法顯現其成效。宏碁在歐洲以品牌行銷與服務為主要業務，隨著市場的拓展，品牌的能見度與市場佔有率不斷地提高，奠定宏碁在歐洲的競爭地位。

(2) 產業外包：在2001年進行二度改造以後，將代工部門已簡易上市的方式成立緯創資通後，宏碁不再有代工部門，所需零件可向其他公司進行採購，不以緯創作為唯一的採購對象，可以有效降低生產成本

(3) 物美價廉：台商工業早期從代工開始，也是其他國際廠商的代工廠商，不論是委託代工(OEM)或是設計加工(ODM)，在製程上已有相當程度的水準。宏碁在歐洲雖然採「速食店模式」以降低存貨成本，然而規格化的生產流程與嚴格的品管測試，因此宏碁的筆記型電腦與個人電腦的品質，與戴爾電腦(DELL)或惠普電腦(HP)等國際大廠相較，是不會相形遜色的。在產品品質不輸給其他國際大廠的前提下，產品採平價路線的宏碁，自然可以在歐洲市場中脫穎而出，取得領先的競爭地位與市場佔有率，使歐洲成為宏碁最賺錢的地區。

第2節、 Gianfranco Lanci的領導風格與專業

在Gianfranco Lanci的思維中，「業績數字」決定一切，凡舉資源分配，人員的去留或升遷，業務行銷或是後勤支援，「業績」主要的決定因素。雖然Lanci在2000年初任歐洲子公司總經理的時候，將原先編制400人的德國子公司裁到剩下80人，雖然對德國子公司大幅度裁員造成總公司的困擾，Lanci以後來的業績證明對德國子公司大量裁員是有其必要性的。在一切都是以業績為要求下，宏碁有近七成的營收係由Lanci與不到250人歐洲團隊所創造出來的
。施振榮先生在去年(2004年)任Gianfranco Lanci為總公司總經理，除了希望Lanci可以將歐洲的成功經驗複製到美國、大中華經濟圈等市場外，也希望藉著Lanci績效管理的能力，順利將宏碁轉變為以業績為主要目標、股東權益為首要考量的方向。

Gianfranco Lanci這種數字決定一切的作風，將業績表現列入績效考核之中，這種做法看似與施振榮相對溫和的做法形成強烈對比，但是施振榮先生此次任命Lanci為宏碁的總裁，除了期待Lanci將歐洲成功的經驗複製到美國與大中華經濟圈以外，一方面也意味著「業績」是將來在新宏碁內部升遷的必要條件之一。

第3節、 宏碁在歐洲之經營策略

(1) 速食店模式

由於電腦產品與零組件有其生命週期的考量，宏碁將組裝電腦所需的零組件分為「關鍵性零組件」與「非關鍵性零組件」。「非關鍵性零組件」如主機板，監視器等產品周期相對較長，差異性較小的產品，可以經由大量生產所產生的規模經濟以節省生產成本，經由海運的方式送往全球各地的組裝廠，以節省運輸成本；「關鍵性零組件」如CPU則經由空運的方式送到ODM的組裝廠，以有效節省時間；其它零組件如隨機存取記憶體(RAM)則在當地進行採購。將「關鍵性零組件」、「非關鍵性零組件」、當地採購的零組件在ODM廠組裝後，即可送到各國的經銷商銷售。

以宏碁在法國的子公司為例，當法國的子公司接到訂單後，宏碁在荷蘭Tilburg的組裝廠，將台灣生產的「關鍵性零組件」、「非關鍵性零組件」、在當地採購的零組件予以組裝後，即可經由空運送到位於巴黎戴高樂機場附近的法國子公司，在經由法國子公司送到法國28個地區的供應商
。從法國子公司接到訂單到交貨給經銷商的整個流程，以台灣為「中央廚房」，荷蘭Tilburg組裝廠做為運籌的ODM廠商，在將組裝好的產品送到「速食店店面」的法國子公司，即為宏碁用做全球運籌的「速食店模式」。

(2) 新經銷模式

宏碁除了大中華地區係由總公司予以統籌外，不論在歐洲或是全球其它地區，宏碁的產品在最近的組裝廠組裝完畢後，交由各國的經銷商進行銷售。宏碁在每個月都會根據市場供需狀況作出銷售量預測，並參考經銷商的進貨、銷貨、存貨狀況，藉由供應練的管理，宏碁與經銷商存貨數量皆得以有效減少，並非只是將宏碁的存貨出貨給經銷商後，就不管是否會造成經銷商過多的庫存，這是宏碁「新經銷模式」與傳統經銷商通路最大不同的地方。

宏碁在歐洲銷售的產品在荷蘭進行組裝後，即銷往法國、英國等國的經銷商。雖然歐洲經銷商是以買斷的方式向宏碁進貨，但是宏碁還是會藉由供應練管理以減少經銷商的存貨數量。施振榮先生就在宏碁世紀變革一書中提到，「新經銷模式改採直接供應練管理，可使庫存降到最低，市場反應最快。所謂庫存降低是指實際上放在我們這裡(宏碁)的庫存不多，這是因為我們把庫存推向經銷商和供應商，不過我們不會推太多庫存給他們，如果推太多，整個供應練就無法流通。為了暢通供應練，我們還是得作庫存管理，這些雖然不是我們帳面上的庫存，但是我們還是要管
。」

宏碁在歐洲及全球其他地區堅持以經銷商為其產品之通路，不但對於調整前績效表現良好的經銷商有鼓勵的作用，更可作為爭取先前惠普電腦經銷商一個有力的訴求點，藉由吸收惠普電腦業績表現良好的經銷商，將是宏碁在歐洲市場的品牌能見度以及市場佔有率一個有利的方法；換言之，若惠普電腦在面臨戴爾電腦的挑戰之際，堅持以經銷商為其產品之通路，宏碁勢必難以爭取到原為惠普電腦之經銷商，宏碁在歐洲市場要達到目前的市場佔有率，將比現再花費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因此，宏碁所堅持的經銷商通路係宏碁在歐洲取得高度市場佔有率的一個重要因素。

(3) 全球品牌，在地結緣

雖然宏碁在地結緣的策略在實行之初有成效不彰、各自為政造成無法達成規模經濟的窘況，然而在地結緣策略含有「利潤中心」的概念，可以防止子公司或分公司之間產生「吃大鍋飯」的情形。以宏碁在1996年將歐洲的分公司分為三個部份為例，施振榮先生於再造宏碁一書中提到「宏碁在歐洲只有一個總部，要管理二十幾個國家就會產生大鍋飯的問題。如果按照結合地緣的邏輯，應該每個國家個設立一個分公司，但因為短期內無法找到這麼多經營團隊，於是就先分為三區，個設立一家公司，成為次區域總部。雖然可能影響在歐洲股票上市的計劃，卻可以解決當北歐賺錢，南歐虧損時，對負責北歐業務的員工所造成利益不公平的現象
」

第4節、 在通路策略上與主要競爭廠商之異同

宏碁在面臨戴爾電腦直效行銷的挑戰之際，依然堅持以經銷商為其產品之通路，將原先較小的通路商與以調整，留下較大型以及經營績效佳的經銷商。宏碁這種以經銷商為主要通路的模式，和惠普電腦在通路上採行直銷與經銷商雙軌並行的策略相較，宏碁在歐洲經過調整後的經銷商不但可達到規模經濟( Economic Scale) 之綜效，以有效節省成本支出。

戴爾電腦的直銷模式係以「變動成本」為其主要成本結構，宏碁以經銷商為通路的成本結構則兼具「固定成本」與「變動成本」。這也是為何宏碁在業務擴大之後，營運成本反而得以降低，造成獲利率增加。Gianfranco Lanci在今年(2005年)訪問大陸時就指出，宏碁在的管銷成本從2002年11﹪減少到2005年6.5﹪，再2006年的時候更希望可以達到5﹪以下的目標。

第5節、 台灣IC產業供應鏈與宏碁

(1) 科學園區所產生的群聚效應

在2001年轉型之前的宏碁在供貨流程中所採行的「速食店模式」，除了在當地採購的零組件外，其它的零組件則在台灣製造、採購後依照產品的生命週期經由海運或空運送達。要使在台灣從生產、採購的零組件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交貨流程，除了宏碁本身的管理能力以外，新竹科學園區所帶來的群聚效應也是宏碁縮短交貨流程的原因之一。

宏碁在2001年轉型之後，製造代工部門則以緯創資通以簡易上市的方式獨立上市，轉型後以服務業為其主要業務的宏碁，由於以無代工部門，即使新竹的分公司不在新竹科學園區之內，新竹科學園區為宏碁所帶來的產業群聚效應卻也不會因此而有所減少。

(2) 產官學界的相互配合

就政府的協助而言：企業經營碰到瓶頸，「雨天收傘」為銀行一貫的做法。宏碁在1995年美國市場失利，連帶造成公司營運陷入危機，銀行卻未對宏碁採取抽銀根的動作，使宏碁得以渡過該次危機，並在歐洲市場重新出發。雖然施振榮在「宏碁世紀變革」一書中認為宏碁的理念與長期間建立的誠信為渡過該次危機的原因，然而，若無政府在背後的支持，即使宏碁後來得以免除被銀行抽銀根的危機，在與銀行的談判過程勢必無法如此順利。

就政府的產業政策而言：政府為促進產業升級所訂立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在稅賦上給予減徵或減免的優惠，雖然宏碁現今所處的產業並非「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所適用的產業，然而購置研究發展或節約能源所需的機器設備得以於兩年內提列折舊，研發費用與人才培訓可於支出金額35%限度內，自支出起五年內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藉由租稅的優惠措施以達成政府產業升級的政策。

(3) 宏碁在國內資訊教育的付出

宏碁近30年來在資訊教育上面的努力，也在國內資訊界中培養出相當多的人才，如王振堂、李焜耀、林獻銘等人後來相繼成為宏碁總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中堅幹部。雖然施崇棠等人後來因為理念等方面的問題而離開宏碁，甚至成為宏碁的競爭廠商，僅管如此，這些人在離開宏碁後，對於宏碁還是會懷有些許的情誼：如施崇棠在創立華碩電腦後，僅管現在華碩電腦在產業界中的實力足以和宏碁分庭抗禮，施崇棠依然堅持只要施振榮還是宏碁的董事長，華碩電腦不會對宏碁的經營團對進行挖角的動作，施崇棠的善意即可作為施崇棠回報施振榮當年知遇之恩的表現。

宏碁在近30年來在電子計算機教育上的努力，不但落實宏碁在創業時以成為「資訊世界園丁」的使命，也提升台灣資訊產業的實力；對宏碁而言，產業實力向上提升，使台灣的資訊產業環境成為宏碁提供一個可以長久成長與發展的環境，與宏碁在資訊產業的成長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第五章、從十字管理法分析宏碁競爭力所在

MERSI係從理念(mind)、環境(ecosystem)、實力(resources)、策略(strategy)、執控(implementation)五個方面由內而外對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進行全面性的檢查，由MERSI企業檢查表五個方面的績分，可以清楚地看出企業目前的優勢與待改進項目之所在。由於各公司所處的產業與業務範圍不盡相同，為符合宏碁的現實狀況，因此本文在不違背蔡進丁老師所創的MERSI企業全身健康檢查表的精神下，對部份評比項目做出部份修正，並稱之為「改良式MERSI企業檢查表」，：

	
	檢察項目
	得分
	備註(進一步說明與分析)

	理

念
	1.宏碁在歐洲市場的經營文化明確
	5
	一(1)宏碁的經營文化

	
	2.宏碁在歐洲市場的經營理念明確
	5
	一(2)宏碁的經營理念

	
	3.宏碁在歐洲市場以帶動產業趨勢為遠景
	4
	二(1)宏碁的遠景

	
	4.宏碁在產品規劃有帶動產業新趨勢實力
	4
	二(1)宏碁的遠景

	
	5.宏碁之核心價值為內部員工所認同
	5
	二(2)宏碁的核心價值

	
	6.宏碁之核心價值為企業關係人所認同
	4
	二(2)宏碁的核心價值

	
	7.宏碁領導者足以成為產業之典範
	5
	三、施振榮的理念

	
	8.宏碁領導者具備良好誠信
	5
	三、施振榮的理念

	
	9.宏碁在歐洲市場之使命明確.
	5
	四、宏碁全球化經驗累積

	
	10.宏碁具有全球化經驗 
	5
	四、宏碁全球化經驗累積

	
	11.宏碁領導者專注於本業
	5
	

	
	12.宏碁對於公益活動量力而為
	5
	

	
	小計
	57
	

	
	
	
	

	環

境
	1.歐盟會員國具有高度國家競爭力
	5
	一(1)歐盟地區國家競爭力

	
	2.歐盟政治社會現況有利於宏碁發展
	4
	一(2)1歐盟政治社會現況

	
	3.歐盟經濟現況有利於宏碁發展
	4
	一(2)2歐盟經濟發展現況

	
	4.歐盟之教育與科技研發有利宏碁發展
	5
	一(2)3歐盟教科研發現況

	
	5.歐盟相關法律規定有利於宏碁發展
	4
	一(3)歐盟對企業之法規

	
	6.宏碁的企業文化與歐洲企業文化相容
	5
	二、宏碁與歐洲企業文化相容性

	
	7.歐盟東擴有利於宏碁之發展
	4
	三、歐盟東擴的影響

	
	8.歐元流通有利於宏碁發展
	3
	四、歐元流通的影響

	
	9.我國政府給與宏碁必要之援助
	4
	五、我國政府的援助

	
	小計
	38
	

	
	
	
	

	實力

︵

人事管理

︶
	1.宏碁現今執行長經歷完整
	5
	第四章第二節

	
	2.宏碁在歐洲市場之員工整體素質高
	4
	一(1)宏碁在歐洲員工素質

	
	3.宏碁內部勞資關係良好
	4
	一(2)宏碁的勞資關係

	
	4.宏碁內部考核制度健全
	5
	一(3)宏碁的績效考核制度

	
	5.宏碁公司服利制度健全
	4
	一(4)1宏碁的福利制度

	
	6.宏碁退休撫敘制度健全
	4
	一(4)2宏碁的退撫制度

	
	7.宏碁內部升遷制度透明
	5
	一(5)宏碁內部的去留升遷

	
	8.宏碁在歐洲具有特殊專長之人才
	4
	

	
	9.宏碁執行長與高階主管互動良好
	5
	

	
	小計
	40
	

	
	
	
	

	實力︵行銷管理︶
	1.宏碁在歐洲市場市場佔有率高
	5
	二(1)宏碁歐洲市場佔有率

	
	2.宏碁具有國際行銷能力
	5
	二(2)宏碁國際行銷能力

	
	3.宏碁在歐洲4P行銷策略配合良好
	5
	二(3)宏碁在歐洲的4P策略

	
	4.宏碁能使行銷策略形成比較優勢
	4
	二(3)宏碁在歐洲的4P策略

	
	5.宏碁具有良好全球供應鍊管理能力
	4
	二(4)宏碁在歐洲供應鍊管理

	
	6.宏碁在歐洲有完善客戶關係管理系統
	4
	

	
	7.宏碁在歐洲與主客戶之關係維持穩定
	4
	

	
	8.宏碁在歐洲有電子商務能力
	5
	

	
	9.宏碁具有良好外包管理能力
	5
	

	
	小計
	41
	

	
	
	
	

	實力

︵

財務管理

︶
	1.宏碁經營者具有足夠誠信度
	5
	三(1)經營者在銀行的誠信

	
	2.宏碁資本預算規劃健全
	5
	三(2)1負債比例

	
	3.宏碁的營運資金健全
	5
	三(2)2短期償債能力

	
	4.宏碁有較高的流動比例
	4
	三(2)2短期償債能力

	
	5.宏碁有較高的利息保障倍數
	4
	三(2)2短期償債能力

	
	6.宏碁有較高的存貨週轉率
	4
	三(2)3存貨管理

	
	7.宏碁管銷費用控制得宜
	4
	三(2)4管銷費用

	
	8.宏碁有穩定的純益率
	5
	三(2)5純益率

	
	9.宏碁有穩定的股東權益報酬率
	5
	三(2)6股東權益報酬率

	
	10.宏碁可以較低資本取得資金
	4
	台灣產業加持

	
	11.國內有提供宏碁優惠的租稅措施
	4
	台灣產業加持

	
	12.宏碁對於轉投資公司業務或財務往來正常
	5
	

	
	小計
	54
	

	
	
	
	

	策

略
	1.宏碁現在歐洲市場之策略有助提升競爭力
	5
	一、宏碁現行策略成效

	
	2.宏碁在歐洲現行策略能因應未來情勢變化
	4
	一、宏碁現行策略成效

	
	3.宏碁在歐洲現行策略符合企業文化
	5
	二、策略是否符合企業文化

	
	4.宏碁現行策略明白地向員工傳達
	5
	三、員工是否了解現行策略

	
	5.宏碁在歐洲員工明白了解公司策略
	4
	三、員工是否了解現行策略

	
	6.宏碁在歐洲過去成效顯著
	5
	四、併購德儀筆記型電腦部門

	
	7.宏碁現行策略與過去策略有脈絡可尋
	5
	

	
	8.宏碁現在策略在歐洲市場發揮綜效
	5
	

	
	9.宏碁現行策略具有宏觀性
	5
	

	
	10.宏碁現行策略考慮到整體利益
	5
	

	
	11.宏碁的策略會隨著情勢調整
	5
	

	
	12.宏碁在策略的規劃與執控狀況良好
	5
	

	
	小計
	58
	

	
	
	
	

	執

控
	1.宏碁在歐洲市場銷售預測適當
	4
	一、業績達成率與預測值

	
	2.宏碁在歐洲業績達成率符合銷售預測
	4
	一、業績達成率與預測值

	
	3.宏碁財務預測方法適當
	4
	二、財報達成率與預測值

	
	4.宏碁財務達成率符合財務預測值
	4
	二、財報達成率與預測值

	
	5.宏碁領導者權力基礎穩固
	5
	三、Lanci的權力基礎

	
	6.宏碁領導者有良好專業能與應變能力
	5
	三、Lanci的權力基礎

	
	7.宏碁領導者有良好應變能力
	4
	三、Lanci的權力基礎

	
	8.宏碁領導者提出具體遠景
	5
	

	
	9.宏碁企業組織採扁平式組織
	5
	

	
	10.宏碁的企業組織能達成預期功能
	4
	

	
	11.宏碁領導者面對內部衝突時能有效化解
	4
	

	
	12.宏碁倂購其它公司後不同系統可相容
	4
	

	
	小計
	52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第1節、 結論

(1) 宏碁在歐洲市場取得競爭力之關鍵成功因素

1、 降低成本，提升價值

在2001年企業進行二度改造後的宏碁，從「製造業」轉型為「服務業」，以「微笑曲線」中最右端行銷為其主要業務，這是在電腦產業中除了研發以外，附加價值最高的部份。除此之外，宏碁在歐洲市場上，在品質、服務、客服、創新等方面的加強，不只是宏碁事業單位一般策略，也是宏碁想要在歐洲市場上永續經營的不二法門。

2、 宏碁企業文化及核心價值與歐洲文化相容

除了宏碁的企業文化在與歐洲企業所追求的價值相近的優勢外，在合併後，藉由電話或視訊會議等方式，除了讓歐洲的員工了解宏碁的企業文化，以加強歐洲員工對宏碁的向心力外，也可以在第一時間內了解歐洲員工的想法與需求，並提供必要的協助。宏碁與歐洲子公司之間文化相容性高，且隨時歐洲子公司之間進行溝通，不但使Lanci等重要幹部院意留在宏碁繼續服務，也可避免宏碁總公司與歐洲子公司之間因為理念不同造成磨擦。

3、 起用Gianfranco Lanci為宏碁歐洲區經理

具有義大利人浪漫與北義大利人務實性格的Lanci，對於績效與業績數字的要求，都反應在歐洲市場的營收上。雖然在擔任歐洲區經理的初期對德國子公司進行大幅度的裁員，卻使宏碁從義大利開始，在歐洲各國的個人電腦市場取得領先的市場佔有率。雖然Lanci以業績做為人員去留晉用的重要參考與施振榮較為溫和的管理方式有明顯的差異，施振榮任用Lanci為宏碁歐洲區的總經理，並在今年以Lanci為宏碁總公司的執行長，可以視為在施振榮交棒之後，業績與績效數字在宏碁內部重視的程度與日俱增。

4、 採取利基創新型的商業模式
宏碁在歐洲個人電腦市場的開發時，依據歐洲國家企業的經營模式，改採第五型以利基為主的商業模式，將有限資源用在附加價值高，具有利基的業務上。從義大利開始，以物美價廉的產品取得市場佔有率後，將此一成功的模式複製到歐洲其它的國家，在歐洲取得第一名市場佔有率，使宏碁接近70%營收來自歐洲市場。

5、 專心從事本業

在2001年轉型後的宏碁以微笑曲線最右端的行銷為其主要業務，這也是整個個人電腦產業中附加價值最高的部份，沒有代工部門的宏碁將公司的資源投入品牌行銷的業務中，這也是轉型後的宏碁「專心從事一項業務」的表現，這種表現，與第五型以利基產品為主的商業模式的精神是相通的。不論是在台灣的總公司或是在歐洲的分公司，專心從事附加價值高的「品牌行銷」業務為宏碁在歐洲取得競爭優勢的因素之一。

(2) 宏碁能否為持現今優勢地位

(1) 創新利基適合現今宏碁的發展

在2001年企業二度改造後宏碁將代工部門獨立，以品牌行銷為其主要業務，不但是「專注」與「聚焦」的具體表現，也是宏碁追求「創新品牌」與「世界品質」的決心，因此宏碁改採利基創新型的商業模式，對宏碁在歐洲市場取得競爭優勢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將此種商業模式運用到在美國市場與大中華經濟圈市場的拓展，其成效也在今年高度成長的營收與獲利得到肯定。因此在總體經濟環境不變的前提下，宏碁如果能持續創新利基的商業模式，專注於現金品牌行銷的業務，則宏碁不論在歐洲市場、美國市場、大中華市場均可以保持目前的競爭優勢地位。

(2) 我國產業政策支持

雖然各國均會對國內經濟情勢製訂相關產業政策，雖然我國無法像南韓那樣頃全國之力扶植單一產業或公司，然而與Dell電腦、惠普電腦等美國廠商相較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從宏碁創業至今皆有產業政策為其後盾，也有政府適時提供的援助，這些都是使宏碁得以無後顧之憂地在歐洲市場與競爭對手從事競爭的原因之一。
(3) 企業傳賢不傳子的思維

施振榮將宏碁交給來自於義大利的Gianfranco Lanci則可視為宏碁捨棄傳統家族企業的模式，而將公司交給專業經理人，這在國內尚屬首見。施振榮將宏碁教由專業經理人執掌，不一定非由創業者的子女接掌企業不可的作法，除了可以避免第二代發生不適任的情形外，對於公司內部員工而言，也是促進員工致力於創新與行銷活動的動力之一。當這種傳賢不傳子的公司文化成為宏碁內部文化與制度，宏碁可望長期維持其競爭優勢地位。

(4) 以人為主的企業文化

施振榮基於人性本善的信念，即使劉英武在1992年因策略失當導致宏碁經營陷入危機，後來負責宏碁網路交易業務的黃少華在宏網經營成效不彰，施振榮也沒有做出讓劉英武或黃少華覺得難堪的動作；換言之，即使員工的表現不如預期，只要不是蓄意對宏碁造成損害，基本上還是會對他保持基本的遵重。也就是由於這種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雖然在人事的去留上有時會給人吃大鍋飯的感覺，然而對於員工的信任，給與適當的舞台，皆可增加員工對公司的向心力，員工自然願意竭其所能為公司效命，宏碁現有的競爭優勢自然得以維持。
第2節、 管理的意涵與啟示

(1) 從微笑曲線找出產業目前的定位

台灣過去以代工、製造、進出口貿易使國民所得大幅成長，現今面臨產業轉型的抉擇點。台灣產業在面臨來自於全球化的挑戰之際，就政府而言，應思考如何將知識經濟落實於產業政策之中；就企業而言，更應思考如何增加企業本身的附加價值，並將有限的資源投注於高附加價值的項目中。如此一來，不僅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得到提升，也可因國內企業經營效率與競爭力而使台灣在國際間的競爭力提高。

(2) 第五型利基創新的商業模式

宏碁雖大，仍不脫中小型企業的規模。宏碁經由不斷地嘗試以找出本身利基所在，雖然在這過程中也因此付出相當的代價，但是宏碁這一路走來的過程，對於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而言，卻可以做為面臨產業轉型之際另一個思考方向。因此對於台灣其它的企業而言，除了持續加強對產品品質的控管以追求世界級品質外，更應專注、聚焦於本身所擅長的項目中，如此才能提升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

(3) 專心從事本業

對台灣諸多中小企業和宏碁一樣面臨可利用資源有限的困境，因此追求利基創新，將有限資源置於可以產生高附加價值的項目，而非盲目追求削價競爭使本身毛利下滑，為現今台灣諸多中小企業在尋求轉型的過程中，所必須追求的；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台灣中小企業在面臨全球化的衝擊下，依然得以保持台灣企業的競爭優勢地位。

第3節、 後續研究建議

(1) 能否將相關經驗用於美國與大中華市場

宏碁不但現在歐洲市場取得領先的市場佔有率與營收，來自美國市場與大中華市場的營收在今年也有大幅度成長，由虧轉盈。宏碁企業文化與歐洲企業文化相容、在歐洲市場採取新經銷模式與經銷商利潤分享、商業模式轉型為利基創新型的公司並專注於品牌行銷業務，以上皆為宏碁在歐洲市場取得競爭優勢的原因，然而宏碁在歐洲成功的經驗，複製到美國市場與大中華市場是否得以長期保有競爭力，在從事此一方面的相關研究時，都是必須注意的地方。

就美國市場而言，有兩個因素值得觀察：首先要觀察的是「理念」，即宏碁企業文化與美式企業文化是否相容。其次要觀察的是「環境」，即宏碁在美國市場，如何面對來自於Dell電腦、IBM、HP等競爭對手的挑戰。

就大中華市場而言，主要係以大陸市場為主，有兩個因素值得探討：首先為「理念」，即宏碁的企業文化能該如何與大陸的企業文化進行調和；其次為大陸市場「環境」，即大陸的法政、經濟、社會等方面對宏碁將來在營運上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2) 宏碁在歐洲之經驗是否適用其他公司

宏碁在歐洲市場得以取得競爭優勢地位，有其內在與外在的因素，在探討宏碁在歐洲成功的經驗能否適用於其它公司時，必須從公司的理念與企業文化、公司所處的產業特性、以及公司目前所在地的總體經濟環境等因素著眼，例如該公司在產業中各階段所產生的附加價值是否可以型成一微笑曲線、該公司所採取的物流策略是否適合採取宏碁的新經銷模式、該公司的產業與規模是否適合成為創新利基型公司，凡此種種，皆為探討該公司是否適用宏碁的成功經驗時所必需注意的。如能將上述所題一一檢視，其它公司在援引宏碁成功經驗的同時，能就公司本身的現況做出適當的調整，如此才不會產生越橘為枳，甚至畫虎不成反類犬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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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論壇發言

Frederic Laplanche(
【錄音整理稿】

    首先，我很支持與鼓勵此次淡江大學與南華大學一起舉辦的研討會，這是ㄧ個很好的想法，也很感謝教育部在推廣歐盟相關領域的幫忙。今天我願意以個人的身份來分享我的一些想法。我認為歐盟需要一個專注力，歐盟近年的經濟狀況不甚理想，會員國的失業率很高，因此會員國多持悲觀態度。我認為歐盟各方面均缺乏領導的方向，而歐盟憲法至今也尚未通過，但是有些人預測的大災難並未發生。

    剛所提到許多人預測的大災難並未發生，我以下面三個例子來加以說明：第一、在面臨伊拉克問題時，歐盟國家沒有尋求到共同的立場，歐盟的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似乎沒有運作，但最後並未發生大災難。第二、2004年5月歐盟東擴之前，很多人認為將會發生許多問題，但實際上歐盟東擴後並未發生太大的問題。第三、歐洲憲法於今年遭兩個國家否決，但是歐盟目前仍能正常繼續運作。

    歐洲聯盟的民意調查中，歐洲公民有百分之四十認為歐盟若結束運作對其並無影響，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三的公民樂於看到歐盟停止運作，有百分之四十的公民不樂於看到歐盟的結束。法國認為應將目前歐洲憲法中的前兩個部份重新拿出來繼續討論，而放棄有關政策的第三個部份，而這或許是ㄧ個可行的解決方法。

    歐洲憲法最近進行的腳步太快且太具野心，1950年提出的舒曼計畫中曾提及歐洲統合的進度不應該太急太快，而應該逐步進行。

最後，我以下面四個觀點作為結論：

一、歐盟會繼續下去，

二、若歐盟要繼續下去，則歐盟必須保持一個低調謙虛的態度，

三、歐盟中不存在奇蹟，

四、歐盟會繼續成為一個另類的政治性動物，所以鼓勵大家繼續研究歐盟事務。

圓桌論壇：歐盟與俄羅斯經貿關係發展近況淺析

洪美蘭(
1、 前言

歐盟與俄羅斯每年二次的例行高峰會，今年分別於五月十日在莫斯科和十月四日在倫敦舉行完成。為了加速達成二OO三年五月於聖彼得堡高峰會上，雙方所同意建立的四大共同空間(common spaces)，今年莫斯科高峰和倫敦高峰會都將焦點集中在四大共同空間的落實，顯示歐俄以一九九七年十二月開始生效並為期十年的合作夥伴協議(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PCA)作為雙邊合作關係法源之基礎下
，雖然在個別議題上偶有歧見，但雙方仍努力地在化解歧異，希望改善和拓展雙邊關係。因此，本文欲藉此會議來瞭解和討論一下歐俄關係中的經貿發展近況。

2、 雙邊經貿關係之內容與意義

首先，從歐盟與俄羅斯本身之貿易和投資關係來看。依據合作夥伴協議的最惠國待遇(most-favoured-nation treatment)基礎進行自由貿易，使得歐俄雙方貿易量急速增長，貿易依存關係越來越明顯。從千禧年雙邊貿易額83億餘歐元擴增為二OO四年的126億餘歐元。
若進一步以二OO四年的貿易量來分析，俄國已經成為歐盟僅次於美國、中國和瑞士的第四大貿易夥伴；而歐盟更是俄羅斯的第一大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量佔俄羅斯對外貿易總額高達52.7%，
且貿易盈餘高達36億餘歐元
。

從貿易結構分析發現，歐盟從俄羅斯進口最多的是能源，約47億餘歐元，佔歐盟總進口量的26.38%，而佔歐盟從俄國進口的59.4%，這也是對俄貿易赤字的主要來源。出口方面，歐盟對俄出口的最大宗產品為機械產品，出口值約38億餘歐元，佔對俄出口的84.6%。
由此可見，雙邊貿易相當集中於某類產品項目，顯示雙邊貿易的比較利益和互補關係已經成型。再者，歐盟從俄國進口能源的比重和貿易量皆越來越高，從千禧年進口額34億餘歐元擴增為二OO四年的47億餘歐元，
顯示歐盟依賴俄國能源進口的可能性正逐漸提高中。因此，雙方從千禧年就開始了所謂的能源對話(energy dialogue)。

不過，有關能源特許協議和其運送議定書目前尚待俄國杜馬國會批准，而且從俄國最近的能源政策與動向來看，其保守色彩越趨明顯。例如：二OO五年九月十六日俄國公佈合作開採北極圈內巴倫支海的什托克曼天然氣田之外商合作名單時強調，在俄國保留控股權下，將借重外國公司提供開發天然氣及液化所需的數十億美元投資和技術，透過合作開採協議，以助益俄國能源產業的持續發展；甚至又欲立法限制外資入股戰略性和敏感性工業
。一再顯示俄國政府在能源政策上，一方面趨向於鼓勵與外商合作開採，但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能源資產落入外商手中。因此，即使目前歐盟對俄投資仍是遠低於其應有的潛能
，但未來想要突破或快速增長，特別是能源投資方面，其可能性應當不高。

然而，俄國今年七月二十二日剛頒布「俄羅斯聯邦特別經濟區法」，將過去的經濟特區皆予以撤銷，僅保留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和馬加丹(Magadan)，並預計依此新法令在二OO六年開放申請設立至多十個特別經濟區，來促進俄國加工業和科技產業的發展。
可見俄國在吸引外資方面，仍然相當重視來自歐盟的投資。從加里寧格勒這個俄屬飛地的特殊地緣關係來看，對俄國而言，確實可增加和擴大吸引來自歐盟會員國之外資和技術，而歐盟亦可善用此經濟特區的優惠條件加強對俄投資。

再者，共同經濟空間所強調的就是要建立一個促進能源對話、投資和改善投資環境的空間，顯示雙方仍然努力地在強化和改善能源、投資等方面的合作關係，而這領域也將會成為歐盟與俄羅斯未來經貿關係發展的重點之一。

其次，歐盟東擴後，俄羅斯成為歐盟最大的鄰國。雙方除了一方面因應歐盟東擴，於二OO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簽署一份議定書，以玆使合作夥伴協議的適用範圍擴大至歐盟的十個新會員國外
；另一方面亦表示將加強在南高加索和西獨立國協國家地區(例如：烏克蘭、摩達維亞、白俄羅斯等地)之合作，而後者正是歐盟與俄羅斯在歐盟東擴後的重要政經戰略緩衝區。

3、 結論

從上述綜合而言，未來歐盟和俄羅斯的經貿關係發展，將仍然是以建立四大共同空間中的經濟空間作為焦點。其中除了過去所努力的強化雙邊經貿合作外，能源及其運輸、投資等議題，即能源對話和航太方面之合作將是未來的新方向。

由於雙方皆相當重視彼此間的經貿關係，且多年來的經貿往來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的互利、互賴之依存關係，因此，即使俄國在能源政策上趨於保守，或雙方在某些議題上仍有歧見，但基本上而言，歐盟和俄羅斯的各項關係之發展與互動皆有所進展，特別是經貿關係，故歐盟和俄羅斯經貿關係的良性發展仍是可樂觀期待的，而這對歐洲和全球之發展，亦將有所裨益。

圓桌論壇：歐盟暨會員國發展近況

洪茂雄(
一、歐盟東擴的意義：

這次歐盟向東「廣化」，乃係第五次擴大，並且是歷次擴大中，吸取新會員國最多的一次。此次擴大的特點:這十個新會員國均為中小型國家，除了波蘭人口達三千九百萬人外(在歐盟二十五個會員國中，排名第六位，比其他九個新會員國人口的總和還多出三百萬)，其餘均是幾十萬至一千萬不等的中小型國家(參見表二)；所涵蓋範圍最廣，北起波羅的海，南至地中海；同時，這十個新會員國來自不同的集團，如波海三國，曾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波蘭、捷克、匈牙利是前華約的組織成員；賽浦路斯、馬爾他和斯洛文尼亞則是屬於不結盟運動組織；除了賽浦路斯經由國會批准即可完成入盟的法定程序外，其他國家都還要訴諸公民投票，來反映全民意志，以慎重其事，視加入歐盟為國家發展頭等大事(參見表三)；再者，歐盟第一波東擴還會引起連鎖效應。東歐國家尚有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阿爾巴尼亞、馬其頓，乃至獨立國協成員的烏克蘭、喬治亞等等，都將是歐盟東擴下一波的候選國；更有甚者，正因為歐盟東擴有必然性，亟需改造歐盟原有的結構，乃有歐盟憲法的倡議，來重新規範歐盟「廣化」與「深化」所面臨的課題。

二、波蘭政局新動向：

9月25日波蘭大選已告揭曉，由團結工會蛻變而來的法律正義黨和公民綱領黨，分別躍居第一和第二大黨。觀察波蘭民主化以來第六次國會大選，有些新的發展，頗令世人刮目相看，特別是卡欽斯基雙胞胎兄弟在波蘭政壇上的崛起，成為中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之後閃耀之星的政治人物，更廣受歐洲社會的矚目。
現年56歲的雅羅斯瓦夫(Jarosław)和列奇(Lech)年幼時曾是波蘭紅極一時的兒童影星，一同演出過波蘭歷史上最成功的兒童喜劇片之一《偷月亮的兩個傢伙》。1971年，他們一起獲得華沙大學法律學士學位，並成為大學法律研究所的同窗，10年後他們又同時獲得法律學博士學位。1980年，這對政治思想活躍的孿生兄弟雙雙加入了剛成立的波蘭團結工會，並以其敏銳的思想和勇氣鬥志，很快成為波蘭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的重要智囊。1990年，波蘭共黨政權垮臺之後，瓦文薩當選為波蘭首屆民選總統。卡欽斯基兄弟也進入波蘭政治高層，擔任要職。卡欽斯基兄弟與瓦文薩在是否繼續延攬原共黨時代在軍隊和安全部門等重要職位的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一來，前者認為留任原共產黨人是嚴重的錯誤，而後者則認為只要前共產黨人宣佈對他效忠，即可繼續任用；二來，卡氏兄弟指責瓦文薩與殘餘的共產黨勢力妥協的做法偏離了波蘭團結工會創立的初衷；三來，這兩位波蘭政壇相當堅持原則的雙胞胎也力勸瓦文薩放棄震盪療法，但卻不為瓦文薩所接受，雙方由此漸行漸遠。

究竟此次波蘭國會大選，顯示哪些意義？基本上，有下列幾點值得一提：

第1， 現在的執政黨，民主左派聯盟(SLD)在本次大選中遭選民唾棄。民主左派聯盟在上屆大選中囊括41 %的選票，然而此次卻僅剩11.3%，究其主因，歸咎於屢屢爆發金融醜聞和政府官員貪污受賄事件等，深受選民不滿，重蹈上屆右派政府的覆轍，慘遭滑鐵盧。再則，波蘭目前失業率高達17.8%，居歐盟會員國之冠，也讓選民對執政黨大感失望。

第2， 選民厭惡政治風氣每況愈下，經濟改革不彰，導致投票率未升反降。波蘭民主化以來，一方面選民對政經環境的快速變化一時甚難適應；二方面民主化後，中央和地方選舉過於頻繁，使選民對選舉的興趣缺缺；三方面，選民對每逢選舉政客的相互批鬥，以及選後對政見又無能為力予以實踐落實，又深感不滿，致使本屆國會大選的投票率創下新低，僅達40.57%，比上屆的46%足足少了將近6%之多。

第3， 政黨重新洗牌，塑造新形象。1989年6月，波蘭舉行第一次較自由的選舉迄今，各主要政黨要不是更改黨名，就是重新洗牌，進行整合，使得每一屆國會改選，政黨名稱都不像西歐國家的政黨那麼穩定。如團結工會，1991年分裂以來，出現過「民主聯盟」、「團結工會選舉聯盟」等名稱，出來角逐國會席次；由波共更名而來的波蘭社會民主黨，為了選舉勝算，又和其他左翼政黨結合成「民主左派聯盟」。由於「團結工會選舉聯盟」於1997年上台執政後，因改革不力，又貪贓枉法，令選民大失所望，乃由原團結工會較清新又有理想抱負的領導階層另組法律正義黨和公民綱領黨(PO)，始獲得選民的支持，得以上台執政。

第4， 卡欽斯基孿生兄弟崛起因素：在歐洲政壇上，孿生兄弟能夠靠自己默默耕耘，腳踏實地而脫穎而出的政治領袖並不多見。卡欽斯基雙雙得以在本屆國會大選和10月9日的總統大選嶄露頭角，一般咸認，係歸功於其一，卡氏兄弟政治信念始終如一，沒有變來變去，與一般政客迥然有別，弟弟贏得華沙市長在先，哥哥贏得此次國會大選於後，前後相輝映，即獲得選民的肯定；其二，團結工會和民主左派聯盟執政期間，均爆發嚴重醜聞，使改革進程躊躇不前，失掉選民的信賴，如民主左派聯盟，在本屆大選喪失達三成的選票，可見一斑；其三，卡氏孿生兄弟形象清新，沒有政治包袱，尤其1989年8月，波蘭之所以出現第一個「非共化」政府，卡氏兄弟是幕後推手，功不可沒，加上他們一向堅守波蘭天主教的傳統價值觀，因而普獲天主教選民的愛戴。

最後，尚值得觀察者，在12位總統候選人當中，最被看好的，民意領先的公民綱領黨主席圖斯克(Donald Tusk)主張，減少繁瑣的程序和賦稅以刺激經濟，是波蘭得以追趕歐盟其他國家的最佳方式。圖斯克強調該黨將是團結波蘭人的現代化力量；民意稍微落後的卡欽斯基則打出「第四共和」和「道德重建」口號，誓言帶領波蘭走出後共黨時代，重尋基督教價值，保護勞工權利、追求社會福利。根據第一回合選舉的結果，如民調所預測，圖氏獲得36.33%的選票，而卡氏稍微落後，獲33.1%。他們兩人都未獲得法定的絕對多數門檻，而必須在10月23日舉行的第二回合選舉來決定勝負。波蘭總統大選經過兩回合激烈的競爭，由主張建立波蘭「第四共和」的卡欽斯基，以54.04%壓倒性的優勢，贏得總統寶座。這位在選前民調最多曾落後8個百分點，原本處於劣勢的現任華沙市長，竟能急起直追，後來居上，不外乎有如下決定性因素：其一，卡氏政治信念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形象清新，獲得波蘭選民的信任；其二，大力提倡道德重整，發揚波蘭傳統價值和基督教倫理，試圖扭轉波蘭民主化以來貪污腐化的社會歪風，得到大多數波蘭天主教選民的共鳴；其三，主張終結後共產主義時代「第三共和」殘留的政治惡習，徹底與其劃清界線，建立符合波蘭國家利益和具有嶄新氣象的「第四共和」，使波蘭選民寄予厚望。

2001年國會大選與本屆國會大選比較表

	年度
	投票率
	黨派
	得票率
	參議院席次
	眾議院席次

	2001
	46%
	民主左派聯盟(SLD)
	41%
	75
	215

	
	
	波蘭家庭聯盟(LPR)
	-
	2
	36

	
	
	人民保守黨
	-
	-
	8

	
	
	法律正義黨(PiS)
	-
	-
	44

	
	
	公民綱領黨(PO)
	-
	14
	55

	
	
	自衛黨(Samoobrona)
	-
	2
	50

	
	
	農民黨(PSL)
	-
	5
	41

	
	
	其他
	-
	2
	9

	
	
	合計
	-
	100
	460

	2005
	40.57%
	民主左派聯盟(SLD)
	11.31%
	-
	55

	
	
	波蘭家庭聯盟(LPR)
	7.97.%
	7
	34

	
	
	法律正義黨(PiS)
	26.99%
	49
	155

	
	
	公民綱領黨(PO)
	24.14%
	34
	133

	
	
	自衛黨(Samoobrona)
	11.41%
	3
	56

	
	
	農民黨(PSL)
	6.96%
	2
	25

	
	
	其他政黨
	-
	5
	2

	
	
	合計
	-
	100
	460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相關資料自行繪製

圓桌論壇：英國大選與布萊爾未來面臨的挑戰

張心怡(
今年五月五日英國舉行大選，這一次英國大選的贏家為尋求三度連任的首相布萊爾及其領導的工黨。本次的選舉堪稱為英國政治史上的歷史時刻，不僅因為布萊爾是英國史上繼柴契爾夫人之後第二位三度連任的首相，更是連續三次入主唐寧街的第一位工黨領袖。

布萊爾之所以能帶領工黨再次連任，主要歸功於近年來英國經濟的穩定增長，而跟歐洲其他國家相比，英國的失業率顯得較低。事實上，工黨自1997年5月執政以來的8年期間，在經濟方面一直有良好的建樹，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也都處於40年來的最低水準，而平均工資以4％的年率增長，是通貨膨漲率的兩倍，因此本次大選期間舉辦的一項民意測驗中，有高達77％的受訪者認為工黨政府管理經濟有方。因此工黨在此次競選中也主打經濟牌，強調工黨執政的經濟成就，承諾將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為首次置業人士提供更多幫助，並維護退休人員等弱勢群體的利益。布萊爾宣稱，沒有工黨的領導，英國民眾將很難繼續享受高就業率、低通貨膨脹率和低借貸利率帶來的景氣。 

然而仔細觀察本屆選舉的結果可以發現，布萊爾領導的工黨雖然連續三次在大選中勝出，但受到了伊拉克戰爭問題的影響，其在下議院的絕對多數地位受到嚴重削弱。這次大選中，工黨的得票率約下跌6%，只贏得了353個席次，雖然確保了工黨在646席的國會下議院的多數，但在野的保守黨席次則增加到195席，而自由民主黨得到60席。在下議院的席次數目上，工黨僅領先在野黨席次總和約70席上下，較上次大選的161席大幅減少，這是歷來在英國大選中獲勝的單一政黨所得的最小優勢，由於布萊爾的權力基礎大受影響，未來施政將阻力重重，預料布萊爾可能無法做完五年的任期，會被迫提前交棒給接班人-聲望與日俱增的財政大臣布朗。

在工黨政府成功連任之後，布萊爾也面臨著來自經濟、醫療、教育、反恐法和避難政策等重要議題的重重挑戰。在內政部分，選民關心的問題包括了醫療、教育與北愛問題，工黨承諾在醫療、教育上要投注大筆經費和資源，如果未能實現，那麼辛苦贏來的勝利將變得岌岌可危。而北愛爾蘭的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英國政壇的具焦點，未來工黨的挑戰將包括改革北愛地區的警察制度，解除民兵武裝，以及維持停火狀態。 

在經濟議題方面，最困難者莫過於如何說服英國民眾加入歐元制度，讓他們相信加入歐元是最好的選擇。工黨一向主張英國應該積極參與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並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如果英國不加入歐元制度，將可能影響英國在歐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及弱化英國在歐洲的發言權與影響力。然而過去歷次的民調結果顯示，大部分的英國民眾反對加入歐元，因為他們擔心加入歐元區後，英國的經濟將被歐元區國家拖累。 

目前英鎊對歐元是相對強勢的貨幣，一般認為英國必須等到英鎊與歐元的兌換率降到更低，方能減少加入歐元制度帶來的衝擊。然而英鎊的貶值對一般人民而言並不有利，例如英國的遊客到海外旅遊，就必須花更多的錢才能買到同樣的東西，從國外進口貨品和服務的英國公司也會受到影響，他們的成本將會上漲；對於出口商，情況則恰恰相反，過去一直受到英鎊強勢的影響，英國的出口商競爭力相對減弱，如今英鎊貶值，匯率下降，他們便能以較低的價格販售物品，而英鎊的貶值，也能吸引更多的外國遊客來英國觀光。因此在工黨擊敗保守黨贏得第三度的勝利之後，英國現在比過去更有可能加入單一貨幣的歐元制度，布萊爾政府也將在經濟條件更恰當的時候，以公民投票的方式來決定這個問題，但如果公投不過，則布萊爾有可能因此辭職下台。

在這些諸多挑戰下，義大利的新聞報頭版社論因此評論道：「布萊爾雖然贏了，卻是跪著贏了」。

圓桌論壇：「九一一」之後的世局與歐盟之演變

鄒忠科(
一、前言

歐洲聯盟(歐盟)(European Union, EU)今有25個會員國，4億5千5百40萬居民，土地面積有3百98萬2千2百69平方公里，20種官方語言，其經濟規模高達9兆6千億歐元(EURO)，佔全球經濟28.7%
，佔全球出口20.1%(不含EU內部貿易)。


EU及其會員國所提供之國際援助佔全球之冠，約有半數國際官方發展協助之計畫等，接由EU及其會員國所主持。


台灣與EU及其會員國，近幾年來雙邊關係益形密切，依我國外交部資料就經貿而言，2004年EU為台灣第4大貿易夥伴，僅次於中國、美國及日本；台灣為EU第10大貿易夥伴。 EU於2003年3月10日在台北設立之「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為台灣與歐盟之發展建之新里程碑。可見EU對台灣的重要性。國人應對EU之發展給予高度重視。

今僅就自”九一一”(September 11th)以後之事局與EU之重大變化
以及EU當前之重要議題，作簡要論述。

二、”九一一”(September 11th) 之後之事局與EU重大改變

1. 美國已發現在處理國際事務上，需要與世界接軌。美國在處理國際事務時，應不再獨斷獨行。

2. EU正在擴充對外合作與加強對內安全；所以EU要加強整備以因應國際之挑戰並能為有所為的國際夥伴。積極走入國際社會，企圖扮演國際角色的地位。

3. 俄國在普丁(Vladimir Putin)領導下，已採取一戰略性的決定，使俄國成為一個更親西方的國家，並與EU結成更緊密的關係。

4. 北約(NATO)以日益變成一政治性的組織，那意味著俄國可與NATO發展友善關係。

5. 亞洲兩個經濟大國，中國與日本參與反恐。

6. 產生依國際經濟合作之新精神，特別是EU和美國之間。美國會重視及尊重與EU之經貿協商談判。

歐盟雖在九一一之後，積極參與國際社會，以扮演一個有作為之國際角色，然在歐洲統合上仍面臨諸多困難，諸如洲憲法未獲通過、EU擴大、農業政策(CAP)、EU機關改革問題以及CFSP和ESDP(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等重大議題。

今僅就CFSP與ESDP慨述之：

    CFSP迄今，仍僅止於EU與EU會員國政府間會議之合作而已，很難取得共同立場。

雖然EU於1999年供應軍事與民間資產從事建立一個獨立之ESDP。隨之也成立一支快速反應部隊，但並無一支真正的歐洲軍隊(European Army)。 其原因仍在歐洲人尚無集體支外交政策，歐洲仍高度依賴NATO與美國之軍事支持。

就ESDP而言，近年來雖有進展然仍有許多困難，究其原因今概述其要：

1. 國防預算問題：

EU各會員國不願增加國防預算，EU普遍在高失業率下，各會員國政府不敢也不願增加國防預算。

2. 國防意識形態問題：

EU各會員國堅持自己之國防意識形態，各會員國之武器系統各異，不願放棄自己原有之傳統。亦即非歐洲化而是國家化。

3. 軍火市場利益問題：

歐盟國家是國防武器製造為國家經濟來源，不肯開放武器製造機密。且各有各的既有軍火市場。 例如：

    德國  —在中東

    法國  —在非洲

    比利時—在非洲

    英國  —在大英國協與美國

4. EU中立國家問題：

EU會員國中之中立國家有其中立傳統，迄今仍不願放棄中立地位。因此無法參與EU之ESDP之整合，仍有很遠的路要走。

三、結論

歐盟歷程半個世紀之統合，亦曽遭遇挫敗，例:“空椅危機”(The Empty Chair Crisis)和EU 2007-2013預算問題等，最後皆能一一化解，而得到圓滿解決。其談判、妥協、尊重、包容、平等、互惠之精神與智慧，頗值世人參考。

目前EU面臨之重大困難議題，如歐洲憲法等，歐洲應會設法解決，例如:德國新上任之總理Merkel女士，就在2005年 12月 17日Brussel之EU高峰會議上稱德國在2007擔任EU輪值國主席時，要使歐洲憲法復活。因此，歐洲統合目前雖遭遇到挫折，應會繼續向前推進。

歐盟自「九一一」之後，即有旺盛的企圖心與願景，EU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只會擺脫「經濟的巨人、政治的侏儒、軍事的幼蟲」才是。

歐盟於2004年為台灣第四大貿易伙伴，而台灣為EU第十大貿易伙伴。這是台灣放眼天下，吾人應對變化快速的歐盟情勢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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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論壇：法德合作與歐洲統合的前景

蘇宏達(
法德合作自始即為歐洲統合的基石。舒曼宣言中即明白表示「德法合解是歐洲統合的開端」，之後的煤鋼共同體、經濟共同體和原子能共同體的成立，無一不是兩國合作並獲得其它歐洲國家支持的成果。一九六三年簽訂的德法友好合作條約（簡稱愛麗賽條約），更將兩國合作制度化，確立雙方在政治、文化、國防和經濟上進行合作的組織架構。單一歐洲法和馬斯垂特條約即是德法共同提出，再經各會員國同意而生效的具體實踐。二○○三年元月，兩國為紀念愛麗賽條約四十週年，還特別舉行聯合內閣會議和聯席國會，凸出雙方的友好關係。法德合作也向被視為歐洲統合運動的火車頭。

不過，當前的法德在歐洲統合事務上的合作卻遭遇了幾個嚴肅的挑戰：

第1， 法德聯手推動的歐盟制憲工程，遭到法國公投否決。歐盟制憲始於二○○○年德國外長主張邁向歐洲聯邦的公開呼籲，並獲得法國總統席哈克「應先制定一部準歐洲憲法」的回應，最後席哈克與施洛得獲致共識，決定聯名致函歐盟輪值主席，主張就如何制定一部歐洲憲法展開廣泛的討論。法國公投否決歐憲，無疑否定兩國領導人聯手制定的歐洲政策，重擊兩國在歐洲統合中的領導地位。

第2， 雙方政權更迭。德國大選後組大聯合內閣，施洛得和費雪同時下台並退出政壇，由基民黨黨魁梅爾克出任總理。法國總統席哈克在公投否決歐憲、法國郊區發生全國性暴動後，聲望已跌至谷底，已近跛腳。兩方的權力基礎都不穩固。

第3， 失業問題。依據執委會最近發佈的統計資料，2004年歐盟廿五國國民生產毛額購買力人均所得法德分別是23100及22800歐元，在原十五國中僅高於義大利、西班牙、希臘和葡萄牙。兩國失業率則同為9.7%，在原十五國中僅次於西班牙（10.7%）。經濟成長遲緩、失業問題嚴重，降低了兩國在歐盟中的影響力。

第4， 對美外交。法國向寄望透過歐洲統合的建構，來擺脫對美國的依賴，並成為法國做為世界強權的憑藉。德國則以美德同盟為主軸，德法合作為槓桿，視北約為德國安全的屏障，歐體和歐盟為德國重拾大國地位的舞台。惟施洛得主政後，在美國攻伊戰中與布希對立，遂與法國成為同一戰線，甚至聯合俄羅斯，高唱多元主義，附和法國解除對中共武器禁運之主張，偏離戰後「美德同盟為主軸，法德合作為槓桿」的立場。德國新總理上任後勢將修補對美關係為外交首要任務。

第5， 伊朗問題。德法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的重要理由是，戰爭應是外交的最後手段，並應獲得聯合國或北約授權，且不應任意使用。伊朗核武正是德法這種堅持透過外交及非戰爭手段解決衝突的試金石。儘管歐盟三強同意給予伊朗安全保證和若干經濟協助，但伊朗迄今仍拒絕妥協，甚總統甚至一度揚言要「將以色列自地圖上抹去」。國際原子能總署全席理事會已於十一月廿四日決議，同意伊朗生產鈾，但須在境外（俄羅斯）提鍊，間接否決英德法（EU+E3）的外交努力，表示異於布希強硬政策的另一路線的並不見得可行。

鑑於上述原因，法德合作在二○○七年法國總統大選之前，極難扮演推動歐洲統合或再發動歐盟制憲的領導者角色，比較可能的是兩國在歐盟體制內或體制外，結合部份合員國，尋歐盟軍備總局模式（體制內）或歐洲航太工業模式（體制外），展開多國合作，舖陳一條邁向建構未來核心歐洲的路徑。

圓桌論壇：歐洲的國家能源戰略

郭武平(
壹、前言

本文擬就石油與天然氣，此兩種影響全球戰略的能源基本概況，及其未來供需情況作一簡介，再就歐洲的國家歐盟與俄羅斯的能源戰略及供需情勢作一探討，並就其間的能源戰略工具關係作一評估。

貳、全球能源基本概況
一、能源分布及蘊藏量

· 石油：以國家而言，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蘊藏量為全球之冠，高達2,627億桶約佔全球23%；其次為伊朗蘊藏量1,325億桶，俄羅斯佔12%。

· 天然氣：以國家而言，俄羅斯的天然氣蘊藏量為全球之冠，高達48兆立方公尺佔全球37%；其次為伊朗蘊藏量為27.5兆立方公尺。

二、生產量

· 石油：以沙烏地阿拉伯之日產1,058萬桶原油產量居冠，其次為俄羅斯日產929萬桶。

· 天然氣：俄羅斯天然氣生產量居冠，其次為美國，美、俄兩國合計約佔世界總產量的42.05 %。
三、需求量

· 石油：以二○○四年全球每日8,076萬桶的消費量分析之，地理區域以北美的29.8%居首，亞太的28.9%次之。就國家而言，以美國24.9%最高，中國大陸與日本分別以8.2%及6.4%分居二、三名，歐洲地區以德、俄、法排名四、五、八名消耗國。

· 天然氣：主要分為管線輸送與液化天然氣交易兩類，其中管線輸送多運用於陸地，佔73.8%；液化天然氣交易則集中在亞太地區，比例為26.2%，呈現強烈的地域性。

四、未來能源供需情形的預估

· 石油：二○○一至二○二五的年需求成長約1.9%，從二○○一的77.1百萬桶增至二○二五年的120.9百萬桶。主要的需求成長地區在工業國家方面為美國，在開發中國家方面為亞洲，預估此兩地區的需求成長即佔全球的60%，其次是歐洲。

· 天然氣：二○○一至二○二五年的二十四年間，預計天然氣的消費年成長率約2.2%，將達到151.1兆立方英呎。

參、俄羅斯與歐盟能源戰略

一、俄羅斯

節約能源並提高能源使用效益為其能源戰略的首要考量。與歐盟的合作，簽訂長期條約與合同，藉以改善能源基礎設施，並吸引外資助其實行內部能源市場調整與節能計畫。

二、歐盟

建立跨歐洲的能源網路，促進其主要能源政策的發展，藉行業改革來創建單一、統合的歐洲能源市場。徹底實施能源安全政策，確保在危機期間，在內部充分協調，減少安全措施的成本，並建立一套有效的歐盟燃料庫存管理系統。長期鼓勵工業部門對新的、清潔的和較低能源密集技術的投資。

肆、俄羅斯與歐盟的能源供需
一、俄羅斯

俄羅斯兼具能源生產暨消費大國的雙重身份，能源的對外輸出固為其經濟的重要支柱，但本身亦屬能源高度消耗國。據統計，俄國國內的能源出口僅佔其整體生產的30%，而多數產量則用於國內消費；其國內能源價格僅相當於世界平均價格的10%，低廉的價格更加助長能源的浪費，使得節能政策窒礙難行，而管線老舊問題亦使前述的浪費問題更形惡化。

俄國雖屬能源高度消耗國，但卻仍有餘力對外輸出能源換取外匯，顯見該國的能源儲量充沛。而與俄國鄰近的歐洲主要國家又極度缺乏能源，根據統計，二○○○年歐盟十五國自俄國進口的天然氣即佔其進口總量的41%，若能確保此一穩定的能源輸入，對歐洲各國自是有利，是故雙方在此有利益上的互補，歐盟五次擴大後估計須求將更增加。

二、歐盟

從歐盟整體觀之，石油占歐盟能源消費份額的44%，並繼續占支配地位；天然氣是過去十年間歐盟燃料結構中增長最快的成分；而煤近幾年則已失去固有的市場份額。核能雖繼續於歐洲能源中占重要地位，但其遠景似愈加更不確定。可再生能源在歐洲能源結構中份額小，但隨著更多的國家徵收碳排放稅和加強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可再生能源可望於今後幾年中佔有一席之地。歐盟認為，公共能源政策將促進歐盟內部經濟的統合，並有助於單一的歐洲市場的實現。

目前，歐盟能源利用比例為：石油40%，天然氣23%，核能16%，可再生能源6%。當風能利用在德國和丹麥風行之時，法國和英國也開始效仿。雖然歐洲在開發替代能源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而英國北海和挪威的石油產量也大幅增加，依賴OPEC石油供給的狀況在短期內仍難以改變，且仰賴俄羅斯能源仍佔主要份量。歐洲國家也一直在設法消除高油價對歐洲經濟復甦帶來的消極影響。

4、 結語

對俄羅斯而言，其能源戰略的首要考量為節能與提高能源使用效益；再者為利用與歐盟的合作，簽訂長期條約與合同，藉以改善能源基礎設施，並吸引外資助其實行內部能源市場調整與節能計畫。

歐盟能源政策當前目標是行業改革、能源安全和環境保護。行業改革目的是創建單一、統合的歐洲能源市場。歐盟要求通過建立跨歐洲的能源網路，促進其主要能源政策的發展，其關鍵在於成員國間降低現有的調整壁壘以及在能源工業，特別是天然氣和電力工業中引入競爭。能源安全政策的目的是確保在危機期間，在內部充分協調，減少安全措施的成本，並建立一套有效的歐盟燃料庫存管理系統。歐盟相信大的經濟競爭目標與環境保護並無衝突，因此長期鼓勵工業部門對新的、清潔的和較低能源密集技術的投資。

歐盟擴大後，其與美國抗衡的態勢已隱然可見；雙方雖不見得會和美國發生軍事衝突，但在經濟和外交上，彼此互較長短，已屬必然。但歐洲國家擔心的是，美國主控伊拉克石油對歐洲是否會產生副作用；蓋因歐洲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大過於美國，倘若有所衝突，油源遭阻後，油價必然飆升，短期間對歐洲經濟復甦不利。歐洲國家領袖們亦認為，美軍長駐中東必然引發區域性反美浪潮，從而導致該區的不穩定，使得中東油源、油價的不正常波動，此將嚴重影響歐洲的經濟發展，為分散風險歐盟相當重視俄羅斯的能源進口，能原在歐俄之間所佔地位角色因此益為凸顯。

圓桌論壇：歐盟社會政策的未來發展

趙美盈(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歐洲為整個世界帶來了三個禮物：工業資本主義、競爭的市場經濟與福利國家。然而，我們看到了工業資本主義與市場競爭為世界帶來了繁榮的景象，唯獨福利國家在廿一世紀的今日卻擺盪在制度的重新建構、路徑修訂與福利緊縮之間。

福利國家的撤退

西歐的福利國家在過去的十年間社會支出佔GDP的比重仍舊持續地增加，雖然相對以前而言已呈現較和緩的速度。這些增加的社會支出主要來自於需求的增加：較多的退休金領受者、較多的失業人口或是單親家庭、較多的高科技醫藥與大眾對服務品質的較高期待。然而，面對全球化及國家內部種種的問題，歐洲各國對於社會政策爭論的核心議題之一，包括了「福利國家的撤退」。我們清楚的看到大多數的歐洲政府積極的在社會立法上淡化「國家」（state）在社會福利上的角色，例如，德國社會保險中社會照顧的財源問題、法國最低工資的政策、希臘的促進就業給付或是英國在低所得勞工的薪資補貼等，政府幾乎急欲從社會福利的舞台上撤退。

歸結政府企圖擺脫福利國家的角色的原因大致來自四個主要因素，個個因素之間相互關係著，也互相衝突矛盾：第一個因素為全球化，全球化使得政府皆無法避免地面臨著國際競爭的挑戰，以及全球化對國家政策的嚴重影響，特別是關於稅制與勞動市場的部分。第二個因素為政治選舉的考量：每個政府都相當明白現在國家社會的經濟處境，尤其相當清楚任何以提高社會福利品質與服務為理由所作的提高賦稅或是社會保險保費的政策，必將無法獲得人民的善意回應。第三個因素為路線之爭，政治與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路線衝擊著福利國家的體制的解構。第四個因素為所有福利國家所面臨到的福利循環的兩難，也就是老人總數的增加、教育與訓練需求的上升、失業人口的增加與民眾期待的增加，這就意味著政府應有更好的社會福利的服務水準，但也緊扣著更高的社會支出。

歐盟因應全球化：還是一些「紛亂的思維」

歐盟的東擴更確定了一個觀點，即歐盟是一個十分不穩定、不確定、受爭論的一塊區域。如同Sykes所言，對於歐洲，多數社會政策研究的焦點都放在歐盟的會員國上。然而，歐盟從前不會、現在不會、未來也不會是一個穩定的地緣政治上的實體。它的界線已經改變，且在未來還會更進一步改變。但是，歐盟本身是一個實體。歐盟在特徵上的改變可被視為是在空間上帶來了同質性，且欲在其實體中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的同質性。但在此同時，面對市場壓力，給予更寬廣及自由的競爭空間，因而強化了歐盟內部領土上的差異性。許多關於福利國家演變的研究裡，在解釋國家演變的過程中，抵抗或接受全球化的壓力時，都強調了制度形成與路徑依附的重要性，此種觀點強調了「在有限的同質性中共存著差異性」。擴大後的歐盟，德國、英國、西班牙、瑞典、斯洛伐克各自有著屬於本國的路徑，在進入新的變動時代也遇到了不同形式的適應問題。一個屬於歐盟的社會福利體制應如何建構，許多重要的觀點還在不斷的激辯中：熊彼得式的工作福利國家（the Schumpterian workfare state）、第三條路的「對話式民主」（dialogic democracy and the third way）、後現代的福利（postmodern welfare）、新統合主義（neo-corporatism）、新國家主義（neo-statism）……等。

歐盟社會政策的貢獻：「社會關懷」全球化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腳步，歐盟似乎仍維持著一貫普及主義的傳統價值，清楚地提出因應社會風險全球化的訴求，並勾勒出社會調節、社會充權與社會責任全球化的遠景，因此積極推廣全球社會政策規章之制訂、建構全球社會安全網及發展全球援助之目標與組織運作等。

歐盟是一個區域國家間的集合體，一個文明的社會，一個在面對經濟、政治、文化全球化時需要被保護的實體。我們不要忘了歐盟、福利國家或是社會團體都是社會建構下的產物，當社會安排在不確定的年代中，呈現出強烈的脆弱性與缺乏彈性時，社會的解構或許也是瞭解各元素之獨特性與差異性的一個過程。東擴的歐盟也正意味著它是造成全球化的一股力量，是防禦全球化的一股力量，也是回應全球化的一股力量。

圓桌論壇：波蘭總統大選評析

鄭欽模(
前言

波蘭自八九年民主化以來第四次的總統大選，也是波蘭歷屆總統選舉中競爭最激烈，候選人支持度最為接近的選舉，在十月二十三日歷經了兩輪的投票之後，終於分出勝負。當選總統的列赫．卡欽斯基（Lech Kaczyński）由一直處於民調落後的情況之下後來居上，以54.04%的得票率，擊敗了來自公民綱領黨(Civil Platform, PO)的對手圖斯克(Donald Tusk)。由於領先的兩個政黨為右派的法律與正義黨（Law and Justice party，PiS）及中間偏右的公民綱領黨，而原執政的民主左派聯盟則遭到慘敗，預示了波蘭在內政及外交上政策上都將有相當幅度的調整。本文擬將對此次波蘭總統大選的過程與結果做一概要性的檢視，並探討其政治社會的可能轉變。

執政黨民主左派聯盟的落敗

目前的執政黨「民主左派聯盟」其民眾支持率從2001年的41%大幅度滑落，主因在於屢屢爆發金融醜聞和政府官員貪污收賄事件等，重蹈上屆右派政府的覆轍。於是在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所舉行的國會大選中落敗下台，其得票率僅僅大約只有11.38%。而在這次的總統大選中，其推出的候選人鮑羅夫斯基（Marek  Borowski）也僅獲得10.33%的選票。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乃是波蘭國內的經濟因素，目前波蘭的失業率高達將近17.8%左右，這個失業率是從歷任政府以來都沒有辦法解決的困擾問題，雖然近年來已略有改善，但進步的速度太慢，人民不堪久候已逐漸失去信心。事實上，執政的民主左派聯盟在國會大選前的民調支持率，曾經一度跌落到只有個位數。這是來自於貪污醜聞的殺傷力
。四十多年的共產黨統治，對波蘭的政治文化產生了許多不良的影響，貪污腐化成了歷任執政者難以根絕之惡。使得民主化之後的波蘭從沒有執政黨連續贏得政權的紀錄。 

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低落

這次的大選的另一個特色之一是，政治精英與一般民眾，對政治的熱情出現相當的落差。由於受到政府貪污腐化及政客醜聞不斷的影響，波蘭的選民似乎已經對政治相當冷漠，例如此次九月二十五日的國會大選，投票率只有40%而已，在總統大選的第一輪投票中，投票率雖略有提高，但仍未超過半數，只達到49.74%。第二輪總統大選投票率雖更為提高，但也只有50.91%的合格選民出來投票。選民的冷漠並未澆熄政客的對政治的熱情，是以此次大選的選情依舊熱鬧，例如在第一回合角逐總統職位的就有13人。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出，在波蘭人的政治參與上，政治精英這個部分對政治參與還是有很高的興趣，但是選民對政治參與的熱情，就已經降到非常低。所以我們可以看的到，在波蘭政治精英跟一般大眾之間是有差距的
。

自由派與社會保守主義的競爭

進入第二階段投票的波蘭總統大選，成了自由派與社會保守主義的競爭。代表公民綱領黨的圖斯克抱持根深蒂固的自由派思想，支持歐洲整合以及在二０一０年之前加入歐洲單一貨幣歐元，而他的競選政見就是在此方面的開放主張，同時倡言推展波蘭經濟發展以降低失業率。這種政見對年輕人、教育程度較高者和城市選民產生了吸引力。法律與正義黨候選人卡欽斯基的政見則反映出他的保守立場，其中打出的若非民族主義也是愛國主義牌。在年長、教育程度較低和農村選民支持他的情況下，他也利用了波蘭民眾對以往的痛苦記憶，並主張加強國家對經濟和社會制度的介入
。

他們具體也有些分歧，這些分歧主要表現下比方說在降低稅收的過程中。這個總的前提之下，“法律公正黨”卡欽斯基主張他要有一個不同等級稅收，比如富人的稅要高一些比方32%，窮人低一些18%。但是“公民綱領黨”他採取統一的稅收15%都是很低。這個區別不足以說明他們在一個保守主義的之外去另辟途徑，而且總的來說都是小的一些政策的區別
。另外，就是他們在主張社會福利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想透過加強私有經濟的發展來進一步減少失業率等等。但是法律公正黨可能更偏重於同時也要對中下層，比方說對於農民、小企業家或者青年人等等就業要採取一定的補救的措施，還有對於赤字的問題的補救模式兩者也不相同。在總體上我們可以說他都是遵循了雷根和柴契爾的經濟報酬主義，但是具體的措施上面有一點小小的距離
。

民意調查成了最大的輸家
對照選前的各項民意調查結果，此次的總統大選結果，一如九月份的國會大選一般，又再一次讓人跌破眼鏡。選前沒有一家民調顯示卡欽斯基將會贏得大選。在十月十二日由波蘭一家私人電視台TVN所作的民調中，甚至出現公民綱領黨的圖斯克將在第二輪投票中以62%的支持度擊敗對手卡欽斯基(38%)的結論
。雖然在投票前容許公佈民調結果的最後期限內的周五夜間，其民調顯示兩人的差距已逐漸縮小，其中圖斯克的支持度介於百分之五十一至五十二之間，而保守派的卡欽斯基則介於百分之四十八至四十九之間
。這樣的結果使得波蘭人普遍對民調產生質疑，並開始討論波蘭的民調機構是否有設置的必要，進而也產生民調的數據是否值得採信的疑問。

對波蘭對外關係的影響

波蘭在歐盟中是次於德法等國的二級強權，其地位也隨著加入歐盟而提升。相較於其他的國家，波蘭就人口來講，算是大國。藉由歐盟，波蘭可以在歐洲事務上扮演重要角色；藉由歐盟，波蘭也使自己的國際地位提高很多。波蘭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甚至與美國合作，這不但是年輕一代所接受與鼓勵的，同時也是偏右派的政黨目前倡議的。事實上，兩位即將在第二輪投票決戰的候選人，都曾經表達親西方的立場，至少，在政策上將會效法西方國家，擺脫舊共產時代的思想
。

2004年歐洲聯盟完成東擴，新增的十個會員國當中，波蘭是是人口最多、實力最堅強的。波蘭也是歐盟會員國當中最大的前共產國家，人口總數達到3千8百萬人，對於該國是否應該採取更親自由市場的經濟機制或是採取更多社會福利的問題，是卡辛斯基選前與圖斯克辯論的政見主題之一。新總統卡欽斯基對波蘭是否應進一步加強與歐洲聯盟關係一事始終保持審慎態度。他曾經表示波蘭加入歐元區的問題，由於採用單一貨幣關係到必須放棄部分國家主權，因此必須交由公民複決，而公投可能在2010年實施
。

在外交政策方面，角逐總統的右派政黨領導人選前都曾表示，將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對待歷史宿敵德國與俄羅斯，儘管德、俄目前已是波蘭的主要貿易伙伴，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納粹的肆虐與前蘇聯的侵佔統治，波蘭人至今仍難以忘懷其間的慘痛回憶，對前蘇聯的憤恨也轉移到今日主要繼承前蘇聯的俄羅斯。波蘭右派政黨也承諾繼續維持長期以來與歐盟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加強關係的承諾，但對美國的情誼則會重新考量。卡欽斯基和圖斯克選前雖然未對前政府計劃明年撤出駐伊拉克軍隊一事多加置喙，但兩黨已經暗示如果能與美國談判獲得更多好處，波蘭也可能延長駐伊拉克軍隊期限。波蘭目前派駐伊拉克的軍隊大約1千5百人，但波蘭選民普遍抱持反對態度，部分因素是怪罪美國人未信守央求波蘭出兵前的承諾，包括在波蘭進行更多的投資和容許波蘭人前往美國免簽證等
。

圓桌論壇：「歐盟模式」與兩岸關係

鍾志明(
西歐國家於二次戰後的整合歷程與經驗，始終是國內政、學界為兩岸關係尋找出路的重要參考和借鏡。

這種援引、類比或套用某種模式，必須面對兩種質疑：一方面因為有著先天上歷史背景與政經脈絡的差異，某一經驗或模式究竟能不能適用到另一個國家或情境？其原本被期待的效果是否果真會出現？另一方面，是否每一個人對該模式的解釋，都是基於相同的認知？或是一廂情願、各取所需？

同樣地，所謂的「歐盟模式」，在國內也有許多不同的解讀。例如：有人主張仿效歐盟經濟整合與主權分享的精神，鼓吹建立兩岸共同市場；但也有人認為，歐盟統合的前提要件是民主與平等兩項原則，而中國既不民主、又不願正視台灣為對等國家，故當前的兩岸事務不宜循歐盟模式；陳水扁總統則在去年的就職演說時強調，歐盟數十年成功整合的經驗，是基於尊重個別國家及其人民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

上述所舉的三種解讀中，其實都可算是歐洲整合過程中的經驗與特徵。當然，我們還可以繼續在這些經驗與特徵加上其他元素（例如追求和平與繁榮的共同利益、或是法德兩國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但與其讓這個清單越來越長，以致模糊了「歐盟模式」給予我們的啟發與思考，倒不如先看看西方學者對於歐盟整合是如何解釋的。

國際整合理論中的功能學派認為，國家須在國際層面共同解決跨越國界的問題，這種功能性需求，勢必促成國際組織的興起；而某項政策部門的合作，將會產生擴大到其他政策部門合作的效果。進一步地說，各項事務整合至密不可分的地步之後，將自動擴散至政治的整合，最後在國際層次上形成一個實際運作的和平體系。這也是陳水扁總統總結歐盟經驗後認為：「這種區域整合加上全球化的發展，使得人類社會原有的國家主權原理，乃至於國界的藩籬，都產生結構性的變化。世界大同已經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不過，鑒於五○年代歐洲及其他地區政治整合計畫相繼遭到失敗，經過修正之後的新功能主義，將研究方向從全球轉向至區域體系，也就是放棄了其理論具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效力，但仍保留原來的統合擴散概念，並認為在超國家(supranational)層次上，調和各國利益的學習過程中，政治菁英會將其忠誠轉移到該決策中心。

然證諸區域整合最有成效的西歐經驗，自六○年代末達成條約所設定的關稅同盟之後，整合大業卻相對停滯不前，不僅貨幣同盟計畫被束之高閣，在政治領域方面，更將超國家統合途徑拋諸腦後，亦即未見政策合作的擴散效應，更別說政治忠誠的轉移了。

八○年代整合機器又再次發動，除了會員國經濟逐漸從七○年代的能源、金融危機中復甦之外，最重要的因素當屬直接選舉的歐洲議會、新上任的執委會主席、法德兩國領袖調和彼此的利益、以及對整合進程的看法與步驟。換句話說，進一步的整合與擴大合作，並非僅基於功能性的擴散邏輯，而更是牽涉到國際政經大環境、國家權力與利益之所在、以及領導者的理念和作法，人的因素遠超過事務擴散之邏輯。更重要的是，市場整合不必然擴溢到政治之整合。

西歐經驗告訴我們，從經貿整合是否過渡到政治領域的統合，其真正決定性關鍵不在學理所稱的政策內在之功能相關性，而是決策者在經過詳估國家利益以及其他可能考量後所做的理性選擇，在若干會員國更須交公民投票決定整合之走向。兩岸當局倘能不預設整合之最終形態，而以創造人民最大福祉的精神來進行合作，不僅契合目前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亦能增進東亞區域的安全。

海峽關係未來的發展，仍處處考驗著兩岸領導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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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階段皆可進行斡旋、調停及調解程序(第5條)








諮商(第4條):


（若60 日內無法解決，得請求設立專家小組）




















建立爭端解決小組


（須於DSB 第二次會議前為之）(第6條)








專家小組職權範圍（20 日內）(第7條)


組成專家小組（20 日內同意或由秘書長決定則另加10天）(第8條)








專家小組審查與爭端個國(第12條)及第三國(第10條)舉行會議








專家審查小組(第13條，附錄4)








請求與專家小組舉行審查會議（於當事方請求時）(第15條第2款)


      





期中審查階段


專家小組報告提交各國評論(第15條第1款)


期中報告交各方評論(第15條第2款)








向當事方提交報告


（小組建立後6 個月內，緊急時3 個月內）








專家小組報告提交各國(第12條第8款，附錄3第12項j款)








上訴審議（最長90 日內）(第16條第4款，第17條) （30 日內採納上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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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小組報告向DSB提交報告（小組建立後9 個月內）(第12條第9款，附錄3第12項k款)








DSB 通過採納專家小組報告或上訴機構報告（60 日內採納小組報告，除非上訴）(第16條第、4款，第17條第1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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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執行爭端可能程序，包括                                                                     括執行問題交原專家小組(2)                                                                      (第21條第5款)                          





合理期限的確定由成員國提議DSB 同意;:或爭端各國同意;或仲裁人決定;(如仲裁則約15個月)














在未執行情況下各國在全面執行前談判補償(第22條第2款)











仲裁可能有暫停補償與減讓交易、程序及報復原則(第22條第6、 7款)





報復:如未就補償達成協議，DSB在全面執行前授權進行報復(第22條)交叉報復同一部門、其他協議(第22條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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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戰後，歐洲各國有感於戰爭帶來的浩劫，使各國付出相當慘痛的代價，因此許多學者推動歐洲整合的觀點陸續傳播開來，受到廣大的回應、引發熱烈的討論，在一九五一年由比利時、荷蘭、盧森寶、法國、德國及義大利等六國簽署「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後，創立「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其所顯示的意義不只是建立一個自由流通的煤鋼共同市場，而更重要的是，這六個會員國將管理權交由一個超國家的組織，朝向歐洲整合邁向成功的第一步。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當時六個「歐洲煤鋼共同體」會員國在羅馬簽署「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合稱「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一九五八年元月一日「羅馬條約」生效。至此三個共同體有共同的機關，也就是歐洲議會、歐洲法院和經濟暨社會委員會(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但此三個共同體皆有自屬的執行單位與部長理事會。直到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簽訂，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生效的「合併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a single Council and a signal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三個共同體設立單一的執行委員會和部長理事會，並擁有共同的預算，因此一般所稱的「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ity)其實是由三個共同體合併而來的，雖然三個機構合併在一起，並不是合而為一，仍保有各自的業務和職權，其主要的目的在建立一「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促進人員、資本、勞務與貨物自由流通，完成歐洲經濟整合的目的，最終是以達到政治整合為目標。請參照王皓昱，「歐洲合眾國」:歐洲政治統合理想之實踐，(臺北市，揚智文化，一九九七年)，七十六頁至七十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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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 Article 3b: (1) The Community shall act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powers con-ferred upon it by this Treaty and of the objectives assigned to it therein. (2) In ar-eas which do not fall within its exclusive competence the Community shall take a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only if and in so far as the objectives of the proposed action cannot be sufficiently achieved by the Member Stated and can therefore, by reason of the scale or effects of the proposed action be better achieved by the Community. (3) Any action by the Community shall not go beyond wha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Treaty.” Id. at 27. 以上條文3b(2) 指輔助原則，3b(3) 指比例原則。


� See A. G. Toth,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in the Maastricht Treaty, 29 C. M. L. REV. 1079, 1088 (1992). 另有學者Josephine Steiner有不同見解，認為共同體依條約廣泛地行使權限，在其已執行的範圍內，仍可適用輔助原則。共同體之專屬權限與共同權限如何劃分是相當複雜與困難之問題，詳見王泰銓，《歐洲共同體法總論》(台北：三民，民國86年)，頁12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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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ective 94/19 (OJ 1994 L135, p. 5), 頒布於一九九四年五月三十日，是歐洲聯盟條約擴大歐洲議會職權後第一個根據新程序產生的指令。


�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87/63/EEC (OJ 1987 L 33, p. 16).


�第189b條乃歐洲聯盟條約新增訂之立法程序。歐洲共同體機構每一立法均須有條約依據。指令94/19係依據條約第57(2) 條而制定。


�由歐洲議會與理事會共同制定，或由理事會或執委會制定之規則、指令及決定，均應載明所根據之理由並應提及依條約所要求需達成之計畫或意見。


� Supra note 47, para. 24 of the judgment, at I-2452.


� See Klaus Gretschmann, The Subsidiarity Principle: Who Is to Do What in an Inte-grated Europe? in SUBSIDIARITY: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Proceeding of the Jacques Delors Colloquium 1991, at 49, European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astricht.


� 歐洲法院專屬於歐洲共同體，即歐盟第一支住之下，並非歐洲聯盟之法院，但是歐盟其餘二個支柱國防外交與內政司法的聯盟，採取政府間合作模式，其運作需要司法制裁或監督的空間甚少，且一九九七年阿姆斯特丹條約（Amsterdam Treaty）修改歐洲聯盟條約，將原屬第三支柱內政司法事物中之人員流通，包括簽證、難民庇護、移民及民事的司法合作等事項，移轉至第一支住之架構下，使其在超國家體制下較有效率運作。可見歐洲法院在整個歐洲整合的法律體系中乃最關鍵之機構。


� 王玉葉，歐洲聯盟的組織與運作—歐洲法院，（台北：中研院歐美所，2003），頁341。


� 主要是由四方面加以確立，分別為：


直接效力原則( The Doctrine of Direct Effect )


至高性原則( The Doctrine of Supremacy )


潛在權力原則( The Doctrine of Implied Power )


人權保障原則( The Doctrine of Human Rights )


其中又以至高性原則與直接效力原則對於會員國的衝擊最深。


� Costa v. ENEL, Case 6/64, 1964, ECR 585. 事由為：Costa控告義大利政府將其電廠國有化是不合憲與不合歐體法。判決理由請參見：Alain A. Levasseur, and Richard F. Scott,op . cit.,p.493-494


� 會員國憲法本身雖然不能據以衡量歐洲法的合法性，但其內容卻轉而化身為歐洲法之一般法律原則，見諸一九七０年International Handelsgesellschaft案，本案中，歐洲法院雖然拒絕了當事人當事人依據本國憲法保護的基本權利之主張，卻指出對基本全力之尊重構成了歐洲法院所採用的一般法律原則，即構成歐洲法的法源之一部分。


� 參照周德旺。「歐洲共同體法直接效力研究」。美歐月刊。台北：第九卷第十期，一九九四年十月。


� Van Gend en Loos v. Nederlandse Administratie der Belastingen ( 1963.) ECRI .


� ( case 43175) Detrenne v Sabena ( No. 2)(19176)ECR 455.


� Article 189 of the EC Treaty.


� Josephine Steiner, op. cit.,p.28.


� Article 189 of the EC Treaty.


�王玉葉，歐洲聯盟的組織與運作—歐洲法院，揭前註，頁344。


� 歐洲法院的主要管轄權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僅有：


會員國不履行條約之訴訟(Arts 226, 227,228)


共同體機構行為合法性之審查(Arts 230, 231)


法規不合法抗辯請求權(Arts241)


關於共同體機構不遵行條約作為之訴訟(Arts 232, 233)


先行裁決權(Arts234)


提供諮詢意見權(Arts300(6))


其他雜項管轄權


� 參見Eric Stein, Lawyers, Judges and the Making of a 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 75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2(1981).


� 參照胡介舟，歐洲經濟共同體締約權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學位論文，1989。


� the European Commission,執委會的功能主要計有：政策提案權、立法提案權、行政權、維護法律架構與政策執行的監督權、對外代表與談判權、居中協調功能。參見宋燕輝，歐洲聯盟的組織與運作—執委會，(台北：中研院，2003)。


� 理事會自一九五八年羅馬條約生效以來，一直是歐盟最重要的決策機構，理事會輪值主席一任六個月。參見Fiona Hayes-Renshaw,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New York: St.Martin’s,1997).


� 關於理事會採條件多數決時，各會員國影響力計算，最常被引用的兩種量化計算公式分別是Banzhaf index及 Shapley-Shubik index。關於條件多數決中各國票數之計算見表4-1。


�歐洲議會在此處的角色還稱不上是一個共同的立法機構，只能說是一個諮詢性的超國家議會。參見黃偉峰，歐洲聯盟的組織與運作—歐洲議會，(台北：中研院，2003)，頁269-281。


� 曾令良，歐洲聯盟與現代國際法，（新店：志一出版社，1994），頁3-9。


� 一九七四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實施了其一項決議，擬在該組織範圍內（共同體成為國都是該組織會員）訂立一項「當地價格標準協定」，在協定簽訂之前，執委會向歐洲法院諮詢，徵求法院的看法。


� Court of Justice, Case 26-62, judgement 05/02/1963.


� Court of Justice, Case 6/64, judgement 15/07/1964.


� Court of Justice, Opinion 1/91 of the Court, 14/12/1991.


� 在探討歐洲法律之英文文獻中，當探討歐盟與會員國間之權限劃分議題時，”competences”與 ” powers”兩名稱交互出現，其文意偕同指權限一概念。西元二千年之尼斯宣言以”competences”取代” powers”，來指稱權限。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班。


� 圖片來源：歐洲聯盟研究協會，http://eusa-taiwan.org/ 。


� 荷蘭商業殖民大國的興起，在某種程度是屬於地理位置的優勢。


�之所以稱作東印度公司，是因為西方人誤把美洲的加勒比海當成印度，而賦予其西印度群島的名稱，又以其本身的地理位置為分界，所以有了東西印度之分。


� 尼德蘭革命，係指當時荷蘭擺脫西班牙統治控制獲得獨立的革命運動。


� 梁志民，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亞的興衰，歷史月刊，181期，頁40，2003年2月。


� 全名為｢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通稱｢荷蘭東印度公司｣，荷蘭原文為｢Verenidg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


� 任莉莉，大航海時代的更紗之戀—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四百年遙想，故宮文物月刊，238卷，頁12，2003年1月。


� 西印度公司於1621年成立，壟斷美洲和西非的貿易。


� 在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所進出口的產品都獲在產品上印製標章，例如絲綢、瓷器等，以區分海外出口貿易的壟斷。圖片來源：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 17世紀荷蘭商業公司所佔領的土地，荷蘭東印度公司所占有的地區以深色表示，範圍含蓋了印度洋與大西洋中的聖赫倫那島。圖片來源：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 公司的最初資本為六百四十四萬荷蘭盾，相當於於1600年成立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資本額十倍，其經濟與軍事實力大大超過當時的英國公司。梁志民，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亞的興衰，歷史月刊，181期，頁43，2003年2月。


� 這也就是原先1529年葡萄牙與西班牙在東方劃分勢力的分界線。


�梁志民，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亞的興衰，歷史月刊，181期，頁46，2003年2月。


� 1674年爆發了杜魯諾佐領導的馬都拉和爪哇人民反對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起義；1685~1706年蘇拉巴狄在爪哇領導了反荷主義；1740~1743年巴達維亞發生了屠殺華僑的｢紅溪慘案｣，激起了華僑與爪哇人民的聯合反荷鬥爭；1750~1753年，萬丹人民奮起抗爭。除此之外，另外還有亞齊當地直到二十世紀的抗爭、與台灣鄭成功的趕走荷蘭人等抗爭活動。梁志民，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亞的興衰，歷史月刊，181期，頁45，2003年2月。


� 陳俊豪、陳富誠，荷蘭東印度公司，少年台灣，9卷，頁65，2003年2月。


� 雖然19世紀初印度尼西亞曾被英國佔領，但由於英法爭霸等因素，英荷建立同盟，荷蘭在印度尼西亞的統治得以恢復，並延續到20世紀。


� 陳雅慧，共生、妥協以商立國。天下雜誌，248卷，頁161，2002年1月。


� 張淑勤，低地國(荷比盧)史，新歐洲的核心，三民書局，頁155，2005年。


� 例如新肥料的開發。


� 如發展農藝園藝和開發酪農業等。


� 在國際外交事務上，荷蘭選擇成為中立國，不積極參與歐洲的政治事務，目的在確保國家的穩定，這樣的認同到二次大戰後才打破。


� M.F.Castelain，The Benelux Economic Union，Bruxelles：E.D.J.Kruijtbosch，p.11。 


� A.H.Robertson，European Institutions，London：The London Institute of World Affairs，1966，p242。


� 吳圳義，戴高樂與歐洲共同市場��—兩度否決英國入會申請之探討，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四期，頁288，1978年5月。


� 呂黎娟，歐洲共同體關稅整合及其影響之研究，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24，1995年1月。


� 陳麗娟編譯，阿姆斯特丹條約解讀，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0。


� 施維鈞，馬歇爾計畫與歐洲重建，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110~116，1990年1月。


� 由於當時荷比盧等六個國家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英國於政治因素被排除在門檻之外，但應郭有鑑於此種經濟合作方式不可避免，所以轉而向其他尚未加入歐體的歐洲國家進行經貿合作。然而就其與歐體的地理位置來比較，歐體本身是一個相互連結的國土疆域，與EFTA的環狀國家分布有所差異，自然在運輸與交通上產生多出的成本，這是造就EFTA最終失敗的潛在因素，而其另一個主要因素則是EFTA會員國的自身經濟結構差異過大，而造成其EFTA無法在經濟上完成一定的平衡與合作。最終英國與丹麥都在EFTA解體之後轉投向EC。


� 從經濟地理的觀點，南北向香蕉帶是由西歐整體經濟分布來做劃分，其確切的地理位置橫跨英國中南部，並且涵蓋英吉利海峽，至荷比盧、法國東北部、德國西部、瑞士、奧地利、以及義大利的北部，這一區域多為歐洲經濟、貿易、文化、工業大城，也正是西歐主要的市場位置所在，而荷蘭正處於此一地帶的中心位置。


� 鍾太原，歐洲的進出口門戶荷蘭(上)，貿易週刊，第1710期，頁15，1996年10月。


� 歐洲共同體條約關於關稅部分的法源規範：


   第23條：關稅同盟


共同體的基礎，為一個包含所有商品交易的關稅同盟；關稅同盟包括禁止在會員國間的商品課徵進、出口關稅、與有相同效果的稅捐、以及對第三國實施共同的關稅稅率。


第25條與本標題第二章(歐體條約第28~第31條規定：在會員國禁止限額措施)適用於來自其他會員國的商品、以及適用已經在一會員國自由流通的第三國商品。


� 三國於戰時皆被德國所亡國，而在戰時成立流亡政府以處理國家事務。


� 關稅協定雖然已經於1944年簽訂，但有鑑戰後三國仍然為流亡政府型態，未能於國際間有國家地位完成締結，並且為了在重新確立國家地位之間的結盟合作，因此簽訂了此份過渡協議書。明文表示1948年的1月1日正式生效。


� 當時瑞典的學者Goran Therborn批評當時的荷蘭是｢福利國最失敗的特例，人民只有福利，沒有工作。｣


� 當時的工會領袖也就是後來的荷蘭總理柯克。


� 陳雅慧，共生、妥協以商立國，天下雜誌，248期，頁165，2002年1月。


�顏子魁，繁榮的荷蘭給台灣的啟示，台灣經濟研究月刊，25卷1期，頁112，2002年1月。


� 此為J.Derrida與Habermas於2003年聯名發表的文章：我們的創新��--戰後歐洲的再生，其中所提出的概念。周明泉，哈伯瑪斯與德希達｢核心歐洲｣之共同宣言，當代，198期，頁4-19，2004年。


� 參表3-1，ING集團分支機構遍及全球，其中設立銀行機構的國家有61國，保險機構有27國 ，資產管理機構有41國，其中有25國兼具銀行、保險及資產管理機構。


� 計算期間由1995年到2000年9月。


� 1999年ING集團獲利來源40%為其銀行及投資管理事業, 保險事業則佔其餘的60%


� 當時的經濟發展背景，請參照本論文第一章第三節所述。


� NBM Postbank Group(荷蘭郵政銀行集團)於1989年成立，除了在1927年成立的母企業NBM銀行外(Netherlandsche Middenstandbank)，並合併了1986年的郵政銀行。


� 當時的新興市場國家，如東南亞、南歐。


(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研究生。





� 孫國祥，「國際環境政治學」收錄於張亞中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2003，頁414-416。


� 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著/李文昭譯，《寂靜的春天》。台北：知己，1996。


� 羅馬俱樂部成立於1968年4月，是一個由知名科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組成的小團體，


  宗旨是促進和傳播對人類困境的理解，同時激勵那些能糾正現有問題的新態度、新政策和新　　


　制度。1972年3月，名叫米都斯(D. Meadows)的科學家領導的小組向羅馬俱樂部提交了一篇研究報告，題為《The Limit of Growth》。他們選擇了五個對人類命運具有決定意義的參數，分別是：人口、工業發展、糧食、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和污染。參見Dennis Meadows, Limits to Growth (London: Earth Island , 1972)。


� 此宣言規定在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方面所應採用的共同觀點和原則，也成為世界各國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權利和義務之總宣言，同時也為世界各國制定環境法的重要根據，和國際環境保護的重要指導原則。


� 聯合國於1983年成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針對推行可持續發展的策略提出建議。該委員會主席，由當年挪威首相布蘭特夫人(Dr Gro Harlem Brundtland)擔任，並在1987年發表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亦即後來為人廣泛熟悉以布蘭特夫人命名的The Brundtland Report。永續發展在這時候便正式得到一個定義，其定義是：「能滿足當代的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本身需求的能力，亦即在提升和創造當代福祉同時，不能以降低後代福祉為代價」。當中包括了三個主要相互因素，即社會平等、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The Brundtland Report 影響深遠，其後更引發一連串國際關注的行動，包括1992年及2002年分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及南非約翰尼斯保舉行的地球高峰會(The Earth Summit)、討論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化(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和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有關會議同時亦鼓勵各國各地區自行制定適合當地需要的《21世紀議程》(Agenda 21)。


� Alexandre Kiss, Shelton, Dinah , Manual of European environmental law,(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595-596.


�「里約宣言」主要內容為：一、揭示永續發展理念，強化公民參與並兼顧未來世代；二、各國可基於主權且不損害他國的前提下使用其自然資源；三、強化全球技術與資訊合作，慎用國際貿易手段達成永續發展。


�「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作為規劃全球從1993年到2000年間如何實地執行「永續發展」的工作藍圖，涉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永續發展的概念也自此得到全球普遍之認同與接納。


� 尼可勞斯‧摩蘇(Nicholas Moussis)著/王萬里譯，《前進歐洲》。台北：中國生產力，19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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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秋慶，《歐洲聯盟概論》，台北：五南，1999，頁251。


� 歐洲經濟共同體雖有足夠的經濟與政治力量來處裡環境問題，但是開始時並無實際法律基礎  作為依據。所以當時對環保方面的規範也只限於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第100條與第235條的廣  泛與動態解釋。而各會員國有不同的環境法規影響競爭狀況，將直接影響到共同市場的建立及運作，所以依據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第100條作為會員國法規的調適，而此條文又無法完全明確的作為環境政策的法源依據，故又引用第235條作為法律依據，以輔助第100條條文。參 Damien Geradin,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C and US law,(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76-77.


� http://www.europa.eu.int/scadplus/leg/en/lvb/a15000.htm(2005.11.06)


� Elizabeth Bomberg,Green parties and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Union  (London:Routledge,1998)p35.


� 為了使2001年開始的第六次環境行動綱領能被採納，執委會須將下列意見列入考量：會員國、目標團體、一般大眾、歐洲環境署1999年環境現狀報告、統計數據及正在進行中的研究成果。


�「開銷」是指與防治污染有關措施的花費(如防治污染的機器設備投資、為了減低污染而採用的新製程、反污染工廠的操作開銷等)；「費用」的目的則在鼓勵污染製造者自行採取減低污染排放的必要措施，或使污染者負擔集中淨化處理的成本。


� 布蘭特報告亦證明環境政策整合的重要性與畢要性。


� 所謂337號準則是在進行大型工程之前必須持有共同體審查大型工業和基本建設計劃建築的許可要件，以確保大型公共或私人建設中不會對當地的天然環境有所損害。參見陳麗娟，《歐洲共同體經濟法》，台北：五南，1998，頁316。


� Robert Garner , Environmental politics : Britain, Europ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2000) ,p.105.


� Andrea Lenschow ,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gration :greening sectoral policies in Europe , ( London : Earthscan Publications. 2002) ,p.8.


� 四項重要的環境議題為：一、抑止氣候變化；二、保護野生動物；三、環境與健康；四、自然資源與廢棄物。


� http://europa.eu.int/comm/environment/newprg/(2005.10.03)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主要內容為：一、抑制溫室氣體排放；二、公約強調對應氣候變遷是   世界各國責任，但因各國發展狀況不同，容許各國負有不同的責任。參http://unfccc.int/2860.php(2005.9.30)


�「生物多樣性公約」主要內容為：一、主旨為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其成分的永續利用，透過適當的基金，公平合理分配基因資源使用所獲得的利益，包括基因資源取得的管道及相關科技的移轉；二、各締約國應配合其特殊國情與能力，整合相關部門的策略、計畫及方案以達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三、恢復與重建瀕臨絕滅的物種，採行措施以保護區域內的多樣性生物資源。參http://www.biodiv.org/default.shtml(2005.9.30)


� 周如雁，《歐洲聯盟與全球綠化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2004，頁118-119。


� 歐洲-地中海夥伴關係（Euro-Mediterranean Partnership）：一九九五年在西班牙巴塞隆納舉行的歐洲-地中海外長會議標誌著建立歐洲-地中海夥伴關係的開端，也稱巴塞隆納進程，形成了歐盟15個成員國和12個地中海南岸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框架。歐地夥伴關係的主要目標是到2010年逐步建立歐洲-地中海自由貿易區。


� http://europa.eu.int/comm/environment/smap/smapen.pdf(2005.9.30)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生。


�許仟，「歐洲各國政府」，台北：志一出版社，民國八十六年七月





� Holman, O. (1996) Integrating Southern Europe. EC expans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Spain (London: Routledge)


� Antonio Alaminos, “Domestic Actors and Spanish European Policy”, p.94





� Declaración del Consejo Europeo sobre la contribucion de la PESD, en la lucha contra el terrorismo, Anexo V de las Conclusiones de la Presidencia, SN200/02, Sevilla, 21 y 22 de junio de 2002.


� La europeización del sistema politico español (Madrid: Itsmo)


� Barbé, E. (1999) La política europea de España (Barcelona: Ariel)


� Torreblanca, I. (2001) ‘Ideas, preferences and institutions: Explaining the Europeanization of Spanish foreign policy’, ARENA Working Paper, no.01/26.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班。


� Treaty of Nice, FINAL ACT Art 23


� Eric Philippart,“The 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g the EU”, CEPS Policy Brief No.11, February 2002.


�Art. I-19 (1)


� Art. I-20 (1)


� Art. I-34


� Art. I-27 (1)


1970年的Case 22/70 AETR判決主要的內容就是由1970年的Case 22/70 Commission vs. Council （AETR）案中，由執委會控告理事會，理事會主張，共同體的權限一律都須經過授權而取得，所以若是共同體條約未明示規範的事項，則共同體不具對外締約的權限；歐洲法院在本案否認了理事會的看法，並闡明：「共同體對外締結國際協定的權利非僅來自於條約的明示授權（第133條關於共同商業政策的國際協定及第300條對結盟協定的規定），同時亦來自共同體條約的其他條文之規定，以及共同體在該等條款下所採行的相關措施。」 在此案的判決意見書第17~19項的意見內容中也可看出歐洲法院對本案的見解，其賦予共同體在為行使共同體政策時所同時具備的對外權限（對內權限與對外權限的平行性），也就是說，當共同體為制定共同政策所採行的措施屬於共同體的專屬權限範圍。所以共同體可以與第三國或國際組織締結為實現共同體的共同政策所需之協定或談判。由此可見，AETR一案的見解明顯擴大了共同體的潛在對外締約權限，足以遍及所有的共同體條約。


� J. Klabbers, Presumptive Personality: The European Un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M. Koskenniemi (ed), p. 283-9.


� 憲法條約Art. I-41 (1)


� New York Times, 15 February 2002.


� Henrik Larsen, “Concepts of Secur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after the Cold Wa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4, 2000, pp. 337-355.


(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生。


� 1989年11月捷克民間大規模之示威運動，和平推翻共黨政權，迫使捷共政府與民主人士分享政權，創下和平示威的典範；12月29日聯邦國會選舉哈維爾為總統，其後數月捷克快速進行民主改革，共黨對政府之控制完全瓦解，此即為『絲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由於斯洛伐克人要求政治地位平等，經過激烈的辯論後，聯邦國會於1990年4月20日通過決議，更改正式國名為『捷克暨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The Czech and Slovak Federal Republic)後因聯邦政府採行之激進經濟改革措施，對經濟發展較落後之斯洛伐克帶來嚴重打擊，導致斯人不滿，兩共和國間之關係成為政壇主要之爭議。1993年1月1日起聯邦分裂，捷克與斯洛伐克分別獨立。


� 1946年初美國政治家斯沃普在為參議員巴魯克起草的一篇演說稿中首先提出「冷戰」一詞﹔1947年 9月美國政論家W.李普曼出版了《冷戰》一書﹐該詞從此被廣泛採用。


� 喬治肯南聞名於世的是他作為遏製政策（containment）的創始人，被稱為，1946年2月22日，當時任美國駐蘇聯使館代辦的喬治肯南透過電報，向國務院發回長達5542個英語單詞的文章， 這就是著名的《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代辦喬治‧肯南致國務院電報第五一一號》，這封電報被認為是美國整個冷戰政策的開端。


� 丘吉爾，英國政治家，「鐵幕」（Iron Curtain）這個詞的發明人。邱吉爾首次使用「鐵幕」這個詞，是1946年3月5日他在美國密蘇里州西敏寺學院演講的時候。他說：「從巴爾的海的史特汀，到亞得里亞海的崔斯特，一個鐵幕已落到了歐洲大陸。」


� 1946年3月5日，正在美國作私人訪問的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在美國總統杜魯門的陪同下，來到杜魯門家鄉密蘇裡州富爾頓鎮一座名不見經傳的西敏寺學院，作了一次題為《和平的中流砥柱》的演講，這就是戰后歷史上著名的「富爾頓演說」。


� http://203.64.230.194/web/Content.asp?ID=9111&Query=1


�「布拉格之春」是蘇聯入侵捷克，干涉捷克政治路向的大事件，也是共產主義走向黃昏的記號，不只對捷克，對整個世界可以說影響重大。


� 席次（MPs: members of parliament）。


� 國會席次共150席，其中四黨聯盟共佔69席；另外81席分別屬於the Movement for a Democratic Slovakia，簡稱HZDS(26席)、Direction或稱Smer（25席）、Slovak Communist Party 或稱KSS（9席）以及其他獨立黨（21席）。


� Mikulas Dzurinda，朱林達，在1997年的梅西爾政府擔任斯洛伐克民主聯盟黨Slovak Democratic Coalition (SDK)的發言人，並在1998年7月4日成為該黨的黨主席。隨後在2000年1月成立一個新政黨，也就是後來的斯洛伐克民主基督教聯盟黨(SDKU)。


� 斯國於2004年1月1日開始實施19％單一稅率，無公司所得稅及紅利稅，適用個人及公司。


� 駐斯洛伐克代表處經濟組，〈斯洛伐克經貿發展：回顧與展望（2004年）〉，2005。


�侍從主義（clientelism），依賴著傳統農業社會的特質，來維繫其領導的地位。一般而言，侍從主義是透過資源擁有的大小，以人情為基礎，所建立的交換關係。


� Grigorij Mesenznikov，《Slovakia: Ten Years of Independence And A Year of Reforms-Political Parties As Actor of Reforms in Slovakia》，pp.59~72，2004。


� Visegrad countries（維塞格拉德集團）：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四個國家。


� 引自《經濟激進轉型政策-中東歐之經驗與啟示》，洪美蘭著，台北：翰蘆圖書，2002年，頁9-10。


� 同上注，頁135。


� 資料來源：張文武：〈東歐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理論與實踐〉，1996。


�引自《歐洲企業-第二版》，Neil Harris著，宇敏譯，台北：五南，2001年，頁169。


� Eugen Jurzyca，th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達爾文於1859年提出了天擇說。藉自然淘汰作用(天擇)而推動生物演化的理論簡稱為天擇說，此為達爾文演化學說的核心。


�差異性（個體差異）：任何一物種，其性狀在個體問有時會有差異；因此個體適應環境的能力便不相同。


� 公共財（public goods），公共財是相對於私有財而言。並不是政府提供的財貨都是公共財，公共財是指在同一期間內可以同時提供效益給兩個人以上的經濟個體，而且具有集體消費，滿足公共慾望且由政府預算提供財貨。具有兩項特性：(1)非敵對性，ex燈塔 (2)非排他性（non-rival），又稱「無敵對性」，ex公路。


� Eugen Jurzyca，《Slovakia: Ten Years of Independence And A Year of Reforms-Socio-Economic Reforms in the First Decade of Independence of the Slovak Republic》，pp.73~79，2004。


�托爾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是舉世聞名的文學家。他的二部劃時代的巨作：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安那‧卡列妮娜（Anna Karenina）等書。


� 1991.12月 EEC更名為歐洲聯盟(EU)﹔馬斯垂克條約簽定:訂定EMU統合標準並對歐洲央行及歐洲未來貨幣定位。物價穩定性，通膨不得比歐盟通膨最低三國的平均值高1.5個百分點以上； 財政金融健全性。財政赤字不得超過其國內生產毛額（GDP）的3％，且一般政府債務總額應低於GDP的60％，或以令人滿意的速度減少；匯率穩定性，已加入匯率機制（成立EMU以前的ERM或以後的ERM2）至少兩年；一致性的持久能力，平均長期名目利率不得比歐盟通膨最低三國的平均值高出2個百分點。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研究生。


� 張戌誼、張殿文、盧智芳等著，三千億傳奇－郭台銘的鴻海帝國，天下雜誌，2002，P.182。


� 傑森德崔克與肯尼斯格雷曼著，＜亞洲電腦爭霸戰＞，P.31。


� 傑森德崔克與肯尼斯格雷曼著，＜亞洲電腦爭霸戰＞，


� 張逸民，EMBA企業經營策略，2002，P.360。


� 傑森德崔克與肯尼斯格雷曼著，＜亞洲電腦爭霸戰＞。


� ibid


� 張戌誼、張殿文等著，鴻海如何爭霸全球？，E天下，2001/08，P.70。


� 巴利德&戈夏勒著，李宛容譯，無國界管理，遠流出版，1990，P.35。


� 也就是第一章所稱之多本國策略Multi-Domestic Strategy。


� 同註11。


� 林碧娥，歐洲聯盟第五次擴大之進程研究－以捷克申請加入歐洲聯盟為例，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1月，P.17。


�林欽德、陳介山，歐洲單一市場產品標準與我國因應措施之研究，經濟部中央標準局，1991年7月，P.188。


� 李富山、金智光，從歐盟東擴看東歐市場之商機與拓銷策略，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2000年11月，P.41。


�天下文化，虎與狐 郭台銘的全球競爭策略，P50。


(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生。


�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Vol. 9 (2005) N° 12; http://eiop.or.at/eiop/texte/2005-012a.htm


� 同前揭網址。


� 同前揭網址。


�吳成物，國際直接投資，自版，民國85 年2 月，頁1。                        


�陳振峰，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法制之研究，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0 年7 月，頁1。


�陳振峰，前揭論文，頁3。


�歐陽勳與黃仁德，國際金融理論與制度，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82年10月，頁547。


�林灼榮，國際貿易理論．政策．實證，台北: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88年9月，頁614。


�林灼榮，前揭書，頁627。


�詳如Analytical Index. Guide to GATT Law and Practice, Vol.2, WTO 1995, p.632-642.


�東京回合談判訂定9 項協定包括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補貼協定、關稅估價協定、GATT第6條（反傾銷及平衡措施）執行協定、輸入許可程序協定、政府採購協定、民用航空機貿易協定、國際乳品協定及國際牛肉協定。其中輸入許可程序協定及民用航空機貿易協定有關爭端解決之規定係依據GATT1947 第22、23 條處理，國際乳品協定及國際牛肉協定並未有關於爭端解決處理之規定，其餘五項協定則分別對爭端解決程序有不同之規定。


�陳春山，國際經濟法---台灣與世貿組織，初版，五南，民84年，頁236。


�邱政宗，「多邊貿易架構下之爭端解決制度」，《進口救濟論叢》，第3 期，頁146~148。





�陳春山，前揭書，頁235。。


�認識世界貿易組織，經濟部國貿局，民國88 年出版，頁5 


�羅昌發，國際貿易法，台北：元照出版公司，1999 年7 月，初版二刷，，頁6。


�陳春山，前揭書，頁255。


�羅昌發，前揭書，頁7。


�依照爭端解決瞭解書第2 條第1 項前段之規定，爭端解決機構主要職權有四：（一）設立小組；（二）採認小組及上訴機構之報告；（三）監督裁決及建議之執行；（四）得授權暫停內括協定所為之減讓及其他義務。


�關於運用諮商程序以解決爭端，參見爭端解決瞭解書第4 條。


�有關斡旋、調解、調停部分，參見爭端解決瞭解書第5 條。


�爭端解決瞭解書第2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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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福助，《新干涉主義：科索沃案例議題研究》，頁14。


� 謝福助，《新干涉主義：科索沃案例議題研究》，頁117-123。


� 洪茂雄，《南斯拉夫—巴爾幹國家的合與分》，頁177。


� 南斯拉夫政府對科索沃人進行種族清洗，觸犯人類文明的最敏感神經，因為種族清洗是最不可容忍的邪惡。距離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清洗才五十年，那些「清洗」的受害者還活著的今天，人類又發生這樣的慘劇，而且就在北約主要國家所在地歐洲的心臟，這更使西方社會無法無動於衷，必須出兵制止。參見，洪茂雄，《南斯拉夫—巴爾幹國家的合與分》，頁177。


� Le Monde, Edition International, 20.06.1998, p.2.轉引自胡祖慶，《後冷戰時期的東歐》（台北：五南，2000年），頁105，註90。


� 邢廣程，《強人弱勢－米洛塞維奇的下台與入獄》，頁243-245。


� 邢廣程，《強人弱勢－米洛塞維奇的下台與入獄》，頁243-244。


� 美國的傳統立場是將歐體視為跨大西洋聯盟中的一個組織來對待。參見，郝時遠，《帝國霸權與巴爾幹火藥桶》，頁400-401。


� 由於長期以來決定美歐關係的冷戰環境發生根本變化，美國不再需要以對付美歐的共同敵手作為其制定歐洲政策的主要依據。在柏林牆倒塌不久，美國就開始著手調整其對歐洲的政策。參見，郝時遠，《帝國霸權與巴爾幹火藥桶》，頁400-401。


� 鑒於歐洲統合的迅速發展，美承認歐盟已經在貿易、外交和安全等方面成為美國的一個充滿活力的夥伴，同歐盟緊密的夥伴關係是美國推行民主外交的基礎。參見，郝時遠，《帝國霸權與巴爾幹火藥桶》，頁400-401。


� 郝時遠，《帝國霸權與巴爾幹火藥桶》，頁401-402。


� 這個預謀中的計畫就是使科索沃成為一個共和國，然後同塞爾維亞、黑山結成「南斯拉夫聯邦」。參見，郝時遠，《帝國霸權與巴爾幹火藥桶》，頁400-401。


� 郝時遠，《帝國霸權與巴爾幹火藥桶》，頁400-401。


� 謝福助，《新干涉主義：科索沃案例議題研究》，頁49。


� M. Klare, “The Clinton Doctrine,” The Nation, Vol. 268, No. 14, 19, April 1999, p.5.


� 近代以來、特別是十九世紀中葉以來，部分西歐強四國（現在的歐盟成員國）或控制和影響東南歐地區國家，或為抗衡其他列強而同這一地區的國家結成利益同盟。南斯拉夫危機爆發後，歐盟及其成員國對其地緣政治取向、同東南歐地區國家歷史聯繫和宗教文化的影響估計過高，這充分反映在歐盟成員國為自己的利益承認原南斯拉夫聯邦的一些共和國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波黑獨立上。參見，邢廣程，《強人弱勢－米洛塞維奇的下台與入獄》，頁249-252。


� 歐盟各成員國在政策層面上缺乏（歐盟）共同利益的協調，歐盟未能將各自的利益和目標轉變為共同和連續的政治立場及戰略。參見，邢廣程，《強人弱勢－米洛塞維奇的下台與入獄》，頁243-245。


� 邢廣程，《強人弱勢－米洛塞維奇的下台與入獄》，頁243-245。


� 邢廣程，《強人弱勢－米洛塞維奇的下台與入獄》，頁243-251。


� 邢廣程，《強人弱勢－米洛塞維奇的下台與入獄》，頁243-251。


� 邢廣程，《強人弱勢－米洛塞維奇的下台與入獄》，頁295。


� 科索沃問題是一個國際問題，不能只把它看成是南斯拉夫的內政。因為科索沃問題具有爆炸性，有可能引起整個巴爾幹半島的動盪。參見，郝時遠，《帝國霸權與巴爾幹火藥桶》，頁401-402。


� 因為以往的「經驗」表明，只要美國－插手它們就會喪失歐洲的「自主權」。參見，郝時遠，《帝國霸權與巴爾幹火藥桶》，頁401-402。


� 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日，前南斯拉夫問題六國國際聯繫小組（Contact Group）在倫敦開會，緊急磋商科索沃局勢。聯合聲明不支持科索沃獨立，但需給予科索沃更高的自治地位，並同意對南聯採取武器禁運及其他制裁措施。參見，謝福助。《新干涉主義：科索沃案例議題研究》，頁11。


� 郝時遠，《帝國霸權與巴爾幹火藥桶》，頁401-402。


� 歐洲既擔心美國在歐洲的魯莽行為，又憂慮美國陷入孤立主義。美歐關係發生微妙的變化，但美國與歐洲仍有很多的共同利益，稱美歐關係惡化還言之過早。如何界定歐盟的安全與防務結構與北約的關係成為美歐關係的敏感問題，美國國防部長科恩對歐盟提出警告，稱北約有可能成為「歷史遺跡」。參見，郝時遠，《帝國霸權與巴爾幹火藥桶》，頁401-402。


� 邢廣程，《強人弱勢－米洛塞維奇的下台與入獄》，頁293-294。


� 邢廣程，《強人弱勢－米洛塞維奇的下台與入獄》，頁293-294。。


� 邢廣程，《強人弱勢－米洛塞維奇的下台與入獄》，頁243-245。


� 邢廣程，《強人弱勢－米洛塞維奇的下台與入獄》，頁243-245。


� 邢廣程，《強人弱勢－米洛塞維奇的下台與入獄》，頁295。


� 邢廣程，《強人弱勢－米洛塞維奇的下台與入獄》，頁295。


� 例如派調查特遣隊前往調查衝突的起因與真相，這類策略最適應用於內戰爆發或壓迫人權行動發生的初期階段。參見，Ted Robert Gurr and Barbara Harff，鄭又平等譯，《國際政治中的族群衝突》，頁199~237。


� 提供國際調停與仲裁；提出實質誘因來達成協議，這類策略最適應用於內戰爆發的初期或中期階段。參見，Ted Robert Gurr and Barbara Harff，鄭又平等譯，《國際政治中的族群衝突》，頁199~237。


� 發佈將予以制裁的正式警告，要求犯罪者設下改正其行為的期限。通常是此行動只是具有象徵性意味，但卻有助於法律和政治層面上，採行更有力的後續國際行動。參見，Ted Robert Gurr and Barbara Harff，鄭又平等譯，《國際政治中的族群衝突》，頁199~237。


� 採行制裁行動；實施軍事物資、能源燃料等其他有可能繼續延續戰爭的商品禁運。這類策略最可能有其效果，但也是最難以貫徹到底的選項。參見，Ted Robert Gurr and Barbara Harff，鄭又平等譯，《國際政治中的族群衝突》，頁199~237。


� 例如派遣軍機飛越侵犯國家的領空，展示維持和平部隊所擁有的足夠抵擋攻擊的自衛火力與武裝。這類策略對交戰團體傳遞強硬訊息，並在警告遭到忽視時，能夠產生立即有效的危機效應。參見，Ted Robert Gurr and Barbara Harff，鄭又平等譯，《國際政治中的族群衝突》，頁199~237。


� 展開軍事演習，對戰略性目標發動空中攻擊。這類策略也需要冒著危機的升高，衝突的惡化與延續不止的危險。參見，Ted Robert Gurr and Barbara Harff，鄭又平等譯，《國際政治中的族群衝突》，頁199~237。


� 其目的為區隔各交戰團體的部隊，確保中立區域的安全，利用所有必要的手段來建立可援助與保護人民的安全防禦區域。這類措施是國際干預中最昂貴的代價，但是也具有高度的危險性，科索沃危機就是這個實際例子之一。參見，Ted Robert Gurr and Barbara Harff，鄭又平等譯，《國際政治中的族群衝突》，頁199~237。


� 重新建立文人行政體系與基本服務功能；提供物資與技術的援助；監督自由選舉的進行。這是一種全方面的干預，主要是針對無法阻止大規模屠殺的國家與當地領導者的最後手段，這類措施是需要付出昂貴的代價，以及長期投入的承諾。參見，Ted Robert Gurr and Barbara Harff，鄭又平等譯，《國際政治中的族群衝突》，頁199~237。


� 分離運動戰事：指某區域的族群嘗試從現有國家分離出來的武裝衝突。分離運動戰爭乃不同於革命(revolution)，因為革命是對既存國家奪取權力時，通常沒有共同的族群認同。至於內戰(Civil war)則通常指在一國內，另外一種激烈衝突的形式。參見，Ted Robert Gurr and Barbara Harff，鄭又平等譯，《國際政治中的族群衝突》，頁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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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自方真真、方淑如編著，西班牙史—首開殖民美洲的國家，(台北市，三民書局，二００三年六月)。


�一九三九年四月，佛朗哥的勝利代表了右派法西斯主義在西班牙的勝利；同時也開啟了西班牙維期三十九年的獨裁政權。請參照馬丁‧布林克宏，西班牙內戰，2001年。


� 二次大戰時，西班牙執政者佛朗哥企圖藉由希特勒幫助西班牙從英國手中拿回直布羅陀的所有權，並將法國在北非的勢力驅逐出去，但是西班牙國內內戰剛結束，國力無法參戰，因此宣佈「不參戰主義」( Nobeligerancia)，其立場較偏向軸心國。二次戰後，佛朗哥又偏向討好英、美，表示願意共同保護歐洲不受共產主義思想的侵略，也一再表示西國是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然而在一九四五年六月的波茲坦會議中，與會各國建議聯合國要宣布和西班牙政府斷絕關係，並要求佛朗哥政府要建立一個自由選舉制度才給予各項幫助。參照許仟，西歐各國政府（上），頁298-299。


� 例如歐洲聯盟條約要求加入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必須將國家赤字控制在3％以下，西班牙政府預算赤字就受到很大的壓力，當時甫上台的民眾黨政府除了大幅削減公共投資，還降低經常性支出，以及凍結公務人員薪資。並公布一連串的經濟穩定計畫，以控制物價、減少政府財政赤字，以及創造藉機會為目標。


� 「歐洲貨幣制度」的靈魂：ECU，「歐洲貨幣單位」( European Currency Unit; ECU)是「歐洲貨幣制度」的基礎，ECU是一種人為創造出來的「貨幣計算值」，是由「歐洲共同體」各會員國的貨幣集合而成，一般也稱「貨幣籃」。在這個「貨幣籃」中，會員國貨幣緊密相依，相互牽制，各國貨幣匯率的波動在籃中相互抵銷，這使得ECU的幣值一直很穩定。ECU這種穩定的特色，使「歐洲貨幣制度」的功能與運作得以充分發揮。


� Berelson,1945，對內容分析的定義。


� 西班牙兩個主要的功會組織，其中一個為勞工聯盟( CC.OO)，另一個則為全國總工會( UGT)。


�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Joint Employment Report 1999, ( Brussels:2 December 1999), p.11


� 西班牙失業率自公元兩千年已經持續成長了三年，二００四年全年失業率已達11%，而女性失業率更幾乎高達男性失業率的兩倍。


� 西班牙勞工抗爭罷工情形普遍高於歐洲各國，自一九八零年至一九九零年平均每千人每年損失六三一日，至一九九二年高達六五零日。參照黃莉芳，西班牙政治民主化過程中工會角色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四年六月），頁139-140。


� 一九九二年二月七日歐體十二國外交部長和財政部長在荷蘭馬斯垂克簽署「歐洲聯盟條約」，俗稱「馬斯垂克條約」( Treaty of Maastricht)。


� 參照陳麗娟，歐洲共同體法導論，臺北市：五南出版社，1996年。與陳勁，歐洲聯盟之整合與體制運作，臺北市：五南出版社，1999年。


�(1)Council Directive 1997/81/EC,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Part-Time Work”,Official Journal L014,1998.1.20


 (2) Council Directive 1999/70/ EC,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Fixed-Term Work”, Official Journal L175,1999.7.10





� Amparo Almarcha Barbado, Spain and EC Membership Evaluated,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1993 pp3-10.


� Temporary employment office，概念類似近日盛行的派遣公司，但運作的行態仍有相當的差別。


� 參見西班牙前勞工局局長Manuel Pimental在二００二年在” The Role of Private Employment Institutions and Flexible Work Forms in Increasing the Activities of Workforce Markets”的致詞，參見http://www.adecco.com


� 一九九三年歐洲發生經濟危機時，西班牙雇主所支付的遣散費用，就高達四百五十億西幣。


� “ Las Dificultadades de Reforma”, Tiempo, 1997 p27.


� European Commission, Kingdom Of Spain 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Employment 2000, April 2000,p7.


� 社會勞工黨(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nol, PSOE)於一八七九年五月二日在馬德里成立，巴布羅‧伊格列西亞（ Pablo Iglesias）為首。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 一九九二年，西班牙有幾件重要事件：首先是Barcelona城市舉辦九二年的奧運，接著是在Sevilla舉辦萬國博覽會( Expo 92’)，第三是同年的歐洲文化之都在馬德里( Madrid)，最後則是慶祝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五百週年。Somerset R. Waters, Travel industry world yearbook: The big picture, 1992, p107.


�民眾黨( Partido Popular, PP)為右派政黨，根據西班牙學者研究指出西班牙的右派政黨長期處於分裂以及令人民失望的狀態，主要是經濟發展失衡﹑懼怕佛朗哥專制再度重演和憲政體制發展還不熟穩定。民眾黨原名為人民同盟黨，在一九七六年創立，由五個右翼政黨所組成，奠定基礎的功臣是佛朗哥統治時期的新聞與旅遊大臣佛拉加。


� 比二００三年的2.0％高，但是比預期的3％來得低


� 這項計畫包括了三個目標的達成（1）以穩定為導向的貨幣政策，（2）為鞏固公共財政所做的實質努力，（3）有利於就業和投資的工資政策。以上資料來源，The way forward: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pp17-18. Employment and labour market: European commission,1997.


� 全額只有少於GDP值1％，不到歐盟其餘國家的一半。


� 參閱表1-1西班牙一九六一年至二００五年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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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靜利，「社會保險的意義與社會褔利體系」，台灣社會褔利學刊，第一期，2000年9月


�林慧芬，「由英國、德國及瑞典年金制度實施經驗省思我國政策方向」，國家政策論壇，民92年3月。


� 黃褔榮，前揭書，頁44-60。


� 由於瑞典社會褔利制度的完善，對於失業者或是弱勢者的補助較為優渥，使得人民工作的態度轉變為消極，不少人選擇以失業的方式來獲得政助補肋金，在不工作的情況下又能維持一定的生活水準，使得多數人群起仿效，使得政府財政雪上加霜。


� http://www.krics.sdu.edu.cn/php/article.php?articleid=156


� 此項措施值得我國政府在政策上及立法上的參考依據。


� http://www.krics.sdu.edu.cn/php/article.php?articleid=156


�http://www.krics.sdu.edu.cn/php/article.php?articleid=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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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振萱，「義大利人接班宏碁」，天下雜誌307期，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4年9月15日。


� 周書正，資源基礎觀點探討台商歐洲子公司之經營－以宏碁法國子公司為例，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民國91年。


� 宏碁世紀變革，p55


� 再造宏碁，p280


( 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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